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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８ 年度的诺贝尔经济科学奖颁给了著名美国经济学家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和 Ｐａｕｌ Ｍ．
Ｒｏｍｅｒ 教授，以表彰其在技术创新、气候变化和内生经济增长领域的卓越贡献。 稀缺性是经济

学的核心属性，而知识和创新是我们应对自然资源稀缺性制约的有效手段，两位诺奖获得者通

过构建市场经济与自然资源和知识的交互作用模型，有力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畴。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他提出了分析全球变暖问题的经济学方法，将新古典经

济理论与大气物理、化学等方法相结合，开创性地建立了动态集成的气候经济模型（ＤＩＣＥ），对
社会碳成本（ＳＣＣ）管理以及基于市场机制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进行了深入研究。 Ｒｏｍｅｒ 的主

要贡献是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增长理论（自然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和知识创新），建立了内

生经济增长模型，将知识作为资本投入考虑到经济和技术体系中，模拟了经济决策和市场条件

决定新技术创造的过程。 Ｒｏｍｅｒ 的理论重新燃起了经济学界对内生增长的浓厚兴趣，实践层面

也引导产生了大量的相关法规和政策。 本文旨在对两位教授在技术创新、气候变化和内生经济

增长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简评相关理论的应用进展及实践贡献，继而揭示对

未来国内外相关研究和政策设计的指导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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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８ 日，诺贝尔经济科学奖评选结果在瑞典首都斯德哥摩揭晓，耶鲁大学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教授和纽约大学的 Ｐａｕｌ Ｍ． Ｒｏｍｅｒ 教授由于其在技术创新、气候变化和内生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杰出

贡献而共同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科学奖。 根据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公告，两位经济学家的贡献是方法论

层面的，其研究为我们理解内生经济增长与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和潜在后果提供了的清晰洞见。 他们发展了

一系列方法来解决当前时代面临的最基本和最迫切的问题：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世界人口福利的改善。
尽管实现稳定、绿色、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学者和利益相关方长期不懈的努力，但本届诺奖得主们

的研究发现让我们能更加接近所寻求问题的答案。
诺奖评审委员会将奖项颁给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和 Ｐａｕｌ Ｒｏｍｅｒ 很大程度上暗示着两位经济学家在技术创

新、气候变化和内生经济增长研究方面做出了共同的贡献。 事实上，两者的研究确实存在紧密的关联。 Ｎｏｒ⁃
ｄｈａｕｓ 的主要获奖贡献是率先将宏观经济、地球物理、大气化学相耦合，构建了动态气候经济集成评估框架，
为系统研究气候变化对经济增长和人口福利的影响提供了基本范式，为潜在气候变化损害的减缓提供了有效

政策解决方案。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对气候变化风险进行综合经济评估的方法基底依然是 Ｓｏｌｏｗ⁃Ｒａｍｓｅｙ 分析思想，评
估优化的实现本质上体现的是人类经济活动产生的污染流量（负外部性）引起环境污染存量增加，继而造成

经济反馈损失的过程；且技术创新，尤其是能源技术的创新在其提出的“净经济福利”（负外部损失内部化）概
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很大程度上左右着集成优化评估的过程［１］。 同样，Ｒｏｍｅｒ 的研究也基于 Ｓｏｌｏｗ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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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拓展。 Ｓｏｌｏｗ 模型发现了由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水平共同作用的人均资本和产出水

平的均衡，这里的技术水平主要指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和要素的配置效率水平；Ｓｏｌｏｗ 模型揭示了 ＴＦＰ 在经

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告诉人们技术进步应该如何决定，Ｒｏｍｅｒ 正是从知识和创新的角度对这一

开放命题进行了贡献，且研究了发挥知识正外部性效果的机制。 由此可见，两位诺奖获得者都秉持了外部性

内部化的探索思路，致力于开发技术创新在内生经济增长方面的潜力，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侧重于应对气候变化外部性

挑战的视角，而 Ｒｏｍｅｒ 则更多地从经济增长驱动力本身出发。
本文的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聚焦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的研究和发现，着重评述其主要的学术贡献

及影响；第三部分同平面切换到 Ｐａｕｌ Ｒｏｍｅｒ；最后是全文总结，以期为未来国内外的气候变化和内生增长研究

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并启示相关经济和环境政策的制定。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的研究贡献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教授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周期、宏观增长、劳动工资、价格与税收、利润与生产率等传统

经济学领域，同时对中国、东欧和前苏联等地区的经济转型和改革也抱有浓厚的兴趣。 自上世纪 ７０ 年代开

始，其研究重心开始逐步向气候和环境经济学转型，取得了一系列举足轻重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开创性地发展

了全球变暖经济学研究方法，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提供科学解决方案，这也为今下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埋下了伏笔。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为世人所知源于其与诺奖得主 Ｐａｕｌ Ａ．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合著的《经济学》，这本书被誉为当

前世界上最为实用和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并被邀请多次再版［２］。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能被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选为《经济学》新
版的合著者当然不仅限其在传统经济领域的已有作为，更多是鉴于其在经济学新领域—气候变化经济学方向

的探索和贡献，这些初创性研究也使得他成为了这一时下热门领域的奠基人。
提及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的研究贡献必然离不开“气候变化经济学”、“综合评估模型（ＩＡＭ）”等关键词。 基于此，本

部分将分别从气候变化经济学、综合评估模型以及综合评估框架的拓展应用等几个方面来展开评述。
１、气候变化与气候变化经济学

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可能引起的全球变化的重要部分，传统意义上，是涉及地球物理、大气化学、生态学

等纯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 温室效应（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ｅ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ＧＨＧｓ）是气候变化的核心内涵，它表征了从温

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 ＣＯ２、氮氧化物 ＮＯｘ、甲烷 ＣＨ４ 以及氢氟碳化物 ＨＦＣｓ 等）排放到温室效应形成，再到气

候反馈损失的全过程，即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当排放的速度超过自然沉

降率时，会打破原始的碳循环引起排放流量到存量的转化效应，不断累积的存量的作用效果是使得地表平均

温度升高，继而对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不可估量的负影响［３，４］。 基于此，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ＩＰＣＣ）
推出的前两次综合评估报告（ＡＲ１－１９９０ 和 ＡＲ２－１９９５）均以自然科学工作组的研究为支撑。

事实上，大气化学、生态学、地球物理等自然科学方法的优势主要在于帮助人们认识气候变化过程，同时

提供气候变化事实证据，并分析气候变化的潜在成因，而在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定量、可能损失的价值

评估和政策应对选择等重要方面难有效力，这也为经济学的介入提供了契机。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正是把握了这一良好

契机，开创了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研究。 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问题主要由于排放负外部性的存在：每个人

都贡献了不等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却没有为此付出成本，而一旦排放累积引起温室效应，气候损失则由全社会

承担。 因此，长期来看，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地球环境将很可能沦为“公地悲剧”，这显然是经济学中广泛探

讨的市场失灵的表现。 １９８２ 年，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在美国经济评论（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ＡＥＲ）上发表的

短文充分反映了那一时期气候经济学思想的萌芽，他在文中对化石燃料燃烧相关的碳排放引起的全球变暖影

响进行了初步认识，即我们应该视气候变化如自然资源稀缺性一般为诅咒，还是可以像对其他公共物品一样

进行收益－成本角度的经济评估。 事实上，温升引起的全球负外部性是一种比自然资源稀缺性更难以应对的

挑战，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实践表明，技术进步可以带来大幅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这为打破资源诅咒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可能；相反，由大气中温室气体累积所引起的负外部影响不可逆且难以消除，特别是

以 ＣＯ２ 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存量大、惰性强、衰减慢，一旦温室效应突破社会经济系统的临界值（ ｔｉｐｐ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其对人类的影响很可能是灾难性的［５］。 此外，他在文中还进一步指出，人类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

施必须经由经济系统方能发挥效力［６］。 该文尽管简短，但涉及的很多气候变化研究议题至今仍占据主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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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对排放控制国际合作的论述、政策选择的机制设计以及多重不确定性所扮演的角色等。
此后，气候经济学的内涵在一系列经济学家的研究和探讨下得到了不断丰富和深化。 例如：Ｃｌｉｎｅ［７］较早

出版了《全球变暖经济学》一书，从成本－收益角度系统估算了长期变暖的经济损失，涉及农业影响、海平面上

升、林业损失、水资源短缺和空调电力需求增加等诸多方面，并讨论了动员各国共同应对气候挑战的可能机

制，开启了全面推动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的序章。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本人也在 １９９４ 年出版了一部题为《管理全球公

地：气候变化经济学》的专著，首次系统提出了构建碳循环系统与传统经济系统动态耦合的设想，为后期综合

评估模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８］。 Ｆａｎｋｈａｕｓｅｒ［９］和 Ｍｅｎｄｅｌｓｏｈｎ 和 Ｎｅｕｍａｎｎ［１０］的工作也进一步稳固和深化了气

候变化与经济分析间定量关系的研究框架。 在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等学者的研究引领下，自 ２００１ 年的第三次综合评估

报告（ＡＲ３）开始，气候经济研究在 ＩＰＣＣ 后续历次报告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在第三工作组和第

四工作组的报告研究中［１１］。
２、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

认识到气候变化的经济属性，并提出从经济角度审视全球变暖的影响只是气候经济学研究的开端，更复

杂的是如何程式化气候－经济分析框架，量化气候变化的影响。 这一复杂的问题显然也在相当长时期内困扰

了在传统经济学领域不无建树的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教授，通过梳理其发表记录不难发现，自其研究重心转移开始的后

续 １０ 年里，其在主流经济学顶级期刊发表的文章数量显著下降（例如：１０ 年间仅在 ＡＥＲ 发表 １ 篇）。 事实

上，对气候－经济研究框架的程式化即构建气候经济系统集成模型，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面临着诸多困难。 首

先，气候变暖本身具有许多复杂的属性，例如：全球性（形成的全球性、影响的全球性以及合作解决的全球

性）、长期性（排放过程的长期性以及排放控制和损失减缓过程的长期性）、外部损害性（对自然系统与社会经

济系统的损害）、技术依赖性（能源系统低碳化转型、无碳技术的内生进步）、不确定性（反馈损失的不确定性、
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等，而模型构建需要反映所有这些必备属性，这使得气候－经济

建模成为了一个多维度、多领域交叉的复杂科学问题［１］。 其次，刻画这些属性要求建立传统宏观经济框架与

大气碳循环、生态系统、能源系统等的复杂交互关系，以反映经济活动产生碳排放，到改变大气循环系统和生

态系统，再反馈作用到经济系统的全过程，完成这一任务对于仅具有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经历的学者而言，面临

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复杂系统模型建立之后，其有效性的验证和实践实施还严格依赖于优化算法的

编制以及大规模数值模拟实验的开展；因此，无论从软件还是硬件上还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尤其在计算机技术

还远落后于当下的 ３０ 年前。
鼓舞人心的是，尽管历经重重困难，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教授在强压之下依然推出了第一个从经济视角研究经济、排

放、气候变化的系统模型—动态集成的气候经济模型（ＤＩＣＥ），该模型后来成为了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

（ＩＡＭ）家族的奠基之作。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从传统宏观经济角度给出了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理解，即人为排放在大气系

统中由流量到存量的转变过程可以看作一种自然“负资本”的累积，而我们采取的应对全球变暖的排放控制

行动则是减缓这一“负资本”累积的“正投资”，这要求人们在放弃当前可用消费与获得未来更多长期消费两

种选择中间找到平衡［１，１２］。 基于此，ＤＩＣＥ 模型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描绘人类生产、投资和消费等

活动的宏观经济子模块，同时通过耦合三碳库模型（ｔｈｒｅｅ ｃａｒｂｏｎ⁃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和简化的气候模型刻画了社会经济

系统与碳循环和大气系统间的复杂动态关联，建立了综合评估模型的基本研究框架，如图 １ 所示。
在人均消费水平不断增长和边际消费效用（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逐步递减的事实下，ＤＩＣＥ 模型

以贴现的代际全球福利效用最大化为目标，通过跨期优化消费流寻求系统的最优解方案。 这里的效用是对数

化的人均消费水平的函数①，代际人均消费的重要性通过人口规模大小表征，而跨期的效用分配则取决于消

费贴现因子，后者由纯时间偏好率和边际消费弹性共同决定［１３］。 具体地，记 Ｗ 为福利目标函数，表示为贴现

的人口加权的消费效用之和，ｃ 为人均消费，则

Ｗ ＝ ∑
Ｔ

ｔ ＝ １
Ｕ ｃ ｔ( ) ，Ｌ ｔ( )( ) Ｒ（ ｔ）

此处，Ｌ ｔ( ) 为人口表征的劳动力投入，Ｒ（ ｔ）是效用的跨期贴现因子，且 Ｒ（ ｔ）＝ １＋σ( ) －ｔ。 效用函数 Ｕ（ ｔ）可表

①此处的消费应理解为广义消费（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既涵盖传统市场化的商品和服务消费，同时也包括非市场化的消费
项目，例如闲暇、健康状况和环境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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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的一般性框架

示为

Ｕ ｃ（ ｔ），Ｌ（ ｔ）( ) ＝ Ｌ（ ｔ） ｃ（ ｔ） １－α

１ － α
æ

è
ç

ö

ø
÷

这里暗含了三点假设：其一，假设存在全球层面的中央计划者，负责整个集成系统的优化决策，且其行为具有

完美预见性②；其二，边际消费效用弹性 α 是非时变的常量，可理解为对代际效应分配不公平性的厌恶程度。
一般而言，弹性表征了不同代际边际消费效用的递减状况，当 α 接近于零时，则意味着代际效用是可以完全

替代的，此时决策者对不公平性的厌恶程度较低；而当 α 接近 １ 时，则表示决策者是高度不公平性厌恶的；其
三，单个时期内消费的价值是与人口数量成比例的。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在其 ２０１３ 年的更新版 ＤＩＣＥ 模型手册中指出，ＤＩＣＥ 既可以被视为政策优化模型，也可以理解为

简单的复杂系统预测模型，但无论作何种理解，最大化中央计划人的经济目标函数都是十分关键的环节［１３］。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模型优化的结果呢？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在该模型手册中给出了答案：从一般性角度看，模型优

化是一种模拟竞争市场系统行为的方式；从规范视角看，优化结果为比较气候变化背景下各种替代路径或政

策机制对经济福利的影响提供了可能。
随后，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与其华人学生杨自力一起将单区域的 ＤＩＣＥ 模型拓展到多区域层面，构建了多区域集成

的气候经济模型 ＲＩＣＥ③，并基于该模型分析了气候变化政策中不同国家的战略选择，即纯粹的市场竞争解决

方案（完全不合作）、有效多方合作结果（完全合作纳什均衡）和非合作均衡（有限合作）。 该研究发现：整体

上，与非合作策略相比，合作策略将带来更高的减排水平； 对不同国家而言，合作策略与非合作策略下的排放

控制水平存在很大差异，而高收入国家很可能在合作中付出更高的经济代价［１５］。 基于该模型的最新成果为

２０１０ 年由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主笔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ＰＮＡＳ）上的文章，该文基于 ＲＩＣＥ２０１０ 讨论了实现 ２℃温升

目标所需要的碳价路径，认为即使各国如期完成“哥本哈根协议”既定的减排任务，也很难达成全球温控 ２℃
的目标［１６］。 基于两个模型的研究实践，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给出了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的一般性运行流程，如图 ２。
此外，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还致力于 ＤＩＣＥ 和 ＲＩＣＥ 模型的持续更新和代码共享，贡献模型的大力推广和应用；最新的

ＤＩＣＥ 模型版本为 ＤＩＣＥ２０１６，ＲＩＣＥ 模型版本为 ＲＩＣＥ２０１０，模型的程式和代码均可在其个人网站上免费下载，
且包括 Ｅｘｃｅｌ 和 ＧＡＭＳ 两个软件版本。

②

③

ＤＩＣＥ 模型要求消费、投资和能源等一系列内生变量都最终服务于代际贴现福利（效用）的最大化，这实际上就将求解问题转
变为给定一组价格寻找市场均衡的传统经济学分析。 因此，只要是通过市场手段（无论是庇古税或排放许可）来控制排放，福
利最大化目标都需要在市场均衡的状态下实现；而根据 Ａｒｒｏｗ 不可能性定理，这需要假设代际系统中存在中央计划者［１４］ 。
早期的 ＲＩＣＥ 模型将全球拆分为八大国家和区域，中国、美国等经济、人口和碳排放大国单列，其他国家划分在不同的区域之
中，涉及 ＯＥＣＤ⁃欧洲、中低收入地区、中等收入地区和高收入地区等几大类；每个区域独立决策，在设置的不同博弈情景中作
出选择。 模型假设人口增长趋于稳定，并引入能源投入作为 ＣＤ 生产要素，一定程度上拓展了 Ｓｏｌｏｗ 模型，但其技术变化依然
是作的外生假定，这也是后来 Ｒｏｍｅｒ 的主要贡献之处。



１８１０１１０００２８００１ ３０ 段宏波．ｆｂｄ

第 １０ 期 段宏波，等：创新、内生增长与气候变化：２０１８ 年度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得主的贡献简评 ７　　　　

图 ２　 综合评估模型的运行优化流程

３、ＩＡＭ 框架的拓展应用

自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提出发展 ＩＡＭ 的构想以来，诞生了一系列以其 ＤＩＣＥ 模型的雏形为基础的综合评估模型，代
表性的多区域模型包括：Ｐｅｃｋ 和 Ｔｉｅｓｂｅｒｇ［１７］ 于上世纪 ９０ 年代开发的碳排放轨迹评估模型（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ＥＴ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主导开发的 ＧＲＥＥＮ 模型（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Ｅｎｂ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 ［１８］，以 ＧＲＥＥＮ 为基础由麻省理工学院（ＭＩＴ）团队主持构建的排放预测与政策分析模型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ＥＰＰＡ） ［１９］，著名能源经济学家 Ａｌａｎ Ｓ． Ｍａｎｎｅ 等合作发展的

全球和地区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影响模型（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ＨＧ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
ｉｃｉｅｓ， ＭＥＲＧＥ） ［２０］，１９９２ 年由剑桥大学商学院的 Ｃｈｒｉｓ Ｈｏｐｅ 教授为研究欧盟问题而发展的温室气体影响政策

分析模型 （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ＰＡＧＥ） ［２１］，以及 ２００６ 年由意大利马特艾基金会

（Ｆｏｎｄａｚｉｏｎｅ Ｅｎｉ Ｅｎｒｉｃｏ Ｍａｔｔｅｉ， ＦＥＥＭ）主导开发的全球技术变化混合模型（Ｗｏｒｌｄ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ＣＨ）等［２２］。 因此可以说，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搭建的气候－经济耦合研究框架引领了气候变化综合评

估模型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掀起了世界各国气候政策探讨和集成经济分析的潮流［２３］。
近 ２０ 年里，对 ＤＩＣＥ 以及 ＲＩＣＥ 模型的拓展主要集中在技术进步的内生化和不确定分析方面④：对前者而

言，代表性的模型有内生技术低碳化模型（Ｄ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ＤＥＭＥＴＥＲ）、内生技术变化的气候经济集成模型 （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ｍｏｄｅｌ， ＥＮＴＩＣＥ）以及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技术驱动的 ３Ｅ 系统集成模型（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ｙ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ｃｕｒｖｅｓ， Ｅ３ＭＥＴＬ）等［２４－２６］；而 ＩＡＭ 的不确定

性分析则包括基于 ＤＩＣＥ 的直接随机化和针对其他派生模型的不确定性研究［５，２７－３０］。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ＩＡＭ 模型已在研究不同减排情景下的能源需求变化、碳排放路径变化，边际减排成本分析、气候损失估计、潜
在政策评估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大量的应用实践，这些模型发展和实际应用已使得 ＩＡＭ 模型逐渐成为了研究

气候变化问题的主流工具［３１］。

Ｐａｕｌ Ｍ． Ｒｏｍｅｒ 的研究贡献

如果说描述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教授学术贡献最贴切的关键词是“气候经济学”和“综合评估模型”，那么 Ｒｏｍｅｒ 教
授的关键词则是“内生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这也符合诺贝尔经济科学奖颁奖词中的描述。 事实上，
Ｒｏｍｅｒ 教授与其导师 Ｒｏｂｅｒｔ Ｅ． Ｌｕｃａｓ 是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创建者，整体上，两者均将关注重心放在了人力资

④这里也体现了很多 Ｐａｕｌ Ｒｏｍｅｒ 教授的贡献，本文将在第三部分详述。 此外，Ｗｉｌｌｉａｍ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教授的代表性贡献还包括提出
“净经济福利指标”（ｎ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ｗｅｌｆａｒｅ），该指标是当前被世界各国广泛讨论的“绿色 ＧＤＰ”概念的前身。 本文研究的关注
点在于诺奖成果，故对此未作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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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但 Ｒｏｍｅｒ 明显更关注人力资本与创新知识在非竞争性和排他性上的区别。 Ｒｏｍｅｒ 的
研究为突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提供了可能的途径；特别地，其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传统

经济增长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围绕内生增长，Ｒｏｍｅｒ 教授还在技术创新、知识溢出模型方面有一系列开创

性学术成果。 基于此，本部分将从这几个关键方面对其具体学术成就及其影响进行梳理和简评。
１、Ｓｏｌｏｗ 模型与内生经济增长

讨论 Ｒｏｍｅｒ 在内生经济增长方面的学术成就便不得不提及 １９５６ 年 Ｒｏｂｅｒｔ Ｍ． Ｓｏｌｏｗ 在《经济学季刊》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发表的题为“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一文，文中 Ｓｏｌｏｗ 教授将经济增长

这个复杂宏观的议题用一个十分简单的模型表达了出来［３２］。 在其模型中，经济体可以通过对部分产出的储

蓄来实现资本的动态累积，而不断积累的资本主要两个用途：即资本的“广化”—为新增的人口提供资本和资

本的“深化”—提升经济体中的人均资本存量［３３］。 鉴于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事实，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的

边际产出最终趋零，此时经济体会达到一个均衡；而新增储蓄则全部被用于资本的“广化”，以满足人口增长

对资本的需求。 在均衡状态下，经济体中的人均资本以及对应的人均产出都会处于固定的稳态，这意味着经

济体中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保持不变。 那么，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由什么决定呢？ Ｓｏｌｏｗ 的研究给出的答案

是：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 因此，如果这三个要素均保持不变，那么无论经济体处于何种发展阶段，
其人均资本和产出水平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均衡。 事实上，现实中很多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和储蓄率在

相当长时期内都是稳定的，那么促进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就只有一个—技术进步，或更加确切地说，全要

素生产率（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ＦＰ），这里的 ＴＦＰ 既包括技术的进步演化，也涵盖配置效率的改进。
由此可见，技术之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分析首见于 Ｓｏｌｏｗ 的研究，但在其模型中技术是纯外生的变量，换

而言之，Ｓｏｌｏｗ 模型并没有阐释技术的形成和演化机理，这也为后来 Ｒｏｍｅｒ 的研究提供了突破口。 Ｒｏｍｅｒ 对这

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反映在其代表性论文“规模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中，该文开辟了在一般均衡框架中研究

内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可能性［３４］。 具体地，Ｒｏｍｅｒ 构建了一个简单的两阶段模型，将允许部分溢出的私

有知识考虑到连续可微的其企业生产函数 Ｆ 中，而产出依赖于企业特定的生产投入 ｋｉ 和 ｘｉ；若总共有 Ｎ 个企

业，则加总的知识水平 Ｋ＝∑
Ｎ

ｉ＝１
ｋｉ。 为保证优化问题竞争均衡的存在性，Ｒｏｍｅｒ 假设对给定的知识存量 Ｋ，生产函

数 Ｆ 是凹的，这意味着当 Ｋ 为常量时，Ｆ 关于 ｋｉ 和 ｘｉ 是一次齐次的。 基于此，并考虑到 Ｆ 与知识存量 Ｋ 间的

正向关系，我们得到了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关系，即给定任意的 ϕ＞０，
Ｆ（ϕｋｉ，ϕＫ，ϕｘｉ） ＞ Ｆ（ϕｋｉ，Ｋ，ϕｘｉ） ＝ ϕＦ（ｋｉ，Ｋ，ｘｉ）

　 　 在 Ｒｏｍｅｒ 的这篇经典的研究中，其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的概念来解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在传统的

经济学中，投入要素的规模报酬通常被假定为是递减的。 一般而言，知识可以视为是一种公共物品（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因而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Ｎｏｎｒｉｖａｌｒｙ）和非排他性（Ｎｏｎｅｘｃｌｕｄａｂｉｌｉｔｙ）；当这种公共品被作为投入要素

作用于生产时，就会引发显著的正外部性，从而导致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的出现，而一旦有了规模报酬递增效

应，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就成为了可能。 总结起来，Ｓｏｌｏｗ 这份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１）揭示了知

识这类带有外部性属性的生产要素的特性，发展了考虑知识投入的聚合产出函数，为经济长期稳定甚至快速

增长提供了驱动力；（２）探讨了如何将边际收益递增和市场完全竞争统一在一般均衡框架中，建立了考虑内

生技术变化的竞争均衡模型；（３）阐明了在外部性存在的情形下市场竞争机制将导致次优结果的产生，因此

政府应当通过征税或补贴等手段对市场进行干预，通过将外部性内生化来重新实现社会最优。
Ｒｏｍｅｒ 这篇文章的问世激发了宏观经济领域大批学者对内生增长的研究兴趣，其中不乏著名的经济学家

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完成的诸多优秀的工作。 例如：１９９５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Ｌｕｃａｓ 从

三个方面研究了经济增长的驱动机制，尤其强调了技术变化和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这里的人力资本既可以

通过教育培训产生，也可以依靠“干中学”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ｙ⁃Ｄｏｉｎｇ， ＬＢＤ）来累积［３５］。 Ｂａｒｒｏ［３６］ 基于 １９６０－１９８５ 年

间 ９８ 个国家的历史数据分析了人力资本、政府消费、公共投资、教育以及政治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３７］研究了重要贸易国家知识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国际贸易会引起与国内

创新外部性共存的外部性的产生，而后者则将引起创新水平的下降；因此，贸易促进政策可以抑制创新外部性

的不利影响，继而加速经济增长并提高贸易国家的福利水平。 Ａｇｈｉｏｎ 和 Ｈｏｗｉｔｔ［３８］ 基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

过程发展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强调了由知识累积诱导的旧技术和旧工业创新的过时性，并指出旧技术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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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淘汰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 Ｓｔｏｋｅｙ 和 Ｒｅｂｅｌｏ［３９］利用内生增长模型定量评估了税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并给出了模型和参数值选择的依据，其研究佐证了 Ｒｏｂｅｒｔ Ｍ． Ｌｕｃａｓ 的工作发现，即税收改革对美国经济

增长率的影响较小。
２、内生技术变化

Ｒｏｍｅｒ 在内生增长模型中提到的技术（ＴＦＰ）与知识的积累密切相关，而后者实际上是由市场中的经济体

有目的的创造和推动的，这也暗示了“知识”或者“创意”不同于其他投入品的特殊性的存在。 １９９０ 年，Ｒｏｍｅｒ
在《政治经济杂志》发表了另一篇代表性论文，着重探讨了知识（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性作用于内生经济增长

的过程［４０］。 文中均衡模型的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驱动，而后者则由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代理人作出的创

意投资决策引发；这里的技术投入既不是传统商品也不是公共物品，而应该理解为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

性的独特物品。 具体地，记劳动投入为 Ｌ，人力资本为 ＨＹ，ｘ ＝ ｘｉ{ } ∞
ｉ＝ ｌ是企业的投入清单，则传统柯布－道格拉

斯（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 ＣＤ）生产函数可拓展为

Ｙ ＨＹ，Ｌ，ｘ( ) ＝ ＨＹ
αＬβ∑

∞

ｌ ＝ １
ｘｌ

１－α－β

显然，该生产函数与传统 ＣＤ 函数的区别主要在于对人力资本投入的考虑，以及不同资本存量间相互替代的

程度差异。 均衡模型中，Ｒｏｍｅｒ 构建了三个经济部门，即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和研发部门。
研发部门通过投资生产知识或创意，并将其卖给中间产品部门，而中间产品部门则产出耐用资本设备并将其

租赁给终端产品生产部门以获得租金，而后者负责生产供经济体消费的最终产品。 据此看来，合理分配三个

部门的投入品（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是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环节。 此中的政策问题主要在于研

发部门的知识产出具有显著的外部性，使得研发的部门私有收益远小于其带来的社会收益；因此，为激励研发

活动的开展，就需要尽可能将研发的外部效应内部化，以尽可能消减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此时，
进行专利、版权、生产者补贴等政策机制的设计和法律法规的建设就显得尤其重要。 此外，Ｒｏｍｅｒ 在文中给出

经济增长 ｇ 与总资本投入 Ｈ（人力资本 ＨＹ 与其他资本 ＨＡ 之和）间的关系，即给定贴现率 ρ，效用增长率 σ∈
［０，１），这一关系可下式表示

ｇ ＝ δＨ － Λρ
σΛ ＋ １

　 　 其中，Λ 由技术参数 α 和 β 共同决定，且 Λ＝ α ／ １－α－β( ) α＋β( ) 。 事实上，当参数 δ ＝ １ 时，上式表达的关

系可以简单描述为图 ３［４０］。
尽管在当前看来，Ｒｏｍｅｒ 的很多研发发现，例如：知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研发知识的外部性等

都显而易见，但在当时， ＴＦＰ 在经济模型研究中一直是作为黑箱存在的，而 Ｒｏｍｅｒ 对打开黑箱的尝试无疑具

有开创性意义。 从谷歌学术（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的统计数据来看，Ｒｏｍｅｒ［３４，４０］这两篇经典论文的单篇引用量都在

２５ ０００次以上，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其研究工作的巨大影响力。 虽然此后相当长时期内，Ｒｏｍｅｒ 由于投身创业

和“宪政城市”的试点而淡出了学界，但这些早期研究的革命性贡献仍然使得其加冕诺奖实至名归。

图 ３　 经济增长与资本存量（人力资本）间的关系演示

３、知识创新、内生增长与气候变化

通过对两位诺奖得主研究成果的梳理不难发现，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考虑的是如何把气候变化产生的负外部性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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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到经济增长过程中，而 Ｒｏｍｅｒ 则致力于将具有正外部性的创新知识内生到经济增长过程，尽管两人的研究

着力点显著不同，但都汇聚到一个经典问题：即如何与时俱进地认识经济发展并促进其可持续增长。 表面上

看，Ｒｏｍｅｒ 的研究与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的工作不大相关，但实际上，Ｒｏｍｅｒ 的技术进步思想在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的气候变化研究

中有着许多潜移默化的体现。 根本上，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依赖于绿色低碳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有效替

代，而清洁能源的发展离不开知识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４１］。 事实上，在 Ｒｏｍｅｒ 技术内生思想的影响下，许多

学者在进行气候变化问题研究中普遍开始考虑在综合评估的框架中引入内生技术进步的效果，代表性的有

Ｄａｖｉｄ Ｐｏｐｐ 教授基于 ＤＩＣＥ 模型构建的 ＥＮＴＩＣＥ 和 ＥＮＴＩＣＥ⁃ＢＲ 模型⑤，ＦＥＥＭ 于 ２００６ 年发展的内生技术诱导

混合模型 ＷＩＴＣＨ 以及 Ｄｕａｎ 等于 ２０１３ 年开发的内生技术扩散驱动的 ３Ｅ 系统集成模型 Ｅ３ＭＥＴＬ 等［２２，２５，２６，４２］。

结论及展望

本文通过建立学术关键词集对 ２０１８ 年度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得主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教授和 Ｐａｕｌ Ｍ． Ｒｏ⁃
ｍｅｒ 教授的研究贡献进行了梳理和简评，其中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气候变化经济学”和“综合评

估建模”等方面的奠基式贡献，而 Ｒｏｍｅｒ 的开创性研究则集中于“知识创新”和“内生经济增长”。 具体地，尽
管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教授在传统宏观经济领域不乏建树，例如：机会主义周期理论的提出、对新兴市场经济改革的分

析以及“净经济福利”指标的首创等，但其最突出的贡献依然集中在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开创性研究，包括发展

气候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实现地球物理、大气化学和生态学等自然科学工具与传统经济理论的系统融合，并构

建基础性的综合评估模型框架等，这些工作对全球能源资源的有效利用、排放控制政策的制定以及国际合作

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意义重大。 Ｒｏｍｅｒ 的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驱动机制，即将知识创新和人力资本

作为与实物资本相等同的投入品内生到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出了著名的“四要素”内生增长理论，率先认识并

探讨了知识的正外部性及其在促进资本深化、推动生产的规模效益递增方面的积极作用。 Ｒｏｍｅｒ 创立的新增

长理论打破了传统经济理论的研究桎梏，为发掘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力提供了有效途径，特别是在当下传统

经济增长引擎发力不足、人口红利普遍消失、可持续发展转型紧迫的多重压力下。
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探讨如何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通过资源最优配置来实现经济福利的最大化。 世界

经济发展到今天，可持续的增长除了受到土地、矿产、能源、水等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资源约束外，还受制于最大

的外部约束—环境（包括地球环境和大气环境）；因此，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已逐步告别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

和发展效率的时代，转而向绿色可持续增长的新阶段过渡，这一阶段对增长模式和发展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尤其是如何建立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互动，减缓气候变化和局地环境污染对经济社会的

反馈影响，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等。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和 Ｒｏｍｒｅ 的研究对这一系列关键问题提供很好的解答，为
后人对绿色可持续增长的拓展和深化研究以及政府层面相关的政策引导和机制设计均具有普适启发性

意义。 　
从研究角度看，首先，尽管自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推出经典的 ＤＩＣＥ 模型以来，ＩＡＭ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应用，

但当前来看颇具影响力的模型均发展自美国或欧洲等地，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在模型发展方面的实力整

体偏弱，这意味着推动针对发展中国家气候经济研究的 ＩＡＭ 发展依然是一项极具前景的工作［４３］。 其次，在
Ｒｏｍｅｒ 内生技术变化思想与 ＩＡＭ 的结合方面可续有作为。 事实上，内生增长理论模型有两类：一类建立在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Ｊ． Ａｒｒｏｗ 教授 １９６２ 年提出的“干中学”思想上［３５，４４］，另一类即 Ｒｏｍｅｒ 提出的将不完全竞争和内生技术

进步综合考虑的内生增长模型［３３，４０］；而当前来看，ＩＡＭ 框架下考虑的内生技术多归属第一类，即利用所谓的

单因素或双因素学习曲线来内生刻画能源经济系统中的技术演变［２２，２６，４５，４６］。 再次，ＩＡＭ 对未来长时间尺度内

气候变化影响的分析严格依赖于经济发展与关键气候变量间确切历史关系的确定（对应到 ＩＡＭ 中气候损失

对经济产出作用函数的参数取值），而目前无论是全球层面还是就中国而言，对这一关系的认识均十分有限，
其依赖于经济、能源、气候等多维大数据系统工作平台的建立和更多实证估计工作的开展。

中国目前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探索新型经济增长路径的关键时期，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和 Ｒｏｍｅｒ 的研究和思想将

⑤Ｐｏｐｐ［２５］通过实证估计能源研发与 ＧＤＰ 增值间的历史关系，将生产函数的能源投入进行了细分（能源投入和非能源投入），特
别将能源研发创造的知识资本作为一种替代传统能源的投入要素作用于生产，从而在经济增长中兼顾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
Ｐｏｐｐ 的研究是 Ｒｏｍｅｒ 思想应用于综合评估框架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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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带来诸多有益的启示：（１）巩固碳市场试点的实践成果，完善全

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机制建设和制度安排，切实推行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并举的可持续发展长期战略，努力

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规划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远景目标；（２）推动气候变化研究与环境政策制定的紧

密结合，提高政策设计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柔化排放交易市场、碳税、资源税、补贴等多重政策手段的组合以有

效控制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可能影响；（３）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研究得到的气候变化对欠发达地区影响更甚的结论要求我

们在关注经济发展不均等的基础上重视气候损失的区域不均衡性，因此，国家在出台经济发展和气候治理政

策时要充分考虑这一新增不均衡性的潜在影响；（４）Ｒｏｍｅｒ 的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了知识创新之于经济发展的

重要性，这意味着政府应当把握好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发展投资的再平衡，逐步将公共投资的重心向促进基

础性产业创新和技术研发的方向调整，同时培植政策土壤以引导和聚集私有资本的力量进行新技术开发；
（５）进一步强化大学、科研院所等机构的知识创新主战场地位，稳增科研投入，同时继续深化科研体制改革，
宽松科研环境，提高科研待遇，全面激发研究人员的投入积极性；（６）知识创新的正外部性使得研发活动的社

会收益远高于私有收益，这是促进可持续创新活动开展的关键性阻碍。 为此，需要强化专利在确立知识产权

归属方面的主导性效力，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切实保障科研人员和机构的研发收益，开创欣欣向荣

的研发局面。 此外，坚定对外开放战略，积极推动全球产业链的知识、科技交流和技术合作也是加速知识积

累、驱动经济内生增长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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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ｏｂｅｌ Ｐｒｉｚｅ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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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担保预期、存款保险限额与银行风险承担

王晓博１ 　 刘　 伟１ 　 辛飞飞２

（１．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２．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上海 ２０１８０４）

摘要：在考虑了市场主体对于政府担保预期的情况下，本文选取欧元区 １７ 个国家的 １１６ 家银行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作为样本，通过对危机前、危机中以及危机后三个时期存款保险限额与银

行风险承担间关系的考察，验证了二者间 Ｕ 型关系的存在，指出存款保险限额的提高并不一定

会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存在最优的保险限额能够最小化银行的风险承担；同时，我们发现政

府在危机时期的担保行为，可能强化市场主体对于政府担保的预期，进而使得危机过后，即使政

府取消担保，最优的存款保险限额也不再存在。 进一步地，我们认为在我国存款保险的初创时

期，选择较高的存款保险限额，降低市场主体对于政府担保的预期，将更有利于明晰政府的职能

定位，缓解长期政府隐性担保下积累的银行体系的道德风险问题。
关键词：政府担保预期；存款保险限额；银行风险承担；道德风险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７－１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１４ＢＪＹ２０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２０１６０６２９）。
作者简介：王晓博，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刘伟，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辛飞飞，同

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博士。

引　 言

在存款保险制度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为了防范道德风险，各国根据其金融环境的特点，在存款保险的制度

设计上做出了相应的安排，如限额保险、共同保险和风险费率等。 其中，保险限额的设置，因其能够在发挥存

款保险稳定银行体系功能的同时维持市场约束，缓解存款保险制度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１，２］，更是存款

保险制度显著区别于政府隐性担保的关键一环。 但是，即使在限额保险之下，由于银行体系风险的传染性、银
行危机的经济成本以及银行监管机构出于对自身政绩的考虑等因素，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银行债权人均可

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政府担保的预期［３］，进而影响存款保险限额作用的发挥。
特别地，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时期，为了重建市场信心，稳定金融市场，在已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并经历银行危

机的国家中，９６％的国家选择了提高存款保险限额；同时，３２％的国家在应对银行危机时引入了政府担保，其
中 ３８％的国家选择了政府对银行存款的全额担保［４］。 这种危机时期政府为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而为银行背

书的行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市场主体对于政府担保的预期，进而对银行风险承担造成影响。
因此，本文选取欧元区 １７ 个国家的 １１６ 家银行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作为样本，通过对存款保险限额与银

行风险承担关系的考察，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１）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存款保险限额能够最小化银行的

风险承担；（２）危机时期政府的担保行为对危机后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的关系将产生怎样的

影响。
为便于表述，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述存款保险（制度）均指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同时，考虑到存款保险

制度是通过对存款提供保护以实现其维护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功能，本文政府担保系指政府对银行存款提供

担保。

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为了在有效降低银行挤兑风险、增强金融稳定的同时，维持市场主体对银行的约束，缓解存款保险制度可

能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限额保险成为很多国家的选择［１，２，４］。 但是，因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最优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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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限额往往又是难以确定的。 Ｃｈｅｎ 等［５］对 １９６０－２００８ 年全球 ７４ 个国家存款保险的研究中就发现，存款保

险限额的决定受到包括政治环境以及经济情况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 因此，很多学者都试图从理论及实践

中证明并寻求最优的存款保险限额。 Ｇａｎ 和 Ｗａｎｇ［２］在一个涵盖了资本要求、风险溢价、限额保险的局部均衡

模型的分析中，指出存在最优的保险限额能够鼓励存款人对银行的监督，进而控制银行的风险承担。 但是，
Ｄｅｍｉｒｇüç⁃Ｋｕｎｔ 和 Ｈｕｉｚｉｎｇａ［６］以及 Ｌａｅｖｅｎ 和 Ｌｅｖｉｎｅ［７］等学者的实证研究并不支持上述观点，认为存款保险限

额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在以上有关存款保险限额与银行风险承担的研究中，往往较少地考虑政府以及政府行为对其他市场主体

的影响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大量的研究表明，银行的政府背景有利于增强存款人对于

银行的信心［８，９］，这也是遭遇银行系统性危机时政府实施担保的原因所在。 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即
使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银行的政治关联、政府监管等因素依然会对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造成直接的影

响［１０，１１］。 Ｃｕｂｉｌｌａｓ 等［１２］通过构建 ６６ 个国家的 ７９ 次银行危机前后的面板数据，发现银行危机后市场约束弱

化，并且弱化程度与各国的监管环境有关；政府在危机时期的宽松政策，如引入存款保险制度、政府注资以及

银行国有化均对市场约束存在明显的负面影响。 但是，这类研究多从银行市场约束的角度入手，考察政府行

为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影响，缺乏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直接考察，并且也缺乏结合存款保险制度具体的制度设计

的研究。
为了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有学者试图通过预期这一关键因素的引入，在银行风险承担、存款保险限额以

及政府担保之间建立起联系。 潘静和熊谋林［１３］针对我国商业银行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股权特征，认为政府

长期以来向国有银行注资、进行不良资产剥离等行为，事实上已促使公众形成了“大而不倒”（ ｔｏｏ ｂｉｇ ｔｏ ｆａｉｌ）
的预期，进而指出即使实施限额保险，也不能实现存款保险与市场约束激励兼容，进而无法实现激励市场约束

渠道来规制银行风险承担的目的。 Ａｎｇｋｉｎａｎｄ［３］则从危机处置成本的角度出发，指出在存款保险限额较低的

国家，其危机处置成本相对较高，这些国家有很强的动机于危机伊始就立刻对银行进行保护，以防止其发生挤

兑。 因此，在存款保险限额较低的国家，由于在保险范围之外的存款以及其他非存款负债的规模较大，市场主

体对于政府担保的预期则较强。 进一步地，Ａｎｇｋｉｎａｎｄ 和 Ｗｉｈｌｂｏｒｇ［１４，１５］提出了“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ｎ⁃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假
说，该假说按照银行风险承担形成的原因，将其区分为由显性存款保险引发的银行风险承担和由市场主体对

政府担保的预期引发的银行风险承担，进而指出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呈 Ｕ 型关系。 随着存款保险

限额的提高，由显性存款保险引发的银行风险承担呈上升趋势；而由于存款保险限额的提高降低了市场主体

对于政府担保的预期，由对政府担保的预期引发的银行风险承担则呈下降趋势，且当存款保险限额处于较高

水平时，存款保险限额一定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市场主体对政府担保预期的下降将呈现递减的趋势。 进而，
在存款保险限额处于较低水平时，由对政府担保预期引发的银行风险承担占据主导地位；当存款保险限额超

过某一水平后，由显性存款保险引发的银行风险承担将超过由对政府担保预期引发的银行风险承担而占据主

导地位。 在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银行的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将呈现出 Ｕ 型的关系。 如图 １ 所

示，虚线表示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实际的关系。 由此，我们首先提出假设 １，对“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假说进行验证。

Ｈ１：银行的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呈 Ｕ 型关系；限额保险制度下，存在最优的保险限额能够使得银

行的风险承担最小。

图 １　 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 Ｕ 型关系的假设示意图

市场主体对于政府担保预期这一关键因素的引入，使得我们能够在银行风险承担、存款保险限额以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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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担保之间建立起联系。 也就是说，任何能够影响市场主体对政府担保预期的因素都将可能对银行风险承担

与存款保险限额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同时，由于预期的延续性，这种影响可能在干预因素消失之后持续存在。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为了稳定本国金融市场、重构市场信心，多个国家，尤其是发生了银行危机的国

家，大幅度地提高了其存款保险的保障程度，其主要方式包括：（１）提高存款保险限额；（２）取消共同保险；
（３）引入政府存款担保（全额或限额）；（４）引入政府对部分银行非存款负债的担保；（５）政府对银行特定资产

的担保；（６）银行国有化［４］。 有研究表明，这些危机时期政府的干预行为有助于增强市场主体对于银行体系

的信心，防止危机的进一步恶化［１６，１７］。 但是，也有学者对这种存款保险制度在危机时期的变化可能引发的道

德风险问题表示了担忧［４，１８，１９］。 Ｈｒｙｃｋｉｅｗｉｃｚ［２０］指出政府通过向银行注入流动性、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等方式对

银行体系进行干预，会导致银行的风险承担加剧，对银行体系的稳定造成负面的影响。 同时，由于银行危机期

间，银行债权人直接面临存款损失的危险，对银行体系的关注度提高［２１］，危机的经历将对市场主体预期的形

成产生直接的影响。 有研究证实，危机时期的政府监管力量的重构将造成危机后银行市场约束的弱化［２２，２３］。
而现有的文献中，关于金融危机时期存款保险制度的研究，仍较多地集中于对危机时期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

的考察［２４，２５］，忽视了存款保险制度在危机时期的变化对危机后银行风险承担的持续影响。 而事实上这些变

化均可能对市场主体的预期造成直接的影响。
危机时期政府的担保行为，虽然能够增强市场对于银行的信心，但同时也释放出政府担保可期的信号，强

化市场主体有关政府担保的预期，这可能改变由对政府担保预期引发的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的关

系，使得在危机过后，即使政府取消了担保行为，由对政府担保的预期而引发的银行风险承担也不再随着存款

保险限额的提高而下降，其可能随着保险限额的提高而保持不变，或者呈现上升趋势。 其含义如图 ２ 所示，我
们展示了由对政府担保预期引发的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可能存在两种关系。 图 ２ 左图中，由对政

府担保预期引发的银行风险承担不随着存款保险限额的变化而改变，表现为一条水平线，由显性存款保险引

发的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正相关；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银行的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呈正相

关关系。 图 ２ 右图中，由对政府担保预期引发的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呈现出正相关，显性存款保

险引发的银行风险承担仍然呈现为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银行的风险承担与存款

保险限额间呈正相关关系。

图 ２　 危机时期政府担保行为对危机后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关系影响的假设示意图（１）

另一种情况下，危机时期的政府担保行为，可能会使得在任意存款保险限额水平上，由对政府担保预期引

发的银行风险承担远超越显性存款保险所引发的银行风险承担，进而主导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的

关系，使其呈现为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其含义如图 ３ 所示。 与上文相同，显性存款保险引发的银行风

险承担仍然呈现为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 然而，受到危机时期政府担保行为的影响，由对政府担保预期

引发的银行风险承担虽然仍表现为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但是，由其带来的风险承担水平却远超由存款

保险限额引发的银行风险承担。 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后的风险承担将如图 ３ 中虚线所示，表现为一条向右下

方倾斜的曲线。
所以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的 Ｕ 型关系均将不再存在。 因此，我们提

出假设 ２，对这种影响是否存在进行验证。
Ｈ２：危机时期政府对银行存款的担保行为，将强化市场主体对于政府担保的预期，使得在政府取消担保

之后，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的 Ｕ 型关系不再存在，不再存在最优的存款保险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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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危机时期政府担保行为对危机后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关系影响的假设示意图（２）

研究设计

１、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由于较为相似的货币环境及存款保险制度设计，加之银行体系的成熟度较高以及数据的可得性等优点，欧
元区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存款保险制度较为合适的研究对象［２６，２７］。 特别地，由于货币一体化的发展，欧元区国

家之间在货币流动性方面有着其他区域无法比拟的优势，但这也会使得存款外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２８］。 这种潜

在的存款竞争使得欧元区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均选择较大程度地提高存款保险的保障程度，部分国家更是实

施了政府对银行存款的暂时性担保［４］。 如表 １ 所示，我们列示了部分年份欧元区国家存款保险限额以及其在危

机时期政府担保的情况。 从表 １ 中我们可以看到，欧元区国家均选择了限额保险的方式，危机前其保障程度除

个别国家外（如意大利）均保持在本国人均 ＧＤＰ 的 ０ ５－２ ５ 倍左右。 危机时期，存款保险限额均有较大幅度的

上升；同时，有 ５ 个国家在选择了由政府为其银行的存款提供担保，这恰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合适的样本。 另

外，由于立陶宛与拉脱维亚加入欧元区的时间较晚，故不包含在我们的样本之内。 因此，我们在综合考虑各方面

因素后，选取了欧元区除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之外的 １７ 个欧元区国家的 １１６ 家银行作为样本。 样本银行涵盖了欧

元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 ８０％以上，银行的类别包括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合作银行以及房地产银行，具
有较强的代表性。 其中，银行层面的数据来源于 Ｂａｎｋｓｃｏｐｅ 银行财务数据库；宏观数据主要来源于 ＥＩＵ
Ｃｏｕｎｔｒｙｄａｔａ 数据库。 同时，由于我们的样本中包含部分非上市银行，为避免各银行数据结构与数据内涵不一致

的问题，我们对数据做了检查和筛选，所选取的样本银行均采取 ＩＦＲＳ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表 １　 欧元区国家存款保险限额及金融危机时期变化情况表

是否采取

限额保险

存款保险限额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危机期间政府

对存款的担保

情况

是否存在对银行

部分非存款

负债的担保

是否存在对

银行特定

资产的担保

是否存在银行

体系显著的

国有化

奥地利 √ ０ ７３ ／ ２ ９６ ／ ２ ８２ 无限担保 √ √ √
爱尔兰 √ ０ ５７ ／ ２ ８９ ／ ３ ０２ 无限担保 √ √ √
爱沙尼亚 √ １ ００ ／ ９ ３６ ／ ７ ２４
比利时 √ ０ ７６ ／ ３ ０６ ／ ３ ０４ √ √ √
德国 √ ０ ７７ ／ ３ ２９ ／ ３ ０６ 仅对私人账户 √ √ √
芬兰 √ ０ ９０ ／ ３ ０２ ／ ２ ９２ √
法国 √ ２ ７６ ／ ３ ２６ ／ ３ ２１ √
荷兰 √ ０ ６９ ／ ２ ８５ ／ ２ ８９ √ √ √
卢森堡 √ ０ ３５ ／ １ ３０ ／ １ ２５ √
马耳他 √ １ ７７ ／ ６ ４５ ／ ６ ０３
葡萄牙 √ １ ８３ ／ ６ １８ ／ ６ ６５ √
斯洛伐克 √ ２ ６７ ／ ８ ２７ ／ ７ ７８ 无限担保

斯洛文尼亚 √ １ ４４ ／ ５ ８０ ／ ６ ０６ 无限担保 √
塞浦路斯 √ １ ２３ ／ ４ ８５ ／ ５ ５７
西班牙 √ １ ０８ ／ ４ ４７ ／ ４ ７３ √ √
希腊 √ １ ３０ ／ ５ ０６ ／ ６ ３１ √ √
意大利 √ ４ ４６ ／ ３ ８３ ／ ３ ９７ √
注：①存款保险限额一栏使用各国存款保险限额与本国人均 ＧＤＰ 的比值表示，保险限额一栏分别列出了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１０ 年以及 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
②由于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加入欧元区的时间较晚，分别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和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不包含在样本内，故未在表中列出。
资料来源：Ｄｅｍｉｒｇüç⁃Ｋｕｎｔ Ａ．， Ｋａｎｅ Ｅ．， Ｌａｅｖｅｎ 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５，２０（１０）：１５５－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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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基本模型

为了对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的 Ｕ 型关系进行检验，并考察危机时期政府的担保行为对银行

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的关系所造成的持续性影响。 我们参考 Ｐｒａｂｈａ 和 Ｗｉｈｌｂｏｒｇ［２９］ 的方法，依据部分

样本国家实施和取消政府担保的时间节点，将样本期划分为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三

个阶段，通过平均的方法将数据转换为截面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截面模型，对银行风险承

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并通过截面模型在三个时期估计结果的对比来考察政府的担保行为

对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关系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 基本模型如下：
ＢａｎｋＲｉｓｋｉ ＝ β０ ＋ β１ＥＣ ｊ ＋ β２ｇｏｖｅｒｎ ｊ ＋ β３ＥＣ ｊ

２ ＋ β４ＥＣ ｊ
２ × ｇｏｖｅｒｎ ｊ ＋ β５ｂａｎｋｉ ＋ β６ｍａｃｒｏ ｊ ＋ εｉ （１）

　 　 其中，下标 ｉ 表示银行，下标 ｊ 表示国家。 相应地，ＢａｎｋＲｉｓｋｉ 表示 ｉ 银行的风险承担，ＥＣ ｊ 表示 ｊ 国的存款

保险限额，ＥＣ ｊ
２ 表示其平方项。 ｇｏｖｅｒｎ ｊ 为虚拟变量，表示该国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期间是否存在政府担保行为。

危机期间实施过政府担保的国家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ｂａｎｋｉ 为银行层面控制变量的向量，ｍａｃｒｏ ｊ 为各国宏观

层面控制变量的向量，β５ 和 β６ 分别为其系数向量，εｉ 是随机干扰项。 我们所关注的是平方项 ＥＣ ｊ
２ 的系数 β３

以及交互项的系数 β４。 其中，β３ 反映了银行风险承担与保险限额间是否呈 Ｕ 型关系，ｇｏｖｅｒｎ ｊ 与 ＥＣ ｊ
２ 交互项

的系数 β４ 则表示对于危机时期对存款实施了政府担保的国家，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的关系是否

存在显著差异。
３、变量描述

（１）银行风险承担的衡量

银行面临的风险是多方面的，对于银行风险承担测度指标的选择，不同学者根据其研究目的的不同也各

有侧重。 根据已有实证文献，常用的银行风险承担指标主要包括预期违约概率（ＥＤＦ）、Ｚ⁃ｓｃｏｒｅ、风险资产占比

以及不良贷款率等［７，３０－３２］。 由于本文选择的样本中包含了大量非上市银行，预期违约概率的适用性有限；同
时，不良贷款率仅能反映银行的信贷风险，包含的范围较为狭窄。 因此，综合各方面因素，我们选择 Ｚ⁃ｓｃｏｒｅ 的

对数值（ ｌｎｚｓｃｏｒｅ）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衡量指标。 参考 Ｈｏｑｕｅ 等［２７］的处理方法，我们将银行 ｉ 在 ｔ 年的 Ｚ⁃ｓｃｏｒｅ
定义为：

Ｚ⁃ｓｃｏｒｅｉｔ ＝
ＣＡＲ ｉｔ ＋ ＲＯＡｉｔ

σｉ（ＲＯＡｉｔ）
（２）

　 　 其中，ＣＡＲ 表示资本资产比率（股东权益 ／总资产），ＲＯＡ 表示银行的总资产回报率，σ（ＲＯＡ）表示银行在

各样本期内总资产回报率的标准差。 Ｚ⁃ｓｃｏｒｅ 越小，表示银行破产的可能性越高，即风险承担越高。 并且，为
了增强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同时选择风险加权资产占比的对数值（ ｌｎＲＷＡＲ）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代理变量，从
银行的资产结构方面对我们的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２）存款保险限额

欧元区国家在存款保险限额的设置上表现出了很强的同步性，其绝对额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 为了反映各

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存款保险保障程度的影响，我们参照 Ｄｅｍｉｒｇüç⁃Ｋｕｎｔ 等［４］的方法，使用保险限额的绝对

额与本国人均 ＧＤＰ 的比值作为存款保险限额的代理变量。 同时，这样的设置下，经济情况的变化将会对存款保

险限额变量的计算产生直接的影响。 而事实上，各样本国仅在 ２００８ 年对存款保险限额的绝对额进行了一次调

整。 为了避免由于宏观经济情况变化引起的保险限额变动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同时考虑到银行风险暴露对于存

款保险限额变化的反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我们以每个样本期前一年的人均 ＧＤＰ 作为该样本期存款保险限额

计算的基础，即对于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两个时期的存款保险限额的计算，我们分别采用样本国在 ２００３
年以及 ２０１０ 年的人均 ＧＤＰ。 特别地，由于各样本国在 ２００８ 年对保险限额进行了调整，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我们采用调

整后的存款保险限额与 ２００８ 年的人均 ＧＤＰ 的比值作为该样本期内保险限额的衡量。
（３）控制变量

银行的风险承担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反映这些因素的影响，我们需要在模型中引入合理

的控制变量。
首先，参考前人的研究，我们选取银行规模（Ｓｉｚｅ）、平均总资产收益率（ＲＯＡＡ）、成本费用比（ＣＩＲ）以及非

利息收入占比（ＮＩＩＲ）四项指标作为对银行基本面的考察，涵盖了盈利性、管理能力以及盈利模式等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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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３３］。
其次，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金融中介，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也会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

改变。 在这一方面，我们选择了实际人均 ＧＤＰ 增速（ＧＤＰＲ），通货膨胀（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两个变量来对不同国家的

宏观经济因素进行控制。 如表 ２ 所示主要变量的含义、计算方法。
另外，考虑到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欧洲各国受到主权债务危机的困扰，市场主体对希腊、西班牙、葡萄牙

等国主权债务危机的担忧可能会波及其银行体系，因此，我们加入公共债务占比（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ｂｔ）对这一因素加以

控制。 表 ２ 给出了相关变量的含义及其计算方法。
表 ２　 相关变量定义及计算

变量符号 含义 计算方法

ｌｎｚｓｃｏｒｅ Ｚ⁃ｓｃｏｒｅ ｌｎ（Ｚ⁃ｓｃｏｒｅ）

ｌｎＲＷＡＲ 风险加权资产占比 ｌｎ（风险加权资产

总资产
×１００）

ＥＣ 存款保险限额
存款保险绝对限额

人均 ＧＤＰ
×１００％

Ｓｉｚｅ 银行规模 ｌｎ（银行资产总额）

ＲＯＡＡ 平均总资产回报率（％）
净利润

资产总额
×１００％

ＮＩＩＲ 非利息收入占比（％）
非利息收入

总收入
×１００％

ＣＩＲ 成本收入比（％）
业务及管理费用

营业收入
×１００％

ＧＤＰＲ 经济增速（％） 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上年＝ １００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通货膨胀率 ｌｎ（ＧＤＰ 平减指数），２００５ 年＝ １００

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ｂｔ 公共债务占比 ｌｎ（总公共债务

ＧＤＰ
×１００）

实证结果及分析

１、描述性统计

在进行正式的实证检验之前，我们先给出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见表 ３。 从表 ３ 中我们可以看到，
２００８ 年存款保险限额的均值出现了明显的提升，最大值与最小值与危机前相比均提高了 ２－３ 倍。 而从风险

衡量指标的均值变化来看，ｌｎｚｓｃｏｒｅ 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说明银行风险水平在不断上升。 但是，风险加权

资产占比（ ｌｎＲＷＡＲ）的均值却出现下降。 两个风险衡量指标表现出了相反的变动方向，从另一方面表明选择

多个风险衡量指标以增强估计结果稳健性是必要的。
表 ３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

Ｎ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Ｎ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Ｎ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ｌｎｚｓｃｏｒｅ ９２ ３ ７８６ １ ００８ ６ ８９７ １ ７３２ １０６ ３ １５９ １ ２２１ ６ ２５０ －０ ２８９ １１５ ３ ００３ １ ８１２ ７ ９９５ －２ ３８４
ｌｎＲＷＡＲ ７６ ３ ８８０ ０ ４０８ ４ ５３６ ２ ７３２ ８４ ３ ７９０ ０ ４８４ ４ ４７８ ２ ７１０ ９２ ３ ７４７ ０ ４７１ ４ ６３４ ２ ００４
ＥＣ １１６ １ ５６０ １ １８７ ４ ４６ ０ ３５ １１３ ３ ７４７ １ ５６５ ８ ０１８ １ ２８４ １１６ ４ １０３ １ ７８３ ９ ３６０ １ ３００
Ｓｉｚｅ ９２ １０ ９２２ １ ８０３ １４ ３７４ ６ ３４９ １１１ １１ １９７ １ ８３２ １４ ７６２ ５ ５４７ １１６ １１ ０８７ １ ８４２ １４ ６７８ ６ １２８
ＲＯＡＡ ９２ ０ ８５７ ０ ５６５ ３ ７５３ －０ １５２ １１１ ０ ２３８ ０ ８１７ ２ ６００ －５ ０７１ １１６ －０ １５０ １ ２８７ ２ ５７１ －５ １００
ＮＩＩＲ ９２ ４０ ４２２ ２４ ４１４ １２３ ３０８ －７６ １６３ １１０ ２７ ３３９ ３１ ２７３ １４０ ０２３ －１００ ０９７ １１５ ２９ ８８１ ２７ ９１１ １２９ ５０７ －７５ ７８５
ＣＩＲ ９２ ５７ ７５８ １３ ２４３ ９３ ６６５ １３ ７００ １１０ ６５ ７６４ ３４ ９９６ ３２５ ７５８ １０ ３００ １１４ ６８ ３３７ ３６ ６０３ ２９２ ４７５ １３ ２９２
ＧＤＰＲ １１６ ２ ８８７ １ ７７７ ９ ０６８ １ ００３ １１６ －１ ２８１ １ ４９９ １ ７２３ －５ ６６７ １１６ ０ ２０２ １ ７４４ ４ ６５８ －４ ７８３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１１６ ４ ６２０ ０ ００９ ４ ６０９ ４ ６６５ １１６ ４ ６８９ ０ ０５０ ４ ８７９ ４ ５７４ １１６ ４ ７３１ ０ ０７１ ４ ９８７ ４ ５７３
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ｂｔ １１６ ３ ８３７ ０ ７６８ ４ ６４６ １ ４８６ １１６ ４ ０６０ ０ ６１８ ４ ８４７ １ ７９６ １１６ ４ ３２６ ０ ５６２ ５ １４６ ２ １９０

２、主要估计结果

根据本文研究的目的，我们对每个样本区间均分别作了三个层次的检验。 首先，在表 ４ 的第 Ａ１⁃Ａ２、
Ｂ１⁃Ｂ２和 Ｃ１⁃Ｃ２ 列，我们分别通过存款保险限额 ＥＣ 以及其二次项 ＥＣ２ 的引入对各个时期银行风险承担与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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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保险限额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在表 ４ 的第 Ａ３、Ｂ３ 和 Ｃ４ 列中，我们通过保险限额平方项与政府担保虚拟变

量交互项的引入，观察与未实施政府担保的国家相比，危机时期对银行存款实施了政府担保的国家，在银行风

险承担与保险限额间的关系上的差异。
表 ４ 中的 Ａ１⁃Ａ３ 列，我们给出了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的估计结果。 由 Ａ１⁃Ａ３ 列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在这

一阶段，被解释变量 ｌｎｚｓｃｏｒｅ 与存款保险限额 ＥＣ 间的关系并不明显。 Ｒ２也表明模型对这一时期银行风险承担

的解释能力不足。
２００８ 年，各样本国普遍提高了存款保险限额，这使得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

的变化。 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的估计结果中，我们看到，Ｂ１ 列中 ＥＣ 项的系数在通常的显著水平下不具有统计意

义上的显著性；ｇｏｖｅｒｎ 项的系数也表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在实施了政府担保与未实施政府担保的国家中

不存在明显差异。 Ｂ２ 列中 ＥＣ２ 的系数在 ５％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在 ２００８ 年各样本国提高存款保险

限额后，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的 Ｕ 型关系变得显著，证明了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 Ｕ 型

关系的存在。
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的估计结果相比，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的估计结果中，Ｃ２ 列和 Ｃ３ 列中 ＥＣ２ 的系数仍在较高

的显著水平下为负，说明在这一时期，无论从整个样本还是从未实施过政府担保的国家来看，银行风险承担与

存款保险限额间的 Ｕ 型关系依然存在。 所不同的是，Ｃ３ 列中交互项 ＥＣ２×ｇｏｖｅｒｎ 的系数在 １０％的显著水平下

为正，说明对于危机时期实施了政府担保的国家，在政府担保取消后，其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的 Ｕ
型关系出现了显著的改变，甚至表现出一种倒 Ｕ 型的关系。

表 ４　 主要估计结果 １（被解释变量：ｌｎｚｓｃｏｒｅ）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

Ａ１ Ａ２ Ａ３ Ｂ１ Ｂ２ Ｂ３ Ｃ１ Ｃ２ Ｃ３
ＥＣ ０ １９１ ０ ４７３ ０ ４３７ ０ １１６ ０ ９４９∗∗ １ ３２７∗∗∗ －０ ０８６ １ １８８∗∗ １ ２４１∗∗

（０ １３０） （０ ４３６） （０ ５３０） （０ １０９） （０ ４０８） （０ ４４７） （０ ０９８） （０ ５４６） （０ ５５４）
ｇｏｖｅｒｎ －０ １５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４９ －０ ６６９∗ －０ ５５９ －０ ２７５

（０ ５１１） （０ ３５９） （０ ６２１） （０ ３７６） （０ ７０２） （０ ４４６）
ＥＣ×ｇｏｖｅｒｎ ０ ２３８ －０ １２３ ０ ２２２

（０ ５３７） （０ １５３） （０ １４７）
ＥＣ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４７ －０ １０２∗∗ －０ １４０∗∗∗ －０ １１９∗∗ －０ １３６∗∗

（０ ０８９） （０ １００） （０ ０４５）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７）
ＥＣ２×ｇｏｖｅｒｎ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２５∗

（０ １９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４）
Ｓｉｚｅ ０ ０７１ ０ ０７２ ０ ０７３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７ ０ １８１∗∗ ０ １６６∗∗ ０ １７７∗∗

（０ ０８０） （０ ０７８） （０ ０８０） （０ ０６８） （０ ０６７） （０ ０７０） （０ ０７９） （０ ０７６） （０ ０７７）
ＲＯＡＡ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９ ０ ７８４∗∗∗ ０ ７２３∗∗∗ ０ ７５３∗∗∗ ０ ９７１∗∗∗ １ ０６３∗∗∗ １ ０２６∗∗∗

（０ ２７８） （０ ２８０） （０ ２９０） （０ １８１） （０ １７５） （０ １７６） （０ １２２） （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３）
ＮＩＩ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ＣＩ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ＲｅａｌＧＤＰ ０ ０３６ ０ ０８０ ０ ０５８ ０ ０７７ ０ １４５ ０ １９３∗∗ ０ ０６８ ０ ０５２ ０ １２７

（０ １８４） （０ １１９） （０ １９７） （０ ０９０） （０ ０９６） （０ ０９６） （０ １２９） （０ １０９） （０ １３０）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８ １０６ －１６ ７３０ －１３ １５０ ３ ３１９ ３ ９２５ －２ ６９０ １ ７４６ －２ ８５９ ０ ７２４

（２７ １３０） （１７ ３４０） （３１ ４１０） （３ ４４１） （２ ８９８） （３ ８８４） （３ ５８０） （２ ９６６） （３ ５８６）
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ｂ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３２ －０ １０４ －０ ４９５ ０ ０６１ －１ １０７∗∗ －０ ７５８

（０ ３０９） （０ ３１１） （０ ３２３） （０ ２８１） （０ ２７５） （０ ３１７） （０ ４８５） （０ ５４４） （０ ５７２）
常数项 ４０ ９５０ ８０ ５９０ ６４ １００ －１３ ２５０ －１６ ５４０ １５ ９５０ －７ ４３９ １６ ８８０ －１ ６４８

（１２５ ６００） （８０ ５９０） （１４５ １００） （１６ ６７０） （１３ ９２０） （１８ ８４０） （１８ ７００） （１５ ５７０） （１８ ７２０）
Ｎ ９２ ９２ ９２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１３ １１３ １１３
Ｒ２ ０ １０８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０ ０ ４６４ ０ ４７５ ０ ５０９ ０ ６１６ ０ ６２０ ０ ６３４

注：（１）括号里的数字为相应的标准误差；∗、∗∗、∗∗∗分别代表在 １０％、５％、１％的程度上显著；（２） ｇｏｖｅｒｎ ＝ １，表示政府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期间对本
国银行存款实施过担保，否则，ｇｏｖｅｒｎ＝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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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重新将 ｇｏｖｅｒｎ 定义为该国政府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期间是否实施过政府干预行

为，包含对银行存款、银行非存款负债、银行特定资产的担保以及银行国有化中的任一行为。 我们仍以

ｌｎｚｓｃｏｒｅ 为银行风险承担的代理变量，采用与表 ４ 中相同的处理方法对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的关

系再次进行了检验，其结果如表 ５ 所示。
与表 ４ 中估计结果类似，Ｄ２ 列 ＥＣ２ 的系数表明，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确实存在 Ｕ 型关系。

Ｅ３ 列中交互项 ＥＣ２×ｇｏｖｅｒｎ 的系数在 １％的显著水平下为正，表明对于危机期间实施了政府担保的国家，其银

行的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呈现出倒 Ｕ 型的关系。 交互项 ＥＣ×ｇｏｖｅｒｎ 的系数 １％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

正，表明对于危机期间实施了政府担保的国家，在政府担保取消后，线性关系开始能够很好地解释银行风险承

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的关系，且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同时，Ｅ１ 列中 ｇｏｖｅｒｎ 的系

数表明，危机期间的政府担保行为提高了政府取消担保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危机时期政府的担保行为不仅提高了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也使得银行的风险承担

与存款保险限额间的 Ｕ 型关系转变为负向或者倒 Ｕ 型，使得最优的存款保险限额不再存在。
表 ５　 主要估计结果 ２（被解释变量：ｌｎｚｓｃｏｒｅ）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

Ｃ１ Ｃ２ Ｃ３ Ｄ１ Ｄ２ Ｄ３ Ｅ１ Ｅ２ Ｅ３
ＥＣ １ １６２ ０ ４７３ ０ ４３０ ０ ２５６ ０ ９４９∗∗ １ ０３４∗∗ －０ ９５５∗∗∗ １ １８８∗∗ ０ ９０７

（１ ４５９） （０ ４３６） （０ ４５６） （０ ３３９） （０ ４０８） （０ ４１７） （０ ２９０） （０ ５４６） （０ ５５５）
ｇｏｖｅｒｎ １ ７５０ １ ０８９ １ ２７４ １ ２３７ －６ ３９４∗∗∗ －２ １７２∗∗

（２ １５９） （１ ２１１） （１ ９７２） （１ １４２） （１ ８７７） （０ ９２８）
ＥＣ×ｇｏｖｅｒｎ －０ ９４８ －０ ２２１ １ ０９４∗∗∗

（１ ４５８） （０ ３３３） （０ ３２０）
ＥＣ２ －０ ０５２ ０ ２６８ －０ １０２∗∗ －０ ０７８ －０ １１９∗∗ －０ １４２∗∗

（０ ０８９９） （０ ５４９） （０ ０４５）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５）
ＥＣ２×ｇｏｖｅｒｎ －０ ３１４ －０ ０３４ ０ ０６３∗∗∗

（０ ５１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２）
Ｓｉｚｅ ０ ０５４ ０ ０７２ ０ ０６１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２３０∗∗∗ ０ １６６∗∗ ０ ２２３∗∗∗

（０ ０８７） （０ ０７８） （０ ０８６） （０ ０７３） （０ ０６７） （０ ０７３） （０ ０８１） （０ ０７６） （０ ０８２）
ＲＯＡＡ －０ ０４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６ ０ ７５５∗∗∗ ０ ７２３∗∗∗ ０ ７５２∗∗∗ ０ ９６１∗∗∗ １ ０６３∗∗∗ １ ００６∗∗∗

（０ ２７７） （０ ２８０） （０ ２８３） （０ １８４） （０ １７５） （０ １７９） （０ １１６） （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０）
ＮＩＩ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ＣＩ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ＲｅａｌＧＤＰ ０ １１４ ０ ０８０ ０ ０９８ ０ ０４４ ０ １４５ ０ １３４ ０ ２８０∗∗ ０ ０５２ ０ ２３８∗

（０ １２１） （０ １１９） （０ １２７） （０ ０９３） （０ ０９６） （０ ０９８） （０ １３５） （０ １０９） （０ １２９）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０ ２７４ －１６ ７３０ －２ ３８７ ６ ７５２∗∗ ３ ９２５ ３ ７４９ ４ ０５０ －２ ８５９ ２ ３１９

（２１ ９２０） （１７ ３４０） （２２ ３５０） （２ ７６７） （２ ８９８） （２ ９６３） （３ ７６６） （２ ９６６） （３ ７０５）
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ｂｔ ０ １０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６３８ ０ ２８０ －０ １０４ －０ １６８ －０ １５９ －１ １０７∗∗ －０ ７５３

（０ ３０７） （０ ３１１） （０ ３２４） （０ ２２３） （０ ２７５） （０ ２８４） （０ ４３５） （０ ５４４） （０ ５４７）
常数项 ２ ６６９ ８０ ５９０ １３ １２０ －３１ ６１０∗∗ －１６ ５４０ －１６ ９７０ －１２ ３９０ １６ ８８０ －７ ２６１

（１０２ ９００） （８０ ５９０） （１０４ ５） （１３ ４９０） （１３ ９２０） （１４ ２４０） （１８ ７１０） （１５ ５７０） （１８ ９１０）
Ｎ ９２ ９２ ９２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１３ １１３ １１３
Ｒ２ ０ １１８ ０ １１０ ０ １２２ ０ ４４９ ０ ４７５ ０ ４８３ ０ ６４４ ０ ６２０ ０ ６４８

注：（１）括号里的数字为相应的标准误差；∗、∗∗、∗∗∗分别代表在 １０％、５％、１％的程度上显著；（２）ｇｏｖｅｒｎ＝ １，表示该国政府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期间，
实施过政府担保行为，包含对银行存款、银行非存款负债、银行特定资产的担保以及银行国有化中任一行为，否则，ｇｏｖｅｒｎ＝ ０。

３、稳健性分析

为了增强实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以风险加权资产占比（ ｌｎＲＷＡＲ）为银行风险承担的代理变量，采用

与表 ４ 中相同的处理方法对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的关系再次进行了检验。
在表 ６ 的 Ｄ１⁃Ｄ３ 列中，我们给出了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的估计结果。 与表 ４ 的估计结果不同，在以风险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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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占比作为银行风险承担代理变量的情况下，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之间，表现出了较为显著的

Ｕ 型关系。 结合表 ４ 及表 ５ 中的结果，我们认为有证据表明银行的风险承担与保险限额间 Ｕ 型关系的存

在。 而这则意味着存在最优的存款保险限额，使得银行的风险承担最低，因此，前文第二部分所述假设 １
成立。

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的估计结果中，我们看到，存款保险限额的提高，对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的关

系造成了显著的影响。 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两个时期，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的关系

变得不再显著，即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的 Ｕ 型关系不再存在。 结合表 ４ 和表 ５ 的估计结果，我们

发现，政府危机时期的担保行为确实改变了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的 Ｕ 型关系，使其呈现出其他形

态，一个能获得最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最优存款保险限额将无法得到，前文第二部分所述假设 ２ 成立。 因

此，总的来说，我们的估计结果是较为稳健的。
表 ６　 稳健性检验（被解释变量：ｌｎＲＷＡＲ）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

Ｆ１ Ｆ２ Ｆ３ Ｇ１ Ｇ２ Ｇ３ Ｈ１ Ｈ２ Ｈ３
ＥＣ ０ ０６７ －０ ３５５∗∗ －０ ３３０∗ ０ ０７２ ０ １５５ ０ １０９ ０ １０４∗ －０ ０３１ －０ １５５

（０ ０４３） （０ １５５） （０ １９３） （０ ０５２） （０ ２４３） （０ ２７４） （０ ０５４） （０ ２３８） （０ ２４９）
ｇｏｖｅｒｎ ０ ２６５ ０ １３２ ０ ０３１ ０ １５１ ０ ６４３∗∗ ０ ５１３∗∗∗

（０ １９２） （０ １１５） （０ ２９８） （０ １９３） （０ ３１７） （０ １９２）
ＥＣ×ｇｏｖｅｒｎ －０ １７６ ０ ０６３ －０ ０８１

（０ １９２） （０ ０７３） （０ ０７５）
ＥＣ２ ０ ０８１∗∗ ０ ０７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８）
ＥＣ２×ｇｏｖｅｒｎ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６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Ｓｉｚｅ －０ ０３７ －０ ０６０∗∗ －０ ０５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６６∗∗ －０ ０８５∗∗ －０ ０５８∗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７）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３）
ＲＯＡＡ ０ ６３３∗∗∗ ０ ５６２∗∗∗ ０ ５６３∗∗∗ －０ １６２ －０ １４０ －０ １６７ －０ ０３７ －０ ０７５ －０ ０４７

（０ １０５） （０ １０４） （０ １０７） （０ １０５） （０ １０７） （０ １０６）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６）
ＮＩＩ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ＣＩ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ＲｅａｌＧＤＰ －０ ０６９ －０ ０７２∗ －０ ０７５ －０ ０８９∗∗ －０ ０７５ －０ ０８７∗ －０ １１５∗∗ －０ ０５８ －０ １２１∗∗

（０ ０６５） （０ ０３７） （０ ０６６）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８）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１３ ８１０ １６ ０９０∗ ２２ ９００∗ ６ ５２６∗∗∗ ４ ２２８∗∗ ６ ６１３∗∗∗ ０ ０５０ －０ ４８２ ０ １９３

（１０ ６８０） （８ ７２６） （１１ ７２０） （１ ７４６） （１ ７３６） （２ ２４３） （１ ２９２） （１ ２７９） （１ ３２０）
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ｂｔ －０ １２７ －０ ０９９ －０ ０６６ ０ ０８８ －０ ０７７ ０ ０８６ －０ １７５ －０ ０５３ －０ ０８８

（０ １０２） （０ ０９７） （０ １０２） （０ １３９） （０ １３０） （０ １４６） （０ ２１３） （０ ２１３） （０ ２１９）
常数项 －５９ ７７０ －６９ ７７０∗ －１０１ ５００∗ －２６ ９７０∗∗∗ －１５ ５９０∗ －２７ ４１０∗∗ ４ ５１６ ７ １１６ ３ ８６１

（４９ ５３０） （４０ ３７０） （５４ １７０） （８ ３４２） （８ ０６７） （１０ ５８０） （６ ７５９） （６ ６２７） （６ ８８６）
Ｎ ７５ ７５ ７５ ８４ ８４ ８４ ９１ ９１ ９１
Ｒ２ ０ ５６７ ０ ５９５ ０ ６０３ ０ ４５８ ０ ４２１ ０ ４６０ ０ ３５７ ０ ２９９ ０ ３６２

注：括号里的数字为相应的标准误差；∗、∗∗、∗∗∗分别代表在 １０％、５％、１％的程度上显著。

结论及启示

通过将银行风险承担区分为由显性存款保险引发的银行风险承担和由市场主体对政府担保的预期引发

的银行风险承担，本文论述了存款保险限额与银行风险承担间可能存在的 Ｕ 型关系，以及政府在危机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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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行为对这种关系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欧元区 １７ 个国家的 １１６ 家银行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作

为样本，通过对危机前、危机中以及危机后三个时期存款保险限额与银行风险承担间关系的考察对上述影响

进行了验证，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１）首先，我们对前人的结论进行了验证，证明了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 Ｕ 型关系的存在，这在

以 Ｚ⁃ｓｃｏｒｅ 和风险加权资产占比作为银行风险承担代理变量的回归结果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Ｕ 型关

系的存在表明，在限额保险制度下，保险限额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强化银行的风险承担，重点在于存款保险限额

处于 Ｕ 型曲线的哪一侧；Ｕ 型关系下，存在使得银行风险承担最小化的保险限额，即最优的保险限额。 也就

是说，通过合理的保险限额的设置，可以最小化由存款保险制度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在获得存款保险制度

稳定银行体系功能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减轻其负面影响。 这是一个积极的结论。
（２）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的关系随着市场主体对于政府担保的预期与保险限额间的关系的

变化而变化。 政府在危机期间的担保行为通过改变市场主体对于政府担保的预期与保险限额间的关系，改变

了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间的 Ｕ 型关系。 危机期间政府的担保行为，在强化了银行风险承担的同时，
使二者呈现出负相关甚至是倒 Ｕ 型的关系，且这种影响在取消政府担保后持续存在。 这样的变化意味着在

取消政府担保后，最优的存款保险限额将不再存在，通过存款保险限额的设置抑制银行风险承担的方法也将

不再适用。
与货币政策存在单一规则与相机抉择两种不同的政策主张类似，在限额存款保险的情境下，政府也面临

同样的选择。 危机时期，对于政府来说，存款保险制度存在两种基本策略，一是“单一规则”，以规定的保险限

额对存款实施担保；二是“相机抉择”，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对银行存款进行全额担保，以达到稳定银行体系

的目的。 然而，根据以上结论，“相机抉择”虽然能够在危机时期起到防止危机进一步恶化的作用，但是也会

通过对市场主体预期的影响，造成危机后的道德风险问题。 因此，危机时期，政府在做出决策之前，也必须对

预期因素加以充分的考虑。
与欧元区国家不同，由于我国银行体系长期处于政府的隐性担保之下，各市场主体对于政府对银行实施

隐性担保的预期占据主导地位，隐性担保一直是国内学者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主要关注点之一［３４－３６］。 存款

保险制度建立之后，市场上可能依然存在着政府会在危机时期对银行体系进行全额担保的预期，使得限额存

款保险抑制银行道德风险的功能难以实现。 因此，在目前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初创时期，通过选择设置较高

的保险限额，对市场主体关于政府担保的预期进行有效管理，将更有利于目前我国银行业风险水平的控制。
一方面，虽然高的保险限额导致由显性保险引发的银行风险承担得到强化；但是，另一方面，也会降低由对于

政府担保的预期而引发的银行风险承担，消除长期以来隐性担保的不利影响，而后者可能更适用于我国当前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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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供应链金融中银行对 ３ＰＬ 的激励监督机制研究

徐　 鹏　 伏红勇　 王　 磊　 彭选华

（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法治企业研究院，重庆 ４０１１２０）

摘要：农产品质押融资是农产品供应链金融的主要模式之一，但农产品慢速变质、季节性、分散

性、难运输、难存储等特性决定其开展质押融资业务更加依赖第三方物流，第三方物流是否努力

工作不仅关乎质押农产品价值安全稳定，也关乎融资企业所在供应链的价值创造和核心企业的

绩效，基于此，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从供应链核心企业协助银行及与银行合作两个角度，研究银

行对第三方物流的激励监督问题，并在理论推导基础上，给出算例进行分析。 研究表明，在有核

心企业参与激励情况下，３ＰＬ 的努力水平不变，银行收益增加；银行和核心企业在激励基础上进

行监督会进一步提高 ３ＰＬ 的努力水平。 研究还揭示，与合作参与方式相比，协助参与方式对增

加银行收益和提高 ３ＰＬ 努力水平更为有利。 该结论表明，在农产品质押融资业务中，银行应鼓

励供应链核心企业参与对 ３ＰＬ 的激励和监督，并采用协作参与方式。
关键词：供应链金融；农产品质押融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７－１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１６ＢＧＬ００２）。
作者简介：徐鹏，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法治企业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伏红勇，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法治企业研究院副教

授，博士；王磊，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法治企业研究院讲师，博士；彭选华，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法治企业研究院讲师，
博士。

引　 言

２０１７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把“三农” 问题（农业、农村、农民）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而“三农”问题

的顺利解决需要农村金融的大力配合，以满足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引领现代农

业加快发展等过程中的资金需求。 在此背景下，供应链金融被提出，并迅速受到各界广泛关注。
供应链金融被界定为金融机构依据供应链企业间发生的真实贸易及核心企业资信状况，以交易行为衍生

的未来预期现金流为偿付资金来源，匹配金融机构非长期金融服务及封闭运作而开展的单笔或直接授信的新

型业务模式［１］。 供应链金融有诸多运作模式，主要被划分为三类：存货类融资、预付账款类融资及应收账款

类融资［２］。 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是供应链金融应用于农业产业链中通过将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捆绑在一起

以解决农业型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新型融资模式［３］。 农产品质押融资是其主要模式类型，在该模式运作中，
由于农产品的季节性、难运输、难存储、慢速变质等特征，使得物流企业在业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三方物流

企业的努力与否关乎业务的有效运作和健康发展，也关乎融资企业所在供应链的整体绩效。 然而近年来发生

的“上海钢贸”，“青岛港骗贷”等事件揭示防范第三方物流企业隐瞒行为的道德风险是业务开展过程中必须

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促使其努力工作过程中，链条中核心企业的参与无疑会提高银行开展农产品供应链

金融的积极性。 实践中，供应链核心企业参与农产品供应链金融并与银行合作对第三方物流激励监督的案例

日益增多。 新希望六合集团，一家集饲料生产、禽肉加工为一体的大型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解决链条中

养殖中小企业资金不足，通过设立担保公司、质押物回购承诺等方式参与供应链金融业务，并通过提供资格审

查、质物现场监督、第三方运营监管等服务方式辅助银行对第三方物流激励监督；江苏润恒物流发展有限公

司，一家区域性的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通过推荐合格农户、市场商户及提供电子交易平台等形式参与农

产品供应链金融业务，并通过向银行推介合格第三方物流、构建与第三方物流间的信息共享平台、提供基金资

助等方式在银行激励第三方物流企业时予以辅助。 有鉴于此，供应链核心企业的参与有效释缓了银行不愿开

展农产品供应链金融的顾虑和担忧，对保障银行信贷安全、提高供应链整体运作效率及促进第三方物流努力

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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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供应链金融的探索聚焦在模式运作、贷款合约设计，贷款价值比率制定等层面上。
Ｓｔｕｌｚ 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４］分析了质押物与质押担保债务定价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质押物对债务定价有显著影响，
Ｊｏｋｉｖｕｏｌｌｅ 和 Ｐｅｕｒａ［５］沿着 Ｓｔｕｌｚ 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４］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探讨了质押率如何确定问题，随后，Ｃｏｓｓｉｎ 和

Ｈｒｉｃｋｏ［６］针对质押率确定问题，运用结构化方法进行了研究并给出了最佳价值质押比率。 Ｃｏｓｓｉｎ 等［７］ 遵循

Ｊａｒｒｏｗ 和 Ｔｕｒｎｂｕｌｌ［８］ ，Ｊａｒｒｏｗ 等［９］的简化式研究思路探讨了在给定违约概率情况下质押物价值比率问题；张
媛媛［１０］从参与主体银行与第三方物流或融资客户相互合作与否、价格波动几个方面分析了贷款价值比率

及平仓比率决策问题；李毅学等［１１］在充分考虑季节性存货特点基础上，研究了该类型存货进行质押融资

的贷款价值率确定问题；李梦等［１２］分析了融资客户出现违约情况下，质押物如何被快捷，高效处置问题；
易学辉［１３］研究了基于供应链金融的存货质押融资信贷决策问题；白世贞和徐娜［１４］研究了市场需求不确定

下供应链金融的最优质押率问题；何娟等［１５，１６］分别研究了单一质押物和组合质押物的质押率设定及价格

风险决策机制问题；陈云等［１７］站在供应链金融风险防范视角，研究了考虑流动性风险和延迟清算等因素

的质押率决策问题。
不过现有关于供应链金融的研究中，针对第三方物流道德风险问题的探讨还较少。 王文辉［１８］ 针对参

与主体间信贷合约设计问题，从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李娟等［１９］ 详细分析了供应链

金融业务中委托代理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应对策略；王勇和徐鹏［２０］ 针对供应链金融中道德风险问题，应
用委托代理理论，构建了考虑第三方物流公平偏好行为的委托代理模型，得出了一些新的发现；白少布和

刘洪［２１］研究了供应链金融背景下，链条内企业间的激励契约设计问题；何娟等［２２］运用博弈理论，研究了不

完全信息下存货质押业务防合谋机制设计问题；辛玉红和李小莉［２３］ 研究了在供应链金融背景下，供应商

与制造商间的多任务委托激励问题；史金召等［２４］ 针对线上供应链金融，研究了银行与 Ｂ２Ｂ 之间的激励契

约问题；罗勇和陈治亚［２５］利用博弈论理论和方法，研究了供应链金融监管合同的奖惩问题；陈畴镛和黄贝

拉［２６］以供应链金融中核心企业与协作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为研究对象，比较分析了考虑互惠性偏好引入前

后各方的收益情况；涂国平等［２７］探讨了供应链金融中声誉在激励过程中的作用问题；汪克峰和石岿然［２８］

从信息对称与不对称两个方面，探讨了在线供应链金融中银行对 Ｂ２Ｂ 的激励契约设计问题，并在模型中考

虑了公平偏好因素。
本文与上述文献不同的是，（１）研究对象由一般化的“供应链金融”具体化为“农产品供应链金融”，并针

对农产品质押融资模式，探讨业务中银行对第三方物流道德风险的防范问题；（２）考虑了供应链核心企业参

与银行对第三方物流的激励监督情形，并从协助参与及合作参与两种情况进行了探讨，针对每种参与方式特

征，构建了相应模型，给出了最优解，通过对最优解的解析，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

模型建立

１、相关概念及业务流程

在银行和链条中融资客户把质押物交付给第三方物流后，因彼此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第三方物流为实现

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可能会利用私人信息选择利己的努力水平，引致不利于银行和融资客户的道德风险问

题。 在缺乏激励或监督环境中，第三方物流可能更倾向于偷懒、监管松懈、怠慢等行为，致使质押农产品损失

增加（如价格波动损失、丢失、变质等），影响银行信贷安全。 而质押农产品价格波动、毁损、质变等会给融资

客户正常经营产生显著影响，如生产中断、合同延误、机会丧失等，进而影响供应链整体进度和绩效，对供应链

核心企业利益产生较大影响，造成潜在损失，因为随着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市场竞争已不单单局限于企业间，
已扩延至整个供应链条间，在此情景下，供应链内各企业间的链接较以往更为紧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已
成为现实链条内企业关系的生动写照，因而链条内企业生产经营的中断都会引起后续环节的停滞，甚或中断，
农产品供应链由于其产品特性、经营方式特征及上下游企业的分散性决定业务健康运行更需要彼此间的无缝

连接和完美协调。 基于此，银行和供应链核心企业有意愿促使第三方物流企业努力工作。 与仅采取激励措施

相比，银行和供应链核心企业应用激励和监督双重式举措，或许能够使第三方物流企业更加努力工作。 为直

观理解供应链核心企业参与激励监督下的农产品质押融资运作流程及激励监督方式，本文给出了业务运作流

程及激励监督图，见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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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供应链核心企业参与激励监督下农产品供应链金融运作流程

２、研究假设

农产品供应链中的中小企业缺少生产经营资金通过农产品供应链金融向银行融资，质押农产品是融资客

户的原材料、半成品、库存商品等，是生产经营中必需的物质，其质变、毁损、价值减少等会给融资客户带来较

大损失，如生产被迫中断、完工期限延误、产品质量降低、市场机会错失等，进而影响链内其他成员绩效，尤其

是核心企业。
供应链核心企业愿意与银行共同激励和监督第三方物流，以促使其在业务中努力工作。
银行利用农产品供应链金融业务发放的贷款数量为 Ｉ，贷款利率为 ｒ（单利），贷款周期为 Ｔ，由此易知银

行期末时收益为 Ｒ＝ Ｉ×ｒ×Ｔ。
３ＰＬ 的努力和能力信息为私人信息，其他方无法获知，只能根据努力结果进行评价。 质押农产品在质

押期间内的损失大小除受存放环境、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外，也受自身类型影响，质地结构稳定的农产品

损失数量较少；３ＰＬ 工作态度如缺乏积极主动意识、懈怠、不作为等行为也能造成质押物损失的发生。 然

而，以上原因产生的损失可由 ３ＰＬ 努力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其越努力工作，损失的弥补额度就越多。
遵循文献［２２－２４］分析思路，假设 ３ＰＬ 产出为线性函数：ｗ＝ －Ａａ＋Ｂ＋Ｄ＋ε，（ｗ≥０），方程中，变量 ｗ 可理解

为质押农产品周期 Ｔ 内形成的损失数额，变量 ａ 代表 ３ＰＬ 选择的努力水平，为量化这一变量，用工作时间∗
工作强度进行刻画，变量 Ａ 表示 ３ＰＬ 挽回损失的能力，这里能力具体体现为仓储条件、资源整合、运输条件、
风控技术等方面，能力越强，相同努力数量情况下挽回质押农产品损失就越多，同样，越努力工作，能力不变情

况下挽回的损失也越多，即 ｗ′≤０；变量 Ｂ 意指因农产品自身结构、质地而形成的损失额，农产品类型繁多，不
同类型农产品在相同条件下形成的损失数量会有所不同。 变量 Ｄ 表示 ３ＰＬ 工作懈怠、不作为、不积极等行为

给质押农产品造成的损失数量，如运输方案不佳、监管力度不强、存放位置不当、处理效率较低等，为方便分

析，假设变量 Ｂ 和 Ｄ 为常数；变量 ε 可理解为因外界不确定因素（天气、地震、火灾、市场竞争等）给质押物农

产品带来的损失数量，其遵循均值是 ０，方差是 σ２ 的正态分布。
结合文献［２４，２５］，假设银行契约设计形式为：ϕ＝ω＋β ｗ ０( ) －ｗ ａ( )( ) ，方程中，变量 ω 表示银行的固定支

付数量，β ０≤β≤１( ) 意指银行的产出效益分享份额。 当 ａ ＝ ０ 时，ｗ ０( ) －ｗ ａ( ) ＝ ０，３ＰＬ 没有额外收入；当 ａ＞０
时，ｗ ０( ) －ｗ ａ( ) ＞０，３ＰＬ 有额外收入。

据以上假设分析，银行期望收益为：
πｂ ＝ Ｒ － ｗ － ϕ ＝ ＩｒＴ ＋ １ － β( ) Ａａ － Ｂ － Ｄ － ω － ε

　 　 假设银行为风险中性，则其确定性等价收入为其收益期望值：
Ｍ ＝ Ｅ πｂ( ) ＝ ＩｒＴ ＋ １ － β( ) Ａａ － Ｂ － Ｄ － ω

　 　 假设 ３ＰＬ 的努力成本为 Ｃ ａ( ) ＝ １
２
ｂａ２，可用货币计量，其中 ｂ 为成本系数，计量单位为支出 ／ （工作时间∗

工作强度） ２，与 ３ＰＬ 的能力有关，３ＰＬ 能力越强，ｂ 值越小。 则 ３ＰＬ 的收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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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ｅ ＝ ϕ － Ｃ ａ( ) ＝ ω ＋ Ａβａ － １
２
ｂａ２

　 　 假设 ３ＰＬ 属于风险规避类型，变量 ρ 表示其固定的规避程度，则其确定性等价收入表示如下：

Ｖ ＝ Ｅ πｅ( ) － １
２
ρｖａｒ πｅ( ) ＝ ω ＋ Ａβａ － １

２
ｂａ２ － １

２
ρβ２σ２

供应链核心企业未参与和参与下的激励监督机制设计

为分析供应链核心企业未参与和参与两种情况下，银行对第三方物流的激励监督机制设计在模型构建及

结果的不同。 本文应用金融学和博弈理论等相关知识，参考现有有关激励模型的构建方法，并结合本文的假

设和研究问题的特征，分别构建了供应链核心企业未参与和参与下银行对第三方物流的激励监督模型，给出

了模型结果。
１、供应链核心企业未参与下的激励机制设计

作为理性 ３ＰＬ 参与农产品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必要条件是获得效用高于其保留效用 ｖ０，否则其会放弃参

与，寻找其他机会。 ３ＰＬ 选择努力水平的依据是自身效益最大化，所以银行提供的契约需满足 ３ＰＬ 这一条件，
才能促使其选择有利于银行的努力水平。 在同时满足参与约束和激励约束基础上，银行设计恰当的激励契约

以最大化自身收益。 基于此，委托代理模型构建如下。
Ｍａｘ
β，ω

Ｍ ＝ Ｅ πｂ( ) （１）

ｓ．ｔ．ＩＣ：Ｖ ≥ ｖ０ （２）

ＩＲ：ａ ∈ ａｒｇｍａｘＶ ＝ Ｅ πｅ( ) － １
２
ρｖａｒ πｅ( ) （３）

　 　 对激励相容约束 ＩＲ 求努力水平 ａ 一阶导数可得：

ａ∗ ＝ Ａβ
ｂ

（４）

　 　 在均衡条件下，参与约束 ＩＣ 等号成立，即：

ω ＋ Ａβａ － １
２
ｂａ２ － １

２
ρβ２σ２ ＝ ｖ０

　 　 由此可得：

ω ＝ ｖ０ － Ａβａ ＋ １
２
ｂａ２ ＋ １

２
ρβ２σ２

　 　 把 ω 和 ａ 代入目标函数 Ｍ＝ ＩｒＴ＋ １－β( ) Ａａ－Ｂ－Ｄ－ω 可得：

ｍａｘ
β

ＩｒＴ ＋ Ａ２β
ｂ

－ Ａ２β２

２ｂ
－ １

２
ρβ２σ２ － Ｂ － Ｄ － ｖ０é

ë
êê

ù

û
úú

　 　 对上式求 β 一阶导数，并令其等于零，由此得到银行最佳激励系数为：

β∗ ＝ Ａ２

Ａ２ ＋ ｂρσ２ （５）

　 　 把（４）式和（５）式固定支付表达式得最优固定报酬为：

ω∗ ＝ ｖ０ ＋ ｂρσ２Ａ４ － Ａ６

２ｂ Ａ２ ＋ ｂρσ２( ) ２ （６）

　 　 把（４）、（５）和（６）式代入目标函数得到银行的最大收益为：

Ｍｂ
∗ ＝ ＩｒＴ ＋ Ａ４

２ｂ Ａ２ ＋ ｂρσ２( )
－ Ｂ － Ｄ － ｖ０ （７）

　 　 由式（４）可知，３ＰＬ 努力水平与其自身能力正相关，即 ３ＰＬ 能力越强，３ＰＬ 越努力工作。 与其成本系数，
外界不确定因素负相关。 由式（５）易知，银行提供的效益分享份额与 ３ＰＬ 的能力呈正相关关系，换言之，能力

强的 ３ＰＬ 更受银行青睐，而风险规避型则不受银行欢迎，体现在报酬上就越少。 对于外界不确定因素多的

３ＰＬ，银行也不喜欢，所以提供的激励系数就少。 分析式（６）可知，银行固定支付除受 ３ＰＬ 的保留效用影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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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受其能力、风险规避程度及外界不确定因素影响。
２、供应链核心企业参与下的机制设计

由前文分析易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推进及社会分工的细化，竞争不再局限在企业与企业之间，
而是扩延至整个供应链与另一个或几个供应链之间。 供应链竞争能力强弱的关键环节是核心企业，它们往往

起着主导和引领作用，同时也享有大多收益，但收益能否实现受到链条中上下游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能否顺利

开展的影响，所以核心企业辅助上下游中小企业克服困难变得必要且有意义。 结合本文，中小企业开展农产

品质押融资业务中，因中小企业自身局限和农产品慢速变质等特征，致使银行在没有第三方提供辅助或担保

的情况下不愿开展该业务，所以核心企业参与和银行一起对 ３ＰＬ 进行激励无疑会提高其开展业务的积极

性①，间接帮助中小企业克服融资困境。 根据供应链核心企业参与方式不同，本文从两方面进行研究：供应链

核心企业协助银行激励，供应链核心企业与银行合作激励。
假设银行支付给 ３ＰＬ 的报酬为：ϕ１ ＝ ω１ ＋β１ ｗ ０( ) －ｗ ａ( )( ) ，供应链核心企业支付的报酬为：ϕ２ ＝ ω２ ＋

β２ ｗ ０( ) －ｗ ａ( )( ) ，其中 ω１ 表示银行提供的固定支付，ω２ 则为核心企业的固定支付，β１ ０≤β１≤１( ) 表示银行提
供的变动支付，β２ ０≤β２≤１( ) 为核心企业提供的变动支付。

由以上假设和分析可知 ３ＰＬ 的收益为：

π′ｅ ＝ ϕ１ ＋ ϕ２ － Ｃ ａ( ) ＝ ω１ ＋ ω２ ＋ Ａ β１ ＋ β２( ) ａ － １
２
ｂａ２

　 　 因假设 ３ＰＬ 为风险规避型，故其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Ｖ′ ＝ Ｅ π′ｅ( ) － １
２
ρｖａｒ π′ｅ( ) ＝ ω１ ＋ ω２ ＋ Ａ β１ ＋ β２( ) ａ － １

２
ｂａ２ － １

２
ρ β１ ＋ β２( ) ２σ２

　 　 （１）供应链核心企业协助银行激励

协助是指银行与供应链核心企业协商、谈判，让其分担部分支付。 目前，业务操作过程中，银行处于主导

地位，其谈判能力明显优于供应链核心企业；其次，前文已分析，质押物对涉农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有较大影

响，质押农产品的保存状况会影响涉农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而影响供应链核心企业。 基于以上原因，供应链核

心企业分担银行部分支付的基础是存在的。 由以上分析可知银行收益为：
π′ｂ ＝ Ｒ － ｗ － ϕ ＝ ＩｒＴ ＋ １ － β１( ) Ａａ － Ｂ － Ｄ － ω１ － ε

　 　 因银行为风险中性，故其确定性等价收入等于其期望收益，
Ｍ′ ＝ Ｅ π′ｂ( ) ＝ ＩｒＴ ＋ １ － β１( ) Ａａ － Ｂ － Ｄ － ω１

　 　 此时银行选择最优的激励系数 β１ 和最佳固定支付 ω１ 以最大化自己的收益，由此建立如下模型：
Ｍａｘ
β１，ω１

Ｍ′ ＝ Ｅ π′ｂ( ) （８）

ｓ．ｔ．ＩＣ：Ｖ′ ≥ ｖ０ （９）

ＩＲ：ａ ∈ ａｒｇｍａｘＶ′ ＝ Ｅ πｅ′( ) － １
２
ρｖａｒ πｅ′( ) （１０）

　 　 通过求解模型得 ３ＰＬ 最优努力水平、银行最优激励系数、固定报酬及最大收益分别为：

ａ∗ ＝ Ａ３

ｂ Ａ２ ＋ ｂρσ２( )
１ ＋ β２( ) （１１）

β１
∗ ＝ Ａ２

Ａ２ ＋ ｂρσ２
－ ｂρσ２

Ａ２ ＋ ｂρσ２β２ （１２）

ω１
∗ ＝ ｖ０ － ω２ ＋ １ ＋ β２( ) ２ Ａ４ ｂρσ２ － Ａ２( )

２ｂ Ａ２ ＋ ｂρσ２( ) ２ （１３）

Ｍｂ
∗ ＝ ＩｒＴ ＋

Ａ４ １ ＋ β２( ) ２

２ｂ Ａ２ ＋ ｂρσ２( )
－ Ｂ － Ｄ － ｖ０ ＋ ω２ （１４）

①供应链核心企业愿意与银行一起激励和监督物流企业这一结论，本文未从定量角度推究（这也是本文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而
是从定性角度分析得出。 供应链涉农企业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本就资金困难的它们拿不出资金去激励和监督物流企业，而涉
农企业的状态会影响到整个链条，包括核心企业，所以在融资过程中供应链核心企业有动机促使 ３ＰＬ 努力工作保管好质押农
产品，以保障涉农企业生产经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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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式（１１）－式（１４）可知，３ＰＬ 努力水平、银行激励系数、固定支付及银行收益，除与 ３ＰＬ 的能力、成本系

数、风险规避程度及外界不确定因素有关外，也与供应链核心企业的激励系数相关。 供应链核心企业给予的

变动报酬越多，３ＰＬ 努力水平增加就越多，银行给予的变动报酬就越少，但固定报酬越多。 尽管支付的固定报

酬增加，但银行收益增加，即固定报酬增加小于变动报酬减少。 此外，银行收益也随供应链核心企业支付固定

报酬的增加而增加。
（２）供应链核心企业和银行合作激励

合作是指双方在选择行动策略时以集体利益为目标（以银行和核心企业共同支付最小为目标），即当供

应链核心企业和银行合作一起对 ３ＰＬ 进行激励时，目标函数不再是银行个人的支付，而是双方总的支付水

平。 银行和供应链核心企业支付给 ３ＰＬ 总的报酬为 ϕ ＝ϕ１＋ϕ２ ＝ ω１＋ω２( ) ＋ β１＋β２( ) ｗ ０( ) －ｗ ａ( )( ) ，质押农产

品的损失为 ｗ＝ －Ａａ＋Ｂ＋Ｄ＋ε，（ｗ≥０），银行和供应链核心企业总支付为 πｔ ＝ϕ＋ｗ ＝ β１＋β２－１( ) Ａａ＋ω１＋ω２＋Ｄ＋
Ｂ＋ε。假设银行和供应链核心企业都为风险中性，则易知它们的确定性等价支付为其支付的期望值，即
Ｍ″＝Ｅ πｔ( ) ＝ β１＋β２－１( ) Ａａ＋ω１＋ω２＋Ｄ＋Ｂ。 此时银行和供应链核心企业将选择最优的激励系数 β β＝β１＋β２( ) 和

固定支付 ω ω＝ω１＋ω２( ) 以最小化其共同损失②。
Ｍｉｎ

β１＋β２( ) ， ω１＋ω２( )
Ｍ″ ＝ Ｅ πｔ( ) （１５）

ｓ．ｔ．ＩＣ：Ｖ′ ≥ ｖ０ （１６）

ＩＲ：ａ ∈ ａｒｇｍａｘＶ′ ＝ Ｅ πｅ′( ) － １
２
ρｖａｒ πｅ′( ) （１７）

　 　 通过求解得 ３ＰＬ 最佳努力水平，银行及供应链核心企业最佳激励系数和最优固定报酬分别为：

ａ∗∗ ＝ Ａ３

ｂ Ａ２ ＋ ｂρσ２( )
（１８）

β ＝ β１ ＋ β２ ＝ Ａ２

Ａ２ ＋ ｂρσ２ （１９）

ω ＝ ω１ ＋ ω２ ＝ ｖ０ ＋ Ａ４ ｂρσ２ － Ａ２( )

２ｂ Ａ２ ＋ ｂρσ２( ) ２ （２０）

　 　 由式（１８）－式（２０）易得银行最佳激励系数和固定报酬分别为：

β１
∗∗ ＝ Ａ２

Ａ２ ＋ ｂρσ２
－ β２ （２１）

ω１
∗∗ ＝ ｖ０ － ω２ ＋ Ａ４ ｂρσ２ － Ａ２( )

２ｂ Ａ２ ＋ ｂρσ２( ) ２ （２２）

　 　 把 ３ＰＬ 最佳努力水平、银行最佳激励及固定支付代入银行收益函数易得其最大收益为：

Ｍｂ
∗∗ ＝ ＩｒＴ ＋

Ａ４ １ ＋ ２β２( )

２ｂ Ａ２ ＋ ｂρσ２( )
－ Ｂ － Ｄ － ｖ０ ＋ ω２ （２３）

　 　 由式（１８），式（２１） －式（２３）易知，相较于未参与情况，核心企业与银行合作参与情况下的 ３ＰＬ 努力水

平没有变化，但银行激励系数、支付的固定报酬及收益则随供应链核心企业激励系数或固定报酬变化而

变化。
３、供应链核心企业参与激励监督下的机制设计

假设银行和核心企业采取激励和监督相结合的举措，以进一步促使 ３ＰＬ 在工作中投入更多努力数量，
挽回更多质押物农产品损失额度。 此时 ３ＰＬ 的产出系数受到能力系数 Ａ 和银行及核心企业监督力度共同

影响，监督内容不仅包括 ３ＰＬ 是否偷懒，也包括质押农产品存放是否得当、仓储条件是否达标、质押农产品

②目标函数不是银行的期望利润函数，而是银行和供应链核心企业双方的最小损失。 因为在合作方式下，供应链核心企业承担
部分支付同时，也要分享由支付所带来的质押农产品损失减少收益。 不过目标函数的不同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因为本文目
的是比较两种参与方式下 ３ＰＬ 的努力水平、银行支付报酬大小及银行收益状况，进而得出哪种方式更好。 其次，银行期望利
润通过 Ｍｂ ＝ ＩｒＴ＋（１－β１）Ａａ－ω１－Ｄ－Ｂ 求得。 若银行收益最大，则需要银行支付和质押物损失最小。 通过该模型可求得银行的

最优激励系数和固定支付，所以可间接得到银行的最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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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变动是否及时记录、质押农产品价格波动是否实时监控等。 这种监督会促使 ３ＰＬ 提升监控能力，更多

地弥补质押农产品损失。 结合前文分析，此时 ３ＰＬ 产出函数表示为 ｗ ＝ － Ａ＋κ ｘ１( ) ＋ψ ｘ２( )( ) ａ＋Ｂ＋Ｄ＋ε，
（ｗ≥０），其中变量 ｘ１ 为银行的监督力度，变量 ｘ２ 核心企业的监督力度，κ ｘ１( ) 和 ψ ｘ２( ) 表示 ３ＰＬ 的产出系

数，分别为 ｘ１ 和 ｘ２ 的函数，κ ｘ１( ) 和 ψ ｘ２( ) 变化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其他变量含义与前文所述相同。
银行与核心企业因监督而发生的成本分别表达为 Ｃ１ ｘ１( ) 和 Ｃ２ ｘ２( ) ③，且满足 Ｃ′１ ｘ１( ) ≥０，Ｃ″１ ｘ１( ) ≥０，
Ｃ′２ ｘ２( ) ≥０，Ｃ″２ ｘ２( ) ≥０。

由以上假设和分析可知供应链核心企业参与激励和监督下 ３ＰＬ 的收益为：

π－′ｅ ＝ ϕ１ ＋ ϕ２ － Ｃ ａ( ) ＝ ω１ ＋ ω２ ＋ Ａ β１ ＋ β２( ) ａ － １
２
ｂａ２

　 　 因假设 ３ＰＬ 为风险规避型，故其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Ｖ
－
′ ＝ Ｅ π－′ｅ( ) － １

２
ρｖａｒ π－′ｅ( ) ＝ ω１ ＋ ω２ ＋ Ａ β１ ＋ β２( ) ａ － １

２
ｂａ２ － １

２
ρβ２σ２

　 　 以下从两方面进行讨论：供应链核心企业协助银行激励监督，供应链核心企业与银行合作激励监督。
（１）供应链核心企业协助银行激励监督

当供应链核心企业在协助银行激励基础上协助监督时，银行收益为：

π－′ｂ ＝ Ｒ － ｗ － ϕ ＝ ＩｒＴ ＋ １ － β１( )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ａ － Ｂ － Ｄ － ω１ － Ｃ１ ｘ１( ) － ε…

　 　 因银行为风险中性，故其确定性等价收入等于其期望收益，即：

Ｍ
－
′ ＝ Ｅ π－′ｂ( ) ＝ ＩｒＴ ＋ １ － β１( )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ａ － Ｂ － Ｄ － ω１ － Ｃ１ ｘ１( )

　 　 此时银行的最优问题是选择最佳的激励系数 β１ 和固定支付 ω１ 以最大化自己收益：

Ｍａｘ
β１，ω１

Ｍ
－
′ ＝ Ｅ π－′ｂ( ) （２４）

ｓ．ｔ．ＩＣ：Ｖ
－
′ ≥ ｖ０ （２５）

ＩＲ：ａ ∈ ａｒｇｍａｘＶ
－
′ ＝ Ｅ π－′ｅ( ) － １

２
ρｖａｒ π－′ｅ( ) （２６）

　 　 通过求解得 ３ＰＬ 最佳努力水平，银行最优激励系数、固定支付及收益：

ａ１
∗＾ ＝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３

ｂ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２ ＋ ｂρσ２( )
１ ＋ β２( ) （２７）

β１
∗＾ ＝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２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２ ＋ ｂρσ２
－ β２

ｂρσ２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２ ＋ ｂρσ２ （２８）

ω１
∗＾ ＝ ｖ０ － ω２ ＋ １ ＋ β２( ) ２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４ ｂρσ２ －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２( )

２ｂ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２ ＋ ｂρσ２( ) ２ （２９）

Ｍｂ
∗＾ ＝ ＩｒＴ ＋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４ １ ＋ β２( ) ２

２ｂ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２ ＋ ｂρσ２( )
－ Ｂ － Ｄ － ｖ０ ＋ ω２ － Ｃ１ ｘ１( ) （３０）

　 　 由式（２７） －式（３０）可知，供应链核心企业协助激励基础上协助监督时，３ＰＬ 的努力水平、银行变动支

付、固定支付及收益除受供应链核心企业支付水平影响外，也受银行和供应链核心企业监督力度有关，随
着银行和供应链核心企业监督力度增强，３ＰＬ 的努力水平提高、银行激励系数增加。 而银行收益是否增

加，不仅取决于供应链核心企业的激励系数和支付的固定报酬等因素，也取决于银行监督成本的大小。 当

收益增加额大于监督成本时，银行收益增加，故银行应选择合适的监督方法及监督力度，以控制监督成本，
从而增加银行收益。

（２）供应链核心企业与银行合作激励监督

供应链核心企业与银行在合作激励基础上合作监督时，此时银行与供应链核心企业的共同支付为πｔ′－ ＝ϕ

③在模型中，本文没有给出监督成本函数 Ｃ１（ｘ１）和 Ｃ２（ｘ２）具体形式，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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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Ｃ（ｘ）＝ β１＋β２－１( ) Ａ＋κ ｘ１( ) ＋ψ ｘ２( )( ) ａ＋ω１＋ω２＋Ｄ＋Ｂ＋Ｃ１ ｘ１( ) ＋Ｃ２ ｘ２( ) ＋ε。
前文已假设银行和供应链核心企业为风险中型，由此易知其确定性等价支付为

Ｍ
－
″ ＝ Ｅ π－′ｔ( ) ＝ β１ ＋ β２ － １( )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ａ ＋ ω１ ＋ ω２ ＋ Ｄ ＋ Ｂ ＋ Ｃ１ ｘ１( ) ＋ Ｃ２ ｘ２( )

　 　 银行和供应链核心企业优化问题为选择恰当的激励系数 β β＝β１＋β２( ) 和最佳固定支付 ω ω＝ω１＋ω２( ) 以

最小化损失④。

Ｍｉｎ
β β１＋β２( ) ，ω ω１＋ω２( )

Ｍ
－
″ ＝ Ｅ π－′ｔ( ) （３１）

ｓ．ｔ．ＩＣ：Ｖ
－
′ ≥ ｖ０ （３２）

ＩＲ：ａ ∈ ａｒｇｍａｘＶ
－
′ ＝ Ｅ π－′ｅ( ) － １

２
ρｖａｒ π－′ｅ( ) （３３）

　 　 求解模型得 ３ＰＬ 最佳努力水平，银行和供应链核心企业最佳激励系数和固定支付为：

ａ１
∗∗＾ ＝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３

ｂ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２ ＋ ｂρσ２( )
（３４）

β ＝ β１ ＋ β２ ＝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２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２ ＋ ｂρσ２

ω ＝ ω１ ＋ ω２ ＝ ｖ０ ＋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４ ｂρσ２ －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２( )

２ｂ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２ ＋ ｂρσ２( ) ２

　 　 从以上结果易得银行最佳激励系数和固定支付为：

β１
∗∗＾ ＝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２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２ ＋ ｂρσ２
－ β２ （３５）

ω１
∗∗＾ ＝ ｖ０ － ω２ ＋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４ ｂρσ２ －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２( )

２ｂ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２ ＋ ｂρσ２( ) ２ （３６）

　 　 把 ３ＰＬ 最佳努力水平、银行最佳激励系数及固定支付代入银行收益函数得其最大收益为：

Ｍｂ
∗∗＾ ＝ ＩｒＴ ＋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４ １ ＋ ２β２( )

２ｂ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２ ＋ ｂρσ２( )
－ Ｂ － Ｄ － ｖ０ ＋ ω２ － Ｃ１ ｘ１( ) （３７）

　 　 由式（３４）－式（３７）可知，供应链核心企业与银行在合作激励基础上合作监督时，３ＰＬ 的努力水平、银行变

动支付、固定支付及收益除受供应链核心企业支付水平影响外，也受银行和供应链核心企业监督力度有关。

模型结果分析

为方便分析，以上几种情况的最优解被列举在表 １ 中，用字母指代相关表达式，替代情况如下：

Ｂ ＝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２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２ ＋ ｂρσ２，Ｃ ＝ Ａ４ ｂρσ２ － Ａ２( )

２ｂ Ａ２ ＋ ｂρσ２( ) ２

Ｄ ＝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４ ｂρσ２ －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２( )

２ｂ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２ ＋ ｂρσ２( ) ２

Ｆ ＝ ＩｒＴ － Ｂ － Ｄ － ｖ０，Ｇ ＝ Ａ４

２ｂ Ａ２ ＋ ｂρσ２( )
，Ｈ ＝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４

２ｂ Ａ ＋ κ ｘ１( ) ＋ ψ ｘ２( )( ) ２ ＋ ｂρσ２( )

　 　 其中，ａ１
∗∗＾ ≥ａ１

∗，Ｂ≥β∗，Ｈ≥Ｇ，Ｄ≥Ｃ
从表 １ 结果可以看出，与未参与激励相比，核心企业参与激励时 ３ＰＬ 的努力水平不会降低，银行变动支

付减少，银行收益增加；而参与激励监督时，３ＰＬ 的努力水平提高，银行变动支付减少，银行收益是否增加还要

取决于监督成本大小。 这一结论有助于提高银行开展农产品供应链金融业务的积极性，也为其采取何种激励

监督方式提供决策参考。

④模型中目标函数不是银行期望利润，分析与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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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情况下 ａ、β、ω、Ｍｂ 的最优解

未参与
参与

协助激励 合作激励 协助激励监督 合作激励监督

ａ ａ∗ ａ∗ １＋β２( ) ａ∗ ａ１
∗∗
Λ

１＋β２( ) ａ１
∗∗
Λ

β β∗ β∗－ １－β∗( ) β２ β∗－β２ Ｂ－ １－Ｂ( ) β２ Ｂ－β２

ω ｖ０＋Ｃ ｖ０＋Ｃ １＋β２( ) ２－ω２ ｖ０＋Ｃ－ω２ ｖ０＋Ｄ １＋β２( ) ２－ω２ ｖ０＋Ｄ－ω２

Ｍｂ Ｆ＋Ｇ Ｆ＋Ｇ １＋β２( ) ２＋ω２ Ｆ＋Ｇ １＋２β２( ) ＋ω２ Ｆ＋Ｈ １＋β２( ) ２＋ω２－Ｃ１ ｘ１( ) Ｆ＋Ｈ １＋２β２( ) ＋ω２－Ｃ１ ｘ１( )

供应链核心企业参与激励时，若选择与银行合作方式，３ＰＬ 的努力水平不变，但银行激励系数和固定报酬

减少，且银行收益增加，银行支付减少数额及收益增加数量取决于核心企业分担的数额，即核心企业给予固定

及激励支付越多，银行支付就越少，收益增加就越多。 若选择协助方式，３ＰＬ 努力数量增加，为核心企业未参

与时的 １＋β２( ) 倍，即核心企业激励系数越大，３ＰＬ 增加的努力就越多，并且银行激励系数和固定报酬减少，银
行收益增加。 相较合作参与方式，协助方式使 ３ＰＬ 努力数量和银行收益增加更多。 因在协助参与方式中，核
心企业仅分担银行支付，没有分享由 ３ＰＬ 努力所带来的收益，即收益由银行独自享有，而合作参与方式中，核
心企业在承担支出的同时，也在分享收益。 这一结果为银行积极促进核心企业参与其中并选择何种参与方式

提供了理论借鉴。
银行和核心企业在激励基础上监督时，不论核心企业选择何种参与方式都会提高 ３ＰＬ 努力水平，这与实

际情况较吻合：监督会促使代理人减少悖德行为，但监督也会增加银行变动支付和固定支付。 至于银行收益

能否增加，除考虑核心企业的承担数额外，还要看监督成本大小。 若监督成本小于监督带来的收益，则银行收

益增加，否则，减少。 与核心企业在合作基础上再与银行合作监督方式比较，核心企业在协助基础上协助银行

监督方式更能提高 ３ＰＬ 努力水平和增加银行收益。 也就是说，银行选择后一种参与方式更为有利。 相较仅

采取激励方式，激励加监督方式下，银行收益是否增加，也受监督成本的影响，若监督成本足够小，激励加监督

方式会给银行带来更多收益，因此银行通过现代网络技术采用方式灵活、技术水平较高的监督方式，便可实现

降低监督成本和增加收益的目的。
综上可知，在供应链核心企业参与情况下，３ＰＬ 努力水平未降低，但银行支付减少，且收益可能增加，这无

疑对提高银行开展存货质押融资业务的积极性具有促进作用。

算　 例

为阐释本文结果的现实操作性和 ３ＰＬ 努力水平、银行激励系数及固定支付随相关参数的变化规律，给出

相应的数值算例。 借鉴文献［２９，３０］的处理方法，假设银行和供应链核心企业监督的系数函数分别为κ ｘ１( ) ＝

ｘ１

１
２ ，ψ ｘ２( ) ＝ ｘ２

１
３ ，监督成本为 Ｃ１ ｘ１( ) ＝ １

１６
ｘ１

２（监督系数函数及成本函数的假定源自相关文献及一般推理，并未

通过科学实验研究及实证研究，这是本文需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假设涉农中小企业用某类型的农产品进行质押融资，该质押农产品在周期内的自然损失均值为 １５０，即

Ｂ＝ １５０，获得银行贷款额度为 Ｉ＝ １０ ０００，贷款年利率 ｒ＝ ７ ２５％（单利），贷款期限 Ｔ＝ １，即一年，Ｄ＝ ２００。 任意

选择一组符合各条件的参数数据 ｘ１ ＝ ３６，ｘ２ ＝ ２７， Ａ＝ １０，ρ＝ ４，ｂ＝ ０ ２，ｖ０ ＝ ８０，ξ 服从 Ｎ ０，９００( ) 的正态分布（在
有效集合内，赋予参数的数值不同，决策变量的结果会不同，但对研究结论不产生影响）。

１、供应链核心企业未参与情况下的变量结果

供应链核心企业不参与激励和监督情况下，各决策变量计算结果如下：
ａ∗ ＝ ６ １００，β∗ ＝ ０ １２２，ω∗ ＝ ９１ ５２６，Ｍｂ

∗ ＝ ３２５ ４８８
　 　 ２、供应链核心企业参与激励情况下的变量结果

（１）供应链核心企业协助银行参与激励

核心企业协助银行参与激励情况下，各决策变量计算结果及随核心企业支付变化情况见表 ２。

ａ∗ ＝ ６ １００ １ ＋ β２( ) ，β１
∗ ＝ ０ １２２ － ０ ８７８β２，ω１

∗ ＝ ８０ ＋ １１ ５２６ １ ＋ β２( ) ２ － ω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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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ｂ
∗ ＝ ２９５ ＋ ３０ ４８８ １ ＋ β２( ) ２ ＋ ω２

表 ２　 ａ、β１、ω１ 和 Ｍｂ 随供应链核心企业支付报酬变化而变化情况

β２ ＝ ０
ω２ ＝ ０

β２ ＝ ０ ０１２
ω２ ＝ １１ ５２６

β２ ＝ ０ ０４２
ω２ ＝ ２１ ５２６

β２ ＝ ０ ０７２
ω２ ＝ ５１ ５２６

β２ ＝ ０ ０９２
ω２ ＝ ７１ ５２６

β２ ＝ ０ １２２
ω２ ＝ ９１ ５２６

ａ ６ １００ ６ １７３ ６ ３５６ ６ ５３９ ６ ６６１ ６ ８４４
β１ ０ １２２ ０ １１１ ０ ０８５ ０ ０５９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５
ω１ ９１ ５２６ ８０ ２７８ ７０ ９８９ ４１ ７１９ ２２ ２１８ ２ ９８４
Ｍｂ ３２５ ４８８ ３３７ ７５０ ３４９ ６２９ ３８１ ５６２ ４０２ ８８２ ４２４ ９０７

从表 ２ 结果可以看出，在供应链核心企业协助银行参与激励情况下，３ＰＬ 最佳努力水平及银行最佳收益

随供应链核心企业支付水平的增加而增加。 银行激励系数和固定报酬则随供应链核心企业支付水平增加而

减少。
（２）供应链核心企业与银行合作激励

核心企业与银行合作激励情况下，各决策变量计算结果及随核心企业支付变化情况见表 ３。

ａ∗∗ ＝ ６ １００，β１
∗∗ ＝ ０ １２２ － β２，ω１

∗∗ ＝ ９１ ５２６ － ω２，Ｍｂ
∗∗ ＝ ２９５ ＋ ３０ ４８８ １ ＋ ２β２( ) ＋ ω２

表 ３　 ａ、β１、ω１ 和 Ｍｂ 随供应链核心企业支付报酬变化情况

β２ ＝ ０
ω２ ＝ ０

β２ ＝ ０ ０１２
ω２ ＝ １１ ５２６

β２ ＝ ０ ０４２
ω２ ＝ ２１ ５２６

β２ ＝ ０ ０７２
ω２ ＝ ５１ ５２６

β２ ＝ ０ ０９２
ω２ ＝ ７１ ５２６

β２ ＝ ０ １２２
ω２ ＝ ９１ ５２６

ａ ６ １００ ６ １００ ６ １００ ６ １００ ６ １００ ６ １００
β１ ０ １２２ ０ １１０ ０ ０８０ ０ ０５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０
ω１ ９１ ５２６ ８０ ０００ ７０ ０００ ４０ 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Ｍｂ ３２５ ４８８ ３３７ ７４６ ３４９ ５７５ ３８１ ４０４ ４０２ ６２４ ４２４ ４５３

由表 ３ 结果易知，在核心企业与银行合作激励情况下，３ＰＬ 努力水平没有变化，但银行收益随核心企业支

付水平增加而增加，但增幅小于核心企业协助激励情况下的银行收益增加额。
３、供应链核心企业参与激励监督情况下的变量结果

（１）供应链核心企业协助银行激励监督

核心企业协助银行激励基础再协助监督情况下，各决策变量计算结果及随核心企业支付变化情况见

表 ４。

ａ１
∗＾ ＝ ３１ ６３５ １ ＋ β２( ) ，β１

∗＾ ＝ ０ ３３３ － ０ ６６７β２，ω^∗
１ ＝ ８０ ＋ １００ ０９２ １ ＋ β２( ) ２ － ω２

Ｍｂ
∗＾ ＝ ２１４ ＋ １５０ ６９５ １ ＋ β２( ) ２ ＋ ω２

表 ４　 ａ、β１、ω１ 和 Ｍｂ 随供应链核心企业支付报酬变化情况

β２ ＝ ０
ω２ ＝ ０

β２ ＝ ０ ０１２
ω２ ＝ １１ ５２６

β２ ＝ ０ ０４２
ω２ ＝ ２１ ５２６

β２ ＝ ０ ０７２
ω２ ＝ ５１ ５２６

β２ ＝ ０ ０９２
ω２ ＝ ７１ ５２６

β２ ＝ ０ １２２
ω２ ＝ ９１ ５２６

ａ ３１ ６３５ ３２ ０１５ ３２ ９６３ ３３ ９１３ ３４ ５４５ ３５ ４９４
β１ ０ ３３３ ０ ３２５ ０ ３０５ ０ ２８５ ０ ２７２ ０ ２５２
ω１ １８０ ０９２ １７０ ９８３ １６７ １５０ １４３ ４９８ １２７ ８３０ １１４ ４７８
Ｍｂ ３６４ ６９５ ３７９ ８５９ ３９９ １４５ ４３８ ７０２ ４６５ ２２４ ４９５ ２３４

从表 ４ 结果可知，核心企业协助银行参与监督情况下，３ＰＬ 努力水平明显增加，且随核心企业支付水平增

加而增加，银行收益也增加，说明银行监督收益大于监督成本，这种监督对银行来说是有利且必要的。
（２）供应链核心企业与银行合作激励监督

核心企业与银行合作激励基础上再合作监督情况下，各决策变量计算结果及随核心企业支付变化情况见

表 ５。

ａ∗∗＾ ＝ ３１ ６３５，β１
∗∗＾ ＝ ０ ３３３ － β２，ω１

∗∗＾ ＝ １８０ ０９２ － ω２，Ｍｂ
∗∗＾ ＝ ２１４ ＋ １５０ ６９５ １ ＋ ２β２( ) ＋ ω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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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ａ、β１、ω１ 和 Ｍｂ 随供应链核心企业支付报酬变化情况

β２ ＝ ０
ω２ ＝ ０

β２ ＝ ０ ０１２
ω２ ＝ １１ ５２６

β２ ＝ ０ ０４２
ω２ ＝ ２１ ５２６

β２ ＝ ０ ０７２
ω２ ＝ ５１ ５２６

β２ ＝ ０ ０９２
ω２ ＝ ７１ ５２６

β２ ＝ ０ １２２
ω２ ＝ ９１ ５２６

ａ ３１ ６３５ ３１ ６３５ ３１ ６３５ ３１ ６３５ ３１ ６３５ ３１ ６３５
β１ ０ ３３３ ０ ３２１ ０ ２９１ ０ ２６１ ０ ２４１ ０ ２１１
ω１ １８０ ０９２ １６８ ４６６ １５８ ４６６ １２８ ４６６ １０８ ４６６ ８８ ４６６
Ｍｂ ３６９ ６９５ ３７９ ８３８ ３９８ ８７９ ４３７ ９２１ ４６３ ９４９ ４９２ ９９１

由表 ５ 结果可知，供应链核心企业与银行合作激励基础上再合作监督情况下，３ＰＬ 努力水平不随供应链

核心企业支付水平变化而改变，但明显高于供应链核心企业与银行没有进行监督情况下 ３ＰＬ 的努力水平，银
行收益随供应链核心企业支付水平的增加而增加，但增速小于供应链核心企业协助银行激励基础再协助监督

情况下的增速。
为方便分析各决策变量随核心企业支付水平的变化情况，本文把以上各表结果用图 ２－５ 呈现。

图 ２　 供应链核心企业参与情况下 ３ＰＬ 努力水平变化 图 ３　 供应链核心企业参与情况下银行激励系数变化

图 ４　 银行固定报酬随供应链核心企业支付报酬的变化 图 ５　 银行收益随供应链核心企业支付报酬的变化

注：图中曲线 １、２、３ 和 ４ 分别表示核心企业协助银行参与激励、与银行合作激励、协助银行激励基础上协助监督及与银行合作激励基础上合作

监督情况；图 ３ 中，β１ 与 β２ 实为线性关系，因图中横坐标为表 ２ 至表 ５ 中 β２ 的近似值，故未呈现直线关系，但这对本文结论没有影响；图 ４ 和图

５ 横坐标 Ｌｉ（ ｉ＝ ０、１…５）表示表 ２ 至表 ５ 中 β２，ω２( ) 的取值。

从图 ２ 可看出，当银行和核心企业在激励基础上进行监督时，３ＰＬ 的最佳努力水平显著提高，这说明在开

展农产品质押融资业务中，银行给予 ３ＰＬ 适当的监督是必要的，它可有效减少其悖德行为。 在两种参与方式

中，协助方式使 ３ＰＬ 努力水平提高更快。 图 ３ 显示银行激励系数随核心企业激励系数的变化情况，当核心企

业提供的变动报酬为 ０ 时，换言之，核心企业没有分担给予 ３ＰＬ 的变动报酬，此时，银行提供的变动报酬最

多。 一旦核心企业参与激励，银行会减少对 ３ＰＬ 的支付，并且核心企业给予 ３ＰＬ 的报酬越多，银行支付的越

少。 至于银行和核心企业各自承担多少支付，则主要取决于双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及涉农中小企业与核心企业

的关系和对其绩效的影响程度。 若涉农中小企业对核心企业的关系密切且对其绩效影响较大，那么银行可以

要求核心企业承担较多的支付，否则，应较少。 从图 ３ 中，还可看到，合作参与方式使银行激励系数减少更快。
至于银行固定报酬的变化，如图 ４ 所示，银行固定支付会随核心企业的增加而减少。 银行与核心企业一起激

励 ３ＰＬ 时，核心企业不论选择哪种参与方式，都会增加银行收益，且核心企业承担的支付越多，银行增加的收

益就越多，这对提高银行开展该业务的积极性有着正面影响。 银行与核心企业在激励基础上进行监督时，银
行收益是否增加则取决于收益增加额与监督成本增加额间的大小关系，收益增加额大于监督成本增加额时，
银行收益增加，正如图 ５ 所示，否则银行收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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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考察在监督情况下，各决策变量随银行监督系数 κ ｘ１( ) 变化情况，本文选取监督力度 ｘ１，ｘ２( ) 十一

组数据进行检验，其中假定供应链核心企业提供的固定支付（ω２ ＝ ２１ ５２６）、变动支付（β２ ＝ ０ ０４２）及监督力度

（ｘ２ ＝ ２７）固定，计算结果如图 ６－９ 所示。

图 ６　 银行监督力度与 ３ＰＬ 的努力水平关系图
图 ７　 银行监督力度与银行激励系数关系图

图 ８　 银行监督力度与银行固定支付关系图 图 ９　 银行监督力度与银行收益关系图

注：监督力度为 ０ 时，表示银行没有对 ３ＰＬ 进行监督；图中曲线 １ 和 ２ 分别表示供应链核心企业协助银行监督和供应链核心企业与银行合作监

督情况；本文选取 １１ 组监督力度值（ｘ１，ｘ２）依次为（０，２７）、（１，２７）、（４，２７）、（９，２７）、（１６，２７）、（２５，２７）、（３６，２７）、（４９，２７）、（６４，２７）、（８１，２７）

和（１００，２７）。

由图 ６ 可知，在激励基础上进行监督可提高 ３ＰＬ 的努力水平，且监督力度越强，３ＰＬ 越努力工作。 当监督

强度增加时，银行支付给 ３ＰＬ 的变动报酬增加，即银行则要拿出更多的比例分给 ３ＰＬ。 因为银行增强监督力

度，３ＰＬ 提高努力水平，质押农产品损失数量减少，此时银行提供更多奖励容易理解。 银行固定支付随银行监

督力度变化轨迹呈“∩”状，即先增加后减少。 原因可能是监督力度的增强会导致监督成本迅速增加，加之银

行提供的激励系数此时也是增加的，为保障自身利益，银行此时降低固定支付额度不难理解。 图 ９ 揭示了银

行收益随其监督力度的变化情况，从曲线的变化易知，银行收益先增加后迅速减少，甚至为负值。 因为监督力

度增强，监督成本快速增加，导致银行收益相应减少。 至于银行会选择什么样的监督水平，则主要取决于收益

增加额与监督成本增加额间的大小关系。 若银行收益增加，则可继续加强监督，直至收益增加额为 ０。 就本

例而言，银行最佳的监督力度 ｘ１ 位于 ２５ 和 ３６ 之间，即 κ ｘ１( ) ∈ ５，６[ ] 。

结论及展望

１、结论

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是供应链金融应用范围的进一步拓展，对丰富供应链金融理论体系和缓解涉农中小企

业融资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但农产品季节性、分散性、易变质、难存储、难运输等弱质性特征决定其开展质押

融资业务更加依赖 ３ＰＬ。 由此，３ＰＬ 是否努力工作（价值评估、运输、保管、价格监测等）将影响银行信贷安全、
涉农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缓解、供应链核心企业利益等，所以促使其努力工作变得必要。 本文针对 ３ＰＬ 的道

德风险问题，应用委托代理理论，探讨了有核心企业参与情况下银行与 ３ＰＬ 间的激励和监督机制设计问题。
通过研究获得如下结论：

（１）针对 ３ＰＬ 的努力水平而言，变动报酬激励效果优于固定报酬。 由均衡结果表达式及数例分析中，固
定支付不影响 ３ＰＬ 努力水平，而变动支付则与 ３ＰＬ 努力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即银行或核心企业提供的变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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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越多，３ＰＬ 努力水平就越高。
（２）核心企业不论是协助参与抑或合作参与都会增加银行收益，因此银行应积极促使核心企业参与。 据

分析，核心企业参与对 ３ＰＬ 激励监督的现实基础是存在的，因为 ３ＰＬ 的偷懒会对质押物造成毁损，而质押物

的损失会影响中小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或销售等作业活动，进而影响整个供应链的生产进度和作业安排，造
成整体损失，这其中损失最大的便是核心企业。

（３）与合作参与方式相比，协助参与方式在一定条件下对提高 ３ＰＬ 努力水平和增加银行收益更为有利，
因此具备相应条件时，银行应首选协助参与方式以增加自己的收益水平。

（４）银行和核心企业在激励基础上进行监督，不论核心企业选择何种参与方式，３ＰＬ 努力水平都会提高。
但此时，银行收益能否增加还取决于银行的监督成本大小，若监督成本小，银行收益会增加，否则收益减少，此
时对银行而言，监督变得不再必要。

２、研究展望

尽管本文获得了一些新的发现，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首先，在模型中，本文给出了哪种参与方式更好的结论，但未解决核心企业与银行间就固定与变动支付具

体分摊比例问题，仅知道分摊比例受制于质押农产品对核心企业的利益影响程度和双方谈判能力等因素，质
押农产品对核心企业利益的影响越明显，分担的比例可能就越多，核心企业谈判能力越弱，在合作中承担的就

越多。 但如何分担、分担比例多少、影响因素有哪些等是尚待继续探究的问题。
其次，本文缺少对核心企业利益的体现，银行如何量化核心企业利益以满足其愿意参与对 ３ＰＬ 的激励和

监督的条件，值得进一步研究。
最后，银行和核心企业选择在激励基础上是否会选择监督，一个关键因素为监督成本。 结合业务特征，刻

画监督成本函数的具体形式，确定最佳的监督力度，是本文另一个需要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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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
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３ＰＬ’ｓ ｅｆｆｏｒｔ， ｂｕｔ ｂａｎｋｓ’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ｆ ３ＰＬｓ ａｒ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ｉｎ ｓｕｃｈ ａ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ｐｕｔ ｉｎ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ｏｒ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ｌｓｏ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ａｒ⁃
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ｆｏｒ ｂａｎｋｓ’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ｂａｎｋ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ｒｙ ｔｏ ｍａｋｅ ｃｏｒ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ｊｏｉｎ， ａｎｄ ｔｏ ａｄｏｐ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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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拒绝推断可视为因变量非随机缺失问题的特例，它处理信用评级建模中由于被拒客户的

信用表现未知，样本偏差导致的参数估计有偏问题。 本文基于 Ｋｉｍ 和 Ｙｕ ２０１１ 年提出的非随机

缺失下均值泛函的半参数估计模型，提出处理拒绝推断的迭代半参数法。 运用此方法在 ５ 类缺

失情形下进行模拟研究，并对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数据和中国某银行的征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

明，与常用方法相比，迭代半参数法可以有效地识别被拒绝申请者中的“坏”客户，降低金融机

构的违约风险，是一种相对保守的方法。
关键词：信用评级模型；拒绝推断；半参数估计；非随机缺失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６－１７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１５ＪＪＤ９１０００２）。
作者简介：夏利宇，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博士；何晓群（通讯作者），中国人

民大学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引　 言

信用评级是通过构建模型对贷款申请者的违约风险进行预测，并划分申请者信用等级的技术。 在评级结

果的基础上，结合贷款政策的调整，金融机构可以判断申请者的“好”与“坏”，做出批准或拒绝申请的决策。
当前，信用评级模型已经广泛应用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其识别“坏”客户，规避贷款违约风险的有力手段。
构建信用评级模型时，征信数据往往是具有删失结构的非完备数据，即金融机构的数据库中虽有所有贷款申

请者的特征属性信息，但仅有贷款获批申请者的信用表现记录，而缺失贷款被拒申请者的信用表现记录。 在

统计模型的构建过程中，需考虑建模样本的选择机制，样本选择性偏差容易导致参数估计的有偏与非一致。
同理，构建信用评级模型时排除被拒绝的申请者，仅将贷款获批申请者作为训练样本，建模样本与目标样本的

不一致将导致模型参数估计有偏，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易造成金融机构的经济损失。 利用统计方法推断贷

款被拒客户的信用表现，获得信用评级模型的无偏估计，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得不面对的拒绝推断问题。
理论角度上，拒绝推断可以处理信用评级领域中的删失结构数据，该类数据结构可归因于因变量非随机

缺失。 Ｒｕｂｉｎ［１］根据因变量缺失概率是否受到其自身和自变量两类因素影响，将数据缺失机制划分为随机缺

失、完全随机缺失和非随机缺失三类。 在随机缺失与完全随机缺失的情况下，因变量的缺失与其自身无关，统
计推断不受缺失机制的影响，缺失机制可忽略，删除含缺失数据的样本不影响建模效果。 但在非随机缺失的

情况下，因变量的缺失与其自身和自变量均有关，不完备的样本不再适合推断总体的性质，建模时必须考虑样

本的缺失机制。 金融机构预估贷款申请者未来的信用表现，根据评级结果决定是否批准其贷款申请，这一过

程是有选择而非随机的。 被拒申请者信用表现的缺失机制应视为非随机缺失，可以采用处理非随机缺失数据

的方法解决拒绝推断难题。
在信用评级领域的实践中，仍有部分金融机构采用直接删除法构造信用评级模型，Ｂｏｙｅｓ 等［２］、Ｇｒｅｅｎｅ［３］、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和 Ｒｏｓｚｂａｃｈ［４］在理论上均已证明仅使用贷款获批申请者的样本数据建立信用评级模型，样本选择性

偏差会产生估计偏差，加入申请被拒样本将显著提高模型的有效性。 充分认识到样本选择偏差给信用评级模

型带来的影响，实践中一些金融机构采用信息补充的方法，即通过增加被拒申请者的信用表现来降低数据的

选择性偏差，如部分金融机构在较短时间内接受本应被拒绝的申请者，完成信用表现的短期试错模拟过程；通
过多方机构合作的形式，整合和共享信用记录数据库。 当然，针对具有删失结构的信用记录数据，也有一些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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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法可用于进行拒绝推断，如扩张法、Ｈｅｃｋｉｔ 法等。 扩张法，也叫作权重调整法，它主要是假定获批和被拒

申请者的行为模式一致，其基本思想是利用获批申请者的违约行为来推断被拒申请者的违约行为，进而通过

调整各获批申请者样本的建模入样概率来修正样本选择偏差，Ｃｒｏｏｋ 和 Ｂａｎａｓｉｋ［５－７］对这种方法的理论与应用
进行了详尽的说明。 Ｈｅｃｋｉｔ 法由 Ｈｅｃｋｍａｎ［８］提出，它是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处理样本选择偏差的方法，建模中

没有假定缺失样本与观测样本的行为模式一致。 该方法可以用一个基于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二阶段过程来说明，第
一阶段以选择方程描述贷款的审批过程，第二阶段以状态方程描述贷款申请者的信用表现，Ｂａｎａｓｉｋ 和

Ｃｒｏｏｋ［６］、张景肖等［９］应用和改进了 Ｈｅｃｋｉｔ 方法借以进行拒绝推断。 当然，结合因变量的非随机缺失机制和征

信数据特有的删失结构，学者们改进和引入不同的方法解决拒绝推断问题，如 Ｓｏｈｎ 和 Ｓｈｉｎ［１０］ 采用生存分析

方法，魏秋萍等［１１］利用核函数推断法，Ｃｈｅｎ 和 Ａｓｔｅｂｒｏ［１２］提出基于贝叶斯估计的约束收缩法。
以上提及的各类方法中，直接删除法将被拒绝的客户样本全部删除，在信用表现非随机缺失的情形下，参

数估计是有偏且非一致的。 除此方法外，其他方法均可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信用评级模型中的样本偏差问题，
但在信用评级实践中，各类方法均有一定的局限性。 扩张法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其假定获批和

被拒申请者的违约行为一致，因假定条件过强而遭到学界的质疑。 Ｈｅｃｋｉｔ 法模拟了审批和违约两个过程，其
理论基础较为完善，但在实际应用中有时表现欠佳。 扩张法和 Ｈｅｃｋｉｔ 法在处理客户分类问题时着重提升整

体的分类精度，将不同类客户的误判成本视为相同，然而在实际中，误判“坏”客户的成本远远大于误判“好”
客户的成本。 信息补充法需要批准高风险人群的贷款申请，或者整合若干机构的数据库，这势必会增加金融

机构的信用风险和运营成本。 鉴于拒绝推断传统方法的不足，本文提出基于半参数方法进行拒绝推断的信用

评级模型，提高评级模型的分类效果，一方面能够为金融机构挽留“好”客户来扩大贷款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另一方面拒绝“坏”客户来降低其违约损失。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针对拒绝推断问题的实质，改进 Ｋｉｍ 和 Ｙｕ［１３］ 用半参数模型估计非随机缺失

数据均值泛函的新方法，增加迭代过程提升模型的分类效果，使之更加适用于处理拒绝推断问题，提出适合金

融机构实际工作中处理拒绝推断问题的流程方法，称之为迭代半参数方法；在分类效果评价上，区别于扩张法

和 Ｈｅｃｋｉｔ 法，充分考虑分类的误判成本差异，着重提高对被拒客户和“坏”客户的分类精度，利用多情形下的

数值模拟研究与实证研究结果证明模型的处理效果。 以下各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要介绍处理非随机

缺失数据的半参数估计方法，重点说明本文基于迭代半参数估计方法处理拒绝推断问题的思路；第三部分进

行数值模拟，在 ５ 类缺失情形下模拟金融机构的审批过程和申请者的履约情况，选取合适的评价指标，比较迭

代半参数方法和其他方法处理拒绝推断问题的效果；第四部分结合 ＵＣＩ 数据库中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数据和中国某

银行的征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真实征信数据验证所提方法的建模效果；第五部分总结本文的研究内容，并
对迭代半参数方法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迭代半参数估计方法

数据缺失是信用评级建模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根据缺失主体可分为自变量缺失和因变量缺失，根据缺失

机制可分为随机缺失和非随机缺失。 可以将信用评级中的删失结构数据视为因变量的非随机缺失，在此前提

下利用半参数估计方法进行拒绝推断。
１、非随机缺失下均值的半参数估计

Ｋｉｍ 和 Ｙｕ［１３］以指数倾斜模型为基础，提出了估计非随机缺失数据均值泛函的半参数方法，并证明了估

计量的渐进性质，模拟研究表明针对不同的缺失情形该方法具有稳定性。
随机变量 Ｘ，Ｙ( ) 的样本是 ｘ( ｉ，ｙｉ），ｉ＝ １，…，ｎ，其中，ｘｉ 是可以观测到的自变量，ｙｉ 是可能缺失的因变量。

δｉ 是 ｙｉ 的示性函数，当 δｉ ＝ １ 时，ｙｉ 可以被观测，当 δｉ ＝ ０ 时，ｙｉ 缺失。 假设给定 ｘ( ｉ，ｙｉ）的情况下，δｉ 服从响应

概率为 πｉ 的 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 分布，即 δｉ ｘ( ｉ，ｙｉ ) ～ 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πｉ）。 ｆ１ ｙｉ ｜ ｘｉ( ) 是给定 δｉ ＝ １ 和 ｘｉ 时 ｙｉ 的条件密度，
ｆ０ ｙｉ ｜ ｘｉ( ) 是给定 δｉ ＝ ０ 和 ｘｉ 时 ｙｉ 的条件密度。 Ｋ（·）是对称的核密度函数，ｈ ＝ ｈｎ 是窗宽，满足当 ｎ→∞ 时，
ｈｎ→０，ｎｈｎ→∞。 在随机缺失机制下，显然有 ｆ１ ｙｉ ｜ ｘｉ( ) ＝ ｆ０ ｙｉ ｜ ｘｉ( ) ，而在非随机缺失机制下， ｆ１ ｙｉ ｜ ｘｉ( ) 与

ｆ０ ｙｉ ｜ ｘｉ( ) 之间的关系则表示为

ｆ０ ｙｉ ｜ ｘｉ( ) ＝ ｆ１ ｙｉ ｜ ｘｉ( ) ×
Ｏ ｘ( ｉ，ｙｉ）

Ｅ Ｏ（ｘｉ，ｙｉ{ ) ｜ ｘｉ，δｉ ＝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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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Ｏ ｘ( ｉ，ｙｉ）为优势比函数

Ｏ ｘ( ｉ，ｙｉ） ＝ Ｐｒ δｉ ＝ ０ ｜ ｘｉ，ｙｉ( ) ／ Ｐｒ δｉ ＝ １ ｜ ｘｉ，ｙｉ( ) （２）
　 　 假定响应概率 πｉ 来自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即

πｉ ＝ Ｐｒ δｉ ＝ １ ｜ ｘｉ，ｙｉ( ) ＝
ｅｘｐ｛ｇ ｘｉ( ) ＋ ϕｙｉ｝

１ ＋ ｅｘｐ｛ｇ ｘｉ( ) ＋ ϕｙｉ｝
（３）

　 　 式（３）是一个半参数模型，其中 ｇ ｘｉ( ) 是非参数部分，ϕｙｉ 是参数部分，参数为 ϕ。 根据式（３），优势比函数

可以写为 Ｏ ｘ( ｉ，ｙｉ）＝ ｅｘｐ －ｇ ｘｉ( ) －ϕｙｉ{ } ＝ｅｘｐ｛－ｇ ｘｉ( ) ＋γｙｉ｝，进而式（１）可以简化为

ｆ０ ｙｉ ｜ ｘｉ( ) ＝ ｆ１ ｙｉ ｜ ｘｉ( ) ×
ｅｘｐ（γｙｉ）

Ｅ｛ｅｘｐ（γＹｉ） ｜ ｘｉ，δｉ ＝ １｝
（４）

　 　 式（４）称为指数倾斜模型，它表明缺失因变量的条件密度是可观测因变量条件密度的指数加权形式。 γ
为倾斜参数，表明非随机缺失机制对随机缺失机制的偏离程度。 在实际问题中，γ 一般是未知的，需进行参数

估计。 均值 θ＝Ｅ（Ｙ）可根据式（５）估计，

θ^ＳＰ ＝ １
ｎ∑

ｎ

ｉ ＝ １
δｉｙｉ ＋ １ － δｉ( ) ｍ^０ ｘｉ；γ^( ){ } （５）

　 　 其中，ｍ^０（ｘｉ；γ^）是 ｍ０ ｘｉ( ) ＝Ｅ ｙｉ ｜ ｘｉ，δｉ ＝ ０( ) 的一致估计，ωｉ０ ｘ；γ^( ) 是权重，

ｍ^０ ｘｉ；γ^( ) ＝ ∑
ｎ

ｉ ＝ １
ωｉ０（ｘ；γ^）ｙｉ （６）

ωｉ０ ｘ；γ^( ) ＝
δｉＫｈ（ｘ，ｘｉ）ｅｘｐ｛ γ^ｙｉ｝

∑ ｎ

ｊ ＝ １
δ ｊＫｈ（ｘ，ｘ ｊ）ｅｘｐ｛ γ^ｙ ｊ｝

（７）

　 　 γ 的一致估计 γ^ 可由式（３）通过 ｙｉ 的代理变量近似估计。 Ｋｉｍ 和 Ｙｕ［１３］证明，

ｎ （ θ^ＳＰ － θ） → Ｎ ０，σ２
ＳＰ( ) （８）

　 　 Ｚｈｏｕ 等［１４］改进了 Ｋｉｍ 和 Ｙｕ［１３］的方法，提出增广的逆概率加权半参数估计方法。 其参数估计形式在式

（５）的基础上运用响应概率 πｉ 的估计值进行权数调整

θ^ＳＩＰ ＝ １
ｎ∑

ｎ

ｉ ＝ １

δｉ
π^ｉ

ｙｉ ＋ １ －
δｉ
π^ｉ

æ

è
ç

ö

ø
÷ ｍ^０ ｘｉ；γ^( ){ } （９）

　 　 Ｚｈｏｕ 等［１４］证明，

ｎ （ θ^ＳＩＰ － θ） → Ｎ ０，σ２
ＳＩＰ( ) （１０）

　 　 且 σ２
ＳＩＰ ＝σ２

ＳＰ。 模拟研究表明，增广的逆概率加权半参数估计方法较半参数估计方法具有偏差修正的

功能。
２、迭代半参数方法处理拒绝推断

定义 Ｚ ｉ 为申请者的信用情况，Ｚ ｉ ＝ １ 代表违约，Ｚ ｉ ＝ ０ 代表未违约，Ｚｍ 代表信用缺失。 Ｙｉ 代表申请者信用

得分，由协变量 Ｘ ｉ 和未知模型决定，是决定申请者违约概率的隐变量。 Ｚ ｉ 的取值由 Ｙｉ 和非随机缺失机制决

定。 δｉ 是决定 Ｚ ｉ 是否缺失的示性函数，δｉ ＝ １ 代表申请者被批准，δｉ ＝ ０ 代表申请者被拒绝。 拒绝推断中的征

信数据是非随机缺失的，即 δｉ 与 Ｙｉ 相关。 大样本的条件下，参数服从正态分布。 全部征信数据 Ｄ 可分为两

个集合 Ｄｏ 和 Ｄｍ，Ｄｏ 集合中申请者的信用情况 Ｚ ｉ 可观测，Ｄｍ 中不可观测。 在现实中，影响申请者信用表现是

否缺失的因素应该是多元的，Ｋｉｍ 和 Ｙｕ［１３］ 提出的半参数模型，仅使用单一自变量构造一元核密度函数进行

参数估计，易造成自变量的信息损失，不利于提升模型的估计精度。 因此，本文根据 Ｚ ｉ、Ｙｉ 与 δｉ 之间的关系，
基于非随机缺失下均值泛函半参数估计的思想，使用多元核密度函数建立半参数模型估计信用表现的缺失信

息。 可以采取如下方法构建信用评级模型进行拒绝推断：
第 １ 步，利用数据集 Ｄｏ 进行变量选择，以 Ｚ 为因变量建立半参数模型，连接函数选择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布，预测

数据集 Ｄ 中申请者的信用得分 Ｙ^，其中，数据集 Ｄｏ 中申请者的信用得分预测值为Ｙ^ｏ。
第 ２ 步，以 δ 为因变量，代理变量 Ｙ^ 为参数估计自变量，选取若干非参数部分的自变量，运用式（３）估计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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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参数 γ＝ －ϕ。

第 ３ 步，以Ｙ^ｏ 为因变量，选取多元自变量，利用多元加权半参数模型估计总体均值，以Ｙ^ｏ 和ｍ^０ ·( ) 的方差

作为真值的方差估计。
第 ４ 步，以 Ｚ ｉ 为因变量，选取多元自变量，利用多元加权半参数模型估计总体的违约概率。

第 ５ 步，结合总体均值和方差的估计，求出参数在违约概率处的分位数，以此分位数结合信用得分 Ｙ^ 判断

申请者的信用表现。 将预测为“好”客户的申请者赋值为 δｉ ＝ １，Ｚ ｉ ＝ ０。
第 ６ 步，重复步骤 ３－５，进行迭代，直到没有任何被拒申请者被预测为“好”客户为止。

模拟研究

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比基于各类拒绝推断方法和数据完备情况下信用评级模型的建模效果。 设定样

本容量为３ ０００，先后模拟贷款申请者总体的违约机制与审批机制。 自变量为 Ｘ１ ～Ｎ ０，２( ) ，Ｘ２ ～ Ｎ ０，３( ) ，Ｘ３ ～
Ｎ ０，４( ) ，Ｘ４ ～ ｔ １( ) ，Ｘ５ ～Ｃｈｉ １( ) ，Ｘ６ ～Ｆ ６，８( ) ，Ｘ７ ＝ ０ ２５∗ｓｉｎ ｘ７( ) ，ｘ７ ～Ｅｘｐ １( ) ，Ｘ８ ～Ｎ ０，３( ) ，残差 ε～Ｎ ０，０ １( ) ，
其中，Ｎ ·( ) 是正态分布，ｔ ·( ) 是 ｔ 分布，Ｃｈｉ ·( ) 是卡方分布，Ｆ ·( ) 是 Ｆ 分布，Ｅｘｐ ·( ) 是指数分布，括号内

为对应的参数。 决定客户是否违约的潜变量 Ｙ ＝ φ０ ＋φ１Ｘ１ ＋φ２Ｘ２ ＋φ３Ｘ３ ＋φ４Ｘ４ ＋φ５Ｘ５ ＋φ６Ｘ６ ＋φ７Ｘ７ ＋ε，其中，
（φ０，φ１，φ２，φ３，φ４，φ５，φ６，φ７）＝ （０ ５， ０ ４， ０ ５， ０ ６， ０ ４，０ １，０ １，０ １），Ｘ８ 是冗余的协变量。 申请者的违

约状况 Ｚ∗服从 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 分布，即 Ｚ∗ ～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ｐ），ｐ 是 Ｙ 在正态分布 Ｎ（１ ４，１）上的累积分布。
决定金融机构是否拒绝申请的潜变量为 Ｔ，由因变量和自变量确定的缺失机制可以决定自变量的缺失概

率。 根据缺失机制与形式的不同，可以考虑如下几种情形：
（１）线性随机缺失

令 Ｔ＝λ０＋λ１Ｘ２，Ｘ２ 与 Ｔ 线性相关， λ( ０，λ１）＝ （２ ４，－１ ３），是否拒绝申请仅与自变量相关，因变量随机缺

失。 申请的接受概率由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布决定，

Ｐ（δ ＝ １） ＝
ｅｘｐ｛λ０ ＋ λ１Ｘ２｝

１ ＋ ｅｘｐ｛λ０ ＋ λ１Ｘ２｝
　 　 （２）线性非随机缺失

令 Ｔ＝λ０＋λ１Ｘ２＋λ２Ｙ， Ｘ２，Ｙ( ) 与 Ｔ 线性相关， λ( ０，λ１，λ２）＝ （３ ５，－０ ３，－１ ３），是否拒绝申请与两类变量

均相关，因变量非随机缺失。 申请的接受概率由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布决定，

Ｐ（δ ＝ １） ＝
ｅｘｐ｛λ０ ＋ λ１Ｘ２ ＋ λ２Ｙ｝

１ ＋ ｅｘｐ｛λ０ ＋ λ１Ｘ２ ＋ λ２Ｙ｝
　 　 （３）非线性非随机缺失：自变量非线性

令 Ｔ＝λ０＋λ１Ｘ２＋λ２Ｘ２
４＋λ３Ｙ，Ｘ４ 是平方形式， Ｘ２，Ｘ４，Ｙ( ) 与 Ｔ 非线性相关， λ( ０，λ１，λ２，λ３） ＝ （３ ６，－０ ３，

－０ ２，－１ １），是否拒绝申请与两类变量均相关，因变量非随机缺失。 申请的接受概率由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布决定，

Ｐ（δ ＝ １） ＝
ｅｘｐ｛λ０ ＋ λ１Ｘ２ ＋ λ２Ｘ２

４ ＋ λ３Ｙ｝
１ ＋ ｅｘｐ｛λ０ ＋ λ１Ｘ２ ＋ λ２Ｘ２

４ ＋ λ３Ｙ｝
　 　 （４）非线性非随机缺失：因变量非线性

令 Ｔ＝λ０＋λ１Ｘ２＋λ２Ｙ＋λ３Ｙ２，λ２Ｙ＋λ３Ｙ２ 是二次曲线形式， Ｘ２，Ｙ( ) 与 Ｔ 非线性相关， λ( ０，λ１，λ２，λ３）＝ （４ ４，
－０ ３，－１ ３，－０ ２），是否拒绝申请与两类变量均相关，因变量非随机缺失。 申请的接受概率由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布

决定，

Ｐ（δ ＝ １） ＝
ｅｘｐ｛λ０ ＋ λ１Ｘ２ ＋ λ２Ｙ ＋ λ３Ｙ２｝

１ ＋ ｅｘｐ｛λ０ ＋ λ１Ｘ２ ＋ λ２Ｙ ＋ λ３Ｙ２｝
　 　 （５）非线性非随机缺失：Ｐｒｏｂｉｔ 连接函数

令 Ｔ＝λ０＋λ１Ｘ２＋λ２Ｙ， Ｘ２，Ｙ( ) 与 Ｔ 线性相关， λ( ０，λ１，λ２）＝ （３ ２，－０ ３，－１ ３），是否拒绝申请与两类变量

均相关，因变量非随机缺失。 申请的接受概率由正态分布决定，
Ｐ（δ ＝ １） ＝ Φ（λ０ ＋ λ１Ｘ２ ＋ λ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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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５ 类模拟情形中，假定 Ｙ 值越大，即申请者风险得分越高，申请者越倾向于违约，在审批过程中越容易

被拒绝，其缺失的概率越大，因此 Ｙ 的系数取负值。 申请是否被拒 δ 服从于 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 分布，即 δ～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π），π
是响应概率。 在不同响应概率情况下比较各类方法的建模效果，可用于考察模型的稳定性。 根据 δ 和 Ｚ∗的取

值，得到含有缺失数据的申请者信用表现 Ｚ，当 δ＝ １ 时，Ｚ＝Ｚ∗，δ＝ ０ 时，Ｚ 缺失。
根据以上机制进行数值模拟，生成容量为３ ０００的样本，各情形下申请者的被拒绝比例约为 ２０％，总体违

约率为 ２７ ７０％，但被接受的个体中违约比例不同。 具体情况见表 １。
表 １　 审批过程与履约过程模拟情况

情形 审批过程 履约过程 申请获批 申请被拒

拒绝数 拒绝率 违约数 违约率 违约数 违约率 违约数 违约率

情形 １ ６１４ ２０ ４７％ ８３１ ２７ ７０％ ５６０ ２３ ４７％ ２７１ ４４ １４％
情形 ２ ５８９ １９ ６３％ ８３１ ２７ ７０％ ４２４ １７ ５９％ ４０７ ６９ １０％
情形 ３ ５９９ １９ ９７％ ８３１ ２７ ７０％ ４２９ １７ ８７％ ４０２ ６７ １１％
情形 ４ ６１４ ２０ ４７％ ８３１ ２７ ７０％ ３６６ １５ ３４％ ４６５ ７５ ７３％
情形 ５ ６００ ２０ ００％ ８３１ ２７ ７０％ ３７４ １５ ５８％ ４５７ ７６ １７％

处理拒绝推断的方法选择本文提出的加权半参数法和较为常见的扩张法、Ｈｅｃｋｉｔ 法、直接删除法。 扩张

法假定被拒绝和被接受申请者的信用表现具有一致性，Ｈｅｃｋｉｔ 法通过两阶段模型构建逆米尔斯比进行偏差修

正，直接删除法将信用表现缺失的申请者数据删除后直接进行建模。 根据各类方法的模型假定，除 Ｈｅｃｋｉｔ 方
法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外，其他方法均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采取逐步回归法进行变量选择。

对于各类方法的处理效果，主要比较模型的误判率，同时参考 ＲＯＣ（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ｕｒｖｅ）
曲线、ＫＳ（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检验两个指标。 误判率是指模型预测错误的申请者占申请者总数的比例，它是

评价模型分类效果最为直接的指标。 误判率分为接受样本误判率和被拒样本误判率，分别评价模型对建模所

用样本和信用表现缺失样本的分类能力。 现实中，误判违约样本和履约样本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损失不同，从
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将“坏”客户分类为“好”客户比将“好”客户分类为“坏”客户的成本大很多，因此应着

重从误判成本的角度评价模型效果，即考察假正率和假负率两个指标。 ＲＯＣ 曲线构造不同截断点下违约和

履约申请者真正率和假正率的关系曲线，通过计算曲线下方的面积（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ＯＣ ｃｕｒｖｅ，ＡＵＣ）来比较模

型的分类功效。 ＫＳ 检验通过比较两类申请者预测值累积分布的最大距离来评价模型的分类效果。
在建模过程中模拟真实的变量筛选过程，假定建模时金融机构的数据库中没有收集协变量 Ｘ１ 的数据，根

据设定的特征选择规则在其他自变量中选取变量。 在 ５ 种情形下，利用以上几类方法进行拒绝推断，可以得

到各类方法的估计结果。 利用半参数方法得到的总体得分均值与违约概率估计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半参数方法与迭代半参数法估计结果

方法 情形
信用得分

均值

加权信用

得分均值

信用得分

方差
违约概率

加权违约

概率

情形 １ －１ ０７６９ －１ ０８２１ １ ４５５９ ０ ２４６２ ０ ２４６９
情形 ２ －１ ０９８７ －１ １０１３ １ ２７６２ ０ ２８１８ ０ ２８１６

半参数法 情形 ３ －１ １２０１ －１ １１４４ １ ２７５９ ０ ２５２７ ０ ２５４５
情形 ４ －１ １５９９ －１ １５３８ １ ２０４７ ０ ２７００ ０ ２７２６
情形 ５ －１ １３８７ －１ １３５９ １ ２０９８ ０ ２７６６ ０ ２７８４
情形 １ －１ ０２０７ －１ ０１９２ １ ５２０１ ０ ２３９２ ０ ２４０７
情形 ２ －１ １０２６ －１ ０９５１ １ ２８５０ ０ ２６０９ ０ ２６３８

迭代半参数法 情形 ３ －１ １１８８ －１ １１２４ １ ２７７７ ０ ２４１３ ０ ２４３２
情形 ４ －１ １６１４ －１ １５０６ １ ２１１６ ０ ２４８４ ０ ２５２０
情形 ５ －１ １３９２ －１ １３１１ １ ２１９５ ０ ２５７６ ０ ２６０４

由于各类情形下因变量的缺失机制不同，半参数方法估计的信用得分均值、信用得分方差、违约概率并不

相同。 加权半参数方法对半参数方法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结果使得各情形下的参数估计值差异变小。 模拟

中，各情形下违约概率均为 ０ ２７７，估计的违约概率在 ０ ２４７ 至 ０ ２７８ 之间，在情形 ２、情形 ４ 和情形 ５ 下违约

概率估计较为准确。 迭代半参数方法与半参数方法估计的信用得分均值和方差没有显著差别，但由于建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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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预测为“好”客户的被拒申请者划分为“好”客户进行迭代，５ 类情形下迭代后的违约概率均变小。
针对模拟数据，对比基于各类拒绝推断方法的信用评级模型分类效果，可以得到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不同方法进行拒绝推断的效果比较

方法 完备数据 半参数法 迭代半参 扩张法 Ｈｅｋｉｔ 法 删除法

情形 １
ＲＯＣ ０ ９０００ ０ ８９４５ ０ ８８４７ ０ ９０００ ０ ９０００ ０ ９０００
ＫＳ ０ ６３２４ ０ ６２７２ ０ ６２１８ ０ ６３６０ ０ ６３６０ ０ ６３５７
ＭＲ ０ １６６７ ０ １７１７ ０ １６８７ ０ １６６７ ０ １６６７ ０ １６６７
ＡＭＲ ０ １４７９ ０ １５４８ ０ １４５４ ０ １４６３ ０ １４６３ ０ １４６３
ＲＭＲ ０ ２３９４ ０ ３１９２ ０ ２５９０ ０ ２４５９ ０ ２４５９ ０ ２４５９
ＦＰＲ ０ ３９０１ ０ ９１８４ ０ ２５９５ ０ ４０１１ ０ ４０１１ ０ ４０１１
ＦＮＲ ０ １８６７ ０ ０３８３ ０ ２５８３ ０ １６７１ ０ １６７１ ０ １６９５
情形 ２
ＲＯＣ ０ ９０００ ０ ９０００ ０ ８９５７ ０ ８９９５ ０ ９００１ ０ ８９９７
ＫＳ ０ ６３２４ ０ ６３４８ ０ ６２９７ ０ ６３４５ ０ ６３４７ ０ ６３３
ＭＲ ０ １６６７ ０ １７２０ ０ １６８０ ０ １７０３ ０ １７０３ ０ １７１７
ＡＭＲ ０ １４６４ ０ １５４３ ０ １５０６ ０ １４７７ ０ １４８１ ０ １４９７
ＲＭＲ ０ ２４９６ ０ ２４４５ ０ ２３９４ ０ ２６３２ ０ ２６１５ ０ ２６１５
ＦＰＲ ０ ３９０１ ０ ５６５９ ０ ４７８０ ０ ３４０７ ０ ３４６２ ０ ３５１６
ＦＮＲ ０ １８６７ ０ １００７ ０ １３２７ ０ ２２８５ ０ ２２３６ ０ ２２１１
情形 ３
ＲＯＣ ０ ９０００ ０ ８９３３ ０ ８９４３ ０ ８９７７ ０ ８９９０ ０ ８９８９
ＫＳ ０ ６３２４ ０ ６２４４ ０ ６２３９ ０ ６２２２ ０ ６２９５ ０ ６２９４
ＭＲ ０ １６６７ ０ １７３０ ０ １６７７ ０ １６６０ ０ １６５３ ０ １６６０
ＡＭＲ ０ １５２４ ０ １６６０ ０ １４７０ ０ １４７０ ０ １４６６ ０ １４８３
ＲＭＲ ０ ２２３７ ０ ２１４３ ０ ２５０４ ０ ２４２１ ０ ２４０４ ０ ２３７１
ＦＰＲ ０ ３９０１ ０ ８０４６ ０ ３１９８ ０ ２９１２ ０ ３２４２ ０ ３２４２
ＦＮＲ ０ １８６７ ０ ０６６３ ０ ２１６４ ０ ２３３４ ０ ２１６２ ０ ２２１１
情形 ４
ＲＯＣ ０ ９０００ ０ ８９７８ ０ ８９６６ ０ ８９９０ ０ ９００２ ０ ９０００
ＫＳ ０ ６３２４ ０ ６３３８ ０ ６２７０ ０ ６３２６ ０ ６３４７ ０ ６３４６
ＭＲ ０ １６６７ ０ １７０３ ０ １６５３ ０ １６６３ ０ １６７４ ０ １６７７
ＡＭＲ ０ １４５４ ０ １５４７ ０ １４５０ ０ １３８７ ０ １４０８ ０ １４１７
ＲＭＲ ０ ２４９２ ０ ２３１３ ０ ２４４３ ０ ２７３６ ０ ２７０８ ０ ２６８７
ＦＰＲ ０ ３９０１ ０ ６４４３ ０ ４２９５ ０ ２６３７ ０ １１１８ ０ ３１３２
ＦＮＲ ０ １８６７ ０ ０９８９ ０ １３９８ ０ ２６０４ ０ ３３３３ ０ ２３３４
情形 ５
ＲＯＣ ０ ９０００ ０ ８９７８ ０ ８９６９ ０ ８９９５ ０ ９００２ ０ ９０００
ＫＳ ０ ６３２４ ０ ６３５５ ０ ６３２６ ０ ６２９５ ０ ６３３３ ０ ６３１９
ＭＲ ０ １６６７ ０ １７０３ ０ １６５３ ０ １６８７ ０ １６９１ ０ １６７７
ＡＭＲ ０ １４３８ ０ １５６７ ０ １４９２ ０ １４１３ ０ １４２５ ０ １４２１
ＲＭＲ ０ ２５８３ ０ ２２３１ ０ ２３００ ０ ２７８３ ０ ２７５５ ０ ２７００
ＦＰＲ ０ ３９０１ ０ ６５１０ ０ ６０８４ ０ ２８０２ ０ １０５９ ０ ３１８７
ＦＮＲ ０ １８６７ ０ ０８６０ ０ １１１６ ０ ２６０４ ０ ３３３３ ０ ２３１０

注： ＲＯＣ 代表 ＡＵＣ 值；ＫＳ 代表 ＫＳ 检验统计量；ＭＲ 代表总体误判率；ＡＭＲ 代表接受样本误判率；ＲＭＲ 代表被拒样本误判率；ＦＰＲ 代表假正率，
即将履约客户错分为违约客户的比率；ＦＮＲ 代表假负率，即将违约客户错分为履约客户的比率，下同。

情形 １ 的缺失机制是随机缺失，各类方法的误判率差异较小，这说明在随机缺失情况下可以删除缺失样

本直接建模，分类效果没有显著差异。 由于缺失机制可忽略，扩张法、Ｈｅｋｉｔ 法、删除法与完备样本情况下的建

模效果没有显著差别。 整体上看，若申请者被接受或拒绝是随机的，直接删除法的准确性较高且计算成本最

低，是相对最优的方法，迭代半参数法分类虽然准确率稍高，但没有明显的优势。 情形 ２ 至情形 ５ 是非随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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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机制，影响缺失概率的函数形式与特征变量不同，半参数法的假正率显著高于其他方法，假负率明显低于其

他方法，迭代后分类的假正率减小，假负率增大，整体误判率降低。 情形 ２ 下，决定申请者是否被拒的潜变量

Ｔ 是信用得分 Ｙ 的线性函数，因变量对缺失概率的影响较大，在此情形下，各类方法的分类效果明显优于直接

删除法。 扩张法和 Ｈｅｃｋｉｔ 法有一定的偏差修正功能，但修正的效果并不明显。 迭代半参数法被拒样本的分

类准确度与完备样本建模的准确度较一致，明显优于其他方法。 与情形 ２ 相比，情形 ３ 下决定潜变量 Ｔ 的自

变量是二次曲线形式，自变量对缺失概率的影响相对较大。 迭代半参数法、扩张法和 Ｈｅｃｋｉｔ 法的修正效果不

佳，而且迭代半参数法的整体误判率最高，这说明在代表缺失机制的潜变量是完全由自变量决定的随机缺失

或主要由自变量决定的非随机缺失时，以本文提出的迭代半参数法进行拒绝推断并不合适。 情形 ４ 下，潜变

量 Ｔ 与信用得分 Ｙ 呈非线性相关，因变量对缺失概率的影响较大。 以扩张法和 Ｈｅｃｋｉｔ 法进行拒绝推断可以

降低模型的整体误判率和接受样本误判率，模型对于被拒样本的外推能力较弱。 迭代半参数法的接受样本误

判率较低，在整体误判率和被拒样本误判率上低于其他方法。 情形 ５ 下，潜变量 Ｔ 的形式与情形 ２ 相同，但响

应概率的连接函数由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函数变为 Ｐｒｏｂｉｔ 函数。 扩张法和 Ｈｅｃｋｉｔ 法的修正效果不佳，总体误判率高于直

接删除法。 与其他方法相比，迭代半参数法对被拒样本的分类有明显的优势。
总体来看，迭代半参数法的 ＡＵＣ 值和 ＫＳ 值在各类情形下与其他方法相比没有显著差异。 对于整体样本

和接受样本的分类，半参数方法的准确性有时稍低，而对被拒样本的分类，半参数方法的准确性明显较高。 对

于被拒样本，迭代半参数法的假正率明显高于其他方法，其假负率明显低于其他方法，运用该方法进行拒绝推

断，将“好”客户误判为“坏”客户的概率较大，而将“坏”客户误判为“好”客户概率较小。 在情形 １ 与情形 ３
下，响应概率主要由自变量决定，这两类情形下迭代半参数法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在情形 ２、情形 ４ 和

情形 ５ 下，响应概率主要由因变量决定，此时半参数法在对被拒申请者履约状况的分类上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在 ５ 个情形下，迭代半参数法对被拒样本的误判率、假正率和假负率较为一致，说明该方法在处理不同缺失机

制的拒绝推断问题时，具有稳定性。

实证分析

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于 ＵＣＩ 数据库中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信用评级数据和 Ｃ 银行个人信贷业务数据。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数据属于个人征信数据，描述了澳大利亚某银行的信用卡业务情况，出于保护隐私的目的，数据集

中所有的变量名称和数值均进行了脱敏处理，以其他符号表示具体取值。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数据包含 １４ 个变量，其
中连续变量 ６ 个，分类变量 ８ 个。 ６９０ 个客户样本中“好”客户 ３０７ 个，“坏”客户 ３８３ 个，总体违约率为

５５ ５１％。 假定拒绝申请的机制未知，结合模拟数据中客户被拒的概率，设定申请的整体拒绝率为 ２６ ９６％，其
中，被拒的“好”客户 ５３ 个，“坏”客户 １３３ 个。 Ｃ 银行是中国某地区的商业银行，其征信数据主要包括个人客

户在贷款业务中的信用信息。 本文实证选取 １０ 个变量，６ 个连续变量分别是年龄、抵押率、收入、贷款原始本

金、利率调整比例、贷款期限，４ 个分类变量分别是性别、学位、利率模式、分期方式。 ４ ９０２个客户中“好”客户

２ ５０８个，“坏”客户２ ３９４个。 设定申请的整体拒绝率为 ２９ ９９％，其中，被拒的“好”客户 ４９７ 个，“坏”客户

９７３ 个。
在真实征信数据的基础上构建四类处理拒绝推断问题的评级模型，并将各模型的处理效果与数据完备情

况下的模型进行对比。 四类模型方法与数值模拟选用的方法一致，分别是迭代半参数法、扩张法、Ｈｅｃｋｉｔ 法和

直接删除法。 模型分类效果的评价指标也与模拟研究一致。 各类方法中，根据模型假定构建适合的广义线性

模型，各模型的变量选择采用逐步回归法，显著性水平设定为 １０％。 以各类方法进行拒绝推断处理，得到结

果见表 ４。
对含有信用表现缺失数据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数据和 Ｃ 银行征信数据进行拒绝推断，各类方法的 ＡＵＣ 值和 ＫＳ

指标较为接近。 在对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数据的分类效果上，迭代半参数法的分类准确率最高，该方法对接受样本和被

拒样本的分类准确性明显高于其他方法，其假负率在所有方法中最低。 在对 Ｃ 银行征信数据的分类效果上，
迭代半参数法的总体误判率和被拒样本误判率最低，其主要原因是基于半参数方法的迭代过程大幅度地降低

了假负率，使总体分类精度提升。 实证研究表明，本文采用迭代半参数法处理拒绝推断对控制假负率有明显

的优势。



１８０６００００２１２０１５ １５ 夏利宇．ｆｂｄ

第 １０ 期 夏利宇，等：基于半参数方法进行拒绝推断的信用评级模型 ４７　　　

表 ４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数据和 Ｃ 银行征信数据实证建模效果比较

方法 完备数据 半参数法 迭代半参 扩张法 Ｈｅｋｉｔ 法 删除法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数据

ＲＯＣ ０ ９１３１ ０ ９０００ ０ ９０２５ ０ ９１０８ ０ ９１７７ ０ ９１０７
ＫＳ ０ ７３８４ ０ ７３７８ ０ ７５８７ ０ ７３８４ ０ ７４１４ ０ ７２９９
ＭＲ ０ １４０６ ０ １３４８ ０ １２６１ ０ １４０６ ０ １４０８ ０ １４４９
ＡＭＲ ０ １２７０ ０ １３１０ ０ １１７１ ０ １２５０ ０ １２７０ ０ １３１０
ＲＭＲ ０ １７７４ ０ １４５２ ０ １５０５ ０ １８２８ ０ １７８４ ０ １８２８
ＦＰＲ ０ ０７５５ ０ ２６４２ ０ ２２６４ ０ ０５６６ ０ ０３８５ ０ ０５６６
ＦＮＲ ０ ２１８０ ０ ０９７７ ０ １０４６ ０ ２３３１ ０ ２３３１ ０ ２３３１

Ｃ 银行征信数据

ＲＯＣ ０ ７９８５ ０ ７６９７ ０ ７７７０ ０ ７９８９ ０ ７７４８ ０ ７９８７
ＫＳ ０ ４８１３ ０ ４３７９ ０ ４９６５ ０ ４６９０ ０ ４３４７ ０ ４７８０
ＭＲ ０ ２６４０ ０ ２８６６ ０ ２８０９ ０ ２８５６ ０ ２８４４ ０ ２８７２
ＡＭＲ ０ ２６２５ ０ ２８０９ ０ ２８６８ ０ ２７０７ ０ ２８２３ ０ ２７３６
ＲＭＲ ０ ２６７３ ０ ３０００ ０ ２５１８ ０ ３２０４ ０ ２８９１ ０ ３１９０
ＦＰＲ ０ ３０７８ ０ ２９５８ ０ ８０９５ ０ ２４９４ ０ ３０９９ ０ ２５５５
ＦＮＲ ０ ２４６７ ０ ３０２２ ０ １３１０ ０ ３５６６ ０ ２７８５ ０ ３５１４

结论与方向

模拟研究表明，迭代半参数方法对进行非随机缺失下的拒绝推断具有相对优势，该方法在降低误判率的

同时，可以更加有效地识别被拒申请者中的“坏”客户。 与其他处理拒绝推断的方法相比，单次半参数方法判

断申请者为“好”客户的标准较为严格，它是一种相对保守的方法，更倾向于将一个未知客户判断为“坏”客
户。 引入迭代半参数估计后，可以较大幅度提升模型的分类准确率，从降低违约成本的角度，半参数法可以更

高效地识别违约风险大的申请者；从增加贷款收益的角度，被半参数法判定为“好”客户的申请者违约风险很

低。 实证研究以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数据和 Ｃ 银行征信数据为对象，基于真实的征信数据验证本文的迭代半参数方

法，实证结果表明，半参数方法分类的误判率更小，对于被拒客户样本的分类有明显的优势。
本文应用的迭代半参数方法，是在大样本情况下得到参数的渐近分布，当样本量较小或存在极端的缺失

模式时，无法保证分布仍服从正态分布。 另外，对于非参数和半参数问题，核函数和窗宽选择均会对估计结果

产生一定的影响，核函数的影响相对较小，窗宽选择的影响相对较大，有必要讨论选择适合于拒绝推断核函数

窗宽的方法。 特征变量的选择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也可以考虑其他特征选择方法，例如 ＬＡＳＳＯ，主成分分

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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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投资对区域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

吴　 荻１ 　 匡海波２ 　 潘仙友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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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关于环境投资的研究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以及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两个视角来阐

释，重点分析两类环境投资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间的响应关系，以及两类环境投

资影响的差异性与形成原因。 通过选取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我国 ３０ 个地区的区域面板数据构建了空

间 Ｄｕｒｂｉｎ 模型，计算出各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以及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区域 ＧＤＰ 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对本地区及邻近区域产生溢出效

应，即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每提高 １％，总的空间溢出效应分别为

０ ０５６％和 ０ ０５２％，对临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为 ０ ０３１％和 ０ ０２９％。 表明两类环境投资对邻

近地区的正向经济溢出效应相比于对本地区 ＧＤＰ 的贡献更为显著，开展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相

比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区域 ＧＤＰ 的影响更为显著。 并提出从环境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多

元化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提升两方面来促进环境投资的区域空间溢出效应。
关键词：环境投资；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Ｄｕｒｂｉｎ 模型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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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导师，博士；潘仙友，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博士研究生。

引　 言

环境与经济间的矛盾从工业革命以来就长期困扰着人类的发展。 其产生的根源是人类无节制的发展，因
此环境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如何协调环境、经济与发展间的矛盾，而现有的环境管理方法，如末端治理、两端

治理、排污权交易以及环境投资等都是为解决该矛盾所进行的努力与尝试。 其中尤以环境投资历史最久、花
费最高，也更具有长远效益。 环境投资由于用途本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与经济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环境

投资作为一种经济投资方式，其本身具有盈利性特征，即具有生产性特征；另一方面，环境投资也具有一定的

公益属性，且回收期比较长，因此会对生产性资金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减缓经济增长的速度。 正是由于环境投

资的这类特征，因此在考虑其与区域经济发展时就需要对环境投资进行差异性分析，以获取其与经济发展的

本质关系。 在现有研究中，关于环境投资的双重性的研究相对不多，学者们大多关注环境投资与区域经济发

展间的关系，关于从环境投资的双重性的视角分析环境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溢出间关系的研究更不多

见。 由于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溢出较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动态性与关联性，因此也更能够真实而全面的反

映环境投资在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与辐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基于此，本研究首先对环境投资进行重构，将
其分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利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我国 ３０ 个地区的区域面板数据构建

空间 Ｄｕｒｂｉｎ 模型，以获取环境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间的响应关系，梳理出环境投资对区域经济

增长空间溢出影响的关键环节，以揭示环境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间的本质关系。 本研究的特色之处在于，相
比传统的空间计量模型只停留于省份之间 ＧＤＰ 的相互影响，本文所构建的空间 Ｄｕｒｂｉｎ 模型揭示出两类环境

投资对 ＧＤＰ 的溢出效应的共性与差异，并阐释了溢出效应及差异形成的根源，这对于各个地区明确环境投资

的经济价值，进行政策优化提供了相应依据。



１８０９０００００４５００１ ２２ 吴荻．ｆｂｄ

５０　　　 管理评论 第 ３０ 卷

文献综述

空间溢出是溢出效应的研究热点之一，众多学者从技术、知识、投资等角度开展了相关研究，为本研究的

开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Ｐｅｒｋｉｎｓ 和 Ｎｅｕｍａｙｅｒ［１］通过检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创新合作对本国环

境效率溢出的影响，发现尽管进口与污染效率较高的国家之间的联系改善了本国 ＣＯ２ 和 ＳＯ２ 的排放，但无论

是通过出口、外国直接投资（ＦＤＩ）都没有对国内污染效率产生任何影响。 Ｓｉｄｄｉｑｕｉ［２］ 通过在一个多区域分析

和数值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中纳入两项保护政策（即对排放密集型和贸易暴露型行业的边境税调整和自由排

放分配）来分析其对小经济体和大经济体的影响。 Ｇａｌｌｅｔｔａ［３］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地方政府加强执法腐

败所产生的溢出效应。 Ｈｕａｎｇ 等［４］运用空间 Ｄｕｒｂｉｎ 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与环境污染的区域溢出，
并确认 ＦＤＩ 对环境和经济效益的影响。 Ｌｉ 和 Ｗｕ［５］采用共同前沿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指数和空间 Ｄｕｒｂｉｎ 模

型来研究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间地方和民间环保监管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中国 ２７３ 个城市的影

响。 Ｗａｎｇ 等［６］通过对安徽５ ６７４家工业企业的数据获取，运用空间 Ｄｕｂｉｎ 模型分析了工业废气排放的空间溢

出效应。 王文普［７］利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９ 年中国 ３０ 个省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通过非空间模型和空间 Ｄｕｒｂｉｎ 模型

检验了产业竞争力和环境规制的关系。 张可和汪东芳［８］深入解析了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和相互

作用机制。 唐李伟和胡宗义［９］将资本存量区分为国内资本存量和国外资本存量，基于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生
产率指数对考虑环境消耗的中国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年间的经济增长源泉进行了分解研究。 陈真玲［１０］ 采用超效率

ＤＥＡ 和空间计量的方法对中国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 ３０ 个省份的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并对生态效率和城镇化的关系

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表明，城镇化与生态效率呈现较强的负相关关系，排污费的征收对改善环境质量并没

有起到明显的作用。 王铭利［１１］基于中国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各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经济增

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动态相关关系。
从上述研究来看，环境溢出主要集中在污染溢出和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两方面，所用的指标主要是环境

污染投资、排污收费、污染物排放三类，但关于环境投资空间溢出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 运用的方法主要是空

间计量模型，如 Ｄｕｒｂｉｎ 模型，全要素生产率模型等。 因此上述研究对本研究的模型构建具有良好的借鉴

意义。
然而从空间溢出的经济性来看，基础设施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已有学者开展了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区域

经济增长间的互动关系研究。 Ｐｒａｄｈａｎ 等［１２］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印度交通基础

设施、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 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的协整与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

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Ｄｕｒａｎ⁃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和 Ｓａｎｔｏｓ［１３］从不同角度对公共资本与国民收入之间关系的最新研究

进行了评述，研究表明公共资本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比较成功。 Ｃｈｅｎ 等［１４］ 运用一般均衡（ＣＧＥ）模型分析了影

响高速铁路投资对经济和环境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的铁路投资对经济有利好刺激，但对 ＣＯ２ 排放量产

生的影响增大。 Ｈｏｌｍｇｒｅｎ 和 Ｍｅｒｌｅｌ［１５］基于元分析研究了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认为二者间的影响

取决于基础设施的类型以及投资和产业之间的差异，并在集聚地区具有极强的作用关系。 Ｓａｍｉｒ 等［１６］ 基于

ＧＭＭ 方法运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东及北非地区国家的交通能源消费、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所有地区的经济都具有正向作用。 李涵和唐丽淼［１７］ 基于交通

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渠道，研究了我国省级公路设施建设对企业库存的空间溢出效应。 司增绰［１８］

以连云港和日照港为例，实证研究了港口基础设施与港口城市经济互动发展的程度，结果表明港口城市经济

与港口基础设施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 武勇杰和张梅青［１９］实证测度了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

空间溢出效应。 孙晓华等［２０］基于面板门限模型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影响服务业集聚效应的机制，认为交通

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对于城市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上述研究确立了基础设施与区域经

济溢出间的相关关系，表明基础设施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对本地区以及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这为本研究开展环境投资中的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空间经济溢出的影响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关于环境投资领域的空间溢出研究较少，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污染物排放、环境规

制、税收等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从选取的指标来看，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是一项重要的指标［７］。 由于已有研究

表明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间具有密切关系［１７］，因此环境基础设施投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但在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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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投资的溢出研究中却未能得到广泛关注。 从研究方法来看，关于投资与区域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中

Ｄｕｒｂｉｎ 模型由于能够全面、准确、清晰的反映溢出的直接与间接效应，因此本文将选用 Ｄｕｒｂｉｎ 模型开展研究。
基于此，本研究首先对环境投资进行重构，将环境投资分解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两

类，通过将传统的区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区域就业人口作为部分基础投入变量与两类环境投资共同构建

Ｄｕｒｂｉｎ 模型，重点分析两类环境投资对区域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以及差异，以期全方位的揭示出环境

投资对区域经济空间溢出的影响，从而为区域环境的改进提供理论支持和借鉴。

空间模型的构建

鉴于本文关注环境投资对区域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因此选择空间计量模型更具有优势，这主要是考虑

到空间计量模型同传统计量模型，如固定、随机效应等面板模型相比纳入了空间项，能够准确地识别邻近地区

对自身地区的影响，更适于解决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 而在空间模型中，Ｄｕｒｂｉｎ 模型因为能够考虑因变量地

区之间相互作用的同时，也考虑了自身地区自变量对邻近地区因变量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最终选择 Ｄｕｒｂｉｎ 模

型进行分析。
１、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模型的构建

传统的线性回归模型缺乏对地区空间单元间相关性的考量，因此在研究具有空间关联性的变量间的关系

时就会存在系统偏差。 空间计量模型的出现，有效的解决了上述问题，使具有关联性的空间单元间的经济活

动研究成为可能。 目前，通过模拟空间关联性表现地理空间效应的模型，主要包含了空间滞后模型（ＳＡＲ）和
空间误差模型（ＳＥＭ）。

空间滞后模型的基本表达式如下：
Ｙｉｔ ＝ α ＋ βＸ ｉｔ ＋ ρＷＹｉｔ ＋ εｉｔ， εｉｔ ～Ｎ（０，σ２

ｉｔ） （１）
　 　 空间误差模型可表示为：

Ｙｉｔ ＝ α ＋ βＸ ｉｔ ＋ εｉｔ，εｉｔ ＝ λＷεｉｔ ＋ μｉ （２）
　 　 式（１）－式（２）中，ｉ 为地区数，ｔ 为时间项，Ｙｉｔ为因变量，Ｘ ｉｔ为自变量，β 为相应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εｉｔ为服

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μｉ 表示地区不可观测因素，Ｗ 表示空间权重矩阵，ＷＹｉｔ表示经济产出的空间滞后

项，系数 ρ 和 λ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
与前两种模型相比，空间 Ｄｕｒｂｉｎ 模型具有前两种模型不可比拟的优势，它可以同时比较自变量与因变量

空间相关性，还可以相对弹性的表达 ＳＡＲ 和 ＳＥＭ，具有良好的特性，因此本研究将运用其进行空间溢出效应

的分解研究。 本研究考察的环境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指的是用于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所

产生的影响，ＧＤＰ 无疑是最佳的因变量指标。 其中对 ＧＤＰ 影响最大的要素为区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Ｋ）
和区域就业人口（Ｌ），因此将二者作为基础投入变量。 考虑到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与区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Ｋ）共线性的问题，因此本文已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进行了净化，去除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

与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额。 随着生态文明步伐的加快，环境投资已经成为实现区域生态文明的一项重要

的生产要素，因此本文将环境投资变量作为一个独立的投入变量，考察其与其他要素间的相互关系。 由于环

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Ｅ）（包括三部分内容，即老工业污染源治理、建设项目“三同时”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而本研究期望单独考察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空间溢出效应的关系，故本文中仅包括老工业污

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三同时”）能够较为全面的描述区域环境投资的能力与潜力，因此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

环境变量。 同时，在环境保护与管理过程中，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Ｉ）对于区域的环保以及经济的影响也

不容忽视，因此将其作为另一项重要的环境变量加以考察。 已有文献研究表明环境投资，包括环境污染治理

投资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８，９］，因此本文将采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推演，构建空

间 Ｄｕｒｂｉｎ 模型，模型的基本表达式为：
Ｙｉｔ ＝ α ＋ ρＷＹｉｔ ＋ β１Ｘ ｉｔ ＋ β２ＷＸ ｉｔ ＋ ｕｉ ＋ εｉｔ， εｉｔ ～Ｎ（０，σｉｔ

２） （３）
　 　 其中，Ｙｉｔ表示 ＧＤＰ，Ｘ ｉｔ表示区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区域就业人口，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Ｗ 为空间矩阵权重，ＷＹｉｔ为空间依赖因变量，ＷＸ 为空间依赖自变量。
关于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本文主要采用 ０－１ 邻接矩阵进行检验。 关于 ０－１ 邻接矩阵的构造，该矩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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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线上元素为 ０，其他元素满足式（４）条件：

ＷＬ ＝
１ ｉ 和 ｊ 空间相邻

０ ｉ 和 ｊ 空间不相邻{ 　 ｉ ≠ ｊ （４）

　 　 ２、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一般而言，基于观察单元独立性的线性回归的估计参数就代表了自变量的变化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但
由于内生交互效应 ＷＹｉｔ的存在，为了更为有效地判断社会环境治理投资的溢出效应，本文采用下述偏导数方

程分解环境治理投资的影响效应，将式（３）重新改写为：
Ｉｎ － ρＷ( ) Ｙ ＝ Ｘβ ＋ ＷＸθ ＋ Ｉｎα ＋ ε （５）

Ｙ ＝ ∑
ｋ

ｒ ＝ １
Ｓｒ Ｗ( ) Ｘｒ ＋ Ｖ Ｗ( ) Ｉｎα ＋ Ｖ Ｗ( ) ε （６）

Ｓｒ Ｗ( ) ＝ Ｖ Ｗ( ) Ｉｎβｒ ＋ Ｗθｒ( ) （７）
Ｖ Ｗ( ) ＝ Ｉｎ － Ｐω( ) －１ ＝ Ｉｎ ＋ ρＷ ＋ ρ２Ｗ２ ＋ ρ３Ｗ３ ＋ … （８）

　 　 其中，ｋ 表示解释变量个数，Ｘｒ 表示第 ｒ 个解释变量，ｒ ＝ １，２，…，ｋ，Ｗｑ 表示 ｑ 阶空间邻接矩阵，βｒ 表示解

释变量向量 Ｘ 中第 ｒ 个解释变量的系数，θｒ 表示滞后解释变量向量 ＷＸ 的第 ｒ 个滞后变量的系数。
则有

Ｙ１

Ｙ２

︙
Ｙｎ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 ∑
ｋ

ｉ ＝ １

Ｓｒ Ｗ( ) １１ Ｓｒ Ｗ( ) １２ Ｓｒ Ｗ( ) １ｎ

Ｓｒ Ｗ( ) ２１ Ｓｒ Ｗ( ) ２２ Ｓｒ Ｗ( ) ２ｎ

︙
Ｓｒ Ｗ( ) ｎ１ Ｓｒ Ｗ( ) ｎ２ Ｓｒ Ｗ( ) ｎｎ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Ｘ１ｒ

Ｘ２ｒ

︙
Ｘｎｒ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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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Ｖ Ｗ( ) Ｉｎα ＋ Ｖ Ｗ( ) ε （９）

Ｙｉ ＝ ∑
ｋ

ｒ－１
Ｓｒ ＋ Ｗ( ) ｉ１Ｘ１ｒ ＋ Ｓｒ Ｗ( ) ｉ２Ｘ２ｒ ＋ … ＋ Ｓｒ Ｗ( ) ｉｎＸｎｒ[ ] ＋ Ｖ Ｗ( ) ｉＩｎα ＋ Ｖ Ｗ( ) ｉε （１０）

　 　 式中，ｉ＝ １，２，…，ｎ，Ｘ ｉｒ表示第 ｊ 个区域的第 ｒ 个解释变量取值，Ｓｒ（Ｗ） ｉｊ表示矩阵 Ｓｒ（Ｗ）的第 ｉ 行第 ｊ 列元

素，（Ｗ） ｉ 表示矩阵 Ｖ（Ｗ）的第 ｉ 行。 则可得

∂Ｙｉ

∂ｘ ｊｒ

＝ Ｓｒ Ｗ( ) ｉｊ （１１）

　 　 式（１１）表明某一观察单元自变量的改变将会影响所有其他单元的因变量，这是由于空间 Ｄｕｒｂｉｎ 模型通

过空间滞后变量 ＷＹ 和 ＷＸ 的引入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 偏导 Ｓｒ（Ｗ） ｉｊ测度的区域 ｉ 自变量 Ｘ ｉｒ的变动对区域

ｉ（即自身）因变量的影响（直接效应）；偏导 Ｓｒ（Ｗ） ｉｊ，ｊ≠ｉ 测度的是区域 ｊ 自变量 Ｘ ｉｒ的变动对区域 ｉ 因变量的影

响（间接效应），而总效应等于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之和。 特别是在计算 ０ 阶空间矩阵的知识存量效应时，０
阶空间邻接矩阵 Ｗ０ ＝ １，代表区域 ｉ 的邻居就是自身，此时 Ｗ 弱化为单位矩阵 Ｉｎ，则有：

Ｓｒ Ｗ( ) ＝ ＩｎＷ０ Ｉｎβｒ ＋ Ｉｎθｒ( ) ＝ Ｉｎ βｒ ＋ θｒ( ) （１２）
　 　 上式为一个对角矩阵，表示只有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为 ０。

数据处理与实证分析

１、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文所采用的全面有效的年鉴数据来自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我国 ３０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西藏、香港、澳
门和台湾地区因数据不全以及统计口径的问题而未选）。 其中各地区 ＧＤＰ 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

源于《国家统计年鉴》。 对于各地区的就业人口数则选自《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由于数据本身具有

非直接获取性，因此通过查询分地区年末人口总数、分地区年末城镇人口比重和分地区城镇人口失业率来

计算各个地区年末人口就业总数。 对于环境变量数据的选取，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条件下，选择《中
国环境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和各地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数据来源。 由于

可获取的具有较全面数据的年鉴始于 ２００４ 年，因此在计算各地区投资存量的初始年度以 ２００３ 年为初始

基年进行相关计算。 由于收集的数据是一个 １１∗３０∗４ 的面板数据，因此需要对其进行预处理以方便后

期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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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自变量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各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各地区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存在折旧问题，因此需要运用永续盘存法对其存量进行估算。 其存量现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Ｓｎ ＝ Ｎｎ ＋ Ｓｎ－１ １ － ｄ( ) （１３）

　 　 其中 Ｓｎ 为第 ｎ 年的 Ｋ、Ｅ 和 Ｉ 的存量， Ｎｎ 是第 ｎ 年的投资增量，ｄ 是折旧率，一般为 １０％。 计算时，初始存

量以 ２００３ 年数据为准。
在空间权重矩阵的计算方面，由于选取有基于邻接性和基于距离两种，而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我国 ３０ 个

省市，每个省市之间基本都有共同的边界，因此，将采用基于邻接性的方法构建空间权重矩阵。
２、因变量空间相关性的判断

为了能够确认因变量所代表的区域间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需要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最常用的方法就是

计算空间自相关系数 Ｍｏｒａｎ 指数［２１］，计算公式如下：

Ｍｏｒａｎ Ｉ ＝
ｎ∑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ｉｊ Ｙｉ － Ｙ

－
( ) Ｙ ｊ － Ｙ

－
( )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ｉｊ∑

ｎ

ｉ ＝ １
Ｙｉ － Ｙ

－
( ) ２

（１４）

　 　 其中 Ｙ
－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Ｙｉ，Ｙｉ 表示 ｉ 地区的 ＧＤＰ 产出值；ｎ 为观测单元数； Ｗｉｊ 表示空间邻接权值（１４）矩阵，当两

个区域相邻时， Ｗｉｊ 值为 １，不相邻时， Ｗｉｊ 值为 ０；Ｍｏｒａｎ Ｉ 表示各地区 ＧＤＰ 产出值的乘积和，取值范围为（－１，
１），当Ｍｏｒａｎ Ｉ＞０ 时，表明区域间存在空间正相关，反之，则表明区域间存在空间负相关；若Ｍｏｒａｎ Ｉ＝ ０，则意味

着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本文通过运用 Ｇｅｏｄａ 软件，计算得到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区域的 Ｍｏｒａｎ Ｉ 指数如下：

表 １　 ＧＤＰ Ｍｏｒａｎ Ｉ 指数值检验

年份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Ｍｏｒａｎ Ｉ ０ ３１５ ０ ３１１ ０ ３０２ ０ ３０２ ０ ２９９ ０ ３１ ０ ３０６ ０ ３０１ ０ ２９３ ０ ２９１ ０ ２４

表 １ 表明，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间区域的 Ｍｏｒａｎ Ｉ 指数均大于 ０，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各个区域间存在着空

间正相关性，验证了模型及因子选取的正确合理性。 同时也表明我国各地区的 ＧＤＰ 存在着典型的空间集聚

性，即 ＧＤＰ 较高的地区会带动邻近区域的经济发展，而且这种区域间的空间差异随着核心区域的经济拉动效

应会逐渐降低。
３、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模型的检验与计算

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模型实质上是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并对其进行检验。 本文所建立的区域

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模型主要是利用面板数据考察变量间空间自相关的存在形式。 由于空间计量模型采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存在偏差，因此常用极大似然法进行估计，而本文采用的估计方法是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乘

数检验，通过比较 Ｌｍｓａｒ 和 Ｌｍｅｒｒ 统计的显著性确定最终模型。 若前者比后者显著，则选择 ＳＡＲ，反之则选择

ＳＥＭ。 为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通过比较空间滞后项 Ｌｍｓａｒ 和 Ｌｍｅｒｒ 值的大小来对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

模型进行确认。
表 ２　 空间相关性检验

空间依赖性检验 临界 Ｐ 值

ＬＭ ｔｅｓｔ ｎｏ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１３９ ８８４３ ０ ０００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 ｔｅｓｔ ｎｏ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１２６ ９０３５ ０ ０００
ＬＭ ｔｅｓｔ ｎｏ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１９ ９４９１ ０ ０００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 ｔｅｓｔ ｎｏ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６ ９６８３ ０ ００８

表 ２ 中各个检测项目均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但是从 ＬＭ 及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 值中可以发现，空间滞后

模型（ＳＡＲ）所对应的 ＬＭ 及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 值均大于空间误差模型（ＳＥＭ）。 因此，下文模型回归主要基于 ＳＡＲ 模

型进行。 另一方面，为了确定 ＳＡＲ 模型的具体形式，本研究对 ＳＡＲ 模型下的固定效应、随机效应进行了检测。
由于需要确定模型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本研究运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来进行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

模型的甄别。 Ｈａｕｓｍａｎ 的检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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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

检验 ＳＡＲ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ｅｓｔ ８９ ３７３２

Ｐ ０ ００００

当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的 Ｐ 值的显著水平小于 １％时，表明区域间存在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模型拒绝随

机效应模型。 同时，结合以往文献的研究，当回归分析是针对一些特定的个体时，固定效应模型应该更为

适宜。
本文在对中国 ３０ 个省域数据的研究结果的比较分析基础上进行模型的选择，其中 Ｒ２、Ａｄｊｕｓｔ⁃Ｒ２ 和 ＬＯＧ⁃

Ｌ 值是进行各个模型间选择的主要依据，数值越大该模型的解释效果越强，其中 Ｒ２ 值是最主要的观测指

标［２２］。 鉴于空间固定效应模型的 Ｒ２、Ａｄｊｕｓｔ⁃Ｒ２ 和 ＬＯＧ⁃Ｌ 统计值与其他两个模型的综合比较，本文最终以空

间固定效应模型为解释依据，回归结果见表 ４。
为了对比分析各模型的回归结果，本研究同时给出了混合模型、空间固定效应模型、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

回归结果。 通过对比各个模型的回归参数，发现均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各关键变量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
表 ４　 空间面板数据 ＳＡＲ 估计结果

模型参数 混合（包含截距） 空间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Ｋ ０ ３７４（１２ ０９１）∗∗∗ ０ ２２７（２ ５５４）∗∗∗ ０ ３５６（８ ２５２）∗∗∗

Ｌ ０ ５３９（２３ ６６８）∗∗∗ ０ ０７８（２ ５５４）∗∗ ０ ５６６（１５ ９９１）∗∗∗

Ｅ ０ ２８２（５ ９７８）∗∗∗ ０ ０６０（２ ５３１）∗∗ ０ ３０４（６ ３９７）∗∗∗

Ｉ －０ ０７３（－２ １７４）∗∗ －０ ０１７（－０ ９６８） －０ ０９６（－２ ７４２）∗∗∗

ρ（溢出项） ０ ０９８（６ ０６７）∗∗∗ ０ ６００（１８ ７１４）∗∗∗ ０ １００（６ ２９６）∗∗∗

Ｒ２ ０ ９６９５ ０ ９９５５ ０ ９７２３
Ａｄｊｕｓｔ⁃Ｒ２ ０ ９６８０ ０ ９７８７ ０ ９６０８
ＬＯＧ⁃Ｌ ３８０ ７０８７７ ６７８ ２００ ３９４ ９０２

注：∗∗∗，∗∗，∗，分别表示 １％，５％，１０％显著性水平。

以下将进行 ＬＲ 值检验以确定最终模型的选择。
表 ５　 ＬＲ 检验结果

检验 Ｌ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７２０ ９３ ０ ００００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ｉｍｅ⁃ｐｅｒｉｏｄ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３５２ ３８ ０ ００００

根据表 ５ ＬＲ 检验结果，空间固定效应模型比时间固定效应模型更具有优势，因此后续分析主要根据空间

固定效应下的回归参数进行解释。
为进一步获取空间固定效应模型下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综合效应，本文将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６ ５ 软件进行

计算，具体结果如表 ６：
表 ６　 空间固定效应模型下的直接、间接和综合效应分解

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变量
回归

系数

Ｔ 统

计值

伴随

概率

回归

系数

Ｔ 统

计值

伴随

概率

回归

系数

Ｔ 统

计值

伴随

概率

Ｋ ０ ２５７ １０ ２８３ 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８ １１ ６６９ ０ ０００ ０ ５７６ １４ ３１８ ０ ０００
Ｌ ０ ０９４ ２ ７０９ ０ ０１１ ０ １１６ ２ ７２４ ０ ０１１ ０ ２１０ ２ ７５５ ０ ０１０
Ｅ ０ ０２５ １ ９８５ ０ ０５６ ０ ０３１ １ ９６０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６ １ ９８８ ０ ０５６
Ｉ ０ ０２３ １ ９２４ ０ ０６４ ０ ０２９ １ ８６６ ０ ０７２ ０ ０５２ １ ９０６ ０ ０６６

４、计量结果分析

由于区域 ＧＤＰ 具有空间溢出作用，且这种作用会对邻近地区产生影响，结合表 １ 的结果可以发现，这种

邻近地区间的作用具有逐年降低的趋势。 表明同类型的集聚性正在减弱，即各个地区间最初以“邻里模仿”
为主，随着时代的推进与认知的觉醒，越来越多的地区更加关注各自地区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具
有自身特色的经济增长方式更为各地区所接受，这也意味着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模仿—创新”发展格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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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表 ４ 表明 ＳＡＲ 系数（ρ）在三个效应模型中均通过 １％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环境存量包括的环境污染治理

投资（Ｅ）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Ｉ）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一定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
种空间溢出效应能有效拉动所在地区及周边地区的 ＧＤＰ 增长，因此，也更有利于地方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以及

污染控制水平的提升。
从表 ５ 三个效应模型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区域就业人口、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以及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均对区域 ＧＤＰ 的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区域就业人口对区域

ＧＤＰ 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推进作用已经毋庸置疑。 值得深入分析的是环境存量对 ＧＤＰ 的影响。 根据分析结

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与 ＧＤＰ 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包括老工业污染源治理、建设项目

“三同时”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三个部分（本研究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中剔除了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予以单独考察）。 老工业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三同时”属于污染治理直接投资。 上述结果的产生一方面

是由于这部分投资本身来源于 ＧＤＰ 占用其相应比例，随 ＧＤＰ 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是根据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可知，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间有着倒“Ｕ”形曲线关系，在到达拐点之前均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因此污

染的治理费用也会伴随着 ＧＤＰ 的增长而增加。 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 ＧＤＰ 间的影响系数为负，这主要

是因为环境基础设施属于纯公益性项目，涵盖的领域包括了燃气、集中供热、排水、园林绿化和市容环境卫生

领域的投资，具有投资规模大、资金周转慢、建设周期长、社会效益高、对整体经济发展制约较大的特征，尽管

在改善环境服务与品质方面的社会效益突出，但仍无法等同于经济效益，因此才会出现上述的研究结果。 当

然，政府投资失误、效率低下、管理机制不健全也会导致二者发展难以协同。
从表 ６ 的结果可以发现，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以及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间接效应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３１ 和 ０ ０２９，且分别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以及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会对邻近

地区的 ＧＤＰ 产生影响，即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 当本地区开展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行为时将会拉动邻近地区

的 ＧＤＰ 的增长，数值上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 ０ ０３１％；同理，当本地区开展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行为时也

将带动邻近地区 ＧＤＰ 的增长，数值上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 ０ ０２９％。 而空间溢出效应形成的根源主要

在于，一方面本地区在开展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以及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时，在人力资源和物资投资方面会

增加，由于一部分人员和物资资源可能来源于邻近地区，因此会带动邻近地区 ＧＤＰ 的增长；另一方面地区间

的绿色模仿行为也会促使邻近地区环境投资的增加，进而引发 ＧＤＰ 的增长。 研究中还发现，开展环境污染治

理投资相比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邻近地区 ＧＤＰ 的影响更为显著（前者回归系数更高），表明环境污染治

理投资所引发的邻近地区企业间的绿色模仿机制相比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所引导的政府间的绿色模仿机

制更具活力。
从表 ６ 的结果可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以及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对本地区 ＧＤＰ 的增长具有良好的促进作

用，从直接效应回归系数来看，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以及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对 ＧＤＰ 的直接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２５ 和 ０ ０２３，并且分别通过了 ５％及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以及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对本地区的 ＧＤＰ 产生正向影响。 当本地区开展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行为时将会拉动本地区的 ＧＤＰ 的

增长，数值上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 ０ ０２５％，同理，当本地区开展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行为时也将带动本

地区 ＧＤＰ 的增长，数值上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 ０ ０２３％。 通过对比直接影响效应可以发现，环境污染

治理投资直接与间接影响效应比例大约为 ０ ８１ ∶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 ＧＤＰ 的增长效应

比例约为 ０ ７９ ∶１。 由此可知，本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以及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邻近地区的正向经

济溢出效应相比于对本地区 ＧＤＰ 的贡献更为显著，说明邻近地区间绿色标杆的设立对地区间的绿色模仿机

制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而总效应结果表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以及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本地区

与邻近地区的 ＧＤＰ 增长均产生正向影响，其对 ＧＤＰ 的贡献值为直接贡献与间接贡献之和。
基于上述分析，为有效促进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以及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于区域经济的正向溢出，本

文尝试从环境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多元化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提升两方面来推进环境投资与区域经济

的协同发展。
环境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的多元化。 遵循市场机制，科学制定环境基础设施投资的决策、建设、运营、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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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和评价体系，逐步削弱政府投资主体功能，将银行资本、市政债券、游离的私营、国际以及民间资本等多元社

会资本纳入投融资主体，促进环境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结构的优化，构建具有典型市场特征的投融资体制，以
有效增加环境基础设施投融资供给，扩大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 并以此为契机，积极开展具有统一布局、
相互关联、功能互补的生态廊道建设，提升环境基础设施的品质，从而拉动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上下游及相关

产业发展，促进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的就业水平与层次的提高，并通过良好的城市环境氛围的打造不断优化区

域经济投资的软硬环境。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的提升。 在环境投资中，环境基础设施投资的比例要高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因

此提升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效率是推进环境投资与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乘数效应”的最有效的途径。 首先，
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 主要指通过多级利用、循环利用、技术创新等手段提高能源、水、原材料与废弃物等的

利用效率，降低最终废弃物的产出。 其次，提升科技项目转化效率。 加大节能环保科技创新投资，尤其重视科

技创新项目的转化率，通过建立科技管理与评价的多元化体系，在保障知识产权的同时逐步降低实践转化中

的“门槛限制”，提高产学研合作进程中科研成果与企业的对接效率。 第三，“三同时”建设项目及污染治理项

目的合理规划。 为降低投资中的冗余以及分配不均的现象，环境污染治理的事前与事后项目均需要做到合理

预算、科学评估和严格监管，提高“三同时”项目与后期的污染治理项目的协同效果，减少污染治理工程项目

的重复投资。

结　 论

本文旨在梳理出环境投资与区域经济间的复杂关系与内在根源，通过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两个方面诠释环境投资，利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我国 ３０ 个地区的区域面板数据构建起基于环境投资

的区域空间溢出 Ｄｕｒｂｉｎ 模型。 研究发现地区间存在环境投资的区域空间溢出效应。 通过直接效应的分析发

现环境投资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贡献，间接效应的研究则表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以及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对邻近地区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 并将其形成的根源归结为，邻近地区人力资源和物资投资的增加

以及地区间的绿色模仿行为所引发的邻近地区环境投资的增加。 此外，研究发现本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以及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邻近地区的正向经济溢出效应相比于对本地区 ＧＤＰ 的贡献更为显著，说明邻

近地区间绿色标杆的设立对地区间的绿色模仿机制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相比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邻近地区 ＧＤＰ 的影响更为显著的根源在于地区企业间的绿色模仿机制相比政府间

的绿色模仿机制更具活力。 最后从环境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多元化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提升两方面来

提出相应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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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基于风险资本专利信号敏感度的视角

徐向阳１ 　 陆海天２ 　 孟　 为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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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使用我国 Ａ 股上市公司样本探讨了企业专利活动对风险投资（ＶＣ）决策的影响机

制。 基于信号理论，采用 １９９９－２０１６ 年风险投资事件与微观企业层面专利数据的研究发现，企
业专利活动显著影响了未来一期风险投资可能性、投资金额与企业估值，且这种关系仅在首轮

融资中存在；进一步研究表明，风险资本专利信号敏感度在国内私有 ＶＣ、公司风险投资（ＣＶＣ）
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区域中表现更为明显；最后，本文发现风险资本专利信号敏感度

与其退出内部收益率（ ＩＲＲ）正相关。 本文解释了我国风险投资机构对专利信号的识别机制，为
监管者引导风险投资行业发展、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提供理论证据。
关键词：风险投资；专利申请；专利授权；企业创新；专利信号敏感度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２７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７１５０３２２５）。
作者简介：徐向阳，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陆海天，香港理工大学会计及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

士；孟为（通讯作者），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　 言

２０１３ 年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发生了深刻变化，推动改革创新成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增强国

家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源泉。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

施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５］３２ 号），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需要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要求各级财政加大

对创业创新的支持力度，并制订风险资本向种子期和初创期等创新活动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 大多数创业企

业由于经营不确定性高、无形资产比重大、投资回收期长、可靠的财务信息较少等特点无法从传统信贷市场获

得足够融资支持技术创新和企业发展［１，２］，而提供股权资本和管理咨询服务、补充市场需求与政府投入之间

缺口的风险投资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资本市场自 ２０１４ 年起经历了 ＩＰＯ 重启，股票市场交易逐渐活跃，风险资本通过 ＩＰＯ 成功退出的案例

数目和退出收益明显提高，新三板市场的快速发展也为部分风险投资退出提供途径。 风险投资行业在机构数

量、资本总量、投资收益等方面都呈现出稳定扩张的趋势。 在投资行业方面，据投中集团 ＣＶＳｏｕｒｃｅ 数据库统

计，我国风险资本集中在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及制造业等行业；投资重点从传统制造业进一步转

向计算机、软件开发、通信、医药化工等产业；投资金额主要集中于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上述行业均

属技术密集型行业，产品具有不易模仿、附加值高、行业市场前景较好等特点，这也是风险投资决策的主要因

素［３－５］。 那么，专利作为创新产出，在我国特定的市场背景下，风险投资机构决策是否对潜在投资企业的专利

活动敏感？ 以投资创新型企业为策略的风险资本家是否可以优化自身价值？
以往文献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基础，从微观层面研究了企业战略［３］、管理团队特征［４，６］、技术创新能

力［５，７，８］等因素对风险投资的信号作用；也有文献从风险投资的资金提供、管理咨询、董事会任职等角色，探究

风险投资功能的鉴证假说［９］、监督假说［１０］、逐名假说［１１，１２］等，认为风险资本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有选择和培育

两种机制［１３，１４］，但并未达成一致结论［１５］。
另外，现有文献缺乏从风险资本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探究企业专利对风险投资的信号作用机制，而这方

面的探索可为“风险投资先于创新”和“创新先于风险投资”假说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据《中国风险投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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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和《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的社会调查结果来看，风险资本家更注重其自身投资项目的退出效果，
建立声誉并获得自身发展。 因此，本文认为，技术创新并不是风险投资的根本目的，而是其获得最大化收益的

中间产物。 只有从风险资本的效用最大化出发才能深入研究风险投资对创新的影响作用。
本文以投中集团 ＣＶＳｏｕｒｃｅ 数据库 １９９９－２０１６ 年我国风险投资机构的全部融资事件为基础，并将其与被

投资公司层面专利、财务及治理数据匹配，得到１ ７０６家 Ａ 股（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的３ ０１６个风险

投资事件观测值。 另外，利用国家知识产权局和 ＣＳＭＡＲ 公司专利数据库的专利申请及授权数据，结合风险

投资情况，本文创新性地提出“风险资本专利信号敏感度”这一概念，利用倾向匹配得分法（ＰＳＭ）、分组单变

量检验、面板数据回归、回归模型系数 Ｃｈｏｗ 检验等方法探讨了专利信号对风险资本决策的影响以及专利信

号敏感度是否作用于风险资本家收益最大化，并对风险投资机构性质、被投资企业特征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对

风险资本专利信号敏感度的调节作用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１）企业当期专利申请、授权与未来一期风险投

资可能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在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中表现更为稳健；使用 ＰＳＭ 匹配对照样本后，专利的

申请与授权对未来一期风险投资决策的平均处理效应仍显著为正，说明风险投资对企业专利敏感性的存在，
专利具有外部信号价值。 （２）通过对风险投资金额和企业估值专利敏感度的检验表明，企业专利申请量与授

权量均积极促进风险投资金额的增加与估值提升，但风险投资对外观设计专利的敏感度较弱。 （３）结合投资

轮次的影响，我国企业专利仅仅在首轮融资时具有信号作用，随着投资轮次的增加以及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专
利的信号作用消失。 （４）风险资本专利信号敏感度受到风险投资机构产权性质、组织形式、被投资企业规模

与区域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影响。 （５）风险资本专利信号敏感度对其退出回报有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
本文可能的创新与贡献包括：首先，将现有文献中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从单一的促进作用扩

展至包含风险资本对专利信号的敏感程度、风险投资从创新促进中获利的多角度研究，对风险投资与企业创

新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表现进行全面梳理，丰富了专利信号作用的研究范围。 第二，本文以我国

上市公司层面的大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为优化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决策、促进风险投资行业的有效发展

提供微观证据，以风险投资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进行研究也有助于解释目前行业中存在的投机性投资阶段后

移、早期投资不足以及科技创新的支持不足现象。 最后，本文结论也为我国监管机构指导风险投资行业发展、
促进企业创新提供政策建议。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１９７３ 年 Ｓｐｅｎｃｅ 将信号传递作用引入劳动力市场的理论研究，开创了信号理论的先河［１６］。 由于企业和外

部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尤其是创业企业，在风险投资进行项目筛选和估值的过程中，企业需要向信息

劣势方发送有关自身质量的信号，从而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因此，信号为不确定环境中的外部观测

者提供了排序机制，使得外部观测者可以对某些不可观测指标的概率分布做出判断［８］。 企业可以通过自身

质量提升、雇佣积极背景的管理者、与第三方机构关联等方式发出信号，便于外部潜在投资者进行决策。 而专

利具有可观察、不易模仿、代价高昂的信号特质，是企业研发创新的产物，在专利的现有价值之外，也可作为企

业向风险资本家展示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信号。
１、专利对风险投资的信号作用

通过考察专利指标对风险投资的影响并控制专利的现有价值，Ｈｓｕ 和 Ｚｉｅｄｏｎｉｓ［８］、Ｅｎｇｅｌ 和 Ｋｅｉｌｂａｃｈ［１３］、
Ｍａｎｎ 和 Ｓａｇｅｒ［１７］、Ｈａｅｕｓｓｌｅｒ 等［１８］、Ｃａｏ 和 Ｈｓｕ［１９］、Ｃｏｎｔｉ 等［２０］、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２１］、Ｈｏｅｎｅｎ 等［５］ 发现，创业企业可以

通过专利作为其创新能力的信号，缓解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吸引风险资本家的投资。 以英德两国核心生物技

术公司为样本，Ｈäｕｓｓｌｅｒ 等［２２］发现专利累积申请量与风险投资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在专利信号对风险投资有

正向吸引作用的基础上，Ｈｓｕ 和 Ｚｉｅｄｏｎｉ［８］考察了 １９７５ 年至 １９９９ 年成立的 ３７０ 家、获得共计 ８００ 轮融资的美

国半导体行业初创公司，研究专利申请量对企业估值、被核心风险资本投资以及 ＩＰＯ 可能性的影响，结果发

现专利对创业企业吸引风险投资有显著作用，并且专利信号作用随着风险投资的轮数增加而减弱。 同样对专

利在风险投资各轮融资中的信号作用强弱水平进行分析，Ｈｏｅｎｅｎ 等［５］ 利用 １９７４ 年至 ２０１１ 年间的 ５８０ 家生

物创业企业的首轮和第二轮融资样本数据，探索了专利申请量和授予量对风险投资额的影响，并对融资轮数

进行区分，认为专利对创业企业在首轮融资中吸引风险资本有显著作用，但在第二轮融资中不显著。 这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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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融资完成后风险资本与创业企业间信息不对称水平下降的假设吻合。
相对地，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 等［２３］采用对创业者的调查问卷数据研究专利申请和产品原型对外部投资的影响，认

为在仅有专利没有产品原型的情况下，专利对风险投资无信号作用，专利信号作用的实现需与产品原型结合

起来。 Ｈｏｅｎｉｇ 和 Ｈｅｎｋｅｌ［７］认为风险资本在筛选标的过程中只会被创业企业的技术合作者和创始团队技术背

景两项信号吸引；企业专利对风险资本的吸引仅在于现有价值方面，而非信号方面。 陈晋等［２４］对 ２２５ 家获得

风险投资的我国信息技术新创企业为样本，研究专利信号与风险投资估值的关系，提出专利信号的价值增值

假说与风险信息假说。 前者认为专利不仅可以体现企业技术的变现价值，同时表明了企业的创新和管理能

力［２５］；专利的外部可视化更强，其带来的非财务信息进一步降低逆向选择和信息不透明度；专利受法律保护，
促使企业在竞争中保持自身优势。 后者认为企业专利产出需要长期持续的研发投入，而新创企业专利带来的

竞争优势可能依赖于非持续的突破性创新，过度的专利申请实则损害了专利价值，阻碍资本市场的准确评断，
因此，专利信号也带来了技术、财务及评估三方面的风险，不利于外部融资成本的降低。

国内已有的企业创新与风险资本关系的文献多从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进行研究，如陈思

等［２６］通过我国深沪两市 ＩＰＯ 样本数据发现风险投资为企业带来研发人才、相关行业资源等，从而企业专利申

请数量得以增长。 而陈工孟［２７］认为微观层面的创新技术转化以及宏观层面的经济集约型增长均需依靠风险

投资，风险投资的参与不仅可以改善创新环境，同时可以增加创新效率。 但以上研究均忽略了风险投资的决

策因素，本文为两者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风险投资根据企业的历史创新信息，即专利活动进行决策，
以便正确认识专利与风险投资的内在互动关系，明确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选择与培育两种可能性。

基于以往文献，本文认为风险资本家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以投资标的初始创新水平为基础进行

投资决策。 由于企业无形资产比例较大、未来经营不确定性较高、虽发展潜力巨大但前期研发投入较多等原

因，企业与风险投资机构之间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由此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抑制了风险投资的

可能性。 此时，专利活动不仅体现了企业技术创新和学习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市场价值；并且，
企业自发的专利申请是研发投入的结果，在创新投入到创新产出转化过程中为外部利益相关者带来增量信

息，进一步降低了逆向选择的可能性。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影响，风险投资在进

行决策时需要通过专利信号判断标的质量，因此提出基本假设：
Ｈ１ａ：其他因素不变，企业的专利信号与其在未来一年获得风险投资的可能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Ｈ１ｂ：其他因素不变，专利信号与风险投资对企业的投资金额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Ｈ１ｃ：其他因素不变，专利信号与风险投资对企业的投资估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如上文所述 Ｈｓｕ 和 Ｚｉｅｄｏｎｉ［８］、Ｈｏｅｎｅｎ 等［５］等研究认为在非首轮融资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水平的降低，专

利信号对风险投资的影响不再显著。 而风险投资具有鉴证功能［２８］，其在市场交易中扮演了严格的金融中介

角色［２９］，企业与风险投资的首次关联也为后续通过风险资本融资提供了基础，这在声誉较高的风险投资中表

现更为明显［３０］。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Ｈ２：其他因素不变，企业专利对未来一年获得风险投资金额以及企业估值的信号作用只在首轮融资中

有效。
２、专利对风险投资信号作用的影响因素

由于政策性目标的不同，国有、私有和外资风险资本对专利信号的敏感度可能存在差异。 据《中国创业风险

投资发展报告》统计，我国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的资本来源以政府财政资金、国有独立投资机构资金以及企业资

金、个人资金为主。 除资本收益最大化目标之外，从我国发展风险投资行业之初，国有风险投资机构就承担了一

定的政策使命。 以往文献对国有风险投资的社会价值假说和私人利益假说分别进行研究。 钱苹和张帏［３１］认为

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发展不仅体现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实际需求，也有政府推动和制度安排的因素，通过我国本

土创业投资项目退出的数据检验表明国有风险资本的项目退出收益明显低于非国有风险投资机构，体现了国有

风险资本的“社会价值假说”；余琰等［３２］选取我国深圳中小板和创业板中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上市公司为对象研

究了国有风险投资机构在投资期限、投资收益和投资成本三方面的绩效，发现国有风险投资并未体现政府扶持

的政策初衷，也未在创新扶持中表现出显著的价值增加效应，体现了其“私人利益假说”。
另外，据投中集团风险投资机构特征统计，外资风险资本在投资行业的分布中更倾向于新兴行业，并对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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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通信等科技领域关注更高。 张学勇和廖理［３３］将风险投资按背景分为政府、民营、外资和混合四种，研究风

险投资背景与被投资企业 ＩＰＯ 市场表现的关系，认为外资背景的风险投资在进行决策时更加青睐盈利能力

较强的企业，其投资策略倾向于尽快 ＩＰＯ 退出、多轮融资以防被创业者套牢、联合投资、在企业发展较后阶段

投资，且外资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有相对较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表现在更大的董事会规模、更低的股权集中度

和更高的专业化董事比例。 因此，外资风险资本可能由于其自身发展经验以及更为集中的利益最大化目标，
对创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敏感度与国内风险资本机构相比有所差别。 此外，由于公司风险资本相对独立风险资

本具有更高水平的行业专长、投资失败容忍度，不同组织形式的风险投资也可能具有不同的专利信号敏感度。
同时，国家对风险投资的支持大都和小微企业的发展相结合，具有一定政策导向（发改财金［２０１３］１４１０

号文等）；另一方面，小微企业由于经营规模、银企关系及财务结构限制，更难获得信贷融资［３４］；经营风险带来

的信息不透明程度更高，其利用专利信号获得风险资本的诉求更高。 因此，风险资本对小微企业和非小微企

业的专利信号敏感度可能存在差异。 再者，由于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存在地域差别，知识产权保护较好的省份

专利的价值更大，对风险投资更具吸引力；而企业处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区域时，研发投资对企业生产

效率的促进作用也更加明显［３５］，此时风险资本更青睐于创新水平较高的企业。 因此，风险资本可能对知识产

权保护较好的省份和其他省份创业企业的专利信号敏感度存在差异。
现有的关于企业专利对风险投资信号作用的文献［８，１８，２３］ 缺乏有关风险资本的机构特质、被投资企业性

质、区域产权保护水平的横向分析，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ａ：国有风险资本、国内私有风险资本和外资风险资本相比，对专利信号的敏感度存在显著差异；
Ｈ３ｂ：独立风险资本与公司附属风险资本相比，对专利信号的敏感度存在显著差异；
Ｈ３ｃ：风险资本对小微企业和对非小微企业的专利信号敏感度存在显著差异；
Ｈ３ｄ：风险资本对知识产权保护较好的省份和其他省份企业的专利信号敏感度存在显著差异。
３、风险资本专利信号敏感度与自身回报的关系

目前，仅有少部分研究探索了风险资本退出回报的市场影响因素［３６］ 和公司特有影响因素［３７，３８］。 我国有

关风险投资退出收益的研究绝大多数关注信息不对称的影响［３９］、风险投资声誉对退出收益的影响［３０］、退出

方式的选择［４０］等。 在风险投资退出和企业创新方面，更多的研究将注意力放在了风险投资退出方式对其投

资标的创新策略的作用，仅有极少的文献探索投资标的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产出对风险资本退出回报的影

响［４１］，但未涉及风险资本如果将投资创新型企业作为一种策略是否能够为其股东创造价值。 根据企业专利

信息，善于追逐投资回报和风险的风险资本家通过项目甄选，权衡风险收益后做出投资决策，并在其投资后密

切监管投资项目运行，抓住机会成功退出、获取收益。 因此，对专利信号更为敏感的风险投资机构更易发掘企

业专利传递的有价值信息，利用专利的市场价值［４２］，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 为拓展专利信号作用对风险资本

收益的研究，本文提出假设：
Ｈ４：风险资本的平均退出回报率与其对专利信号的敏感度呈正相关关系。

研究设计

１、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风险投资事件研究范围为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被投资企业为在我国主板、创业

板、中小板上市的全部公司，风险投资数据来自投中集团 ＣＶＳｏｕｒｃｅ 数据库，辅以清科集团（私募通）的风险投

资事件作为补充。 关于专利，除企业主动专利申请活动外，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授权也是被传统信号理论

忽略的重要方面［２２］，单独的专利申请无法准确衡量企业创新质量，而经国家知识产权局认证后的专利授权信

息带有与企业创新有关的更可靠的信号，进一步影响了外部融资。 本文采用来自 ＣＳＭＡＲ 专利数据库专利申

请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授权数据衡量企业专利活动。 被投资企业的公司特征、财务和公司治理、所处行

业等数据来自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风险投资机构所处地区、风险投资机构产权性质等数据手工整理自《中国创

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中国风险投资年鉴》和清科集团风险投资机构特征列表。 知识产权保护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风险投资事件数据中被投资企业没有唯一的股票代码或其他识别标识，本文采用以下方法确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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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为上市公司的风险投资：（１）将投中和清科数据中被投资企业名称进行比对统一，将风险投资机构名称、
融资时间、发展阶段和投资金额四个变量保持一致，但被投资企业名称无法逐字保持一致的样本，按照其所有

出现过的企业名称与 Ａ 股上市公司基本信息数据匹配。 （２）公司简称匹配：按照上述比对过的获得风险投资

的企业名称，与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上市公司简称进行匹配，遵循上市公司简称等于或包含于风险投资数据中

企业名称的基本原则。 （３）公司全称匹配：将风险投资数据的企业名称等于或包含于交易所公司中文全称的

情况定为初步匹配，在此基础上手工删除明显不符情况及调整重复匹配的情况。 （４）合并以上两种按照企业

名称匹配的结果，计算匹配后的风险投资数据库中企业名称与证交所提供企业名称之间的文本差异度，删除

差异度分值分布在分位数 ９０％以上的样本。 按照上述过程，本文共得到１ ７０６家上市公司的３ ０１６个风险投资

事件观测值的样本。
在此基础上，本文剔除金融保险类行业、资不抵债（ＬＥＶ＞１）、观测年度中被 ＳＴ、ＰＴ 的企业以及所需变量

数据缺失样本，最终样本分布如表 １ 所示。 由于风险投资机构决策往往基于企业的历史信息，因此，本文研究

企业当期专利活动对未来一期风险投资的影响，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在

全部观测值中，未来一期得到 ＶＣ 机构投资的公司－年度－投资事件共１ １３７个，其中当期无专利申请行为的共

４２３ 个观测值，有专利申请行为的 ７１４ 个。 在当期无专利申请的情况下，未来一年得到风险投资的可能性为

４ １％；而当年有专利申请的情况下，未来一年得到风险投资的可能性为 ６ １％。 同样地，在当年无专利授权

时，未来年度得到风险投资的可能性为 ４ ５％；而当年有专利授权时，未来年度得到风险投资的可能性为

６ ９％。 因此，企业当期专利申请与授权对未来一期风险投资机构决策可能有促进作用，风险资本更倾向投资

于有专利申请或授权的企业。
表 １　 企业专利活动与未来一年得到风险投资的可能性

Ｐａｎｅｌ Ａ　 企业专利申请与未来一年得到风险投资的可能性

无风险投资 有风险投资

观测值 比例 观测值 比例
合计

无专利申请 ９ ８４４ ９５ ９％ ４２３ ４ １％ １０ ２６７
有专利申请 １１ ００６ ９４ ０％ ７１４ ６ １％ １１ ７２０
合计 ２０ ８５０ ９４ ８％ １ １３７ ５ ２％ ２１ ９８７

Ｐａｎｅｌ Ｂ　 企业专利授权与未来一年得到风险投资的可能性

无风险投资 有风险投资

观测值 比例 观测值 比例
合计

无专利授权 １５ ０７６ ９５ ５％ ７１２ ４ ５％ １５ ７８８
有专利授权 ５ ７７４ ９３ １％ ４２５ ６ ９％ ６ １９９
合计 ２０ ８５０ ９４ ８％ １ １３７ ５ ２％ ２１ ９８７

２、主要变量定义及衡量

为研究我国上市公司风险资本专利信号敏感度，本文选取有无风险投资哑变量、风险投资金额、风险投资

估值为被解释变量，衡量风险投资机构决策；选取不同维度的专利特征衡量企业创新水平，本文涉及的全部变

量见表 ２ 的变量解释。 根据以往研究［５，３２，４３］，本文在对有无风险投资哑变量进行分析时，选取公司成长性

（ＴｏｂｉｎＱ）、企业成立时间到风险投资事件发生时间隔年数 （Ａｇｅ）、经营风险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产权性质

（Ｓｔａｔｅ）、盈利能力（ＲＯＡ）、是否是高科技企业（ＨｉｇｈＴｅｃｈ）为控制变量；在分析风险投资金额与估值时，进一步

加入被投资时上市公司处于的发展阶段（ＳｔａｇｅＧｒｏｗｔｈ１、ＳｔａｇｅＧｒｏｗｔｈ２）、该轮融资中参与的 ＶＣ 机构数量（Ｓｙｎ⁃
ｄｉｃａｔｅ）。

３、模型构建

为检验企业专利对风险投资的信号作用，本文构建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ＶＣ＿Ｃｈｏｉｃｅｉ，ｔ ＋１ ＝ α０ ＋ α１Ｐ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ｔ ＋ α２ＴｏｂｉｎＱｉ，ｔ ＋ α３Ａｇｅｉ，ｔ ＋ α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ｉ，ｔ ＋ α５Ｓｔａｔｅｉ，ｔ

＋ α６ＲＯＡｉ，ｔ ＋ α７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ｉ，ｔ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 Ｙｅａ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 εｉ，ｔ ＋１ （１）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ｉ，ｔ ＋１ ＝ α０ ＋ α１Ｐ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ｔ ＋ α２ＴｏｂｉｎＱｉ，ｔ ＋ α３Ａｇｅｉ，ｔ ＋ α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ｉ，ｔ ＋ α５Ｓｔａｔｅｉ，ｔ

＋ α６ＲＯＡｉ，ｔ ＋ α７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ｉ，ｔ ＋ α８ＳｔａｇｅＧｒｏｗｔｈ１ｉ，ｔ ＋ α９ＳｔａｇｅＧｒｏｗｔｈ２ｉ，ｔ ＋ α１０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ｉ，ｔ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 Ｙｅａ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 εｉ，ｔ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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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Ｃ＿Ｖａｌｕｅｉ，ｔ ＋１ ＝ α０ ＋ α１Ｐ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ｔ ＋ α２ＴｏｂｉｎＱｉ，ｔ ＋ α３Ａｇｅｉ，ｔ ＋ α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ｉ，ｔ ＋ α５Ｓｔａｔｅｉ，ｔ
＋ α６ＲＯＡｉ，ｔ ＋ α７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ｉ，ｔ ＋ α８ＳｔａｇｅＧｒｏｗｔｈ１ｉ，ｔ ＋ α９ＳｔａｇｅＧｒｏｗｔｈ２ｉ，ｔ ＋ α１０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ｉ，ｔ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 Ｙｅａ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 εｉ，ｔ ＋１ （３）

表 ２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ＶＣ＿Ｃｈｏｉｃｅ 企业有风险投资取 １，否则为 ０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企业有风险投资时的风险投资金额（以人民币亿元计，取对数）
ＶＣ＿Ｖａｌｕｅ 企业有风险投资时的风险投资估值（以人民币百万元计，取对数）

解释变量

Ｄｕｍ

Ｐａｔｅｎｔ

ＩＮＶ

ＵＴＭ

ＤＳＧ

ＡｐｐｌｙＤｕｍ 哑变量，企业当年有专利申请活动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ＧｒａｎｔＤｕｍ 哑变量，企业当年有专利授权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ＰａｔｅｎｔＡｐｐｌｙ 公司为主体的申请专利的个数①

ＰａｔｅｎｔＧｒａｎｔ 公司为主体的专利授权个数

ＩＮＶＡｐｐｌｙ 公司主体申请发明专利的个数

ＩＮＶＧｒａｎｔ 公司主体发明专利授权个数

ＵＴＭＡｐｐｌｙ 公司主体申请实用新型专利的个数

ＵＴＭＧｒａｎｔ 公司主体实用新型专利授权个数

ＤＳＧＡｐｐｌｙ 公司主体申请外观专利的个数

ＤＳＧＧｒａｎｔ 公司主体外观专利授权个数

控制变量

ＴｏｂｉｎＱ 公司成长性：市值 ／ 资产总计

Ａｇｅ 等于 ｌｎ（ ｌ＋企业成立年限）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 经营风险：企业前三年权益报酬率标准差

Ｓｔａｔｅ 产权性质：国有企业取 １；否则为 ０
ＲＯＡ 盈利能力：总资产报酬率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企业属于高科技行业企业②取 １；否则为 ０
ＳｔａｇｅＧｒｏｗｔｈ１ 被投资时企业处于种子期和发展期取 １，否则为 ０
ＳｔａｇｅＧｒｏｗｔｈ２ 被投资时企业处于扩张期取 １，否则为 ０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 该轮融资中参与投资的 ＶＣ 机构数量

其中，因变量分别为风险投资哑变量、风险投资金额和风险投资对企业的估值，为进一步区别外观设

计、实用新型和发明三种不同类型专利对风险投资信号作用的区别，本文不仅对专利总申请量和总授权量

进行分析，而且对三类变量的申请和授权进行检验。 在上述模型中，重点关注系数 α１，即为本文提出的

“风险资本专利信号敏感度”，若 α１ 显著为正，则表明企业专利申请和授权活动对风险投资具有明显的信

号作用。 所有的回归模型均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ＯＬＳ 回归结果采用公司层面的聚类稳健

标准差。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３ 列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在所有的公司－年度样本中，有 ５３ ３％的观测值有专利申请行

为，２８ ２％的观测值有专利授权。 从数量上看，不同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及授权数量差异较大，而且发明、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专利在不同公司－年度样本中也有较大差异。 另外，共有 ５ ２％的样本有风险投

资，且投资金额较为离散，最高为中国石化在 ２０１４ 年获得渤海华美等共 ９ 家风险投资机构的 ４０９ 亿人民

币的联合投资。 在全部样本中，国有企业占 ５３ １％，平均资产利润率水平在 ３ ７％左右，有 １７ ７％的样本

在获得风险资本时处于种子期和发展期。 风险投资机构普遍采用联合投资方式，最多有 １１ 家风险投资机

构投资于同一企业。

①

②

专利数量变量在描述性统计时列示其原始值，但为使回归系数清晰，在回归分析时本文对专利数量变量标准化处理。
根据余琰等［３２］研究，本文将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Ｃ２６）、医药制造业（Ｃ２７）、化学纤维制造业（Ｃ２８）、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Ｃ３０）、专用设备制造业（Ｃ３５）、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Ｃ３８）、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Ｃ３９）、信息技术、电子
及通信服务业（Ｉ）、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Ｍ）等行业认定为高科技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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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ＶＣ＿Ｃｈｏｉｃｅ ２１ ９８７ ０ ０５２ ０ ２２１ ０ ０ １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１ ０２９ ０ ４８３ １ ４３４ －４ ７４２ ０ ５９３ ６ ０１４
ＶＣ＿Ｖａｌｕｅ ８９５ ６ ４５３ １ ３８７ ０ ３９２ ６ ５５３ １０ ９６１
ＡｐｐｌｙＤｕｍ ２１ ９８７ ０ ５３３ ０ ４９９ ０ １ １
ＧｒａｎｔＤｕｍ ２１ ９８７ ０ ２８２ ０ ４５０ ０ ０ １
ＰａｔｅｎｔＡｐｐｌｙ ２１ ９８７ ２０ ２０２ １４７ ９０７ ０ １ ６ ３２７
ＰａｔｅｎｔＧｒａｎｔ ２１ ９８７ １１ ２５０ ７６ ８５２ ０ ０ ３ ４７７
ＩＮＶＡｐｐｌｙ ２１ ９８７ ９ ２４７ １０６ ４８６ ０ ０ ５ ７８７
ＩＮＶＧｒａｎｔ ２１ ９８７ ２ １６４ ２４ ６７８ ０ ０ １ ４６３
ＵＴＭＡｐｐｌｙ ２１ ９８７ ８ １５４ ５２ ７６３ ０ ０ ３ １８６
ＵＴＭＧｒａｎｔ ２１ ９８７ ６ ８５２ ５３ １３３ ０ ０ ３ ３４６
ＤＳＧＡｐｐｌｙ ２１ ９８７ ２ ８０１ １７ ５７０ ０ ０ ６６８
ＤＳＧＧｒａｎｔ ２１ ９８７ ２ ２３４ １７ ０３８ ０ ０ ６２１
ＴｏｂｉｎＱ ２１ ９８７ １ ９８３ １ ８８５ ０ ２０２ １ ３９７ １１ ４６６
Ａｇｅ ２１ ９８７ ２ ５７０ ０ ４１０ ０ ６９３ ２ ６３９ ３ ２９６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 ２１ ９８７ ０ ０８３ ０ ２１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２ ２ ８８５
Ｓｔａｔｅ ２１ ９８７ ０ ５３１ ０ ４９９ ０ １ １
ＲＯＡ ２１ ９８７ ０ ０３７ ０ ０６３ －０ ２９８ ０ ０３４ ０ ２３４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２１ ９８７ ０ ３９５ ０ ４８９ ０ ０ １
ＳｔａｇｅＧｒｏｗｔｈ１ １ １３７ ０ １７７ ０ ３８２ ０ ０ １
ＳｔａｇｅＧｒｏｗｔｈ２ １ １３７ ０ ０７０ ０ ２５４ ０ ０ １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 １ １３７ １ ６５３ １ ３３３ １ １ １１

２、单变量检验

为初步检验专利信号对风险投资的作用，本文进行分组单变量检验：（１）将当期有专利申请行为的企业

作为实验组，当期无专利申请的企业作为对照组，均值检验和中位数检验的结果均表明专利申请有利于企业

未来一期获得风险投资。 （２）将当期有专利授权的企业作为实验组，当期无专利授权的企业为对照组，实验

组未来一期有 ６ ９％的可能性获得风险投资，而对照组只有 ４ ５％的可能。 上述结果表明，企业专利活动对风

险投资存在信号作用。
表 ４　 分组单变量检验

Ｐａｎｅｌ Ａ：当期有专利申请行为的企业 ＶＳ 当期无专利申请行为的企业

变量
当期有专利申请行为 当期无专利申请行为

Ｍｅａｎ Ｍｅｄｉａｎ Ｍｅａｎ Ｍｅｄｉａｎ
均值差异 Ｔ 检验

（ ｔ 值）
中位数差异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

和检验（ｚ 值）

ＶＣ＿Ｃｈｏｉｃｅ ０ ０６１ ０ ０ ０４１ ０ ０ ０２０∗∗∗

（６ ５４５）
０ ０００∗∗∗

（６ ５３９）
Ｐａｎｅｌ Ｂ：当期有专利授权的企业 ＶＳ 当期无专利授权的企业

变量
当期有专利授权 当期无专利授权

Ｍｅａｎ Ｍｅｄｉａｎ Ｍｅａｎ Ｍｅｄｉａｎ
均值差异

Ｔ 检验（ ｔ 值）
中位数差异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

检验（ｚ 值）

ＶＣ＿Ｃｈｏｉｃｅ ０ ０６９ ０ ０ ０４５ ０ ０ ０２４∗∗∗

（７ ０５６）
０ ０００∗∗∗

（７ ０４８）
注：∗∗∗、∗∗、∗分别代表系数在 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３、多元回归分析

（１）专利与风险投资可能性

本部分首先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１）对 Ｈ１ａ 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５ 所示。 研究发现，在控制年度和行业效应

的基础上，除外观专利申请与授权数量外，其他专利申请及授权变量均与未来风险投资显著正相关。 根据控

制变量的回归结果，风险投资倾向于选择成长能力较强（ＴｏｂｉｎＱ）、成立年限较长（Ａｇｅ）、经营风险较小（Ｏｐｅｒ⁃
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盈利能力较好（ＲＯＡ）的民营（Ｓｔａｔｅ）、高科技（ＨｉｇｈＴｅｃ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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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专利申请、授权与未来一期风险投资可能性

Ｐａｎｅｌ Ａ
ＶＣ＿Ｃｈｏｉｃｅ ＶＣ＿Ｃｈｏｉｃｅ ＶＣ＿Ｃｈｏｉｃｅ ＶＣ＿Ｃｈｏｉｃｅ ＶＣ＿Ｃｈｏｉｃｅ

（１） （２） （３） （４） （５）

自变量

ＡｐｐｌｙＤｕｍ ＰａｔｅｎｔＡｐｐｌｙ ＩＮＶＡｐｐｌｙ ＵＴＭＡｐｐｌｙ ＤＳＧＡｐｐｌｙ
０ １４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４
（３ ９３） （２ ３８） （２ ０３） （２ ５２） （０ ３１）

ＴｏｂｉｎＱ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４∗∗∗

（６ １５） （６ １４） （６ １０） （６ １６） （６ ０３）

Ａｇｅ
０ ２７０∗∗∗ ０ ２５８∗∗∗ ０ ２５９∗∗∗ ０ ２５７∗∗∗ ０ ２６０∗∗∗

（７ ０９） （６ ８１） （６ ８４） （６ ７９） （６ ８６）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
－０ １１３ －０ １４６∗∗ －０ １４７∗∗ －０ １４６∗∗ －０ １４７∗∗

（－１ ６０） （－２ ０７） （－２ ０８） （－２ ０７） （－２ ０９）

Ｓｔａｔｅ
－０ ２２５∗∗∗ －０ ２３６∗∗∗ －０ ２３６∗∗∗ －０ ２３７∗∗∗ －０ ２３５∗∗∗

（－７ ３２） （－７ ６９） （－７ ６７） （－７ ７１） （－７ ６７）

ＲＯＡ
０ ３６７ ０ ４５９∗ ０ ４７０∗ ０ ４５３∗ ０ ４７３∗

（１ ４８） （１ ８６） （１ ９１） （１ ８４） （１ ９２）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６∗ ０ ０６６∗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８∗

（１ ７１） （１ ８５） （１ ８４） （１ ８７） （１ ９１）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Ｙｅａ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ｓ
－２ ２６０∗∗∗ －２ １６９∗∗∗ －２ １７２∗∗∗ －２ １６７∗∗∗ －２ １７４∗∗∗

（－１６ ３４） （－１５ ９８） （－１６ ００） （－１５ ９６） （－１６ ０１）
ＬＲ ｃｈｉ２ ３０３ ５０８ ２９２ ９１４ ２９１ ４５５ ２９３ ４５９ ２８７ ９５３
Ｎ ２１９２７ ２１９２７ ２１９２７ ２１９２７ ２１９２７

Ｐａｎｅｌ Ｂ
ＶＣ＿Ｃｈｏｉｃｅ ＶＣ＿Ｃｈｏｉｃｅ ＶＣ＿Ｃｈｏｉｃｅ ＶＣ＿Ｃｈｏｉｃｅ ＶＣ＿Ｃｈｏｉｃｅ

（１） （２） （３） （４） （５）

自变量

ＧｒａｎｔＤｕｍ ＰａｔｅｎｔＧｒａｎｔ ＩＮＶＧｒａｎｔ ＵＴＭＧｒａｎｔ ＤＳＧＧｒａｎｔ
０ １３９∗∗∗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３
（４ １７） （２ ５７） （２ １４） （２ ６２） （０ ２２）

ＴｏｂｉｎＱ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４∗∗∗

（６ ０２） （６ １５） （６ ０８） （６ １５） （６ ０３）

Ａｇｅ
０ ２６２∗∗∗ ０ ２５７∗∗∗ ０ ２５９∗∗∗ ０ ２５７∗∗∗ ０ ２６０∗∗∗

（６ ９０） （６ ７８） （６ ８５） （６ ７９） （６ ８７）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
－０ １２０∗ －０ １４５∗∗ －０ １４６∗∗ －０ １４５∗∗ －０ １４７∗∗

（－１ ７０） （－２ ０５） （－２ ０７） （－２ ０６） （－２ ０９）

Ｓｔａｔｅ
－０ ２２４∗∗∗ －０ ２３７∗∗∗ －０ ２３６∗∗∗ －０ ２３７∗∗∗ －０ ２３５∗∗∗

（－７ ２７） （－７ ７１） （－７ ６８） （－７ ７１） （－７ ６７）

ＲＯＡ
０ ３８０ ０ ４５１∗ ０ ４７２∗ ０ ４５３∗ ０ ４７４∗

（１ ５４） （１ ８３） （１ ９２） （１ ８４） （１ ９２）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８∗

（１ ７０） （１ ８８） （１ ８７） （１ ８７） （１ ９１）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Ｙｅａ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ｓ
－２ １９８∗∗∗ －２ １６６∗∗∗ －２ １７２∗∗∗ －２ １６６∗∗∗ －２ １７５∗∗∗

（－１６ １３） （－１５ ９５） （－１６ ００） （－１５ ９５） （－１６ ０１）
ＬＲ ｃｈｉ２ ３０５ １４１ ２９３ ７６２ ２９１ ７６４ ２９３ ９１７ ２８７ ９０９
Ｎ ２１９２７ ２１９２７ ２１９２７ ２１９２７ ２１９２７

注：∗∗∗、∗∗、∗分别代表系数在 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下同。

为减轻样本自选择偏误，本文通过倾向匹配得分（ＰＳＭ）获得当期有专利申请的实验组与当期无专利申

请的对照组、当期有专利授权的实验组和当期无专利授权的对照组，进而将实验组与对照组未来一期获得风

险投资的可能性进行对比，得出专利信号对风险投资的平均处理效应。 本文选取产权性质（Ｓｔａｔｅ）、企业成立

期限（Ａｇｅ）、资产规模（ＳＩＺＥ＝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ＬＥＶ＝期末总负债 ／期末总资产）、资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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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率（ＲＯＡ）、经营风险（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成长能力（ＴｏｂｉｎＱ）、有形资产比例（ＰＰＥ ＝ （存货＋固定资产） ／总资

产）、行业（Ｉｎｄｕｓｔｒｙ）作为控制条件，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专利申请和授权的概率作为匹配时参照的倾向得分，
然后进行 Ｋｅｒｎｅｌ 匹配，得出当期专利信号对未来一期风险投资可能性的平均处理效应依然显著为正，结果如

表 ６ 所示。 除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对风险投资的平均处理影响效应在控制其他条件后不再显著，专利申请与授

权、发明专利申请与授权、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在通过 ＰＳＭ 匹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未来一期风险投资可能

性仍存在显著差异，即专利申请与授权对企业获得风险投资有促进作用，进一步证实 Ｈ１ａ 提出的专利信号作

用假说。
表 ６　 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结果

样本 有专利申请 无专利申请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标准误 Ｔ⁃ｓｔａｔ

匹配前 ０ ０６０９ ０ ０４１１ ０ ０１９８∗∗∗ ０ ００３ ６ ５８

匹配后 ０ ０６０９ ０ ０３９９ ０ ０２１０∗∗∗ ０ ００５ ４ １３

样本 有发明专利申请 无发明专利申请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标准误 Ｔ⁃ｓｔａｔ

匹配前 ０ ０６１４ ０ ０４４２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０３ ５ ７１

匹配后 ０ ０６１４ ０ ０４２６ ０ ０１８８∗∗∗ ０ ００５ ３ ９３

样本 有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无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标准误 Ｔ⁃ｓｔａｔ

匹配前 ０ ０６２９ ０ ０４４７ ０ ０１８２∗∗∗ ０ ００３ ５ ９２

匹配后 ０ ０６２９ ０ ０４３０ ０ ０１９９∗∗∗ ０ ００５ ４ ０６

样本 有专利授权 无专利授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标准误 Ｔ⁃ｓｔａｔ

匹配前 ０ ０６８６ ０ ０４５１ ０ ０２３５∗∗∗ ０ ００３ ７ ０６

匹配后 ０ ０６８６ ０ ０４６１ ０ ０２２４∗∗∗ ０ ００５ ４ ２７

样本 有发明专利授权 无发明专利授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标准误 Ｔ⁃ｓｔａｔ

匹配前 ０ ０７１５ ０ ０４６６ ０ ０２４８∗∗∗ ０ ００４ ６ ７２

匹配后 ０ ０７１５ ０ ０４９７ ０ ０２１７∗∗∗ ０ ００６ ３ ６７

样本 有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无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标准误 Ｔ⁃ｓｔａｔ

匹配前 ０ ０６５１ ０ ０４９１ ０ ０１６１∗∗∗ ０ ００５ ３ ４０

匹配后 ０ ０６５１ ０ ０５９９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８ ０ ６９

（２）企业专利与风险投资金额、风险投资估值的关系

为检验假设 Ｈ１ｂ 和 Ｈ１ｃ，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２）和模型（３）对未来一期风险投资金额和风险投

资的企业估值进行检验。 回归分析控制了行业与年度固定效应，标准差为公司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差。 结果

如表 ７ 和表 ８ 所示③。 表 ７ 列示了当期专利申请及授权数量对未来一期风险投资金额的影响作用。 可以看

出，企业当期专利申请总量、授权总量、发明专利的申请和授权数量、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和授权数量的回归

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与授权数量在 １０％的水平显著提升未来一期风险投资

金额。 处于种子、发展和扩张期等发展阶段的企业与风险投资金额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风险投资机构可

能基于自身回报和投资回收期的考虑，投资规模向成熟期企业偏离。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风险资

本联合投资的金额显著大于单独投资。 该检验证实 Ｈ１ｂ，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专利信号与风险投资金额

显著正相关。
表 ８ 列示了当期专利申请及授权数量对未来一期风险投资企业估值的影响作用。 其中，企业专利申请和

授权总量、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与授权量均在 １％的水平上积极影响风险投资对企业的估值。 而外观

设计专利申请数量与风险投资估值在 １０％的水平上正相关，其当期授权数量对风险投资估值有正向影响但

不显著。 以上结论证实了假设 Ｈ１ｃ，企业专利信号具有价值增值作用：专利信号为外部投资者提供了有效增

值信息，提升了风险资本机构对企业的估值。

③控制变量结果未列示，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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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专利申请、授权与未来一期风险投资金额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Ａｐｐｌｙ Ｇｒａｎｔ

Ｐａｔｅｎｔ
０ ０８２∗∗∗ ０ ０６３∗∗∗

（３ ４２） （３ ０７）

ＩＮＶ
０ ０８９∗∗∗ ０ ０６４∗∗∗

（３ ３４） （２ ７１）

ＵＴＭ
０ ０６８∗∗∗ ０ ０６３∗∗∗

（２ ８６） （２ ９７）

ＤＳＧ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０∗

（１ ７７） （１ ６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Ｙｅａ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 １５ ３３３ １５ ３１１ １５ １８５ １４ ９７４ １５ ２３９ １５ １５１ １５ ２１２ １４ ９５９
Ａｄｊ⁃Ｒ２ ０ ３４０ ０ ３４０ ０ ３３８ ０ ３３５ ０ ３３９ ０ ３３７ ０ ３３８ ０ ３３４
Ｎ １０２９ １０２９ １０２９ １０２９ １０２９ １０２９ １０２９ １０２９

表 ８　 专利申请、授权与未来一期风险投资企业估值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Ａｐｐｌｙ Ｇｒａｎｔ

Ｐａｔｅｎｔ
０ １２１∗∗∗ ０ ０９１∗∗∗

（５ ８７） （５ １３）

ＩＮＶ
０ １４１∗∗∗ ０ １０９∗∗∗

（６ １４） （５ ３５）

ＵＴＭ
０ ０９６∗∗∗ ０ ０９２∗∗∗

（４ ６６） （５ ０３）

ＤＳＧ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０
（１ ６６） （１ ４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Ｙｅａ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 ２３ ２９０ ２３ ４６３ ２２ ６２９ ２１ ６４１ ２２ ８７１ ２２ ９８９ ２２ ８１６ ２１ ６０１
Ａｄｊ⁃Ｒ２ ０ ４８０ ０ ４８２ ０ ４７２ ０ ４６１ ０ ４７５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４ ０ ４６０
Ｎ ８９５ ８９５ ８９５ ８９５ ８９５ ８９５ ８９５ ８９５

（３）投资轮次的影响。
针对 Ｈｏｅｎｅｎ 等［５］研究中专利信号作用随着投资轮次的增加而减弱的结论，本文将其在我国风险资本支

持的上市公司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根据 ＣＶＳｏｕｒｃｅ 数据库中风险投资的融资时间，本文将企业第一次接受风

险投资定义为首轮融资组，其余为非首轮融资组，按照模型（２）与（３）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如表 ９ 所示，研究发

现，专利申请与授权数量对风险投资规模和企业估值的正向促进效应只存在于首轮融资；在非首轮融资中，由
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专利信号对风险投资的作用仍为正，但不再显著。 检验结果证实了 Ｈ２。

表 ９　 投资轮次与风险资本专利信号敏感度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ＶＣ＿Ｖａｌｕｅ
首轮融资 非首轮融资

ＰａｔｅｎｔＡｐｐｌｙ
０ ０８２∗∗∗ ０ １２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４１
（３ ４２） （５ ８７） （０ ５７） （１ ０２）

ＰａｔｅｎｔＧｒａｎｔ
０ ０６３∗∗∗ ０ ０９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９
（３ ０７） （５ １３） （０ ７８） （１ １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Ｙｅａ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 １５ ３３３ １５ ２３９ ２３ ２９０ ２２ ８７１ ６ ８５８ ６ ８７１ ９ ０６９ ９ ０８３
Ａｄｊ⁃Ｒ２ ０ ３４０ ０ ３３９ ０ ４８０ ０ ４７５ ０ ２８６ ０ ２８７ ０ ３７９ ０ ３７９
Ｎ １ ０２９ １ ０２９ ８９５ ８９５ ５２７ ５２７ ４７８ ４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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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进一步检验

（１）风险投资机构产权性质

针对 Ｈ３ａ，本文手工收集了样本中风险投资机构的产权性质，并划分为国有风险资本、国内私有风险资本

和外资风险资本三类。 有联合投资的情况下，本文根据 ＣＶＳｏｕｒｃｅ 数据库投资事件中对领投风险投资机构的

判断，统一采用领投机构的产权性质。 本部分对未来一期有风险投资的前提下风投金额与企业估值的专利信

号敏感度进行分组分析。 结果如表 １０ 和表 １１ 所示。 从表 １０ 结果来看，专利只在国有和国内私有风险资本

子样本中显著影响风险投资金额，而外资风险资本的投资金额对企业专利信号不敏感。 这可能是由于外资风

险资本更关注自身投资的短期经济利益，在进行决策时并不会因企业创新能力而增加投资金额。 对国有风险

资本和国内私有风险资本两组样本的专利申请量系数差异 Ｃｈｏｗ 检验结果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ｐ 值为 ０ ６１１）；对专利授权量系数差异的 Ｃｈｏｗ 检验也发现两者不存在显著差异（ｐ 值 ０ １３８）。 综上来看，
在我国上市公司获得风险投资的样本中，只有国内风险投资机构投资金额对企业专利申请与授权有敏感度，
在外资风险投资中专利信号作用消失。

表 １０　 风险投资机构产权性质与风投金额的专利信号敏感度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国有 私有 外资 国有 私有 外资

ＰａｔｅｎｔＡｐｐｌｙ
０ ０８４∗∗ ０ ０９９∗∗∗ －０ ２２０
（２ ５６） （２ ９９） （－０ ６０）

ＰａｔｅｎｔＧｒａｎｔ
０ ０５５∗∗ ０ ０９９∗∗∗ ０ ２４０
（２ ２０） （３ ０６） （０ ８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Ｙｅａ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 １２ ７６３ ３２ １００ ２ ９４２ １２ ５１８ ３２ １６３ ２ ９７９
Ａｄｊ⁃Ｒ２ ０ ２９１ ０ ３２０ ０ １８８ ０ ２８６ ０ ３２１ ０ １９１
Ｎ ２８８ ６６１ ８５ ２８８ ６６１ ８５

表 １１ 为专利信号对风险投资企业估值的作用在国有风险资本、国内私有风险资本和外资风险资本中的

差异。 从专利申请和授权量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无论风险资本属于什么产权性质，企业专利对风险投资的

估值均有信号作用。 各组别专利申请量的回归系数 Ｃｈｏｗ 检验结果表明，国有风险资本对专利申请的信号敏

感度显著低于国内私有风险资本（ｐ 值 ０ ００７）；虽然，在外资风险资本样本中专利信号敏感度显著性降低，但
在与国有和私有风险资本的专利信号敏感度比较时未通过回归系数差异显著性检验。 各组别专利授权量的

回归系数 Ｃｈｏｗ 检验结果同样表明，国有风险投资的企业估值对专利授权信号的敏感度显著小于私有风险投

资（ｐ 值 ０ ０００），外资风险资本样本的专利信号敏感度未通过系数差异显著性检验。 综上结果表明，与仅国

内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金额存在专利信号敏感度不同，所有性质的风险投资企业估值均具有专利敏感性，但
在国内私有风险资本中表现最为明显。 这可能是由于风险投资在做出投资规模决策时，由于专利信号带来的

价值增值和企业研发投入风险两方面的信息，外资风险资本机构虽会提高对被投资企业的估值，但不会增加

投资金额，以免降低投资收益率，进而影响其声誉。
表 １１　 风险投资机构产权性质与企业估值的专利信号敏感度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ＶＣ＿Ｖａｌｕｅ
国有 私有 外资 国有 私有 外资

ＰａｔｅｎｔＡｐｐｌｙ
０ ０８７∗∗∗ ０ １６８∗∗∗ ０ ６２９∗

（２ ６０） （５ ８２） （１ ８３）

ＰａｔｅｎｔＧｒａｎｔ
０ ０５０∗∗ ０ １７３∗∗∗ ０ ６７６∗∗

（１ ９７） （６ １６） （２ ６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Ｙｅａ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 ２１ ８０１ ３８ ３２２ ５ ８８４ ２１ ２８９ ３８ ９６１ ６ ６２３
Ａｄｊ⁃Ｒ２ ０ ４３９ ０ ３９６ ０ ４４１ ０ ４３３ ０ ４００ ０ ４７６
Ｎ ２６７ ５７１ ６３ ２６７ ５７１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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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０ 期 徐向阳，等：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基于风险资本专利信号敏感度的视角 ６９　　　

　 　 （２）风险投资机构附属关系

为检验 Ｈ３ｂ 中风险投资组织结构形式对专利信号敏感度的影响，本文手工搜集风险投资机构的附属关

系，对独立形式存在的风险投资机构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与由公司股东控制的风险投资机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如表 １２ 所示。 结果发现，独立风险投资机构投资金额对企业专

利申请和授权信号不再敏感，但在公司附属风险资本的样本中，专利信号敏感度依然显著为正。 这可能是由

于公司风险投资机构（ＣＶＣ）母公司和自身更强的行业专业化知识以及 ＣＶＣ 更高的风险承担能力［４４］ 导致其

识别被投资企业专利价值的能力提高，因此愿意增加投资规模，从而提高了对投资企业专利信号的敏感程度。
第（５）－（８）列揭示了风险投资估值对专利信号的敏感度在独立和公司风险资本中均存在。 风险投资机构对

被投资企业的估值受专利信号的影响程度不因其本身的组织形式而存在差异。
表 １２　 风险投资机构组织形式与风险资本专利信号敏感度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ＩＶＣ ＣＶＣ ＩＶＣ ＣＶＣ

ＰａｔｅｎｔＡｐｐｌｙ
－０ ００５ ０ ０８８∗∗∗ ０ ２２４∗∗∗ ０ １２０∗∗∗

（－０ ０５） （３ ５７） （２ ８４） （４ ９５）

ＰａｔｅｎｔＧｒａｎ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６３∗∗∗ ０ ２１０∗∗∗ ０ ０８３∗∗∗

（０ ２７） （３ ０１） （３ １１） （４ ０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Ｙｅａ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 ９ ３７６ ９ ３７９ ６ ４６５ ６ ２９４ １５ ３０４ １５ ３９４ ８ １５１ ７ ７０１
Ａｄｊ⁃Ｒ２ ０ ３２２ ０ ３２２ ０ ３６１ ０ ３５４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８ ０ ４５５ ０ ４３９
Ｎ ６５４ ６５４ ３４９ ３４９ ５６８ ５６８ ３０９ ３０９

（３）被投资企业性质

我国税法规定，中小企业中满足工业企业资产总额不超过３ ０００万元，其他企业不超过１ ０００万元；工业企

业从业人数不超过 １００ 人，其他企业不超过 ８０ 人；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３０ 万元三个条件的属于小微企

业。 在国内部分文献研究中，对小微企业的定义均有所不同。 通过我国 Ａ 股上市公司现状来看很难满足严

格的“小微”规格，参考何韧等［４５］研究的定义，本文选取营业收入在５０ ０００万元以下的企业为小微企业，为检

验假设 Ｈ３ｃ 中的小微企业是否影响风险资本专利信号敏感度，本部分对小微和非小微企业样本进行分组回

归，结果如表 １３ 所示。 本文发现风险投资金额与企业专利申请和授权之间的敏感系数只在非小微企业中显

著为正。 国家对小微企业的政策帮扶以及小微企业自身的经营不确定性可能影响了风险资本的投资决策与

企业估值，并减弱了企业专利对风险投资的信号作用。
表 １３　 被投资企业规模与风险资本专利信号敏感度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ＶＣ＿Ｖａｌｕｅ
小微企业 非小微企业 小微企业 非小微企业

ＰａｔｅｎｔＡｐｐｌｙ
０ ５８０ ０ ０７６∗∗∗ ０ ３５７ ０ １２５∗∗∗

（０ ６５） （３ １４） （０ ６１） （６ １０）

ＰａｔｅｎｔＧｒａｎｔ
０ ５７５ ０ ０５９∗∗∗ －０ ３０６ ０ ０９４∗∗∗

（０ ５７） （２ ８３） （－０ ４４） （５ ３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Ｙｅａ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 ２ ３２２ ２ ３１６ １３ ９６２ １３ ８８３ ３ ８７２ ３ ８５９ ２３ ３１３ ２２ ８２５
Ａｄｊ⁃Ｒ２ ０ ２３０ ０ ２２９ ０ ３５１ ０ ３５０ ０ ４１２ ０ ４１１ ０ ５１９ ０ ５１３
Ｎ １４３ １４３ ８８６ ８８６ １２８ １２８ ７６７ ７６７

（４）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由于我国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存在明显地域差别，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省份可能更注重专利价值，
外部投资者更为关注企业知识产权，因此企业专利对后续风险投资具有更高的吸引力。 为检验 Ｈ３ｄ，本文借

鉴以往研究［４６］，采用各省技术交易市场成交额占 ＧＤＰ 的比例衡量省级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并将各研究年度

下企业所处省份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大于对应年度全国各省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中位数的样本定义为高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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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护水平组，其余为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组，对模型（２）和（３）进行分组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１４ 所示。 结

果显示，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的回归系数仅在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组中显著为正，即风投金额与企业估值在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区域中具有更强的专利信号敏感度。
表 １４　 区域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风险资本专利信号敏感度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Ｉｎｖｅｓｔ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ＶＣ＿Ｖａｌｕｅ ＶＣ＿Ｖａｌｕｅ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低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低

ＰａｔｅｎｔＡｐｐｌｙ
０ ０８８∗∗∗ －０ １３０ ０ １０８∗∗∗ ０ ０８２
（３ ５１） （－１ ０９） （４ ９２） （０ ７８）

ＰａｔｅｎｔＧｒａｎｔ
０ ０６６∗∗∗ －０ ０６３ ０ ０８３∗∗∗ ０ ０１６
（３ ０８） （－０ ６２） （４ ４１） （０ １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Ｙｅａ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 ９ ６９２ ９ ５６５ ７ ８６５ ７ ８２９ １６ ６６７ １６ ３６７ ９ １３０ ９ １０１
Ａｄｊ⁃Ｒ２ ０ ３６５ ０ ３６２ ０ ３３８ ０ ３３７ ０ ５５３ ０ ５４８ ０ ４０１ ０ ４００
Ｎ ５４５ ５４５ ４８４ ４８４ ４５７ ４５７ ４３８ ４３８

（５）风险资本的专利信号敏感度与自身回报的关系

为获得风险资本层面的专利信号敏感度与退出回报，本文搜集了 ＣＶＳｏｕｒｃｅ 数据库风险投资退出数据，并
保留退出方式为“首次公开募股”的样本，与上市公司层面的专利数据进行匹配。 本文采用风险投资账面内

部收益率（ ＩＲＲ）作为风投回报的衡量指标，将各风险投资累计投资金额与企业专利按照风险投资领投机构分

组回归，得出各风险投资领投机构层面的专利信号敏感度系数（表 １５ 中使用＿ｂ＿前缀表示风险投资金额与专

利变量的回归系数，即专利信号敏感度）。 在此基础上对风险投资成功 ＩＰＯ 退出事件的内部收益率与对应专

利信号敏感度进行回归，控制风险投资成立年限（Ａｇｅ＿ＶＣ）、产权性质（国有、国内私有和外资）与组织形式

（ＣＶＣ 和 ＩＶＣ），得出风险资本回报受自身投资决策的影响程度，结果如表 １５ 所示。 研究发现，风险投资金额

对企业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发明专利申请与授权量以及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的敏感程度与退出时的账面内

部收益率显著正相关，一定程度上证明了 Ｈ４。
表 １５　 风险资本投资金额的专利信号敏感度与账面内部收益率

因变量 ＩＲＲ ＩＲＲ ＩＲＲ ＩＲＲ ＩＲＲ ＩＲＲ ＩＲＲ ＩＲＲ

自变量

＿ｂ＿Ｐａｔｅｎｔ
Ａｐｐｌｙ

＿ｂ＿Ｐａｔｅｎｔ
Ｇｒａｎｔ

＿ｂ＿ＩＮＶ
Ａｐｐｌｙ

＿ｂ＿ＩＮＶ
Ｇｒａｎｔ

＿ｂ＿ＵＴＭ
Ａｐｐｌｙ

＿ｂ＿ＵＴＭ
Ｇｒａｎｔ

＿ｂ＿ＤＳＧ
Ａｐｐｌｙ

＿ｂ＿ＤＳＧ
Ｇｒａｎｔ

０ ８３０∗∗∗ ０ ０２０∗ ０ ９３０∗ ０ １８７∗ ０ ７８３∗∗∗ －０ １５６ ０ １２６ ０ ０１６
（３ ２９） （１ ６６） （１ ７６） （１ ９２） （３ ０６） （－０ ４４） （０ ２４） （０ ０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ｓ
６ ７８１∗∗∗ ６ ４２１∗∗∗ ６ ７２０∗∗∗ ６ ４６９∗∗∗ ６ ６４９∗∗∗ ６ ４２２∗∗∗ ６ ７３８∗∗∗ ６ ４３０∗∗∗

（１８ ７３） （１４ ０６） （１８ ５０） （１４ ２９） （１８ ３２） （１４ ２１） （１８ ４６） （１４ ２１）
Ｆ １０ ８３１ ０ ０２６ ３ １１２ ０ ８４９ ９ ３８１ ０ １９１ ０ ０５６ ０ ００３
Ａｄｊ⁃Ｒ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Ｎ ８７２ ５６３ ８７２ ５６３ ８７２ ５６３ ８７２ ５６３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创新性地提出“风险资本专利信号敏感度”这一概念，采用沪深 Ａ 股上市公司样本对企业创新与风

险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企业当期专利申请和授权与未来一期风险投资可能性显著正相关，
并在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中表现更为稳健，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与授权对风险投资的信号作用较弱；使
用 ＰＳＭ 匹配对照样本后，专利的申请与授权对未来一期风险投资可能性的平均处理效应仍显著为正，企业专

利信号为外部投资者带来增量信息价值，不仅有利于企业筹措风险资本，也有利于风险投资做出合理决策。
通过对风险投资金额和企业估值专利信号敏感度的检验表明，企业专利申请与授权量均积极促进风险投资金

额的增加及企业估值的提升，但风险投资对外观设计专利的敏感度较弱。 结合投资轮次的影响，我国企业专

利仅在首轮融资时具有信号作用，随着投资轮次增加以及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专利的信号作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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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进一步对风险投资机构的产权性质和组织形式、被投资企业性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风险资

本专利信号敏感度的关系进行探究。 结果发现，外资风险资本投资金额对企业专利信号并不敏感，专利的信

号作用只存在于国内风险投资机构，而国有、国内私有以及外资风险资本的企业估值均受到专利的正向影响，
但在国内私有风险资本中表现最为明显；再者，ＣＶＣ 有着相对较大的投资规模，风险投资金额的专利信号敏

感度相对 ＩＶＣ 更强，而风险投资的企业估值与专利之间的正向关系不受其组织形式的影响。 另外，风险资本

专利信号敏感度在非小微企业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区域中更为明显。 最后，本文采用 ＣＶＳｏｕｒｃｅ 数据

库中风险投资退出数据的分析表明，风险资本退出收益与其专利信号敏感度在一定程度上呈正相关关系，主
要表现在风险投资金额对专利的申请与授权总量、发明专利的申请与授权量以及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的敏感

度中。
本文将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的研究从单一的促进作用扩展至包含了风险资本对专利信号的敏感度以及

风险资本从企业创新中获利的全面研究，不仅为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明确风险投资的

机构特质、企业规模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等因素对风险资本专利信号敏感度的影响，也为政府风险投资引导

政策的制定提供微观理论证据和数据支撑。 但本文在研究内容上仍存在一些不足，未来可在风险投资退出回

报、企业创新与风险投资互动关系等方面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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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高技术产业为例，将高技术产业创新划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生产发

展”三个阶段，研究政府 Ｒ＆Ｄ 资助、金融信贷对高技术产业不同创新阶段的作用效果。 本文利

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年高技术产业有效数据，引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应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

归，发现政府 Ｒ＆Ｄ 资助对高技术产业创新三阶段都有积极影响。 政府 Ｒ＆Ｄ 资助在“基础研

究”阶段作用更为突出，而金融信贷对三阶段影响总体弱于政府 Ｒ＆Ｄ 资助，同时，还存在“基础

研究”阶段和“生产发展”阶段差异性。 引入产权结构进行交互项的面板回归，发现政府 Ｒ＆Ｄ
资助对国有成分较少的高技术企业影响较大。 金融信贷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没有明显影响。
关键词：政府 Ｒ＆Ｄ 资助；金融市场信贷；高技术产业；政府对产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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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高技术产业是国家的代表性产业，决定着国家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自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美国提出发展高
技术产业以来，高技术产业崛起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产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中国在第九个“五年计划”后，
大力推进高技术产业投资，研发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翻了两倍，远高于一般制造业平均水平。 由于中国

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长期以来，人们对政府干预产业成长持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
产业成长要依靠市场规律和企业家敏锐的洞察能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府应该对高技术产业提供 Ｒ＆Ｄ 资

助，帮助产业成长期的发展壮大。 同意政府 Ｒ＆Ｄ 资助的理论认为，政府 Ｒ＆Ｄ 资助存在外部性；将产业 Ｒ＆Ｄ
活动完全托付市场调节，可能存在 Ｒ＆Ｄ 投资规模不能达到理想水平。 政府干预企业 Ｒ＆Ｄ 投资是必要的。 事

实上，中国政府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０８ 年给高技术产业的财政科技拨款由 ５７５ ６ 亿元增加到 ２５８１ ８ 亿元［１］。 支
持市场引导产业的理论认为，政府 Ｒ＆Ｄ 资助，很可能对企业自身 Ｒ＆Ｄ 投入产生“挤出效应”，最终会影响产

业发展。 然而，统计数据显示，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高技术企业开展自主 Ｒ＆Ｄ 投入以及金融贷款都是相对比较

充裕的，八年内由 １９６ ２ 亿元增加到 ４０５ ２ 亿元［２］。 研究政府 Ｒ＆Ｄ 资助和金融信贷这两种形式推动高技术
企业发展效果问题就显得非常必要。 由于高技术产业具有突出的风险性和高盈利性，不同阶段的企业受政府

Ｒ＆Ｄ 资助和金融信贷影响程度不同，为了深入探讨政府 Ｒ＆Ｄ 资助和金融市场对高技术产业影响，文章将高

技术产业创新划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生产发展”三阶段，其中的“基础研究”阶段一般在两年内

完成，主要是从事基础学术探索；“应用研究”阶段一般也在两年左右实现，主要实现由研究专利到实验产品

的诞生；“生产发展”阶段所需要两年左右时间，主要从事成熟产品的生产调试和批量生产活动。 高技术产业

所处的创新不同阶段，也会影响到在金融市场获得信贷的能力。 分阶段研究金融信贷对高技术产业不同创新

阶段的影响，可以更科学分析金融市场对高技术产业影响过程，也可以深入探讨金融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交互

影响作用，同时，考虑到中国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同所有制形式能够获得政府 Ｒ＆Ｄ 资助

和金融市场信贷的能力也不一样，即存在不同产权比例下，政府 Ｒ＆Ｄ 资助和金融市场信贷的偏效应问题。 弄

清这些问题不仅可以更有效利用政府 Ｒ＆Ｄ 资助政策，而且可以验证政府与金融市场影响高技术产业不同创

新阶段的程度，对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文献述评

国内外学者围绕企业技术创新问题进行了不少的研究，对政府 Ｒ＆Ｄ 资助支持企业技术创新以及金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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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帮助企业技术创新等相关问题都有一定的论述，大致归为如下几个方面。
（１）政府 Ｒ＆Ｄ 资助企业技术创新负效应问题。 刘放等［３］ 认为政府 Ｒ＆Ｄ 资助企业技术创新不如采用税

收激励措施。 张治河等［４］利用系统动力学原理分析，发现政府 Ｒ＆Ｄ 资助的效果没有企业自身 Ｒ＆Ｄ 投入的效

果好，因为政府 Ｒ＆Ｄ 资助企业技术创新存在较强的替代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出企业 Ｒ＆Ｄ 资金的投入，从
而不利于企业长期技术创新。 Ｗａｌｌｓｔｅｎ［５］还研究了美国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问题，认为美国政府对小企业技术

创新的 Ｒ＆Ｄ 资助完全挤出了小企业的 Ｒ＆Ｄ 投入，是造成美国小企业竞争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 也有学者以

信息理论为依据，提出了政府 Ｒ＆Ｄ 资助企业技术创新的不合理性，认为造成了企业为获得 Ｒ＆Ｄ 资助、骗取政

府 Ｒ＆Ｄ 补贴不断向政府发出不真实创新信号的现象。 安同良等［６］研究了政府 Ｒ＆Ｄ 资助与中国企业自主创

新问题，认为政府的 Ｒ＆Ｄ 资助与企业的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由于企业用于基础研究的人力

资源价格十分低廉，政府 Ｒ＆Ｄ 资助在用于基础研究阶段后便不再继续下去，因此，政府的 Ｒ＆Ｄ 资助补贴只能

对企业基础创新起作用，同时，还存在技术创新的逆向激励效应，即政府 Ｒ＆Ｄ 资助越多，企业就越依赖政府的

支持，长期下去将丧失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２）政府 Ｒ＆Ｄ 资助产生一定积极作用，但约束性较强。 李瑞茜和白俊红［７］在该领域研究较为深入，利用

ｈａｎｓｅｎ 的“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政府 Ｒ＆Ｄ 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所产生的差异性影响，认为政府 Ｒ＆Ｄ
资助总体上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有一定的递增趋势。 但政府 Ｒ＆Ｄ 资助产生的效果与政府 Ｒ＆Ｄ 资助力度、企
业规模大小、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企业的产权类型存在“倒 Ｕ 型”关系。

（３）政府 Ｒ＆Ｄ 资助技术创新具有正效应。 刘满凤和李圣宏［８］利用三阶段 ＤＥＡ 模型对我国 ２０１２ 年高新

技术区创新效率研究，认为环境效率中的政策因素是影响高技术创新的关键；Ｇｕｅｌｌｅｃ 和 Ｖａｎ［９］ 对美国企业进

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是起到一定作用的，因为，政府 Ｒ＆Ｄ 投入可以带动企业更多

的 Ｒ＆Ｄ 投入；政府 Ｒ＆Ｄ 投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 Ｒ＆Ｄ 投入风险，减小企业研发成本，为企业技术创新

起到基础作用，从而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回报率也会有所上升，同时，还能够提高企业为进行自主创新所增加

的 Ｒ＆Ｄ 投入力度。
（４）金融信贷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效应。 在金融信贷支持企业创新研究中，由于存在两类不同国家金

融市场问题，因此，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 Ｋｉｎｇ 和 Ｌｅｖｉｎｅ［１０］研究了发达国家银行的金融信贷对企

业技术创新影响，认为金融信贷可以提供企业的技术创新资金，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而 Ｒｉｏｊａ 和 Ｖａｌｅｖ［１１］ 研究

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信贷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信贷主要影响的是企业的资本

积累，而不是企业的技术创新。
（５）政府 Ｒ＆Ｄ 资助和金融信贷结合研究技术创新。 将政府 Ｒ＆Ｄ 资助与金融信贷结合研究者认为，政府

Ｒ＆Ｄ 资助与金融信贷两者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是相互的，两者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够影响到企业的技术创新，
也有学者还比较研究了政府 Ｒ＆Ｄ 资助和金融信贷之间的效果，王业斌［１２］ 通过比较研究了中国政府 Ｒ＆Ｄ 资

助和金融信贷效果，发现政府 Ｒ＆Ｄ 资助较金融信贷更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表现在政府 Ｒ＆Ｄ 资助可以带动

企业的 Ｒ＆Ｄ 投资，对企业技术产出具有较好促进作用。
（６）政府 Ｒ＆Ｄ 资助对企业不同阶段影响研究。 Ｌｉｎｋ［１３］ 针对美国政府 Ｒ＆Ｄ 资助对制造业企业的影响进

行研究发现，政府在企业发展初期提供 Ｒ＆Ｄ 资金会使企业产生对政府的资金依赖关系，一旦企业进入产品研

发阶段，政府 Ｒ＆Ｄ 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的效果就不再明显，因为，这一阶段政府的 Ｒ＆Ｄ 资助不会改变企

业技术创新方向，但政府 Ｒ＆Ｄ 资助在企业产品投入批量生产阶段还能够产生明显激励作用，能够加快企业技

术转向。 因此，政府 Ｒ＆Ｄ 资助应在美国制造业技术创新不同阶段实施差异性政策，区分企业技术创新的阶段

性特点进行 Ｒ＆Ｄ 资助，即便是政府难以分辨企业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政府 Ｒ＆Ｄ 投入的比例也要进行细类

划分，立足于政府 Ｒ＆Ｄ 资助与企业产出相匹配的原则。 王博雅等［１４］ 也研究了政府 Ｒ＆Ｄ 资助对企业不同发

展阶段影响，他们认为政府 Ｒ＆Ｄ 资金的投入应该是越早越好，在企业创立初期政府 Ｒ＆Ｄ 资助起到关键作用，
此时，企业 Ｒ＆Ｄ 投入受风险厌恶效应影响往往是不足的。

综合以上文献研究，虽然不少文献关注到政府 Ｒ＆Ｄ 资助和金融信贷分别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但本研

究以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从高技术产业创新的不同阶段着手，探讨政府 Ｒ＆Ｄ 资助与金融市场信贷对高技

术产业创新不同阶段的作用。 该研究从实践层面可以为高技术产业不同创新阶段提供更有效的政府支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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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从理论层面可以说明政府和金融市场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政府对产业发

展的积极作用。

Ｒ＆Ｄ 资助与信贷数据描述

高技术产业成长期阶段是企业未来发展的关键阶段，决定着企业未来长期发展的走向。 高技术是国家技

术创新的重要基础，是国家产业健康发展的引擎。 中国在进入“九五规划”以来，高技术产业迅速发展，从
１９９５ 年到 ２０１２ 年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了 ９６ 倍，２０００ 年以后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研发经费投入

差距达到了三倍多。 研究政府资助与金融信贷对高技术产业不同创新阶段 Ｒ＆Ｄ 投入，可以说明政府资助和

金融信贷之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成长的影响程度。 此外，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到 ２１ 世纪初期，中国对

高技术产业 Ｒ＆Ｄ 投入明显增强。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６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
明确提出了将高技术产业摆在国家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的重要位置，强调中国的高技术产业产值要在 ２０００
年达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１５％，到 ２０１０ 年提高到 ２５％左右，达到美国 ９０ 年代初期的水平。 在此背景下，政府

Ｒ＆Ｄ 资助和金融信贷都有快速增加，这在《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都有分行业的数据统计，可以作为高

技术企业 Ｒ＆Ｄ 投入与产出的应用指标。
本文将高技术产业创新划分为不同阶段是为了更好地深入探讨政府 Ｒ＆Ｄ 资助和金融信贷作用关系。 由

于高技术产业需要的 Ｒ＆Ｄ 投入经费相对较高，技术研究周期相对较长，如一个新产品的开发到成熟并走向市

场需要长期的实验，比较吻合本文所提出的产业三阶段创新假设内容。 如“基础研究”是指企业为了新产品

开发进行的现象验证和事实基本原理的探究，也可以说是为形成新知识所展开的理论探索，是技术创新的基

础活动［１５］；“应用研究”则主要为获得新的创新产品所开展的创造性应用研究［１６］；“生产发展”是在“基础研

究”和“应用研究”基础上对所获得的知识体系、理论途径所进行的实践活动，研制出新材料、新产品和新装

置，从而进行生产的过程。 该过程包含了产品生产过程的工艺创新、服务系统等创新［１７］。 高技术产业在不同

创新阶段的技术创新能力是不同的，对此，本文在采集数量指标中，将“基础研究”阶段的成果取为论文和著

作，将“基础研究”阶段的高技术产业 Ｒ＆Ｄ 支出粗略的等同于该阶段的研究成果，将“基础研究”阶段的研发

投入约等于高技术产业创新的研发产出。 在“应用研究”阶段由于涉及到知识的创造活动，本文将该阶段的

高技术产业专利申请数量作为采集指标［１８］，同时，由于新产品销售收入介于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应用研究”
阶段和“生产发展”阶段之间［１９］，因此，本文将新产品的销售收入分别作为“应用研究”和“生产发展”阶段的

产出指标进行采集。 此外，对产权结构的测量是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统计的国有企业和“三资企

业”两种产权类型的数据，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当年总产值占行业当年总产值的比重和“三资企业”当年总

产值占行业当年总产值的比重两项指标，分别表示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两种产权类型。
关于数据的时间区间选择，本文考虑了如下几个方面问题：首先是从 ２０ 世纪的末期，中国政府十分重视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给予了大量的 Ｒ＆Ｄ 投入，１９９９ 年到 ２００８ 年期间，政府资助高技术产业 Ｒ＆Ｄ 经费的增加

量远远超过了这个时期的金融机构给企业技术创新的贷款［２０］。 １９９９ 年政府对高技术产业的 Ｒ＆Ｄ 资助金额

是 １６２ ７７７ 万元，到了 ２００８ 年这一增加值就达到了 ８７８ ８１９ 万元，增长了 ４３９ ８９％。 １９９９ 年高技术产业筹资

金额中的银行贷款金额 １７９ ５７９ 万元，到了 ２００８ 年增加到 ３３７ ９３７ 万元，增长了 ８８ １８％［２１］。 这说明采用

１９９９ 年到 ２００８ 年政府 Ｒ＆Ｄ 资助指标数据具有较好代表性。 其次，高技术产业创新的三阶段需要 ５－６ 年时

间才能显示效果，因此，２００８ 年也基本可以反映 ２０１５ 年前后时期的高技术产业创新状况。 再者，从《中国高

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发现，１９９９ 年之前的相关科技统计数据残缺的较多；２００８ 年爆发了美国金融危机，中国

高技术产业出口受到很大冲击，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影响较大。 在 ２００９ 年之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

鉴》不再有政府 Ｒ＆Ｄ 资助和金融机构贷款数据的统计显示，为此，本文借鉴吴延兵［２２］ 研究方法，将统计数据

限制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年。 鉴于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年政府 Ｒ＆Ｄ 资助的力度大，高技术产品出口较为自由，再加上高技术

产业成长期因素，本文认为选择这一期间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文利用 Ｒ＆Ｄ 支出价格指数，将政府 Ｒ＆Ｄ 资助与金融信贷的名义值进行了平减，即平减为 １９９９ 年的实

际值。 在以 １９９９ 年不变价为基准后，发现从 １９９９ 年到 ２００８ 年，中国政府 Ｒ＆Ｄ 资助和金融机构信贷都处于

上升的趋势［２３］。 在 ２００６ 年之前，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筹资金额中的金融信贷是高于政府资助的。 ２００６ 年之



１８０７０００００９３００６ ０６ 李新功．ｆｂｄ

７６　　　 管理评论 第 ３０ 卷

后，政府资助则出现了较快的增长。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对高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从 ２００６ 年发生了变化，导
致了政府 Ｒ＆Ｄ 资助高于金融信贷力度，但这并不能说明 ２００６ 年前金融信贷作用大，而 ２００６ 年后政府 Ｒ＆Ｄ
资助作用大的问题。

研究设计

１、研究模型

本文分别建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生产发展”三个阶段的计量分析模型。 由于“基础研究”阶段

的成果多为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 这一阶段的产出成果难以用产品数量指标衡量，本文选用企业的 Ｒ＆Ｄ 支

出作为“基础研究”阶段的技术创新成果，然而，“基础研究”阶段企业对技术范式的形成尚不明确，企业 Ｒ＆Ｄ
支出难以确定。 本文选择企业的科研成果粗略的替代企业“基础研究”阶段的 Ｒ＆Ｄ 支出［２４］。 在“应用研究”
阶段，本文选用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数作为衡量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指标。 在“生产发展”阶段，本文选用企

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数额作为技术创新成果的衡量指标［２５］。 本文涉及三个模型：（１）政府 Ｒ＆Ｄ 资助与金融信

贷对高技术企业 Ｒ＆Ｄ 支出的影响。 （２）政府 Ｒ＆Ｄ 资助与金融信贷对专利申请数量的影响。 （３）政府 Ｒ＆Ｄ
资助与金融信贷对新产品销售收入数额的影响。

本文选取的是 １９９９ 年到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年间分行业的高技术企业作为样本分析，其数据含有时间序列和截

面两个维度，即面板数据。 使用面板数据可以克服时间序列分析受多重共线性的困扰，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
更多的变化、更少共线性、更多的自由度和更高的估计效率。 将政府 Ｒ＆Ｄ 资助、金融信贷作为高技术企业技

术创新的投入，创建模型分析两者对产出的影响。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探讨投入和产出关系的生

产函数，因此，本文选取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１）“基础研究”阶段的回归模型

ｌｎＲ ｉｔ ＝ β０ ＋ β１ ｌｎＺｆｉｔ ＋ β２ ｌｎＪｒｉｔ ＋ ηｉ ＋ εｉｔ

　 　 Ｒ 表示企业 Ｒ＆Ｄ 支出，Ｚｆ 为政府 Ｒ＆Ｄ 资助，Ｊｒ 为金融信贷，β０ 为常系数，β１、β２ 为政府 Ｒ＆Ｄ 资助、金融

信贷对 Ｒ＆Ｄ 支出影响的弹性系数［２６］，ηｉ 表示高技术产业效应，且不随时间变化，εｉｔ表示随机误差。 与此同

时，为防止三阶段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偏效应，将产权结构引为控制变量，作为与政府 Ｒ＆Ｄ 资助和金融信贷

的交互项。
（２）“应用研究”阶段的回归模型

ｌｎ（Ｙ２ ／ Ｌ） ｉｔ ＝ δ ＋ β２ ｌｎ（Ｋ ／ Ｌ） ｉｔ ＋ λ１ ｌｎＺｆｉｔ ＋ ν１ ｌｎＪｒｉｔ ＋ ηｉ ＋ εｉｔ

　 　 其中，Ｙ２ 为“应用研究”阶段的创新产出，Ｚｆ 为政府 Ｒ＆Ｄ 资助，Ｊｒ 为金融信贷，Ｋ 为 Ｒ＆Ｄ 资本存量，Ｌ 为

Ｒ＆Ｄ 人员。 ηｉ 表示高技术产业效应，且不随时间变化，δ 表示常数项，εｉｔ表示随机误差。 为防止三阶段因变

量对解释变量的偏效应，将产权结构引为控制变量，作为与政府 Ｒ＆Ｄ 资助和金融信贷的交互项。
（３）“生产发展”阶段的回归模型

ｌｎ（Ｙ３ ／ Ｌ） ｉｔ ＝ δ ＋ β３ ｌｎ（Ｋ ／ Ｌ） ｉｔ ＋ λ２ ｌｎＺｆｉｔ ＋ ν２ ｌｎＪｒｉｔ ＋ ηｉ ＋ εｉｔ

　 　 其中，Ｙ３ 表示“生产发展”阶段的创新产出，Ｋ、Ｚｆ、Ｊｒ、Ｌ 所代表的变量均与应用研究阶段模型相同。 同样

引入产权结构作为交互项。
２、变量定义

政府 Ｒ＆Ｄ 资助用高技术产业技术活动筹资经费中的政府资金表示，金融信贷用高技术产业技术活动筹

资经费中的金融机构贷款表示，企业 Ｒ＆Ｄ 支出用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表示，同时将三者用本文构造的

Ｒ＆Ｄ 支出价格指数平减为 １９９９ 年的不变价。 Ｒ＆Ｄ 人员用科技活动人员数表示，“应用研究”阶段的创新产

出用专利申请数表示，“生产发展”阶段的创新产出用新产品销售收入表示。 在代表新产品销售收入中，本文

采用高技术产品出厂价指数平减为 １９９９ 的不变价。
在 Ｒ＆Ｄ 资本存量选择中，参照白俊红等［２７］的方法，如，第 ｔ 年的 Ｒ＆Ｄ 资本存量用 Ｋｔ 表示，采用基本公式

Ｋｔ ＝Ｅ ｔ－１＋（１－δ）×Ｋｔ－１。 其中的 Ｅ ｔ－１代表 Ｒ＆Ｄ 支出的现值（滞后一期），该现值的计算方法是依下面所构造的

Ｒ＆Ｄ 支出价格指数，遵循白俊红、吴延兵等学者所设 δ 为 １５％的方法。 基期的 Ｒ＆Ｄ 资本存量，即，Ｋ０ 表示为

Ｋ０ ＝Ｅ０ ／ （ｇ＋δ），Ｅ０ 为基期 Ｒ＆Ｄ 支出现值，ｇ 为各行业 Ｒ＆Ｄ 实际经费支出的算术平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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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Ｒ＆Ｄ 支出价格指数构造方面，遵循目前常用的消费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比例来确定。
本文通过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８ 年的《中国高级技术产业统计年鉴》获取这些所需变量数据；同样依据白俊红等的估

算办法将 Ｒ＆Ｄ 支出价格指数计算方法确定为：Ｒ＆Ｄ 支出价格指数＝消费价格指数×０ ５５＋固定资产投资价格

指数×０ ４５。
３、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企业是高技术产业中的代表；研究方法采用实证研究。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的

高技术企业，包括三位数代码行业 １７ 个，两位数代码行业 ５ 个，由于其中航天器制造、广播电视设备制造、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办公设备制造行业的数据缺失较多，所以，本文在进行数据分析时，将以上的企业数据剔除，
以减少回归的误差。 因此，样本中共包括 １９ 个高技术产业类别。

本文使用的原始数据中，消费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均来自《中国

统计年鉴》，其余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Ｚｆ １８９ ７７０ ４４５ ９９１ ４ ０５５ １２０ １ ３２０
Ｊｒ ２２１ ３７８ ３８７ ８８５ ２ ７６３ ８９０ ０ １００
Ｙ１ １ ０７８ ７８９ ２ ４７１ ２０８ １６ ３４２ ３
Ｙ２ ４６３ ２４３ １ １０９ ２０１ １０ ２２２ ０ １００
Ｙ３ ３２ ４０４ ５４０ ４７ ２０８ ２８４ ９００ ４０ ２４３ ８８０
Ｋ ４ ８９１ ０６１ ７ ８２７ ７８０ ５１ ８１８ ３３０ １７ １６２
Ｌ ２１ ０５５ ８６０ ２０ ４９８ ３７０ １２１ ７３３ ２ ２１７

Ｐｏｗ ０ ３２３ ０ ２６１ ０ ９８１ ０ ０１３
Ｓｉｚ ４ ０５２ １ ０２４ ６ ０３１ ０ ７３１

４、研究方法

本文的实证研究模型为面板回归模型，用以检验政府 Ｒ＆Ｄ 资助与金融信贷的创新产出效果，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对回归的结果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检验分析显示，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均可以得到政府的

资助，获得银行贷款，即政府 Ｒ＆Ｄ 资助与金融信贷是存在一定偏向性的。 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 例如，政府和金融机构均会根据企业规模考虑是否资助和贷款以及资助和贷款数额。 很显然，大型企业

本身的资源丰富，顾客熟知度高，抗风险能力强，更有基础能力和丰富的资金去开展技术创新，即使失败，对于

银行，其收回本金利息的可能性也大。 因此，政府 Ｒ＆Ｄ 资助和银行信贷并不是严格外生的，所以，在本文的回

归分析中，均需对其进行滞后处理以减少因其外生性对结果的正确性产生干扰。 而且，在“三阶段”的分析

中，其滞后的期数是存在差异的。 因此，本文在“基础研究”阶段和“应用研究”阶段，将政府资助和金融信贷

均进行一期的滞后处理；在“生产发展”阶段，由于从专利授权到销售产品获得收入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将

两者均滞后两期处理。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１、“基础研究”阶段的回归结果

表 ２ 为政府 Ｒ＆Ｄ 资助、金融信贷对企业 Ｒ＆Ｄ 支出的估计结果。 （１ １）列中的数据显示，政府 Ｒ＆Ｄ 资助

与金融信贷对企业 Ｒ＆Ｄ 支出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其弹性系数依次为 ０ ４３２、０ １１０，０ ４３２ 意味着政府 Ｒ＆Ｄ
资助每增加 １％，企业的 Ｒ＆Ｄ 支出就会增加 ０ ４３２％，０ １１０ 则表示金融信贷每增加 １％，企业的 Ｒ＆Ｄ 支出就

会增加 ０ １１％。 从这些数据中还可以看出，政府资助对增加企业的 Ｒ＆Ｄ 支出是优于银行信贷的；在第（１ ２）
列和（１ ３）列中，加入了产权结构作为交互项，政府 Ｒ＆Ｄ 资助依旧显著的促进企业的 Ｒ＆Ｄ 支出，而对于金融

信贷而言，在（１ ２）列中的影响效果是较为显著的，但在（１ ３）列中，其影响效果并不显著。 后两列的政府资

助的偏效应分别为 ０ １７７、０ １７５。 分析结果仍然显示，政府资助的影响效果是好于金融信贷的。
在后两列中，政府资助交互项的弹性系数为负，表示行业中的国有产权比例越高，越不利于政府资助的发

挥，即政府资助越多，企业的 Ｒ＆Ｄ 支出的影响效果越差。 而对于金融信贷影响效果则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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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政府 Ｒ＆Ｄ 资助、金融信贷对企业 Ｒ＆Ｄ 支出的影响回归结果

（１ １） （１ ２） （１ ３）

常数 ｃ ５ １７０∗∗∗ ６ ３５０∗∗∗ ６ ３４１∗∗∗

（１８ ６２９） （２１ ５０８） （２１ ３２０）
ＬｎＺｆ ０ ４３２∗∗∗ ０ ３６９∗∗∗ ０ ３８３∗∗∗

（８ ０１９） （７ ７２６） （６ ０１）
ＬｎＪｒ ０ １１０∗∗∗ ０ ０８７∗∗ ０ ０７６

（２ ８５４） （２ ５８０） （１ ６２４）
Ｐｏｗ×ＬｎＺｆ －０ ５９３∗∗∗ －０ ６４１∗∗∗

（－６ ９６７） （－３ ７７０）
Ｐｏｗ×ＬｎＪｒ ０ ０４８

（０ ３２６）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２５ ３８９ ４４ ６４９ ４２ ８１５
模型 ＦＥ ＦＥ ＦＥ
Ｒ２ ０ ８３４ ０ ８７５ ０ ８７５
Ｆ 值 ３７ ６１７ ４９ ４９３ ４６ ９６４

注：表中 ｔ 值为括号内数值，∗∗∗、∗∗和∗各代表 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根据列（１ ２）政府 Ｒ＆Ｄ 资助对企业 Ｒ＆Ｄ 支出的激励效应为 ０ ３６９－０ ５９３
Ｐｏｗ，将 Ｐｏｗ 的均值代入这个公式，就可以得到，政府 Ｒ＆Ｄ 资助对企业 Ｒ＆Ｄ 支出的激励效应为 ０ １７７，根据列（１ ３）金融信贷对企业 Ｒ＆Ｄ 支出
的激励效应为 ０ ０７６＋０ ０４８Ｐｏｗ，将 Ｐｏｗ 的均值代入这个公式，就可以得到，金融信贷对企业 Ｒ＆Ｄ 支出的激励效应为 ０ ０９２，其余的采用同样的
方法得出。

２、“应用研究”阶段的回归结果

表 ３ 为政府 Ｒ＆Ｄ 资助、金融信贷对专利申请数影响的估计结果，（２ ２）、（２ ３）列中加入了产权比例差

异。 本文采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法，将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比较，本文采用第一列为固定效应模

型，而其余的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做法。 （２ １）列中，政府 Ｒ＆Ｄ 资助与金融信贷的系数分别为 ０ ２４８、０ ０１０，说
明两者的增加均会增加企业技术创新的专利申请数，而且二者的影响效果都较为显著。 政府 Ｒ＆Ｄ 资助每增

加 １％，企业技术创新申请数增加 ０ ２４８％，金融信贷每增加 １％，企业技术创新申请数增加 ０ ０１０％。 而且，政
府资助的影响效果是好于金融信贷的。 （２ ２）、（２ ３）列中，政府资助的偏效应分别为 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４，政府

Ｒ＆Ｄ 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依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２ ２）列金融信贷的偏效应不显著，（２ ３）列中金

融信贷的偏效应为－０ ００４，说明金融信贷的影响是不稳定的。 不仅如此，结果显示出金融信贷的影响要弱于

该情况下的政府 Ｒ＆Ｄ 资助影响，其中的原因在于银行对高新企业贷款条件相对苛刻［２８］，各种的限制性条款

多，并且银行为了拖延时间减少对高技术企业信贷风险，往往规定非常复杂的信贷手续，变相设计出阻碍这些

企业信贷的时间成本，让企业感到费时费力；同时，银行规定这些企业的信贷期限相对较短，作为高技术企业

Ｒ＆Ｄ 投资信贷成本太高。 因此，这类高技术企业的借款额度比较小，高技术企业 Ｒ＆Ｄ 投入所需要的资金不

能全部由银行解决，再加上高技术企业初期发展阶段的风险较大，银行根本不愿意给这类企业贷款。 这就使

得银行贷款大部分流向了有足够还款能力的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低，使得其影响效果不佳。
综合来说，在加入交互项的（２ ２）、（２ ３）列中，系数均为负，说明对于国有产权比例越大的企业，政府

Ｒ＆Ｄ 资助与金融信贷对其创新产出的效果越不显著，而且政府资助的效果要优于银行资助。
３、“生产发展”阶段的回归结果

表 ４ 为政府 Ｒ＆Ｄ 资助、金融信贷对新产品销售收入影响的估计结果。 （３ ２）、（３ ３）列中，同上也加入了

产权比例。 本文仍使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两种选择结果显示，表中的前两列

固定效应模型选择，第三列是随机效应模型选择。 （３ １）列中，政府 Ｒ＆Ｄ 资助与金融信贷的系数分别为－
０ １３７、０ ０４，政府 Ｒ＆Ｄ 资助的增加，反而不利于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增加。 这就是一些人认为的政府资助

的挤出效应，即使在前两个阶段，政府 Ｒ＆Ｄ 资助的增加有利于企业开发研究新的专利数的增加，但由于新技

术的风险较高，很多专利并未作为新产品开发实际使用。 政府的大量资助，一部分作为研究开发，而很大一部

分可能被用在企业认为更能创造效益的地方。 而金融信贷的影响效应则并不显著，原因应同上面的应用研究

阶段，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３ ２）、（３ ３）列中，政府资助的偏效应分别为－０ １５３、－０ １２２，政府 Ｒ＆Ｄ 资助

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依旧具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 金融信贷的偏效应则仍然不显著。 说明金融信贷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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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是不稳定的［２９］，而且金融信贷的影响作用弱于相应情形的政府 Ｒ＆Ｄ 资助［３０］，原因都是基本相同的。
表 ３　 政府 Ｒ＆Ｄ 资助、金融信贷对专利申请数的影响回归结果

（２ １） （２ ２） （２ ３）

常数 ｃ －３ ２１１∗∗∗ －２ ８８３∗∗∗ －２ ７４６∗∗∗

（－８ １６５） （－８ ５４０） （－８ ０４３）
ＬｎＫ ／ Ｌ ０ ８７１∗∗∗ ０ ７４４∗∗∗ ０ ７４９∗∗∗

（１２ ５０８） （１０ ８４４） （１１ ０３２）
ＬｎＺｆ ０ ２４８∗∗∗ ０ ２３９∗∗∗ ０ １４３∗∗

（４ ０７４） （４ ５１４） （２ ０５９）
ＬｎＪ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９６∗∗

（０ ２４３） （０ ７１５） （１ ９９３）
Ｐｏｗ×ＬｎＺｆ －０ ４２９∗∗∗ －０ １５０

（－６ ５５７） （－１ ０３２）
Ｐｏｗ×ＬｎＪｒ －０ ３１０∗∗

（－２ １４２）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５０ ５５３ ８ ４１９ ９ ７１０
模型 ＦＥ ＲＥ ＲＥ
Ｒ２ ０ ８４０ ０ ８５８ ０ ８６３
Ｆ 值 ３７ ２５９ ４０ ７７７ ４０ ３７６

注：括号内数值为 ｔ 值，∗∗∗、∗∗和∗分别表示 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根据列（２ ２）政府 Ｒ＆Ｄ 资助对企业 Ｒ＆Ｄ 支出的激励效应为 ０ ２３９－
０ ４２９ Ｐｏｗ，将 Ｐｏｗ 的均值代入这个公式，就可以得到，政府 Ｒ＆Ｄ 资助对企业 Ｒ＆Ｄ 支出的激励效应为 ０ １，根据列（２ ３）金融信贷对企业 Ｒ＆Ｄ 支
出的激励效应为 ０ ０９６－０ ３１０Ｐｏｗ，将 Ｐｏｗ 的均值代入这个公式，就可以得到，金融信贷对企业 Ｒ＆Ｄ 支出的激励效应为－０ ００４，其余的采用同样
的方法得出。

表 ４　 政府 Ｒ＆Ｄ 资助、金融信贷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

（３ １） （３ ２） （３ ３）

常数 ｃ １ １５１∗∗∗ １ １４９∗∗∗ １ ０５∗∗∗

（３ １８７） （３ ２２４） （２ ７０４）
ＬｎＫ ／ Ｌ ０ ３９８∗∗∗ ０ ３６５∗∗∗ ０ ３５９∗∗∗

（５ ２４６） （４ ３６８） （３ ８９）
ＬｎＺｆ －０ １３７∗∗∗ －０ １２６∗∗ －０ １１５

（－２ ６３１） （－２ ３６２） （－１ ５３７）
ＬｎＪｒ ０ ０４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６

（１ １７２） （１ １９６） （０ ５９３）
Ｐｏｗ×ＬｎＺｆ －０ ０８２ －０ ０２３

（－１ ０７５） （－０ １１６）
Ｐｏｗ×ＬｎＪｒ ０ ０２７

（０ １７４）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５ ３１ ７ ４５ ２４ ４３７
模型 ＲＥ ＲＥ ＦＥ
Ｒ２ ０ ８０８ ０ ８０８ ０ ８０８
Ｆ 值 ２５ ９７ ２４ ５９９ ２３ ３５４

注：ｔ 值为括号内数值，∗∗∗、∗∗和∗各自表示 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根据列（３ ２）政府 Ｒ＆Ｄ 资助对企业 Ｒ＆Ｄ 支出的激励效应为－０ １２６－０ ０８２
Ｐｏｗ，将 Ｐｏｗ 的均值代入这个公式，就可以得到，政府 Ｒ＆Ｄ 资助对企业 Ｒ＆Ｄ 支出的激励效应为－０ １５３，根据列（３ ３）金融信贷对企业 Ｒ＆Ｄ 支出
的激励效应为 ０ ０２６＋０ ０２７Ｐｏｗ，将 Ｐｏｗ 的均值代入这个公式，就可以得到，金融信贷对企业 Ｒ＆Ｄ 支出的激励效应为 ０ ０３５，其余的采用同样的
方法得出。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三个不同阶段的研究，本文认为政府 Ｒ＆Ｄ 资助与金融市场信贷对高技术企

业发展的不同创新阶段都有一定影响，然而，实证结果显示，政府 Ｒ＆Ｄ 资助对高技术企业自身 Ｒ＆Ｄ 投入

的带动效应相对更大。 政府资助在三个阶段的弹性系数分别为 ０ ４３２、０ ２４８、－０ １３７，表明政府资助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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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高技术企业自身 Ｒ＆Ｄ 投入的效果依次为：“基础研究”阶段优于“应用研究”阶段；“应用研究”阶段优于

“生产发展”阶段。 政府资助在“基础研究”阶段对高技术企业自身 Ｒ＆Ｄ 投入带动效果更为显著。 高技术

产业创新具有高风险特点，决定了政府资助在“基础研究”阶段起到了公共产品的作用，稳定了高技术产业

中企业自身的 Ｒ＆Ｄ 投资信心。 “应用研究”阶段和“生产发展”阶段，高技术企业在前期政府资助下，能够

发现所开发产品的潜在价值，企业自身的 Ｒ＆Ｄ 投资才会明显增加［３１］ 。 尽管“应用研究”阶段和“生产发

展”阶段，政府的 Ｒ＆Ｄ 投资作用存在一定弱化，但在三个阶段中，政府资助相对金融市场信贷都在发挥更

为积极作用。
金融市场信贷在高技术产业创新的三个阶段中，发挥的作用不同于政府 Ｒ＆Ｄ 资助。 实证分析显示，金融

市场信贷较政府资助作用较小。 金融市场信贷的弹性系数分别为：０ １１、０ ０１、０ ０４。 这说明金融市场信贷在

“基础研究”阶段对企业自身 Ｒ＆Ｄ 投入带动作用相对较大；“应用研究”阶段相对较小，“生产发展”阶段更

小。 分析其中原因，可能存在“基础研究”阶段下，政府资助力度大，已经对金融市场信贷起到隐形担保作用，
而在“应用研究”阶段和“生产发展”阶段，由于政府资助减少，金融信贷的隐形担保力度减小造成的。 这也说

明了政府在高技术产业创新中比金融市场起到更为重要作用。
此外，在不同产权结构下，国有产权比例相对高的企业，政府和银行的作用对企业自身 Ｒ＆Ｄ 投入影响效

果都较差。 这可能是国有企业责、权、利仍然不明确，企业对 Ｒ＆Ｄ 投入比较被动，缺乏足够激励制度造成的。
针对以上结论，本文提出：政府在“基础研究”阶段的资助是必要的。 它奠定了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

不仅必要，而且政府要对“基础研究”阶段的高技术企业加大支持力度，为高技术产业创新融资奠定基础，同
时，还需要考虑企业由“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过度阶段的引导问题，采取积极措施激励企业将研究成果转

化为实际利润，减少前期的资本浪费。
在金融市场作用方面，本文提出：政府在加大力度扶持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同时，要鼓励通过金融市场信贷

支持高技术产业发展，即不仅要制定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在“基础研究”阶段参与支持高技术产业创新，而且在

“应用研究”阶段也要继续支持技术创新。 政府要组织金融机构与政府合作建立高技术产业创新融资平台，
建立高技术产业创新的长效融资机制，保证高技术产业融资开展创新活动的顺利进行。

针对不同产权比例的影响，本文提出：政府对国有产权比例高的企业要加强资助的约束，同时提高政府资

助和金融市场信贷对中小型非国有企业的支持力度。 落实企业平等待遇政策的根本是政府减少干预企业的

创新活动，更为精准发挥引导作用。
本文不足：该研究从高技术产业创新不同阶段考察了政府资助与金融信贷对高技术产业影响，一定程度

上解释了政府与市场对产业发展的作用，但在数据选取方面还有局限，需要进一步突破数据统计口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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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品牌社区知识贡献意愿研究：
基于动机和匹配的整合视角

沈校亮　 厉洋军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随着价值共创理念在企业实践中的普及，基于用户自生成内容的价值共创行为推动着虚

拟品牌社区的快速发展。 为了深入理解虚拟品牌社区用户知识贡献意愿的驱动因素，本文通过

引入个人－环境匹配理论和动机理论的整合视角，识别了互补性匹配和一致性匹配两个理论维

度，构建了基于虚拟品牌社区用户自我决定动机的中介作用模型，并进一步论证了用户亲社会

动机的调节效应。 基于 ４８０ 份问卷调查数据，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互补性匹配和一致性匹配正向

影响用户参与知识贡献的内部和外部动机，并进而显著作用于虚拟品牌社区用户知识贡献意

愿。 对中介和调节作用的进一步检验发现，互补性匹配和一致性匹配对用户知识贡献意愿的影

响均受到内部动机的中介，并且两种类型的匹配与内部动机的关系均被用户的亲社会动机所削

弱。 本文的研究工作拓展了当前虚拟品牌社区用户知识贡献研究的理论视角，指出了个人－环

境匹配在提升用户贡献、推动价值共创中的重要作用，并揭示了个人－环境匹配对于用户价值

共创行为的作用过程和边界条件，为虚拟品牌社区管理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个人－环境匹配；自我决定动机；亲社会动机；知识贡献；虚拟品牌社区；价值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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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

引　 言

随着社会化媒体的普及和迅速发展，企业逐渐意识到品牌社区在增强品牌与消费者联系、获取消费者使

用经验与建议等方面的重要性。 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比如小米、魅族、ＳＡＰ、Ｐ＆Ｇ、Ｓｔａｒｂｕｃｋｓ 等开始主动建

立品牌社区，来管理消费者的贡献。 在虚拟品牌社区中，品牌经理能通过激励用户参与产品设计、品牌营销和

服务管理等价值共创活动，推动品牌的发展和壮大［１，２］。 因此，虚拟品牌社区逐渐成为企业战略性的营销资

源。 相对于消费者自发建立的品牌社区，企业主动建立的品牌社区存在一定的不足。 一方面，企业在丰富社

区内容时，不可避免地会增加社区运营成本。 比如，通用公司最近宣布每年将投入３ ０００万美元来管理其品牌

社区中的内容，并削减其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上每年约１ ０００万美元的广告预算［３］。 另一方面，企业主动建立的品牌

社区内用户贡献主动性要低于消费者自发建立的品牌社区［４－６］。 因此，对于品牌商而言，如何建立并运营虚

拟品牌社区，使得用户愿意主动参与社区贡献，进而促进品牌的持久成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实际上，学术界对此问题已经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些经典的理论，比如社会资

本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影响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等已被国内外学者用来解释虚拟社区内用户参与贡献

的机制［７－９］。 比如，周军杰［８］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从环境因素和个人认知因素出发，研究了其他退休人员参与

行为、自我效能和期望收益对虚拟社区退休人员知识贡献的影响机制。 然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较多地关注

于个人或环境因素对用户贡献意愿（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ＷＴＣ）的影响，却忽略了个人和环境的匹配程度

对贡献意愿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用户参与社区贡献是个人和社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会根据个人

和环境因素的匹配程度来决定是否参与社区贡献，并非由单方面的因素决定［１０］。 因此，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

缺，本文将引入个人－环境匹配理论（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ｉｔ ｔｈｅｏｒｙ，ＰＥＦ），研究用户与社区的互补性匹配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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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匹配如何影响其参与社区贡献的意愿。 ＰＥＦ 是组织行为学中关于工作设计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框架，其强调组织的社会环境特征（如奖惩制度、晋升制度、员工行为准则、文化价值体系等）通过与员工的能

力、需求、价值观等相结合，共同对员工的组织行为和态度产生显著影响［１１］。 在构建虚拟品牌社区的需求分

析阶段，品牌管理者将根据目标用户的需求和潜在能力来设计品牌社区的功能模块，并确定社区的价值定位。
因此，虚拟品牌社区顶层设计能否匹配用户的特质，将会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进而影响其参与社区贡献的意

愿。 所以，个人－环境匹配理论将为研究虚拟品牌社区用户参与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个人与社区匹配的潜在作用在于可能会促使用户参与社区贡献，但是用户因感知到与社区存在匹配而积

极参与社区贡献的深层心理动机是什么？ 不同的动机在匹配对贡献意愿作用路径中起到的作用是否存在差

异？ 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自我决定理论是一个研究个人动机比较完整的框架［１２］。 因此，本文将构建

自我决定动机在个人－环境匹配与贡献意愿间的中介作用模型，揭示个人－环境匹配影响贡献意愿的深层作

用机制。 同时，鉴于网络的开放性，用户贡献的知识将成为品牌社区中的公共品，社区内任何人都可以消费该

知识［４］。 因此，用户在品牌社区中进行知识贡献，可以看成是一种向品牌社区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为。 这种将

个体服务于他人，从而利于他人的个体倾向称为亲社会动机（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ＰＳＭ） ［１３］。 动机信息处理理

论表明，亲社会动机有助于跳出个体视角的局限，并能增强个体从他人的角度进行换位思考和观点整合［１４］。
因此，亲社会动机作为一种个体特质，被认为能调节个人感知与自我行为之间的关系［１５，１６］。 沿着这个研究思

路，本文将进一步检验亲社会动机对个人－环境匹配与自我决定动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个人－环境匹配影响虚拟品牌社区用户贡献意愿的具体作用机制，其中，主要

检验了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在个人－环境匹配影响用户贡献意愿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并检验了亲社会动机在

个人－环境匹配影响用户自我决定动机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在理论上丰富现有关于个人－
环境匹配与自我决定动机的研究，并在管理上为品牌管理者激励用户参与网络社区贡献提供具有操作化的

建议。

理论基础和文献回顾

１、个人－环境匹配理论

个人－环境匹配衡量的是个人特征和其所处环境特征的匹配的程度［１１］。 研究发现，当个人特征与环境特

征匹配时，个人在环境中的态度和行为都会表现得积极，导致社区承诺、工作满意以及正向绩效等［４，１１］。
根据研究情景的不同，个人－环境匹配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１０，１１］。 其中，马丽［１７］ 基于个人－环境匹配理

论建立了工作－家庭匹配和平衡模型，深入探讨了个体、工作、家庭和组织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在塑造工作家庭

关系体验方面的作用。 这种分类方法是基于特定情境的，比如个人－工作匹配、个人－群组匹配和个人－个人

匹配等［１１］。 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学者从概念上对匹配进行了分类。 比如，Ｍｕｃｈｉｎｓｋｙ 和 Ｍｏｎａｈａｎ［１８］ 将个人－
环境匹配分为互补性匹配（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ｉｔ，ＣＦ）和一致性匹配（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ｉｔ，ＳＦ）。 其中，互补性匹配衡

量的是个人和环境互相满足对方所有或者部分需求的相容性；一致性匹配指的是个人特征（人格、目标、人生

观、价值观、态度等）和环境特征（氛围、价值观、目标、规范、文化等）之间的相似性。 个人能成功融入环境，是
因为互补性匹配能够使个人和环境认识到彼此的价值，而一致性匹配又能够促进个人和环境相互认同。
Ｂｅａｓｌｅｙ 等［１９］进一步总结出了广义的个人－环境匹配模型（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ｉｔ ｓｃａｌｅ，ＧＥＦＳ）。 该模型认为，
互补性匹配可分为环境需求与个人能力匹配（能力匹配，ｄｅｍａｎｄ⁃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ｉｔ，ＤＡＦ）、个人需求与环境供给匹配

（需求匹配，Ｎｅｅｄ⁃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Ｆｉｔ，ＮＳＦ）以及个人在环境中的独特角色（独特角色，ｕｎｉｑｕｅ ｒｏｌｅ，ＵＲ）；一致性匹配则

分为价值观一致性（ｖａｌｕｅ ｃｏｎｇｒｕｅｎｃｅ，ＶＣ）、人际相似性（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ＩＳ）。
ＧＥＦＳ 从概念上为研究个人－环境匹配理论提供了一个完整、有效的框架，改变了以往研究变量混乱不全

的局面。 并且，相对于基于特定情境的个人－环境匹配类型，ＧＥＦＳ 应用范围更广，更具一般性，且已被研究证

明具有良好的解释力［２０］。 因此，本文将选取 ＧＥＦＳ 作为个人－环境匹配的衡量指标。 并且，根据 Ｊａｒｖｉｓ 等［２１］

给出的形成型构念标准，本文将互补性匹配和一致性匹配定义为二阶形成型构念。 其中，能力匹配、需求匹配

及独特角色分别为互补性匹配的反映型子潜变量；价值观一致性和人际相似性为一致性匹配的反映型子潜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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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自我决定理论

在以往的研究中，自我决定理论主要用来解释人们自我决定行为的动机过程［１２］。 自我决定是个体基于

自身需要和环境信息所做出的自由选择。 因此，自我决定理论非常强调自我潜能在个人行为选择中的能动作

用。 自我决定动机主要分为内部动机（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Ｍ）和外部动机（ ｅｘ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ＥＭ）两大部

分［１２］，并被广泛地运用在解释个人行为的研究中，比如消费者行为［２２，２３］、知识贡献［２４，２５］ 和组织行为［２６－２８］ 等，
具有良好的理论解释力。

在虚拟品牌社区中，用户决定参与社区贡献，总期待能从贡献行为中获得内部或外部的收益［２５］，进而形

成了知识贡献的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 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虚拟性，相对于传统组织内员工的贡献行为，虚
拟品牌社区内的贡献行为纯粹是一种个人自愿行为［４，２９］。 因此，自我决定动机将起到更为明显的作用。 自我

决定理论在其他情景下知识共享领域的成功应用，表明了该理论能够有效地、合理地解释虚拟品牌社区用户

参与社区贡献的意愿。 所以，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从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出发，研究个人－环境匹配影

响用户参与社区贡献的具体作用机制。
３、亲社会动机

亲社会动机来源于动机信息处理理论，指的是个人期望帮助别人的意愿，主要反映在宜人性人格特征、同
情心、乐于助人的态度以及关心他人的品质上［１３］。 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已经证实亲社会动机将显著正

向影响个人亲社会行为［３０］。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人格特质，亲社会动机还可以对个人行为起到调节作

用［１５，１６］。 比如，张喆和贾明［１６］认为，亲社会动机低的员工，其顾客导向型服务行为更易受到正面情绪的影响。
特别地，作为两种都不追求外部奖励的动机类型，内部动机和亲社会动机经常被学者混为一谈，亲社会动

机甚至被认为是内部动机的一种特殊形式［３１，３２］。 然而，亲社会动机和内部动机反映了个体行为不同方面的

心理作用机制。 其中，个人行为的亲社会动机关注于服务他人的渴望，而内部动机则是基于个人的兴趣和行

为本身的乐趣。 因此，亲社会动机至少在自主调节程度、目标导向和时间焦点三个方面与内部动机存在显著

差异［１３］。 具体说来，当个人持有内部动机时，其行为动机主要是基于执行该行为过程中的乐趣和愉悦感；而
当个人持有亲社会动机时，其行为动机主要旨在让他人获益，关注的是行为结果的意义。 在虚拟品牌社区中，
用户参与社区贡献是一种提供公共服务并利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对于亲社会动机高的用户而言，提供服务过

程的乐趣并不是其提供服务的直接动机。 从这方面来说，如果不区分亲社会动机和内部动机对个人行为的影

响，可能将无法完整揭示用户参与社区贡献深层的心理机制。 因此，本文将亲社会动机和内部动机视作两种

不同的行为动机，并进一步检验亲社会动机对个人－环境匹配与自我决定动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模型及假设提出

１、自我决定动机和用户知识贡献意愿

本文将自我决定动机概括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 内部动机指的是个体进行某项活动主要是出自其内

心对活动本身内在的一些愿望、想法和感受而引发的动机，并与个体内部因素比如兴趣、愉悦感和满足感有

关［１２］。 因此，当个人对某项行为感兴趣，觉得做这件事非常快乐时，个人将非常愿意从事这项行为［２２，３３］。 刘

芬等［３３］认为感知娱乐性可以作为用户使用移动优惠券过程中的一种内部动机，并认为消费者在使用移动优

惠券过程中愉快的消费体验将提高消费者使用优惠券的意愿。 在虚拟品牌社区中，参与社区贡献的内部动机

意味着用户能从贡献的过程中感受到贡献本身的乐趣。 因此，我们认为参与社区贡献的内部动机对个体的贡

献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与内部动机不同，外部动机不是由活动本身而是由活动外部刺激或其他外部原因激发产生的动机［１２］。

在以往的研究中，外部动机一直作为影响知识共享的重要因素而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研究发现，
个人会因为知识贡献能获得外部回报，从而乐于参与知识贡献［２２，２４］。 因此，在虚拟品牌社区中，我们认为，当
用户参与品牌社区贡献并获得他们期望的回报时，外部动机将与用户参与贡献意愿正向相关。 综上所述，我
们有如下假设：

假设 １ａ：在虚拟品牌社区中，用户参与贡献的内部动机会正向影响用户贡献意愿；
假设 １ｂ：在虚拟品牌社区中，用户参与贡献的外部动机会正向影响用户贡献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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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个人－环境匹配和自我决定动机

本文将个人－环境匹配概括为互补性匹配和一致性匹配。 互补性匹配指的是个人和环境拥有的资源或

能力可以互相满足对方的要求［１８］，主要包括能力匹配、需求匹配和独特角色三个维度［１９］。 个人和环境在能

力和需求上出现互补性匹配，意味着个人和环境相对于对方具有一定的价值［１８］。 其中，能力匹配强调个人能

力能够满足环境的要求，体现的是个人对社区价值；独特角色强调的是用户在环境中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与

成员的实际工作能力无关，代表其他成员对其独特贡献的评价［１９，３４］，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体现个人对社区的价

值；需求匹配强调的是环境资源满足个人需求的能力，体现的是社区对个人的价值。
以往研究指出，这种价值来源于互补性带来的社会增强作用［３５］。 一般来说，人与人一旦开始交往，其所

建立的人际关系能否持续，取决于双方需求是否得到相对满足。 当相处对双方都有助益即存在所谓的社会增

强作用时，个人会感知到与对方相处的价值和乐趣，双方的关系便有继续的可能［３５］。 在虚拟品牌社区中，当
个人和社区存在能力和需求互补时，这种互补性会让用户觉得参与社区互动是一件快乐并有意义的事情，其
参与社区贡献的内部动机会得到提高；同时，互补性带来的社会增强作用，将对用户有所助益，进而提高其参

与社区贡献的外部动机。 因此，本文假设如下：
假设 ２ａ：在虚拟品牌社区中，互补性匹配会正向影响用户参与贡献的内部动机；
假设 ２ｂ：在虚拟品牌社区中，互补性匹配会正向影响用户参与贡献的外部动机。
一致性匹配指的是个人和环境之间的相似性［１８］，主要包括价值观一致和人际相似性两个维度［１９］。 一致

性匹配强调个人和组织间的认同感和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也将显著影响用户自我决定动机的形成。
其中，价值观一致意味着个人与组织的目标和价值观是一致的。 当个人价值观和目标刚好是组织倡导的

时候，个人会感觉到参与组织互动的过程是舒服并令人愉快的［３６］，其参与组织活动的内部动机就会得到提

高。 另一方面，组织内资源的分配和成员的行为准则，一般由组织倡导的价值观和树立的目标来确定［３７］。 当

个体与组织价值观一致时，个体更容易了解组织的资源分配准则和倡导行为，这将极大地方便个体获取组织

奖励和报酬，从而对个体形成外部动机带来正向影响。 人际相似性则强调的是个人与其他成员背景的相似

性。 已有研究表明，个人倾向于被具有与自身相同的人口统计背景和心理背景的群体所吸引，并信任他们，这
将降低与他人交往风险和交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并带来有效且令人放松的沟通，同时这也方便个体获得其

他成员的支持和帮助［１９，３８］。 因此，在虚拟品牌社区中，当用户与社区存在一致性匹配时，这种一致性会使得

用户享受参与社区的过程，形成贡献知识的内部动机；同时，一致性匹配也方便用户获得组织奖励和其他成员

的帮助，进而正向作用于用户参与贡献的外部动机。 因此，本文假设如下：
假设 ２ｃ：在虚拟品牌社区中，一致性匹配会正向影响用户参与贡献的内部动机；
假设 ２ｄ：在虚拟品牌社区中，一致性匹配会正向影响用户参与贡献的外部动机。
３、自我决定动机的中介作用

假设 １ａ－１ｂ 和假设 ２ａ－２ｄ 表明自我决定动机在个人－环境匹配与贡献意愿之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具体说来，当用户感知到与社区的互补性匹配和一致性匹配时，用户会享受参与社区贡献的过程，并且贡献知

识也会给自己带来回报，用户参与社区贡献的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将会得到提高，进而愿意在社区中贡献自

己的知识。 因此，自我决定动机是用户因感知到与社区存在匹配而参与贡献的深层心理机制。 也就是说，用
户首先会因为感知到与社区存在匹配而形成自我决定动机，进而才会愿意在社区中贡献知识，即个人－环境

匹配必须通过或者至少部分通过促使用户形成自我决定动机才会对贡献意愿施加影响。 这种作用机制说明

个人自我决定动机将在个人－环境匹配影响贡献意愿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以往关于动机的研究也证实了

自我决定动机在个人对外界环境的认知影响自身行动选择的过程中的中介作用［２２，３９］。 鉴于此，本文认为在

虚拟品牌社区中，用户自我决定动机将中介个人－环境匹配对贡献意愿的作用，即：
假设 ３ａ：在虚拟品牌社区中，内部动机中介了互补性匹配对用户贡献意愿的作用；
假设 ３ｂ：在虚拟品牌社区中，外部动机中介了互补性匹配对用户贡献意愿的作用；
假设 ３ｃ：在虚拟品牌社区中，内部动机中介了一致性匹配对用户贡献意愿的作用；
假设 ３ｄ：在虚拟品牌社区中，外部动机中介了一致性匹配对用户贡献意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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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亲社会动机的调节作用

自我决定指的是人们在了解自我需求并掌握外部环境信息的基础上，按照自我意志对自我行为做出的选

择［１２］。 因此，自我决定动机的形成将不仅受个人对环境信息认知的影响［２３，３９］，也将受个人特质的影响［３３］。
特别地，如上文所言，用户参与社区知识贡献可视作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为，因此用户亲社会动机的大小将影响

其自我决定动机的形成。 并且，亲社会动机作为一种助人为乐、慷慨付出的个体特质［１３］，已被广泛证实会调

节个人对环境感知与自我行为之间关系［４０，４１］。 特别地，Ｇｒａｎｔ 和 Ｂｅｒｇ［４１］强调，亲社会动机越高，个人行为选择

越会被自身情绪、直觉和冲动所左右，而受深思熟虑、分析和理性评估的影响较小。 沿着这个研究思路，本文

进一步认为，在虚拟品牌社区中，亲社会动机将调节用户与社区匹配对自我决定动机的作用。
具体来说，本文认为相比亲社会动机高的个体而言，亲社会动机低的个体其自我决定动机的形成更容易

受到个人－环境匹配的影响。 通常，当亲社会动机较高时，个人会更加关注他人的利益，并觉得帮助别人对自

己来说是件快乐的事情，因此会提高知识贡献行为的内部动机；同时，由于自身也能从知识贡献行为中获得他

人的尊重，提高自己的声誉，因而会提高知识贡献行为的外部动机［１４，１５］。 因此，当亲社会动机较高时，个体所

采取的是启发式处理信息方法（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ＨＰＡ），即个人行为的依据主要受情绪、直觉和冲

动的影响，但对客观环境的认知并不敏感［２７，４１］。 此时，用户与社区的互补性匹配和一致性匹配这两种对客观

环境的认知对内外部动机的影响相对较小。 基于以上论述，在虚拟品牌社区中，亲社会动机高的用户自我决

定动机的形成受个人－环境匹配的影响相对较小。
然而，当亲社会动机较低时，个体将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利益，其行为将更加理性［１５，４１］，因而不会因为个人

情绪、直觉和冲动而感觉到知识贡献过程的乐趣，其知识贡献行为的内部动机将不会得到提高。 同时，亲社会

动机较低的个体会综合评估贡献行为给自己带来的回报，主动帮助别人的渴望、冲动和情感不够强烈，因而较

少有机会获得正向的外部评价，则无法提高其知识贡献行为的外部动机［４０，４１］。 也就是说，当亲社会动机较低

时，用户知识贡献行为内外部动机的形成受亲社会动机的影响较小。 因此，当亲社会动机较低时，个体所采取

的是理性处理信息方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ＲＰＡ），即个人行为的依据主要受深思熟虑、分析和理性

评估的影响，个体对环境的认知是其行为决策的主要依据［１５，４０］。 所以，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当用户亲社

会动机较低时，他们更可能由于与社区存在互补性匹配而感觉到知识贡献行为是愉快的，且互补性匹配带来

的社会增强作用将对个人有所助益，因而将显著提高其知识贡献的内外部动机［３５］。 同样地，他们也可能会因

为与社区存在一致性匹配而觉得参与社区贡献是舒服并令人愉快的［３６］，且方便其获得组织支持［３８］，其知识

贡献的内外部动机同样将得到提高。 基于以上论述，在虚拟品牌社区中，亲社会动机低的用户自我决定动机

的形成受个人－环境匹配的影响相对较大。
综合以上假设推理，本文认为当亲社会动机较高时，内外部动机受个人－环境匹配影响相对较小，而当亲

社会动机较低时，内外部动机受个人－环境匹配的影响相对较大。 因此，本文得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４ａ：在虚拟品牌社区中，亲社会动机削弱了互补性匹配对用户内部动机的作用；
假设 ４ｂ：在虚拟品牌社区中，亲社会动机削弱了互补性匹配对用户外部动机的作用；
假设 ４ｃ：在虚拟品牌社区中，亲社会动机削弱了一致性匹配对用户内部动机的作用；
假设 ４ｄ：在虚拟品牌社区中，亲社会动机削弱了一致性匹配对用户外部动机的作用。
本文的理论模型及相关假设见图 １。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用网上问卷调查法，并将小米社区（ｂｂｓ．ｘｉａｏｍｉ．ｃｎ）用户作为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收集模型

检验所需数据。 作为中国大陆最典型的虚拟品牌社区，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小米社区共拥有 ７ ０００ 万注册用

户，社区日发帖量超过 １０ 万条，总帖数更是达到 ３ 亿条。 在小米社区中，社区管理者希望用户能积极参与到

市场调研、产品开发、测试、传播、营销、公关和客户服务等多个环节，这些环节都需要用户拥有一定的知识背

景、产品经验和相关技术等个人能力。 同时，当用户完成社区设定的相关任务后，社区会给予用户相应的奖励

与报酬，如社区积分、专属权限和购买优惠等。 值得注意的是，获取社区奖励和报酬并不是用户参与社区活动

的唯一目的，很多用户参与社区活动主要是因为他们认同小米提倡的“为发烧而生”、“我们把用户当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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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本文研究模型

“让用户尖叫”等价值理念，参与社区活动使得他们作为“米粉”（小米产品的忠实用户）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得

到满足。 依靠社区用户的积极贡献，小米公司成功引领了一股“粉丝经济学”的浪潮，并迅速把小米打造成了

知名品牌。
由于本文各构念的测量项主要改编自英文文献（见表 ２），而问卷调查在中国大陆进行，因此我们首先

将英文问卷翻译成了中文版本，并采用“翻译—回译”的方法来确保中英文版本的一致性。 在进行正式数

据收集之前，为了检验问卷的表面效度，研究人员邀请了市场营销、管理信息系统领域的学者和部分小米

社区用户进行了小规模的访谈和预调研，并基于反馈意见细化问卷措辞，保证问卷在问题表述、问卷结构

及逻辑层次上的合理性，进而形成最终问卷。 其中，所有测量项均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衡量，１ 代表“非常

不同意”，７ 代表“非常同意”。 在正式收集数据阶段，研究人员首先在网上问卷平台录入问卷，生成邀请链

接。 由于无法获取小米社区所有注册用户的邮件清单，研究人员整理了半年内曾在小米社区各个版块参

与过社区活动的用户名单，并向这些用户发送邀请链接。 同时，通过与社区版主合作，在各个版块和讨论

区发布问卷邀请信息，以吸引潜在社区用户的参与。 最终，本研究共收集到 ４８０ 份有效问卷，样本基本统

计信息见表 １。
表 １　 样本基本统计信息

变量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变量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年龄

受教育

程度

虚拟品

牌社区

经验

男 ２４６ ５１ ３
女 ２３４ ４８ ７
＜１８ ８ １ ７

１８－２２ １８１ ３７ ７
２３－２５ ８５ １７ ７
２６－３０ １４０ ２９ ２
＞３０ ６６ １３ ８

高中及以下 ２６ ５ ４
大专 ９４ １９ ６
本科 ３３６ ７０ ０

硕士及以上 ２４ ５ ０
＜３ 个月 ６６ １３ ８
３－６ 个月 ９５ １９ ８
７－１２ 个月 １０６ ２２ １
１－２ 年 １３７ ２８ ５
＞２ 年 ７６ １５ ８

平均每周

访问次数

平均每次

逗留时间

所在

用户组

＜１ ２８ ５ ８
１－３ １６６ ３４ ６
４－６ １０８ ２２ ５
＞６ １７８ ３７ １

＜１０ 分 １１４ ４０ ４
１０－２０ 分 １５４ ３２ １
２０－４０ 分 １３２ ２７ ５
＞４０ 分 ８０ １６ ７
Ｌｖ．１ １２６ ２６ ３
Ｌｖ．２ ７２ １５ ０
Ｌｖ．３ １０３ ２１ ５
Ｌｖ．４ ５４ １１ ３
Ｌｖ．５ ４７ ９ ８
Ｌｖ．６ ２１ ４ ４
Ｌｖ．７ １０ ２ １
其他 ４７ ９ ８

数据分析及假设检验

１、测量模型的估计

在本文研究模型中，互补性匹配和一致性匹配被定义为二阶形成型构念，其余各构念被定义为反映型构

念。 反映型构念和形成型构念的测量原理存在明显差异，测量项之间的关系也不相同［２１，４２］。 因此，必须采取

不同的检验方法来评估反映型构念和形成型构念测量模型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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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反映型构念的测量模型分析

针对反映型构念测量模型的检验，以往的研究提供了成熟的测量方法，主要通过计算组合信度（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Ｒ）、克朗巴哈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ＣＡ）、平均提取方差（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ＡＶＥ）以及载荷等

指标来衡量构念的内部一致性、聚合效度［４３］。 由表 ２ 可知，所有测量指标都符合要求。 其中，ＣＲ 最小值为

０ ８６７，大于 ０ ７；ＣＡ 最小值为 ０ ７７２，大于 ０ ７。 这都说明各构念的内部一致性较高，是可靠的测度工具［４３］。
另外，ＡＶＥ 最小值为 ０ ６６７，大于 ０ ５；同时，每一个测量项的载荷都显著大于 ０ ７５。 这说明各构念具有足够

的聚合效度［４３］。
表 ２　 反映型构念测量模型检验结果

构念 测量项 载荷 来源

能力匹配

ＣＲ＝ ０ ９１４
ＡＶＥ＝ ０ ７２７
ＣＡ＝ ０ ８７５

需求匹配

ＣＲ＝ ０ ９０６
ＡＶＥ＝ ０ ７６２
ＣＡ＝ ０ ８４４

独特角色

ＣＲ＝ ０ ９３６
ＡＶＥ＝ ０ ７８６
ＣＡ＝ ０ ９０９

人际相似性

ＣＲ＝ ０ ９０２
ＡＶＥ＝ ０ ６９８
ＣＡ＝ ０ ８５６

价值观一致

ＣＲ＝ ０ ９０８
ＡＶＥ＝ ０ ７６６
ＣＡ＝ ０ ８４８

ＤＡＦ１ 我的个人能力和教育背景能很好地满足小米社区对我的要求 ０ ８３７∗∗∗

ＤＡＦ２ 我有能力达到小米社区对我的要求 ０ ８３４∗∗∗

ＤＡＦ３ 我的个人技能与小米社区对我的要求之间是非常匹配的 ０ ８５７∗∗∗

ＤＡＦ４ 我能够满足小米社区对我的要求 ０ ８８２∗∗∗

ＮＳＦ１ 小米社区实现了我的需求 ０ ８７６∗∗∗

ＮＳＦ２ 小米社区所提供给我的正好是我所需要的 ０ ８８２∗∗∗

ＮＳＦ３ 小米社区具备吸引我的特质 ０ ８６０∗∗∗

ＵＲ１ 我向小米社区贡献了独特的价值 ０ ８９３∗∗∗

ＵＲ２ 我的独特性有助于促进小米社区的成功 ０ ８６４∗∗∗

ＵＲ３ 我为小米社区的成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０ ８９１∗∗∗

ＵＲ４ 我在小米社区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０ ８９８∗∗∗

ＩＳ１ 小米社区中的其他成员跟我很相似 ０ ８２８∗∗∗

ＩＳ２ 小米社区中的其他成员与我没有太大的不同 ０ ８１６∗∗∗

ＩＳ３ 我与小米社区中的其他成员没有太大的不同 ０ ８５３∗∗∗

ＩＳ４ 我与小米社区中的其他成员非常相似 ０ ８４４∗∗∗

ＶＣ１ 我的个人价值与小米社区是相似的 ０ ８８０∗∗∗

ＶＣ２ 我的价值观让我更易于融入小米社区 ０ ８７４∗∗∗

ＶＣ３ 小米社区的价值观体现了我个人的价值观 ０ ８７３∗∗∗

Ｂｅａｓｌｅｙ 等［１９］

外部动机

ＣＲ＝ ０ ８６７
ＡＶＥ＝ ０ ６８６
ＣＡ＝ ０ ７７２

ＥＭ１ 我为小米社区做贡献是因为我可以获得一些奖励如积分 ０ ８１３∗∗∗

ＥＭ２ 我为小米社区做贡献是因为我可以提高个人声誉 ０ ８８１∗∗∗

ＥＭ３ 我为小米社区做贡献是因为我可以得到其他人的帮助作为回报 ０ ７８９∗∗∗

Ｂｏｃｋ 等［２４］

内部动机

ＣＲ＝ ０ ９２２
ＡＶＥ＝ ０ ７９８
ＣＡ＝ ０ ８７３

ＩＭ１ 我发现参加小米社区的互动是令人快乐的 ０ ９１４∗∗∗

ＩＭ２ 参加小米社区互动的过程是令人愉快的 ０ ８９０∗∗∗

ＩＭ３ 参加小米社区的互动是有趣的 ０ ８７５∗∗∗

Ｒａｙ 等［４４］

亲社会动机

ＣＲ＝ ０ ９０９
ＡＶＥ＝ ０ ６６７
ＣＡ＝ ０ ８７４

ＰＳＭ１ 在参加可能对他人有益的活动时，我会受到激励 ０ ７８１∗∗∗

ＰＳＭ２ 我喜欢参加那些可能对其他人有益的活动 ０ ８６８∗∗∗

ＰＳＭ３ 我更加喜欢参加那些对他人产生积极影响的活动 ０ ８５０∗∗∗

ＰＳＭ４ 我会竭力参加那些可以提升他人幸福感的活动 ０ ８２１∗∗∗

ＰＳＭ５ 有机会利用自己的能力使他人获益对我来说很重要 ０ ７５７∗∗∗

Ｇｒａｎｔ 和
Ｓｕｍａｎｔｈ［４５］

贡献意愿

ＣＲ＝ ０ ９００
ＡＶＥ＝ ０ ７５１
ＣＡ＝ ０ ８３４

ＷＴＣ１ 我想去回答小米社区中其他成员的问题 ０ ８６１∗∗∗

ＷＴＣ２ 我很有可能回答小米社区中其他成员的问题 ０ ８５８∗∗∗

ＷＴＣ３ 我愿意回答小米社区中其他成员的问题 ０ ８８１∗∗∗

Ｔｏｎｇ 等［２５］

注：∗∗∗ｐ＜０ ００１；∗∗ｐ＜０ ０１；∗ｐ＜０ ０５。

本文进一步通过比较构念 ＡＶＥ 的平方根与其他构念的相关系数来检验构念的区分效度。 由表 ３ 可知，各
构念 ＡＶＥ 的平方根都大于该构念与其他所有构念之间的相关系数，这说明了测量模型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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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各构念相关系数表

Ｍ Ｓ．Ｄ ＤＡＦ ＥＭ ＩＭ ＩＳ ＮＳＦ ＰＳＭ ＵＲ ＶＣ ＷＴＣ
ＤＡＦ ５ ３６９ ０ ８９０ ０ ８５３
ＥＭ ５ ３２５ １ ００７ ０ ３９０∗∗ ０ ８２８
ＩＭ ５ ９０４ ０ ８７５ ０ ４３３∗∗ ０ ２５７∗∗ ０ ８９３
ＩＳ ４ ９９５ １ ０１８ ０ ４００∗∗ ０ ３４７∗∗ ０ ２９３∗∗ ０ ８３５
ＮＳＦ ５ ４５３ ０ ９５７ ０ ４８７∗∗ ０ ２９９∗∗ ０ ５６４∗∗ ０ ４０５∗∗ ０ ８７３
ＰＳＭ ５ ８８２ ０ ７９９ ０ ４０５∗∗ ０ ２１３∗∗ ０ ６２６∗∗ ０ １９３∗∗ ０ ４６９∗∗ ０ ８１６
ＵＲ ５ ２３２ １ ０２３ ０ ６６７∗∗ ０ ４４２∗∗ ０ ４２４∗∗ ０ ４０１∗∗ ０ ５００∗∗ ０ ４０５∗∗ ０ ８８７
ＶＣ ５ ３０３ ０ ９９５ ０ ５１４∗∗ ０ ２８９∗∗ ０ ５５２∗∗ ０ ３７３∗∗ ０ ６６９∗∗ ０ ４９８∗∗ ０ ５０３∗∗ ０ ８７５
ＷＴＣ ５ ８１１ ０ ８２７ ０ ４２７∗∗ ０ ２７１∗∗ ０ ６７５∗∗ ０ ２７８∗∗ ０ ５１６∗∗ ０ ５２９∗∗ ０ ４００∗∗ ０ ４８８∗∗ ０ ８６７

注：１．对角线标黑数字为对应构念 ＡＶＥ 的平方根；２．Ｍ 表示均值；Ｓ．Ｄ 表示标准差；３．∗∗ｐ＜０ ０１；４．ＤＡＦ＝能力匹配；ＥＭ＝外部动机；ＩＭ＝内部动机；
ＩＳ＝人际相似性；ＮＳＦ＝需求匹配；ＰＳＭ＝亲社会动机；ＵＲ＝独特角色；ＶＣ＝价值观一致；ＷＴＣ＝贡献意愿。

（２）形成型构念的测量模型分析

本文利用 Ｐｅｔｔｅｒ 等［４２］提供的方法来检验形成型构念的结构信度和效度，该方法的有效性在其他学者的

研究中得到了证实［２０，４６，４７］。 为了检验形成型构念的结构效度，本文利用各子潜变量均值作为其对应二阶形

成型构念的测量项，根据形成型构念子潜变量的权重及载荷来检验形成型构念的结构效度。 其中，权重代表

的是子潜变量的相对重要性，而载荷指的是子潜变量的绝对重要性［４６］。 由表 ４ 可知，各子潜变量在其对应的

二阶形成型构念上的权重和载荷在统计上都显著，这表明所有子潜变量都对其理论对应的二阶构念具有相对

和绝对的重要性，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４６］。
为了检验形成型构念的结构信度，本文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４２，４６］，结果表明互补性匹配各子潜变量的

膨胀方差因子值分别为 １ ９１２，１ ４１３ 和 １ ９４３，一致性匹配各子潜变量的 ＶＩＦ 值分别为 １ １６１ 和 １ １６１，均小

于 １０，满足要求［４８］。 因此，多重共线性没有影响形成型构念的结构信度。 另外，考虑到各子潜变量在概念上

都有不同的意义，其有效性和可靠性也得到过以往学者的验证［１９，２０］。 因此，本文形成型构念具有较高的结构

信度。
表 ４　 二阶形成型构念子潜变量的权重和载荷表

构念 子潜变量 权重 ｔ 值 载荷 ｔ 值

互补性匹配

能力匹配 ０ ２８９ ３ １６５ ０ ７９６ １６ １８４
需求匹配 ０ ５４１ ７ ４５２ ０ ８６４ ２４ ５２７
独特角色 ０ ３６５ ４ ０１７ ０ ８２８ ２２ ７５２

一致性匹配
人际相似性 ０ ３５７ ５ ０４８ ０ ６５９ １１ ９６５
价值观一致 ０ ８１１ １６ ８０３ ０ ９４４ ４０ ８７０

２、假设检验

在假设检验中，本文首先分别以内部动机、外部动机为因变量，以互补性匹配、一致性匹配为自变量，进行

层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５。 由表 ５ 可知，个人－环境匹配对自我决定动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见模型 １ 和模

型 ５），假设 ２ａ－２ｄ 成立。
表 ５　 个人－环境匹配、亲社会动机与自我决定动机关系检验结果（Ｎ＝４８０）

因变量：内部动机 因变量：外部动机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常量） －１ ２３６∗∗∗ －０ ３７７ －０ ２９８ －０ ３１５ －０ ５６７∗ ０ １９８ ０ ２４５ ０ ２３９
性别 ０ ０９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５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５
年龄 －０ ０５６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３ ０ ０５８ ０ １０１∗ ０ ０９９∗ ０ １００∗

教育背景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１ －０ １２７∗∗ －０ １４５∗∗ －０ １４７∗∗ －０ １４７∗∗

访问频率 ０ ２４３∗∗∗ ０ １２１∗∗ ０ １１３∗∗ ０ １１７∗∗ ０ ２０６∗∗∗ ０ １０３∗ ０ ０９８ ０ １００
逗留时间 ０ １７８∗∗ ０ ０４８ ０ ０６５ ０ ０５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９ －０ ０４９ －０ ０５３
社区经验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４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２
成员等级 －０ ００９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０ －０ ０７２ ０ ０４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３
ＣＦ ０ ３８０∗∗∗ ０ ２０１∗∗∗ ０ ２１９∗∗∗ ０ １９６∗∗∗ ０ ３３５∗∗∗ ０ ３５１∗∗∗ ０ ３６２∗∗∗ ０ 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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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内部动机 因变量：外部动机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ＳＦ ０ ２０６∗∗∗ ０ １５８∗∗ ０ １５０∗∗ ０ １７６∗∗∗ ０ １２９∗ ０ １３３∗ ０ １２９∗ ０ １４５∗

ＰＳＭ ０ ４３４∗∗∗ ０ ３８４∗∗∗ ０ ３９９∗∗∗ －０ ０３８ －０ ０６８ －０ ０６２
ＰＳＭ∗ＣＦ －０ １２４∗∗∗ －０ ０７５
ＰＳＭ∗ＳＦ －０ ０８４∗ －０ ０５６
Ｒ２ ０ ３８０ ０ ５１１ ０ ５２４ ０ ５１６ ０ ２５４ ０ ２５５ ０ ２６０ ０ ２５８
ΔＲ２ ０ １３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ΔＦ２ ３１ ９６∗∗∗ １２５ ５３∗∗∗ １３ １０∗∗∗ ５ ６９∗∗∗ １７ ７８∗∗∗ ０ ６５ ３ ０６ １ ６６

注：∗∗∗ｐ＜０ ００１；∗∗ｐ＜０ ０１；∗ｐ＜０ ０５；ＣＦ＝互补性匹配；ＳＦ＝一致性匹配；ＰＳＭ＝亲社会动机。

为了验证亲社会动机的调节作用，本文分别以内外部动机为因变量，以互补性匹配、一致性匹配、亲社会

动机及其交互项为自变量进行层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５。 在解释内部动机时，互补性匹配与亲社会动机交

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见模型 ３），且相对于模型 ２，模型 ３ 的 Ｒ２ 增加了 １ ３％。 因此，亲社会动机负向调节互补

性匹配对内部动机的作用，假设 ４ａ 成立。 同理，模型 ４ 表明亲社会动机负向调节一致性匹配对内部动机的作

用，假设 ４ｃ 成立。 在解释外部动机时，匹配与亲社会动机的交互项系数都不显著（见模型 ７－８），假设 ４ｂ、假
设 ４ｄ 不成立。 综上所述，亲社会动机负向调节了个人－环境匹配对内部动机的作用，如图 ２ 与图 ３ 所示。

图 ２　 亲社会动机调节互补性匹配—内部动机示意图 图 ３　 亲社会动机调节一致性匹配—内部动机示意图

为了验证自我决定动机的中介作用，本文采用的是分步检验法［４９］。 首先，以贡献意愿为因变量，以互补

性匹配、一致性匹配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个人－环境匹配与贡献意愿之间的主效应。 由表 ６ 可知，
个人－环境匹配对贡献意愿的主效应显著为正（见模型 ９－１０）。 其次，以贡献意愿为因变量，以中介变量内部

动机、外部动机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中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表 ６ 表明内部动机对贡献意愿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见模型 １１），外部动机对贡献意愿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见模型 １２）。 因此，自我决定动机

对贡献意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假设 １ａ－１ｂ 成立。 最后，以贡献意愿为因变量，以个人－环境匹配、自我决定

动机为自变量，进行中介作用分析。 结果表明，内部动机对贡献意愿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且互补性匹配、
一致性匹配的回归系数显著变小（见模型 １３ 和模型 １５），表明内部动机部分中介了互补性匹配、一致性匹配

对贡献意愿的作用，假设 ３ａ、假设 ３ｃ 成立；外部动机对贡献意愿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见模型 １４ 和模型 １６），
且都没有通过 Ｓｏｂｅｌ 检验（ ｚ１ ＝ －０ ４１７，ｐ＝ ０ ６７６＞０ ０５；ｚ２ ＝ ０ ４９２，ｐ＝ ０ ６２３＞０ ０５）。 因此，外部动机无法中介

个人－环境匹配对贡献意愿的作用，假设 ３ｂ、假设 ３ｄ 不成立。
表 ６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Ｎ＝４８０）

因变量：贡献意愿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模型 １３ 模型 １４ 模型 １５ 模型 １６
（常量） －０ ５６２∗ －０ ８９０∗∗∗ －０ ６３１∗∗ －１ ２９０∗∗∗ －０ ４０３ －０ ５５９∗ －０ ５３３∗ －０ ８８５∗∗∗

性别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３
年龄 ０ ０８１ ０ ０５４ ０ ０６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８０∗ ０ ０８３ ０ ０６９ ０ ０５１
教育背景 －０ ０８０∗ －０ ０５７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５ －０ ０５０ －０ ０８３∗ －０ ０３８ －０ ０５２
访问频率 ０ １６８∗∗∗ ０ ２１６∗∗∗ ０ １３２∗∗ ０ ２４６∗∗∗ ０ １０９∗∗ ０ １７０∗∗∗ ０ １２５∗∗ ０ ２１０∗∗∗

逗留时间 ０ ０７７ ０ ０８５ ０ ０２８ ０ １３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７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８７
社区经验 ０ ０４１ ０ ０５４ ０ ０７４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０ ０ ０ ４１ ０ ０６７ ０ ０５３
成员等级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４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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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贡献意愿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模型 １３ 模型 １４ 模型 １５ 模型 １６
互补性匹配 ０ ４６７∗∗∗ ０ ２００∗∗∗ ０ ４７４∗∗∗

一致性匹配 ０ ３８６∗∗∗ ０ １３９∗∗∗ ０ ３７１∗∗∗

内部动机 ０ ６１２∗∗∗ ０ ５１０∗∗∗ ０ ５４６∗∗∗

外部动机 ０ １７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４１
Ｒ２ ０ ３５８ ０ ３０９ ０ ５００ ０ １９９ ０ ５２５ ０ ３５８ ０ ５１４ ０ ３１０
ΔＲ２ ０ １６７ ０ ０００ ０ ２０５ ０ ００１
ΔＦ２ １３５ ４４∗∗∗ ９２ ４９∗∗∗ ３０８ ０１∗∗∗ １５ ４９∗∗∗ １６５ ２７∗∗∗ ０ １７４ １９８ ３７∗∗∗ ０ ９３７

注：∗∗∗ｐ＜０ ００１；∗∗ｐ＜０ ０１；∗ｐ＜０ ０５。

研究结论与讨论

１、主要结论与意义

首先，本文整合了个人－环境匹配理论和动机理论，建立了虚拟品牌社区用户知识贡献模型。 结果表明，
互补性匹配和一致性匹配将正向影响用户参与社区贡献的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并且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将

进一步会正向影响用户贡献意愿。 在虚拟品牌社区中，用户通过参与产品设计、测试、营销、客服等价值共创

环节，极大地推动了社区和品牌的发展。 因此，识别用户参与社区贡献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对于品牌商而

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经典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多是从个体心理或社会环境单一视角来研究用户参与贡

献的动机，忽视了个人和环境之间的互补性和一致性对用户知识贡献的影响。 本文把个人－环境匹配理论和

动机理论结合起来，引入到虚拟品牌社区知识贡献的研究领域，这一方面将吸引更多的学者和企业重视虚拟

品牌社区中用户贡献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也为未来知识贡献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强调社区和

用户之间的匹配对贡献意愿的作用。
其次，本文检验了自我决定动机在个人－环境匹配与贡献意愿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发现，内部动机

会部分中介个人－环境匹配对贡献意愿的作用，而外部动机不存在这种中介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虚拟品牌社

区的特性所造成的。 虚拟品牌社区建立在品牌共同消费者对该品牌的兴趣和热爱的基础上，用户参与社区贡

献并不是仅仅为了获得外部奖励或报酬［４，２９］。 这也体现在表 ６ 中内部动机解释了贡献意愿 ５０％的方差变异

（见模型 １１），而外部动机仅解释了贡献意愿 １９ ９％的方差变异（见模型 １２）。 由此可见，外部动机不是个人

因为感知到与社区存在匹配而贡献知识的深层心理原因。 因此，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在个人－环境匹配与贡

献意愿之间起到的不同的中介作用，将有利于深入理解个人－环境匹配影响用户亲社会行为的内部作用机

制，对丰富当前的个人－环境匹配理论研究，构建新的个人－环境匹配作用模型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
最后，本文特别强调了亲社会动机与内部动机的不同，并进一步检验了亲社会动机在个人－环境匹配影

响自我决定动机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结果显示，用户亲社会动机削弱了个人－环境匹配对内部动机的作用，
而无法调节个人－环境匹配对外部动机的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亲社会动机和外部动机的内涵决定的。 亲社

会动机代表的是个人帮助别人的渴望，而外部动机指的是个人帮助别人主要是为了获得奖励和报酬。 亲社会

动机高的人可能会因为助人行为给自身带来一定的奖励和报酬，但是这些奖励和报酬并不是亲社会动机高的

人帮助别人的目的。 因此，亲社会动机的高低并不会影响用户外部动机形成的过程，这也解释了表 ５ 中亲社

会动机与外部动机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见模型 ６－８）。 亲社会动机负向调节了个人－环境匹配对内部动机

的作用，这一结论一方面为以往旨在辨别亲社会动机与内部动机之间差异的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持，进而为构

建同时考虑个体不同行为动机的复杂研究模型建立了基础；另一方面进一步阐明了个人－环境匹配对个人内

部动机形成的深层作用机制，在理论上丰富了现有关于个人－环境匹配理论和动机理论的研究。
２、管理启示

首先，虚拟品牌社区的高速发展离不开用户积极的知识贡献。 因此，品牌管理者应该做出最大努力来激

励社区成员积极参加社区贡献，让用户参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担任价值共创者的角色。 研究指出，用户参加

社区贡献的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都会正向影响用户贡献意愿，特别地，内部动机还部分中介了个人－环境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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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对用户贡献意愿的作用，外部动机则不存在这种中介作用。 因此，品牌管理者应该同时使用精神激励和物

质激励的手段促使用户积极参与社区贡献，并特别注意提高用户的内部动机。
其次，个人与社区存在的互补性匹配和一致性匹配对于用户自我决定动机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品牌管理者应该从用户－社区匹配的角度来搭建和运营虚拟品牌社区。 具体而言，在搭建虚拟品牌社

区的需求分析阶段，要着重关注目标用户的潜在能力与需求，以用户－社区互补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用户提

供流畅的社区体验。 同时，在虚拟品牌社区的运营阶段，品牌管理者应重点关注社区的公共意识的形成，注意

社区舆论导向，适当加以引导，以确保社区倡导的目标和价值观与多数用户保持一致。
最后，亲社会动机将负向调节互补性匹配和一致性匹配对用户参与社区贡献内部动机的作用。 因此，社

区管理者应根据用户亲社会动机的高低，制定不同的策略来激发用户形成参与社区贡献的内部动机。 具体来

说，对于亲社会动机高的用户，他们将非常慷慨地帮助别人，也更容易自发地形成参与社区贡献的内部动机。
所以，社区管理者应该珍视亲社会动机高的用户，并为其内部动机的形成创造有利的条件，比如改善参与社区

贡献的条件，使得知识贡献的过程变得更为方便、轻松、有趣等。 对于亲社会动机低的用户，其内部动机的形

成受用户－社区匹配的影响较大。 所以，社区管理者应该努力提高这些用户在虚拟品牌社区中所感知到的互

补性匹配和一致性匹配。
３、研究局限与展望

首先，为了保持模型的可控和简洁，本研究将用户自我决定动机分成了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两个部分。
然而，以往的研究表明还可进一步对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进行细分［１２］。 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学者可以继

续深入研究个人－环境匹配和不同维度的自我决定动机的作用机理，进一步理清虚拟品牌社区用户行为意愿

的作用机制，完善虚拟社区用户行为研究。
其次，本研究主要研究的是虚拟品牌社区中用户贡献意愿的影响因素，并从个人－环境匹配理论和动机

理论整合的角度出发，详细地阐述了虚拟品牌社区中互补性匹配和一致性匹配对用户贡献意愿的作用机制。
然而，本研究并没有考虑用户的贡献意愿对实际贡献行为的影响。 鉴于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学者可进一步从

品牌社区网站中抓取用户贡献行为数据，将本文的模型进一步延伸，探讨用户实际行为的影响机制。
再次，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 该方法操作方便，过程可控，收集到的数据可靠性强且易于分

析，在市场营销学、社会心理学、管理信息系统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但是，该方法本身的自选择偏差特

性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样本响应偏差问题。 因此，未来的研究工作可以综合其他研究方法，比如社会网络分析

或准实验研究等，通过收集社区活跃用户和不活跃用户的行为数据，对本文的研究模型进行检验和改进。
最后，由于该问卷调查面向中国大陆的虚拟品牌社区用户，单一的文化背景特征可能会影响本文研究结

论的一般性和推广性。 一般认为，中国大陆是一个集体主义文化氛围较浓厚的地区，这种集体主义倾向可能

会导致用户积极贡献的意愿要强于其他文化背景地区。 因此，本文建议未来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对跨文化差异

展开探讨。

参考文献：
［１］　 Ｓｋåｌéｎ Ｐ．， Ｐａｃｅ Ｓ．， Ｃｏｖａ Ｂ． Ｆｉｒｍ⁃Ｂｒ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Ｊ］．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

ｋ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５，４９（３ ／ ４）：５９６⁃６２０
［２］　 Ｓｃｈａｕ Ｈ． Ｊ．， Ｍｕñｉｚ Ｊｒ Ａ． Ｍ．， Ａｒｎｏｕｌｄ Ｅ． Ｊ． Ｈｏｗ Ｂｒ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Ｃｒｅａｔｅ Ｖａｌｕ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２００９，７３

（５）：３０⁃５１
［３］　 Ｂａｌｄｕｓ Ｂ． Ｊ．， Ｖｏｏｒｈｅｅｓ Ｃ．， Ｃａｌａｎｔｏｎｅ 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Ｂｒ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６８（５）：９７８⁃９８５
［４］　 Ａｌｍｅｉｄａ Ｓ． Ｏ． Ｄ．， Ｍａｚｚｏｎ Ｊ． Ａ．， Ｄｈｏｌａｋｉａ Ｕ．， ｅｔ 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ｎ Ｆｉｒｍ⁃Ｍａｎ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

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ｄ Ｂｒ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Ｊ］． ＢＡＲ⁃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３，１０（２）：１９５⁃２１８
［５］　 黄敏学，廖俊云，周南． 社区体验能提升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吗？不同体验成分的作用与影响机制研究［Ｊ］． 南开管理评论，

２０１５，１８（３）：１５１⁃１６０
［６］　 甘文波，沈校亮． 虚拟社区用户知识隐藏行为影响因素研究［Ｊ］． 情报杂志， ２０１５，３４（１１）：１６８⁃１７４
［７］　 Ｃａｏ Ｘ．， Ｇｕｏ Ｘ．， Ｌｉｕ Ｈ．，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Ｉｎ⁃



１８０６００００２１２００９ ０９ 沈校亮．ｆｂｄ

第 １０ 期 沈校亮，等：虚拟品牌社区知识贡献意愿研究：基于动机和匹配的整合视角 ９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２０１５，１７（２）：３５１⁃３６２
［８］　 周军杰． 虚拟社区退休人员的知识贡献：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研究［Ｊ］． 管理评论， ２０１６，２８（２）：８４⁃９２
［９］　 Ｃｈｅｎｇ Ｚ．， Ｇｕｏ 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 Ｒｏｕｔｅ Ｍｏｄｅｌ［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０１５，４３：２２９⁃２４１
［１０］　 Ｓｈｉｎ Ｙ． Ａ 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ｉｔ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４，３０（５）：７２５⁃７４３
［１１］　 Ｏｈ Ｉ． Ｓ．， Ｇｕａｙ Ｒ． Ｐ．， Ｋｉｍ Ｋ．， ｅｔ ａｌ． Ｆｉｔ Ｈａｐｐｅｎｓ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Ｆｉｔ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Ｗｏｒｋ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Ｊ］．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ｏｇｙ， ２０１４，６７（１）：９９⁃１５２

［１２］　 Ｄｅｃｉ Ｅ． Ｌ．， Ｒｙａｎ Ｒ． Ｍ．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ｃａｌｅ：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１９８５，１９（２）：１０９⁃１３４

［１３］　 Ｇｒａｎｔ Ａ． Ｍ． Ｄｏｅｓ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ｕｅｌ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Ｆｉｒ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ｉ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９３（１）：４８⁃５８

［１４］　 Ｂｅｃｈｔｏｌｄｔ Ｍ． Ｎ．， Ｄｅ Ｄｒｅｕ Ｃ． Ｋ． Ｗ．， Ｎｉｊｓｔａｄ Ｂ． Ａ．， ｅｔ 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ｕ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９９（４）：６２２⁃６３７

［１５］　 Ｚｈｕ Ｙ．， Ａｋｈｔａｒ Ｓ． Ｈｏｗ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ｒ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ｔｉ⁃
ｖ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０１４，３５（３）：３７３⁃３９２

［１６］　 张喆，贾明． 员工日常情绪与顾客导向型服务行为间关系研究：亲社会动机的调节作用［Ｊ］． 预测， ２０１３，３２（６）：８⁃１４
［１７］　 马丽． 工作－家庭匹配与平衡研究：基于个人－环境匹配的视角［Ｊ］． 管理评论， ２０１５，２７（２）：１３５⁃１４４
［１８］　 Ｍｕｃｈｉｎｓｋｙ Ｐ． Ｍ．， Ｍｏｎａｈａｎ Ｃ． Ｊ． Ｗｈａｔ Ｉｓ 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ｇｒｕｅｎｃ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Ｆｉｔ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１９８７，３１（３）：２６８⁃２７７
［１９］　 Ｂｅａｓｌｅｙ Ｃ． Ｒ．， Ｊａｓｏｎ Ｌ． Ａ．， Ｍｉｌｌｅｒ Ｓ． Ａ．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ｉｔ Ｓｃａｌｅ： Ａ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５０（１⁃２）：６４⁃７６
［２０］　 Ｓｈｅｎ Ｘ． Ｌ．， Ｌｉ Ｙ． Ｊ．， Ｓｕｎ 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ｉｔ ｉ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Ｏｎｌｉｎｅ Ｂｒ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Ｕｓｅｒｓ’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Ａ］． Ｖｏｇｅｌ Ｄ．， Ｇｕｏ Ｘ．， Ｌｉｎｇｅｒ Ｈ．， ｅｔ 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６

［２１］　 Ｊａｒｖｉｓ Ｃ． Ｂ．，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Ｓ． Ｂ．， 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 Ｐ． Ｍ．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Ｍｉ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３，３０（２）：１９９⁃２１８

［２２］　 Ｅｎｇｓｔｒöｍ Ｊ．， Ｅｌｇ Ｍ． Ａ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５，２９（６ ／ ７）：５１１⁃５２１

［２３］　 Ｗｈｉｔｅ Ｃ．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５，４９（１１ ／ １２）：１９２３⁃１９４０

［２４］　 Ｂｏｃｋ Ｇ． Ｗ．， Ｚｍｕｄ Ｒ． Ｗ．， Ｋｉｍ Ｙ． Ｇ．， ｅｔ 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Ｅｘ⁃
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ｏｒｓ， 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Ｊ］．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０５，２９（１）：８７⁃１１１

［２５］　 Ｔｏｎｇ Ｙ．， Ｗａｎｇ Ｘ．， Ｔａｎ Ｃ． Ｈ．， ｅｔ ａｌ．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ｎｌｉｎ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５０（７）：５６２⁃５７０

［２６］　 Ｎｉｅ Ｙ．， Ｃｈｕａ Ｂ． Ｌ．， Ｙｅｕｎｇ Ａ． Ｓ．，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Ｗｏｒｋ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ｒｋ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５０
（４）：２４５⁃２５５

［２７］　 Ｇｒａｎｔ Ａ． Ｍ．， Ｂｅｒｒｙ Ｊ． Ｗ．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ｔｈｅｒｓ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ｔｈｅｒ ｏｆ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１，５４（１）：７３⁃９６

［２８］　 段锦云，黄彩云． 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建言的影响机制再探：自我决定的视角［Ｊ］． 南开管理评论， ２０１４，１７（４）：９８⁃１０９
［２９］　 Ｍｕñｉｚ Ｊｒ Ａ． Ｍ．， Ｏ’Ｇｕｉｎｎ Ｔ． Ｃ． Ｂｒ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１，２７（４）：４１２⁃４３２
［３０］　 Ｅｓｔｅｖｅ Ｍ．， Ｕｒｂｉｇ Ｄ．， Ｖａｎ Ｗｉｔｔｅｌｏｏｓｔｕｉｊｎ Ａ．，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７６（１）：１７７⁃１８７
［３１］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Ｃ． Ｂ， Ｈｖｉｔｖｅｄ Ｊ．，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Ｌ． Ｂ．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Ｒｅｌａｔｅｓ ｔｏ Ｉｎ⁃

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９２（４）：７９０⁃８０６
［３２］　 Ｏｋｕｎ Ｍ． Ａ．， Ｋｉｍ Ｇ． 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ｎ Ｌｉｆｅ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Ｊ］．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１５６（３）：３２８⁃３３３



１８０６００００２１２００９ ０９ 沈校亮．ｆｂｄ

９４　　　 管理评论 第 ３０ 卷

［３３］　 刘芬，赵学锋，张金隆，等． 移动优惠券的消费者使用意愿研究：基于个人特征和动机的视角［Ｊ］． 管理评论， ２０１６，２８（２）：
９３⁃１０２

［３４］　 Ｋｒｉｓｔｏｆ⁃Ｂｒｏｗｎ Ａ．， Ｂａｒｒｉｃｋ Ｍ． Ｒ．， Ｋａｙ Ｓ． Ｃ． Ｗｈｅｎ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 Ａ Ｍｕｌｔｉ⁃Ｓａｍｐｌ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ｅｒｓｏｎ⁃
Ｔｅａｍ Ｆｉｔ ｏｎ Ｅｘｔｒａｖｅｒｓ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２００５，７３（４）：９３５⁃９５８

［３５］　 Ｋｅｌｌｅｙ Ｈ． Ｈ．， Ｔｈｉｂａｕｔ Ｊ． Ｗ．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 １９７８
［３６］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Ｂ．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Ｊ］．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７，４０（３）：４３７⁃４５３
［３７］　 Ｍａｌｂａšｉｃ′ Ｉ．， Ｒｅｙ Ｃ．， Ｐｏｔｏｃ̌ａｎ Ｖ．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１３０（２）：４３７⁃４４６
［３８］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Ｊ． Ａ．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ｎｇｒ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Ｅｆｆｅｃｔｓ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３１（１）：１６９⁃１８５
［３９］　 赵慧娟． 价值观匹配，能力匹配对情感承诺的影响机制研究［Ｊ］． 经济管理， ２０１５，３７（１１）：１６５⁃１７５
［４０］　 Ｍｅｇｌｉｎｏ Ｂ． Ｍ．， 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 Ａ．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ｓ Ａ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８９（６）：９４６⁃９５９
［４１］　 Ｇｒａｎｔ Ａ． Ｍ．， Ｂｅｒｇ Ｊ． Ｍ． 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Ｗｏｒｋ： Ｗｈｅｎ， Ｗｈｙ， ａｎｄ Ｈｏｗ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ｋｅｓ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 Ｃａ⁃

ｍｅｒｏｎ Ｋ．， Ｓｐｒｅｉｔｚｅｒ Ｇ．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Ｍ］．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４２］　 Ｐｅｔｔｅｒ Ｓ．， Ｓｔｒａｕｂ Ｄ．， Ｒａｉ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ｙ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 Ｊ］．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０７，３１

（４）：６２３⁃６５６
［４３］　 Ｆｏｒｎｅｌｌ Ｃ．， Ｂｏｏｋｓｔｅｉｎ Ｆ． Ｌ． Ｔｗ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ＬＩＳＲＥＬ ａｎｄ ＰＬ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Ｅｘｉｔ⁃Ｖｏ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Ｊ］．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８２，１９（４）：４４０⁃４５２
［４４］　 Ｒａｙ Ｓ．， Ｋｉｍ Ｓ． Ｓ．， Ｍｏｒｒｉｓ Ｊ． Ｇ．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Ｊ］．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２５（３）：５２８⁃５４６
［４５］　 Ｇｒａｎｔ Ａ． Ｍ．， Ｓｕｍａｎｔｈ Ｊ． Ｊ．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ｌｙ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ｒ Ｔｒｕｓｔ⁃

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９，９４（４）：９２７⁃９４４
［４６］　 Ｓｕｎ Ｙ．， Ｆａｎｇ Ｙ．， Ｌｉｍ Ｋ． Ｈ．， ｅｔ ａｌ． Ｕｓｅｒ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２３（４）：１１９５⁃１２１１
［４７］　 沈校亮，厉洋军． 智能健康硬件用户间歇性中止行为影响因素研究［Ｊ］． 管理科学， ２０１７，３０（１）：３１⁃４２
［４８］　 Ｄｉａｍａｎｔｏｐｏｕｌｏｓ Ａ．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ｔｏ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 Ｊ］．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１，３５（２）：３３５⁃３５８
［４９］　 Ｂａｒｏｎ Ｒ． Ｍ．， Ｋｅｎｎｙ Ｄ． Ａ．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６，５１（６）：１１７３⁃１１８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Ｂｒ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ｈｅｎ ＸｉａｏＬ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ｉ Ｙａｎｇｊｕ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ｕｓ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ｔ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ｂｒ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ｇａｉｎ ａ ｄｅｅｐ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ｎ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ｂｒ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ｉ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ｉ．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ｉｔ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ｉ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ｉｔ ａ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ｕｒ⁃
ｖｅｙ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４８０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ｏｎｌｉｎｅ ｂｒ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ｉｔ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ｉ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ｅｎ⁃
ｈａｎｃｅ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ｂｒ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ｉｔ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ｆｉ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ｂｒ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ｉｔ，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ｂｒ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１８０６００００２１２００７ ０７ 胡乐炜．ｆｂ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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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服务型企业知识共享能力形成
及作用过程研究

———权变理论视角

胡乐炜１，２ 　 赵　 晶１，２ 　 江　 毅１，２

（１．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２．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数字化商务管理研究中心，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要：以权变理论为研究视角，构建以知识共享能力为核心的理论模型，通过纳入关系治理和市

场动荡性变量，探究两者分别对知识共享能力形成和作用阶段的权变影响，基于 １３８ 份调查样

本，利用偏最小二乘法实证了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构建知识共享能力进而获取竞争优势的过

程。 研究发现，知识共享能力在 ＩＴ 整合和竞争绩效间起到中介传递作用；关系治理在 ＩＴ 整合

影响知识共享能力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环境动荡性对知识共享能力促进竞争绩效的过

程产生正向调节影响。
关键词：信息系统；互联网平台；ＩＴ 整合；关系治理；竞争绩效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６－１２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７１３７２１７４；７１０７２０８０）。
作者简介：胡乐炜，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赵晶（通讯作者），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江毅，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博士。

引　 言

随着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知识已成为企业创新不可或缺的

生产要素。 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相较于以往企业间通过架设专用系统，设置私有协议共享事务性信息的方

式，以新兴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互联网平台作为知识共享的载体，其所具备的可扩展性、标准化、高效能等特

征，不仅使企业获取知识的成本更低，并且能够促进企业间通过各种终端形式分享多维和丰富的知识，使企业

能敏锐地发掘市场机会，不断优化现有的产品和服务，挖掘新的价值点，进而获取竞争优势。 然而，企业间通

过知识共享创造价值的过程会受到伙伴关系、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１］。 例如，为了应对用户需求多变

的旅游消费市场，众信旅游战略投资穷游网，双方在一致的远景目标基础上，基于互联网平台不断深入共享市

场和产品知识。 穷游网基于海量用户数据所分析得出的市场知识促进了众信旅游相关资源的有效整合，提升

了其研发和推广旅游产品的效能［２］；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众信旅游在其网络分销渠道与途牛建立合作关

系，期望利用途牛平台分享品牌和产品知识提升其产品的竞争力。 然而双方在战略理念上存在冲突，甚至演

变出下架风波，阻碍了双方知识的进一步共享，产品质量也因此未得到有效改善［３］。 由此可见，互联网平台

在为企业间的知识共享提供基础的同时，也给企业重新审视企业间的关系治理及其对双方知识交互的协调控

制作用提出了挑战。 因此，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下，企业间如何通过有效的关系治理，帮助企业更好地利用互联

网技术构建知识共享能力，进而获取竞争绩效是业界亟待解决的管理问题。
对于企业间知识共享能力构建及价值创造问题，信息系统（ＩＳ）领域学者认为 ＩＴ 能促进企业间知识共享

的程度，有效提升企业获取和管理知识的能力，进而增进企业创新绩效［１，４，５］。 有学者将知识类型和知识共享

模式视为权变因素纳入到企业间知识共享的研究中［６］。 然而现存研究主要关注技术因素和知识属性对于知

识共享能力的影响，忽略了知识共享能力创造价值过程所处的合作环境［７］，无法准确描述 ＩＴ 使能知识共享能

力构建及价值创造过程［８，９］。 因此，有学者提出需要综合考虑 ＩＴ 和企业间关系对于知识共享的影响［８，９］，结
合互联网新情境，从关注 ＩＴ 使能知识共享能力过渡到伙伴关系与 ＩＴ 的匹配如何影响企业间知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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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服务型企业的市场导向特性更加显著，建立竞争优势过程中所需的知识更为多样，所以基于互联网

平台进行企业间知识共享的过程中，受到关系治理和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尤为明显，为了详尽地探究互联

网环境下企业间知识共享的特点，本研究选取服务型企业及其互联网平台伙伴为研究对象，重点围绕企业间

知识共享能力的形成和作用过程，并通过纳入关系治理、环境动荡因素，建立研究模型，试图从权变视角探究

企业间知识共享能力构建过程的作用特征与价值创造机理。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本文首先回顾 ＩＳ 领域企业间知识共享的研究现状，然后介绍本文理论基础———权变理论的发展历史及

其在 ＩＳ 领域的应用状况。
１、ＩＳ 领域企业间知识共享研究评述

ＩＳ 领域相关学者一直致力于探索 ＩＴ 与企业间知识共享的关联关系，认为基于 ＩＴ 的协调机制能够将商业

单元相互联系起来，提高了单元间协调的机会，进而提高了企业知识资源的丰富性和可达性［５］。 基于这种关

联逻辑，相关文献从战略联盟、供应链管理等角度探究 ＩＴ 在不同情境下对企业间知识共享的影响作用。 如

Ｍａｌｈｏｔｒａ 等在对企业柔性电子供应链的研究中发现 ＩＴ 不仅仅使得商务活动自动化，还能产生整合作用降低

来自合作伙伴处理有价值信息所需的努力，使企业间不仅仅传递重复的、与任务相关的信息，并且也进行“更
丰富、更高价值增值的信息交换”，进而增进了企业间知识共享［１０］。

随着新兴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外部市场动荡性持续增强，企业间知识共享的形成和作用机制日

趋复杂，该领域的研究开始关注 ＩＴ 在促进企业间知识共享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协调控制要素，如知识的类型和

知识共享模式等。 其中前者认为知识的不同类型，如知识的显性和隐性，会导致企业间的知识共享效果存在

差异，指出显性知识更适合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共享［１１］，而隐性知识由于具有情景性，晦涩性等特征，导致 ＩＴ
对于隐性知识共享的作用并不明显［１２］。 而后者从知识共享模式的角度探究单边共享和多边共享模式下的知

识共享规律［６］。 如 Ｏｓｈｒｉ 等认为单边知识共享模式主要出现在 ＩＳ 外包合作情境中，ＩＴ 很好地支持了客户企

业将自身的业务流程、组织结构等知识结合需求提供给供应商［１３］。 而 Ｍａｊｃｈｒｚａｋ 和 Ｊａｒｖｅｎｐａａ 的研究则指出

多边互惠形式下，基于 ＩＴ 的知识共享提升了知识转移的速度，加强了知识互补的效果［１４］。
不难发现，当前 ＩＳ 领域企业间知识共享研究呈现出以下趋势：即从关注 ＩＴ 对知识共享的直接作用向探

索 ＩＴ 与知识相关属性在知识共享中所起到的协调匹配作用转变，然而互联网情景中，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和

标准化程度大幅提升，伙伴间的交易和转换成本愈发低廉，企业能够更加自由地选择合作者进行数据交换，互
联网平台促进企业间知识更深化流通的功效会受到企业间关系的制衡［９，１５］。 同时，新兴 ＩＴ 技术的应用引发

了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加剧了市场环境的动荡性，知识共享在此环境中为企业所获得的效果尚待验

证［１６，１７］。 因此，本研究在现有的基于 ＩＴ 企业间知识共享价值创造的研究模式基础上，通过纳入关系治理和环

境动荡性因素，探究企业间知识共享能力的形成及作用机理。
２、理论基础：权变理论

权变理论形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强调组织决策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认为每个组织的内在要素和外部

环境各不相同，因而在管理活动中不存在适用于任何情景的原则和方法。 在管理实践中要根据组织所处环境

和内部条件的发展变化随机应变，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普适的管理方法。 成功管理的关键在于对组织内

外状况充分了解和施行有效的应变策略［１８］。
权变理论关注通过组织的各子系统内部及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组织和它所处环境之间的联系，由此来

确定各种变量的关系类型和结构类型。 它强调在管理中要根据组织所处的内外部条件随机应变，针对不同的

具体条件寻求最合适的管理模式、方案或方法［１８］。
近年来，在 ＩＳ 领域中权变理论主要应用于组织商务战略和组织 ＩＳ 战略的匹配问题研究。 如 Ｏｈ 和 Ｐｉｎ⁃

ｓｏｎｎｅａｕｌｔ 基于权变理论评估 ＩＴ 战略价值，部分证实了该理论优于使用 ＲＢＶ 理论评估 ＩＴ 战略价值［１９］。 Ｓａｂｈ⁃
ｅｒｗａｌ 和 Ｃｈａｎ 探寻了不同的商业战略与 ＩＳ 战略匹配对于可感知商业绩效的影响［２０］。 具体到企业间基于 ＩＴ
的知识价值实现研究中，权变理论关注企业在其所处的竞争和制度环境中所拥有的 ＩＴ 如何通过嵌入知识共

享流程创造价值。 如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 运用权变理论探究了环境因素（产品复杂性、环境包容性和市场变化）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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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间电子合作战略过程（专用资产构建和知识共享）的影响［２１］。 Ｓｔｏｅｌ 和 Ｍｕｈａｎｎａ 将环境状况视为权变因

素，研究了 ＩＴ 使能的内外部资源、技能和知识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２２］。 Ｋｉｍ 等利用权变模型实证了技术、组
织和环境因素在知识管理策略产生企业绩效过程中所起的影响［２３］。

以上文献综述说明利用权变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非 ＩＴ 因素（权变变量）对 ＩＴ 使能的价值创造过程的影

响。 因此，为了更好地探究企业如何在关系治理的影响下实现知识共享能力，以及市场环境对于知识共享能

力价值形成的影响，本研究以权变理论为理论基础，将关系治理与环境动荡视为组织因素，深入分析企业间

ＩＴ 使能知识共享能力构建及价值实现过程。

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

１、理论模型

根据对知识共享能力的研究综述，建立以知识共享能力为中介的 ＩＴ 价值创造过程模型，并基于权变理

论，纳入关系治理和环境动荡性两个调节变量，探究其分别对知识共享能力的形成和作用过程的权变效应，并
将企业规模和企业性质视为控制变量，更加客观地表征 ＩＴ 使能的知识共享能力对于企业竞争绩效的作用。
研究模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研究模型

本研究的模型中有五个变量，分别为：ＩＴ 整合、关系治理、知识共享能力、环境动荡性、竞争绩效。 该模型

包含了三个过程：一是以知识共享能力为中介的竞争绩效形成过程，二是关系治理对知识共享能力形成的调

节作用过程，三是环境动荡性在企业竞争绩效形成过程中的调节效应。 模型的变量解释见表 １。
表 １　 模型变量解释

变量 变量解释 文献依据

ＩＴ 整合

在软硬件集成的基础上通过互联网平台和网络媒介等

新兴交互技术支持企业间共享与合作的 ＩＴ 技术整合

程度。
Ｔｉｗａｎａ［２４］ 、Ｘｕｅ 等［２５］

知识共享能力
企业与合作伙伴通过互联网平台分享和交流相关知识、
技能的能力。 Ｃｈｅｎ 等［９］ 、Ｔｓａｉ［２６］

竞争绩效
企业在市场占有率、盈利能力和服务产品创新上与竞争

者的比较优势。
Ｆｉｃｈｍａｎ 和 Ｍｅｌｖｉｌｌｅ［２７］ 、Ｄａｔｔａ 和 Ｒｏｕ⁃
ｍａｎｉ［２８］

调节变量：关系治理
企业与合作伙伴通过信任、承诺和协作建立关系感情从

而保持双方基于共同目标的长期合作。 Ｇｏｏ 等［２９］ 、Ｚｈｏｕ 等［３０］

调节变量：环境动荡性
由市场中的竞争程度，以及用户需求变化所带来的不确

定性。 Ｘｕｅ 等［２５］ 、Ｍｉｔｈａｓ 等［１６］

２、研究假设

（１）知识共享能力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聚焦于互联网环境，将知识共享能力定义为企业与合作伙伴通过互联网平台分享和交流相关知

识、技能的能力［２６］。 ＩＳ 领域的相关研究关注知识能力，认为其是 ＩＴ 与企业绩效联系中的关键成功因素。
Ａｌａｖｉ 和 Ｌｅｉｄｎｅｒ 将企业的知识能力分为创造、存取、转换和应用四类，指出 ＩＴ 在促进企业知识能力从而获取

竞争优势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３１］。 Ｉｙｅｎｇａｒ 等从组织学习视角，将知识能力划分为知识转移和知识吸

收两个水平，实证了 ＩＴ 通过促进知识能力产生绩效［３２］。
ＩＴ 整合是 ＩＴ 在企业间环境中的重要体现，其是在软硬件整合的基础上通过互联网平台新兴交互技术支

持企业间在线合作的技术基础［２４，２５］。 前期的研究表明 ＩＴ 在企业间的应用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吸收、整合外部

知识资源，进而提升运作效率，增强市场机会发掘能力，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１０］。 在知识共享过程中，企业间

所使用的一致的软硬件接口和传输协议，促进了知识的快速转移和接收（如库存、销售方面的知识） ［３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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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ＩＴ 技术所具备的可扩展性使企业能够灵活加载软硬件功能，汇聚更丰富的异质性知识［８］。 在互联网情景

下，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高效能等特征使企业能够联结更多的合作伙伴，更充分地集成和扩展企业间软硬件

功能，深入广泛地分享知识。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ａ：ＩＴ 整合对于知识共享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有学者以企业资源理论为基础认为企业自身所拥有的知识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在当代，知识

被视为企业关键的战略资源，获取和利用更多知识的企业将获得竞争优势［３４］。 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产
品生产、销售流程日趋复杂，企业逐渐意识到与合作伙伴分享各种维度知识，促进企业间协同，能够有效提高

运作效率并持续对产品和服务进行创新［３３］。 知识管理领域的相关学者指出企业内部所拥有的具备因果模糊

性、自身相关性的独特知识是企业获得竞争力的源泉。 而新知识的获取成本很高并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企业

与其合作伙伴对知识的有效共享能够使企业资源的配置更加优化，增强知识的效应，进而能够低投入和低风

险的对知识进行获取，提升产品研发能力，利于企业竞争优势的产生［３５］。
互联网环境中，服务型企业其拥有关于产品、技术等的完备知识而作为分销商的合作伙伴由于更加接近

终端市场掌握了大量包括市场波动性、消费者需求的知识。 如果服务型企业能有效的将所提供服务的专业知

识共享给其作为合作伙伴的分销商，则分销商便能在销售时有效指导顾客理解和购买服务。 同时分销商与企

业共享关于市场的知识可以帮助企业了解改善服务产品质量，发掘新的市场机会，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
Ｓａｒａｆ 等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与伙伴的知识共享与企业的绩效有着显著的关系［８］。 企业通过与其合作伙伴之

间的知识共享能够及时、低成本的获取所不具备的知识资源，因此企业更具竞争力［３５］。 基于以上表述本研究

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ｂ：知识共享能力对于企业竞争绩效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２）关系治理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将关系治理定义为企业与合作伙伴通过信任、承诺和协作建立关系感情从而保持双方基于共同目

标的长期合作［２９］。 先前研究已经证明在 ＩＴ 技术的支持下，伙伴关系能更加促进企业间的交流互动，增强企

业间知识传输和创造［５，６］。 在互联网环境中，高质量的关系治理增强了合作伙伴间的互信和社会认同感，一
方面使得联结的各方更乐意于通过互联网平台开放各自的专属知识，并更频繁地进行谈判沟通，另一方面降

低或消除了伙伴间利用 ＩＴ 技术将知识用于投机行为的几率，这无疑将消除企业对于知识理解的不确定性，使
知识共享能力得到提升［３０］。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关系治理在企业利用互联网平台构建知识共享能力过程

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关系治理在 ＩＴ 整合对于知识共享能力的影响中起着正向调节作用。
（３）环境动荡性的调节效应

ＩＳ 领域学者认为企业对于知识的搜索和运用态势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Ｘｕｅ 等从组织学习视角，利用探

索－利用框架对不同环境下，企业获得和使用知识的范式做出了解释。 当外部环境较为稳定时，市场需求较

易预测，企业会寻求利用已有知识，通过杜绝浪费、减少成本提升运作效率；当企业运作在更加动荡的环境中，
此时市场需求不断变化，企业倾向于获取和利用异质性知识，通过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发掘和占据新的市场

机会，以此增强其竞争优势［２５］。 Ｍｉｔｈａｓ 等从需求变化程度、竞争集中度等方面来衡量产业环境，认为在高度

动荡的环境中，拥有优质异质性市场知识的企业往往能够战胜现有市场的主导者［１６］。 国内有学者在研究供

应链情景中知识共享与企业绩效关系时也指出虽然 ＩＴ 通过知识共享使得企业决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外

部环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并未减少，因此，环境因素是当下企业间知识共享研究情景中必须考虑的权变

变量［３６］。
互联网环境中，互联网技术促进了企业产品、服务上的创新，引发了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时，消费者的

偏好也变得多元化和难以预测。 在此情景下，拥有杰出知识共享能力的企业将能高效地获取稀缺知识，洞察

市场机会，迅速进行产品和服务上的创新，为企业赢得竞争绩效。 由此可见，环境动荡性是影响 ＩＴ 使能知识

共享能力价值实现的重要因素，故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环境动荡性在知识共享能力对于竞争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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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

１、问卷设计和变量测量

在设计问卷时，为了确保调查量表的有效性，本研究采用了理论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 首先，所有量表及

相关指标均借鉴已有权威文献的成果（见表 １），并且为了让问卷契合互联网环境下企业间知识共享的研究情

景，对指标做了适当的调整，其中 ＩＴ 整合描述了企业间知识共享流程中信息技术对接的标准化和开放性情

况，从硬件对接、软件集成、数据标准三个方面来衡量，关系治理用以描述企业间互信、承诺和感情等的程度，
从彼此承诺、决策支持、维持合作三个方面来衡量，知识共享能力描述企业间应用互联网平台分享知识的水

平，从市场动态、需求知识、合作知识三个方面衡量，环境动荡性刻画了互联网技术所引发的需求多样和对抗

频繁的程度，从需求预测难度和竞争集中两个方面衡量，竞争绩效描述了企业所获得的竞争优势，从市场占

用、盈利能力、产品更新（服务型企业的产品是针对终端消费者的服务，如旅游服务、金融服务、咨询服务等）
三个方面衡量；然后，针对研究问题，与业界专家就量表设计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对量表进行修改；最后，开
展了小范围的预调查， 通过对受访者的反馈进行细致分析，对问卷中的错误做了修正，确保了数据的准确和

完整。 最终问卷如表 ２ 所示，本研究使用大规模问卷调查作为测量方式，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七点量表测量，其中 １ 代

表“非常差（少）”、５ 代表“一般”、７ 代表“非常好（多）”。
表 ２　 量表变量指标及定义

变量 指标 解释 参考文献

ＩＴ 整合

硬件对接
ＩＴ 硬件设施支持各个系统平台（例如在线交易、物流配送以

及资金结算等）的对接

软件集成 系统软件或功能组件支持企业间系统的集成和扩展

数据标准
通过数据的标准化，促进商务信息在企业间业务流程的共

享和传递

Ｔｉｗａｎａ［２４］ 、Ｘｕｅ 等［２５］

关系治理

彼此承诺 合作双方彼此相信对方承诺的程度

决策合作 相关决策对于双方长期合作关系的影响

维持合作 维持和发展互信的合作关系的意愿

Ｇｏｏ 等［２９］ 、Ｚｈｏｕ 等［３０］

知识共享能力

市场动态 关于市场动态相关的知识（如市场波动性、需求性知识等）
需求知识 客户需求知识（如客户分布、购买意愿等）
合作知识 企业间协作的知识（如研发知识、生产运作信息等）

Ｃｈｅｎ 等［９］ 、Ｔｓａｉ［２６］

环境动荡性
预测难度 预测市场需求变化的难度程度

竞争集中 行业中竞争者的数量
Ｘｕｅ 等［２５］ 、Ｍｉｔｈａｓ 等［１６］

竞争绩效

市场占有 企业的市场占有率

盈利能力 企业的盈利能力

产品更新 企业推出新产品的频率

Ｆｉｃｈｍａｎ 和 Ｍｅｌｖｉｌｌｅ［２７］ 、
Ｄａｔｔａ 和 Ｒｏｕｍａｎｉ［２８］

２、样本和数据收集

在武汉市经济与信息化发展委员会、武汉市电子商务协会的大力支持下，本研究在正式调查阶段通过访

谈、Ｅ⁃ｍａｉｌ、邮寄的形式向全国 １８ 个省市信息化程度较高的服务型企业发放问卷 ８００ 份，总共回收问卷 ２３３
份，通过筛选甄选出适合本研究的有效问卷 １３８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１７ ３％。

３、样本特征

从被调查个体角度来看，处于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以及电子商务相关的项目负责人约占 ８０ ４％。 从被

调查企业层面来看，样本多集中于华中、华南、华东和华北四个区域，达 ９７ １％，在电子商务的发展水平上具

有一定的普适性，企业规模的各类数量占比较为平均，其中 ５００ 人以下规模企业占比为 ４１ ３％。 此外，国有企

业和民营企业的数量分别占到了 ３１ ９％和 ４１ ４％。 总体来看，样本的收集具有代表性，能够很好地反映各类

企业电子商务实施的实际情况。
４、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ｃｏｍｍ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ｉａｓｅｓ）指的是因为同样的数据来源或评分者、同样的测量环境、项目语境

以及项目本身特征所造成的预测变量与效标变量之间人为的共变。 这种人为的共变对研究结果产生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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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并对结论有潜在的误导，是一种系统误差［３７］。 本研究使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素检验法对 ＣＭＢ 进行检验，将研

究模型中的 ＩＴ 整合、关系治理、知识共享能力、环境动荡性及竞争绩效五个变量的所有指标全部纳入进行探

索性因子分析。 结果表明，不管限定因子数为 １，还是抽取特征根，都无法抽取唯一因子。 在抽取特征根大于

１ 的因子后发现单个因子的最大解释率为 ２６ ９％，小于全部解释率的 ５０％，说明本研究不会受到明显 ＣＭＢ 问

题的影响。

实证分析

１、信度和效度分析

首先本研究通过 ＣＲ 值和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值来衡量量表信度。 结果显示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具有较高

信度，详见表 ３。
表 ３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系数及 ＡＶＥ

均值（标准差） α ＣＲ １ ２ ３ ４ ５
ＩＴ 整合 ４ ９７８（１ ０５１） ０ ８２４ ０ ８３３ ０ ６２４
关系治理 ５ ５５８（０ ８９５） ０ ９３６ ０ ９２１ ０ ４３６ ０ ７９６
知识共享能力 ４ ７１０（１ １４０） ０ ９３３ ０ ８９６ ０ ５８８ ０ ３８４ ０ ７４３
环境动荡性 ４ ７５７（０ ９１９） ０ ７３７ ０ ８５３ ０ ２３０ ０ ２５６ ０ ３６５ ０ ７４３
竞争绩效 ４ ８７２（１ ０４５） ０ ９３９ ０ ９２０ ０ ３８１ ０ ４５４ ０ ４５６ ０ ２８０ ０ ７９４

注：对角线加黑处为 ＡＶＥ 值。

然后根据模型结构，对样本数据进行 ＫＭＯ 统计量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的判定，结果显示 ＫＭＯ 统计量

（０ ８１５）在 ０ ００１ 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样本数据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 ＳＰＳＳ 软件对模型

的结构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共计提取出五个公因子。 方差的累计值达到 ８４ ９％，符合规定水平的要求。 其

中不同因子之间没有交叉项，同时所有负载水平都高于 ０ ７５，具体统计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模型结构变量因子分析结果

指标

因子结构

ＩＴ 整合 知识共享能力 关系治理 环境动荡性 竞争绩效

硬件对接 ０ ７５５ ０ ２８４ ０ ２４６ ０ ０１５ ０ １３１
软件集成 ０ ７８８ ０ １６０ ０ ３２３ ０ １２０ ０ ０３４
数据标准 ０ ８２５ ０ ０９７ ０ １８１ ０ ０５５ ０ ２２５
彼此承诺 ０ １８７ ０ ９０４ ０ ０８８ ０ ０３１ ０ １６８
决策合作 ０ １３６ ０ ９１０ ０ １５６ ０ １５２ ０ １６７
维持合作 ０ １７８ ０ ８６２ ０ １２３ ０ ０９０ ０ ２４６
市场动态 ０ １８２ ０ １９１ ０ ８７６ ０ １１８ ０ １８６
需求知识 ０ ３００ ０ ０８１ ０ ８５７ ０ １６８ ０ １７０
合作知识 ０ ３１６ ０ １１７ ０ ８５２ ０ １４４ ０ １７１
预测困难 ０ ０６４ ０ １２１ ０ １８８ ０ ８４２ ０ １３３
竞争数量 ０ ０７０ ０ ０７４ ０ １０７ ０ ８８２ ０ ０８２
市场占有 ０ １８２ ０ ２８３ ０ １８１ ０ １２５ ０ ８４０
盈利能力 ０ １５９ ０ １９０ ０ １３０ ０ ０７２ ０ ９２０
产品更新 ０ ０７０ ０ １３６ ０ １８３ ０ １０５ ０ ９１１

２、路径分析及结果

本研究采用基于偏最小二乘分析（ＰＬＳ）技术的 ＰＬＳ Ｇｒａｐｈ３ ０ 软件进行结构方程验证。 ＰＬＳ 路径建模方

法能够在样本数量较少的情况下实现建模，并且它能克服 ＬＩＳＲＥＬ 方法的“不确定解”、“因子不确定”和“违
背分布假设”等问题。

ＰＬＳ 结构建模检验包括估计路径系数和 Ｒ２ 的值。 路径系数反映了潜变量间影响的程度和方向，而 Ｒ２ 值

则反映了内生潜变量能被指向其的潜变量解释的程度，也反映了模型的预测能力，检验结果如图 ２ 所示。
数据表明研究假设 Ｈ１ａ 和 Ｈ１ｂ 在 ０ ０５ 显著性水平下均成立。 然后根据温忠麟等人介绍的方法对中介

效应进行检验［３８］，证明了知识共享能力在 ＩＴ 整合与竞争绩效之间的完全中介效应，结果如表 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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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 ｐ＜０ ００１。

图 ２　 模型路径分析

表 ５　 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中介效应参数

路径系数 标准误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中介效应

比重

ＩＴ 整合→竞争绩效（ｃ） ０ ３７８∗∗∗ ０ ７９ ０ １３９
ＩＴ 整合→知识共享能力（ａ） ０ ６３８∗∗∗ ０ ７５ ０ ３４１
知识共享能力→竞争绩效（ｂ） ０ ３２５∗∗∗ ０ ８６ ０ ２１５ ５４ ８％
ＩＴ 整合→竞争绩效（ｃ′） ０ １７１ ０ ９３

注：∗∗∗表示 ｐ＜０ ００１。

本研究进一步验证关系治理在产生企业间知识共享能力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本文利用 ＳＰＳＳ 的 ＯＬＳ 功

能，通过逐级回归分析观察自变量、调节变量和因变量间的关系，从而评估模型中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如表

６ 所示。
表 ６　 调节效应检验

关系治理对于知识共享能力的调节效应 环境动荡性对于竞争绩效的调节效应

模型 １（β） 模型 ２（β） 模型 ３（β） 模型 １（β） 模型 ２（β） 模型 ３（β）
自变量作用

ＩＴ 整合 ０ ５８８∗∗∗ ０ ５２０∗∗∗ ０ ４９６∗∗∗ — — —
知识共享能力 — — — ０ ４５６∗∗∗ ０ ４０８∗∗∗ ０ ３９９∗∗∗

调节变量作用

关系治理 ０ １５８∗ ０ １６８∗ — — —
环境动荡性 — — — ０ １３２ ０ １１９
调节效应

ＩＴ 整合×关系治理 ０ １４９∗ — — —
知识共享能力×环境

动荡性
— — — ０ ３０８∗∗∗

ＶＩＦ 区间 １ ０ １ ２３５ １ ０２－１ ２７ １ ０ １ １５４ １ ００－１ １６
Ｄｕｒｂｉｎ⁃Ｗａｔｓｏｎ ２ ０９０ ２ ０９１ ２ １４２ １ ９１５ １ ９１７ １ ９２９
Ｒ２ ０ ３４６ ０ ３６６ ０ ３８８ ０ ２０８ ０ ２２３ ０ ３１７
Ｆ 检验 ７２ ０２３∗∗∗ ３９ ０２１∗∗∗ ２８ ３０９∗∗∗ ３５ ６１７∗∗∗ １９ ３２０∗∗ ２０ ７４８∗

注：∗表示 ｐ＜０ ０５，∗∗∗表示 ｐ＜０ ００１。

数据显示两个调节模型的 Ｒ２ 均比之前不含调节变量模型中的 Ｒ２ 有显著的提升，说明关系治理在 ＩＴ 整

合形成知识共享能力的过程中存在调节作用，同时，环境动荡性正向调节了知识共享能力对于竞争绩效的作

用。 因此，假设 Ｈ２ 和 Ｈ３ 成立。

讨　 论

根据以上的实证结果，如图 ３ 所示，总结特征如下：

注：∗表示 ｐ＜０ ０５，∗∗∗表示 ｐ＜０ ００１。

图 ３　 模型整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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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互联网环境下，信息技术通过企业间知识共享能力提升竞争绩效

从 ＰＬＳ 路径分析结果来看，知识共享能力在企业获得竞争绩效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枢纽作用。 通过

对其中介效应的检验，进一步证明了在互联网环境下知识共享能力作为重要中介变量，连接企业间 ＩＴ 应用过

程和市场竞争过程的关键桥梁作用。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１］，进一步表明知识共享在互联网环境中

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互联网技术提升信息传递和整合效率已成为业界共识，然而互联网技术的同质性和泛在性，也决定了企

业在如今的市场环境中不可能仅仅通过其所带来的上述效用获取显著的竞争优势，如果不重视知识导向的

ＩＴ 价值创造，反而会使企业陷入长期的价格战不能获取利润［３９］。 事实上，互联网平台的标准化和开放特性，
使企业能够高效地汇聚来自各行业的知识，不断打破行业边界，发掘和进入新兴蓝海市场，从而获得高额的利

润［１７］，这些新兴 ＩＴ 技术所带来的企业间竞争新特征和新现象都是建立在伙伴间广泛、快速的知识交换基础

上。 在此情景下，企业想要获取高额的竞争优势就需要不断通过互联网平台交互涵盖市场、运作、组织方面的

知识，进而敏锐地发掘消费者新需求，快速地创造和占领利基市场，推出新颖的服务模式。 由此可见，企业需

重新审视 ＩＴ 在企业间的作用路径，着重以促进知识共享能力获取竞争优势。
２、关系治理与 ＩＴ 整合的协同共同促进了企业间知识共享能力构建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将关系治理视为组织因素，其在 ＩＴ 整合形成知识共享能力的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调

节作用。 为了进一步解释该调节作用，根据 Ｔｉｗａｎａ 等人［４０］的建议，本研究通过图 ４ 直观地显示了关系治理在

模型中的调节作用。

图 ４　 关系治理的调节效应

结果显示，高关系治理水平更有利于企业间 ＩＴ 整合向知识共享能力的转化。 在低关系治理水平下，ＩＴ 整

合对于知识共享能力的促进作用则不如前者明显。 这种规律特征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知识共享是经过企业

或个体解释并赋予了内容的信息的共享，伴随着各种企业间商务环节的经验、背景、解释和反应的信息，十分

依赖于企业间良好的关系基础。 而关系治理水平描述了企业间的信任程度和目标一致性，关系治理水平低意

味着企业间彼此不够信任，对于长期战略愿景缺乏共识，因此即使不断提升信息技术的集成水平，企业间也难

以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和分享，无法凝炼出更有价值的知识，并且，合作双方会担心知识共享后可能出现的种

种投机行为所带来的隐患，如服务或业务模式抄袭，从而刻意地将核心知识进行共享隐藏，使得互联网平台对

于知识共享能力的促进作用随之减弱。 另一方面，如果企业间的关系良好，随着彼此间信任程度加深，在合作

中更倾向于投入优质资源，分享核心知识，同时，由于目标愈发一致，伙伴间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沟通会愈发

深入和顺畅，企业能迅速而高效地吸收所得到的知识。 事实上，先前文献对企业间关系治理的协调作用也进

行了相应描述，认为信任通过加深交流，优化知识在协作网络中的流通［４１］。 而本文在企业间知识共享的新情

境下也发现这一规律特征，是对关系治理相关研究的有力补充。
３、环境动荡性与知识共享能力良好匹配提升有利于企业竞争绩效

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动荡在 ＩＴ 使能的知识共享能力价值实现过程中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本研究通过

图 ５ 直观地显示了环境动荡在模型中的调节作用。
实证结果发现高动荡环境中，良好的知识共享能力能够极大地提升企业绩效，印证了 Ｓａｍｂａｍｕｒｔｈｙ 等所

提出的知识共享对于企业在动荡环境中构筑竞争优势起到关键作用的观点［４２］。 市场环境高度动荡意味着消

费者需求多变而细化，不断涌现的新兴信息技术促使竞争对手间频繁地通过发起竞争行动激烈对抗［１６］，此
时，企业原有的竞争优势难以长期维持，高的知识共享能力使得企业能够率先洞察市场的变化，适时发掘并占

据新兴市场，由此获得新的价值增长点，而知识共享能力较低的企业则会对环境的变化感知较为滞后，不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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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环境动荡性的调节效应

免地陷入长期价格拉锯战中。 因此，此情形下需要企业努力通过获得新知识，抢先发掘市场机会，找到新的利

润点，而良好的知识共享能力为企业提供了进入新市场的经验、技能和见识，是企业获取竞争绩效的前提

保障。

总　 结

本文以权变理论为理论基础，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探究了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企业间知识共享价值创造

过程，研究结果证明了知识共享在企业间 ＩＴ 价值创造过程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其中，在知识共享能力的

形成阶段，关系治理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影响；在知识共享能力的作用阶段环境动荡性提升了知识共享能力

对于竞争绩效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引入权变理论，揭示了互联网情景下企业间通过知识共享能力构建和实

现价值过程中，关系治理和外部市场环境因素在该过程不同阶段的协调影响和适配作用机制。 相较于以往文

献仅考虑网络环境中知识属性对于知识共享控制的影响［６］，本文从企业间管理因素的角度拓展了 ＩＳ 领域企

业间知识共享能力构建的研究思路，企业间复杂多变的合作关系和外部市场环境所带来的企业在制定和执行

知识共享行为方式上的转变以及能力上的提升，为研究企业间基于 ＩＴ 的知识共享的价值创造提供了新的途

径。 其次，当前针对知识管理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将其作为一种异质性资源，进行占有和配置［４３］，而与传统的

逻辑不同，互联网平台的实施使得企业获取知识的途径更加丰富，企业间的协同和分享能极大地促进企业从

海量信息中得到有价知识，基于此，本文探究了企业间知识共享能力在 ＩＴ 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载体作用，丰富

了知识共享在企业间场景中的研究视角。
本研究结论对相关的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也有一定的启示。 首先，电子商务战略已成为业界共识，当前，

企业依靠搭建 ＩＴ 系统，提升流程效率已无法取得竞争优势，因此应更加关注应用开放式的互联网平台，通过

与合作伙伴的交互获得知识，提升竞争力；第二，企业还需注重考察和培养合作双方在目标、文化、背景等方面

的一致性，加深互信，促进合作关系不断紧密和融洽，使知识、经验在企业间更好地流通和吸收；此外，服务型

企业更加接近终端市场，消费者需求多变，且竞争者数量也更多，因此，企业管理者更需要通过构筑知识共享

能力来增强竞争优势。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研究样本涉及到的行业较多，缺少不同行业的模型拟合度对比。 另

外，虽然在本文中通过问卷方法收集的样本数量符合数据分析对于样本数的规定，但是由于问卷的发放是基

于全国范围的，对于具体某个区域的样本数来说还是较少的，因此在后续的相关研究中还需要扩充不同区域

的样本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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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关系、ＩＴ 资源与渠道合作：分销商投机的权变影响

张　 涛１ 　 张　 闯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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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以渠道投机、私人关系与信息系统相关研究为基础，对比了分销商投机较多和较少

这两种情景下，制造商与分销商边界人员私人关系与制造商 ＩＴ 资源对双方渠道合作行为的不

同影响。 经由实地收集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研究发现，第一，在分销商投机较多的情景中，私
人关系要比 ＩＴ 资源更能有效促进双方共同制定计划与共同解决问题。 第二，在分销商投机较

少的情景中，ＩＴ 资源要比私人关系更能有效促进双方共同制定计划与共同解决问题。 最后，根
据上述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关渠道管理建议。
关键词：渠道投机；信息技术；私人关系；渠道合作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７－０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７１２０２１０２；７１７７２０３１）；陕西省教育厅重点项目（１７ＪＺ０３３）。
作者简介：张涛，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张闯，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引　 言

分销商投机是影响制造商渠道效率的主要因素之一［１－３］。 对此，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控制分销商投机的手

段，如正式契约、关系规范、专有资产投入、社会网络等［４，５］。 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制造商无论采取上

述哪种手段都不可能完全控制分销商投机［６－８］。 即一旦控制投机所需的成本（时间、金钱、人力等）超过投机

本身所造成的损失，那么制造商就会失去控制投机的意愿［７，９］。 也就是说，分销商投机存在一个阈值。 如果

高于这个阈值，制造商则会出手干预；而如果低于这个阈值，制造商则不会进行干预。 在后一种情况中，分销

商投机就会成为双方渠道合作的一种情景因素（ｃｏｎｔｅｘｔ） ［７，９］，即制造商在忍受一定程度分销商投机的同时与

其进行渠道合作。
目前有两种因素可以有效促进渠道合作：第一种是企业边界人员的人际关系（以下简称私人关系） ［１０－１３］，

第二种是信息技术资源（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如计算机、ＳＡＰ 系统、ＩＴ 部门、系统管理员等，以下简

称 ＩＴ 资源） ［１４－１６］。 从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视角来看，私人关系是一种非正式的促进因素（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
难以被制度化，难以形成固定的模式或流程，也难以通过学习来获得。 而且这一因素与拥有者的性格、气质和

行为方式等紧密联系，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一旦拥有者发生流动，这种因素就会随之失效。 相比而言，ＩＴ 资

源则是一种正式因素（ｆｏｒｍ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可以被制度化，容易形成固定的流程或模式，还能够通过学习来掌握

和传承。 而且这一因素不依赖于个人属性或特质，即使之前的使用者流失，后来的继任者也能通过学习来掌

握这种因素。
上述两种因素具有不同的内在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也存在很大差异。 那么制造商在面临分销商投

机较多（或较少）的情景时，应选择哪种手段或因素来促进渠道合作呢？ 对此，现有研究还比较缺乏。 针对这

一不足，本研究希望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贡献：第一，探讨分销商投机的情景化属性，以及制造商相应的合作

策略。 具体来说，虽然对于渠道投机的研究非常丰富，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主要还是将其作为渠道

控制或治理的结果，研究的重点在于怎样安排或设计渠道控制手段或治理结构来尽可能的抑制分销商投机

（即投机越少越好），而对于分销商投机的情景化属性缺乏探讨，对于不同的分销商投机情景下制造商可以采

取的合作策略也缺乏分析。 本研究将从交易成本的视角来总结现有渠道控制机制（或治理结构）的不足之

处，由此来分析分销商投机成为情景因素的原因，进而探讨制造商在不同投机情景下可以采取的合作策略，这
将有助于弥补现有渠道投机相关研究的不足。 第二，对比分销商投机较多和较少这两种情景下，私人关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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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 资源对渠道合作的不同影响。 具体而言，已有研究分别就这两种因素对渠道合作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但是

未发现有研究同时关注这两种因素，更未有研究将这两种因素放入不同的分销商投机情景下进行分析。 本研

究将从制造商采用的不同渠道合作策略入手，结合两种手段各自的特点与作用机制，来对比其对于渠道合作

的不同影响，这将有助于完善渠道合作相关研究与理论。
另一方面，在实践上，本研究对于企业也有如下两个具体的管理意义。 首先，以往企业对于分销商投机无

法彻底杜绝的原因缺乏深入的了解，从而导致其制定渠道管理策略的效率较低。 通过本研究则可以帮助其深

刻认识分销商投机无法杜绝的根本原因，由此制定更有效的渠道合作策略。 其次，大多数制造型企业所拥有

的资金、人员、技术等资源都很有限（尤其是中小企业）。 那么在面临不同的分销商投机情景时，企业究竟应

该怎样分配资源才能更好的促进渠道合作，提高资源的收益率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即在不同的分销商投

机情景下，制造商应该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搞私人关系”还是“上信息系统”上，才能有效的促进渠道合作

呢？ 通过本研究，企业对于这一问题就能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制定合理的资源分配策略。

文献回顾与理论

１、渠道投机的情景属性

渠道投机指一个渠道成员的实际行为与约定或承诺的不一致，通常表现为通过损害另一个渠道成员

的利益来为己方谋取私利的行为（例如窜货，擅自修改价格方案，克扣赠品等） ［９，１７，１８］ 。 分销商渠道投机是

影响制造商渠道效率的主要因素之一［１－３］ ，因此怎样控制分销商的投机就成为渠道研究的重点之一。 目前

研究者认为比较有效的手段包括正式契约［２，１９］ 、关系规范［２０］ 、专有资产投入［１３］ 等。 虽然该领域研究非常

成熟与丰富（相关研究回顾参见 Ｈａｗｋｉｎｓ 等［４］ ），但纵观现有研究不难发现，研究者主要还是将分销商投机

作为渠道控制或治理的结果因素，研究重点在于怎样安排或设计合理高效的控制手段或治理结构来降低

分销商投机。
不过，实际中无论制造商采用哪种控制手段（或治理结构），都难以将分销商投机完全根除［６，７，９］。 这主要

是因为，任何一种控制手段或治理结构都存在成本问题（即交易成本） ［６，９］。 具体来说，首先，对于分销商是否

存在投机行为，制造商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金钱和关系资源来调查才能确定［２１］。 而一旦调查的成本超过分

销商投机造成的损失，制造商就会失去控制投机的意愿（即存在调查成本）。 其次，制造商对分销商投入的专

用性资产会将其锁定在渠道关系之中［８，２２］。 如果终止合作，制造商就会损失这些专用性资产（即存在转换成

本）。 第三，关系规范虽然可以有效抑制分销商投机［２３］，但关系的保持与维系同样需要不断的投入金钱、时
间、精力等（即存在维系成本）。 一旦投入的成本超过分销商投机所造成的损失，制造商就失去了控制的意

愿。 最后，虽然明确和正式的契约（合同）也能有效降低分销商投机［１９，２４］，而且合同条款越详细则越有效［１９］，
但制定合同也是有成本的（即谈判协商的成本），且条款越详细则成本越高。 当成本高于分销商投机造成的

损失后，制造商也就不倾向于通过制定更详细的合同来控制分销商投机。
由于上述原因，使得制造商必须容忍一定程度的分销商投机，即存在一个投机的忍耐限度（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ｌｉｍ⁃

ｉｔ） ［７，９］。 而对于分销商来说，就意味着其拥有了一定的投机自由度。 在这个自由度内，制造商或是难以发现，
或是会主动容忍其投机［７，９］。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分销商投机就成为制造商必须要面对的情景因素

（ｃｏｎｔｅｘｔ）。 不过，如果分销商投机超过这个自由度的上限，制造商就会采取手段来控制分销商投机［９］，而不

再将其看作情景因素（即以往研究关注的问题）。
从权变的视角来看，在这个自由度内，制造商会根据分销商投机的多少来选择不同的渠道合作策略。 具

体而言，在分销商投机相对较多的情景中，由于其投机程度比较接近于制造商可容忍的极限（即自由度的上

限），所以制造商与分销商开展渠道合作的同时，也需要对其投机行为进行监视。 一旦发现其投机程度超过

可容忍的极限，制造商就能立即采取措施，以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景下，制造商会更为

重视合作中的风险，而暂时降低对于合作效率的关注。 这种策略可以称为监视导向的渠道合作策略（以下简

称监视导向策略）。 相比而言，在分销商投机相对较少的情景中（即接近于自由度的下限），分销商投机造成

的损失比较小（甚至可忽略不计），因此制造商会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如何提高渠道合作的效率上。 例如怎样

简化流程，增强协同效应，缩短运营周期等，借此来进一步提高渠道效益并降低成本。 在这种情景下，渠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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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效率成为制造商首要考虑的问题，而合作中的风险则不再是重点，这种策略可以被称为效率导向的渠道

合作策略（以下简称效率导向策略）。
２、私人关系

私人关系又被称为人际间关系，是现实社会中人们通过交往活动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心理连接

（包括认知与情感两方面），以及相应的行为［１１，１３，２５］。 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中，私人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具体来说，第一，提供信任机制［１１，１３，２５］。 即在缺少外界约束因素时，私人关系可以为商业交换提供必须的信

誉保证。 第二，获得商业信息［１１，１３，２５］。 即企业可以通过诸如“朋友的朋友”、“同学的同学”这一类私人关系网

来拓展商业活动，获得更多有价值的商业信息。 第三，获得长期获利机会［１１，１３，２５］。 双方建立良好的关系需要

一段时间，而一旦建立之后，彼此合作的效率就会比较高，合作延续的时间也会比较长，双方都能获得长期稳

定的收益。 第四，减少合作过程中的各种冲突［１１，１３，２５］。 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发生摩擦和矛盾后，如果双方企业

的当事人有比较好的私人关系，则比较容易解决。
然而私人关系对企业来说并非总是有利的，其也有不利的一面。 具体而言，私人关系的一个重要特性

是附属于个体上，难以转移（即具有人情关系专用性投资的特点［２６］ ）。 一旦人员发生变动，就有可能导致

关系投资的流失，而原本基于此之上的企业合作活动就会受到影响［２７］ 。 除此之外，在某些情况下，过于良

好的私人关系会影响采购商判断的客观性，降低其决策效率［１０］ ，以及彼此掩饰过失或盲目遵从对方等

问题［２８］ 。
３、企业 ＩＴ 资源

企业的 ＩＴ 资源包括两类［２９］，一类是软件系统与硬件设备为代表的实体类 ＩＴ 资源。 这一类资源是信息技

术功能的具体形态，即实现具体功能的载体。 例如服务器可以实现数据的存储与处理，路由器可以实现网络

互连，搜索引擎可以实现信息的自动匹配与搜索，ＥＲＰ、ＳＡＰ 等系统可以实现办公流程自动化与信息的搜索、
共享、加密与追踪。 另一类是以人员知识和能力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类 ＩＴ 资源。 这一类资源是信息技术在企

业经营与管理中发挥作用的必备条件，即如果缺乏 ＩＴ 人员的指导与帮助，那么 ＩＴ 设备与系统的功能就会受

到限制，无法发挥其原有的功能。 例如制造商引进 Ｌｏｔｕｓ Ｎｏｔｅｓ 系统后，如果网络管理员对企业员工缺乏培

训，那么员工就无法很好的发挥 Ｌｏｔｕｓ Ｎｏｔｅｓ 系统的功能，从而无法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根据张涛和庄贵军的观点［１６］，上述两类 ＩＴ 资源对于渠道管理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信息搜集与共享，

沟通以及监控。 具体而言，首先，计算机、服务器、互联网搜索引擎可以作为信息搜集的工具，在 ＩＴ 人员的帮

助下，渠道管理人员就能在更大范围内，更高效的搜索各种信息。 路由器、交换机等硬件设备为信息共享提供

平台，在 ＩＴ 人员的帮助下，渠道管理人员就能高效的传递与共享各种数据、报表和文档。 其次，Ｅｍａｉｌ、
ＤｉｎｇＴａｌｋ、Ｓａｍｅｔｉｍｅ 等工具可以实现随时随地的沟通并具有更丰富表达方式（例如图片、语音、视频、超文本），
在 ＩＴ 人员的帮助下，渠道管理人员就能有效提高沟通效率。 最后，条码扫描、数字视频监控等硬件设备与软

件系统可以实现图像和声音的实时记录和传递，在 ＩＴ 人员的帮助下，渠道管理人员就能实现对分销商的监

控，防止其实施投机行为（例如窜货，违规陈列等）。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外，办公自动化 ＯＡ 系统、供应链管理系统等还可以提升渠道日常工作或业务流程的

自动化与规范化水平。 即原本需要手工执行的计算、分类、统计工作，以及各种简单重复性工作都可以由计算

机应用程序来完成，从而有效提高渠道工作的效率。 另一方面，人工操作往往随意性较大，缺少规范流程，容
易产生错误且无法追踪。 而 ＩＴ 人员可以根据企业渠道管理的需要来设计和编写应用程序，指导边界人员学

习操作并在工作中使用，这样就能令渠道业务流程统一规范，减少人工操作的随意性。
４、渠道合作

渠道合作是渠道成员间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而实施的共同行为［１１］。 其实质是一种联合行动（ ｊｏｉｎｔ⁃ａｃ⁃
ｔｉｏｎ） ［１７，１８，３０］。 这种联合行动可以由事前的共同制定计划和事后的共同解决问题组成［１７，１８，３０］。 前者指双方就

未来的分销计划以及可能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讨论与协商，尽早做出各种安排并制定措施，并明确彼此应该

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后者指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出现的意外情况时，双方就此进行讨论与协商并提出解决方案

来解决问题。
目前对于渠道合作的研究有许多，例如权力与权力使用对渠道合作的影响［１１］、渠道冲突与合作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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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１１］等。 而关注渠道边界人员的私人关系对渠道合作影响的研究也有很多，例如庄贵军等［１７］ 研究发现，跨
组织边界人员的人际关系可以有效促进双方的渠道合作行为。 姚小涛和席酉民［１２］ 研究发现，私人关系可以

通过制度化的途径来提高企业间联盟与合作水平。 Ｗａｎｇ 等［１３］研究发现，企业层面与人际层面的关系专有投

资有助于提高企业与合作伙伴的关系绩效。 Ｃｈｅｎ 和 Ｗｕ［３１］ 研究发现，个人关系可以有效提高企业间相互合

作的能力。 此外，也有很多研究关注了信息技术对于渠道合作的影响，例如 Ｖｉｊａｙａｓａｒａｔｈｙ 与 Ｒｏｂｅｙ［３２］ 研究了

ＥＤＩ 系统与渠道关系（包括渠道密度、正式化程度以及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使用 ＥＤＩ 系统可以有

效提高渠道密度和正式化程度，并且由此对渠道合作产生积极作用。 张涛等［１４］ 研究发现，企业 ＩＴ 能力可以

有效促进双方的关系质量，提高双方合作行为的效率。 李苗等［１５］ 对 ＩＴ 能力的调节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 ＩＴ
能力可以强化关系质量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研究假设

１、分销商投机较多的情景中 ＩＴ 资源与私人关系对渠道合作行为影响的对比

根据上面的分析，在分销商投机较多的情景中，制造商会倾向于采用监视导向策略。 这种策略的核心是：
与分销商渠道合作的同时还要对其进行监视，留意其投机是否超过自由度的上限。 不过，双方是彼此独立的

经营主体，公开或正式的监视往往会引起分销商的反感与不满，不利于渠道合作的展开。 因此，对于分销商的

监视比较适合于在暗中进行。 其次，如果分销商打算投机，自然会对制造商隐瞒甚至篡改有关信息，制造商很

难通过正式或公开的渠道获得分销商投机的可靠情报，例如分销商实施投机的时间，参与的人员与部门，投机

的细节等。 因此，对分销商的监视需要有独立可靠的第三方信息来源。 最后，有关分销商投机的信息一般都

有时效性。 也就是说，只有在第一时间掌握分销商投机的情况，制造商才能及时制定应对策略，降低风险并防

止损失扩大。 因此，对分销商的监视还需要有及时性的特点。 综上所述，制造商在分销商投机较多的情景中，
会倾向于选择一种既能保证和促进渠道合作，同时又能对分销商进行暗中监视的手段。 而且，这种监视还要

具备难以察觉、可靠与及时这三个特点。
有研究显示，ＩＴ 资源可以有效促进双方的渠道合作行为［１４，１６］。 但是作为监视的手段，ＩＴ 资源却不具备上

述三个特点。 首先，虽然搜索引擎、ｗｅｂ 等技术可以为制造商搜集信息提供支持［１６］，但这主要是通过检索一

些公开或正式的平台或渠道来获得信息（例如分销商的企业网站、电子商务平台网站、行业协会网站等）。 而

如果分销商实施投机行为，自然不会在这样的平台或渠道上公布有关信息。 因此这些 ＩＴ 资源难以帮助制造

商获得分销商投机的关键信息（不具备可靠性）。 其次，Ｅｍａｉｌ、ＤｉｎｇＴａｌｋ、Ｓａｍｅｔｉｍｅ 等 ＩＴ 资源可以为人员的沟

通提供丰富的支持［１６］，但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沟通的便利性和沟通手段的丰富性上，对于沟通内容的真实性

难以分辨（不具备可靠性）。 最后，条码技术、数字视频监控等技术可以直接实现对分销商的监控［１６］，但这种

方式更适合于制造商实力比分销商强很多，以至于分销商心甘情愿被制造商监视（即权力导致依赖的情

况［３３］）。 而且，这种监控是公开和正式的，容易引发冲突与不满（不具备难以察觉性）。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

原因，ＩＴ 资源难以成为监视分销商的有效手段。
相比而言，私人关系则具备上述三个特点。 首先，私人关系是一种工作关系之外的、私密的、非正式的人

与人联系，属于个人隐私范畴［３４］。 因此，企业无权禁止，而且也难以禁止本方边界人员与对方边界人员建立

私人关系。 同时，边界人员也没有义务将自己的私人关系网汇报给企业。 这就意味着，即使双方边界人员建

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分销商对此可能也并不知晓（具备难以察觉性）。 其次，私人关系具有获取信息的功

能［３５，３６］。 也就是说，如果制造商希望了解分销商一边的情况，可以通过与本方边界人员私人关系较好的分销

商一方的边界人员获得。 而且这种方式便捷高效，往往一个电话就可以做到（具备及时性）。 最后，私人关系

还能提供信任机制［１１，３７］，即双方边界人员的私人关系越好，则越是相互信任。 那么，由此途径获得的信息真

实性就越有保障（具备可靠性）。
同时，私人关系也能保证和促进双方的渠道合作。 具体来说，制造商与分销商边界人员的私人关系主要

以熟人关系这个层次为主（即混合关系［３８］），讲究人情、面子与互惠［３８］。 因此，双方企业在共同制定渠道计划

时，如果制造商一方的边界人员尽力为分销商一方边界人员的计划工作提供支持帮助，那么其也会在计划工

作中给对方予以相应的回报（即相互做人情）。 如此一来，双方企业就能更加顺畅高效的共同制定计划。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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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了意外情况造成计划难以顺利执行，双方边界人员良好的私人关系不但

能提供一定程度的信誉保证机制［１１，３７］，还能为双方提供一条讨论和协商的渠道［３９］，从而帮助双方企业更及

时的澄清误会并降低冲突，以相互包容的态度来商讨出现的问题并制定解决方案。
由以上分析得如下假设：
Ｈ１：在分销商投机较多的情景中，制造商倾向于选择私人关系而非 ＩＴ 资源来促进双方渠道合作。 即双

方边界人员的私人关系与双方（ａ）共同制定计划，（ｂ）共同解决问题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制造商 ＩＴ 资

源与两者没有显著关系。
２、分销商投机较少的情景中制造商 ＩＴ 资源与私人关系对其渠道合作行为影响的对比

如前所述，在分销商投机较少的情景中，制造商倾向于采用效率导向策略。 即制造商以提高与分销商渠

道合作效率为主要目标。 在这种情景中，影响双方渠道合作效率的主要因素是沟通成本（即沟通过程中花费

的时间、精力、金钱等），以及业务流程的规范化与自动化水平（即是否有统一固定的业务处理过程，是否可以

自动处理）。 这就意味着，制造商顺利实施效率导向策略的关键是选择一种能降低沟通成本，提高业务流程

规范化和自动化水平的手段。
私人关系建立的过程也是关系专有资产投入的过程［６］ 。 这个过程缺乏规范性，投入的专有资产难以

转移。 这是因为，每个人的性格、脾气、为人处事的方式都不尽相同，因此私人关系建立的过程都具有独特

性，难以模式化或规范化。 如此一来，制造商与分销商的渠道业务往来如果是建立在边界人员私人关系的

基础之上，就同样无法模式化与规范化。 也就是说，双方企业边界人员在开展渠道工作时，如果工作方式

是在双方私人交往过程中形成的，那么这两个企业之间的渠道合作就被限制在这两个边界人员的私人关

系之内。 一旦人员离职或者流失，那先前建立的渠道合作模式也将随之消失。 此外，过于良好的私人关系

也会在某些情况下影响边界人员的判断力，降低其决策效率［１０］ ，以及出现彼此掩饰过失或盲目遵从对方

的问题［２８］ ，从而降低制造商的渠道合作效率。 由于以上不足，制造商在实施效率导向策略时并不会倾向

于选择私人关系。
相比而言，ＩＴ 资源不但可以实现双方便捷、丰富的沟通，降低沟通的成本［１６］，还可以提高渠道业务流程的

规范化和自动化水平。 具体来说，首先，无论是免费的 Ｅｍａｉｌ、微信等工具，还是专业付费的 ＳＡＰ、ＥＲＰ 等系

统，都能为使用者提供多种信息表达方式（只是专业系统功能更强大）。 从文字、图片、语音到影像，甚至还可

以进行多人实时远程会议（例如 Ｎｅｔｍｅｅｔｉｎｇ 系统）。 如此一来，边界人员通过这些系统就能更准确迅速的表

述自己的想法，而对方也能简单、直观的明白其意图，从而降低沟通成本。 其次，ＩＴ 人员可以根据渠道工作的

具体流程和需求来开放相应的软件或系统，并购买和配置相关硬件设备［１６］。 这样不但能将规范的业务流程

固化到 ＩＴ 系统软件或硬件设备之中，而且还能将某些重复性、计算性和统计性的工作自动化处理。 如此一

来，无论哪个人来做这些具体的渠道工作，都可以保证渠道工作的一致性与规范性。 例如，ＳＡＰ 系统具有设计

工作流程的功能，ＩＴ 人员可以根据渠道工作流程来编写出 ＳＡＰ 模块。 那么渠道边界人员只要采用该 ＳＡＰ 模

块进行渠道管理工作，就能规范、高效的完成订货，发货，提供质保等渠道工作。 即使该人员日后离职，只要

ＩＴ 人员对顶替其岗位的人员进行该 ＳＡＰ 模块的培训，其就能高效、规范的开展渠道工作。
综上所述，由于 ＩＴ 资源具有以上优势，制造商在实施效率导向的渠道合作策略时会倾向于选择 ＩＴ 资源。

具体而言，在双方共同制定计划时，制造商通过 Ｅｍａｉｌ、ＤｉｎｇＴａｌｋ、Ｓａｍｅｔｉｍｅ 等 ＩＴ 工具与分销商进行沟通与交

流，就能有效降低双方的沟通成本。 而沟通成本的降低则有助于双方更高效的共同制定计划。 另一方面，数
据库系统的自动查找、修改和计算等功能也能帮助双方在共同制定计划时完成重复性、计算性和统计性的工

作，从而提高双方共同制定计划的工作效率。 而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双方采用 Ｅｍａｉｌ、
ＤｉｎｇＴａｌｋ、Ｓａｍｅｔｉｍｅ 等手段进行沟通与协商，就能有效降低双方的沟通成本，从而帮助双方进行更充分的沟

通。 如此一来，双方就能充分探讨问题出现的原因，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举例来说，制造商在审核分销

商资质时出现问题，就可以通过 Ｎｅｔｍｅｅｔｉｎｇ 这一 ＩＴ 系统来与分销商进行实时会议。 双方首先可以借助该系

统的即时通讯模块相互表达意见，界定问题并分析原因。 然后再借助共享白板模块来共同画出解决问题的思

路或者路线图，并可以在图上标记关键时间点和负责人等信息。 这样就能促使双方更有效的解决问题，提高

渠道合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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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得如下假设：
Ｈ２：在分销商投机较少的情景中，制造商倾向于选择 ＩＴ 资源而非私人关系来促进双方渠道合作。 即制

造商 ＩＴ 资源与双方（ａ）共同制定计划，（ｂ）共同解决问题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双方边界人员的私人关

系与两者没有显著关系。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使用 ＳＰＳＳ 和 Ａｍｏｓ 在完整样本中对量表的信度与效度进行了检验，然后使用 ＰＬＳ⁃ＳＥＭ 的测

量模型在 ＨｉｇｈＯＰ 和 ＬｏｗＯＰ 两个子样本中对量表的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 最后再使用 ＰＬＳ⁃ＳＥＭ 的结构模型

对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 采用 ＰＬＳ⁃ＳＥＭ 是因为 ＰＬＳ 不需要数据的正态性分布的前提条件，而且 ＰＬＳ 还能够

处理较小的样本量而不会产生太大偏差。 除此之外，ＰＬＳ 也比较适合复杂关系的检验，可以有效降低不确定

性［４０］。 具体操作中采用的软件为 ＳｍａｒｔＰＬＳ（版本 ２ ０）。
１、样本

本研究关注的是私人关系与制造商 ＩＴ 对渠道合作的影响，以国内制造商与分销商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

象。 问卷填写者为制造商一方负责市场或者渠道管理的人员。 为提高问卷的发放与回收效率，我们委托了一

家专业的市场调查公司实施整个调查项目。 该公司选择在广州、大连、长春、沈阳、郑州和西安等 ６ 座城市选

取样本，然后根据先前制定的调查计划来随机选择样本企业进行调查。 具体实施过程为：首先通过电话联系

符合调查要求的相关负责人员，然后问询对方是否愿意接受调查。 如果对方愿意接受调查，调查人员则会进

一步确认其具体的职务和相应的工作内容，以判别对方是否有能力填写本调查问卷。 接下来，在填写相应的

量表之前，问卷会明确提示对方下列问题针对某一特定的分销商，并且企业并未对其投机行为进行控制，从而

保证该分销商的投机行为并未超过企业可容忍的范围（即阈值），以符合本研究的需要。
调查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初起至 ７ 月底结束，共发放问卷 ３００ 份，剔除有明显错误以及缺失严重的问卷后，最

终获得 ２８８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９６％。 接下来，从全部样本中随机抽取 １００ 份样本，与剩余的 １８８ 份样

本进行对比，发现在问卷填写者的任职年限、职位、关系建立时间、企业规模这些因素上没有显著差异（ ｐ＞
０ ０５），因此该样本不存在明显的无回应误差（ｎ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ｂｉａｓ）。

为了将完整样本划分为分销商投机较多和较少的两个样本子集，本研究将测量分销商渠道投机（ＯＰ）的
八个题项（为反映性量表，如表 １ 所示）取平均值（均值为 ２ ３２１，标准差为 ０ ５８６），将其作为渠道投机的指

标。 然后将 ＯＰ 大于 ２ ９０７（均值加标准差）的 ６３ 个样本归入分销商渠道投机较多的样本子集（ＨｉｇｈＯＰ 子样

本），将 ＯＰ 小于 １ ７３５（均值减标准差）的 ６２ 个样本归入分销商渠道投机较少的样本子集（ＬｏｗＯＰ 子样本）。
通过对这两个样本进行对比，发现在问卷填写者的任职年限、职位、关系建立时间、企业规模这些因素上无显

著差异（ｐ＞０ ０５）。
由于调查问卷均为制造商一方人员填写，因此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ｃｏｍｍ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ｉａｓ，ＣＭＢ）。 对

此，本研究首先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的单因素检验来评估 ＣＭＢ 的程度。 将上述所有变量的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

析，得未旋转时第一个主成分的方差解释量为 ２５ ２６％。 接下来，本研究选择问卷填写者的任职年限作为标

签变量，该变量与模型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均无理论联系。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９ 计算变量间相关系数和控制标签变

量后的偏相关系数。 控制标签变量后，各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没有发生变化，相关系数大小也没

有明显变化，这表明共同方法偏差未对分析结果产生实质影响。
２、量表

调查问卷一共 ７ 页长，认真填完大约需要 ２０ 至 ３０ 分钟。 问卷前一部分是有关制造商基本信息的内容，
如公司所属行业、公司性质和规模等，后一部分由测量量表组成。 下面只给出本研究涉及的几个变量的测量

量表，其中包括制造商的 ＩＴ 资源、私人关系、共同制定计划、共同解决问题、投机情景（如表 １ 所示）。 这些量

表来源于已有研究，将其测量题项进行了中英双翻，并根据具体情况做了适当的修改（保持原意不变）。 按照

要求，问卷填写者通过对每一题项从 １ 至 ５ 打分的方法来描述自己的观点或态度（５ ＝完全同意，１ ＝完全不同

意，其余为中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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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变量和相关题项来源

变量 题项 来源

私人关系

（ＰＲ）

ＰＲ１：我们与该分销商的采购经理有着很好的私人关系

ＰＲ２：我们有朋友与该分销商的采购经理熟识

ＰＲ３：我们公司的总经理与该分销商的总经理有着很好的私人关系

庄贵军等［１７］

ＩＴ 资源

（ ＩＴＳＲＣ）

ＩＴＲＳＣ１：我们公司的 ＩＴ 技术人员经常给我们进行计算机相关知识与技能的培训

ＩＴＲＳＣ２：在我们有需要时，公司的 ＩＴ 技术人员能够给予我们技术上的指导和帮助

ＩＴＲＳＣ３：我们公司的 ＩＴ 技术人员能够根据我们工作上存在的问题来制定相应的技术解决

方案

ＩＴＲＳＣ４：我们公司的 ＩＴ 技术人员能在我们遇到困难时帮助我们

ＩＴＲＳＣ５：我们公司拥有企业级应用软件系统（例如 Ｌｏｔｕｓ Ｎｏｔｅｓ、自主研发的管理信息系统）
ＩＴＲＳＣ６：我们公司每年都会花费许多资金来购买新的计算机软件和硬件

Ｂｙｒｄ 和

Ｔｕｒｎｅｒ［４１］ ，
Ｔｉｐｐｉｎｓ 和

Ｓｏｈｉ［４２］

渠道合作

事前共同

制定计划

（ＪＰ）

事后共同

解决问题

（ＪＰＳ）

ＪＰ１：我公司和该分销商经常共同讨论我公司下一阶段的产量问题

ＪＰ２：我公司和该分销商经常共同计划我公司下一阶段的新产品开发

ＪＰ３：我公司和该分销商经常共同计划我公司下一阶段所要生产的产品种类

ＪＰＳ１：出现问题时，我公司和该分销商会共同承担责任

ＪＰＳ２：当执行不能达到合同规定目标时，我们按照谅解的原则解决

ＪＰＳ３：当出现争议时， 我们按照谅解的原则处理或解决

ＪＰＳ４：当出现偶发事件时， 我们以相互谅解的原则来应对

Ｃｌａｒｏ 等［３０］

Ｌｕｓｃｈ 和

Ｂｒｏｗｎ［４３］

分销商

渠道投

机情景（ＯＰ）

ＯＰ１：该分销商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经常言过其实

ＯＰ２：该分销商不太诚实

ＯＰ３：该分销商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利益，经常改变事实

ＯＰ４：很难与该分销商进行真诚的商谈

ＯＰ５：该分销商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经常违背正式或非正式的协议

ＯＰ６：该分销商经常试图利用我们的合作关系来为他自己谋取利益

ＯＰ７：该分销商常常让我们承担额外的责任

ＯＰ８：该分销商为了自己的利益，常常有意不告知我们应当注意的事项

Ｊａｐ 和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４４］

３、量表的信度与效度

本研究首先采用 ＳＰＳＳ 和 Ａｍｏｓ 在完整样本中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９ 进行探索

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２ 所示），ＫＭＯ 值为 ０ ８５６，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一共抽取私人关系、ＩＴ 资

源、共同制定计划、共同解决问题以及分销商投机情景这五个特征值大于 １ 的因子，方差解释度为

６６ ２９％。 除了 ＩＴＲＳＣ５ 的因子载荷为 ０ ６８７ 外，其余各测量题项在其相关变量上的因子载荷都大于 ０ ７。
所有测量题项的交叉项因子载荷均没有超过 ０ ３。 五个变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值均大于 ０ ８，表明测量量表

具有较好的信度。
表 ２　 完整样本探索性因子分析

变量
完整样本（Ｎ＝ ２８８）

ＰＲ ＩＴＲＳＣ ＪＰ ＪＰＳ ＯＰ

ＰＲ
α＝ ０ ８０６

ＰＲ１ ０ ８１６ ０ １３０ －０ ０１６ ０ ２２２ ０ ０６６
ＰＲ２ ０ ８３７ ０ ０９２ ０ １２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６３
ＰＲ３ ０ ８２８ ０ １２１ ０ １３６ ０ ０７１ ０ ００４

ＩＴＲＳＣ
α＝ ０ ８８９

ＩＴＲＳＣ１ ０ １０６ ０ ７６４ ０ ２６９ ０ ０７０ －０ ０６１
ＩＴＲＳＣ２ ０ ０２５ ０ ８３８ ０ １６１ ０ ０３６ －０ ０９１
ＩＴＲＳＣ３ ０ ０２２ ０ ８３８ ０ ２２８ ０ ０８３ －０ ０７６
ＩＴＲＳＣ４ －０ ０３４ ０ ８３１ ０ １４６ ０ ０７５ －０ ０８３
ＩＴＲＳＣ５ ０ １５６ ０ ６８７ －０ ０３７ ０ ２１７ ０ ０５５
ＩＴＲＳＣ６ ０ １８９ ０ ７１４ ０ ０３９ ０ １２０ ０ ００５

ＪＰ
α＝ ０ ８２２

ＪＰ１ ０ １０７ ０ ２３４ ０ ７２０ ０ ２３７ －０ ０２１
ＪＰ２ ０ ０９１ ０ ２２５ ０ ８６５ ０ １０３ ０ ００９
ＪＰ３ ０ ０７３ ０ １７８ ０ ８２３ ０ １３１ ０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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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完整样本（Ｎ＝ ２８８）

ＰＲ ＩＴＲＳＣ ＪＰ ＪＰＳ ＯＰ

ＪＰＳ
α＝ ０ ８０２

ＪＰＳ１ ０ ０６５ ０ １２２ ０ ０７２ ０ ７３８ －０ ０６９
ＪＰＳ２ ０ ０６５ ０ ０９２ ０ １４７ ０ ７７７ －０ １６４
ＪＰＳ３ ０ ０７４ ０ １３７ ０ ０９４ ０ ７６７ －０ １３６
ＪＰＳ４ ０ ０７１ ０ １１１ ０ １２２ ０ ７６３ －０ ０４６

ＯＰ
α＝ ０ ９１０

ＯＰ１ ０ ０７４ ０ ０２３ ０ １４１ －０ １６１ ０ ７３８
ＯＰ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９３ ０ ８１５
ＯＰ３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８ ０ ８４７
ＯＰ４ －０ ０３９ －０ １１３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９ ０ ７２８
ＯＰ５ ０ ０４４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９ ０ ８０１
ＯＰ６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４２ －０ １５１ ０ ７８４
Ｏ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７０ －０ ０９８ －０ ０１２ ０ ７４９
ＯＰ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８４ ０ ７７８

下面采用 Ａｍｏｓ１７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ＣＦＡ），得拟合参数 χ２ ／ ｄｆ ＝ １ ８２８，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５４， ＴＬＩ ＝ ０ ９３３，
ＣＦＩ＝ ０ ９４１，ＩＦＩ ＝ ０ ９４２，ＧＦＩ＝ ０ ９０２，ＲＭＲ＝ ０ ０４７。 聚敛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３ 所示。 ＪＰＳ１、ＪＰＳ４、ＯＰ４ 和 ＯＰ７
这五个题项因子载荷大于 ０ ６，ＩＴＲＳＣ５ 题项大于 ０ ５，其他题项因子的标准载荷都大于 ０ ７，所有题项的因子

载荷都在 ０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变量平均抽取方差（ＡＶＥ）都大于 ０ ５，说明题项均拥有较高的聚敛效度。 各变

量的复合信度（ＣＲ）都大于 ０ ８，具有较高的信度。
表 ３　 完整样本中的聚敛效度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ＡＶＥ ＣＲ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ＡＶＥ ＣＲ

ＰＲ
ＰＲ１
ＰＲ２
ＰＲ３

０ ７６０
０ ７６１
０ ７６６

０ ５８１ ０ ８０６ ＪＰＳ

ＪＰＳ１
ＪＰＳ２
ＪＰＳ３
ＪＰＳ４

０ ６５２
０ ７７７
０ ７３６
０ ６７７

０ ５０７ ０ ８０４

ＩＴＲＳＣ

ＩＴＲＳＣ１
ＩＴＲＳＣ２
ＩＴＲＳＣ３
ＩＴＲＳＣ４
ＩＴＲＳＣ５
ＩＴＲＳＣ６

０ ７５８
０ ８４３
０ ８８６
０ ８４５
０ ５６３
０ ６０８

０ ５７９ ０ ８８９

ＪＰ
ＪＰ１
ＪＰ２
ＪＰ３

０ ７０８
０ ８９２
０ ７５８

０ ６２３ ０ ８３１

ＯＰ

ＯＰ１
ＯＰ２
ＯＰ３
ＯＰ４
ＯＰ５
ＯＰ６
ＯＰ７
ＯＰ８

０ ７２５
０ ８０１
０ ８３４
０． ６７０
０． ７５９
０ ７６１
０ ６９７
０ ７４４

０ ５６３ ０ ９１１

区分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４ 所示。 ５ 个变量 ＡＶＥ 值的平方根都大于其与其他变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表
明这些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 ４　 完整样本中的区分效度

变量 ＰＲ ＩＴＲＳＣ ＪＰ ＪＰＳ ＯＰ
ＰＲ ０ ７６２

ＩＴＲＳＣ ０ ２５２∗ ０ ７６１
ＪＰ ０ ２７８∗ ０ ４７５∗∗ ０ ７８９
ＪＰＳ ０ ２７０∗ ０ ３２３∗ ０ ３６８∗∗ ０ ７１２
ＯＰ ０ ０８１ －０ １２４ ０ ００９ －０ ２５９∗ ０ ７５０

注：矩阵对角线数值为 ＡＶＥ 的平方根。 下同。∗表示 ｐ＜０ ０５，∗∗表示 ｐ＜０ ０１，∗∗∗表示 ｐ＜０ ００１，均为双尾
检验。 下同。

接下来，本研究使用 ＰＬＳ 的测量模型对量表在 ＨｉｇｈＯＰ 和 ＬｏｗＯＰ 两个子样本中的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
如表 ５ 所示，除了私人关系 ＰＲ 在 ＨｉｇｈＯＰ 子样本中 α 值低于 ０ ７ 外，其在 ＬｏｗＯＰ 子样本和完整样本，以及其

余变量在两个样本中的 α 值均超过 ０ ７。 组合信度（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Ｒ）方面，四个变量在两个样本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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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均超过 ０ ７。 上述指标表明，测量量表有着较好的信度。 验证性因子载荷方面，如表 ５ 所示，除了 ＰＲ２ 在

ＨｉｇｈＯＰ 子样本中，ＪＰＳ３ 在 ＨｉｇｈＯＰ 子样本中均稍低外，其余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在两个子样本中均超过 ０ ７，
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都在 ０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变量平均抽取方差（ＡＶＥ）都大于 ０ ５，说明题项均拥有较高的

聚敛效度。
表 ５　 ＨｉｇｈＯＰ 子样本和 ＬｏｗＯＰ 子样本中的聚敛效度和信度

ＨｉｇｈＯＰ 子样本（Ｎ＝ ６３） ＬｏｗＯＰ 子样本（Ｎ＝ ６２）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ＡＶＥ α ＣＲ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ＡＶＥ α ＣＲ

ＰＲ
ＰＲ１
ＰＲ２
ＰＲ３

０ ７６９
０ ５７７
０ ８０５

０ ５２４ ０ ６８６ ０ ７６４ ＰＲ
ＰＲ１
ＰＲ２
ＰＲ３

０ ９０２
０ ９２９
０ ９０２

０ ８３０ ０ ８９８ ０ ９３６

ＩＴＲＳＣ

ＩＴＲＳＣ１
ＩＴＲＳＣ２
ＩＴＲＳＣ３
ＩＴＲＳＣ４
ＩＴＲＳＣ５
ＩＴＲＳＣ６

０ ７６８
０ ８０４
０ ８０８
０ ８２７
０ ７４２
０ ６４６

０ ５９０ ０ ８６０ ０ ８９６ ＩＴＲＳＣ

ＩＴＲＳＣ１
ＩＴＲＳＣ２
ＩＴＲＳＣ３
ＩＴＲＳＣ４
ＩＴＲＳＣ５
ＩＴＲＳＣ６

０ ８９４
０ ９１６
０ ９４３
０ ９１４
０ ８００
０ ８２３

０ ７８０ ０ ９４５ ０ ９５５

ＪＰ
ＪＰ１
ＪＰ２
ＪＰ３

０ ８２９
０ ８９１
０ ８１５

０ ７１５ ０ ８００ ０ ８８３ ＪＰ
ＪＰ１
ＪＰ２
ＪＰ３

０ ８２３
０ ９４６
０ ９０２

０ ７９５ ０ ８７１ ０ ９２１

ＪＰＳ

ＪＰＳ１
ＪＰＳ２
ＪＰＳ３
ＪＰＳ４

０ ８４０
０ ７６４
０ ５９５
０ ６８６

０ ５２８ ０ ７０５ ０ ８１５ ＪＰＳ

ＪＰＳ１
ＪＰＳ２
ＪＰＳ３
ＪＰＳ４

０ ７４１
０ ８８７
０ ８５９
０ ７６２

０ ６６８ ０ ８３４ ０ ８８９

区分效度方面。 如表 ６ 所示，在两个子样本中，四个变量 ＡＶＥ 值的平方根均大于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这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因此，所有变量均满足信度与效度的要求，可以通过结构模型来进行

假设检验。
表 ６　 ＨｉｇｈＯＰ 子样本和 ＬｏｗＯＰ 子样本中的区分效度

变量
ＨｉｇｈＯＰ 子样本 ＬｏｗＯＰ 子样本

ＰＲ ＩＴＲＳＣ ＪＰ ＪＰＳ ＰＲ ＩＴＲＳＣ ＪＰ ＪＰＳ
ＰＲ ０ ７２４ ０ ９１１

ＩＴＲＳＣ ０ ０８６ ０ ７６８ ０ ４８１∗∗∗ ０ ８８３
ＪＰ ０ ３４５∗ ０ ４２６∗∗ ０ ８４６ ０ ２５０∗ ０ ３４２∗∗ ０ ８９２
ＪＰＳ ０ ３７９∗∗ ０ ２５２∗ ０ ２８７∗ ０ ７２７ ０ ２９０∗ ０ １７７∗ ０ ３１６∗ ０ ８１７

数据分析

下面采用 ＰＬＳ 中的结构模型来检验提出的假设。 除了本研究关注的私人关系和 ＩＴ 资源这两个变量外，
根据渠道治理理论，双方的依赖结构（即彼此对对方的依赖）、双方关系长度都会影响渠道合作，因此将其作

为控制变量放入结构模型。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企业规模、竞争情况、供求状况也作为控制变量放入结构模

型。 通过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方法迭代 １ ０００ 次，如表 ７ 所示路径系数、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度 Ｒ２ 值以及效应

值 ｆ２。
表 ７　 结构模型及假设检验结果

ＨｉｇｈＯＰ 子样本 ＬｏｗＯＰ 子样本

ＪＰ ＪＰＳ ＪＰ ＪＰＳ

ＰＲ
路径系数 ０ ２７２∗ ０ ３１２∗ ０ ０６６ ０ ０１３

ｆ２ 值 ０ １１０ ０ １３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ＩＴＲＳＣ
路径系数 ０ ０３７ ０ ０６１ ０ ２９４∗ ０ ２１２∗

ｆ２ 值 ０ ０１９ ０ ０３３ ０ ０８１ ０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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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ＨｉｇｈＯＰ 子样本 ＬｏｗＯＰ 子样本

ＪＰ ＪＰＳ ＪＰ ＪＰＳ
控制变量

制造商对分

销商的依赖
０ ２２７ ０ ０８７ ０ ２８０∗ ０ ０４１

分销商对制

造商的依赖
－０ ０２１ －０ １５２ ０ ０７９ ０ ２４１∗

关系长度 ０ １１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９９
供求状况 ０ ０２０ －０ １９１ ０ ２０９∗ －０ ０２１
企业规模 －０ ４００∗ －０ １２１ －０ ０３０ －０ １１１
竞争地位 －０ ０１２ －０ ２９２∗ ０ ０８１ －０ １１０

Ｒ２ ０ ３５３ ０ ３１２ ０ ２６８ ０ ２２０
假设检验结果 Ｈ１ａ 支持 Ｈ１ｂ 支持 Ｈ２ａ 支持 Ｈ２ｂ 支持

注：∗∗表示 ｐ＜０ ０１，∗表示 ｐ＜０ ０５，均为双尾检验。

从表 ７ 不难看出，在 ＨｉｇｈＯＰ 子样本中，私人关系（ＰＲ）与共同制定计划（ＪＰ）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ｐ＜
０ ０５），同时 ＩＴ 资源（ＩＴＲＳＣ）与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ｐ＞０ ０５），Ｈ１ａ 得到数据支持。 私人关系与共同

解决问题（ＪＰＳ）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ｐ＜０ ０５），而 ＩＴ 资源与其关系不显著（ｐ＞０ ０５），Ｈ１ｂ 得到数据支持。 在

ＬｏｗＯＰ 子样本中，ＩＴ 资源对共同制定计划的正向影响是显著的（ ｐ＜０ ０５），而 ＰＲ 对其的影响不显著（ ｐ＞
０ ０５），Ｈ２ａ 得到数据支持。 ＩＴ 资源与共同解决问题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ｐ＜０ ０５），而私人关系与其没有显

著关系（ｐ＞０ ０５），Ｈ２ｂ 也得到数据支持。
在 ＨｉｇｈＯＰ 的样本中，私人关系与 ＩＴ 资源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对共同制定计划的解释度 Ｒ２ 为 ０ ３５３，对共

同解决问题的解释度 Ｒ２ 为 ０ ３１２。 在 ＬｏｗＯＰ 的样本中，私人关系与 ＩＴ 资源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对共同制定计

划的解释度 Ｒ２ 为 ０ ２６８，对共同解决问题的解释度 Ｒ２ 为 ０ ２２０。
除此之外，在 ＨｉｇｈＯＰ 样本中，私人关系对共同制定计划和共同解决问题的效应值 ｆ２ 分别为 ０ １１０ 和

０ １３２，ＩＴ 资源对两者的效应值 ｆ２ 分别为 ０ ０１９ 和 ０ ０３３。 在 ＬｏｗＯＰ 样本中，私人关系对共同制定计划和共

同解决问题的效应值 ｆ２ 分别为 ０ ００６ 和 ０ ００２，ＩＴ 资源对两者的效应值 ｆ２ 分别为 ０ ０８１ 和 ０ ０７２。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渠道投机、私人关系与信息系统相关研究，通过问卷收集的数据，实证的对比了分销商投机较

多和较少这两种情景中，制造商和分销商边界人员的私人关系，以及制造商 ＩＴ 资源这两种手段对两种渠道合

作行为———事前共同制定计划与事后共同解决问题影响的差异。 共检验了 ４ 个假设，均被数据支持。 研究发

现：第一，在分销商投机较多的情景中，私人关系要比 ＩＴ 资源更能有效促进双方共同制定计划与共同解决问

题。 第二，在分销商投机较少的情景中，ＩＴ 资源要比私人关系更能有效促进双方共同制定计划与共同解决

问题。
在理论方面，本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了一些贡献：第一，探讨分销商投机的情景化属性。 具体来说，

虽然对于渠道投机的研究非常丰富，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但主要还是将其作为渠道控制或渠道治理的结果，即
研究重点在于怎样安排或设计渠道控制手段或治理结构来抑制分销商投机，缺乏对于渠道投机的情景化属性

的关注。 本研究则从交易成本视角入手，探讨和分析了分销商投机成为情景因素的原因。 相关分析结果有助

于弥补现有渠道投机相关研究与理论的不足。 第二，对比不同分销商投机情景下，私人关系与 ＩＴ 资源这两种

手段对渠道合作的不同影响。 具体而言，已有研究就这两种手段对渠道合作的影响分别进行了探讨，但是未

发现有研究同时关注这两种因素，更未发现有研究关注不同的分销商投机情景下，这两种手段对渠道合作的

影响会有哪些差异。 本研究则从制造商在不同投机情景下采取的不同渠道合作策略入手，结合两种手段各自

的特点与作用机理，对比两种手段的对渠道合作产生的不同效果。 相关结论有助于完善渠道合作相关研究与

理论。
在实践方面，本研究对于企业有这样几点启示：第一，分销商投机无法彻底根除，因此最优策略就是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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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在一定程度内。 第二，在分销商投机相对较多的情景下，边界人员的私人关系要比 ＩＴ 更为有效的促进双

方共同制定计划与共同解决问题。 第三，在分销商投机相对比较少的情景下，ＩＴ 会比私人关系更为有效的促

进双方共同制定计划与共同解决问题。
本研究存在这样几点不足：首先，研究只关注了正式手段的一种（ＩＴ 资源）与非正式手段的一种（私人关

系），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探讨其他正式因素（如合同）与非正式因素（如关系规范）在不同分销商投机情

景下，对于渠道合作的不同效果。 其次，数据来自制造商一方，因此对于分销商投机的测量采用的是制造商感

知到的分销商投机行为，这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 未来研究不但应收集制造商一方的数据，也要收集分

销商一方的数据，采用双边的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 最后，本研究对于 ＩＴ 资源的测量是通过询问制造商一方

市场部或渠道部管理人员的主观感受获得，这就可能造成对于 ＩＴ 资源的测量存在偏差。 未来研究在收集数

据时，可以考虑采用企业每年对 ＩＴ 设备与设施投入的资金数量，每月或每周 ＩＴ 人员指导与帮助的次数等客

观指标来测量企业的 ＩＴ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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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２００４，３８（５ ／ ６）：６７５⁃６９３
［３４］　 Ｆａｎ 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ｇ Ｇｕａｎｘｉ：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２，１１（５）：

５４３⁃５６１
［３５］　 Ｐａｒｋ Ｓ． Ｈ．， Ｌｕｏ Ｙ． Ｇｕａｎｘｉ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Ｊ］．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１，２２（５）：４５５⁃４７７
［３６］　 Ｍｉｌｌｉｎｇｔｏｎ Ａ．，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ｔ Ｍ．，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Ｂ． Ｇｕａｎｘｉ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６，５９

（４）：５０５⁃５３１
［３７］　 Ｐｅｎｇ Ｍ．， Ｚｈｏｕ Ｊ． Ｈｏｗ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Ｅｖｏｌｖｅ ｉｎ Ａｓｉａ［Ｊ］．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５，２２（４）：３２１⁃３３６
［３８］　 黄光国，胡先缙． 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Ｍ］．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３９］　 Ｓｕ Ｃ．， Ｙａｎｇ Ｚ．， Ｚｈｕａｎｇ Ｇ．，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ｓ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

ｋｅｔ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８，４０（４）：６６８⁃６８９
［４０］　 Ｃｈｉｎ Ｗ． Ｗ．， Ｍａｒｃｏｌｉｎ Ｂ． Ｌ．， Ｎｅｗｓｔｅｄ Ｐ． Ｒ． Ａ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Ｌ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ａ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ａｉ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 ／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Ｊ］．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３，１４（２）：１８９⁃２１７

［４１］　 Ｂｙｒｄ Ｔ． Ａ．， Ｔｕｒｎｅｒ Ｄ． Ｅ．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０，１７（１）：１６７⁃２０８

［４２］　 Ｔｉｐｐｉｎｓ Ｍ． Ｊ．， Ｓｏｈｉ Ｒ． Ｓ． ＩＴ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Ｌｉｎｋ？ ［Ｊ］．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３，２４（８）：７４５⁃７６１

［４３］　 Ｌｕｓｃｈ Ｒ． Ｆ．， Ｂｒｏｗｎ Ｊ． Ｒ．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ｇ， １９９６，６０（４）：１９⁃３８

［４４］　 Ｊａｐ Ｓ． Ｄ．，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Ｅｘ Ｐｏｓ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ｍ［Ｊ］．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３，４９（１２）：１６８４⁃１７０１



１８０６００００２１２００２ ０２ 张涛．ｆｂｄ

１１８　　 管理评论 第 ３０ 卷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ｅａｌｅｒ’ 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ｍ

Ｚｈａｎｇ Ｔａｏ１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ｕａｎｇ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１２７；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ｏｎｇ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Ｄａｌｉａｎ １１６０２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ｍ，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ｍ⁃
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ｗ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ｓ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Ｉ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ｌｖｉｎｇ） ｉｎ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ｄｅａｌｅｒ’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ｔｗｏ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ｄｒａｗｎ． Ｆｉｒ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ｈｉｇｈ ｄｅａｌｅｒ’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ｍ，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ｊｏｉｎ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ｌｖｉｎｇ ｗｈｉｌｅ Ｉ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ｎ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ｌｏｗ ｄｅａｌｅｒ ’ 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ｍ， Ｉ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ｊｏｉｎ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ｌｖｉｎｇ ｗｈｉｌ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上接第 ７２ 页）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ＶＣｓ’ Ｐａｔｅｎ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Ｘｕ 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１， Ｌｕ Ｈａｉｔｉａｎ２ａｎｄ Ｍｅｎｇ Ｗｅｉ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９０；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９９９０７７；

３．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ｏｗ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ｆｉｒｍｓ’ ｅｘ ａｎｔｅ 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ｐａｔ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９ ｔｏ ２０１６， ｗｅ ｆｉｎｄ ｐｒｉｏｒ 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Ｖ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ｕｒ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ｓ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ｆｉｒｓｔ ｒｏｕｎｄ Ｖ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ａ⁃
ｔｅｎ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ｓ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ｆｏｒ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Ｃｓ， ｆｏ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ＶＣｓ）， ａｎ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ｅｅ ｉ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ｈｉｇｈ ＩＰ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ｗｅ ｆｉ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Ｃｓ’ ｐａｔｅｎ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 （ＩＲＲ）
ｕｐｏｎ ｅｘｉｔｓ． Ｏｕ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ｓｈｅｄｓ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ｈｏｗ ＶＣ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ｆｉｒｍｓ’ ｐａｔｅｎｔ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ｈｏｗ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ｅｒｓ ｃａ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Ｖ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ｅｎｔ ｇｒａ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ｅｎ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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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价格波动、羊群效应与私家车厂商市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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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私家车消费过程中从众心理所产生的羊群效应，从燃油价格调整引起的私家车使用

成本变动角度出发，通过构建微分博弈模型，分析了私家车厂商的最优动态定价问题。 得出的

结论表明，燃油价格的上涨存在一个阈值，当调整幅度超过阈值时，私家车的最优动态定价随着

时间不断下降；私家车厂商最优动态定价对于私家车保有量的敏感性，高质量私家车厂商小于

低质量私家车厂商；并且，最优动态定价对于私家车保有量的敏感性随着羊群效应系数的增加

而增加、随着私家车保有量对耗油量的影响系数的增加而减小，随着燃油价格的变化关系取决

于羊群效应系数与私家车保有量对耗油量的影响系数二者的相对大小。
关键词：羊群效应；燃油；质量差异；私家车；微分博弈；城市交通状况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６－１２
基金项目：东北电力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ＢＳＪＸＭ－２０１６２３２）。
作者简介：邵晓双，东北电力大学建筑工程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博士；谭德庆，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博士。

引　 言

由于汽车市场竞争程度的不断加剧，引起汽车价格不断下降，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拥有私家车的

家庭不断增加。 ２０１２ 年新浪网对消费者汽车消费行为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得出在众多影响消费者购买私

家车的因素中，燃油经济性占比 ２４ ７％，以较大的比重位居第四，足见燃油经济性对消费者购买私家车的重

要影响。 不断迅猛增加的私家车保有量，不可避免的引起了城市的交通拥堵，城市交通拥堵越来越严重。 交

通拥堵状况的加剧，使得私家车消费者需要在路上花费更多的时间，燃油消耗不断增加，伴随着燃油价格的波

动，燃油经济性的影响更加突出。 通过对北京地区的调查，赵立祥和苗琦［１］系统的分析了私家车使用受燃油

价格上涨的影响情况，对不同家庭年均行驶里程、家庭年人均收入的车主，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不同，当燃油

价格上涨到 １０ 元时，年均行驶里程少于 １ ５ 万公里，家庭年人均收入少于 ５ 万元的车主，开始减少私家车使

用的概率达到 ６５ １１％，为最高。 燃油价格的波动也进一步影响着城镇居民的出行行为，以及潜在的私家车

消费者的购车意愿，王京元和韩艳［２］对此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认为：燃油价格的上涨将使众多消费者改

变其购车计划或购车意向；燃油价格的上涨，也使得私家车消费者不断调整其用车习惯。 政府部门也在积极

的应用燃油的调节作用，控制消费者对私家车的使用。 提高燃油附加费，就是我国政府针对近期国际原油价

格不断走低，我国油价随之下调，而采取的控制消费者对私家车的使用的一种方式。
燃油价格波动对私家车消费的影响重大，在燃油价格波动影响下，私家车保有量不断迅猛增加的深层次

原因，更加值得思考。 我国的私人轿车较上年增加量，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３７３ 万辆，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４２５ 万辆，２００９ 年

的 ６５８ 万辆，２０１０ 年的 ８３８ 万辆，２０１１ 年的 ８７９ 万辆，２０１２ 年的 ９８６ 万辆，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１０２ 万辆（数据来源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连年不断迅猛攀升，消费者私家车消费的情感因素可能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情绪效用对消费者私家车消费行为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
羊群效应可能是影响消费者私家车消费的一种重要情感因素。 羊群效应也叫做“从众效应”，指的是人

们在做决定的过程中，往往受到“多数人坚持的就是正确的”的思想影响，从而服从多数人的思想或选择多数

人的行为方式。 在经济学中，羊群效应主要是指投资者因为信息缺乏，在进行投资决策时选择与大多数人相

同的投资行为。 针对不同领域，学者对羊群效应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哀晨和傅强［３］针对“Ｔ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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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制度，建立了非线性证券价格的动态模型，运用实证方式对羊群效应行为进行了研究；吴建祖等［４］ 通过

构建实物期权模型，分析了过度反应对 ＩＰＯ 抑价的影响；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可能带来股价崩盘风险，许年

行等［５］对此进行了分析；羊群效应可能产生非理性行为，李平和曾勇［６］对此进行了分析。 在私家车消费过程

中，他人的购车行为可能诱发消费者购买私家车的欲望，从而产生购买私家车的行为；并且这种私家车购买欲

望的强烈程度，随着私家车保有量的增加而增加。 这些都是羊群效应行为在私家车消费过程中的表现，学者

并未对此展开相应的研究。 为此，本文将结合私家车消费过程中从众心理所产生的羊群效应，分析燃油价格

变动对私家车厂商市场策略的影响。
厂商的市场策略问题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针对私家车市场租售策

略选择问题，Ｄｅｓａｉ 和 Ｄｅｖａｖｒａｔ［７］分析了市场竞争状况所产生的影响；私家车出租与销售可能带来不同的环境

影响，Ａｇｒａｗａｌ 等［８］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比较分析；假定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私家车厂商采用市场

销售策略，Ｒｕｎｋｅｌ［９］分析了这一条件下的最优排放税问题；对私家车厂商来说，不可避免的存在提前生产问

题，如何在需求不确定情况下，科学规划相关问题，Ｄｅｓａｉ 等［１０］ 对此进行了研究；结合中国汽车市场后入者的

弱势地位，田志龙等［１１］研究了这类厂商的经营战略；针对汽车行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选择问题，
孙江永和王新华［１２］结合产品异质性进行了研究；范群林等［１３］分析得出了中国汽车产业环境技术创新影响因

素；二手市场信息在厂商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谭德庆和高永全［１４］ 分析了其对垄断厂商决策的影响。
针对厂商的动态定价行为，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如 Ｘｕ 和 Ｈｏｐｐ［１５］，Ｌｉｎ 和 Ｓｉｂｄａｒｉ［１６］，Ｇａｌｌｅｇｏ 和 Ｈｕ［１７］，Ｐｅｒ⁃
ａｋｉｓ 和 Ｓｏｏｄ［１８］，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ｄｅ⁃Ａｌｂéｎｉｚ 和 Ｔａｌｌｕｒｉ［１９］，Ｌｉｕ 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Ｃｈｅｎ 和 Ｆａｒｉａｓ［２１］，Ａｋｓｏｙ⁃Ｐｉｅｒｓｏｎ 等［２２］及 Ｒａｏ
和 Ｓｃｈａｅｆｅｒ［２３］。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羊群效应及燃油价格波动对私家车消费的影响，运用微

分博弈模型，分析了质量不同的私家车厂商的最优动态定价问题。

模　 型

假定在某城市私家车市场中存在两个销售单一型号私家车的厂商 ｈ 和 ｌ，作为一种耐用品，设私家车的耐

用期为 Ｔ０，以此为研究期。 在研究期内，消费者可以选择是否购买私家车，如果消费者选择购买私家车，则其

只能消费一辆私家车。 在研究期内，消费者可以选择更换私家车，更换私家车后，其旧车将流入二手市场。 为

方便处理，可以等同为拥有私家车的消费者继续使用原有的私家车，新增加的消费者选择购买新车，故在研究

的过程中不考虑私家车二手市场的影响。
每个厂商通过选择每一阶段各自生产的私家车的销售价格，实现整个研究期内折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厂商所提供的私家车质量之间存在差异，假定厂商 ｈ 所提供的私家车质量 ｑｈ 高于厂商 ｌ 所提供的私家车质量

ｑｌ，即 ｑｈ＞ｑｌ。 为分析方便，借鉴 Ｌｉｕ 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的研究，规定 ｑｈ ＝ １，ｑｌ ＝β，０＜β＜１。 高质量的私家车往往由于其

配置及技术方面的原因，单位成本较低质量的私家车要高，比如与朗逸车型相比，奥迪车型普遍成本要高。 因

此，设 ｃ 为厂商 ｈ 生产的私家车的单位成本，βｃ 为厂商 ｌ 生产的私家车的单位成本，厂商获得的利润必须大于

零，因此假定 ｃ＜１。 对同一厂商所生产的私家车，不同消费者的感知质量存在差异，设消费者的类型为 θ，且均

匀分布在区间 ０，１[ ] 上，所有厂商均知道消费者的类型分布。 假定第 ｔ 阶段城市的私家车保有量为 ｘｔ，第 ｔ 阶
段初厂商 ｈ 和 ｌ 累计的私家车销量分别为 ｘｔｈ，ｘｔｌ，因此，ｘｔ ＝ ｘｔｈ＋ｘｔｌ。 私家车消费中的羊群效应主要体现为跟风

购买私家车，私家车的保有量越大，私家车消费中的羊群效应越强。 设羊群效应为 ϑｘｔ，其中 ϑ 为羊群效应系

数。 高质量的私家车往往能够给消费者带来较高的消费体验，同时羊群效应的大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消

费者私家车消费过程中的主观感受，羊群效应越大，私家车消费所带来的主观满足程度越高，因此，消费者私

家车消费过程中所带来的净收益与私家车质量及羊群效应正相关。 而私家车价格构成了私家车消费的成本，
消费者私家车消费过程中所带来的净收益与私家车价格负相关。 因而，在阶段 ｔ，如果厂商 ｉ 所生产的私家车

的价格为 ｐｔｉ，类型为 θ 的消费者购买该厂商所生产的私家车时获得的净收益为 θｑｉ＋ϑｘｔ－ｐｔｉ，ｉ＝ ｈ，ｌ。 按照现行

标准，私家车报废以行驶里程作为报废的依据，不再采用强制年限的报废规定。 按照标准使用情况下私家车

单位行驶里程油耗计算私家车寿命期内的总耗油量，令 ｙ 和 βｙ 为厂商 ｈ 和 ｌ 所提供的私家车寿命期内的总耗

油量，消费者使用私家车的收益必须大于零，因此令 ｙ＜１。 将燃油消耗对消费者购买和使用私家车的重要影

响考虑进模型中，令燃油价格为 ｐｇ，当考虑燃油因素时，燃油消耗构成了私家车的使用成本，因而消费者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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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消费过程中所带来的净收益与燃油消耗负相关，消费者购买私家车整个寿命期所获得的净收益为 θｑｉ＋ϑｘｔ－
ｐｔｉ－ｙｉｐｇ。

１、私家车市场动态需求

假定第 ｔ 阶段初剩余消费者的最高类型为θｔ∈ ｃ，１[ ] 。当 θ＋ϑｘｔ －ｐｔｈ －ｙｐｇ≥ βθ＋ϑｘｔ－ｐｔｌ－βｙｐｇ( ) ＋，类型为

θ（θ≤θｔ）的消费者将购买厂商 ｈ 所生产的私家车（ ψ( ) ＋表示取 ψ 和 ０ 二者中较大者，下同）。 当 βθ＋ϑｘｔ－ｐｔｌ－
βｙｐｇ＞ θ＋ϑｘｔ－ｐｔｈ－ｙｐｇ( ) ＋，类型为 θ（θ≤θｔ）的消费者将购买厂商 ｌ 所生产的私家车。 因此，在阶段 ｔ，每个厂商

所提供的私家车的市场需求为

Ｄｔｈ ＝ ∫θｔ
ｙｐｇ＋

ｐｔｈ－ｐｔｌ( )

１－β( )

ｄθ ＝ θｔ － ｙｐｇ －
ｐｔｈ － ｐｔｌ( )

１ － β( )
（１）

Ｄｔｌ ＝ ∫ｙｐｇ＋
ｐｔｈ－ｐｔｌ( )

１－β( )

ｙｐｇ＋
ｐｔｌ－ϑｘｔ( )

β

ｄθ ＝
ｐｔｈ － ｐｔｌ( )

１ － β( )
－

ｐｔｌ － ϑｘｔ( )

β
（２）

　 　 在市场出清情况下，当 ｔ＝ １ 时，由（１）及（２）得

Ｄ１ｈ ＝ １ － ｙｐｇ －
ｐ１ｈ － ｐ１ｌ( )

１ － β( )
，Ｄ１ｌ ＝

ｐ１ｈ － ｐ１ｌ( )

１ － β( )
－ θ２ ＋ ｙｐｇ，Ｄ１ｈ ＋ Ｄ１ｌ ＝ ｘ２ｈ ＋ ｘ２ｌ ＝ １ － θ２

　 　 同理可得，当 ｔ＝ ｔ 时，ｘｔｈ＋ｘｔｌ ＝ １－θｔ。 因此，θｔ ＝ １－ｘｔｈ－ｘｔｌ，其中 ｘｔｈ，ｘｔｌ分别为第 ｔ 阶段初，厂商 ｈ 和 ｌ 累计的

私家车销量。

Ｄｔｈ ＝ ∫１－ｘｔｈ－ｘｔｌ
ｙｐｇ＋

ｐｔｈ－ｐｔｌ( )

１－β( )

ｄθ ＝ １ － ｘｔｈ － ｘｔｌ － ｙｐｇ －
ｐｔｈ － ｐｔｌ( )

１ － β( )
（３）

　 　 ２、城市交通状况对私家车市场动态需求的影响

城市的道路交通状况随着私家车保有量的增加变得越来越拥堵，消费者驾车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因而不

断增加，导致私家车耗油量的不断增加。 令 ｙ １＋μｘｔ( ) 和 βｙ １＋μｘｔ( ) 为受道路交通状况的影响，厂商 ｈ 和 ｌ 所生

产的私家车寿命期内的总耗油量，其中 μ∈ ０，∞[ ] 为私家车保有量对耗油量的影响系数。 因此，

Ｄｔｈ ＝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ｐｔｈ － ｐｔｌ( )

１ － β( )
（４）

均衡分析

每个厂商均希望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私家车销售价格，使自身在整个研究期内获得的折现利润最大，而
在制定自身私家车销售价格时，竞争对手所提供的私家车的销售价格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 通过构建动态微

分博弈模型，并求解非合作纳什均衡解，对这一问题进行求解。 厂商 ｈ 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可以表述为：

ｍａｘπｈ
ｐｔｈ

＝ ∫Ｔ０
０
ｅ －ρｔ ｐｔｈ － ｃ( ) ｘ·ｔｈｄｔ

ｓ．ｔ． ｘ·ｔｉ ＝ Ｄｔｉ ， ｘｉ ０( ) ＝ ｘ０ｉ ， ｉ ＝ ｈ，ｌ

ì

î

í

ï
ï

ï
ï

（５）

　 　 其中， ｘ·ｔｉ为第 ｔ 期厂商 ｉ 私家车的市场销量。
厂商 ｈ 利润最大化问题的汉密尔顿函数为

Ｈｈ ｘｔｈ，ｘｔｌ，ｐｔｈ，ｐｔｌ，λｈ
ｈ，λｈ

ｌ( ) ＝ ｅ －ρｔ ｐｔｈ － ｃ ＋ λｈ
ｈ( ) ｘ·ｔｈ ＋ λｈ

ｌ ｘ·ｔｌ{ } （６）
　 　 ｘｔｈ的最优值及 λｈ

ｈ 和 λｈ
ｌ 应满足下述条件

λ·ｈ
ｈ ＝ ρλｈ

ｈ － ｐｔｈ － ｃ ＋ λｈ
ｈ( )

∂ｘ·ｔｈ

∂ｘｔｈ

＋ λｈ
ｌ

∂ｘ·ｔｌ

∂ｘｔｈ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ρλｈ

ｈ － ｐｔｈ － ｃ ＋ λｈ
ｈ( )

∂Ｄｔｈ

∂ｘｔｈ

＋ λｈ
ｌ

∂Ｄｔｌ

∂ｘｔｈ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λ
·

ｈ
ｌ ＝ ρλｈ

ｌ － ｐｔｈ － ｃ ＋ λｈ
ｈ( )

∂ｘ·ｔｈ

∂ｘｔｌ

＋ λｈ
ｌ

∂ｘ·ｔｌ

∂ｘｔｌ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ρλｈ

ｌ － ｐｔｈ － ｃ ＋ λｈ
ｈ( )

∂Ｄｔｈ

∂ｘｔｌ

＋ λｈ
ｌ

∂Ｄｔｌ

∂ｘｔｌ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λｈ
ｈ Ｔ０( ) ＝ ０，λｈ

ｌ Ｔ０( ) ＝ ０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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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优价格应当满足一阶必要条件

∂Ｈｈ

∂ｐｔｈ

＝ ｅ －ρｔ ｘ·ｔｈ ＋ ｐｔｈ － ｃ ＋ λｈ
ｈ( )

∂ｘ·ｔｈ

∂ｐｔｈ

＋ λｈ
ｌ

∂ｘ·ｔｌ

∂ｐｔｈ
{ } ＝ ｅ －ρｔ Ｄｔｈ ＋ ｐｔｈ － ｃ ＋ λｈ

ｈ( )
∂Ｄｔｈ

∂ｐｔｈ

＋ λｈ
ｌ

∂Ｄｔｌ

∂ｐｔｈ
{ } ＝ ０

　 　 因此

ｐｔｈ ＝ －
Ｄｔｈ ＋ λｈ

ｌ

∂Ｄｔｌ

∂ｐｔｈ

∂Ｄｔｈ

∂ｐｔｈ

＋ ｃ － λｈ
ｈ （８）

　 　 厂商 ｌ 具有类似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及约束条件。 联立求解厂商 ｈ 及 ｌ 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得

ｐｔｈ ＝
２ １ － β( )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 １ － β( ) ϑｘｔ ＋ ２ ＋ β( ) ｃ

４ － β
（９）

ｐｔｌ ＝
β １ － β( )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 ２ １ － β( ) ϑｘｔ ＋ ３βｃ

４ － β
（１０）

　 　 命题 １　 厂商私家车的最优动态定价随着时间可能增加、不变或下降。 如果燃油价格 ｐｇ 的增加量超过

阈值

Δｐ∗
ｇｔｈ ＝

ϑ － １ － ｙμｐｇ( ) ３β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ｃ( ) ＋ ２ ＋ β( ) ϑ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４ － β( ) β
，

Δｐ∗
ｇｔｌ ＝

２
β
ϑ － １ － ｙμｐｇ

æ

è
ç

ö

ø
÷ ３β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ｃ( ) ＋ ２ ＋ β( ) ϑ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４ － β( ) β
，

　 　 （Δｐ∗
ｇｔｈ和 Δｐ∗

ｇｔｌ分别表示厂商 ｈ 和 ｌ 燃油价格 ｐｇ 增加的阈值），厂商私家车的最优动态定价下降；如果 ｐｇ 的

增加量等于阈值，厂商私家车的最优动态定价不变；如果 ｐｇ 的增加量小于阈值，厂商私家车的最优动态定价

增加。
证明：由（９）式及（１０）式得

∂ｐｔｈ

∂ｔ
＝
２ １ － β( )

ϑ
２

－ １ － ｙμｐｇ
æ

è
ç

ö

ø
÷

∂ｘｔ

∂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ｔ
æ

è
ç

ö

ø
÷

４ － β
（１１）

∂ｐｔｌ

∂ｔ
＝
β １ － β( )

２
β
ϑ － １ － ｙμｐｇ

æ

è
ç

ö

ø
÷

∂ｘｔ

∂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ｔ
æ

è
ç

ö

ø
÷

４ － β
（１２）

　 　 令
∂ｐｔｈ

∂ｔ
＝ ０ 得

ϑ
２

－ １ － ｙμｐｇ
æ

è
ç

ö

ø
÷

∂ｘｔ

∂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ｔ
＝ ０，Δｐ∗

ｇｔｈ ＝

ϑ
２

－ １ － ｙμｐｇ

ｙ １ ＋ μｘｔ( )

∂ｘｔ

∂ｔ

　 　 令
∂ｐｔｌ

∂ｔ
＝ ０ 得

２
β
ϑ － １ － ｙμｐｇ

æ

è
ç

ö

ø
÷

∂ｘｔ

∂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ｔ
＝ ０，Δｐ∗

ｇｔｌ ＝

２
β
ϑ － １ － ｙμｐｇ

ｙ １ ＋ μｘｔ( )

∂ｘｔ

∂ｔ
　 　 又因为

∂ｘｔ

∂ｔ
＝ Ｄｔｈ ＋ Ｄｔｌ ＝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ｐｔｈ － ｐｔｌ( )

１ － β( )
＋

ｐｔｈ － ｐｔｌ( )

１ － β( )
－

ｐｔｌ － ϑｘｔ( )

β

＝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ｐｔｌ － ϑｘｔ( )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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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β １ － β( )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 ２ １ － β( ) ϑｘｔ ＋ ３βｃ － ４ － β( ) ϑｘｔ

４ － β( ) β

＝
３β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ｃ( ) ＋ ２ ＋ β( ) ϑｘｔ

４ － β( ) β
　 　 所以

Δｐ∗
ｇｔｈ ＝

ϑ
２

－ １ － ｙμｐｇ

ｙ １ ＋ μｘｔ( )

∂ｘｔ

∂ｔ
＝

ϑ
２

－ １ － ｙμｐｇ
æ

è
ç

ö

ø
÷ ３β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ｃ( ) ＋ ２ ＋ β( ) ϑ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４ － β( ) β
（１３）

Δｐ∗
ｇｔｌ ＝

２
β
ϑ － １ － ｙμｐｇ

æ

è
ç

ö

ø
÷

ｙ １ ＋ μｘｔ( )

∂ｘｔ

∂ｔ
＝

２
β
ϑ － １ － ｙμｐｇ

æ

è
ç

ö

ø
÷ ３β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ｃ( ) ＋ ２ ＋ β( ) ϑ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４ － β( ) β
（１４）

　 　 由命题 １ 可以看出，燃油价格 ｐｇ 增加量的临界值可以为正值或负值，如果消费者的羊群效应系数 ϑ 小于

一定值（对于高质量私家车厂商 ϑ＜２ １＋ｙμｐｇ( ) ，对于低质量私家车厂商 ϑ＜ β
２

１＋ｙμｐｇ( ) ），则燃油价格 ｐｇ 增加

量的临界值为负值。 这就说明，当羊群效应小于一定值时，随着私家车保有量的增加，以及城市交通拥堵状况

越来越严重，即使燃油价格不断下降，私家车厂商也只有通过不断降低销售价格的办法，才能促进私家车的

销售。
然而，虽然近年国际市场燃油价格不断上涨，我国的私家车保有量增加量却在逐年增加，而厂商私家车的

销售价格却未见明显下降，由此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命题。
命题 ２　 羊群效应的存在是私家车价格能够保持不变或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且，羊群效应对低质量

私家车消费的影响大于对高质量私家车消费的影响。
证明：由（１１）及（１２）式可得，羊群效应的变动量决定了私家车厂商的最优动态定价是否能够随着时间不

断上涨或保持不变，因此羊群效应的存在是私家车价格能够保持不变或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
进一步对比可以发现，在燃油价格变动产生影响相同的情况下，高质量私家车消费中羊群效应的变动量

为
ϑ
２
·
∂ｘｔ

∂ｔ
，小于低质量私家车消费中羊群效应的变动量

２ϑ
β
·
∂ｘｔ

∂ｔ
，因此，羊群效应对低质量私家车消费的影响大

于对高质量私家车消费的影响。
命题 ２ 说明，在私家车消费过程中，羊群效应主要存在于低质量私家车消费过程中。 低质量私家车的潜

在消费者由于占有的社会财富较少，购买私家车的欲望并不是非常强烈。 因此，羊群效应的影响在低质量私

家车消费过程中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低质量私家车消费者看到其他人购买了私家车，便产生了购买私

家车的欲望，私家车保有量越大，这种欲望越强。
命题 ３　 私家车厂商最优动态定价对于私家车保有量的敏感性，高质量私家车厂商小于低质量私家车厂

商；并且，最优动态定价对于私家车保有量的敏感性随着羊群效应系数 ϑ 的增加而增加、随着私家车保有量

对耗油量的影响系数 μ 的增加而减小，随着燃油价格 ｐｇ 的变化关系取决于羊群效应系数 ϑ 与私家车保有量

对耗油量的影响系数 μ 二者的相对大小。
证明：由（９）式得

∂ｐｔｈ

∂ｘｔ

＝
１ － β( ) ϑ － ２ １ ＋ ｙμｐｇ( )[ ]

４ － β
　 　 由（１０）式得

∂ｐｔｌ

∂ｘｔ

＝
１ － β( ) ２ϑ － β １ ＋ ｙμｐｇ( )[ ]

４ － β
　 　 最优动态定价关于私家车保有量的弹性分别为：

ｅｔｈ ＝
∂ｐｔｈ

∂ｘｔ
·

ｘｔ

ｐｔｈ

＝
ϑ － ２ １ ＋ ｙμｐｇ( )[ ] ｘｔ

２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 ϑｘｔ ＋ ２ ＋ β( ) ｃ ／ １ － 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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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ｌ ＝
∂ｐｔｌ

∂ｘｔ
·

ｘｔ

ｐｔｌ

＝
２ϑ － β １ ＋ ｙμｐｇ( )[ ] ｘｔ

β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 ２ϑｘｔ ＋ ３βｃ ／ １ － β( )

ｅｔｈ － ｅｔｌ ＝
ϑ － ２ １ ＋ ｙμｐｇ( )[ ] ｘｔ· β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 ２ϑｘｔ ＋ ３βｃ ／ １ － β( )[ ]

２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 ϑｘｔ ＋ ２ ＋ β( ) ｃ ／ １ － β( )[ ]· β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 ２ϑｘｔ ＋ ３βｃ ／ １ － β( )[ ]

－
２ϑ － β １ ＋ ｙμｐｇ( )[ ] ｘｔ· ２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 ϑｘｔ ＋ ２ ＋ β( ) ｃ ／ １ － β( )[ ]

２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 ϑｘｔ ＋ ２ ＋ β( ) ｃ ／ １ － β( )[ ]· β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 ２ϑｘｔ ＋ ３βｃ ／ １ － β( )[ ]

令分子为 Ａｘｔ，则
Ａ ＝ ϑ － ２ １ ＋ ｙμｐｇ( )[ ]· β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 ２ϑｘｔ ＋ ３βｃ ／ １ － β( )[ ]

－ ２ϑ － β １ ＋ ｙμｐｇ( )[ ]· ２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 ϑｘｔ ＋ ２ ＋ β( ) ｃ ／ １ － β( )[ ]

＝ β － ４( ) ϑ １ － ｙｐｇ( ) ＋ ｃ ／ １ － β( )[ ] ＋ １ ＋ ｙμｐｇ( ) βｃ ／ １ － β( ){ }

　 　 因此，Ａ＜０，ｅｔｈ－ｅｔｌ＜０，即最优动态定价关于私家车保有量的弹性，高质量私家车厂商小于低质量私家车厂

商，而弹性刻画的是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化的敏感性，所以，最优动态定价关于私家车保有量的敏感性，高质量

私家车厂商小于低质量私家车厂商。 据浙江汽车网报道，２０１１ 年以来中低端品牌遭遇寒流，面临销量不断下

滑的窘境；高端品牌，尤其是宝马、奥迪、奔驰领衔的豪华车市场却乘风破浪，全线飘红，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豪
华车销量同比增长超过 １５％［２４］，这一客观现象，恰好验证了这一命题。

进一步求解可得

∂ｅｔｈ
∂ϑ

＝
ｘｔ ２ １ － ｙｐｇ( ) ＋ ２ ＋ β( ) ｃ ／ １ － β( )[ ]

２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 ϑｘｔ ＋ ２ ＋ β( ) ｃ ／ １ － β( )[ ] ２ ＞ ０

∂ｅｔｈ
∂μ

＝
－ ２ｙｐｇｘｔ· ２ １ － ｙｐｇ( ) ＋ ２ ＋ β( ) ｃ ／ １ － β( )[ ]

２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 ϑｘｔ ＋ ２ ＋ β( ) ｃ ／ １ － β( )[ ] ２ ＜ ０

∂ｅｔｈ
∂ｐｇ

＝
－ ２ｙｘｔ· ２ － ϑ ＋ ２μ ＋ ２ ＋ β( ) μｃ ／ １ － β( )[ ]

２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 ϑｘｔ ＋ ２ ＋ β( ) ｃ ／ １ － β( )[ ] ２

∂ｅｔｌ
∂ϑ

＝
２ｘｔ β １ － ｙｐｇ( ) ＋ ３βｃ ／ １ － β( )[ ]

β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 ２ϑｘｔ ＋ ３βｃ ／ １ － β( )[ ] ２ ＞ ０

∂ｅｔｌ
∂μ

＝
－ βｙｐｇｘｔ β １ － ｙｐｇ( ) ＋ ３βｃ ／ １ － β( )[ ]

β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 ２ϑｘｔ ＋ ３βｃ ／ １ － β( )[ ] ２ ＜ ０

∂ｅｔｌ
∂ｐｇ

＝
－ βｙｘｔ β － ２ϑ ＋ μβ ＋ ３μβｃ ／ １ － β( )[ ]

β １ － ｘｔ － ｙ １ ＋ μｘｔ( ) ｐｇ( ) ＋ ２ϑｘｔ ＋ ３βｃ ／ １ － β( )[ ] ２

　 　 因此，私家车厂商最优动态定价对于私家车保有量的敏感性随着羊群效应系数 ϑ 的增加而增加、随着私

家车保有量对耗油量的影响系数 μ 的增加而减小，随着燃油价格 ｐｇ 的变化关系取决于羊群效应系数 ϑ 与私

家车保有量对耗油量的影响系数 μ 二者的相对大小。
由这一命题可以看出，在私家车保有量不断增加引起城市交通拥堵的客观情况下，我国私家车保有量仍

然每年以递增的速度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私家车消费过程中羊群效应所带来的影响。 但这种影响是否

能够真正引起私家车保有量的增加，关键取决于羊群效应所产生的影响与燃油价格变动及交通拥堵所导致的

燃油消耗增加相互之间的变动关系。
命题 ４　 私家车之间的质量差异是厂商能够进行动态定价的主要原因，当两个厂商生产的私家车完全同

质（β＝ １）时，厂商私家车的最优定价为常值 ｃ，不受城市交通拥堵状况、燃油价格波动及羊群效应的影响。
证明：由（９）式及（１０）式得，当 β＝ １ 时，ｐｔｈ ＝ ｐｔｌ ＝ ｃ，因此，厂商私家车的最优定价为常值 ｃ，不受城市交通

拥堵状况、燃油价格波动及羊群效应的影响。
由命题 ４ 可以看出，厂商之所以能够不断调整其最优售价，主要原因是厂商生产的私家车之间的质量差

异。 由于质量差异的存在，厂商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可以制定较高的价格，获得更高的利润。 当厂商之间

生产的私家车同质时，厂商的垄断能力消失，厂商之间完全竞争，每个厂商不得不以成本价格进行销售，因而，
其最优售价不变，均为其生产成本。 虽然厂商的最优定价不变，但其销售量仍然受到城市交通拥堵状况、燃油

价格波动及羊群效应的影响，当这些因素发生变动时，其销售量发生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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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例分析

本部分将通过算例分析，进一步验证命题 ３ 所得结论。 当作为非研究变量时，在满足约束的条件下，取
β＝ ０ ５，ｘｔ ＝ ０ ２，μ＝ １，ｙ＝ ０ １６，ｐｇ ＝ ０ ０５，ｃ＝ ０ ０５，ϑ＝ １。 最优动态定价关于私家车保有量的弹性随着羊群效

应系数 ϑ、私家车保有量对耗油量的影响系数 μ 及燃油价格 ｐｇ 的变化关系如图 １－３ 所示。

图 １　 羊群效应系数 ϑ对私家车厂商最优动态定价

关于私家车保有量的敏感性的影响
图 ２　 私家车保有量对耗油量的影响系数 μ 对私家车

厂商最优动态定价关于私家车保有量的敏感性的影响

图 ３　 燃油价格 ｐｇ 对私家车厂商最优动态定价关于私家车保有量的敏感性的影响

　 　 由图 １ 及图 ２ 可以看出，私家车厂商最优动态定价对于私家车保有量的敏感性，随着羊群效应系数 ϑ 的

增加而增加、随着私家车保有量对耗油量的影响系数 μ 的增加而减小。 由图 ３ 可以看出，当 ２ －ϑ＋ ２μ＋
２＋β( ) μｃ ／ １－β( ) ＜０ 时，私家车厂商最优动态定价对于私家车保有量的敏感性随着燃油价格 ｐｇ 的增加而增

加；当 β－２ϑ＋μβ＋３μβｃ ／ １－β( ) ＞０ 时，私家车厂商最优动态定价对于私家车保有量的敏感性随着燃油价格 ｐｇ

的增加而减小。
由图 １ 至图 ３ 可以进一步看出，高质量私家车厂商最优动态定价对于私家车保有量的敏感性，小于低质

量私家车厂商，而且，二者的差异随着羊群效应系数 ϑ、私家车保有量对耗油量的影响系数 μ 及燃油价格 ｐｇ

的增加而增大。

结束语

本文结合城市交通拥堵所产生的情绪效用，以及私家车消费过程中从众心理所产生的羊群效应，从燃油

价格调整引起的私家车使用成本变动角度出发，通过构建微分博弈模型，分析了私家车厂商的最优动态定价

问题。 得出的结论表明，燃油价格的上涨存在一个阈值，当上涨幅度超过阈值时，私家车的最优动态定价随着

时间不断下降；私家车厂商最优动态定价对于私家车保有量的敏感性，高质量私家车厂商小于低质量私家车

厂商；并且，最优动态定价对于私家车保有量的敏感性随着羊群效应系数的增加而增加、随着私家车保有量对

耗油量的影响系数的增加而减小，随着燃油价格的变化关系取决于羊群效应系数与私家车保有量对耗油量的



１８０６００００２１２０１３ １３ 邵晓双．ｆｂｄ

１２６　　 管理评论 第 ３０ 卷

影响系数二者的相对大小。
本文在分析的过程中，将羊群效应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从而得出羊群效应的存在是我国私

家车保有量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不考虑羊群效应的影响时，随着燃油价格的增加，私家车厂商最优

动态定价将不断下降，从而在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私家车保有量增速将不断放缓，这与事实并不相符，因
此，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补充。

通过研究还发现，高质量私家车厂商最优动态定价对于私家车保有量的敏感性，小于低质量私家车厂商，
而且，二者的差异随着羊群效应系数、私家车保有量对耗油量的影响系数及燃油价格的增加而增大，由此可

知，羊群效应所产生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低质量私家车消费过程中。 因此，依据这一研究结论，低质量私家车

厂商更应在市场营销过程中，制定有针对性的市场营销策略，以促进私家车的市场销售。
本文在研究中，假定不同消费者羊群效应系数相同，然而现实中不同消费者的反应可能不一样，因而本文

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另外，在研究中，对于影响消费者羊群效应的因素，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这是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后续的研究中，将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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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型领导对工作场所员工学习的影响
———员工情绪的中介作用和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

刘　 薇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本文建立在情绪事件理论（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及扩大和建立理论（ｂｒｏａｄｅｎ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ｏｒｙ）的基础上，从员工情绪的视角，探讨了变革型领导促进工作场所中员工学习的过程机制

和边界条件。 通过两个研究对假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一在不同的时间点对变量进行测

量，采用 ９２ 名企业员工的时间间隔数据；研究二扩大了样本来源，采用 ３５６ 名来自不同企业员

工的截面数据。 研究结果得出：变革型领导行为通过高激发积极情绪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工

作场所员工学习；员工的情绪智力对变革型领导与高激发积极情绪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对于

情绪智力较高的员工，变革型领导行为对高激发积极情绪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员工情绪智力

对高激发积极情绪与员工学习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对于情绪智力较高的员工，高激发积极情

绪对员工学习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基于研究结果，本文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贡献和实践

意义。
关键词：变革型领导行为；工作场所员工学习；高激发积极情绪；情绪智力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７－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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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薇，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讲师，博士。

引　 言

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扩张、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更

加复杂而且多变，越来越多学者提出组织学习和变革成为应对来自环境变化和知识社会挑战的根本途

径［１，２］。 与此同时，企业对于员工个体提高工作技能和知识水平的要求也持续增加。 很多研究者和管理者都

已经意识到，工作场所员工学习（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对于组织发展和个人成长的重要作

用［３，４］。 在组织层面，Ｍａｕｒｅｒ 等［２］提出组织发展开始倾向于依赖无形资产（例如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等）建立

竞争优势，员工学习是企业提高适应性和有效性的必备条件和重要来源。 陈国权［１］ 提出组织中每个个体的

学习行为和学习能力都对组织整体的学习能力和建构学习型组织起到关键作用。 在个体层面，Ｓｏｎｎｅｎｔａｇ
等［５］认为员工学习是促进个体绩效提升的有效方式，由于工作场所环境和工作任务需求都在发生不断的变

化，持续性学习也成为其个人成功的关键性因素。 另外，员工学习活动本身也是充满挑战和令人愉悦的，研究

发现员工学习会带来积极的工作态度，比如较高的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等［６，７］。 因此，探讨如何在工作场所

中提高员工学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采用了 Ｂｅｚｕｉｊｅｎ 等［８］ 对工作场所员工学习给出的定义，具体指员工通过工作场所中相关的学习活

动，获取新知识、技能和能力的主动参与行为。 Ｈøｙｒｕｐ［４］认为工作场所中发生的员工学习活动，强调了企业中

人力资本的建立过程，关注于在工作情境发生的、与工作内容相关的学习活动和过程，工作场所为员工进行知

识获取、运用和分享提供了学习环境。 员工在企业中所进行的有价值的学习活动，通常都发生于日常的工作

过程中，作为员工工作的管理者和指导者，领导对于员工是否能够在工作中参与学习，具有直接的推动和引导

作用［５］。 变革型领导行为对员工行为存在积极的影响作用（例如：个体绩效、态度、组织承诺等），过去的研

究［９］发现变革型领导行为与员工学习导向、学习方式等显著相关。 因此，在工作场所中，变革型领导能够通

过树立愿景目标和激发员工思考等方式影响员工行为，会对员工学习行为产生影响作用，但却较少有研究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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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变革型领导与个体学习结果之间的联系，深入分析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学习行为的作用过程。 在近年来对变

革型领导的研究中，情感因素开始得到研究关注，成为创新性的研究主题［１０］。 因此，本文从个体情绪的角度

入手，探讨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学习的作用机制和情境条件。
传统的认知学习观点关注学习过程的认知体系和逻辑机制，而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提出了情绪对于学习的

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从情绪的视角探讨个体的学习促进，例如：Ｃｈｅｎ 和 Ｋｌｉｍｏｓｋｉ［１１］ 指出过去研

究忽略了个体学习过程中员工情感因素的关键作用；Ｎｏｅ 等［１２］ 认为从心理和情感的角度研究工作场所的员

工学习，能够更全面的理解个体学习的激发、以及知识和技能的获取过程。 学者们指出探讨员工发生于工作

场所的情绪感受，对了解工作相关的个体学习行为促进是非常有价值的［１４，１５］。 Ｗｅｉｓｓ 和 Ｃｒｏｐａｎｚａｎｏ［１８］建立的

情绪事件理论（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ＡＥＴ），为探讨工作场所中情绪与学习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根据情

绪事件理论，员工在组织社会活动中工作，不可避免会遇到积极或者消极的情绪化事件，这些情绪化事件让员

工心理发生了相应的情绪反应，正是由于情绪调动，才促使员工行为的变化（例如，参与学习活动等）。 情绪

事件理论认为，在事件－结果关系中，情绪作为中介过程机制，将组织中的学习事件情境（例如，指导者的推

动）转化为学习者情绪调动，促使员工产生学习行为［１２］。 Ｍａｄｒｉｄ 等［１９］ 提出高激发积极情绪（ｈｉｇｈ⁃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ｏｏｄ）与个体主动参与、改变导向的行为有较强的相关性，而变革型领导通过具有鼓舞性和激发性的

领导行为，调动员工产生较高水平的高激发积极情绪，包括积极的、主动的、热情的、兴奋的等情绪状态，有利

于员工主动参与工作场所中的知识获取及发展导向的学习行为。 因此，本文提出变革型领导行为通过调动员

工高激发积极情绪对员工学习产生促进作用。
另外，在领导与下属的互动过程中，领导对员工学习的影响过程会受到员工个体特征的调节作用。 Ｃｈｅｎ

等［２０］的研究发现，领导行为对不同特质员工产生的作用效果会存在差异；Ｗｅｉｓｓ 和 Ｃｒｏｐａｎｚａｎｏ［１８］ 也在情绪事

件理论中提出，个体特征会对情绪影响行为结果的过程产生调节。 而情绪智力（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是被众

多研究用来解释员工在工作有效性上存在较大差异的关键个体特征，对于探索个体职业行为的差异性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２１，２２］。 Ｐｅñａ⁃Ｓａｒｒｉｏｎａｎｄｉａ 等［２１］认为情绪智力决定了个体在情绪情境中的行为结果，即使面对同

样的情绪情境，由于员工情绪智力水平不同，对情绪的理解、调整和利用的能力不同，会使其产生不同程度的

情绪调动和行为表现。 因此，本文提出员工的情绪智力对于领导通过调动高激发积极情绪促进员工学习存在

影响，员工的情绪智力不仅会与领导行为产生交互作用，影响员工的情绪状态，也会进一步与高激发的积极情

绪产生交互作用，影响员工的学习行为。
本文从个体情绪的视角，探讨如何促进企业中员工学习的问题。 具体提出了变革型领导行为影响员工学习

的过程中，员工高激发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和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并形成了整体的研究模型（如图 １ 所示）。
本文的理论贡献和创新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领导在员工学习过程中起到指导者的作用，对于员工是否

能够在工作中参与学习，具有直接的推动和引导作用［２４］。 变革型领导行为通过提出愿景、树立榜样、鼓励思考等

方式推动员工在工作场所中主动提高知识和技能，探讨变革型领导如何促进员工学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

义。 第二，Ｆｉｎｅｍａｎ［２５］指出过去对于学习的研究建立在认知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强调学习的认知和逻辑过程，而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提出情绪调动对于学习的重要作用，但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从个体情绪的视角，
建立在情绪事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高激发积极情绪在变革型领导与工作场所员工学习之间的关系中起到的中

介作用。 第三，本文提出了工作场所中员工学习促进的边界条件，领导对员工情绪和学习行为的作用受到个体

差异的影响，员工的情绪智力水平不仅会影响变革型领导对高激发积极情绪的作用，并且会进一步与个体情绪

交互影响工作场所的员工学习。 第四，本文采用两个研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一在不同时点进行测量，避免同源

方差问题；研究二扩大了样本量和样本范围，得到更具有普适性的研究结论。

图 １　 理论假设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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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１、变革型领导行为与员工学习

Ｎｏｅ 等［１２］认为，工作场所的员工学习是在工作情境中发生的、持续性的学习行为和学习过程。 在这一过

程中，由于员工需要得到有效的指导和引导，领导在推动员工在工作中获得知识和技能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是工作场所员工学习的主要的指导者（ｍｅｎｔｏｒ）和教练（ｃｏａｃｈ）。 Ｃｏｅｔｚｅｒ［２６］研究表明领导对于员工的激励

和支持行为，能够鼓励员工在工作中不断开展学习活动。 Ｅｌｌｉｎｇｅｒ 等［２７］ 通过研究分析，提出作为促进员工学

习的情境因素，领导和管理活动对下属在工作中的学习行为有积极的影响作用，领导对于员工给出及时的指

导和反馈，提高了员工学习的有效性。 Ｂｅｚｕｉｊｅｎ 等［８］验证了，领导与成员交换（ＬＭＸ）对员工学习的促进作用。
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在工作场所中的活动和行为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变革型领导行为能够推动

员工工作有效性的提升［２８，２９］。 作为强调发展和创新导向的领导方式，变革型领导行为对工作场所中员工学

习的促进发挥重要作用。
变革型领导能够激励员工产生学习愿景、树立榜样带动员工学习、鼓励员工开发智力并敢于提出质疑，使

得员工产生持续学习的热情和自我提高的动力。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Ｐｏｎｃｅ［３０］认为从学习氛围的角度来说，变革型领导

行为能够在工作环境中建立一种学习文化，促进员工在工作过程中进行知识的获取、转化和交流，帮助员工塑

造良好的学习行为。 社会学习理论（ｓｏｃ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的提出，强调了关注员工在组织中进行学习的心理

过程，员工通过领导的榜样作用，在工作场所的互动过程中获取行为的改变和学习的动力［３１］。 具体地说，变
革型领导主要分为四个维度：理想化影响（ 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智力激发（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动机激励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以及个体关怀（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第一，理想化影响指的是领导行为能够获得下属的尊重和信任，让下属产生追随或者模仿的行为，社会学

习理论认为领导对于下属的影响力是通过观察学习（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模仿（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以及认同（ ｉｄｅｎｔ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实现的［３１］，变革型领导为下属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和方向。 因此，领导的学习行为能够在工作的互动

过程中被员工所习得，员工为了追随领导而提升自身价值，会努力在工作中改善行为和提高素质。 第二，在智

力激发过程中，领导指导下属通过质疑假设、重新思考问题、发现新的视角等方式，调动员工的学习兴趣和引

导员工的智力开发，激发他们学习和创新的能力。 在变革型领导的指引下，员工更倾向于主动探索和获取知

识、技能，而且能够获得更加有效的学习方法和明确的学习方向，得到正确的自我进步和提升。 第三，动机激

励帮助领导者为员工进行有效的目标设定，从目标设置（ｔａｒｇｅｔ⁃ｓｅｔｔｉｎｇ）理论的角度出发，变革型领导能够帮助

下属有效设定学习目标，为下属的工作赋予重要意义和挑战，使他们受到鼓舞，从心理动机的角度产生发展和

学习的动力，投入到工作场所中的员工学习行为。 第四，个体关怀指的是领导对员工个人表现出关心和关怀，
发现并满足其个人发展的诉求，让员工感受到支持和安全氛围，主动在工作中对知识进行积累和分享。 因此，
变革型领导行为有助于在工作情境中激励员工展开学习行为，通过以身作则树立理想化的榜样目标，带动下

属的学习动机和学习热情，并提出相应的指导以帮助员工提高学习的有效性。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变革型领导行为对员工学习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２、高激发积极情绪：对变革型领导行为与员工学习关系的中介作用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情绪在组织行为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情绪对工作中的个体行为具有显著的影

响，例如员工创造力、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等［１９，３２，３３］。 Ｇｅｏｒｇｅ［１３］ 将个体情绪定义为较为短期的（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具体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由具体事件引发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ｔｉｍｕｌｉ）、较高强度的（ｈｉｇ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情感反应。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
ｓｏｎ［１６］的扩大和建立理论（ｂｒｏａｄｅｎ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ｏｒｙ）认为，积极的情绪体验，扩大了员工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产
生了处理 （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ｇ）、探索 （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学习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创造 （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和行动 （ ｐｌａｙｉｎｇ） 等行为结果。
Ｐａｒｋｅｒ 等［１７］在扩大和建立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当个体情绪是积极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并处于激发（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状
态时，会让个体扩大并建立灵活性思维、提高个体积极性，同时也会产生主动寻求改变的行为倾向。 在工作场

所中，研究表明激发的积极情绪对员工动机（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行动倾向（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和员工行为（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有推动作用［１５，１７］。 Ｒｕｓｓｅｌｌ［３４］认为激发指的是“行动或者能量释放准备就绪”的状态，因此，处于激

发状态的情绪将注意力集中于兴趣点上，具备动机性、响应性和参与性的特点。 Ｓｅｏ 等［１５］ 研究结果表明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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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个体绩效结果产生影响，然而，情绪本身并不具备提高工作有效性的能力，而是通过增加了个体行动可能

性以及更多思考和认知的过程来实现的。 高激发积极情绪能够让个体更加集中、迅速地对环境和刺激做出反

应，让员工对于工作中的学习机会和知识信息更加敏感，促使其积极参与工作中的学习活动。
Ｗｅｉｓｓ 和 Ｃｒｏｐａｎｚａｎｏ［１８］建立的情绪事件理论，将个体情绪与员工的行为结果建立了联系，让研究者和管

理者都开始意识到员工的情绪对个体行为的重要性。 情绪化事件或情境唤起了个体的情绪反应、让员工心理

产生了相应的情绪变化，正是由于这些情绪反应和情绪变化，才促使员工去主动采取参与学习活动的行为。
积极情绪对员工学习的促进作用建立在扩大和建立模型的理论基础之上，扩大和建立模型认为，积极情绪能

够扩大个体的注意范围和思维－行动模式，积极情绪从身体上和意识上，增加了个体能够采取的、潜在的行动

范围［１６，３５］。 Ｍａｄｒｉｄ 等［１９］的研究提出个体积极情绪具体分为高激发积极情绪和低激发积极情绪，其中，高激

发积极情绪（例如：活跃的、热情的、兴奋的等）与主动参与、改变导向的行为更加相关，而低激发的积极情绪

（例如：舒适的、放松的）与日常工作行为和绩效等相关性更强。 高激发的积极情绪使得员工对外部知识和信

息信号更为敏感，并做出积极响应，使得个体获得了比平时更广阔的思考和行动的空间，有助于个体从更长远

的角度考虑个体有效适用性的提升，增加了员工通过学习行为获取自我实现和发展的可能性。 高激发积极情

绪对于个体发展和改变性行为有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高激发积极情绪的调动，员工学习的动机更强，学
习效果也更佳。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高激发积极情绪对员工学习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变革型领导行为可以有效提高下属高激发积极情绪的感受，首先， Ｔｓａｉ 等［２９］ 提出利用情绪传染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效应，领导的高激发积极情绪和心态（例如：活跃的、热情的）在与下属互动的过程中可

以传递给员工，变革型领导行为激励员工产生愿景、增强动机并开发智力，具有激发性的积极工作情绪和热

情，传染下属产生高水平的高激发积极情绪；其次，根据象征式互动论（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领
导通过变革型的行动方式向下属传递信念和价值观，鼓励下属分析并解决问题［２８，３６］，员工在完成工作任务时

表现得更为活跃和主动，提高了下属高激发性的积极情绪水平；另外，变革型领导行为强调发展和变革，而不

是安于现状和稳定，调动了个体积极情绪中更为活跃和激情的状态，不仅扩大了员工的思考和行动范围，并且

产生了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情绪体验。
基于情绪事件理论，情绪被认为是事件－结果关系中的中介过程机制［１８］。 实证研究表明，变革型领导会

通过员工的积极情绪的调动，影响员工任务绩效和帮助行为。 Ｔｓａｉ 等［２９］认为在学习情境中，指导者会影响个

体的学习情绪，随后影响其知识和技能的获取。 领导通常在员工的学习过程中扮演了指导者的角色，变革型

领导行为对员工高激发的积极情绪具有调动作用，进一步鼓励员工采取发展和改变行为，促进工作场所员工

学习。 变革型领导通过建立长远发展的愿景、赋予任务重要性和挑战性、有效开发员工智力并对其进行关心

和指导，让员工产生积极主动的高激发积极情绪感受，而这种高激发的积极情绪与员工的主动参与和改变导

向更为相关，促进个体产生更高的学习动机和更多的学习行为。 变革型领导行为利用高激发的积极情绪来引

导下属产生相应的心理和行为变化，进而促使员工产生较高的学习动机和学习热情，通过下属高激发积极情

绪的中介过程机制对员工学习产生影响作用。 因此，结合前文提出的假设 Ｈ１ 和假设 Ｈ２，本文提出以下

假设：
Ｈ３：高激发积极情绪在变革型领导行为与员工学习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３、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

工作中的情境因素引发个体产生行为结果的过程，主要是通过个体情绪反应的调动来实现的，而且这一

过程还要受到个体特征差异的约束和限制［１８］。 当个体面对情绪事件或情绪情境时，不同的员工会产生不同

的情绪反应和行为反应，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体识别和管理自身情绪的智力模式，而这种智力模式是与情感

因素有关的，被学者们定义为情绪智力［２１，２２］。 Ｍａｙｅｒ 和 Ｓａｌｏｖｅｙ［３７］ 提出个体的情绪智力水平主要表现为四种

具体的能力特征：感知情绪的能力、利用情绪激发绩效的能力、理解情绪的能力以及掌握情绪知识和情绪控制

的能力。 因此，根据情绪事件理论，员工对领导行为激发情绪的理解和感知水平以及利用自身情绪改变行为

的结果，受到个体情绪智力水平的影响。 情绪智力对员工工作场所中的学习行为促进过程的调节作用，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如图 １ 所示）：一是在情绪感知的过程中，变革型领导行为对高激发积极情绪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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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员工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二是在情绪利用和理解的过程中，高激发积极情绪对员工学习的促进作用，受
到员工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

Ｃｈｅｎ 等［２０］认为在工作场所中，领导与下属之间的互动是最为常见的人际交往活动，领导行为对员工心

理活动和行为倾向产生作用的过程，必然会受到下属不同个体特征的影响。 Ｐｅñａ⁃Ｓａｒｒｉｏｎａｎｄｉａ 等［２１］总结认为

情绪智力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理论框架，解释个体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差异的原因，是在对于采取、推进和利用情

绪相关信息的问题上，存在处理人际事务的本质区别。 已有研究表明情绪智力较高的员工，面对变革型领导

的引导和激励行为，能够更充分地感知和理解，将领导对下属的关心和鼓励转化为积极的心理和行动变

化［３８］。 变革型领导行为作用于情绪智力较高的员工时，更容易使其产生积极的情绪反应，并将这种积极情绪

调整为激发状态，进而促进个体产生积极导向行为。 变革型领导行为面对情绪智力较低的员工时，由于员工

对他人情绪和行为的理解能力较低，对自我情绪的调节和管理水平有限，不利于变革型领导激发积极的个体

情绪和感受。 下属较高水平的情绪智力，提高了变革型领导调动下属内部动机的有效性，因而增强了变革型

领导行为对员工高激发积极情绪的促进效应。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４：下属的情绪智力在变革型领导行为与高激发积极情绪的关系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员工的情绪智

力越高，变革型领导行为对高激发积极情绪的正向影响越强。
对于员工学习行为的产生过程，情绪智力是个体情绪和认知系统之间的联系和纽带，员工通过情绪智力

来控制和管理情绪对于工作场所中行为的影响作用。 Ａｂｅ［２３］提出在过去对情绪和情绪智力的研究中，并没有

将这两个不同的构念及其不同的作用机制清楚地区分开来，员工的情绪是情景化的感受和对情绪事件的反

应，而情绪智力是员工所具有的能力特质，二者相互独立并且可能存在交互作用，影响员工工作行为。 Ｚｅｉｄｎｅｒ
等［３８］在解释情绪智力在工作中影响个体行为的原因时提出，情绪智力会影响员工适应工作需求和应对工作

压力的能力。 Ｐｅñａ⁃Ｓａｒｒｉｏｎａｎｄｉａ 等［２１］总结认为情绪智力具体表现为个体识别、理解、表达、调节和利用自己和

他人情绪的能力。 在工作场所中，由于员工需要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工作内容，不同情绪智力水平的员工

对于如何调节和利用自身情绪状态适应工作环境，会产生差异化的行为表现。 对于情绪智力较高的员工，能
够合理控制和调整自己的情绪，能够充分管理和利用高激发的积极情绪状态，将其转化为工作场所中的工作

动力和热情，不断扩展自己的思路和想法、积极吸收新的知识和信息，产生较高水平的学习动力和学习行为；
而对于情绪智力较低的员工，对于情绪的理解、表达和控制能力较低，个体较高水平的高激发积极情绪得不到

正确的调节和利用，难以转化为员工在工作场所中主动进行知识获取和自我发展的行为，不利于提高个体的

学习水平。 因此，员工通过对自身情绪做出管理和运用，来实现促进工作场所中学习行为的目的，情绪智力在

高激发积极情绪和学习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５：下属的情绪智力在高激发积极情绪与员工学习的关系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员工的情绪智力越

高，高激发积极情绪对员工学习的正向影响越强。

研究方法

１、测量

（１）变革型领导行为。 变革型领导行为的测量采用 Ｃｈａｎｇ 和 Ｌｅｅ［３９］ 使用的量表，主要基于 ＭＬＱ（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量表编制，将领导行为分为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两种类型。 变革型领导行为共

有 １１ 个测量条目，如：“我的领导鼓励我有足够的勇气迎接挑战”。 调查问卷采用 ７ 点李克特量表（１－非常不

符合；７－非常符合）。
（２）工作场所员工学习。 员工学习的测量采用 Ｂｅｚｕｉｊｅｎ 等［８］ 的量表，评价员工为了获得新的知识、技能

和能力，在工作场所中主动参与学习活动的行为。 员工学习共有 ８ 个测量条目，如：“我会通过工作扩展自己

的知识和技能”，“我会同我的上级讨论如何能够在工作上取得进步”。 调查问卷采用 ７ 点李克特量表（１－非
常不符合；７－非常符合）。

（３）高激发积极情绪。 工作中员工的高激发积极情绪测量，采用邱林等［４０］在中文环境下对 ＰＡＮＡＳ 情绪

量表（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ｓｃａｌｅｓ）进行的修订，本文同时测量被调查者的高激发消极情绪，与高激

发积极情绪一同进入回归方程，作为控制变量。 被调查者回答在过去一个星期（研究一）或过去一个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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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在工作上多大程度上体验到了以下所描述的情绪状态（１＝根本没有，７＝非常强烈），高激发积极情绪包

括“活跃的”，“热情的”，“兴奋的”；高激发消极情绪包括“羞愧的”，“紧张的”，“内疚的”。
（４）情绪智力。 情绪智力的测量采用国际上比较认可的 ＷＬＥＩＳ 量表（ｗｏ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ｗ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情绪智力被定义为个体管理和控制情绪的相关能力。 Ｗｏｎｇ 和 Ｌａｗ［４１］ 总结出 １６ 条测量条目，并通过

实证研究验证了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测量条目包括“我很了解自己的情绪”，“我能够很好地控制

自己的情绪”等。 调查问卷采用 ７ 点李克特量表（１－非常不符合；７－非常符合）。
２、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

本文通过两种方法收集数据，对研究模型中的假设进行检验。 研究一采用不同时点进行变量测量的数

据，在情绪变量和其他变量的测量中加入了时间间隔，通过层级回归（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两种分析方法进行假设验证。 研究二扩大了样本范围，采用同时进行变量测量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并根据

调节变量（情绪智力）的高低，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进行对比。

实证结果及分析

１、研究一

研究一在不同时点进行变量测量，采用 Ｂａｒｃｌａｙ 和 Ｋｉｅｆｅｒ［４２］的方法，使用 ｔｗｏ⁃ｗａｖｅ 数据进一步验证研究假

设。 针对某高校参加ＭＢＡ 课程的学员和某大型国有企业参加培训课程的学员发放问卷，第一周在课堂上（Ｔ１

时间点）仅对个人信息和个体的情绪状态进行测量，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回答自己一周内的情绪状态。
第二周在课堂上（Ｔ２ 时间点），对变革型领导、个体情绪智力以及工作场所的员工学习等变量进行测量。 研究

一共回收有效问卷 ９２ 份，男性占 ５８％，女性占 ４２％，７０％以上的被调查者年龄在 ２５－３５ 岁之间，平均工作年限

为 １０ 年，全部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其中约 ５０％的被调查者担任基层管理职务。 根据统计分析，各变量均具

有较高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Ａｌｐｈａ 系数，变革型领导行为（α ＝ ０ ９５１）、高激发积极情绪（α ＝ ０ ８１４）、情绪智力（α ＝
０ ８８７）、工作场所的员工学习（α＝ ０ ８９６），说明测量信度较高。 四因子模型拟合度较好，可以进行进一步的

验证分析（χ２ ＝ １８１３ ６４，ｄｆ＝ ６５９，ＣＦＩ ＝ ０ ８６，ＮＮＦＩ＝ ０ ８５）。
由模型 ２ 和模型 ３（表 １）可以得出，变革型领导行为对员工学习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ｂ ＝ ０ ４５４，

ｐ＜０ ０１），Ｔ１ 时间点高激发积极情绪对 Ｔ２ 时间点员工学习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ｂ ＝ ０ ３４１，ｐ＜０ ０１），假设 Ｈ１
和假设 Ｈ２ 在研究一中得以验证。 由模型 ４（表 １），当变革型领导行为与高激发积极情绪共同进入回归方程

时，变革型领导行为对员工学习影响的显著性降低（ｂ ＝ ０ ２０１，ｐ＜０ ０５），高激发积极情绪对员工学习的影响

作用依然显著（ｂ＝ ０ ３０７，ｐ＜０ ０１），假设 Ｈ３ 初步得以验证。
表 １　 变革型领导行为与高激发积极情绪（Ｔ１）对员工学习（Ｔ２）影响作用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员工学习（Ｔ２）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常量 －０ １７４ －０ ８９５ －０ ７４５ ２ １５５

控制变量

性别 ０ １７８ ０ １６９ ０ ０８１ ０ １６６
年龄 ０ ０３４ ０ ０８３ ０ ０８２ －０ １４２
工作时间 －０ １０４ －０ ０９２ ０ ０８４ ０ １４５
学历 ０ ０３７ ０ １２０ ０ １５１ ０ １９３
职务 ０ ２３２ ０ １８０ ０ １７４ ０ ０１０
高激发消极情绪 ０ ００８ －０ ０９９

自变量　
变革型领导行为 ０ ４５４∗∗ ０ ２０１∗

高激发积极情绪（Ｔ１） ０ ３４１∗∗ ０ ３０７∗∗

ｄｆ ８６ ８５ ８４ ８３
Ｆ １ １３５ ５ ０５２∗∗ ２ ６４０∗∗ ５ ８８７∗∗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 ００７ ０ ２１１ ０ １１２ ０ ３０１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改变量 ０ ２０４∗∗ ０ １０５∗∗ ０ ２９４∗∗

注：∗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双尾检验）；ｎ＝ ９２。

为避免回归分析中样本需符合正态分布假设的问题，研究采用偏差校正（ｂｉａｓｅ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的非参数 Ｂｏｏ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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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分析法［４３］， １ ０００次重新取样（１ ０００ ｒｅｓａｍｐｌｅｓ），对高激发积极情绪对变革型领导行为与员工学习之

间关系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根据表 ２ 可以得出，高激发积极情绪（Ｔ１）对变革型领导行为和员工学习之间

的关系，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间接效应为 ０ ０７８７， ｐ＜０ ０５），置信区间为（９５％ ｂｉａ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ＣＩ［０ ０００２，
０ １６８８］），高激发积极情绪（Ｔ１）对变革型领导和情绪智力的交互项与员工学习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

（间接效应为 ０ １０７９，ｐ＜０ ０５），置信区间为（９５％ ｂｉａ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ＣＩ［０ ０４１９，０ ２１４４］）。 由于置信区间均不包

含 ０ 在内，说明变革型领导以及变革型领导与员工情绪智力的交互作用，是通过高激发积极情绪（Ｔ１）的中介

作用对员工学习（Ｔ２）产生影响的，假设 Ｈ３ 得到验证。
表 ２　 高激发积极情绪（Ｔ１）对变革型领导行为与员工学习（Ｔ２）关系中介作用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检验

模型 间接效应
矫正的置信区间

较低 较高

变革型领导行为→高激发积极情绪（Ｔ１）→员工学习（Ｔ２） ０ ０７８７∗ ０ ０００２ ０ １６８８
变革型领导行为×情绪智力→高激发积极情绪（Ｔ１）→员工学习（Ｔ２） ０ １０７９∗ ０ ０４１９ ０ ２１４４

注：∗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ｎ＝ ９２。

研究一中，由模型 ３（表 ３）得出，变革型领导行为与员工情绪智力的交互项对高激发积极情绪的正向作

用显著（ｂ＝ ０ １８２，ｐ＜０ ０５），因此假设 Ｈ４ 得以验证，情绪智力对变革型领导行为与高激发积极情绪之间的关

系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 然而，根据模型 ６（表 ３）所示，Ｔ１ 时间点的高激发积极情绪与员工情绪智力的交

互项对 Ｔ２ 时间点员工学习不显著（ｂ＝ ０ １０９，ｎｓ）。
表 ３　 员工情绪智力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高激发积极情绪（Ｔ１） 因变量：员工学习（Ｔ２）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常量 ０ ９６３ ０ ３４８ ０ １２２ －０ ４１５ －０ ４３１ －０ ６０７

控制

变量

性别 ０ １８３ ０ ２４ ０ １８２ ０ １４８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３
年龄 ０ ００２ ０ ０５９ ０ ０２０ －０ １６０ －０ ０７７ －０ ０７４

工作时间 －０ ０８９ －０ ０５１ －０ ０３６ ０ ０５５ ０ ０６８ ０ ０６６
学历 －０ ２３３ －０ １７２ －０ １２１ ０ ０７５ ０ １１０ ０ １４４
职务 ０ １８５ ０ １４８ ０ １７５ ０ ２４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２

高激发消极情绪（Ｔ１） ０ ０６８ ０ ０５７ ０ ０６５

自变量

变革型领导行为 ０ ５８６∗∗ ０ ５２０∗∗

高激发积极情绪（Ｔ１） ０ ２５８∗∗ ０ ２０２∗

情绪智力 －０ ０９８ －０ １１９ ０ ６１３∗∗ ０ ６１２∗∗

交互项
变革型领导行为×情绪智力 ０ １８２∗

高激发积极情绪（Ｔ１）×情绪智力 ０ １０９
ｄｆ ８６ ８４ ８３ ８６ ８３ ８２
Ｆ ０ ６４１ ５ ９８４∗∗ ５ ９３０∗∗ １ １８１ １０ ９１４∗∗ １０ ０１１∗∗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 ０２０ ０ ２７７ ０ ３０２ ０ ０１０ ０ ４６６ ０ ４７１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改变量 ０ ２９７∗∗ ０ ３２２∗∗ ０ ４５６∗∗ ０ ４６１∗∗

注：∗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双尾检验）；ｎ＝ ９２。

２、研究二

为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研究二进一步采用较大样本量进行测量，采用截面数据测量工作场所中的领导

和员工行为。 样本选取的主要对象为企业的在职员工，通过方便抽样和滚雪球的取样方法对企业员工进行了

调查，共发放问卷 ５００ 份，对其中缺失数据进行删除后，回收有效样本 ３５６ 份，回收率为 ７１ ３％。 被调查对象

的基本情况为，男性占 ５６％，女性占 ４４％；被调查者的平均年龄为 ３５ 岁（为保持样本数据的统一性，在进行数

据统计分析时，本文对被调查者的年龄分布进行了分段计算，其中：１ ＝ ２０ 岁以下；２ ＝ ２１－２５ 岁；３ ＝ ２６－３０ 岁；
４＝ ３１－３５ 岁；５＝ ３６－４０ 岁；６＝ ４１－４５ 岁；７＝ ４６－５０ 岁；８ ＝ ５１ 岁以上）；平均工作年限为 ６ ８ 年（在进行数据统

计分析时，本文对被调查者的工作时间分布进行了分段计算，并采取整数方式计年，其中：１ ＝ １ 年以下；２ ＝
１－２ 年；３＝ ３－５ 年；４＝ ６－８ 年；５＝ ９－１０ 年；６＝ １０ 年以上）；学历情况具体为：大专及大专以下占 ４４％，大学及

本科占 ４６％，硕士及硕士以上占 １０％；职务情况为：中高层管理者占 ９％，基层管理者占 ２５％，基层员工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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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被调查者来源于多家企业并任职于不同的部门，其中，８６％的被调查者来自于国企，６２％来自于制造业

企业。
（１）数据分析

使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 对研究变量进行信度分析，变革型领导行为（α＝ ０ ９６）、高激发积极情绪（α＝ ０ ７９）、
情绪智力（α＝ ０ ９２）、工作场所的员工学习（α＝ ０ ９２）均具有较高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Ａｌｐｈａ 系数。 使用统计软件

ＬＩＳＲＥＬ 对研究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ＦＡ）。 根据 Ｍａｄｒｉｄ 等［１９］ 的研究，模型

拟合度可接受数据继续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 χ２ ＝ ３５９１ １９， ｄｆ ＝ ７６９，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９， ＣＦＩ ＝ ０ ９２， ＮＮＦＩ ＝
０ ９１，ＮＦＩ＝ ０ ９０）。

为排除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ｃｏｍｍ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ｉａｓ）问题，对数据进行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子检验。 首先，对
数据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ＣＦＡ），多因子模型的拟合度明显优于单因子模型的拟合度（ χ２ ＝ ７ ０５７ ５３，
ｄｆ＝ ７７９，ＣＦＩ ＝ ０ ８２，ＮＮＦＩ＝ ０ ８１，ＮＦＩ＝ ０ ８０）；其次，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ＥＦＡ），所有变量的测量条目

进行未旋转的因子分析，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３３ ５３％。 根据 Ｈａｉｒ 等［４４］ 提出的标准，第一个因子解释

的变异量未超过总变异量的 ５０％，研究结果并未受到同源数据的显著影响。
（２）统计性描述

研究二中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变量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性别（１＝男；０＝女） １
２、年龄 －０ ０５０ １
３、工作时间 －０ ００４ ０ ７７１∗∗ １
４、学历 ０ ０３１ －０ ３７１∗∗ －０ ４５２∗∗ １
５、职务 －０ １７１∗∗ －０ １２２∗ －０ １０３ －０ ２９７∗∗ １
６、企业所有制（１＝国有；
０＝非国有）

－０ ０４７ ０ １７７∗∗ ０ ２０４∗∗ －０ ２９２∗∗ －０ ００６ １

７、企业行业（１＝制造业；
０＝非制造业） ０ １７１∗∗ ０ ２６４∗∗ ０ ３３１∗∗ －０ ４０５∗∗ －０ ０１５ ０ ３７８∗∗ １

８、变革型领导行为 －０ １５０∗∗ －０ ０８２ －０ ０８３ －０ ００２ ０ １０５∗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８ １
９、高激发积极情绪 ０ ０２８ －０ １４０∗∗ －０ １３７∗∗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９ －０ １３０∗ －０ ０５６ ０ ３７９∗∗ １
１０、高激发消极情绪 ０ １８７∗∗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６ －０ １１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５ ０ １０９∗ ０ ０１９ ０ １４２∗∗ １
１１、情绪智力 －０ １４３∗∗ －０ ０６７ －０ １３２∗ ０ １１０∗ －０ ０７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８２ ０ ４０９∗∗ ０ ３７１∗∗ －０ １３３∗ １
１２、员工学习 －０ ０５１ －０ ０９５ －０ １５５∗∗ ０ ２０８∗∗ －０ １４８∗∗ －０ １１６∗ －０ ０８６ ０ ４０３∗∗ ０ ３２３∗∗ －０ ０２１ ０ ５３６∗∗ １
均值 ０ ５６ ４ ８０ ５ １４ ３ ４０ １ ４３ ０ ８６ ０ ６２ ４ ５３ ３ ６２ ２ ６３ ４ ６５ ４ ７２
标准差 ０ ４９７ １ ４６０ １ ４５０ １ ２６９ ０ ６６５ ０ ３４８ ０ ４８７ １ ２６５ １ ２０８ １ ２３９ ０ ８７７ １ ０６９

注：∗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双尾检验）；ｎ＝ ３５６。

（３）假设检验

为验证假设 Ｈ１，以变革型领导为自变量对员工学习进行回归。 根据模型 ２（表 ５）所示，变革型领导对员

工学习的回归系数显著（ｂ＝ ０ ４１０，ｐ＜０ ０１），假设 Ｈ１ 得以验证：变革型领导行为对员工学习存在显著的正向

影响作用。 为验证假设 Ｈ２，根据模型 ３（表 ５）所示，当控制住个体特征以及员工的消极情绪时，高激发积极情

绪对员工学习的回归系数显著（ｂ＝ ０ ３０１，ｐ＜０ ０１）。 因此，假设 Ｈ２ 得以验证：高激发积极情绪对员工学习存

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由模型 ４（表 ５），当变革型领导行为与高激发积极情绪共同进入回归方程时，变革

型领导行为对员工学习影响作用降低（ｂ＝ ０ ３０１，ｐ＜０ ０１），高激发积极情绪对员工学习的影响作用依然显著

（ｂ＝ ０ １２０，ｐ＜０ ０１），假设 Ｈ３ 得以验证。
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分析法对高激发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在构建乘积项“变革

型领导行为×员工情绪智力”时，对相关变量进行了中心化（ｃｅｎｔｅｒｅｄ）处理后再相乘。 根据表 ６ 所示，高激发

积极情绪对变革型领导行为和员工学习之间关系，间接作用显著（间接效应为 ０ ０７７８，ｐ＜０ ０５），起到间接作

用的置信区间为（９５％ ｂｉａ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ＣＩ［０ ０２８８，０ １３２０］），高激发积极情绪对变革型领导和情绪智力的交互

项与员工学习之间的关系，起到间接作用的置信区间为（９５％ ｂｉａ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ＣＩ［０ ０００２，０ ０８４３］）。 置信区间

均不包含 ０ 在内，假设 Ｈ３ 得以验证，变革型领导以及变革型领导行为与员工情绪智力的交互作用，是通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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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进而影响员工学习的。
表 ５　 变革型领导行为与高激发积极情绪对工作中员工学习作用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员工学习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常量 ０ ９８２ １ ０５２∗ ０ ５６６ ３ ９１０∗∗

控制变量

性别 －０ １６４ －０ ０４２ －０ １５３ －０ ０４９
年龄 ０ ００９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４

工作时间 －０ ０７４ －０ ０６９ －０ ０７１ －０ ０７２
学历 ０ ０９７ ０ ０８７ ０ １０９∗ ０ ０９７
职务 －０ ２０７∗ －０ ２５３∗∗ －０ １６９∗ －０ ２４７∗∗

企业所有制 －０ ２２２ －０ ２６３ －０ １２６ －０ ２５６
企业行业 ０ ０６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７６ ０ ０１８

高激发消极情绪 －０ ０５０ －０ ０２４

自变量
变革型领导行为 　 ０ ４１０∗∗ ０ ３０１∗∗

高激发积极情绪 　 ０ ３０１∗∗ ０ １２０∗∗

ｄｆ ３４８ ３４７ ３４６ ３４５
Ｆ ３ ８６１∗∗ １３ ２３３∗∗ ７ １９０∗∗ １１ ４８０∗∗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 ０５３ ０ ２１６ ０ １３６ ０ ２２８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改变量 ０ １６３∗∗ ０ ０８３∗ ０ １７５∗∗

注：∗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双尾检验）；ｎ＝ ３５６。

表 ６　 高激发积极情绪中介作用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检验

模型 间接效应
矫正的置信区间

较低 较高

变革型领导行为→高激发积极情绪→员工学习 ０ ０７７８∗ ０ ０２８８ ０ １３２０
变革型领导行为×情绪智力→高激发积极情绪→员工学习 ０ ０３４８∗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８４３

注：∗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ｎ＝ ３５６。

为验证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构建乘积项：变革型领导行为×员工情绪智力、高激发积极情绪×员工情绪

智力，均对相应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后再相乘。 根据模型 ３（表 ７）所示，变革型领导行为与员工情绪智力

的交互项对高激发积极情绪的影响作用正向显著（ｂ ＝ ０ ０６９，ｐ＜０ ０５）。 假设 Ｈ４ 得以验证：情绪智力对变革

型领导行为与高激发积极情绪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对于情绪智力较高的员工，变革型领导行为

对员工高激发积极情绪的激发作用更为明显。 根据模型 ６（表 ７）所示，高激发积极情绪与员工情绪智力的交

互项对员工学习的影响作用正向显著（ｂ ＝ ０ ０７０，ｐ＜０ ０５）。 假设 Ｈ５ 得以验证：情绪智力对高激发积极情绪

与员工学习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对于情绪智力较高的员工，高激发积极情绪对员工学习的促进

作用更为明显。
表 ７　 员工情绪智力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高激发积极情绪 因变量：员工学习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常量 １ １４２∗ １ ２７９∗ １ ３４８∗ ０ ９９１ ０ ３２２ ０ ２９８

控制变量

性别 ０ ０２６ ０ １８７ ０ １８８ －０ １５８ －０ ０３８ －０ ０４４
年龄 －０ ０９６＋ －０ ０８２ －０ ０８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７

工作时间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７５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０
学历 －０ ０５７ －０ ０７２ －０ ０７４ ０ ０９５ ０ ０９４∗ ０ ０９４∗

职务 －０ １２５ －０ １１９ －０ １３１ －０ ２０７∗ －０ １１８ －０ １２１
企业所有制 －０ ３３９∗ －０ ３７５∗ －０ ３７２∗ －０ ２２４ －０ １９０ －０ １８７
企业行业 －０ ０１０ －０ ０４９ －０ ０７０ ０ ０７０ ０ ０８０ ０ ０７０

高激发消极情绪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８

自变量　
变革型领导行为 ０ ２８７∗∗ ０ ２８１∗∗

高激发积极情绪 ０ １２４∗∗ ０ １２４∗∗

情绪智力 ０ ２４６∗∗ ０ ２４７∗∗ ０ ４６７∗∗ ０ 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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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高激发积极情绪 因变量：员工学习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交互项　
变革型领导行为×情绪智力 ０ ０６９∗

高激发积极情绪×情绪智力 ０ ０７０∗

ｄｆ ３４８ ３４６ ３４５ ３４７ ３４５ ３４４
Ｆ ２ ０９５∗ １１１ ６６３∗∗ １０ ８１５∗∗ ３ ３８２∗∗ １７ ０２５∗∗ １５ ８３０∗∗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 ０２１ ０ ２１３ ０ ２１７ ０ ０５１ ０ ３１１ ０ ３１５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改变量 ０ １９２∗∗ ０ １９６∗∗ ０ ２６０∗∗ ０ ２６４∗∗

注：∗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双尾检验）；ｎ＝ ３５６。

根据员工的情绪智力水平将样本分为高情绪智力组（Ｍ＋１ＳＤ）和低情绪智力组（Ｍ－１ＳＤ），分别对两组样

本进行分析。 对于高情绪智力的员工，领导的变革型行为对其积极情绪的激发作用更为明显（如图 ２ 所示）；
同样地，对于高情绪智力员工，积极情绪对员工学习的促进作用也更为明显（如图 ３ 所示）。

图 ２　 领导行为与情绪智力对高激发积极情绪的交互作用

图 ３　 高激发积极情绪与情绪智力对员工学习的交互作用

分别采用两组数据对积极情绪进行偏差校正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分析（１ ０００次重新取样）。 由表 ８ 可以得

出，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分析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Ｈ４ 和假设 Ｈ５：只有对于高情绪智力的员工，变革型领导行为才能对

高激发积极情绪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ｂ ＝ ０ ４０，ｐ＜０ ０１），高激发积极情绪才能对员工学习产生显著的促进

作用（ｂ＝ ０ １５，ｐ＜０ １）；而对于低情绪智力的员工，变革型领导行为对积极情绪的激发作用不显著，高激发积

极情绪对员工学习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表 ８　 员工情绪智力分组检验

调节变量：情绪智力 变革型领导行为→高激发积极情绪 高激发积极情绪→员工学习

高情绪智力（Ｍ＋１ＳＤ） ０ ４０∗∗ ０ １５
低情绪智力（Ｍ－１ＳＤ） ＮＳ ＮＳ

注：∗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ｎ＝ ３５６。

研究结论及讨论

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我们验证了变革型领导促进员工学习的过程和条件机制。 在工作场所中，高激发

积极情绪在变革型领导影响员工学习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员工的情绪智力对变革型领导与高激发

积极情绪的关系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同时还对高激发积极情绪与员工学习的关系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
过去研究中对于组织学习以及组织中个体学习的探讨，主要都是在强调学习的逻辑性以及动机机制，大

部分都是从认知的角度探讨学习行为的促进，本文从员工情绪调动的视角，建立在情绪事件理论及扩大和建

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并验证了个体高激发积极情绪对于变革型领导行为促进员工学习的中介过程机制。 变

革型领导行为引起了下属心理状态的变化，由于高激发积极情绪被调动，才推动员工产生进一步的发展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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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倾向和改变性行为变化，使员工在工作场所中主动进行有效的学习活动。 因此，领导在员工管理的过程中，
需要更多关注下属的情绪和情感因素，采用有效的行为方式来激发和调动下属高激发积极情绪，使其产生积

极主动的工作热情和学习兴趣。 作为员工的直接上级，采用变革型领导行为指导下属，通过心理干预和动机

影响，不仅可以帮助员工获得良好的情绪感受，还能够对个体学习和发展进行培养。 从企业实践的角度来说，
管理过程中不仅不能回避探讨员工情绪的问题，而且要妥善管理和利用工作中员工的情绪状态。 根据本文的

研究结论，管理者可以通过采取变革型领导行为来调动员工积极、热情的高激发情绪感受，进而促使员工产生

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 因此，工作场所中的情绪状态能够引发差异化的行为结果，企业、领导和员工个人都需

要关注工作中的情绪问题。
另外，本文还验证了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在近几年的职场研究中，情绪智力被认为是决定了工作场所中

员工是否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性因素［２１，３６］。 通过实证研究，员工的情绪智力在整个员工学习促进的过程中，
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领导和下属互动的过程，变革型领导行为对个体积极情绪的激发受到情绪智力的调

节作用：下属的情绪智力较高，变革型领导行为能够有效调动个体情绪，员工能够产生较高水平的高激发积极

情绪感受。 在个体自身情绪影响学习的过程中，高激发积极情绪对员工学习的促进受到情绪智力的调节作

用：情绪智力较高的个体，通过扩大和建立认知途径和行为方式，更容易达到有效学习的效果，而且对当前积

极情绪感受的管理和利用也更加有效，能迅速的识别和理解自身情绪，实现促进学习行为的结果。 因此，在组

织培训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关注员工的技术能力和知识水平，更要有计划性和针对性地培育和提

高员工的情绪智力，使得员工能够更合理地感受和管理自我情绪，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场所中的员工学习。
然而在研究一中，情绪智力对于高激发积极情绪与员工学习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未得到验证，也就是高激发积

极情绪对一段时间以后的个体学习的促进作用并未受到个体情绪智力水平的影响。 由于情绪智力是个体识

别、管理和利用情绪的能力，因此对情绪智力水平较高的个体，能将自身的高激发积极情绪快速、有效地转化

为学习行为。 但是个体情绪对行为结果的影响并不是转瞬即逝的，当个体的高激发积极情绪被充分调动起来

以后，员工在一段时间内都愿意主动参与学习活动和学习行为，这时即使个体的情绪智力水平较低，高激发积

极情绪的促进作用也可以充分体现。

研究局限性及未来研究方向

研究对工作场所中的员工学习促进做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指导，但是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讨论和探索。 首先，由于样本选择和样本量的限制，本文基于有限样本条件下得出

研究结论。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和样本范围，使其适用于更为广泛的工作情景之中。 有研究提出

可以通过收集纵向数据，调查被试在连续时间内每周的情绪状态，获得更为准确和稳定的情绪测量［１９］。 或者

通过收集非同源数据的方式，分别对员工和领导进行调查，采用配对样本进行假设检验。 其次，在实证检验部

分，研究一中虽然采用分段测量避免了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但是中介变量高激发积极情绪的测量在自变量变

革型领导行为之前，可能会影响对因果关系的判断。 另外，工作情景下个体的积极情绪存在多种激发途径，未
来研究可以从多个角度探索积极情绪的激发，既包括工作相关的情境因素，例如组织文化、工作环境、薪酬奖

励等；也包括个体的特质因素，例如自我效能感、大五性格特征等。 这些因素与工作中的个体行为存在较高的

相关性，未来研究需要关注不同因素通过员工积极情绪的调动对个体学习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１］　 陈国权． 复杂变化环境下人的学习能力：概念， 模型， 测量及影响［Ｊ］． 中国管理科学， ２００８，１６（１）：１４７⁃１５７
［２］　 Ｍａｕｒｅｒ Ｔ． Ｊ．， Ｐｉｅｒｃｅ Ｈ． Ｒ．， Ｓｈｏｒｅ Ｌ． Ｍ．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ｒｙ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ｏｄｅｌ［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２，２７（３）：４３２⁃４４４
［３］　 Ｂｅｚｕｉｊｅｎ Ｘ． Ｍ．，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 Ｐ． Ｔ．， Ｖａｎ Ｄａｍ Ｋ．， ｅｔ ａｌ． Ｐｙｇｍａｌ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９，３５（５）：１２４８⁃１２６７
［４］　 Ｈøｙｒｕｐ 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Ｄｒｉｖ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ｍｅｓ［Ｊ］．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１６（２）：１４３⁃１５４
［５］　 Ｓｏｎｎｅｎｔａｇ Ｓ．， Ｎｉｅｓｓｅｎ Ｃ．， Ｏｈｌｙ 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ｔ Ｗｏｒｋ：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Ｏｒ⁃



１８０６００００２１２００３ ０３ 刘微．ｆｂｄ

第 １０ 期 刘　 薇：变革型领导对工作场所员工学习的影响 １３９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１９：２４９⁃２９０
［６］　 Ｍｉｋｋｅｌｓｅｎ Ａ．， Ｓａｋｓｖｉｋ Ｐ． Ｏ．， Ｅｒｉｋｓｅｎ Ｈ． Ｒ．，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Ｊ］． Ｗｏｒｋ ＆ Ｓｔ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１３（１）：２０⁃３１
［７］　 Ｗｅｉｓｓ Ｐ． Ｒ．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Ｊ］．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０，５４（１１）：４４⁃４８
［８］　 Ｂｅｚｕｉｊｅｎ Ｘ． Ｍ．， Ｖａｎ Ｄａｍ Ｋ．，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 Ｐ． Ｔ．， ｅｔ ａｌ． Ｈｏｗ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 Ｌｅａｄｅｒ⁃Ｍｅｍｂｅｒ 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８３（３）：６７３⁃６９３
［９］　 Ｆｒｏｅｈｌｉｃｈ Ｄ．， Ｓｅｇｅｒｓ Ｍ．， Ｂｏｓｓｃｈｅ Ｐ． Ｖ． 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ｉａｎ Ｂａｎｋ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Ｊ］．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Ｑｕａｒ⁃
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４，２５（１）：２９⁃５７

［１０］　 Ｃｏｎｎｅｌｌｙ Ｓ．， Ｇｏｏｔｙ Ｊ．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Ｊ］．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Ｑｕａｒ⁃
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５，２６（４）：４８５⁃４８８

［１１］　 Ｃｈｅｎ Ｇ．， Ｋｌｉｍｏｓｋｉ Ｒ． Ｊ．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ｔ Ｗｏｒｋ： Ｉ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Ｏｕ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ｔｒｏｎｇ？［Ｊ］． Ｈｕ⁃
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７，１７（２）：１８０⁃１９０

［１２］　 Ｎｏｅ Ｒ． Ａ．， Ｔｅｗｓ Ｍ． Ｊ．， 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 Ｄａｃｈｎｅｒ Ａ． Ｌｅａｒｎｅｒ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ｅｒ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Ｊ］．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ｎａｌｓ， ２０１０，４（１）：２７９⁃３１５

［１３］　 Ｇｅｏｒｇｅ Ｊ． Ｍ．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Ｊ］．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０，５３（８）：１０２７⁃１０５５
［１４］　 Ｍｏｎｇｒａｉｎ Ｍ．， Ａｎｓｅｌｍｏ⁃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Ｔ． Ｄｏ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Ｗｏｒｋ？ Ａ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ｌｉｇ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６８（４）：３８２⁃３８９
［１５］　 Ｓｅｏ Ｍ． Ｇ．，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Ｌ． Ｆ．， Ｂａｒｔｕｎｅｋ Ｊ． Ｍ．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Ｗｏｒｋ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

ｖｉｅｗ， ２００４，２９（３）：４２３⁃４３９
［１６］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ｓｏｎ Ｂ． 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ｅｎ⁃ａｎｄ⁃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 ２００１，５６（３）：２１８⁃２２６
［１７］　 Ｐａｒｋｅｒ Ｓ． Ｋ．， Ｂｉｎｄｌ Ｕ． Ｋ．， Ｓｔｒａｕｓｓ Ｋ．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ｉｎｇｓ Ｈａｐｐｅｎ： 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０，３６（４）：８２７⁃８５６
［１８］　 Ｗｅｉｓｓ Ｈ．， Ｃｒｏｐａｎｚａｎｏ Ｒ．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ｔ Ｗｏｒ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Ｅｓｓａｙ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ｓ［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１９９６，１８（３）：１⁃７４

［１９］　 Ｍａｄｒｉｄ Ｈ． Ｐ．，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Ｍ． Ｇ．， Ｂｉｒｄｉ Ｋ． Ｓ．，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Ｗｅｅｋｌｙ Ｈｉｇｈ⁃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ｏｏ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０１４，３５ （ ２）：
２３４⁃２５６

［２０］　 Ｃｈｅｎ Ｌ． Ｔ．， Ｃｈｅｎ Ｃ． Ｗ．， Ｃｈｅｎ Ｃ． Ｙ． Ａｒ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ｆｏｒ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Ｊ］．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０，４（２）：２４８⁃２６１

［２１］　 Ｐｅñａ⁃Ｓａｒｒｉｏｎａｎｄｉａ Ａ．， Ｍｉｋｏｌａｊｃｚａｋ Ｍ．， Ｇｒｏｓｓ Ｊ． Ｊ．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６（１６０）：１⁃２７

［２２］　 Ｆｕｒｎｈａｍ Ａ．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７（２）：
１９３⁃１９７

［２３］　 Ａｂｅ Ａ． Ａ． Ｊ．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Ｊ］．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１，５１（７）：８１７⁃８２２

［２４］　 Ｂｅｒｓｏｎ Ｙ．， Ｄａ’Ａｓ Ｒ．， Ｗａｌｄｍａｎ Ｄ． Ａ． Ｈｏｗ Ｄｏ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ｅａｍｓ Ｂｒ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Ｊ］．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６８（１）：７９⁃１０８

［２５］　 Ｆｉｎｅｍａｎ 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ｔ Ｗｏｒｋ［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 ２００３
［２６］　 Ｃｏｅｔｚｅｒ Ａ．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ｓ ａ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２００７，１９

（７）：４１７⁃４３４
［２７］　 Ｅｌｌｉｎｇｅｒ Ａ． Ｄ．， Ｈａｍｌｉｎ Ｒ． Ｇ．， Ｂｅａｔｔｉｅ Ｒ． Ｓ．， ｅｔ 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Ｃｏａｃｈｉｎｇ ａｓ Ａ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Ｍ］．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１
［２８］　 曲如杰，康海琴． 领导行为对员工创新的权变影响研究［Ｊ］． 管理评论， ２０１４，２６（１）：８８⁃９８
［２９］　 Ｔｓａｉ Ｗ． Ｃ．， Ｃｈｅｎ Ｈ． Ｗ．， Ｃｈｅｎｇ Ｊ． Ｗ．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ｏｏｄｓ ａｓ Ａ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Ｅｍ⁃

ｐｌｏｙｅｅ Ｗｏｒｋ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Ｊ］．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０６⁃２１９
［３０］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Ｐｏｎｃｅ 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ｙｌ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１８０６００００２１２００３ ０３ 刘微．ｆｂｄ

１４０　　 管理评论 第 ３０ 卷

Ｓｉｚｅ Ｆｉｒｍｓ［Ｊ］． Ｉｎｔｅｒｃｉｅｎｃｉａ， ２００７，３２（８）：５２２⁃５２８
［３１］　 Ｂｒｏｗｎ Ｍ． Ｅ．， Ｔｒｅｖｉñｏ Ｌ． Ｋ．，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Ｄ． Ａ．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Ｊ］．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２００５，９７（２）：１１７⁃１３４
［３２］　 Ｌｉｕ Ｗ．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ｏｏｄ ａｎｄ Ｊｏｂ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６，４４（５）：８６５⁃８８０
［３３］　 Ｓｐｅｃｔｏｒ Ｐ． Ｅ．， Ｂａｕｅｒ Ｊ． Ａ．， Ｆｏｘ 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Ｄｏ Ｗｅ Ｋｎｏｗ Ｗｈａｔ Ｗｅ Ｔｈｉｎｋ Ｗｅ Ｋｎｏｗ？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９５（４）：７８１⁃７９０
［３４］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Ｊ． Ａ． Ｃｏ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３，１１０（１）：１４５⁃１７２
［３５］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ｓｏｎ Ｂ． Ｌ．， Ｂｒａｎｉｇａｎ Ｃ．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Ｂｒｏａｄｅｎ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ｓ［Ｊ］．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 Ｅｍｏｔｉｏｎ， ２００５，１９（３）：３１３⁃３３２
［３６］　 王桢，陈乐妮，李旭培． 变革型领导与工作投入：基于情感视角的调节中介模型［Ｊ］． 管理评论， ２０１５，２７（９）：１２０⁃１２９
［３７］　 Ｍａｙｅｒ Ｊ． Ｄ．， Ｓａｌｏｖｅｙ Ｐ． Ｗｈａｔ ｉ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９７
［３８］　 Ｚｅｉｄｎｅｒ Ｍ．，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Ｇ．，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Ｒ． 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５３（３）：３７１⁃３９９
［３９］　 Ｃｈａｎｇ Ｓ． Ｃ．， Ｌｅｅ Ｍ． 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Ｊｏｂ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Ｊ］．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７，１４（２）：１５５⁃１８５
［４０］　 邱林，郑雪，王雁飞． 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 （ＰＡＮＡＳ） 的修订［Ｊ］． 应用心理学， ２００８，１４（３）：２４９⁃２５４
［４１］　 Ｗｏｎｇ Ｃ． Ｓ．， Ｌａｗ Ｋ． 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ｅｒ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Ｊ］．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０２，１３（３）：２４３⁃２７４
［４２］　 Ｂａｒｃｌａｙ Ｌ． Ｊ．， Ｋｉｅｆｅｒ 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ｒ Ａｖｏｉｄ？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

ｔｉｏ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４０（７）：１８５７⁃１８９８
［４３］　 Ｈａｙｅｓ Ａ． Ｆ．， Ｓｃｈａｒｋｏｗ Ｍ．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２４（１０）：１９１８⁃１９２７
［４４］　 Ｈａｉｒ Ｊ． Ｆ．， Ｊｒ．，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Ｒ． Ｅ．， Ｔａｔｈａｍ Ｒ． Ｌ．， ｅｔ ａｌ．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ｔｈ ｅｄ．）［Ｍ］． Ｕｐｐｅｒ Ｓａｄｄｌｅ Ｒｉｖｅｒ， ＮＪ： Ｐｒｅｎ⁃

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１９９８
［４５］　 陈国权． 组织学习和学习型组织： 概念， 能力模型， 测量及对绩效的影响［Ｊ］． 管理评论， ２００９，２１（１）：１０７⁃１１６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Ｌｉｕ Ｗｅｉ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ｅｎ⁃ａｎｄ⁃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ａｋｉｎｇ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ｄｉｓｃｕｓ⁃
ｓｅｓ ｈｏｗ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ｓ ａ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ｉｇｈ⁃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ｓ ａｓ ａ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ｉｇｈ⁃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ｗｏ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ｗｏ⁃ｗａｖｅ ｄａｔａ ｗｉｔｈ ９２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ｇａｔｈｅｒｅｄ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１ ａｎｄ ３５６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ａｒｅ ｇａｔｈｅ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２．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ｖｅｒｉｆｙ ｏｕ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ｈａｓ ａｎ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ｔｏ ａｆｆｅｃｔ ｈｉｇｈ⁃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ｉｇｈ⁃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２．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ｈｉｇｈ⁃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１８０５００００１９５００５ ０５ 吴梦颖．ｆｂｄ

第 ３０ 卷第 １０ 期 管理评论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１０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ｃｔ．， ２０１８

破坏性领导、上级压力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
领导－部属交换关系的调节作用

吴梦颖１，２ 　 彭正龙１

（１．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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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破坏性领导在组织中的消极影响日益受到组织行为领域学者与管理实践者的强

烈关注，而本土对破坏性领导如何影响强制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其内在的作用机制

亟待更多的实证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在 ＳＰＳＳ 和 ＡＭＯＳ 环境下运用

多重线性层次回归、相关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和 ＰＲＯＣＥＳＳ 程序运算等方法进行统计检验，构
建了破坏性领导对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结果表明：破坏性领导与强

制性组织公民行为显著正相关；上级压力完全中介破坏性领导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

系；领导－部属交换关系不仅显著调节破坏性领导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破坏性领导与上级

压力以及上级压力与强制性公民行为三条路径的关系，同时也调节上级压力在破坏性领导与员

工强制性组织公民之间中介效应的强度。 该结果为组织预防与控制破坏性领导的危害以及减

少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破坏性领导；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上级压力；领导－部属交换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６－１２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７１３０２０４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７１４７１１３７）。
作者简介：吴梦颖，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彭正龙，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引　 言

管理的基本职能分为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四类［１］，领导作为其中的一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长期以

来，学者们对于领导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其积极的一面，诚然，一个组织的卓越绩效离不开高效的领导，但是，
对于组织中的负面因素———领导的消极方面———对组织绩效的破坏也是不容忽视的。 Ｋｅｌｌｅｒｍａｎ［２］ 指出“我
们从那些所谓坏领导（ｂａｄ ｌｅａｄｅｒ）身上学到的东西，与我们从现今数量稀少的好领导那里学到的一样多”。
Ｋａｉｓｅｒｄ 等［３］也认为大部分员工觉得麻烦的主管（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ｏｍ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与破坏性领导行为（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ｄ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是工作中最糟糕的部分。 在破坏性领导下，员工不仅会形成消极的工作态度与精神健康问题，而且

会表现出异常的行为变化，如抑郁、酗酒、工作－家庭冲突、情绪耗竭、工作绩效差、生活与工作的满意度降低

以及组织公民行为的减少等［４］。
随着领导“阴暗面”研究的不断扩大，工作场所越轨行为导致的消极后果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Ｖｉ⁃

ｇｏｄａ⁃Ｇａｄｏｔ［５，６］已经证实了强制性公民组织行为对组织与员工的危害，包括降低组织效率与组织绩效，增加员

工的工作压力、离职意向、疏忽与倦怠行为等，但他呼吁学者们应更多的关注破坏性领导与员工强制性公民组

织行为之间的联系，并研究探索二者之间的影响机理。 由于破坏性领导通常伴随着管理者对下属的影响过

程，Ｓｃｈｉｌｌｉｎｇ 和 Ｓｃｈｙｎｓ［７］认为对于破坏性领导的认知与结果研究应考虑到员工的行为与表现。 因此，本研究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与社会交换理论，在对本土企业调研分析的基础上，一方面考察破坏性领导对强制性组织

公民行为的影响路径，包括上级压力（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的中介作用和领导－部属交换关系（ ｌｅａｄｅｒ⁃ｍｅｍｂｅｒ 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ＬＭＸ）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旨在通过一个新的破坏性领导概念分析和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

型，拓展现有关于破坏性领导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研究，深入探讨破坏性领导对强制性组织公民行

为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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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述评与研究假设

１、研究述评

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关注各种形式的领导负面行为，致力于对这种领导维度的前因与后果研究，
并试图提出理论模型解释这种领导的“破坏性”特征［８］ ，但现有文献对于破坏性领导的定义仍然缺乏统一

性，其结构边界与相关现象区分比较模糊，本研究根据 Ｋｒａｓｉｋｏｖａ 等［９］ 对破坏性领导的定义，认为其内涵包

括两个方面：一是领导者故意破坏或倾向于破坏组织目标，以及鼓励下属追求违背组织利益目标的行为；
二是领导者以破坏性手段或方式影响下属行为而不管这种手段或方式是否正当合理。 尽管 Ｅｉｎａｒｓｅｎ 等［１０］

将破坏性领导作为一种违背组织合法权益的领导者行为，但是 Ｋｒａｓｉｋｏｖａ 的定义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三个方

面的拓展：首先，当破坏性领导与其他负面构念重叠的时候，它代表了一种特殊的领导方式，即破坏性领导

是指在领导过程中所嵌入的一种有害行为。 其次，该定义既肯定了破坏性领导对组织与下属的危害，又区

别了破坏性领导的两种表现形式，即鼓励下属追求破坏性目标和使用破坏性手段影响下属行为，这比表面

上区分破坏性的领导形式更为精确也更具理论意义；第三，清晰的界定了破坏性领导与无效领导的区别，
无效领导是指领导者无法实现组织目标以及无法调动员工去实现目标［１１］ ，而破坏性领导并不表示领导者

的无能。
此外，由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不能简单作为组织公民行为的对立面来看，尽管部分研究验证了负性

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１２］ ，但并不能说明其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具有必然性，因而本研究

选取破坏性领导这一新的前因变量并探索其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有理论分

析预测了负性领导是影响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１３］ ，但是对于二者关系实证研究还十

分缺乏，仅有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员工心理安全感与特征取向的角度进行探讨，对于组织压力和情境因素

的研究十分有限，而工作场所压力与组织情境因素是影响员工行为和表现的重要条件［１４］ ，因此，本文选取

来自于领导行为所导致的上级压力作为影响破坏性领导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中介变量以弥补现

有研究的空白。 此外，社会心理学认为情境因素显著影响个体行为，许多实证研究也都验证了情境因素在

个体心理和态度行为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１５］ ，领导－部属交换关系作为组织中特定的情境因素成为现有

组织行为领域发展研究的重要变量，因此，本研究通过探讨其与破坏性领导、上级压力以及强制性组织公

民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影响效应，为现有破坏性领导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研究的边界条件探

索做出新的贡献。
部分研究认为处于组织规范之内的破坏性领导促进了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因而有利于组织发展，事实

上，从长远角度来看，员工迫于领导威慑而产生的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必然会导致不利的后果，Ｚｈａｏ 等［１６］ 的

研究已经表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工作绩效具有消极作用，以及辱虐管理对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具有积极

作用，但是除此之外，是否存在其他前因变量对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具有影响效应，其作用路径又是通过何种

方式产生的以及相关解释是否合理，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索。 基于此，本研究做了以下工作：（１）在中国

特定文化背景下，进一步实证验证破坏性领导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以下属对来自于领导的压力为

中介，分析探讨了破坏性领导对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内在作用机制，进一步丰富了工作场所压力源与

员工负面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模型研究。 （２）以本土关系学研究为基础，区别于西方员工对关系的认知与倾

向性，剖析中国特定情境下的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对破坏性领导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破坏性领导与上级

压力以及上级压力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三条路径模型之间的调节效应，为领导领域与组织公民行为领域的

相关研究增加了新的边界探索方向和实证经验支持。 （３）根据领导－部属交换关系的调节作用构建了破坏性

领导对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影响机制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以层次线性回归分析和“条件性间接效

应”方法加以实证验证，有效分析了破坏性领导在中国特定情境因素下对员工强制性公民行为带来的显著影

响效应，为更全面的揭示工作场所领导和员工负面行为的作用机理和条件因素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和可

能性。
２、破坏性领导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

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是从组织公民行为（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ＣＢ）研究上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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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者可以看作是相对的概念但并非对立关系，其具体表现和内涵以及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有着明显差

异［１６］。 对于组织公民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现有文献分别从个性特征、工作态度、群体情境以及领导行为等

方面进行了验证，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工作态度和领导行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最为显著［１７］。 而关

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则大多是从领导行为角度出发，尤其是领导者的不当行为与破坏性行

为。 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 等［１８］的研究指出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与领导行为的转变有着积极的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当领导

行为变得不那么正面积极时，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要么是被迫和非自愿的，要么就会停止组织公民行为。 根

据社会交换理论，当员工自愿进行组织公民行为时，有可能是为了回报和支持领导行为，这种带有目的性的组

织公民行为与领导行为息息相关，因此，一旦领导行为与员工情感或利益产生冲突，就会导致员工迫于压力而

形成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 Ｚｅｌｌａｒｓ 等［１９］ 的研究表明组织中领导行为会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选择产生影

响，当上级将下属的组织公民行为定义为角色外行为时，破坏性领导会促使员工产生更多的强制性组织公民

行为。 Ｔｅｐｐｅｒ［２０］也强调了组织中个体的组织公民行为并不总是自愿的，领导者通常通过压迫、剥削、诋毁、漠
视等冷暴力形式迫使员工服从管理者的意志，导致了员工的更多的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 因此，本研究提出

以下假设：
Ｈ１：破坏性领导与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３、上级压力在破坏性领导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现代心理学研究认为态度与行为具有一致性，压力是员工对态度与行为不协调的一种心理反应，在领导

对权力的控制过程中，员工更易受到领导行为（尤指负性行为） 的影响。 社会认知理论（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与交互认知作用分别从上司和下属的角度解释了上级压力产生的过程，上级压力并不是简单的“刺
激－反应”，而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 一方面，从领导者角度来看，通常情况下，基本归因错误（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ｓ）会导致领导认为员工产生压力是自身原因而与组织结构或人际关系无关，自我服务偏见

（ｓｅｌｆ⁃ｓｅｒｖｉｎｇ ｂｉａｓｅｓ）也会促使领导者否认由于自身原因对下属造成压力。 另一方面，从下属的角度来看，员工

总是执行组织工作的具体任务，该过程会使员工对环境和任务感知更为敏感，尤其是当员工接到来自领导的

模糊命令与隐形任务并且感觉难以应对或资源不足时，就会感觉到强烈的压力。 由此可见，领导行为与员工

压力息息相关，而对于领导的过分控制、高绩效要求以及忽视自身行为（尤指破坏性行为）等［２１］，往往会给下

属带来更多的紧张与压力感。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破坏性领导与上级压力呈正相关关系。
员工在工作场所感知到的压力会明显降低工作自主性［２２］，当来自上级的压力较强时，员工对工作的自控

能力与自主性均会降低，一旦工作情况不理想将迅速形成认知转移，增加对工作的被迫感，从而产生不情愿的

行为。 而由于上司命令不得不服从的原因，员工心理上会产生自我违背意识，迫使自己屈从于压力，以迎合上

级决策。 这种在上下级关系中的不利地位使下属在面对上级压力时所能做出的自主选择十分有限，一般情况

下，员工由于害怕拒绝命令所产生的后果，都会选择服从，由于中国人服从权威的倾向普遍较高，相比得罪领

导的行为，他们更愿意采取忍气吞声和假意逢迎的策略，从而纵容了领导的破坏性行为，使自己承受更多的工

作压力。 这就导致员工常常在破坏性领导行为面前别无选择，既不满意上司要求，却又不得不表现出相关的

行为，形成一种典型的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上级压力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员工产生压力的因素大体可以分为两种：即个体因素与情境因素。 个体因素是与员工自身特质相关的如

冲动性、责任感、负情绪等；情境因素是指在工作环境中领导滥用权力、感知不公平性、情境失控等［１４］。 社会

认知理论强调了个体对环境的反应是受到自身认知因素所影响的，这对于解释个人、环境及行为之间的交互

关系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因此，当领导产生不当或破坏性行为时，下属会明显感觉到不合理的对待，从而导

致对领导信任感的降低，产生不满情绪。 典型的情境压力之一就是当员工自认为努力工作之后却遭受领导的

敌对性待遇，不仅未能得到合理的肯定与鼓励，反而感受到上级的不友好行为，这必然使员工产生压力感甚至

对组织感到失望。 很显然，领导的行为与下属的感知密切相关，当领导发生不当行为时，下属对其的评价也是

消极的［２３］。 领导的破坏性行为越多，员工所感知到的压力就可能越大，其导致的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也越

多。 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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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４：上级压力在破坏性领导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４、领导－部属交换的调节作用

领导－部属交换理论是在垂直对子联结理论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ｙａｄ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ＶＤＬ）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有效解释了

领导行为对员工行为的影响作用，它是领导通过对员工行为一系列的观察、试探、互动、讨论等活动之后发展

起来的关系［２４］。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关系”的重视已成为社会核心理念之一，主要包括情感往来、经
验分享和相互信任等方面，人际关系也是调节和维系组织成员和谐的重要机制［２５］。 由于组织中的直接领导

与员工的等级关系最近，领导－部属交换关系也成为员工众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最为重要和正式的人际关

系［２６］。 本研究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对于员工的心理认知（如心理安全感、职场排斥

等） ［２７］、情绪反应（如情绪耗竭等） ［２８］、行为倾向（如离职倾向等） ［２９］以及工作结果（如沉默行为、组织公民行

为等） ［２８，３０］等方面具有重大的影响。 因此，组织中的员工与上级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员工的心理、态度、行
为和发展前途，探讨领导－部属交换关系这一特定组织情境因素对破坏性领导、上级压力和强制性组织公民

行为之间关系可能存在的交互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
组织中的领导者由于时间、资源和精力的有限性，很难对下属“一视同仁”，而不同下属对于领导行为也

会产生不同的反馈，进而形成不同类型的上下级关系，即通常所说的“圈内人” （ ｉｎ ｇｒｏｕｐ）和“圈外人” （ ｏｕｔ
ｇｒｏｕｐ）。 “圈内”员工能够得到来自于领导或组织的更多资源和机会，使得破坏性领导所导致的与员工工作和

心理相关的资源消耗小得多。 根据社会交换（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与互惠规范（ｎｏｒｍ ｏｆ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理论，在高质量

的领导－部属交换关系中，获得更多资源和好处的员工更倾向于为领导分担任务并展示积极的建设行为，以
补偿或回报他们对领导的互惠责任。 并且，员工对破坏性领导及其所带来的压力也会采取更加容忍的态度，
从而减少了对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产生的不公平感知。 反之，长期处于低质量的领导－部属交换关系中的员

工，对于破坏性领导和上级压力会更加敏感，也会更加关注他们在角色外活动中的实际报酬，且“圈外人”的
身份使他们获得的工作资源和支持相对较少，容易导致他们对领导和组织报以更多的负面行为。 因此，领
导－部属交换关系的质量与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以及相关负向行为的发生频率息息相关，而与上司之间保持

和谐信任的关系能够有效缓解破坏性领导所带来的组织压力，激发员工对组织的积极情感，促进员工与领导、
组织之间良好的沟通状态，从而减少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有效调节破坏性领导与上级压力以及破坏性领导

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 正如 Ｏｔｈｍａｎ 等［３１］ 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倾向于认为，高质量的领

导－部属交换关系将会减轻破坏性领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效应，缓解员工的工作场所压力，最终抑制员工从

事不利于组织行为的动机。
在中国社会中，组织内的上下级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印象管理工具，员工对于面子、情感与组织和谐等

问题的关注度极大的推动了他们从事组织公民行为的责任心，这对缓解工作场所冲突与相关负面情形具

有重大的作用。 在良好的领导－部属交换关系情境下，员工对于工作的过失或错误更容易获得上司的原

谅，从而在上司面前感知到更高水平的自尊，并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内容及其相关技能更加自信，加上“圈
内人”所获得的充足的资源，促使员工更加愿意从事组织公民行为，大大降低了来自上级压力的感知以及

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 反之，在低质量的领导－部属交换关系下，员工难以在上司面前获得足够的安全感，
面对上级压力会产生更多对工作的压迫感，并远离工作，从而更容易形成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 因此，本
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Ｈ５ａ：领导－部属交换关系显著调节破坏性领导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在低质量的领导－部
属交换关系中，破坏性领导与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相关关系更强；

Ｈ５ｂ：领导－部属交换关系显著调节破坏性领导与上级压力之间的关系，在低质量的领导－部属交换关系

中，破坏性领导与员工上级压力的相关关系更强；
Ｈ５ｃ：领导－部属交换关系显著调节上级压力与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在低质量的领导－

部属交换关系中，上级压力与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相关关系更强。
通过以上理论假设的推导，我们已知，上级压力在破坏性领导与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具有中介

作用，领导－部属交换关系既调节破坏性领导与上级压力的关系（调节第一阶段的影响），也调节上级压力和

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调节第二阶段的影响），同时调节破坏性领导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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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调节主效应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根据 Ｐｒｅａｃｈｅｒ 等［３２］的建议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即在高质量

的领导－部属交换关系中，上级压力在中介破坏性领导与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过程中影响（间接效应）
较弱，这是因为“圈内”关系有效调节了员工对领导的压力及其对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刺激作用，因此，本
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Ｈ６：领导－部属交换关系显著调节上级压力在破坏性领导与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强

度，即在高质量的领导－部属交换关系中，上级压力的中介效应较弱；而在低质量的领导－部属交换关系中，上
级压力的中介效应较强。

基于以上理论推导，得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图 １ 如下：

图 １　 理论模型图

研究设计

１、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正式调查数据先后进行了两次收集，第一次时间是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到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分别从上海、
江苏南京、广西南宁三个城市的工业园区进行调研，工作开展之前，研究团队成员皆与所调研公司的人力

资源管理部门取得了联系，并获得了他们的大力支持。 为了避免同源方差（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ＣＭＶ），本次调研采用领导者－员工配对的方式进行。 对于问卷填答采取了以下方法进行控制：选取直接

上下级关系的领导与下属进行抽样；通过配额限制控制每家企业随机选取领导 ２－５ 名，并对该领导的直接

下属随机选取 ３－７ 名；问卷填答顺序一定是领导先填问卷并标记所评价员工工号，然后由本研究的团队成

员找到对应工号的员工对该主管进行评价，此过程必须保证主管和下属是双盲回答；由于本研究主要考察

的是破坏性领导对员工心理变化和行为态度的影响，因而理论模型变量的问卷都是员工填写，领导只需填

写个人信息，并不参与统计检验，仅作为本研究对下属所评价对象的配对参照。 问卷填答完毕后当场回

收，并将配对的问卷进行初步筛选、编号和装订。 本次调研共包括 ７２ 位领导及其 ３２８ 位直接下属，回收领

导问卷 ６４ 份和员工问卷 ２８６ 份，回收率为 ８８ ８９％和 ８７ ２０％，经过后期整理，剔除无效与明显异常的问卷

后，最终成功可得样本是 ２６７ 份。 第二次时间是 ２０１５ 年 ７－８ 月，研究者通过 Ｅ⁃ｍａｉｌ 将电子问卷发给 １２ 位

在企业工作的朋友并请他们作为问卷监督的中间人，要求中间人告知参与者采用不记名形式如实填写并

严格保密，所得数据仅作为学术研究。 这些企业所在地分别是上海、北京、山东、浙江，共发放 ３００ 份问卷，
截止时间返回问卷 ２６２ 份，其中有效问卷 ２０９ 份，有效回收率 ６９ ６７％。 两次调研最终有效样本为 ４７６ 份。

本次调研有效样本中员工的人口统计学情况为：男性员工比例为 ５６ ９３％；年龄 ２５ 岁及以下比例为

２１ ４３％，２６－３５ 岁比例为 ６２ ３９％，３６－４５ 岁比例为 １３ ４５％，４６ 岁及以上比例为 ２ ７３％；教育背景大专以下比

例为 １０ ２９％，大专比例为 ３６ １３％，本科比例为 ４６ ２２％，研究生比例为 ７ ３６％；工作年限 ２ 年以下比例为

１３ ４４％，２－５ 年比例为 ３９ ９２％，６－９ 年比例为 ２０ １７％，９ 年以上比例为 ２６ ４７％。
２、测量工具

本研究所有国外研究问卷都是通过翻译－回译过程之后进行发放的。 首先，请两位工商管理专业的博

士和一位英语专业的博士将原始量表经过两轮互译成初始量表，再将原英文量表与互译之后的中英文量

表一并交给两位人力资源管理方向的教授进行指评修正，最后形成无语义差异的中文量表。 其次，对问卷

进行预试调查，本研究选择了上海市两家企业作为样本（不在最终样本中），以当场发放 １５０ 份问卷并在完

成后马上回收的方式得到有效问卷 １２１ 份，有效回收率 ８０ ６７％通过对预试问卷的样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

析和信度检验表明，问卷的各概念量表信度系数 α 均在 ０ ７０ 以上，因子结构也比较理想。 本次调研中，领
导人员只需填写基本信息，问卷部分全部由其直接下属填写，所有量表以 Ｌｉｋｅｒｔ 五点量表形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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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破坏性领导采用 Ｋｒａｓｉｋｏｖａ 等［９］的定义，认为管理者在领导过程中以破坏性方式达成目标或直接产

生破坏性目标，结合 Ｔｅｐｐｅｒ［２０］的研究，以下属感知评价为主要方式，采用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和 Ａｍｂｒｏｓｅ［３３］发展的五题项

５ 点计分量表，题项包括“我的领导经常在别人面前贬低下属”、“我的领导常常在别人面前说下属的不

是”等；
（２）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根据 Ｖｉｇｏｄａ⁃Ｇａｄｏｔ［５］的研究定义，即员工对于主客体与环境的压力所表现出的

非自愿性组织公民行为，量表采用其开发的五题项 ５ 点计分量表，题项包括“领导总是期望我在工作上付出

更多的努力”“公司内有义务加班的习惯”等；
（３）上级压力以 ＤｅＺｏｏｒｔ 和 Ｌｏｒｄ［３４］ 的研究来解释，即员工的上级压力主要来源于领导的指令（尤其是不

当指令），量表根据陈明［３５］在台湾学者付泽伟研究的 ８ 题项量表基础上所改编，仅删除其中对同事的感受和

行为进行评价的两项，形成适合本研究的六题项的 ５ 点计分量表，并经过小范围测试之后最终确定信效度良

好，题项包括“单位领导很重视我工作的执行进度”“单位领导很重视我的工作业务”等；
（４）领导－部属交换关系采用 Ｄａｎｓｅｒｅａｕ 等［３６］ 的解释，即管理者通过与下属建立基于互惠的高质量交换

关系以提升下属积极性的产出，量表采用 Ｇｒａｅｎ 和 Ｕｈｌ⁃ｂｉｅｎ［３７］结合中国背景进行了修订的 ７ 题项 ５ 点计分量

表，题项包括“领导帮助我解决工作中的问题”“领导理解我在工作中的需求和问题”等。
（５）控制变量。 为了得到准确的数据分析结果，根据以往的研究经验，本研究将员工的性别、年龄、教育

背景和工作经验作为控制变量，且全部通过客观数据进行测量。 其中，性别为虚拟变量，男性为“０”，女性为

“１”；年龄分为四个等级：２５ 岁及以下、２６－３５ 岁、３６－４５ 岁、４６ 岁及以上；工作经验分为四个等级：２ 年以下工

作经验，２－５ 年工作经验、６－９ 年工作经验、９ 年以上工作经验。

研究结果

１、信度与效度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设计的合理性，研究采用 ＡＭＯＳ１７ ０ 和 ＳＰＳＳ２２ ０ 及其 Ｐｒｏｃｅｓｓ 插件对所有变量进行信

度检验、效度区分以及假设检验。 首先，对四个变量所构建的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ＣＦＡ）。 通过对 χ２ ／ ｄｆ、ＣＦＩ、ＴＬＩ、ＩＦＩ、ＧＦＩ、ＲＭＳＥＡ 等指标的比较来检验各量表的区分效度（ｄｉｓｃｒｉｍｉ⁃
ｎａｎｔ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由表 １ 可知，包含 ４ 个变量的 ４ 因子模型拟合度较好，各项指标明显优于其他因子模型，表
明 ４ 因子模型的各变量间区分效度良好，适合做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其次，通过 ＳＰＳＳ２２ ０ 对研究量表的

信度进行检测，结果（见表 ２ 括号的数据）表明各变量内部一致性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值均大于 ０ ８０，说明

各量表的信度良好。 最后，通过单因子法检验同源偏差问题是否严重，将所有题项一起做因子分析之后结

果表明，单一因子模型在未旋转得到的第一个主成分因子解释总方差只有 １７ ２４％，并未占多数，且各项拟

合指标都非常差，这说明本研究所搜集数据的同源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此外，对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ｖａ⁃
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ＶＩＦ）诊断发现所有变量间的 ＶＩＦ 值均不超过 ２ ５０，说明研究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问题。
表 １　 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２ ／ ｄｆ ＣＦＩ ＴＬＩ ＩＦＩ ＧＦＩ ＲＭＳＥＡ
４ 因子模型 ＤＬ，ＳＰ，ＬＭＸ，ＣＣＢ ２ ９０１ ０ ９４２ ０ ９３４ ０ ９４３ ０ ８９９ ０ ０６３
３ 因子模型 ＤＬ，ＳＰ＋ＬＭＸ，ＣＣＢ ５ １３２ ０ ８７２ ０ ８５７ ０ ８７２ ０ ８１８ ０ ０９３
３ 因子模型 ＤＬ＋ＣＣＢ，ＳＰ，ＬＭＸ １０ ７９３ ０ ６９６ ０ ６６１ ０ ６９７ ０ ６３３ ０ １４４
２ 因子模型 ＤＬ＋ＣＣＢ，ＳＰ＋ＬＭＸ １１ ７３８ ０ ６６４ ０ ６２８ ０ ６６５ ０ ６０９ ０ １５０

注：ＤＬ 表示破坏性领导；ＳＰ 表示上级压力；ＬＭＸ 表示领导－部属交换关系；ＣＣＢ 表示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下同。 ＋代表两个因子合并为一个
因子。

２、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由表 ２ 中的报告可知，破坏性领导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 ｒ＝ ０ １９９，ｐ＜０ ０１）显著正相关，破坏性领导与

上级压力（ ｒ＝ ０ ２４８，ｐ＜０ ００１）显著正相关，上级压力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 ｒ ＝ ０ ４０６，ｐ＜０ ０１）显著正相关。
因此，假设 １、２、３ 得到初步支持，这为后面进一步分析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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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量表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年龄 教育背景 工作年限 ＤＬ ＳＰ ＬＭＸ ＣＣＢ
性别 １ ５７０ ０ ４９６
年龄 １ ９７０ ０ ６７７ －０ １３９∗∗

教育背景 ２ ５１０ ０ ７７７ ０ ０２６ －０ １００∗

工作年限 ２ ６００ １ ０２０ －０ ０６１ ０ ７３８∗∗ －０ ２１７∗∗

ＤＬ ３ ２８７ ０ ９０４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５ ０ １５１∗∗ －０ ０８０ （０ ８６３）

ＳＰ ２ ３５６ ０ ８８５ ０ ００４ ０ １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５９ ０ ２４８∗∗∗

（０ ８９３）

ＬＭＸ ３ ４１３ ０ ４０７ －０ ０４７∗ ０ ０６７ －０ ０３９ ０ ０９９∗ －０ １２４∗∗ －０ １２０∗∗ （０ ８１０）
ＣＣＢ ３ ２４７ ０ ８６５ －０ ０６８ ０ ０４８ ０ １２２∗∗ －０ ０５７ ０ １９９∗∗ ０ ４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９０７）
注：该结果以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工作年限为控制变量。 ＤＬ 表示破坏性领导；ＳＰ 表示上级压力；ＬＭＸ 表示领导－部属交换关系；ＣＣＢ 表示强制
性组织公民行为。∗∗∗ｐ＜０ ００１，∗∗ｐ＜０ ０１，∗ｐ＜０ ０５，下同。 括号里的数据为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

３、回归分析

本研究首先采用层次回归分析（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ＨＲＭ）检验上级压力的中介作用和领

导－部属交换关系的调节作用。 表 ３ 显示了具体层次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破坏性领导对上级压力（Ｍ１，
β＝ ０ ２５４，ｐ＜０ ００１）和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Ｍ５，β ＝ ０ １６７，ｐ＜０ ００１）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上级压力与强制性

组织公民行为（Ｍ３，β＝ ０ ４０４，ｐ＜０ ００１）也显著正相关，假设 １、２、３ 得到进一步验证。 加入中介变量后，破坏

性领导对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效应由显著（Ｍ７，β ＝ ０ １７５，ｐ＜０ ００１）变得不再显著（Ｍ８，β ＝ ０ ０７７，
ｐ＞０ ０５），而上级压力的中介效应显著（Ｍ８，β＝ ０ ３８５，ｐ＜０ ００１），假设 ４ 得到支持与验证。 此外，将自变量与

调节变量分别中心化后检验调节作用，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背景与工作经验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以强

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为因变量（调节主效应的影响），破坏性领导与领导－部属交换关系的乘积项对强制性组织

公民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Ｍ６，β＝ －０ ２５４，ｐ＜０ ０５），假设 ５ａ 得到验证；以上级压力为因变量（第一阶段调

节效应），破坏性领导与领导－部属交换关系的乘积项对上级压力具有显著负向影响（Ｍ２，β ＝ －０ １１２，ｐ＜
０ ０５），假设 ５ｂ 得到验证；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为因变量（第二阶段调节效应），上级压力与领导－部属交换

关系的乘积项对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Ｍ４，β＝ －０ １５８，ｐ＜０ ００１），假设 ５ｃ 得到验证。 为了

更直观的反映领导－部属交换关系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根据 Ａｉｋｅｎ 等［３８］ 的建议绘制了调节效应图，图 ２ 表明

高质量的领导－部属交换关系下，破坏性领导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正向关系较弱；图 ３ 表明高质量的领

导－部属交换关系下，破坏性领导与上级压力正向关系较弱；图 ４ 表明高质量的领导－部属交换关系下，上级

压力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正向关系较弱。
表 ３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ＳＰ ＣＣＢ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Ｍ５ Ｍ６ Ｍ７ Ｍ８

控制变量

性别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９ －０ ０６６ －０ ０４４ －０ ０９３ －０ ０８３ －０ ０５３ －０ ０６４
年龄 ０ １２８ ０ １３３ ０ １１０ ０ １３１∗ ０ １９８∗ ０ ２０５∗ ０ １５５∗ ０ １０６

教育背景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０ ０ １０８∗ ０ ０９９∗ ０ ０９１ ０ ０９３ ０ ０８２ ０ ０９８∗

工作年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０ －０ １４２∗ －０ １６１∗ －０ １２２∗ －０ １２１∗ －０ １４２∗ －０ １３４∗

自变量　
ＤＬ ０ ２５４∗∗∗ ０ ２４７∗∗∗ ０ １６７∗∗∗ ０ １７４∗∗∗ ０ １７５∗∗∗ ０ ０７７
ＳＰ ０ ４０４∗∗∗ ０ ４１２∗∗∗

调节变量 ＬＭＸ －０ ０８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７８

交互项　
ＤＬ∗ＬＭＸ －０ １１２∗ －０ ２５４∗

ＳＰ∗ＬＭＸ －０ １５８∗∗∗

中介变量 ＳＰ ０ ３８５∗∗∗

Ｒ２ ０ ０７６ ０ ０９８ ０ １９５ ０ ２２０ ０ ０６４ ０ ０７２ ０ ０６４ ０ ２０１
Ｆ ７ ７５７∗∗∗ ７ ２５４∗∗∗ ２２ ８０５∗∗∗ １８ ８８９∗∗∗ ６ ４３０∗∗∗ ５ ２００∗∗∗ ６ ４３０∗∗∗ １９ ６２５∗∗∗

△Ｒ２ ０ ０６２ ４ ７９７ ０ １６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０ ０ １３７
△Ｆ ３１ ７６２∗∗∗ ６ ３２４∗ ９３ ９７２∗∗∗ １３ ３８０∗∗∗ １４ ９１１∗∗∗ ３ ８６６∗ １４ ９１１∗∗∗ ８０ 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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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对破坏性领导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调节作用

图 ３　 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对破坏性领导与上级压力的调节作用

图 ４　 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对上级压力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调节作用

　 　 ４、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采用 ＳＰ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２ １３ 对模型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ＰＲＯＣＥＳＳ 程序由 Ｈａｙｅｓ 和 Ｐｒｅａｃｈ⁃
ｅｒ［３９］教授基于回归分析的思路开发，可以通过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法分析各种中介模型、调节模型以及组合模型，如
今在国际上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们的应用［４０］。 通过 ＰＲＯＣＥＳＳ 分析结果可以直接得到调节变量在两个不同

取值情况下的条件间接效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该程序以５ ０００次重复取样，构建 ９５％的偏差校正置

信区间（ｂｉａ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若结果显示置信区间（ＣＩ）的上下限之间不包括零，那么就说明相

应的效应是显著的［４１］。 在本文的理论模型中，如果在不同取值条件下的间接效应一个显著，一个不显著，则
说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

为了适应学界主流的中介效应判定方法，本研究进一步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法分析破坏性领导到上级压力

的回归系数和上级压力到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回归系数的乘积项是否显著不为零，表 ４ 的中介效应结果表

明，破坏性领导通过上级压力影响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中介效应为 ０ ０９０，置信区间为［０ ０５４，０ １３７］
不包含零，因此，上级压力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假设 ４ 得到进一步验证。 同时，上述回归分析对领导－部属

交换关系调节作用的验证奠定了有调节的中介分析的基础，通过 ＰＲＯＣＥＳＳ 运算分析，在调节变量均值基础

上分别加减一个标准差之后形成高低值，表 ４ 条件间接效应显示，在低质量的领导－部属交换关系中，间接效

应为 ０ １９２，置信区间［０ １２２，０ ２７８］不包含零，显著，而在高质量的领导－部属交换关系中，间接效应为

０ ０２６，置信区间［－０ ００１，０ ０７８］包含零，不显著，因此，本研究的理论模型中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假
设 ６ 得到验证。



１８０５００００１９５００５ ０５ 吴梦颖．ｆｂｄ

第 １０ 期 吴梦颖，等：破坏性领导、上级压力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领导－部属交换关系的调节作用 １４９　　

表 ４　 ＰＲＯＣＥＳＳ 分析中介效应及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结果

因变量 效应 Ｅｆｆｅｃｔ 标准误 Ｂｏｏｔ ＳＥ 下限 ＢｏｏｔＬＬＣＩ 上限 ＢｏｏｔＵＬＣＩ
中介效应 ０ ０９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５４ ０ １３７

条件间接效应
低值 ０ １９２ ０ ０４０ ０ １２２ ０ ２７８
高值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７８

结论与讨论

１、结论

破坏性领导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是目前组织行为领域新兴的研究热点，且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作为从

组织公民行为研究中拓展出的全新领域正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忍辱负重”、“韬光

养晦”等价值观念具有极大的契合度。 本研究以破坏性领导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作为主线，通过实

证调研分析，构建了破坏性领导对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路径模型，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与社会交

换理论，探讨了上级压力与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对二者关系的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破坏性领导、上级压力和

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三者之间都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员工面对破坏性领导会产生更大的压力，从而导

致员工对工作的态度与行为产生变化，这种变化显著增强了员工的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 此外，研究还发现

了上级压力在破坏性领导与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在破坏性领

导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破坏性领导与上级压力以及上级压力与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三条关系链之间

都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即在低质量的领导－部属交换关系下，破坏性领导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相关关

系更强，破坏性领导与上级压力之间的相关关系更强，以及上级压力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

更强；而在高质量的领导－部属交换关系下，情况相反。 同时，领导－部属交换关系还显著调节了破坏性领导

通过上级压力影响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这一中介效应，在低质量的领导－部属交换关系下，上级压力的

中介效应更强，而在高质量的领导－部属交换关系下，这一中介效应更弱。
２、理论贡献

首先，心理学家与相关领域的学者们一直致力于探究隐藏在人们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社会认知理论

作为理解外部环境压力、个体认知判断以及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关系的成熟理论框架，对组织行为领域

个体因素与情境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以该理论为依据推导上级压力在破坏性领导与强制性组

织公民行为关系中的作用，进一步支持了该理论的发展并推进了其在组织行为领域的应用。 另一方面，社会

交换理论也是研究个体认知活动、心理过程、态度和行为变化的重要理论基础，尤其是工作场所存在的社会交

换关系最受关注，该理论描述了工作场所交换关系在领导和员工行为关系之间作为中介或调节变量所产生的

影响效应，本研究以领导－部属交换关系作为调节变量引入理论模型框架，进一步推动了该理论在中国文化

情境下的应用与发展。
其次，本研究将破坏性领导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作为前因变量与结果变量置于同一理论模型研究框架

之中，较为清晰地展示了破坏性领导这种普遍存在于工作场所中的压力源对员工消极工作行为的影响路径及

其权变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当员工面对破坏性领导时，会表现出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作为适应组织的

一种消极应对方式，这与前人的“员工往往会采取表层扮演或反馈规避等消极应对策略来面对职场压力或辱

虐不公”结论具有一致性［１９］。 这对已有文献关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引发因素与破坏性领导影响结果领

域的研究做出了有益的补充，进一步丰富了组织行为领域个体“阴暗面”的研究成果。
最后，现有关于负性领导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探索方面，相关文献仅从员

工心理感知（如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４２］ 与个体特征（如员工特质取向的调节作用） ［４３］ 的角度进行了讨

论，基本未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前因要素和组织情境因素来考虑二者关系的影响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

明，上级压力在破坏性领导与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了完全中介作用，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在破坏

性领导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破坏性领导与上级压力以及上级压力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三条路径之间都

具有调节效应，该结论以自上而下的角度解释了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因素，通过在领导和员工行

为之间构建一个压力动机变量，并以领导－部属交换关系作为情境权变因素对破坏性领导与强制性组织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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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推动和发展了领导有效性领域中有关负性领导对员工行为影响过程的研究，
为相关领域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

３、管理启示

组织行为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对企业日常管理实践做出有益的指导，本研究通过从破坏性领导的

内涵和消极影响结果以及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引发因素等多个角度出发，可以制定出针对企业组织中破坏

性领导行为的危害过程和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产生原因的干预策略与实践指导，为我国企业减少或抑制

破坏性领导和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危害，促进组织的和谐发展以及构建人力资源管理新常态做出了贡献。
首先，构建针对破坏性领导行为的抑制与惩罚机制。 对于企业破坏性领导行为的发生，企业可以加强对

员工工作环境和质量的建设，建立安全和具有保密性的申诉渠道，鼓励员工及时向组织报告和反馈上级在工

作场所中的不良行为，缓解员工对领导的“畏惧”压力并对破坏性领导行为进行监督，完善针对破坏性领导行

为的惩罚机制（例如，根据投诉情况受到不同程度的罚款或扣除绩效等），以提高企业管理制度的威信。
其次，深刻认识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引发背后的压力动因。 对于员工的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企业应该

针对来自上级压力的引发因素制定相应的干预策略，当员工受到破坏性领导对待而被迫从事大量角色外行为

时，企业可以通过优化工作流程设计和控制工作要求减少员工的角色困境，并实施情绪援助计划（例如，领导

积极支持下属工作，关心下属情绪体验等），构建和谐的组织文化氛围，促进和培养员工真正的组织公民行为

而非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
最后，强化企业员工的人际关系技能培训，促进领导与员工的沟通与互动，构建和谐而信任的领导－部属

交换关系。 通过开设相关课程与专题研讨会，一方面，提高领导对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危害性的认识，避免在

领导过程中给员工造成过多的压力困扰；另一方面，提高员工人际关系技能以及正确处理与领导相处方式的

能力，形成支持型和信任型的高质量领导－部属关系，从而减少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发生。
４、局限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仍有部分局限性和需要进一步探索的地方。 首先，由于人力、物力与时

空的限制，研究数据收集采取横向模式，未能把握破坏性领导与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动态关系研究，
后续研究可以通过纵向追踪、跨层面或跨情境方式对研究变量间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其次，对于破坏

性领导与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影响路径分析可以考虑组织情境变量与其他潜在边界条件的作用。
此外，还可以通过团队层次或特定群体，结合目前对跨层次和多层次研究的趋势，考察破坏性领导在多种情境

和模式下的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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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管理中正念研究述评

郑晓明　 倪　 丹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要：正念是“一种有目的地且不加任何判断地关注当下的方式”。 众多研究表明：正念不仅能

正向预测组织情境下个体生理与心理的健康状态，而且还能预测员工良好的工作表现。 本文从

组织管理领域的角度，回顾了正念研究的发展现状，探讨了正念的操作性定义和测量方式。 同

时，还考察了正念与其相关变量间的关系。 但由于该领域较新，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都亟待丰

富和完善，开展组织管理中的正念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清楚正念的作用机制及其积极效用，而
且也为个体和组织的长期发展提供了指导。
关键词：正念；组织管理；正念训练；积极组织行为；展望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１７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７１７７１１３３）。
作者简介：郑晓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倪丹（通讯作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　 言

“正念”（Ｍｉｎｄｆｕｌｎｅｓｓ）这一词语最早起源于东方佛教领域，是传统佛教教义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八正

道中的一种方法。 曾作为一种缓解修行人痛楚的训练方式，正念已有 ２５００ 年的发展历史［１］。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Ｋａｂａｔ⁃Ｚｉｎｎ 将“正念”引入到科学研究领域后，正念在临床医学和积极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便获得了繁

荣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正念被 Ｋａｂａｔ⁃Ｚｉｎｎ［２］ 定义为“一种有目的地且不加任何判断地关注当下的方

式”。 已有研究表明，正念有助于改善抑郁症［３］、多动症［４］、精神疾病［５］ 等症状。 同时，正念在积极心理健康

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正念可以提升个体幸福感［６，７］和生活满意度［８］。 伴随着 Ｋａｂａｔ⁃Ｚｉｎｎ 正念训

练法的提出［９］和 Ｂｕｃｈｈｅｌｄ 等［１０］正念量表的开发，从 ２０ 世纪末开始学者们逐步把正念引入到了组织管理领域

中，并对其投入了大量的关注。 尤其是近 １０ 年来，管理学术期刊已发表了许多有关正念的研究成果。 回顾以

往研究，我们发现从员工的生理、心理状态，到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众多研究展示了正念的积极作用［１１］。
考虑到在当今这个多元化、信息化的时代中，组织的有效运营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挑战，我们认为，如何改

善组织中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进而产生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行为表现值得学者和企业经营者的高度重视。
由于许多研究证实了正念会显著改善员工的工作状态、工作态度与行为，帮助他们在组织中表现得更加出色，
进而提升组织的整体绩效［１２，１３］，所以除了组织管理领域的学者们对“正念”保持着高度关注外，许多大型著名

公司已将正念训练作为培训课程引入企业之中，以期改善个体和组织绩效。 例如，正念训练已遍及谷歌、苹
果、休斯飞机、宝洁、麦肯锡和福特等公司，并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１４，１５］。 可见，正念向我们展示了其在个

体功能性上的广泛影响。
然而需指出的是，正念在管理实践中虽然已逐渐流行起来，并有了一定的文献积累，但由于该构念在组织

管理领域中的发展时间较短，有关正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仍较为匮乏［１６］，且缺少一些以整体性思维来研究正

念的文章。 同时，对于正念的结构、测量及其与相关变量间关系的研究，学术界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那么，对
已有文献进行充分的梳理，清晰研究局限和发展方向在当下的研究阶段就显得格外重要。 另外，只有更加聚

焦于组织情境中的正念研究，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做出突破性进展，从而更好地理解和研究组织管理中的正

念。 由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组织情境下的正念研究展开综述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从而为

学者们的进一步探索提供借鉴与指导。 尽管近来国外有学者对工作中的正念进行了整合性的回顾，但是关注

点主要是工作绩效、人际关系和幸福感方面［１７］。 因此，本文以期通过对正念的概念、测量、前因后效等方面的

综合阐述，能够提供一个更加系统和全面的文献综述，并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的展望，从而加强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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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念及正念训练的理解，并促进组织管理中正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发展。 图 １ 展示了本文的主要内容

框架。

图 １　 主要内容框架图

正念的概念和测量

１、正念的概念

在正念从东方佛教领域到当代科学领域的演进过程中，其宗教色彩被逐渐淡化，现已成为一种世俗化的

概念。 在国内，大多数学者把“Ｍｉｎｄｆｕｌｎｅｓｓ”翻译为正念，也有少部分学者将其翻译为“专注力”、“觉知”或“心
智觉知”等词语。 尽管学者们对正念的操作性定义还存在一定争议，但目前被广泛接受的描述性定义是由

Ｋａｂａｔ⁃Ｚｉｎｎ［２］所提出，他认为正念是“一种有目的地且不加任何判断地关注当下的方式”。 回顾以往的定义，
我们将各种观点归纳为以下 ４ 种说法：状态说、（类）特质说、技能说和认知过程说，其中，状态说和（类）特质

说的支持者较多。
（１）状态说

众多学者将正念看作一种意识状态，认为个体在此状态之下能有意识地集中注意力于当前的体验和事件

上，并主动保持着对内外部的警觉性和敏感性［１８，１９］。 它也促使个体主动且有目的地把注意力聚焦于当下的

身心感受和外部情境中，而不把任何主观判断加入其中。 同时，个体仅单纯地感知此时此刻的身心体验并将

自己感知到的所有体验看成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对其做出冲动反应。 那么，当正念被看作一种特殊的意

识状态时，它具有较强的短暂性和易变性，会因内外部的各种刺激而发生明显改变，因而正念是可以通过相关

训练而被获得或提升的［３，６］。
（２）（类）特质说

至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正念是一种（类）特质（ｓｔａｔｅ⁃ｌｉｋｅ ｔｒａｉｔ）。 （类）特质与传统意义上的特质定义

不同，它是一个类状态的特质概念［４］。 Ｂｒｏｗｎ 和 Ｒｙａｎ［６］，Ｂｉｓｈｏｐ 等［２０］，Ｌａｕ 等［２１］和 Ｆｅｌｄｍａｎ 等［２２］都将正念定

义为一种类状态的特质，即个体对当前体验或现实生活所进行的强化了的关注和认知的一种特质［６］。 Ｂｉｓｈｏｐ
等［２０］明确指出，正念包含两个核心要素，分别是注意力的自我调节（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和对当下体验

的特定导向（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 ｏｎ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ｍｏｍｅｎｔ）。 作为一种类状态的特质，
正念的易变性相对较低。 然而，它仍会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例如正念训练等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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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外部干预可以提升个体的正念水平［２３］。 可见，个体正念不仅会受到先天因素还会因来自后天环境各方面

的刺激而受到系统性的影响。 总之，将正念看成一种类特质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特质，强调了正念在一定程度

上具有可塑性。
（３）技能说

考虑到正念及正念训练法很早就出现在佛教领域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部分学者们认为正念是可以通过

系统的正念训练而被习得和发展的一组技能［２４］，这些特殊的技能可以提升个体的洞察力、智慧、同情心、平静

心态以及对事物敏锐觉察等良好的特性。 Ｆｒｅｓｃｏ 等［２５］将正念看成一种能够使人们将自己此时此刻的想法和

感觉都当作客观且暂时性的事件，并且对它们实际上是否如此并不给予考虑的技能。 Ｂａｅｒ 等［２６］指出，正念包

含四个重要的技能，分别是关注、描述、有意识地活动和不加评判接纳。 将正念描述为一种可以被个体获得和

提升的技能，实际上对于正念疗法的提供者而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个体可以通过现在广为流传的正念训练

法来学习正念技能，提升自己的正念水平。
（４）认知过程说

部分学者认为正念是一种调节注意力的认知过程，人们在整个过程中以包容和不加评判的方式来关注并

体验当下的感受［２０］，从而深刻洞察自己的思想并采纳去中心化的观点。 Ｌａｎｇｅｒ［２７］认为，正念可以被定义为一

种个体主动进行信息处理的模式，它使个体对所体验的对象保持高度关注、敏锐及不加评价地接纳。 总之，认
知过程说从动态的角度解释了正念的本质，并有效识别出正念内部的诸要素及个体对正念的认知过程。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于正念操作性定义及其结构的观点不尽相同［８］，但目前大多数学者较为认同正念状

态说和（类）特质说，并以正念具有多元要素为研究基点。 无论是将正念看作一种具有多元要素的构念还是

仅具有单一要素的构念，如何科学、有效地界定这些核心要素才是最关键的。 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正念本

质，我们根据以往学者对正念的定义，归纳出正念的 ５ 个核心要素：Ａ．正念是一种对事物积极主动的反应而非

无意识的自动反应［２８］；Ｂ．正念让个体对内外部刺激保持高度敏感和时刻警惕的状态［６］；Ｃ．正念所关注的是当

下，并非过去或未来［１８］；Ｄ．正念要求个体不加判断地看待事物［１７］，以一种客观态度对待任何事物；Ｅ．正念使

个体坦然接受事物，而非选择逃避或改变，也不会做出任何随意或冲动的反应。 本文关注的是个体层面的正

念，基于以上的文献回顾，我们认为正念是个体以一种积极主动的方式专注当下，对于各种内部体验和外部情

境保持敏感，且不加任何评判地坦然接纳。
２、正念与相关构念的区别

部分学者将正念与冥想、专注力、情绪智力和经验性回避等构念等同看待［１］。 实际上，这些构念存在相

似之处，但彼此独立、不能被互相替代［２６］。
（１）和冥想（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的区别

冥想是一种训练方式，指个体通过对身体和思想的自我调整所建立的一种特殊的注意机制，它有助于改

善个体心理过程。 然而，正念传统上被认为是一种心理模式或状态，它并不一定要通过冥想才能产生［６］，尽
管个体正念水平可以通过冥想得以提高。 相对来说，冥想涉及更多的宗教色彩文化［２９］，但正念更加世俗化。
此外，冥想包含两种训练方式，即正念和集中性专注。 后者强调对一件事情的专注，而前者不仅强调对单个对

象的关注还包含了体验意识。 因此，正念冥想是冥想的一种具体形式。
（２）和专注力（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的区别

Ｒｏｃｈｅ 和 ＭｃＣｏｎｋｅｙ［３０］指出，专注力是个体高度关注于特定对象，并能将自身融入其中的特质。 高专

注力的个体会对实际对象产生更强的关注，而不被任何干扰因素或实际的改变而影响，同时，对于情绪和

认知体验也可以保持较高的开放度。 可见，专注力的这些特点确实和正念所强调的“关注当下”比较相似，
但是二者仍存在较大差异。 高专注力的个体往往会采用一种经验模式，即情绪导向的模式，而低专注力的

个体则倾向于采用一种事实导向的模式［３１］ 。 因此，专注力并没有消除个体情感，但是正念强调的是要不

加任何判断和情感对目标进行感知。 相比而言，正念的内涵超越了专注力，因为专注力强调仅对当下单一

事物的关注，而正念强调的对象更广，包括当下的内在体验和外部刺激。 因此，专注力涉及的注意宽度相

对较窄。 除此之外，正念还包含了有意识地行动、不反应、不加评判地接纳等等特点，所以专注力可能是正

念内涵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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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和情绪智力（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的区别

情绪智力指的是个体以一种适应性的方式对待自身与他人情绪的能力，具体包括感知、理解、管理和控制

个体与他人的情绪［３２］。 二者都指明了对自身情绪的调节，从而以更加适应性的方式对待自身的体验和事件。
一些研究表明，正念可以提升个体的情绪智力，因而正念可能是情绪智力的前因变量［３３］。 就情绪智力而言，
其仅仅强调个体对于情绪本身的感知和理解、管理与控制，而正念不局限于情绪，还包括个体对其他方面（比
如想法、躯体和外部环境）的关注和体验。 因此，正念所囊括的范围比情绪智力所强调的范围更广。 此外，情
绪智力涉及的情绪感知和理解其实并没有排除个体的主观判断，而正念强调的是对任何事物的感知都要排除

自身的评估和判断。 同时，正念并不要求个体故意去抑制任何情绪或感受，相反，正念让个体不加评判地接纳

事物，这与情绪智力中的控制情绪是不同的。
（４）和经验性回避（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的区别

经验性回避来自于接纳承诺疗法，指的是个体对于自身的内在体验，比如想法、身体感觉、情感等方面的

控制，进而改变自己对于这些内容的敏感性［３４］。 然而，正念并非强调控制和改变，而是让个体不加主观评判

地、以一颗包容接纳的心对待任何体验。 经验性回避强调个体不愿意经历特定的体验，而选择控制或逃

避［３４］。 虽然正念也强调了不反应，但是这不意味着消极地或被动地接纳各种想法和体验，也不意味着个体不

愿意感受这些体验。 相反，这种不反应主要是强调保持着平静的状态，不做出任何冲动性的反应。 从二者效

果来看，经验性回避带来更多的抑郁、焦虑等症状［３５］，而正念则可以减弱这些不良的生理、心理状态。
３、正念的测量

由于正念属于较新的概念， 学者们对正念的测量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 从已有的正念量表中，我们总结

了 １０ 个具有代表性的测量工具，表 １ 归纳了各量表的基本信息。
（１）弗莱堡正念量表（ｔｈｅ ｆｒｅｉｂｕｒｇ ｍｉｎｄｆｕｌｎｅｓｓ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ＦＭＩ）
该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所呈现的四因素结构具有不稳定性，因而内容效度受到了质疑。 虽然该量表由

四维度组成，但开发者推荐使用总分来表示被测者的正念水平［１０］。 此外，该量表只适用于有正念冥想经验的

个体［１，２４］，从而限制了量表的适用性。 Ｗａｌａｃｈ 等［３６］ 进一步完善了 ＦＭＩ 量表，发现采用单一因素结构来测量

正念效果更好，并将原先 ３０ 个题项简化为 １４ 个。 简短版的量表可用于测量先前没有冥想经验个体的正念。
（２）正念注意觉知量表（ｔｈｅ ｍｉｎｄｆｕ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 ＭＡＡＳ）
该量表是目前被广泛运用的量表之一。 ＭＡＡＳ 采用单一因素结构，最终得到一个测量总分，所测量的是

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当下体验的敏感度和认知度的倾向。 ＭＡＡＳ 具有较好的效度以及对变化的敏感性［３６］，
但由于其呈现出一个单因素结构，过于强调个体的注意力和意识，因此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正念的其他核心要

素。 研究表明，个体 ＭＡＡＳ 与经验开放性、情绪智力和幸福感显著正相关，而与反刍和社会焦虑显著负相关，
并与自我控制不相关［６］。

（３）肯塔基州正念量表（ｔｈｅ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ｎｄｆｕｌｎ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 ＫＩＭＳ）
ＫＩＭ 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正念技能的辩证行为治疗的概念，它测量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正念的一般倾

向，并不要求有冥想经验。 研究表明，该量表的适用群体较为广泛，包括临床和普通个体，有冥想经验和无冥

想经验的人群。 但需指出，ＫＩＭＳ 虽然包含了数个因子，但仍没有涵盖正念的所有核心方面［３６］。
（４）五因素正念量表（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ｆａｃｅｔ ｍｉｎｄｆｕｌｎｅｓ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ＦＦＭＱ）
ＦＦＭＱ 的开发是基于已有量表（ＭＡＡＳ，ＦＭＩ，ＫＩＭＳ，ＳＭＱ 和 ＣＡＭＳ）的题项，并通过因子分析得到了 ５ 个因

子［２４］。 在使用 ＦＦＭＱ 时，我们既可以使用总分来表示正念水平，也可按 ５ 个维度得到相应分数。
（５）多伦多正念量表（ｔｈｅ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ｍｉｎｄｆｕｌｎ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 ＴＭＳ）
这个二因素结构量表中的“好奇”指个体对内外部体验所具备的开放度，“去中心化”指个体从一个更宽

广的角度来感知和理解所有的体验。 Ｌａｕ 等［２１］ 将正念定义为特质，但是测量题目表现出状态的特点。 ＴＭＳ
测量正念时是采用正念训练的主体对自身正念水平的即刻评估，因此对于长期正念训练的人群而言量表的适

用性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６）认知与情感正念量表－修订版（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ｉｎｄｆｕｌｎ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ｒｅｖｉｓｅｄ， ＣＡＭＳ⁃Ｒ）
Ｆｅｌｄｍａｎ 等［２２］对之前所开发的 ＣＡＭＳ 量表进行了修订，并编制出 ＣＡＭＳ⁃Ｒ。 虽然 ＣＡＭＳ⁃Ｒ 用整体分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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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正念水平，但大多数的特质说持有者是将正念看作多维度的构念。 该量表的信度较低，且由于研究者无法

按照各维度的分数而只能依据总分来检验信效度，量表使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研究表明，
ＣＡＭＳ⁃Ｒ 与 ＭＡＡＳ、ＫＩＭＳ、ＦＭＩ 对正念的测量具有较强相关性［２２，２４］。

表 １　 正念测量量表

测量工具 开发者（时间） 评分制 示例（题项总数） 维度

弗莱堡正念量表 Ｂｕｃｈｈｅｌｄ 等［１０］ ；
Ｗａｌａｃｈ 等［３６］

４ 我观察自己的体验是如

何产生又是如何消逝的

（３０）

关注当下；不加评判接纳；对体验

的开放性；洞察力

正念注意觉知量表 Ｂｒｏｗｎ 和 Ｒｙａｎ［６］ ６ 我发现自己不能专注于

自己正在做的事情（１５）
正念

肯塔基州正念量表 Ｂａｅｒ 等［２６］ ５ 当我做事时，我的思绪在

漫游且自己容易分心

（３９）

注意；描述；有意识活动；不加评判

接纳

五因素正念量表 Ｂａｅｒ 等［２４］ ５ 我认为对当下发生的事

情保持专注很难（３９）
不反应；观察；有意识地进行活动；
描述；对体验不加评判

多伦多正念量表 Ｌａｕ 等［２１］ ５ 我更关心对自己体验的

开放性而不是控制和改

变它们（１３）

好奇；去中心化

认知与情感正念量

表－修订版
Ｆｅｌｄｍａｎ 等［２２］ ４ 我容易分心（１２） 注意；关注当下；意识接纳

体验问卷 Ｆｒｅｓｃｏ 等［２５］ ５ 我可以观察不愉快的感

受而不会卷入其中（１１）
去中心化

南安普顿正念问卷 Ｃｈａｄｗｉｃｋ 等［３７］ ７ 通常当我体验到痛苦的

想法或想象时，我不久就

能恢复平静（１６）

正念

费城正念量表 Ｃａｒｄａｃｉｏｔｔｏ 等［３８］ ５ 我能意识到通过我脑海

的想法（２０）
意识；接纳

正念问卷 Ｈａｉｇｈ 等［３９］ ７ 我喜欢智力上被挑战 （２１） 追求创新；投入；创新产生；灵活性

注：该表的主要内容由作者总结并绘制。

（７）体验问卷（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ＥＱ）
Ｆｒｅｓｃｏ 等［２５］指出，“去中心化”不等同于正念，而是与正念紧密关联的能力。 量表开发采用的是学生和来

自多国家的临床样本，因而普适性较强。 同时，ＥＱ 和经验性回避具有显著相关性。 量表开发者认为正念是

一个可塑的个体差异，所以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基于发展心理学，我们可以期待个体去中心化的能力会随

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加。
（８）南安普顿正念问卷（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ａｍｐｔｏｎ ｍｉｎｄｆｕｌｎｅｓ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ＭＱ）
Ｃｈａｄｗｉｃｋ 等［３７］开发并完善了 ＳＭＱ。 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量表中的所有题项都以“通常当我体验到

痛苦的想法和想象时”这句话开头，之后是具体题项。 虽然该量表在理论上包含 ４ 个因素（去中心化、注意、
接纳、不反应），但是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只支持单因素结构［３７］。 此外，从题项的内容上看，ＳＭＱ 与 ＭＡＡＳ 具

有一定的相关性。
（９）费城正念量表（ｔｈｅ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ｍｉｎｄｆｕｌｎ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 ＰＨＬＭＳ）
Ｃａｒｄａｃｉｏｔｔｏ 等［３８］开发了该量表，量表中的“意识”分量表里题项的总相关性介于 ０ ４３ 到 ０ ６０ 之间，项间

相关性介于 ０ １３ 到 ０ ５０ 之间。 另外，“接纳”分量表中题项的总相关性介于 ０ ４７ 到 ０ ６７ 之间，并且项间相

关性介于 ０ １７ 到 ０ ５４ 之间。 由于 ＰＨＬＭＳ 的样本量较小，从某种程度上提高了第二类型错误的可能性。
（１０）正念问卷（ｍｉｎｄｆｕｌｎｅｓｓ ／ ｍｉｎｄ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 ＭＭＳ）
该量表的较低信度局限了量表的使用。 同时，ＭＭＳ 中的因素结构不一致，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未能支持

四因子模型，同时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其存在双重解决方案，即正念和非正念［３９］。 到目前为止，虽然理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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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正念的四个因素结构，但学术界仍缺乏实证研究来证实这四因素结构。
实际上，以上量表的信效度、因素结构、开发者对正念的定义及评分制都存在较大差异。 尤其是在因素结

构和定义上，ＣＡＭＳ⁃Ｒ，ＦＭＩ 和 ＦＦＭＱ 的题项虽然包含了正念的不同维度，但最终采用统一的总分形式。
ＭＡＡＳ，ＥＱ 和 ＳＭＱ 没有子量表，并展示出单因素结构，而 ＫＩＭＳ 不仅有子量表还分别给出不同维度下的分数，
同时，ＦＦＭＱ 既可以使用总分也可使用不同维度的相应分数。 就正念的定义而言，ＦＭＩ 和 ＴＭＳ 将正念看作一

种状态，ＫＩＭＳ、ＦＦＭＱ 和 ＥＱ 把正念定义为一种技能，而 ＳＭＱ 和 ＭＭＳ 将正念看作一种认知过程。 此外，
ＣＡＭＳ⁃Ｒ，ＭＡＡＳ 和 ＰＨＬＭＳ 将正念看作一种类特质［１］。 以上 １０ 个量表均来自国外，国内学者在测量正念时，
大多采用 ＭＡＡＳ 和 ＦＦＭＱ 这两个量表。 由于国内的正念研究起步较晚，我们仍缺乏对正念量表信效度的进一

步验证。

正念的前因及结果

１、正念的前因

相对于正念结果的研究，对其前因的考察还较为匮乏。 目前，学者主要从正念训练和大五人格来考察正

念水平的不同。
（１）正念训练

现有文献主要是从正念训练的角度来考察这种干预方式对正念的影响。 其中，较为著名的正念训练法包

括以正念为基础的正念认知疗法（ｍｉｎｄｆｕｌｎｅｓｓ⁃ｂａｓ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ＭＢＣＴ） ［４０］ 和正念减压法（ｍｉｎｄｆｕｌｎｅｓｓ⁃
ｂａｓｅ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ＭＢＳＲ） ［４１］等。 到目前为止，学者们普遍认为正念训练可以提升个体的正念水

平，并且已有众多心理学和管理学领域的研究证实了正念训练对正念的有效预测作用。 例如，Ｓｈａｐｉｒｏ 等［２３］

的研究发现，正念训练不仅让个体即刻的正念水平得到提升，而且在之后的追踪调查中发现个体的正念水平

比后测时的正念水平更高。
对于正念训练如何提升个体正念水平这个问题，很多学者从心理机制和脑机制角度进行了研究［４２］。 一

方面，正念训练可以提升个体视觉敏感性，从而实现对间隔更短的闪光的辨识，因而这可能与正念中关注当下

和警觉性有关联［４３］。 同时，正念训练对 θ 波和 γ 波的提升效果［４４］表明正念可通过调节大脑神经电活动以促

进个体注意力和记忆力。 正念训练对 Ｐ３ｂ 波幅变化的影响，说明正念训练有助于个体更加有效地分配注意

力资源［４５］。 Ｇｒａｎｔ 和 Ｒａｉｎｖｉｌｌｅ［４５］指出，正念训练可以显著降低个体对热刺激的疼痛感，而这可能与正念中不

加评判地接纳有重要关联。 另一方面，正念通过改变个体背外侧前额叶、双侧前脑岛、扣带前回前膝部和喙

部、双侧背内侧前额叶、左腹侧扣带前回与右内侧前额叶等脑功能和那些与感知加工、记忆、注意、情绪调节相

关的脑结构，如海马、前额叶和扣带等，进而作用于个体的注意力、情绪调节和记忆等方面［４６］。
（２）大五人格

目前，学术界在正念与大五人格间关系的研究上得到了不一致的结果。 例如，Ｇｉｌｕｋ［４７］ 考察了大五人格

和正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元分析综合了 ２９ 个研究中的 ３２ 个样本。 结果显示，神经质和尽责性与正念的相关

性很高。 Ｂａａｓ 等［４８］的研究表明，正念中“有意识行动”这一要素与神经质负相关，而与尽责性正相关。 Ｒａｕ 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４９］的研究表示，特质正念与一些发展成熟的人格特质有很强的关联，比如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和尽

责性，但是正念与这些人格特质是有显著差异的。 同时，他们认为个体的认知技能和态度是正念产生积极效

果的潜在作用机制。 国内学者韩玉兰［５０］发现中层管理者的正念水平与尽责性、经验开放性和外倾性人格有

部分重叠。 不过，需明确指出的是，相关性研究结果无法明确大五人格和正念间的因果关系。 因此，未来研究

亟需进一步通过纵向研究或实验研究来考察二者间的关系。
２、正念的结果

我们将按照心理与健康状态，态度类变量和行为类变量这 ３ 个方面，总结并分析正念与其结果变量间的

关系。
（１）心理与健康状态

众多研究表明，正念对于个体的心理与健康状况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例如，正念水平与睡眠质量正相

关［５１］。 Ｂｒｏｗｎ 和 Ｒｙａｎ［６］的研究发现，正念训练可以显著减少个体的焦虑感。 对此，Ｓｈａｐｉｒｏ 等［２８］指出，正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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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心理与健康状态的影响机制可能来源于正念实现了个体对内外部刺激的有效信息处理，进而改善了个体

的身心健康状况。 同时，许多学者从脑神经机制的角度考察了正念如何作用于个体的心理与身心健康状态。
基于文献的回顾，我们将从以下 ４ 个方面展开：

Ａ．情绪

正念不仅是一种情绪调节方式，还可以转化成有效的情绪调节能力，对个体情绪有重要影响。 Ｐｅｐｐｉｎｇ
等［５２］结合定性和定量的方式，证实了正念训练可缓解个体的情绪困扰，提升情绪调节能力。 同时，正念训练

对提升个体正性情绪，减弱个体负性情绪也有显著作用［５３］。 研究表示，受到正念训练的参与者比控制组表现

出对积极情绪影片更正性的体验，对混合情绪影片表现出更适应的情绪调节，而负性情绪显著下降［５３］。
Ｆｏｒｔｎｅｙ 等［５４］发现参与者的沮丧、焦虑、压力的情绪状态在受到正念训练的干预后显著降低。 总之，正念能够

显著改善消极情绪，增强积极情绪，从而保持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
Ｂ．幸福感

正念对幸福感的影响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证实［２３］。 Ｒｏｃｈｅ 等［７］ 的研究表明，个体的正念通过心理

资本进而对心理幸福感产生影响。 研究中，他们通过测量负面的结果变量来反向表示个体的幸福感。 结果表

示，正念水平与焦虑、失望、抑郁、倦怠等各种负面结果变量呈负相关。 Ｂａｊａｊ 等［５５］ 发现，正念与自尊、积极情

绪和心理幸福感正相关，而与负性情绪负相关。 同时，自尊完全中介了正念和积极情绪、心理幸福感间的关

系，并部分中介了正念和负性情绪间的关系。 考虑到主观幸福感指的是个体对于生活质量的情感与认知两方

面的评价，我们对正念与家庭生活界面相关的研究也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Ｓｔｏｌａｒｓｋｉ 等［５６］证实了平衡的时间视

角（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ｔｉｍ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中介了正念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即正念与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
正念与偏离平衡的时间视角负相关，偏离平衡的时间视角与生活满意度负相关。 正念所具有的两个核心要

素：对注意力的自我调节和对当下体验的接纳，有助于个体管理大量的角色责任，进而提升个体的工作家庭平

衡感、减少工作家庭冲突、促进工作家庭增益。 例如，Ａｌｌｅｎ 和 Ｋｉｂｕｒｚ［５７］ 发现，正念与工作家庭平衡感显著正

相关，睡眠质量和活力中介了这一关系。 Ｋｉｂｕｒｚ 和 Ａｌｌｅｎ［５８］研究还发现，正念比其他已知的前因变量（小孩数

量、工作时间、大五人格和专注训练等）更能显著地负向预测工作对家庭的干涉和家庭对工作的干涉。
Ｃ．压力

众多研究表明，正念训练能够系统地缓解个体的压力。 例如，Ｊｏｎｇ 等［５９］ 通过实验法研究了正念训练

（ＭＢＳＲ）对接受失业福利的失业者所产生的影响。 结果显示，干预组中失业者们的压力状况得以减轻，并更

加专注于每日的活动之中。 Ｎｅｚｌｅｋ 等［６０］通过让参与者每天描述（持续两周）自己关注当下事件的程度及其对

所发生事件的压力体验程度、积极体验程度和重要性程度，深入考察了正念与压力在事件层面上的关系。 研

究发现，特质正念与事件层面的正念间的正相关关系未因不同事件类型而表现出显著变化。 同时，特质正念

与个体感知的每日事件积极体验和重要程度正相关，与压力体验负相关。 然而，事件层面的正念与事件的压

力体验、积极体验和重要程度都正相关。 Ｓｈａｐｉｒｏ 等［２８］ 认为正念在改善个体压力感知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

用的机制是再感知，即去中心化［２５］。 这可以使得个体能够更好地与负面体验相脱离，进而减少压力感。
Ｄ．工作（职业）倦怠

众多研究表明正念训练能有效降低个体在工作中的倦怠感。 在针对护士群体进行的正念减压疗法（ＭＢ⁃
ＳＲ）中，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等［６１］的研究表明，护士的职业倦怠症状因正念干预而获得了显著改善。 尤其是针对工作倦

怠中的情绪枯竭维度，正念对其的影响得到了众多研究的证实。 例如，Ｈüｌｓｈｅｇｅｒ 等［１６］实施了持续 ５ 天的日志

研究，发现正念可以有效降低情绪枯竭，而且正念对情绪枯竭的影响由表层扮演所中介。 此外，Ｒｅｂ 等［１９］ 采

用跨层研究的方法，考察了领导正念对下属的影响。 结果显示，领导的正念水平对下属的情绪枯竭有显著影

响，即领导的正念水平越高，员工的情绪枯竭程度越低。
（２）态度类变量

Ａ．工作满意度

多项研究表明正念对工作满意度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Ｈüｌｓｈｅｇｅｒ 等［１６］通过比较干预组（自我训练正念的

小组）和控制组发现，干预组中的参与者比控制组中的参与者具有更高的工作满意度。 Ａｎｄｒｅｗｓ 等［６２］ 的实证

表明，正念对工作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受到了促进定向的中介。 Ｆｏｒｔｎｅｙ 等［５４］考察了正念训练与工作满意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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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并使用情绪枯竭、去个性化和个人成就感这三个方面来测评参与者的工作满意度。 研究中，他们通过正

念减压疗法（ＭＢＳＲ）对参与者实施 ８ 周的正念训练，发现正念训练后参与者的情绪枯竭、去个性化和个人成

就得到显著改善，即工作满意度得到提升。
Ｂ．工作投入

Ｒｅｉｄ［６３］认为正念与工作投入是相关联的。 正念具有对事物保持高度关注的特性，这正是形成工作投入

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６４］。 在实证研究中，正念展示出了其对于提升工作投入的重要作用。 例如，Ｌｅｒｏｙ 等［６４］

通过对员工实施 ８ 周正念减压疗法（ＭＢＳＲ），发现正念水平的最初状态和正念的增长率对工作投入程度的最

初水平及其增长率都分别有显著预测作用。
Ｃ．离职意向

正念有助于降低个体的离职意向。 Ｄａｎｅ 和 Ｂｒｕｍｍｅｌ［６５］ 以服务产业为背景，选取了美国西南部一家连锁

餐饮店的 １０２ 名服务员为样本，发现工作场所中个体的正念与离职意向显著负相关。 Ａｎｄｒｅｗｓ 等［６２］的研究显

示，个体的促进定向而不是预防定向中介了正念和离职意向间的负向关系。 该研究虽向我们展示了正念影响

离职意向的作用机制，但是考虑到该研究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及滚雪球的抽样法，因而研究结果可能缺乏较

强的说服力。
（３）行为类变量

Ａ．创造力

尽管大多数研究证实了正念对创造力的正向预测作用，但二者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正念中具体维度对

创造力可能有不同程度或方向的影响。 Ｌａｎｇｅｒ［６６］认为，正念通过帮助个体意识到自身的思维模式，可以提供

一个改变自身观点或看法的机会，进而能提升个体的创造力。 Ｂａａｓ 等［４８］的研究发现，正念内部各要素对创造

力的预测是有显著差异的。 其中，只有“观察”可以持续且正向地预测创造力，而“描述”、“不加评判接纳”、
“有意识行动”与创造力没有关联。 为了进一步考察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他们通过纵向研究发现个体认知灵

活性和创造力因正念训练而得到提升。 同时，只有“观察”在训练前后能显著预测创造力。 Ｂａｔａｌｏ［６７］结合定量

与定性的方法，对 １８ 位在校大学生进行专注意识的训练（ｍｉｎｄｆｕ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ａｋｅ ａ ｂｒｅａ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ｅｄ）。 经过训练后，参与者自我报告的创造力都有所改善，其中绝大部分的人都获得了更高的正念分

数。 需指出，由于该研究的样本量过小，统计学意义不显著。 同时，该研究结果虽然没有直接表明正念对创造

力的影响，但是研究者所实施的干预措施与正念干预等方法较为相近，因此在一定程度表示了正念和创造力

间的密切联系。 总体来说，鲜有研究是基于企业员工或管理者的样本，因而制约了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另外，
正念与创造力间的关系较复杂，未来研究需要就正念对创造力影响的具体作用机制进行深入考察。

Ｂ．工作绩效

研究表明正念对个体工作绩效有显著预测作用。 Ｂｏｎｄ 和 Ｂｕｎｃｅ［６８］发现正念中不加评价接纳这一维度能

预测一年后员工的工作绩效。 Ｄａｎｅ 和 Ｂｒｕｍｍｅｌ［６５］以餐饮业的服务员为样本，发现尽管是在控制了工作投入

三个维度的情况下，员工的正念与工作绩效仍显著正相关。 此外，Ｄａｎｅ［１８］从任务绩效的角度发展了一个正念

有益和无益的影响因素理论，并指出外部注意力的广度在动态任务环境和静态环境中对任务绩效的差异化效

果，以及内部注意力的广度在个体具备不同专业知识水平的情况下对任务绩效的差异化效果。 当个体处在动

态任务环境中且有高水平专业知识时，正念和任务绩效正相关。 但是，当个体处于静态任务环境中且是任务

新手时，正念和任务绩效负相关。 Ｚｈａｎｇ 等［６９］ 的研究表明正念为两结构（“关注当下”和“接纳”）的构念，并
发现正念和任务难度对员工的任务和安全绩效有交互作用，即当任务难度高时，关注当下因子对任务和安全

绩效有正向预测作用，而当任务难度低时，该因子对安全绩效没有影响但对任务绩效有负向预测作用。 然而，
接纳因子未显示出任何预测作用。 总体来说，正念有助于提升个体在具体任务中的表现及总的工作绩效，但
是其具体维度可能对工作绩效有差异化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Ｃ．破坏性行为

一般而言，正念在工作情境中可以降低员工的破坏性行为。 Ｋｒｉｓｈｎａｋｕｍａｒ 和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７０］ 的研究表明，具
有高正念的兼职员工有较少的狡猾行为，在工作场所中的敌对情绪也较低，而且有较少的反生产力行为。
Ｓｃｈｗａｇｅｒ 等［７１］的研究显示，状态正念和特质正念对于反生产学术行为都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同时该效应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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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尽责性和诚实－谦逊的调节，即尽责性和诚实－谦逊水平越高，状态和特质正念对于反生产学术行为的影

响越大。 Ｓｏｌｏｎ 和 Ｋｒａｔｚ［７２］提出，正念训练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弹性，减少工作场所的旷工行为。
Ｄ．组织公民行为

研究表明正念有助于提升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 Ｒｅｂ 等［１９］ 的研究表明，领导的正念水平与员工的组织

公民行为正相关，心理需要的满足与组织公民行为正相关，且心理需要的满足部分中介了领导正念与员工组

织公民行为的关系。 国内学者於学松［７３］以知识密集型企业的知识型员工为样本，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员工的

正念水平对人际公民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人际信任完全中介正念和人际公民行为间的关系。
Ｅ．人际交往

正念已逐渐被引入人际交往的研究领域，并被发现可以有效地提高人际关系质量。 Ｓｈａｐｉｒｏ 和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７４］指出，正念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改善人际交往行为，提高人际交往有效性：保持一种接纳的意识；建
立一个时间差；在该情境下观察自己的精神格局而不是简单地对人际事件作出反应。 由于正念能增强个体的

社会技能、换位思考的能力、合作回应模式以及婚姻伴侣的满意度，所以高正念的个体会有更加和谐的人际关

系。 此外，Ｂａｅｒ 等［２４，２６］及 Ｂｒｏｗｎ 和 Ｒｙａｎ［６］的研究显示，正念与情绪智力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还有部分学者发

现正念可以预测个体与他人的亲缘感和人际关系亲密度［８］，进而使个体拥有社会联通性这一重要的内在心

理需要。 通过以更加开放且不对抗的方式处理挑战性的事件和保持更加客观理性的状态，正念促使个体保持

着平静和包容的心态，不加评价地感知和对待一系列的负面事件，从而缓解了不良的人际关系。 心理学、临床

医学中的正念研究大多聚焦于它对个体本身而非人际互动方面的影响［７３］，组织管理领域中仅有的这些研究

虽然为我们理解正念与人际交往的关系提供了一定基础，但仍然无法满足我们对正念在人际交往中作用的深

刻认识，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考察正念对人际互动相关方面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Ｆ．领导成效

领导者的正念可以通过对下属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积极影响，进而提升其领导成效。 有效领导者是一个具

有正念的人，他们能够深入体验自己的内心、想法和躯体。 同时，他们是乐于帮助他人的，且时刻关注企业当

下的环境。 有效领导者也可以准确地向员工传递企业愿景，逐渐与他人构成“共振”的人际关系。 这种“共
振”的关系对于有效领导十分关键，也会更进一步提升领导者的正念水平［２９］。 最后，正念会促使领导者进入

一个不断发展的循环圈，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提升正念水平。 Ｒｅｂ 等［１９］ 的研究表明，心理需要的满足中介了

领导者正念与员工工作满意度、工作绩效、角色内的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间的关系。 同时，具有正念的领导者

对于员工的工作绩效、工作家庭平衡感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而对于员工的工作越轨行为和情绪耗竭有负向

作用。 国内学者韩玉兰［５０］的研究论证了管理觉知（领导者的正念）有助于中层经理适应不确定的情境，进而

建构出相对确定的情境。 同时，中层管理者正念预测了其声望成效、部门 ／团队绩效，晋升潜力。 其中，角色冲

突和角色模糊在正念和这些结果变量间起到调节作用。 综上可知，正念可以通过从上至下的传递效应最终作

用于下属的态度和行为，进而实现领导成效。
３、正念作为调节变量

近期研究关注了正念作为调节变量的相应效果。 例如，Ｅｉｓｅｎｂｅｉｓｓ 和 Ｋｎｉｐｐｅｎｂｅｒｇ［７５］ 的研究表明，道德型

领导对于下属的额外努力和帮助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受到了下属正念的调节，即下属的正念水平越高，道德

型领导的积极作用越大。 同时，Ｌｏｎｇ 和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７６］分别以本科生和员工为样本，一致发现正念可以通过减弱

反刍和负性情绪来调节不公平感和报复行为间的关系。 Ｌｉａｎｇ 等［７７］ 发现，在领导者的正念水平较低的时候，
低绩效表现更可能产生辱虐型领导。

评价与未来展望

１、组织管理中正念研究的贡献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在组织管理领域的正念研究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空间

和基础［１］。 将正念引入组织管理领域，不仅拓展了正念的适用范围，还丰富了积极组织行为学（ＰＯＢ）和积极

心理学的文献。
一方面，组织管理中的正念研究对丰富积极组织行为学具有重大贡献。 由于积极组织行为学强调研究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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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组织情境中的积极状态对个体和组织所带来的积极作用，而正念正是通过改善个体的身心状态，给个体

带来工作中的理想效果。 可见，作为一个来源于佛教领域的概念并最初应用于临床学、心理学领域，正念在工

作情境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为考察正念在组织情境下的适用性提供了理论和实证

基础。
另一方面，正念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状态充分体现了积极心理学所强调的个体积极的主观体验。 那么，正

念逻辑关系网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们对正念在组织情境下特殊作用的理解。 过去，学者们主要从外部

因素去考虑如何促进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提升个体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 然而，正念对个体所产生

的作用向我们充分说明了个体内在特点也能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已有的实证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正

念如何影响组织成员的生理和心理状态、态度和行为表现的新的研究道路。
最后，研究充分说明了正念训练在组织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它不仅可以改善员工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状

态，还可以带来一系列有关工作的积极态度和行为，从而促进个人和组织的长期发展。 组织往往需要的是能

有效自我调节，专注于工作当中，并保持平和心态的员工。 那么，正念训练实际上是为企业成员提供了一种提

升正念、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有效方式。 因此，组织管理中的正念研究将进一步为组织开展相关的选拔、培
训等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提供理论支持，从而指导管理实践，帮助组织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２、研究局限和发展方向

总体来说，组织领域的正念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探讨和完善。 有别于国内以往

的正念综述［７８］，本文以更加系统性的方式回顾并展望正念的研究。 国外学者大约从上世纪 ８０ 年代初起便开

始对正念进行研究，而我国学者从本世纪初才对正念展开研究。 考虑到正念起源的特殊性及整体还原论作为

正念研究的哲学基础，我们亟需融入东方这种整合性的思维来看待正念。
（１）操作性定义和测量工具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正念的操作性定义及其所属范畴尚未达成统一。 学者们对于将正念看成一个单维还是多

维的概念仍存在分歧，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研究进展。 尽管，不同的定义间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但即便是很

小的差异也可能导致构念效度问题。 Ｂａｅｒ 等［２４］认为，最有效的正念测量应当是独立且可靠地测量正念的所

有方面，因此，除了正念最核心的特点关注当下外，其他要素（例如：同理心、不反应、对体验的开放性）也需要

被充分考虑。 可见，仅关注正念的一个因素是不完善的，我们需进一步探索正念的本质，进而发展出一个合适

的操作性定义。
同时，现有测量工具都存在各种问题，且维度和记分制差异较大。 为了推动正念研究的持续发展，学者们

可通过借鉴心理测量学领域的新测验范式，改进现有测验工具并发展出更完善的工具［２０］。 由于现存测量工

具并非针对组织管理中的个体正念，因而题项可能无法有效地反映出工作情境下的正念本质，因此，未来研究

可以尝试开发出针对组织情境中的个体正念量表，这将对未来组织管理中的正念研究做出巨大贡献。 此外，
正念测量工具还面临着跨文化情境下的适用性问题，尽管少数国内学者对西方测量工具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

性进行了初步检验，但未来研究值得考虑是否需要开发本土化的测量工具。 还需指出，仅依靠自我报告的方

式来评估个体的正念往往会带来信效度问题，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将自我报告的方式与访谈法或其他新的测

量方法相结合，以起到相互补充和完善的作用［４９］。 总之，未来研究需整合正念的多重定义，构建一个独立和

完整的组织情境中的正念概念，并充分考虑地域文化差异，开发符合中国情境的量表或改进现存量表，增强测

量的信效度。
（２）逻辑关系网的拓展

学者们未来应不断探索和扩展正念的逻辑关系网。 对此，我们将从正念的前因后效及其作用机制进行

展望：
Ａ．对前因变量的关注

目前，正念前因变量的研究是被忽略的，以致于我们并不清楚正念是如何及何时产生。 近来，众多实践者

在组织中引入正念训练的培训项目，并发现其有效作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项目并非针对工作情境所开

发，与工作场所的契合度不大，因而未来应用研究可开发出指向工作情境的正念训练，进而最大化培训效果。
同时，正念训练包含多个模块，但很少有研究考察这些细分培训模块的特定效果，因而未来研究值得去探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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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同模块对具体的个人状态、认知、态度和行为到底有何不同的影响。
尽管已有充分证据表明正念训练可提升正念水平，但仍有更多重要的影响因素等待我们去发掘。 比如，

我们可以从个体、工作及组织情境的角度共同考察正念的影响因素［１７］，从而探讨团队或组织层面与个体层面

变量间的交互作用。 从个人层面来说，特定性格［２６，４８］、成就目标导向、心理安全［７９］、所处的职业阶段也许会

影响个体正念。 同时，正念可能会受到个体工作经验的影响。 工作经验越丰富，员工越有能力把控各种复杂

的工作事务和人际关系，并且对各种资源所需及其获取途径也越了解，从而更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减少外

界干扰。 但是，这方面仍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 从工作特征角度看，未来研究不仅可以根据工作特征模型中

的五个工作特点着手，还可以对其他工作特点，如团队合作性需求、工作任务难易程度等进行探索性研究。 从

组织情境的角度看，组织支持可能有助于提升正念，而组织制约则会降低正念［８０］。 近来，Ｓｏｌｏｎ 和 Ｋｒａｔｚ［７２］ 认
为全面的员工帮助计划（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ＥＡＰ），弹性培训和反欺凌政策可提升员工正念。 然而，
我们亟需未来的实证研究帮助我们了解上述这些因素是否会提升或抑制组织中的个体正念，因此，未来研究

需加强对正念前因变量的考察。
Ｂ．对结果变量的扩充

从内容上看，研究主要局限于正念对个体身心健康状况、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学者

们需在完善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超越已有范畴，并对其他重要的正念结果变量投入更多的关注。 考虑到组织

情境的特殊性，未来研究可以尤为关注正念给个体所带来的独特功能和效果，比如决策有效性和人际谈判。
在决策有效性上，由于正念强调关注问题本身且要求演绎推理和详细分析，因此它有助于个体获得正确

结论，且持续的关注可提升解决问题的洞察力。 个体在进行决策时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分别是构建决策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聚集信息（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得出结论（ｃｏｍ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以及从反馈中学习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２９］。 正念的核心特点在以上这 ４ 个不同的决策过程中都会对决策产生积极影响。 虽

然少数学者从理论上提出了正念带来有效决策的合理性，但是相关的实证研究十分匮乏，因而，考察正念对于

分析、解决问题和制定决策的作用是非常有趣的发展方向。
过去研究侧重正念对个体内部因素的影响，而对于人际间的交互未进行系统性研究。 近来，学者们对正

念改善人际谈判这一方面有所关注，认为正念有助于提升谈判有效性。 不过，有关正念与谈判有效性之间的

研究还停留在理论部分，且相关理论模型差异较大。 有关人际方面的研究将以一个新的视角促进正念研究的

发展，但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仍缺乏关于正念对谈判效果的实际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 未来研究不仅可

以对已有的理论模型进行检验，还十分有必要考察正念对哪些特定的谈判效果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比如经

济指标、时间指标和情感指标。
Ｃ．作用机制的深化

目前，正念作用机制的研究相对薄弱，亟需学者把潜在机制的“黑箱”打开。 只有当内部机制被充分地展

现出来，我们才能够理解正念的实质。
第一，尽管正念训练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和认可，但我们并不清楚正念训练在工作情境中到底是如何给员

工和组织带来积极效果的。 那么，从脑神经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便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已
有学者通过 ＥＥＧ、ＥＲＰｓ、ｆＭＲＩ 和 ＭＲＩ 等认知神经学技术，获得脑电和眼动等客观数据考察了正念训练对个体

心理状态、认知、态度及行为产生影响的神经生理基础，但是相关研究结果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未来研究

需要深入考察正念与个体大脑神经和结构改变间的因果联系。 例如，正念训练与大脑左右脑半球的特定区域

和活动偏侧化的因果关系是怎样的［４２］？ 第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一般自我效能感也许是正念发挥作用

的机制之一。 例如，正念会使个体关注当下体验，避免沉浸于过去或负面的情绪体验之中，及排除好、坏或对、
错的评判倾向和保持接纳的态度，这便有助于个体有效处理各种情绪体验，增强对他人情绪的觉察。 正念也

许可以通过提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帮助个体以更加积极的状态工作与生活。 第三，就从上至下的效应来

看，正念的领导者会在日常工作中密切关注组织内部及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关注当下事件和情绪体验，集中

精力处理此刻的事情，从而免受过去、负面事件和不良情绪的影响。 在与成员交谈时，他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

交流之中，使得员工感到尊重与重视。 平日里，正念中的“移情”使得领导者能够理解他人，站在他人的角度

考虑问题，并且客观、公正地进行评判。 领导成员交换理论强调了领导和下属双方之间动态关系的质量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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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我们认为，这一系列的正念表现有助于提升领导－成员交换关系（ＬＭＸ），员工出于

回报，会表现得更加出色。 除此之外，正念的表现也许会提升领导与下属彼此之间的信任或下属对领导的认

同，进而促进下属产生更加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行为。 基于此，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信任和领导认同也许是领

导正念与员工态度和行为关系间的重要机制。
除此之外，个体的认知灵活性，个体学习或绩效目标的设定等方面都可能是正念的作用机制。 未来研究

需深入探讨正念训练对正念的影响机制及正念如何产生强大效果的心理和脑机制。
（３）负面效应与边界条件的考究

近来，部分学者指出正念并非始终会给企业及其员工带来正面效应。 相反，在特定情况下，正念也会产生

一些负面效应。 对此，我们需要考察正念在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边界条件。 然而，到目前为止，极少

数研究考察了正念效果的边界条件。 我们认为，工作环境的稳定性值得考虑。 由于正念强调个体对环境变化

的关注，那么，当工作环境较稳定时，正念所能发挥的效果便受到了限制。 相反，当组织中的个体处于动态工

作环境中时，正念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会进一步被扩大。 相似地，工作特性中的难易程度、重复性或相互依赖性

等可能也会影响正念的积极或消极作用。 倘若工作是简单易于操作的或是具有重复性和低相互依赖性的，员
工对正念的需求便会比工作复杂的个体对其的需求少。 因为，这些工作无需个体同时面对多种难度高的任

务，而是需要个体对任务保持较高的自动性，然而正念会减少他们的自动性，进而产生与组织目标不一致的结

果。 尤其是对于特定工种来说，自动性的降低会阻碍员工工作绩效的提升。 另外，正念虽然有助于员工的行

为表现符合其自身的价值观和利益，但是这些行为可能与组织的利益和价值观相违背，从而削弱正念的积极

效果。 除此之外，个体内部差异、情境的模糊程度、不确定性程度、文化差异等等都可能会影响到正念的主

效应。
基于此，学者们需要辩证地看待正念效果，不能局限于正念所能产生的潜在好处，而需充分考虑在不同的

产业、组织设置和工作环境情境下正念对员工的差异化影响。 只有充分地界定了正念的边界条件，我们才能

更好地认识到正念是何时及如何产生积极或消极的效应。
（４）不同层次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组织管理领域的正念研究主要聚焦于单一层面变量及其影响效果，而跨层研究较少且主要

关注个体层面。 因此，团队层面、组织层面以及跨层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需指出，在为数不多的组织层面

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法，通过逻辑推理向我们展示了正念对构建可靠性组织的重要性。 例如，
Ｗｅｉｃｋ 和 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１３］认为，集体正念（组织层面的正念）对寻找可靠性组织来说是合适的，因为它不仅能够增

强组织对复杂性的全面理解，释放紧密耦合，还能让组织不断探索环境来寻找保持领先地位的方法。 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等［７９］回顾了集体正念近来发展情况并指出，相对于个体层面的正念，学者们对集体正念的界定较统一，但研

究深度和广度远落后于个体层面的正念研究。 同时，他们建议学者们今后从跨层的视角来研究集体正念的前

因后效及其内部机制。 因此，更多组织及更高层面的正念实证研究是被期待的。
此外，有关团队和个体间的跨层研究中，领导者正念对下属的影响被一些学者所关注，但是其内部影响机

制尚未被详细阐述。 Ｒｅｂ 和 Ａｔｋｉｎｓ［２９］阐明了正念的 ５ 个核心要素所表现出的领导行为，分别是关注当下，有
目的性，自我同情、目击意识（或不加评判接纳、不反应）和清晰。 正念作为个体内部的要素能够外显为一系

列的领导行为被他人所感知，这为正念从上而下的效应研究提供了基础。 我们认为，领导者的正念对员工的

影响过程值得深入探究，因为这有助于我们清楚认识正念的传递效应及其在不同层次间的影响效果。 总之，
未来研究有必要对不同层面的正念加以区别，并进行有机整合，从而系统地进行正念的跨层研究。

（５）研究设计的改进

就目前情况来看，国内有关研究主要局限于患者、大学生和医护人员这三类群体上，因此未来研究需要对

样本的选择加以慎重考虑，将关注点更多地投放于企业中的群体，从而更直接有效地展示组织管理中的正念

情况。 除此之外，样本量的局限是当下实验研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这对于统计效力有较大影响，也可能

是一些研究结果显著而另一些研究不显著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学者们可以在研究方法上进行扩充。 过去的研究集中在实验研究上，进而探讨正念训练对组

织中个体的影响。 但是由于正念测量、样本、控制组和实验组的差异，研究结果缺乏可比性。 因此，未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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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去考察正念训练的长期效果，而非正念训练后的即刻效应，因为长期效果的考察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如

何通过训练让个体不断提升正念水平，从而获得持续优势。 诚然，实验室设计有进行因果推论的好处，但是为

了提升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我们期待未来的研究可以在各企业中展开问卷调查或准实验。 同时，由于现有研

究主要以横截面数据为主，未来研究可通过纵向数据来考察正念的作用机制，进而梳理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或相互作用的关系。 考虑到正念是个体内部的一种心理状态，学者今后也可以运用个人数字助理、手机、网上

平台等来收集数据，并通过使用经验抽样法或日记研究法来评估组织情境下的个体正念及其前因后效的变化

情况。
总之，组织管理中的正念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众多可能性及挑战，值得学者们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加以

探索，从而做出更大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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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组合的研究述评与展望：
联盟组合的交互、动态与影响效应

韩　 炜　 邓　 渝

（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法治企业研究院，重庆 ４０１１２０）

摘要：同时与多个伙伴建立多个联盟越来越成为企业从外部获取关键资源，参与市场竞争的重

要战略手段，推动着战略联盟研究逐步由单一联盟转向联盟组合。 尽管已有研究在联盟组合的

形成、结构与管理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对于组合的核心问题，即组合内多联盟的交互作

用，以及由此驱动的动态效应与影响效应，未能作出深入解释，也没能够建立起一致化的理论框

架。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关于联盟组合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从交互效应、
动态效应和影响效应三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指出在每个方面已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的

研究方向，以期对后续研究提供指导和借鉴。
关键词：联盟组合；交互作用；动态演化；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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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战略管理领域对于战略联盟问题的理论拓展［１］，以及实践领域多联盟同时建立、交互作用等现象的

不断涌现［２，３］，关于战略联盟的研究逐渐由单一联盟（ｓｉｎｇｌ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视角转向联盟组合（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视
角［４］。 在单一联盟情境下，多联盟的整合效应难以识别和捕捉，因此联盟组合越来越成为战略研究领域关注

的焦点［４－７］。 正如许多战略联盟的研究者指出，将联盟组合作为分析单元意味着一系列全新的重要问题需要

我们深入探究［２，６］。
相较单一联盟较多地关注联盟构建、治理、演化及其绩效作用规律，围绕联盟组合的研究尝试揭示组合情

境下的独特问题，如联盟组合中多主体、多联结的内部构成，多联盟间的交叉互动，互动驱动的联盟组合演化，
以及如何同时建构并管理多个联盟以实现组合的高绩效等。 针对这些问题，具有不同研究背景的学者们尝试

从战略管理理论［２，５］、组织理论［８，９］、网络理论［１０］、创业理论［１１］ 等不同理论视角做出解释。 然而，基于不同理

论视角所做出的联盟组合研究很难被统合在具有一致性的理论框架内，且已有研究围绕相似问题也存在不一

致的研究结论。 有鉴于此，本文意在回顾、梳理、整合已有关于联盟组合的研究，就联盟组合研究中关键的三

大问题：交互效应、动态效应、影响效应进行解析，识别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第一，突破以往将联盟组合视为“一组与焦点企业建立直接联结的联盟集合”的宽

泛界定，基于已有对联盟组合内涵的探究，从四个方面建构对联盟组合含义的理论解释，理清联盟组合的构成

内涵。 第二，以联盟组合的核心问题———组合内交互作用为研究的切入点，多角度解析联盟组合的交互效应，
由此挖掘组合的动态效应与影响效应，从而形成对组合情境下关键问题的解析，丰富联盟组合研究的范畴与

内容。 第三，基于对已有研究结论、贡献的梳理，本文指出了已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此作为未来研究的切

入点，有利于挖掘可延伸、拓展的研究空间。

联盟组合的概念内涵

“组合”（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一词源自金融领域中资本市场的股票投资组合，意指单支股票或者单个投资项目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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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其中蕴含不同股票或投资间的收益弥补。 在联盟研究或网络研究领域，对于联盟组合的概念与内涵研究

尚存在较大的不一致性，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领域与视角，基于各自不同的研究问题而对联盟组合的内涵和

范围做出界定。
１、累积整合视角

从累积整合的视角来看，联盟组合是一组与焦点企业直接联系的联盟的加总［２，５，１２－１５］，这是最为常见的一

种概念解释（如图 １ 所示）。 如 Ｂａｅ 和 Ｉｎｓｅａｄ［１３］指出联盟组合即是企业所参与的一组双边联盟，Ｗａｓｓｍｅｒ［６］指
出联盟组合是企业与伙伴所建立的直接联盟的组合。 Ｒｅｕｅｒ 和 Ｒａｇｏｚｚｉｎｏ［１６］围绕国际合资企业的系列研究指

出，联盟组合是焦点企业所构建的所有国际合资企业的整合。 上述研究对联盟组合的概念界定折射出从焦点

企业出发、直接联盟、累积的关键要素，基于此网络研究的学者进一步将联盟组合定义为焦点企业的自我中心

式联盟网络组合［１７］，即：以联结焦点企业的直接联盟为主要构成。

注： 企业 Ａ 是焦点企业，企业 Ｂ、Ｃ、Ｄ、Ｅ 是与焦点企业 Ａ 分别建有联盟的伙伴企业。

图 １　 累积整合视角下联盟组合的定义

基于直接联盟的加总抑或自我中心式联盟网络来解读联盟组合，易于形成对联盟组合构成内容的直接观

察与解释，但其蕴含着一个联盟包含一个伙伴的假设前提，忽视了企业与一个伙伴建立多个联盟或与多个伙

伴建立一个联盟的情形。 也就是说，这种定义单纯地考虑了“联盟”要素，将组合视为联盟的加总，而未能考

虑联盟的对象。 正如 Ｗａｓｓｍｅｒ 在关于联盟组合的综述研究中指出，已有研究往往单独考虑联盟组合中的联盟

与伙伴两个要素，而没有将二者进行综合考量，因此可能忽视诸如重复性联盟组合（与一个伙伴建立多个联

盟）这种独特现象。 有鉴于此，部分研究尝试整合联盟和伙伴两个层面，从单联盟多伙伴和多联盟单伙伴角

度展开研究。
２、多边联盟视角

多边联盟本质上是一个联盟，因而看似可以从联盟的角度进行解析，但由于联盟成员的增加会导致联盟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急剧提升，因此不能简单采用双边联盟的分析范式研究多边联盟［２，１８－２０］。 更进一步，多边

联盟包含多主体、多联结的特性使其具有组合的特征。 因此，从多边联盟的角度来看，联盟组合是一种多主体

参与的、多联结协调的联盟。 正如 Ｄｙｅｒ 等［２１］所指出的，联盟组合作为一种多边组织形式，是由两个以上的伙

伴为了相同目标组成的联盟群体。 如图所 ２ 示，如果 Ａ、Ｂ、Ｃ、Ｄ 四家企业为了共同开发技术组成了一个合作

联盟，那么这个联盟就是由四方共同参与的多边联盟。
与累积整合视角的组合解释不同，多边联盟式组合强调伙伴数量多于联盟数量，凸显一个联盟多主体参

与的复杂构成［２２］。 其所体现的组合内交互作用不在于不同联盟间的交互，而在于一个联盟内为实现共同的

联盟目标，多主体间关系的交互作用。 因而其表现为联盟内的关系协同，而非累积视角下的跨联盟间的协同。
同时，在多边联盟视角下的联盟组合中，主体间更具有凝聚力，联结间的交互关系更为紧密，更易于实现联结

间的相互支撑。 如 Ｔｉｗａｎａ［２３］基于项目层面对联盟组合的研究，意在挖掘特定项目导向的联盟组合中强联结

与桥梁联结的互补作用。 这种联盟组合更像是指向一个项目的一个联盟，联盟内不同主体的联结之间形成了

互为支撑的互补关系。
３、重复联盟视角

所谓重复性联盟，即焦点企业与同一个伙伴建立多个联盟（如图 ３ 所示），它是联盟组合的一种构成。 正

如 Ｍｏｕｒｉ 等［２４］在衡量联盟组合的规模时，采用焦点企业所建立的所有联盟总和，其中包括企业与同一个伙伴

建立的重复性联盟。 这意味着，已有研究认可联盟组合包含重复性联盟的独特结构，但对这种结构的独特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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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企业 Ａ 是焦点企业，企业 Ｂ、Ｃ、Ｄ 是与焦点企业 Ａ 共建一个联盟的伙伴企业。

图 ２　 多变联盟视角下联盟组合的定义

性及其作用机理探索不足。 从规模上看，重复性联盟组合包含多个联盟，因而蕴含着组合的意涵，具有实现跨

联盟间协同的潜力。 但联盟组合中伙伴企业的聚焦使得焦点企业与联盟伙伴的关系呈现出嵌入特征，跨联盟

间的协同可能伴随着嵌入关系间的交互作用。 从关系嵌入的视角来看，有研究进一步指出，企业可能会积极

参与到与现有联盟伙伴建立的新联盟关系中以拓展联盟组合。 这使得企业与该伙伴间的嵌入关系与信任关

系得以强化，不仅会影响未来新联盟的收益状况，还会影响未来联盟的治理结构［２５］。

注： 企业 Ａ 是焦点企业，企业 Ｂ 是与焦点企业 Ａ 建有多个联盟的伙伴企业。

图 ３　 重复联盟视角下联盟组合的定义

围绕重复性联盟组合的实证研究也不断涌现，但研究多将重复性视为联盟组合的一个特征，探讨此类组

合特征的绩效影响。 例如，Ｚｈｅｎｇ 和 Ｙａｎｇ［２６］ 对企业联盟组合中重复性的研发联盟对突破性创新的影响展开

研究，发现研发联盟组合的重复性程度既有优势也有弊端，其与企业的突破性创新形成倒 Ｕ 型曲线关系。 这

意味着与具有先前联盟关系的伙伴建立新联盟，有助于强化信任以促进知识共享，激发突破性创新；但过多地

与现有伙伴建立多个联盟将形成对固定伙伴的依赖，削弱获取新知识、培养新技术的能力，阻碍突破性创新的

产生。 Ｃａｓｔｒｏ 等［２７］考察了联盟组合的结构维度，如有效规模与组合密度对联盟组合所蕴含的资源含量的影

响，认为这一过程是经由联盟组合的关系维度即重复性程度，以及伙伴维度即多样性水平来实现的。 尽管上

述研究开始重视重复性联盟组合的独特性，但重复性联盟组合的形成动因与机理，作用发挥机制的相关研究

还非常有限。
４、时间脉络视角

相较于前述三种侧重联盟组合构成结构的界定方式，基于时间脉络审视联盟组合的含义意在探究联盟组

合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从纵向脉络界定联盟组合，如图 ４ 所示。 例如，Ｈｏａｎｇ 和 Ｒｏｔｈａｅｒｍｅｌ［２８］等一系列研

究将联盟组合定义为焦点企业所累积的联盟经验。 尽管有学者认为这是基于学习视角的定义，但事实上这种

联盟组合既包含过去已经建立的联盟也包含现在正在建立的联盟，其折射出新旧联盟的组合。 这与 Ｏｚｃａｎ 和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１７］主张的“联盟组合是焦点企业同时建立的联盟的加总”存在不同，前者侧重时间脉络上联盟的累

积效应，后者则侧重时间节点上的联盟组合。
时间序列视角下，联盟组合的构成结构更为复杂。 原因在于，由于联盟本身存在生命周期，因而在研究的

某个时点上，存在有的联盟仍处于运行状况，而有的联盟已经几近终结，这就使得联盟组合的结构要随时间变

化动态调整，增强了联盟组合构成的复杂性。 因此，从这一点出发，大多数研究聚焦于学习视角，着重探讨联

盟组合在时间脉络上经验的积累以及联盟能力的产生［３０－３３］，以避免应对伙伴与联盟动态调整的问题。 然而，
深入探讨联盟组合在时间脉络上的动态演化是非常有趣的问题，这个过程不仅包含先前联盟的终结（如图 ４
中焦点企业 Ａ 与伙伴 Ｂ 的联盟终结）、新联盟的生成（如图 ４ 中焦点企业与伙伴 Ｅ、Ｆ 的联盟生成），还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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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企业 Ａ 是焦点企业，企业 Ｂ、Ｃ、Ｄ、Ｅ、Ｆ 是与焦点企业 Ａ 分别建有一个联盟的伙伴企业。

图 ４　 时间脉络视角下联盟组合的定义

企业先期建立联盟但却使其处于休眠状态（如图 ４ 中焦点企业 Ａ 与伙伴 Ｄ 的联盟以虚线表示未被激活），待
到需要的时候再激活联盟的现象［３４］。 无论是新旧联盟的交替，抑或从休眠到激活的传承，联盟组合在纵向维

度上的组合构成值得未来深入研究。
综上，不同研究的学者基于自身的研究领域与援引的理论基础对联盟组合进行不同理论视角的概念界

定。 例如，基于网络理论的研究将联盟组合界定为焦点企业的自我中心式网络，即所有与焦点企业存在直接

网络联结的网络。 从这一角度来看，联盟网络与联盟组合具有相似性，因而易于混淆。 然而，二者仍存在如下

两点不同。 第一，使用联盟网络概念（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ｗｅｂ 或者 ｗｅｂ ｏｆ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往往是指无焦点企业

作为中心的网络。 正如 Ｐｈｅｌｐｓ 等［３５］所指出的，企业是嵌入于联盟网络中的，且由于其在网络中所处的中心位

置不同（表现为中心度指标），其所能调用的资源、学习的能力及其创新程度不同。 而联盟组合的核心观点在

于，以焦点企业为核心的直接联盟集合。 可见，联盟网络强调网络作为企业间交织而成的外部现象，研究凸显

嵌入于网络中对企业的影响；而联盟组合关注企业作为核心主体的战略特征，特别是利用组合的交互效应如

何发挥组合的价值。
第二，二者在概念形成的前提上存在差异。 部分联盟组合的研究文献指出，联盟组合是焦点企业出于启

动、实施特定项目的目的而建构、调用的一组特定联盟，因而被调用的组合仅是焦点企业联盟网络中与项目相

关的一部分［２３］。 新近研究指出，焦点企业通过建构新联盟，形成对既有联盟的补充（资源异质匹配）或替换

（资源同质替代），基于多联盟的交互作用且经由取舍过程得以形成多联盟交织的联盟组合［３６，３７］。 可见，联盟

网络更强调以联盟为主要联结方式的网络整体构成，而联盟组合则强调以焦点企业为核心，其直接联盟交互

作用的联盟集合。

联盟组合的交互效应研究

已有关于整体联盟网络或单条网络联结的研究较多地侧重于针对双边联盟或联结的研究，并以联盟间相

互独立为研究的前提，因而将网络效应视为单条联盟效应的简单加总。 从联盟组合的视角来看，组合的本质

是个体联盟的特定混合方式［３８］，是与个体联盟同等重要甚至超越个体联盟的网络形式，原因在于它实现了跨

联盟间的协同［１７］。 可见，联盟组合的核心问题即在于多联盟间的交互作用。 尽管这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学者

的关注，但研究结论尚不丰富。 已有研究主要基于网络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从网络关系的交互效应与资源

特征的交互效应两种思路展开，前者包括基于关系的竞合互动与基于联结的类型互补，后者则包括联盟组合

中的资源匹配。
１、联盟组合中的竞合互动

联盟本身是一种合作关系，但当联盟组合中蕴含竞争关系时，竞争与合作会产生交互影响。 从竞争类型

来看，联盟组合中的竞争关系衍生于两个层面：一是焦点企业与伙伴企业的竞争，即焦点企业寻求与竞争对手

建立联盟［８，３９］；二是伙伴企业之间的竞争，即焦点企业与具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建立联盟［４０］。
从焦点企业与伙伴的双边竞争来看，大多数研究认可双边竞争对联盟组合的负面效应。 如 Ｂａｕｍ 等［８］研

究指出，与竞争对手建立联盟会降低联盟组合的绩效。 当联盟组合中焦点企业的竞争对手所占比例较高时，
这样的组合将具有机会主义与竞合行为共存的特征［４１］，且提高了联盟组合资源外溢的风险，导致关系租金溢

出［３９］。 先前研究指出，焦点企业与伙伴之间的竞争使得联盟参与方不仅关注单边的收益获得，更关注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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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收益［４２］，进而引发学习竞赛，使得竞争性伙伴努力将焦点企业的无形资产内部化，从而提升其相对于焦

点企业的竞争地位。 从这一点出发，已有研究主张双边竞争使得伙伴企业努力争夺焦点企业的关系租金。 近

期研究如 Ｌａｖｉｅ［３９］指出，双边竞争仅刺激了伙伴企业的动机而没有产生资源能力的保证，因而不会直接产生

非均衡的关系租金配置。 也就是说，即使竞争性伙伴具有与焦点企业争夺关系租金的动机，也可能缺乏实施

的能力。 是否能够攫取相对于焦点企业更强有力的竞争地位和更多的关系租金，取决于伙伴企业基于自身利

润水平和其他战略选择可获性的议价能力。 因此，在双边竞争情境下，“合作造饼，竞争分饼”意味着竞合要

素共同蕴含于联盟组合中，焦点企业与伙伴企业的力量对比影响双方竞合要素的比重以及关系租金的配置。
从伙伴企业之间的竞争来看，当焦点企业需要与同一产品市场或提供相似服务的多个伙伴企业建立联

盟，易于产生多伙伴间竞争的多边竞争关系。 先前研究主张，联结冗余伙伴的联盟组合易滋生非效率，从而限

制焦点企业的成长［８］。 新近研究认为，负效应主张是从价值创造角度来看的，而从价值获取角度来看，多边

竞争使得焦点企业通过扮演经纪人而获得信息收益和控制收益，减缓伙伴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３９］。 这与

Ｂｕｒｔ 结构洞理论中的经纪人收益相似，但联盟组合中的焦点企业并非连接非相关的伙伴以促成媒介交易，而
是利用伙伴间的竞争获取价值。 Ｚｈｕ 和 Ｃｈｕｎｇ［４０］针对焦点企业与多个竞争性政党的联盟组合研究显示，在联

合政府背景下同时与执政党和反对党建立关系，会限制焦点企业的市场进入行为，这意味着在竞争关系显著

的制度环境中，竞争关系组合会使焦点企业形成“墙头草”形象，影响联盟伙伴的支持。 而在分治政府背景

下，与竞争性政党同时建立关系反而会促进焦点企业的市场进入行为，意味着在竞争相对独立的制度环境中，
与具有竞争关系的政党分别建立联盟关系，会使得焦点企业具有“渔翁得利”优势。 总之，在多边竞争情境

下，跨联盟的交互作用是经由联盟伙伴间的竞争实现的，竞争的强弱会影响到焦点企业在不同联盟中的资源、
价值获取，从而影响联盟组合的关系租金。

２、联盟组合中的资源匹配

联盟组合中跨联盟的协同效应，有赖于经由不同联盟伙伴所具有的资源多样性，及其引发的跨联盟间的

资源匹配［３６］。 已有研究较多地围绕资源多样性展开研究，且常采用联盟组合中参与主体的多样性或差异性，
具体而言利用不同主体所在产业的类别对比予以衡量［４３－４５］。 事实上，身处不同产业的主体可能在技术、知识

等资源的提供上存有差异，但也可能提供着相同的资源，如资金、声誉等。 从这一点出发，单纯采用主体多样

性代替资源多样性可能有欠妥当。 已有研究指出，管理具有高主体多样性的联盟组合会引发较高的协调成本

和交易成本［４６］，因此将主体多样性和资源成本结合起来衡量资源多样性可能是较为适宜的办法。
从研究结论来看，部分研究主张资源多样性与企业绩效、创新结果具有正向关系，如 Ｂａｕｍ 等［８］对联盟组

合中主体多样性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相较于相似主体建立更多的联盟而言，与不同的主体建立少

数联盟更能够产生多样性资源。 Ｆａｅｍｓ 等［４７］ 提出与上游伙伴、下游伙伴以及竞争对手结盟都能够帮助企业

绩效提升，因此成员多样性水平越高则联盟组合对焦点企业的贡献越大。 部分研究主张这一关系呈倒 Ｕ 型

曲线特征，如 Ｊｉａｎｇ 和 Ｓａｎｔｏｒｏ［４８］认为主体资源多样性对于绩效的作用可能存在一个极值，意味着当多样性达

到一定程度时，由于协调多主体所产生的成本会使得绩效降低。 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性意味着围绕多样性的作

用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这可能与联盟组合中主体的属性有关，如 Ｇｏｅｒｚｅｎ 和 Ｂｅａｍｉｓｈ［４９］以及 Ｐｉｅｎｉｎｇ 等［５０］

研究发现，联盟组合中国际化主体的多样性程度与组合经济绩效负相关，因为协调较多的国际化合作伙伴会

带来更为复杂的组合管理问题。
然而，资源多样性并不能保证跨联盟间协同的实现［５１］。 多样性仅仅说明组合中联盟伙伴所拥有的资源

不同，但并没有对资源间是否相互支持而形成匹配做出解释。 Ｃｕｉ 和 Ｏ’Ｃｏｎｎｏｒ［５２］ 在其关于联盟组合资源多

样性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中指出，资源多样性作用的发挥有赖于资源主体间对资源与信息的传递与共享。
这意味着，焦点企业不仅要从单一联盟角度向联盟伙伴学习，而且要向不同的联盟伙伴学习，整合来自不同伙

伴的资源与信息。 基于此，Ｗａｓｓｍｅｒ 等［３６］利用新联盟获取的资源与旧联盟既有资源间的平衡（ｂａｌａｎｃｅ）来衡

量联盟组合内资源间的互补性而非多样性，借此探究联盟组合资源层面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然

而，Ｃｕｉ 和 Ｏ’Ｃｏｎｎｏｒ［５２］在研究中并没有将资源传递或资源共享作为中介变量以探寻资源多样性的创新驱动

作用，而是通过分析结构性要素（如联盟组合的结构、管理，焦点企业的联盟经验、联盟管理专属职能等）和环

境要素（如市场不确定性）与资源多样性的交互作用，揭示资源多样性的内在逻辑，但对于资源间如何互为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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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未能作出深入探讨。 而 Ｗａｓｓｍｅｒ 等［３６］的研究在资源互补性上有所突破，但其援引目标冲突管理观点，将 １３
种资源分为目标冲突的两种类型：用于产品市场拓展的资源和用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资源，分析两大类资

源间的平衡，而未能揭示来自不同联盟的不同资源的相互支撑或相互冲突的内在机理及其绩效反应。
３、联盟组合中联结类型的互补

由于遵循不同属性标准对联结类型的划分较为广泛，因此从联结属性角度探讨联盟组合的交互作用还相

对较少。 大多数研究仍着眼于分别探讨强弱联结对结果变量的不同作用机制，如张涵等［５３］ 以高新区科技创

新企业为研究对象，提出并证实了高强度的网络联结通过增强信任、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减少不确定性等促进

联盟绩效的提升；一部分研究通过探讨强弱联结的组合挖掘联盟组合内联结属性层面的交互［３４，５４，５５］。 少数

研究尝试援引网络理论的相关概念，解释联盟组合中联结的独特属性，揭示不同类型联结所构成的联盟组合

的交互作用［２３］。
从强弱联结角度来看，已有研究主张由于强弱联结各自的作用不同，因而应将二者整合形成联结组

合［５５］。 强联结有助于促进信息的流动而不利于冗余信息的产生，弱联结可能连接更为多样的信息与资源，有
助于激发创新构思，但不利于信息的传递与资源流动。 如 Ｅｌｆｒｉｎｇ 和 Ｈｕｌｓｉｎｋ［５４］探讨了强弱联结的组合对于新

创企业机会发现、资源获取和合法性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强联结有助于新创企业的资源获取，而弱联结有助

于合法性的获得。 因此，从理论上看，强弱联结的组合能够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即利用弱联结所集聚的冗余信

息激发创新，经由强联结促进创新所需资源的流动以实现创新。 然而围绕强联结和弱联结的哪种构成更有助

于提高创业网络有效性，已有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
新近研究将结构洞概念引入联结组合中，指出强弱联结组合不能够解决隐性知识的产生与传递，这就需

要将“桥梁”联结与强联结组合在一起。 Ｔｉｗａｎａ［２３］ 通过对项目导向的联盟组合研究指出，跨越结构洞的桥梁

联结为焦点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潜能，但缺乏整合能力；强联结恰巧弥补了整合能力的不足，因此强联结与桥梁

联结互为补充以利于项目导向联盟组合的双元创新。 其理论逻辑在于：桥梁联结借助结构洞特征建立了通向

多样资源的渠道，凭借经纪人地位享有的信息优势有利于创新的产生，而强联结能够帮助焦点企业整合多样

资源以实现创新。 更进一步，强联结与桥梁联结的交互作用的发挥有赖于组合中多主体间的知识整合，这与

社会资本理论中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与知识整合的研究结论相契合因为这种知识的协同整合有利于促进新

解决方案的产生和关系租金的实现［５６］。 该研究的进步在于不再将联盟组合视为松散的结构，即联结不同主

体的多条联盟的组合，而是将其聚焦为单一项目导向的组合，即为了实施一个项目而建立的联盟组合，这使得

组合内联盟间的交互关系更为显著。 但其局限在于，其组合更像是一种多边联盟，限定组合是一个项目导向

的、多种联结蕴含的一个联盟，这使得我们难以挖掘更广义的多联盟构成的组合。

联盟组合的动态效应

近年来，关于网络演化的研究不断涌现，然而网络自身是无法演化的，需要通过企业调整其网络联结组合

推动网络的演化［１０］。 从这个意义上说，组合是网络演化的助推器，也就是说随着企业通过改变联盟组合的特

定参数，如联盟或伙伴的数量、联盟的关系强度等，不断调整其联盟组合的构造，引发网络的变化。 对于这种

变化，已有研究主要从形成［５７，５８］与终结［５９，６０］两个方面展开，并把二者作为独立的现象分别探究，而将二者整

合为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的研究还较为少见，对于从生成到终结的中间演化过程的研究也存在较大的不足。
此外，已有研究也多采用以案例为基础的质化研究方法，尝试回答“联盟组合如何演化”、“联盟组合的构成特

征如何变化”等问题［５，６１，６２］，实证检验式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１、联盟组合的形成

联盟组合的形成勾画了这一独特构造从无到有的过程，其源起于单条联盟的建立，发展至多条联盟的共

同生成以及跨联盟协同效应的产生。 然而已有关于联盟组合形成的研究并不多见，少数研究主要基于创业情

境，着重探讨创业企业建构联盟组合的过程，这可能与创业研究关注企业生命周期前端，因而与网络演化的初

始阶段相契合有关。 例如，Ｏｚｃａｎ 和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１７］从过程视角出发，探讨了创业企业如何建构起联盟组合。 他

们研究发现，联盟组合的形成是创业企业在三个方面战略选择的结果：一是关于如何在整个产业背景下审视

联盟组合，以及如何通过联盟组合的建立塑造产业结构的战略选择；二是关于通过将无关联企业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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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识别、利用机会的战略选择；三是关于利用联盟组合应对产业中不确定性的战略选择。 但是该研究并没

有描绘出联盟组合的形成过程或阶段特征，而是从过程视角将其与适应性战略选择相匹配，尝试从联盟组合

的过程视角解释高绩效的动因。
在上述联盟组合形成的战略选择影响下，焦点企业进一步做出构建联盟组合的决策，推动联盟组合的形

成。 这既是联盟组合形成动因的直接体现，也是影响联盟组合构成形态并最终决定联盟组合目标能否实现的

重要过程性机制。 已有研究对于联盟组合构建决策的识别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联盟伙伴选择，如 Ｍｅｕｌｅｍａｎ
等［６３］在私募过程中多企业联合投资形成的合作行为研究中，根据所构建联盟关系的紧密程度提出了嵌入式

与非嵌入式（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ａｎｄ ｎｏｎ⁃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ｔｉｅｓ）两类合作伙伴选择方式，焦点企业往往选择嵌入关系更紧密的

合作伙伴以降低合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二是联盟性质确立，即企业与其合作伙伴就联盟的不同性质

达成的一致意见，包括研发驱动型联盟、制造驱动型联盟和市场驱动型联盟［６４，６５］。
在前述研究基础上，Ｐｈｉｌｉｐｓ 等［３８］进一步深入探讨了创业企业建构联结组合的过程，且对过程中的决策与

行动进行了解析。 该研究并没有使用联盟组合的字样，而是采用广义的联结组合（ ｔｉｅ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概念，意指这

种组合不仅包含企业层面的联盟，还包含个人层面的联结，这更加符合创业企业在成长初期需要依靠个人化

网络关系谋求成长的独特性。 他们在研究中发现，成功的创业者往往与具有战略一致性的个人或企业建立联

结，且利用描述性的身份识别行动探索对方的身份特征［６６］。 这与联盟组合研究中认可组合多样性即异质性

的观点不同，对一致性的追求可能与创业企业初期所面临的资源局限和合法性缺陷相关。 外界对自身的不熟

悉、不认可使得创业企业只能通过寻找相似的、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以降低信任建立成本从而获取资源。
２、联盟组合的终结

已有关于联盟终结的研究主要针对个体联盟展开，尚未对整个联盟组合的终结展开深入研究，事实上从

现实层面来看，企业也不太可能同时实现所有联盟的终结使得整个联盟组合消失。 因此，这里的终结研究仍

主要是指个体联盟的终结，只不过将其置于联盟组合的背景下展开研究。
联盟往往是短命的。 有研究显示，联盟自建立后四年内的失败率达到 ５０％［６７］。 现象上的普遍性并没有

引发广泛的理论研究，关于联盟终结的研究仍很不足，特别是相较于联盟生成研究而言。 少数关于联盟终结

的研究围绕伙伴间的交互作用展开，如通过考察伙伴间在规模、年限、战略范围［６８］、资源含量［６７］、管理控

制［６９］、组织文化［６０］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探寻导致联盟终结的诱因。 部分研究围绕关系要素与治理要素展开

研究，如伙伴间联结关系的数量［６７］、竞争的程度［７０］、治理方式［７１］ 等。 但这些研究局限于包含焦点企业与伙

伴企业一个“企业对”的双边联盟，而忽视了企业同时参与多个联盟的组合现象。
联盟终结源于冲突的产生，而冲突的来源可能是多方面的。 首先，关于联盟组合冲突最早的研究关注联

盟伙伴间的竞争，如伙伴企业处于同一个竞争网络，是同行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或采用激进的竞争对策等，主
张不同伙伴间的竞争会影响焦点企业与之建立的不同联盟的价值。 但研究仅仅是提出从伙伴竞争角度认识

冲突的概念框架，并未进行实证研究的检验。 其次，新近研究关注资源视角下不同联盟所蕴含资源所引发的

冲突。 例如，Ｗａｓｓｍｅｒ 等［３６］从目标冲突管理的视角出发，认为当焦点企业从不同伙伴手中获取的资源相冲突

时，即表现为其分别支持相矛盾的收益增长和成本降低目标，联盟组合的绩效会降低。 Ａｓｇａｒｉ 等［３７］ 也发现，
当焦点企业通过新联盟的建立获取新资源，并将其融入既有联盟组合时，若能产生互补性投资，则会放大联盟

组合价值；若抑制了原有资源的作用，则会形成原有联盟的终结。 可见，新资源与原有资源的交互作用成为影

响联盟生成与终结，驱动联盟组合重构的重要诱因。
３、联盟组合的拓展

形成和终结是联盟组合演化过程中易于识别和捕捉的关键时点，因而成为联盟组合动态过程研究关注的

焦点［３７］，相较之下，围绕从形成到终结的中间演化过程的研究尚存在较大的不足。 从联盟组合拓展的角度来

看，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在既有联盟组合形成后新联盟生成展开，着重探讨了伴随着新联盟生成所推动的联盟

拓展过程中，新联盟与现有联盟组合的匹配问题，从而将联盟组合的交互效应研究置于动态情境下［７２］。 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是 Ｗａｓｓｍｅｒ 和 Ｄｕｓｓａｕｇｅ［１０］从资源视角围绕新联盟生成过程中资源协同与冲突的研究。 该研究

指出，当焦点企业建构的新联盟与现有联盟组合形成两种类型的协同时，即一是新联盟伙伴所提供的资源与

焦点企业自有资源间的协同，二是新联盟所蕴含的资源与焦点企业其他联盟资源的协同，新联盟生成所创造



１８０５００００１９５０２０ ２０ 韩炜．ｆｂｄ

１７６　　 管理评论 第 ３０ 卷

的价值将扩大。 当焦点企业建构的新联盟与现有联盟组合形成两种类型的资源替代时，即一是新联盟资源与

焦点企业其他联盟资源间的替代，二是新联盟资源与伙伴企业其他联盟资源间的替代，新联盟价值会由于替

代效应而被缩减。 该研究整合资源的存量与流量的双重视角，探讨了联盟组合内新联盟与现有联盟的动态匹

配，有助于深入挖掘联盟组合的演化规律与运行逻辑。
联盟组合的拓展并非一个独立事件，其拓展的程度会折射在企业的绩效结果上。 正如 Ｓｈｉ 和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７３］

所指出的，联盟组合的短期异变以及异变的模式会对企业的收益产生影响。 其中，一个关键的异变维度就是

企业拓展联盟组合的速度。 Ｈａｓｈａｉ 等［７４］针对联盟组合拓展的速度、节奏的研究发现，当企业拓展联盟组合的

速度越快，相较收益的增长速度而言，管理成本提高的速度可能更快，从而导致企业利润的降低。 然而，以规

则的节奏拓展联盟组合，使得联盟组合结构维持较长的时间，会减缓联盟组合拓展速度对企业利润的负向影

响。 该研究基于时间维度，通过对联盟组合拓展在时间维度上的管理，审视联盟组合的动态过程，但研究未能

对联盟组合演化过程行动、事件等内在机理展开研究。 尽管有研究如 Ｓｃｈｉｌｋｅ 和 Ｇｏｅｒｚｅｎ［７５］ 曾指出联盟组合

的拓展需要伙伴企业承诺投入充足的管理时间，用以发展具有关系专用性的独特能力，建立企业间的信任与

声誉，识别跨联盟的协同，但研究也未能对演化拓展过程的阶段性规律、决策行动特征进行深入挖掘。

联盟组合的影响效应

作为网络研究与联盟研究的新视角，组合研究突破单一网络联结或单条双边联盟的局限，凸显跨联结、跨
联盟的协同，有利于从深层次挖掘影响企业绩效、创新结果、决策行动的原因，揭示联盟组合作用发挥的内在

机理。 同时，对联盟组合前端影响因素的剖析也有助于探索联盟组合的成因与形成规律，为识别驱动、管理联

盟组合的科学要素奠定基础。
１、将联盟组合作为自变量识别其影响结果

关于联盟组合的独特构造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已有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绩效结果，二是创

新表现，三是战略行动。 从绩效结果来看，已有研究援引联盟组合的结构、内容特征来解释企业绩效。 绩效包

含利用收入、净利润等衡量的财务绩效，利用新产品上市数量、专利数量等衡量的创新绩效以及利用股票价格

衡量的市场绩效。 财务绩效与创新绩效方面影响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资源论和知识论，通过挖掘联盟组合

复杂结构所带来的资源异质性、知识创新性，诱发企业效益和创新结果层面的变化。 例如 Ｊｉａｎｇ 和 Ｓａｎｔｏｒｏ［４８］

探讨了联盟组合的多维多样性，即伙伴多样性、功能多样性、治理多样性等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Ｌｕｃｅｎａ
和 Ｒｏｐｅｒ［７６］利用西班牙制造业企业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企业技术联盟组合的多样性经由吸收

能力的中介作用，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
近年来，围绕联盟组合在市场绩效上的反应，呈现出较为丰富的研究。 相关研究以信号理论为基础，主张

企业所建立的联盟组合复杂、多样的特征，向市场观察者（投资者）传递着一种展示企业战略行为的信号，这
种信号恰与市场观察者进行投资决策的认知需求相匹配，因而塑造了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的反应。 正如 Ｍｏｕｒｉ
等［２４］所发现的，发展联盟组合通常是新成立企业成功实施新股首发（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ＩＰＯ）的重要战略手

段，因为与众多标杆企业建立联盟组合可以向股市提供重要的正面信号。 已有研究分别从联盟组合累积的联

盟经验、联盟组合结构、联盟组合多样性等方面考察了联盟组合在股票市场可能产生的正面效应，例如：
Ａｎａｎｄ 和 Ｋｈａｎｎａ［３０］的研究发现伴随着企业联盟经验的积累，由联盟公告引发的股票收益变得更加显著，证明

了联盟能力的学习效应的确存在；Ｍｏｕｒｉ 等［２４］则以 ＩＰＯ 企业为研究样本，指出不同 ＩＰＯ 企业所建构之联盟组

合的不同构造，向资本市场传递了不同的信号，引发 ＩＰＯ 企业股东收益的差异化。 突破以往关注“时点信号”
（ｐｏｉｎｔ ｓｉｇｎａｌｓ）的局限，Ｃａｎｅｒ 等［７７］聚焦“序列信号”（ｆｌｏｗ ｓｉｇｎａｌｓ），即一段时间内多种信号聚集，将联盟组合与

专利组合结合起来，发现专利组合多样性经由联盟组合多样性会折射出交织的多样化信号形成对市场绩效的

积极反应。 基于信号理论认识联盟组合的市场信号反应，对于管理者利用联盟组合公告发布满足市场投资者

认知需求，塑造投资者预期具有重要意义。
从创新表现来看，已有研究将联盟组合与创新类型联系在一起，利用联盟组合的特征解释企业在多种类

型创新上的选择。 如 Ｐａｒｔａｎｅｎ 等［７８］利用四个企业的多案例研究分析了联盟组合与四种创新的关系，即激进

式创新、渐进式创新、系统性创新与自动性创新。 研究意在揭示创新型小企业如何通过建构包含多种主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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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联盟组合，从而获取资源以实施创新，回答针对顾客、供应商、分销商、研究机构等哪个主体，创新企业应

当建立什么样的联结，采用哪种创新活动。 Ｚｈｅｎｇ 和 Ｙａｎｇ［２６］发现联盟组合的重复性，即企业是否与同一个联

盟伙伴建立多条联盟，与突破性创新呈倒 Ｕ 型曲线关系，意在回答与联盟伙伴的熟悉程度是否会激发突破性

创新。
从战略行动来看，联盟组合所折射出的战略行动的反应，呈现出网络发展行动、知识学习行动和竞争互动

行动上的差异。 首先，网络发展行动一方面表现为焦点企业拓展新联盟的行动，如 Ｐａｒｋ 等［７９］ 研究发现焦点

企业的联盟伙伴间竞争的广度和深度会对焦点企业新联盟的建立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表现为伙伴企业建立新

联盟的行动，如 Ｙａｎｇ 等［８０］研究发现焦点企业所采用的联盟学习的方式，表现为探索性学习还是开发性学习，
会影响到联盟伙伴的并购行动。 焦点企业抑或伙伴企业建立新联盟、实施新并购等的行动，都将促进联盟组

合的发展，因而从联盟组合构成结构的角度能够形成对组合演化行动的解释。 其次，联盟组合蕴含着多样的

资源，使得焦点企业具有用于学习以及知识创造的能力基础，推动学习类行动的实施。 Ｓｕｋｏｃｏ［８１］ 研究发现，
联盟组合中多主体间资源的相关性与依赖性，会影响到焦点企业在聚合式学习与发散式学习两种方式上的选

择。 最后，联盟组合的不同构造会影响焦点企业竞争行动的频率。 Ａｎｄｒｅｖｓｋｉ 等［７２］ 研究发现，联盟组合在结

构与关系方面的安排塑造了焦点企业的机会识别能力、机会开发能力和行动执行能力，从而影响企业实施竞

争行动的能力。
２、将联盟组合作为因变量探寻其影响因素

已有关于联盟组合的研究侧重于探讨联盟组合的结构、特征等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结果，即探讨“ ｌｅａｄ ｔｏ
ｗｈａｔ”的问题，而针对“ｗｈａｔ ｌｅａｄ ｔｏ”即哪些因素影响联盟组合的生成、构造等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前者有助于

探索联盟组合的作用效果，从联盟组合的角度解释其他管理现象；后者有助于挖掘影响联盟组合形成或作用

的诱因，对联盟组合的内在机理形成深入的解析。
尽管就哪些因素影响联盟组合形成与构造的实证研究还相对较少，但少数研究已经尝试从高管、董事会

等决策者或行动者角度挖掘人的因素对联盟组合形成的影响。 例如，Ｂｅｃｋｍａｎ 等［８２］、Ｃａｓｔｒｏ 等［８３］均以焦点企

业董事会为切入点，探讨董事会的结构特征及其对战略决策的参与度对多样化联盟组合生成与管理的影响。
前者研究发现，董事会的异质性、复杂性以及非对称性会影响到联盟组合的多样性；而后者的研究结论显示，
董事会成员参与战略决策会影响企业管理联盟组合的能力，从而影响联盟组合的价值。 Ｃｏｌｌｉｎｓ［８４］ 则以焦点

企业高管为切入点，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探讨了高管团队社会资本与企业层面社会资本在数量、强度上的表现

对联盟组合多样性的影响。 这些研究突破了以往单纯从企业层面探讨联盟组合的多样性构成［８５］，转而从企

业、高管、董事等多维视角挖掘影响联盟组合多样性的动因［５２］。 未来研究应当基于人的因素，从心理学、社会

学的角度，着重挖掘人的态度、决策、行为对联盟组合建构的影响，以揭示联盟组合的形成与运行深层次规律。

结　 论

无论是在联盟研究还是网络研究领域，联盟组合研究有别于企业层面的节点研究抑或关系层面的双边单

联盟研究，它为从多联盟交互作用视角探讨联盟组合的复杂效应，进而挖掘网络运行规律提供了全新的角度。
本文针对联盟组合的独特现象，对已有关于联盟组合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不仅对联盟组合的内涵界定与构成

进行了深入解析，而且围绕联盟组合的交互效应、动态效应以及影响效应三大核心问题进行了综述与评析。
然而，对于这些关键问题在深度上的探索仍显不足，未来仍有丰富的研究拓展空间。

１、现有研究的不足

第一，联盟组合的交互效应研究。 交互效应是使联盟组合有别于多联盟简单加总的重要特征。 尽管已有

研究尝试从竞合互动、联结补充、资源匹配的角度解读联盟组合的交互效应，但对于交互效应作用机理的挖掘

尚存在较大的不足。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已有研究较多地关注了联盟组合内的正向交互，即协

同，而对于以冲突为主的负向交互关注较少。 如已有文献中围绕资源匹配、联结类型间的互补研究均是对协

同的挖掘，少数研究对竞争关系的揭示虽意在探索组合冲突［８，３９，７９］，但仅仅以竞争来衡量冲突，忽视了资源配

置、关系属性、联结方式、治理手段等多方面的冲突，使得对联盟组合冲突的识别有欠深入。 其次，已有研究往

往分别地探讨协同与冲突问题，尚缺乏将二者整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下，探讨二者的共同作用。 Ｗａｓｓｍｅｒ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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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ｓｓａｕｇｅ［１０］考察了新联盟与现有联盟组合的资源协同和资源替代对联盟组合价值的影响，对于从资源的角

度整合协同与冲突的双重视角做出了很好的尝试，但对于协同与冲突的共同作用还有待从其他理论视角展开

深入挖掘。 最后，少数关于联盟组合交互效应的研究分析了交互效应的影响结果［８６］，对于哪些因素影响交互

效应的产生与运行缺乏识别与分析；而且对于影响结果的研究也多指向绩效结果，对于如组合层面的其他结

果影响分析不足。
第二，联盟组合的动态效应研究。 研究者们已经普遍认可并强调联盟组合动态演化的目的性特征，即其

演化是一个“自发驱动”过程而非“自然衍生”过程，指出正是焦点企业的联盟战略推动了联盟组合的形成与

演进［８７］。 但仍有较多的研究从“被动”的视角进行联盟组合的过程研究，基于生命周期理论考察联盟组合随

时间变化的自然生成与演化，少有研究强调企业构建和参与联盟组合的“主动”战略思考，缺乏对于在焦点企

业战略推进下的“自发”演进特征的研究。 尽管相关研究关注到了联盟组合的动态性问题，但并未能勾画、解
析联盟组合的动态演化过程，而这更需要采用质化研究的设计与方法。 在这一方面，Ｏｚｃａｎ 和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１７］采
用案例研究方法分析得出影响联盟组合形成的战略选择，Ｐｈｉｌｉ 等［３８］分析了联盟组合形成过程中的身份识别

行动，为揭示联盟组合的前端生成奠定了基础。 但研究对于后端的演化、终结等动态过程缺乏细致化分析，同
时也缺乏对从生成到演化乃至终结的周期性规律的阶段识别与机理剖析。 特别地，这些研究尽管注意到了组

合的交互特性，也将研究范围置于组合的情境中，但仍多以单个联盟为嵌入式分析单元，缺乏将交互效应融入

动态框架下，因而对过程机理的分析不够深入。
第三，联盟组合的影响效应研究。 已有关于联盟组合的大量实证研究多探讨联盟组合的结构、内容、特征

变量对绩效、创新等结果的影响［４８，８８，８９］，对于什么因素影响联盟组合的构成特征十分缺乏。 少数研究关注到

了人作为联盟组合决策者对联盟组合的构成特征的影响，但对于环境、企业等其他层面的动因分析非常不足，
也缺乏多层面因素的整合研究。 此外，联盟组合可能是解释其他研究问题内在机理或提供边界解释的重要构

念，但已有研究对其中间作用的认识不足，也就是说尚缺乏将联盟组合的构成特征作为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

解释诸如管理者行为、战略选择、创新活动等问题。
２、未来研究的展望

联盟组合突破单一联盟的独立视角以及联盟网络的整体视角，通过强调跨联盟的交互作用，为探究联盟

间的互动引发的整体网络运行规律提供了适宜的分析角度。 由于交互效应是联盟组合的核心问题，因而未来

围绕联盟组合的研究在深入挖掘交互作用内在机理的同时，应将其与联盟组合的动态效应、影响效应整合在

一起，同时探索针对交互效应的管理方式以及特殊情境下的联盟组合研究，以期建构对联盟组合的整合理论

解释。

图 ５　 围绕联盟组合的未来研究框架图

第一，多视角深入挖掘联盟组合交互效应的内在机理。 如前所述，尽管已有研究已经从竞合互动、联结类

型互补、资源匹配的角度解析联盟组合的交互效应，但研究结论尚较为有限。 未来研究可基于资源基础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等，从资源配置、力量依存、关系调试的角度分析交互效应机理。 具体而言，从资

源的角度来看，已有研究从不同主体所提供资源类型的相同或相异探讨资源协同与冲突，未来研究可基于联

盟层面，探讨不同联盟所蕴含资源间的匹配，如多联盟资源指向同一联盟任务或项目、多联盟资源重叠等。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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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当多联盟建于少数主体间（重复性联盟组合），或主体资源同质但联盟资源异质。 正如 Ｗａｓｓｍｅｒ［２２］ 所指

出的，未来研究应将联盟组合的两个要素，即联盟与主体整合在一起进行研究，而不是将其视为独立的参数。
从力量角度来看，双边联盟中焦点企业相对于伙伴企业的力量可能由于新联盟的建立而被强化或削弱，这意

味着焦点企业在跨联盟间的力量存在交互影响，使得探究焦点企业如何通过联盟组合的建立平衡各方力量成

为有趣的研究问题。 从关系角度来看，诸如嵌入、结构洞等关系属性值得在联盟组合情境下深入研究。 如联

盟组合如何实现由双边关系嵌入向多主体结构嵌入的转化，如何优化联盟组合的结构洞规模以实现组合的高

绩效。 联盟仅仅是关系的表现形式，围绕关系属性的交互效应研究将会为联盟组合的作用机理分析展现更为

细致的分析图景。
第二，基于交互效应剖析联盟组合的演化过程。 未来研究应对联盟组合的过程给予较多的关注，且应整

合交互效应与动态效应于过程研究中。 这意味着，研究不仅要勾画联盟组合从生成、拓展到终结的演化过程，
识别其动态过程规律，还应将交互效应置于过程的背景审视其演化与异变，即在过程中解读互动要素的变异，
挖掘组合内协同与冲突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观察组合中单个联盟的变化，丰富人们对联盟组合演化过程的理

解，同时强化对焦点企业驱动要素变异的目的性动机与行动的理论解释。 研究可突破以往较多采用多元回归

分析的局限，利用如社会网络分析、系统仿真、行为博弈等研究方法，通过模拟、仿真焦点企业构建、推动联盟

组合演化的过程，解释交互效应的内在作用机理。
第三，联盟组合交互效应的前置因素识别。 未来研究应从环境层面、企业层面、人的层面综合分析联盟组

合的形成与蕴含交互效应的结构特征，建构对于联盟组合交互特征形成规律的整合理论解释。 从环境层面来

看，制度背景和社会网络因素是适宜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把握嵌入于制度环境与社会活动中的经济联盟组合

的形成规律。 从企业层面来看，企业的战略定位、战略类型，业务领域与活动内容，以及其他组织层面的因素

对联盟组合的影响有待挖掘。 整合企业与业务视角研究联盟组合的形成，有助于弥补已有研究单纯从企业或

业务层面界定并研究联盟组合的局限［２２］。 从人的层面来看，基于股东、董事会、高管、创业者等多维内部人视

角，深入其心理层面以及行为层面探讨其对联盟组合的影响，有助于对联盟组合的决策过程与独特性形成深

入解释。
第四，针对联盟组合交互效应的管理。 关于联盟组合的管理问题，已有研究主要围绕联盟能力的构建展

开研究，且在联盟能力的构成维度、影响因素以及培育机制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刘景东和杜鹏程［９０］

基于演化经济学惯例视角构建并测度了联盟管理能力，提出联盟管理能力是一系列联盟惯例组成的多维度能

力组合，包括联盟认知惯例、组织间协调惯例、联盟组合协调惯例、联盟学习惯例和联盟转换惯例等，这是国内

学者着眼于联盟组合管理能力的有益尝试与前沿研究，但相关研究主要基于焦点企业视角，即侧重焦点企业

的联盟能力［９１］。 未来研究应在联盟能力基础上，整合焦点企业视角和伙伴企业视角，考察二者联盟能力的适

配。 同时，对于联盟组合治理机制的探索也是极具研究前景的方向。 这种治理机制并非针对单一联盟的分别

治理，而是指向不同联盟、不同主体，整合多种治理方式的混合治理机制［９２］。 这恰与网络治理研究中强调将

多种治理方式，特别是正式契约与关系治理二者整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提升治理绩效［９３，９４］ 的观点相契合。
研究可融合治理成本与治理绩效分析，探究多种治理方式的优劣势对比、针对不同联盟的适应性以及多种治

理方式的交互影响，丰富网络治理的理论内涵［８３］。
第四，创业情境下的联盟组合研究。 创业企业所建构的联盟组合可能与成熟企业存在较大的不同，主要

体现在：一方面，创业企业所面临的资源缺陷、合法性缺乏使其难以与成熟、知名企业建立联盟，而其联盟组合

的构成主体可能以小企业为主，即使有知名企业也更可能是创业企业先前关系的延续。 另一方面，创业企业

在联结方式上更可能与伙伴企业保持非正式的关系，即缺乏契约的维系，因而可能并非一种正式联盟。 这使

得创业企业的联盟组合具有广义的概念，即一种包含正式与非正式联盟的联结组合。 首先，针对创业企业的

联结组合，研究应从创业情境的独特性切入，探讨创业企业在建构联结组合过程中的主体选择、联结方式、治
理决策等。 其次，研究可着重挖掘创业者社会资本、创业者个人特质、创业导向等独特前置因素对联结组合的

影响，有助于丰富对联结组合形成的深层次解释。 最后，尽管创业企业建构正式联盟组合的概率、成功率不

高，但这反而可能是创业企业想要建立的网络战略，因此未来研究可围绕创业企业的联盟组合战略，从战略制

定、战略类型、战略过程多个角度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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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Ｐｈｅｌｐｓ Ｃ．， Ｈｅｉｄｌ Ｒ．， Ｗａｄｈｗａ Ａ．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２，３８（４）：

１１１５⁃１１６６
［３６］　 Ｗａｓｓｍｅｒ Ｕ．， Ｌｉ Ｓ．， Ｍａｄｈｏｋ 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ｍｂｉｄｅｘｔｅｒ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７，３８（２）：３８４⁃３９４
［３７］　 Ａｓｇａｒｉ Ｎ．， Ｓｉｎｇｈ Ｋ．，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Ｗ．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Ｒ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Ｊ］．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７，３８（５）：１０６２⁃１０８１
［３８］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Ｎ．， Ｔｒａｃｅｙ Ｐ．， Ｋａｒｒａ 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Ｔｉｅ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Ｈｏｍｏｐｈｉｌ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Ｗｏｒｋ ｉｎ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Ｇｒｏｗｔｈ［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３，２８（１）：１３４⁃１５０
［３９］　 Ｌａｖｉｅ Ｄ．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７，２８（１２）：１１８７⁃１２１２
［４０］　 Ｚｈｕ Ｈ．， Ｃｈｕｎｇ Ｃ．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Ｇｒｏｕ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ａｉｗａｎ［Ｊ］． Ａ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４，５９（４）：５９９⁃６３８
［４１］　 Ｎａｌｅｂｕｆｆ Ｂ．， Ｂｒａｎｄｅｎｂｕｒｇｅｒ Ａ．， Ｍａｕｌａｎａ Ａ． Ｃｏ⁃ｏ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ａｒｐｅｒ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 １９９６
［４２］　 Ｋｈａｎｎａ Ｔ．， Ｇｕｌａｔｉ Ｒ．， Ｎｏｈｒｉａ 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ｃｏｐｅ［Ｊ］． Ｓｔｒａ⁃

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９８，１９（３）：１９３⁃２１０
［４３］　 Ｊｉａｎｇ Ｒ． Ｊ．， Ｔａｏ Ｑ． Ｔ．， Ｓａｎｔｏｒｏ Ｍ． Ｄ．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０，３１（１０）：１１３６⁃１１４４
［４４］　 Ｙｏｏｎ Ｗ．， Ｌｅｅ Ｄ．Ｙ．， Ｓｏｎｇ Ｊ．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ｚ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Ｂｉｏｔｅｃｈ Ｆｉｒｍ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２１（５）：６１４⁃６２６
［４５］　 Ｄｕｙｓｔｅｒｓ Ｇ．， Ｌｏｋｓｈｉｎ Ｂ．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１，２８（４）：５７０⁃５８５
［４６］　 Ｇｏｅｒｚｅｎ Ａ．， Ｂｅａｍｉｓｈ Ｐ． Ｗ．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５，２６（４）：３３３⁃３５４
［４７］　 Ｆａｅｍｓ Ｄ．， Ｊａｎｓｓｅｎｓ Ｍ．， Ｎｅｙｅｎｓ Ｉ．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ｓ［Ｊ］． Ｇｒｏｕｐ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２，３７（２）：２４１⁃２６８
［４８］　 Ｊｉａｎｇ Ｒ． Ｊ．， Ｓａｎｔｏｒｏ Ｍ． Ｄ．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０，３１（１０）：

１１３６⁃１１４４
［４９］　 Ｇｏｅｒｚｅｎ Ａ．， Ｂｅａｍｉｓｈ Ｐ． Ｗ．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５，２６（４）：３３３⁃３５４
［５０］　 Ｐｉｅｎｉｎｇ Ｅ． Ｐ．， Ｓａｌｇｅ Ｔ． Ｏ．， Ｓｃｈäｆｅｒ 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 Ａｃｒｏｓ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Ａ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Ｍｕｌ⁃

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１６，５１（３）：４７４⁃４８５
［５１］　 Ｃｕｉ Ａ． Ｓ．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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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７７（３）：１５⁃３２
［５２］　 Ｃｕｉ Ａ． Ｓ．， Ｏ’ Ｃｏｎｎｏｒ Ｇ．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２，７６（４）：

２４⁃４３
［５３］　 张涵，康飞，赵黎明． 联盟网络联系、公平感知与联盟绩效的关系———基于中国科技创业联盟的实证研究［Ｊ］． 管理评论，

２０１５，２７（３）：１５３⁃１６２
［５４］　 Ｅｌｆｒｉｎｇ Ｔ．， Ｈｕｌｓｉｎｋ Ｗ．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ｉｒｍｓ［Ｊ］．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３，

２１（４）：４０９⁃４２２
［５５］　 Ｊａｃｋ Ｓ． 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０，２５（１）：

１２０⁃１３７
［５６］　 Ｄｙｅｒ Ｊ． Ｈ．， Ｓｉｎｇｈ 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８，２３（４）：６６０⁃６７９
［５７］　 Ａｈｕｊａ Ｇ．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Ｈ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Ｊ］．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００，４５（３）：４２５⁃４５５
［５８］　 Ｃｈｕｎｇ Ｓ． Ａ．， Ｓｉｎｇｈ Ｈ．， Ｌｅｅ Ｋ．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ｓ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 Ｓｔｒａ⁃

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０，２１（１）：１⁃２２
［５９］　 Ｒｅｕｅｒ Ｊ． Ｊ．， Ｚｏｌｌｏ Ｍ．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０５，３４（１）：１０１⁃１１５
［６０］　 Ｍａｋｉｎｏ Ｓ．， Ｃｈａｎ Ｃ． Ｍ．， Ｉｓｏｂｅ Ｔ．，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Ｊ］．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７，２８（１１）：１１１３⁃１１３２
［６１］　 Ｄｙｅｒ Ｊ． Ｈ．， Ｎｏｂｅｏｋａ Ｋ．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ａ 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ｈａｒ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Ｔｏｙｏｔａ Ｃａｓｅ［Ｊ］．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０，２１（３）：３４５⁃３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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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的关系：失败学习与组织惯例更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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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组织创新路径研究已广受关注，但鲜有关于组织衰落对组织创新影响的研究。 本文从失

败学习和组织惯例更新视角，探讨了组织衰落对组织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 基于 １９６
份企业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组织衰落对组织

创新和失败学习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失败学习对组织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失败学习中介

了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组织惯例更新调节了组织衰落与失败学习的关系，在此基

础上，组织惯例更新还调节了组织衰落通过失败学习对组织创新的间接影响。 研究结论进一步

丰富了组织创新路径的研究成果，为企业创新实践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组织衰落；失败学习；组织创新；组织惯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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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据 ２０１０ 年统计，将近一半的标准普尔 ５００ 公司经历过 ３ 年的衰落期，面对全球经济的低迷态势，组织衰

落现象将会变得更为突出。 如果任其发展而未采取适当的复苏战略［１］，势必削弱企业市场竞争力，制约企业

可持续发展，甚至导致企业走向衰亡。 组织衰落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提出以来，逐渐成为西方战略管理领域重

要的研究议题。 学者们围绕组织衰落概念、原因、模式和复苏战略等方面进行了探讨［２］，并取得了一定的研

究成果。 已有研究表明，组织衰落是组织创新的重要驱动力［３］。 这与以往从社会资本［４］、组织学习［５］ 和领导

风格［６］等视角研究组织创新路径不同。 那么，组织衰落背景下应该通过怎样的作用机制影响企业创新呢［７］？
本质上，组织衰落是组织绩效持续下滑的现象［８］，组织管理者不仅需要转变传统的思维观念，重视组织衰落，
化衰落为机遇，而且更需要在行动上前瞻谋划，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而实现企业快速恢复和发展［９］。
为此，深入探讨组织衰落驱动组织创新的作用机理对于当前转型升级背景下企业普遍存在的组织衰落治理问

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组织学习理论认为，与成功学习相比，失败学习是另一个驱动组织创新的非常重要、但却容易被忽视的要

素［１０］。 组织衰落作为组织成长的特殊经验，被认为是激发组织失败学习的重要来源，而失败学习对组织创新

具有积极的预测作用［１１］。 根据组织衰落理论，失败学习很可能充当组织衰落驱动创新的中介变量。 换言之，
组织衰落背景下，组织管理者往往会启动创新搜寻战略，开展本地搜寻和远程搜寻，以实现利用式失败学习和

探索式失败学习［１２］，进而通过失败学习提升组织的变革性、适应性和创新性［１３］。 为此，本文将从失败学习视

角来解读组织衰落效应的传导机制，即检验失败学习对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关系的中介作用。 另外，探索能

够影响组织衰落效应的情景因素是组织衰落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作为组织情景重要因素的组织惯例更

新，反映了组织惯例的变革和创新机制。 考虑到组织管理者基于组织惯例更新视角去剖析在此情境下的组织

衰落问题并做出相应的反应，组织惯例更新可能会影响到组织衰落效应及其传导机制。 而且组织衰落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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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组织使命（组织惯例）的整合研究也说明组织衰落效应受到制度化使命（组织惯例更新）的影响［３］。 然而，
目前尚未有直接的研究检验组织衰落效应是否依赖于组织惯例更新的调节作用。 为此，本文将考察组织惯例

更新在组织衰落与失败学习关系中的缓冲作用。 组织惯例更新快慢使得组织在应对失败学习的方式上存在

一定的差异性，从而对失败学习的态度和行为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以此为基础，本文并不仅仅研究组织惯

例更新的调节作用，还将进一步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期阐释组织惯例更新调节组织衰落对组织创

新间接作用的机制。
综上，本文主要探讨三个问题：①检验组织衰落对组织创新的影响机理，丰富组织创新路径研究；②探讨

失败学习在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从失败学习视角揭示组织衰落驱动组织创新的“黑箱”；
③考察组织惯例更新在组织衰落与失败学习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验证组织惯例更新调节失败学习

的中介作用，揭示组织衰落影响组织创新的情景因素，为深入理解组织衰落影响组织创新的边界条件提供

依据。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１、相关概念与理论

（１）组织衰落

多数研究关注于企业成长机理的探讨，忽视了企业衰落的分析。 伴随着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
组织衰落对任何一个企业的持续成长而言都是一个巨大挑战。 如何治理组织衰落成为企业运营实践中一个

亟需解决的命题。 学者们通常从绩效评价和资源评价的视角诠释组织衰落。 比如绩效观认为，组织衰落是持

续的企业绩效下滑现象［８］。 资源观认为，组织衰落是特定时期内组织资源基础的实质和绝对量的下降［１４］。
还有学者指出组织衰落是停滞的组织过程，表现为组织适应性差、合法性不足的状态［１５］。 组织衰落与组织失

败是两个紧密联系，但又不同的概念。 首先，组织衰落强调组织绩效或资源基础的持续下滑，同时也表明了组

织衰落的速度和结果；而组织失败更侧重于组织运营的结果。 其次，组织衰落可能导致组织失败，也可能复

苏；组织失败仅是组织衰落的可能结果。 此外，针对衰落组织的复苏问题，许多学者给出了治理组织衰落的方

法，比如两阶段复苏模型［８］和复杂的复苏模型［１６］等。
（２）失败学习

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界定失败的概念。 从决策理论角度，失败可以理解为组织实际绩效低于期望绩效的

情形［１３］；从组织行为视角，失败是指组织绩效因在营运过程中出现失误和问题而未达到预期目标的结果。 与

成功相比，失败是组织学习的特殊来源，一些学者从过程视角阐释了失败学习的概念，比如 Ｔｕｃｋｅｒ 和 Ｅｄｍｏｎｄ⁃
ｓｏｎ［１７］指出失败学习包括失败发生后为了确保组织的存续而进行的及时调整，同时还包括探析失败原因并警

示组织成员。 Ｃａｎｎｏｎ 和 Ｅｄｍｏｎｄｓｏｎ［１８］认为失败学习由认定失败、分析失败和审慎试验三个环节构成。 胡洪

浩和王重鸣［１９］的研究则进一步深化了失败学习的概念，指出失败学习是企业对内外部经验进行集体反思，通
过调整行为方式来降低未来遭遇类似失败的几率以提升企业绩效的过程。 由此可知，失败学习旨在通过反思

经验、挖掘失败根源、修正组织行为和组织制度，从而增强企业创新绩效。 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失败学习的

效应，如降低创新风险、提高可靠性、提升组织绩效［１７，１８］等等。
（３）组织创新

目前学界对组织创新的概念尚没有统一的界定［４］，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 例如，从创新对象视

角，分为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流程创新等；从管理目标视角，包括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从创新性质视角，有渐

进创新和破坏创新；从广义视角，组织创新是指一种新的组织方式在企业实践、组织结构和外部关系方面的应

用。 此外，在组织创新的实证研究中，组织创新的概念包括产品、过程、产品及过程和多元等四种观点［２０］。 但

多数研究认为多元观点更符合企业创新实践，即组织创新的过程是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协同作用的过程。 为

此，本研究借鉴组织创新的多元观点，采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均值测度组织创新。 另外，组织创新与组织

变革密切相关，组织变革是一个或一系列尝试去修正一个组织的结构、目标、技术或者工作任务的过程［２１］。
组织变革侧重于组织战略的转变，目的在于适应环境，提升组织的生存力和发展力。 组织创新是组织变革实

现的手段，嵌入于组织变革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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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组织惯例更新

组织惯例是企业组织具有的固定的运作或做事方式［２２］。 已有研究指出组织惯例会随环境变化而变

革［２３］，提升组织柔性和适应性［２４］。 然而，组织惯例一旦与环境不能有效耦合，其效能就会减弱，甚至成为组

织发展的桎梏。 组织惯例更新是指当组织惯例的执行环境发生变化时，组织惯例能够主动的进行“搜寻”，进
而实现组织惯例与新环境相适应，以增强组织惯例效能的过程［２５］。 由此，组织惯例更新由更新和创新两个机

制构成。 更新机制强调组织惯例和环境因素的互动融合，并通过遗传和复制机制实现组织惯例的优化过程和

自我扬弃过程，同时通过搜寻和选择机制摒弃环境匹配度低的惯例，实现更新或修正组织惯例以适应环境变

化，提升组织惯例效能；组织惯例创新机制表现为环境的变化导致新的组织惯例的形成。 具体而言，对于外部

环境变化，组织需要适应环境建立新的组织惯例。 此时，组织需要开展惯例搜寻和选择，通过试错机制实现惯

例的优胜劣汰［２６］，并通过市场选择机制采用效率较高的组织惯例。 因此，组织惯例更新能够达到企业组织惯

例与环境耦合匹配的目的，为组织创新提供支持。
（５）组织行为与前景理论

以梅奥为代表的学者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提出了组织行为理论，旨在研究个体、群体以及结构对组织行为

的影响，并以此提升组织的有效性和运行绩效。 组织行为理论指出，面对复杂、动荡的商业环境，组织最具战

略价值的核心任务是持续创新从而提升组织绩效和竞争力［２７］。 根据行为理论，不良绩效将导致组织实际绩

效与管理者、利益相关者的预期绩效之间的不一致性，为了弥补绩效缺口，组织将会尝试启动搜寻程序寻找问

题解决方案。 对于持续衰落的组织而言，实际绩效与管理者预期存在较大偏差，这种偏差所导致的组织衰落

将会驱动组织实施组织变革和创新战略，从而实现组织复苏和发展。
作为风险管理的重要理论，前景理论首先由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和 Ｔｖｅｒｓｋｙ［２８］ 提出，主要用于解决风险决策问题。

即根据风险预期的差异性条件预测人们的行为倾向，并以此推理认为人们做出决策的过程是有限理性的。 正

如 Ｍａｒｃｈ 和 Ｓｈａｐｉｒａ［２９］的研究所指出的，管理者基于组织的历史绩效或行业平均绩效设定未来绩效的目标，同
时根据对未来环境的认知以判断未来绩效预期的水平。 其中，前景理论的主要应用在于研究决策过程中人们

面对损失和收益的态度和行为倾向。 具体而言，包括四个结论［３０］：①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利的时候是风险规避

的（确定效应）；②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风险喜好的（反射效应）；③大多数人对得失的判断往往根据

参考点决定（参照依赖）；④大多数人对损失比对收益更敏感（损失效应）。 因此，面对确定性收益，人们往往

会规避风险、谨慎行事，面对损失时则会非常不甘心、不屈服，倾向于风险追逐、大胆冒险。
２、研究假设

（１）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

已有研究表明，组织衰落能够对组织创新产生重要影响［３１］。 但作用过程和机理尚未被深入阐释，而且研

究结论也尚未统一，还需要进行深入地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根据绩效评价理论，组织衰落可以理解为组织

在一个阶段内绩效持续下滑的状态［１６］，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有效的创新战略，组织衰落很可能导致组织失败。
因此，对于组织管理者而言，开展组织创新是治理组织衰落、实现组织复苏的重要战略选择。 从行为理论视

角，如果组织不能有效实现预期目标和绩效，将会启动创新搜寻机制，搜寻新的问题解决方法和技术［２６］，以便

于改善组织创新绩效。 也就是说，由绩效偏差所导致的组织衰落现象是组织创新的重要驱动力量，管理者在

面对组织低绩效问题时，将努力寻求新的途径解决当前的经营困境。 因此，组织衰落作为一种驱动力量能够

激发组织的创新动力和创新活动。 正如 Ｂｏｌｔｏｎ［３２］的研究所指出的，对比行业中实现高绩效的卓越企业而言，
低于预期绩效的企业往往会尝试开展创新活动。 此外，从前景理论视角，组织衰落也有助于组织创新。 前景

理论指出，备选方案可以分为收益和损失两类；人们对损失更为敏感；人们对于收益决策往往持风险规避态

度，对于损失决策，往往持风险承担态度。 根据前景理论，管理者处于组织绩效损失时，将更倾向于承担风险。
但对于组织创新而言，一方面能够抑制因组织衰落而产生的低绩效或组织的低适应性等问题；另一方面，组织

创新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因此，在面临绩效不佳的环境下，管理者往往会表现出风险追逐偏好，
更可能选择创新决策。 另外，纵观企业管理实践，组织衰落对创新也有重要的刺激作用。 以苹果公司为例，在
１９９６ 年之前的数年时间里，苹果公司被认为是硅谷的没落企业，每年亏损十几亿美元（衰落组织）。 但乔布斯

重返苹果之后，面对苹果举步维艰的衰落形势，审时度势，化衰落为动力，实施了创新驱动战略，变革商业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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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紧跟和引领市场需求，相继推出 ｉＰｏｄ、ｉｐｈｏｎｅ 和 ｉＭａｃ 等创新性产品，最终成为全球最具创新性的公司。 因

此，提出假设：
Ｈ１：组织衰落对组织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２）组织衰落与失败学习

在动荡的商业环境中，几乎所有的企业在其成长过程中都不同程度的遭遇过失败经历。 在组织行为研究

中，失败是指组织绩效因在营运过程中出现失误和问题未达到预期目标的结果［１７］。 组织衰落属于组织绩效

持续下滑的状态，组织衰落与组织失败概念相似，但在程度和结果上存在较大差别。 组织衰落侧重于组织绩

效持续下降的现象，实际绩效可能大于或等于预期绩效，也可能低于预期绩效，如果衰落趋势不能得到有效遏

制，在结果上必然导致组织失败。 换言之，组织失败是量变（绩效持续下降）引致质变的结果。 此外，根据衰

落速度，组织衰落分为快速衰落、渐进衰落和拖延衰落三种情形，不同情形产生的结果也具有差异性，总体而

言，可分为组织失败和复苏两种。 因此，对于管理者而言，如何使衰落组织走向复苏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管理问

题。 失败学习理论的提出和应用为组织衰落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选择。 根据决策理论［２］，管理者基

于满意原则而非最优原则对战略方案进行评价，决策满意可以提升组织绩效，建立组织竞争优势；而决策不满

意，管理者就会搜寻其他的方案。 换言之，如果管理者是基于期望导向的，那么持续的组织衰落必然导致组织

失败，从而产生组织绩效低于期望绩效的情形。 因此，满意的决策会提升组织的竞争力和组织绩效，而对于不

满意的决策结果，往往会造成组织衰落。 此时，管理者往往会基于组织承诺和组织心理所有权认真探析组织

衰落的原因，针对组织存在的问题，根据组织衰落情形开展问题式搜寻和创新式搜寻。 其中，渐进衰落和拖延

衰落因衰落周期长、速度较慢适用于问题式搜寻，并触发组织开展利用式失败学习，这种学习形式往往基于组

织已有的知识和技术，挖掘已有创新失败的经验教训，增强组织的环境反应力、适应力和判断力，促进已有技

术与环境的匹配性，提升创新战略的执行力，从而能够加快创新速度，提高创新成功率。 快速衰落因衰落周期

短、速度快，适用于创新式搜寻，并触发组织开展探索式失败学习，探索式失败学习基于搜索、发现、实现、创新

与风险承担等特征［３３］，本质上属于跨越组织边界的失败学习活动，旨在对外部新颖的失败知识和技术的追

寻，通过丰富组织的新颖性和异质性知识，提升组织新产品开发的成功率，从而契合顾客需求，实现组织复苏。
此外，从比较研究方法的视角，一些学者探讨了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对于组织学习的作用。 研究认为，对比成

功经验，失败经验更能驱动衰落组织抛弃传统观念和既有的思维模式，增强组织学习意愿和能力，致力于搜寻

新的问题解决方法［３４］。 因此，提出假设：
Ｈ２：组织衰落对失败学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３）失败学习与组织创新

国外学者在研究失败学习效应时，对失败学习与组织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认为失败学习能够降低创

新失败率，提升组织可靠性、适应性和稳定性，进而提高组织绩效［３５］。 国内学者对失败学习与组织创新的关

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围绕技术信息获取［１１］、社会资本［１０］、外部创新搜寻［１２］、知识治理［３６］ 和高质量关

系［３７］等角度展开。 综合已有文献，失败学习对组织创新的影响机理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①学习经验曲线。
根据学习经验曲线，随着曲线的移动，创新效益的增加会递减，如果想获得更好的创新绩效，必须转移到另一

个技术曲线，即动态的、开放不连续创新才能保持组织过去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而在转换技术曲线的过程中，
失败学习起着重要作用。 比如通过实施跨越组织边界的外部创新搜寻战略，组织可以获取异质性、新颖性的

失败创新、失败战略等方面的案例资源，开展案例学习，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创新技术的市场匹配性，从而有助

于组织创新。 ②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 Ａｒｇｙｒｉｓ［３８］把组织学习分为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 单环学习重在修正

目标实施过程中的错误行为、工作失误、差错，而对组织的政策、制度、惯例、思想等控制变量不做根本改变。
双环学习是在单环学习的基础上，不仅修正组织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对环境或控制变量进行改变或重构。 一

定意义上，单环学习是失败学习的初级阶段，双环学习是失败学习的高级阶段。 因此，在组织衰落情境下，开
展双环学习（失败学习）更有利于打破僵化的思维、惯例、体制，促进组织管理和技术创新。 ③从演化经济学

视角，组织的成长同其经历的成功与失败的事件密切相关，组织对于失败经验的系统学习、借鉴对组织的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３３］。 因为组织从失败中挖掘出有价值的经验，并开展失败学习可以有效避免类似的失败，或者

从小的失败中得到启发，以便能够未雨绸缪。 因此，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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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３：失败学习对组织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作为一种组织行为，组织创新是一种需要组织内所有人共同参与的集体活动。 作为驱动组织创新的重要

力量，组织衰落在影响组织战略决策过程中，组织管理者及其员工需要经历衰落认知、衰落分析和衰落治理的

心理和行为过程。 根据组织衰落与失败学习的概念，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失败学习的过程。 组织失败

学习是组织存在和运行的关键环节，组织衰落能够激发管理者及其员工开展失败学习活动，进而实现组织创

新。 因此，本研究认为失败学习在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 具体而言，基于管理决策理论，组织

衰落是激发失败学习的重要驱动力，而基于双环学习和学习曲线驱动的失败学习更有利于提升组织的创新能

力。 换言之，组织衰落是决策执行结果不满意的表征，对于不满意的结果，组织开展失败学习是提升决策满意

的重要途径。 而在失败学习战略指引下，组织将更加重视失败的价值，识别新的发展机会［３９］，激励组织搜寻

新的问题解决方法。 正如陈君达和邬爱其［４０］所指出的，创新是通过组织管理者及其员工反复的试验和试错

过程来实现的。 因此，提出假设：
Ｈ４：失败学习在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
（４）组织惯例更新的调节作用

组织惯例的生命周期包括五个阶段，即孕育期、形成期、稳健期、变质期和废止或修正期［４１］。 本质上，组
织惯例的演化过程蕴含了组织惯例更新的过程，所谓组织惯例更新是指组织惯例为了匹配环境变化而主动进

行组织惯例更新和创新的过程，通过组织惯例更新实现淘汰环境适应性低的组织惯例、更新适应环境变化的

组织惯例和引入新组织惯例的过程［２５］。 组织衰落表现为组织绩效的持续下滑，或者组织适应性差、合法性不

足的状态［８，１５］，本质上归结为组织与环境的不匹配所产生的运营困境。 组织惯例更新不仅与组织学习（包含

失败学习）直接相关［２５］，而且能够影响管理者对组织衰落的认识和治理策略［１６］。 当组织惯例更新较快时，表
明了组织惯例的变革性、适应性和创新性，属于组织惯例“有意识的努力结果” ［４２］，意味着在组织与环境不匹

配时，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将会刺激管理者认真反思组织衰落的根源，识别导致衰落的关键因素，并通过搜寻

和创新两种方式打破常规，接受新生事物，主动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思考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想法、新方案，
从而促进组织失败学习活动的开展；当组织惯例更新较慢时，表明了组织惯例的相对稳定性，但在组织衰落情

境下，组织与环境出现了高度的不匹配现象，而组织惯例尚未修正或建立新的惯例，组织惯例的稳定性增强了

路径依赖性和结构刚性［２８］，组织管理者及其成员往往会出现思维认知和决策行动的趋同性，表现出墨守成规

的态度和组织惯性，结果很难对组织的发展问题提出质疑和反思，这样大大减少了试错和试验的机会，同时，
由于组织中“群体思维”的存在更难以产生失败学习之举。 换言之，组织惯例更新较慢，将会阻碍失败学习行

为，导致组织以更慢的速度吸收外部新知识和整合内部创新资源。 因此，提出假设：
Ｈ５：组织惯例更新增强了组织衰落对失败学习的正向影响，即组织惯例更新越快，组织衰落对失败学习

的正向影响越显著。
假设 Ｈ４ 和 Ｈ５ 所揭示的关系进一步表现为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４３］。 即失败学习中介了组织衰落对

组织创新的正向影响；而且，该中介作用的大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组织惯例更新的调节作用。 根据决策理论，
组织衰落属于组织决策绩效不满意的结果，管理者将会启动搜寻程序，开展利用式失败学习和探索式失败学

习。 此外，根据失败学习理论，失败经验是企业创新的独特资源，企业通过识别失败、分析失败、开展试验以提

升组织创新的动力和成功率［１７］。 同时，组织惯例更新作为一种组织惯例调控机制，能够在组织衰落对失败学

习和组织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缓冲作用。 具体而言，在组织惯例更新较快的组织中，基于组织衰落的驱动，
组织惯例具有高灵活性、变革性和适应性特征，更能够有效匹配新环境的变化，组织衰落对失败学习的影响较

大。 失败学习更多地传导了组织衰落对组织创新的效应；但是，在组织惯例更新较慢的组织中，在组织衰落驱

动下，组织惯例稳定性的积极效应几乎消耗殆尽，伴随而来的是组织僵化、不思变革，导致组织衰落对失败学

习的影响较弱。 组织衰落对组织创新的作用就难以通过失败学习来传递。 因此，提出假设：
Ｈ６：组织惯例更新调节了失败学习对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间关系的中介作用，表现为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模型，即组织惯例更新越快，失败学习对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就越强；反之越弱。
综上，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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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理论模型

研究设计

１、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主要借鉴国内外研究中已使用过的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成熟量表，并结合我国情

景进行了调整和修订。 主要变量采用李克特 ７ 级量表设计，具体题项见表 １ 所示。
（１）组织衰落

根据组织衰落的概念［８，１４，１５］，借鉴 Ｃａｒｍｅｌｉ 和 Ｓｈｅａｆｆｅｒ［１５］设计的组织衰落量表，并进行了翻译和修订，包含

５ 个题项，如“企业预测或判断威胁其生存环境变化的能力不足”等。
（２）失败学习

基于 Ｅｄｍｏｎｄｓｏｎ［４４］对于失败学习概念的界定，采用 Ｈｉｒａｋ 等［３５］开发的 ６ 个题项的失败学习量表。 如“企
业非常鼓励员工询问‘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制造产品或提供服务？’”等。

（３）组织惯例更新

参考王永伟等［２５］的组织惯例更新量表，并进行了修订和调整，包括 ６ 个题项。 如“企业鼓励员工参与到

组织规范的修订过程中”等。
（４）组织创新

根据王雁飞和朱瑜［４５］的研究，组织创新量表包括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两个维度，技术创新包括 ５ 个题

项，如“引进优化工作流程的新技术”等，管理创新包括 ６ 个题项。 如“改善工作流程或方法提高工作效率”
等。 在实证分析中，采用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均值作为组织创新的测度值。

此外，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有效性，避免其他相关变量影响主要变量而出现推理偏差，借鉴相关文献的做

法［３７］，本文把所有制类型、企业规模和行业竞争程度作为控制变量，测度其对失败学习与组织创新可能存在

的影响。
２、样本情况

国外学者主要在医疗、交通、银行、航空航天等行业开展失败学习的相关实证研究［１９］。 动荡的商业环境

下，组织衰落对于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具有普遍性。 尤其在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中表现的更为明显，研究这些

行业企业的组织衰落对组织创新的积极效应是否需要借助于失败学习来实现，以及企业的制度变革（组织惯

例更新）是否会对这一过程产生驱动效应。 对于衰落企业的复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本研究的调查样本来源于包括太原、南京、郑州等地区的军工、钢铁、航空航天、电子等制造企业与高

技术企业，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进行了大约半年的样本搜集和数据整理工作。 本研究的调研对象

主要以企业的管理者与核心员工为主。 采用实地调研为主、网络调研和电子邮件调研为辅的方式获取样

本资料。 为了提高问卷的回收率和确保问卷的填答质量，在问卷调研过程中我们通过多种途径（面对面、
电话、邮件和 ＱＱ 等）对于问卷调研目的、问卷内容及问卷填写规范等方面与被调研者进行了较为充分的

沟通和交流。
本研究共发放 ２８０ 份问卷，实际回收 ２１４ 份，回收率为 ７６ ４％。 并按照问卷填答完整性、内在逻辑一致性

和填写认真程度等指标对回收问卷进行筛选，剔除无效问卷 １８ 份，最终有效样本为 １９６ 份，有效回收率为

７０％。 其中，从企业性质看，国有企业占 ２３ ８％，私营企业占 ５９ ５％，外资企业占 １０ ３％，其他企业占 ６ ４％。
从销售收入看，近三年平均销售额在 ５００ 万元以下的企业占 ２１ ６％，５００－１ ０００万元的占 １４ ８％，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
万元的占 １５ ３％，５ ０００ 万－１ 亿元的占 ２８ ２％，１ 亿元以上的占 ２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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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结果与探讨

１、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组合信度（ＣＲ）和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ｌｐｈａ 值评估变量的内部一致性。 根据表 １ 可知，组织衰落、失败

学习、组织创新和组织惯例更新的组合信度和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ｌｐｈａ 值均大于 ０ ７，表明变量的信度较高，能够满足

后续研究的需要。
表 １　 研究变量的信度和效度

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

载荷

解释方差

占比％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ｌｐｈａ ＣＲ ＡＶＥ

组织

衰落

１．企业应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弱 ０ ６９０
２．企业应对环境变化的反应不及时 ０ ７４４
３．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构建竞争力的基础 ０ ７５７
４．企业的行为被认为是不合法的 ０ ７８１
５．企业预测或判断威胁其生存环境变化的能力不足 ０ ７２８

５４ ８５６％ ０ ７８９ ０ ８５８ ０ ５４９

失败

学习

１．如果缺乏完成任务的某些资源，企业员工不仅可以提

供及时的解决方案，还会把这个问题通知管理层和相关

部门

０ ６５６

２．当员工犯错误时，他的合作者或同事并不责怪，而是从

中学习经验
０ ７６６

３．当员工犯错误时，他们通知相关经理督促其他成员从

中学习
０ ６７４

４．企业非常鼓励员工询问“我们为什么这么做？” ０ ７９３
５．企业非常鼓励员工询问“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制造产

品或提供服务？” ０ ７６５

６．企业经常鼓励员工畅所欲言的讨论问题 ０ ８２４

５６ ０５２％ ０ ８４３ ０ ８８４ ０ ５６１

组

织

创

新

管

理

创

新

技

术

创

新

１．积极采取新的措施改进企业绩效 ０ ８５２
２．改善工作流程或方法来提高工作效率 ０ ８５４
３．采用新的薪酬制度更好的激励员工 ０ ８３２
４．对企业未来发展具有独到见解 ０ ８４８
５．及时根据环境变化制订应急方案 ０ ８６０
６．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部门和员工绩效 ０ ８０３
１．根据客户需求更新服务的内容和形式 ０ ８５４
２．引进新的技术和设备以提高产出效率 ０ ８０９
３．引进优化工作流程的新技术 ０ ８０５
４．开发市场需要的新产品 ０ ７６０
５．及时更新并整合企业的知识资源 ０ ７４０

７０ ８５９％ ０ ９１７ ０ ９３６ ０ ７０６

６３ １２７％ ０ ８５２ ０ ８９５ ０ ６３１

组织

惯例

更新

１．企业员工提出的改善组织规范的建议能很快被采纳 ０ ７８０
２．企业鼓励员工参与修订组织规范 ０ ７５７
３．企业定期考察和评估已有规范的效率 ０ ７４０
４．企业员工能够很快接受并运用新的组织规范 ０ ７７９
５．企业对实施新规范的效果进行定期评估 ０ ６４８
６．企业主动进行规范变革以迎接内外新的挑战 ０ ５０７

５０ ２３５％ ０ ７９６ ０ ８５６ ０ ５０２

本研究主要通过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来检验变量的效度。 首先，通过采用因子载荷和解释方差占比检验

研究变量的收敛效度。 根据表 １，组织衰落、失败学习、组织创新和组织惯例更新的 ＫＭＯ 值均符合大于 ０ ７
的统计要求，且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显著，因而可以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同时，所有研究变量的因子载荷系数

均超过了 ０ ５。 此外，组织衰落、失败学习、组织创新和组织惯例更新的解释方差占比均远大于变量解释方差

占比临界值 ３０％。 因此，研究变量具有较高的收敛效度。 其次，采用平均提取方差（ＡＶＥ）检验变量的判别效

度，表 １ 中主要潜变量的 ＡＶＥ 值均大于 ０ ５，这表明潜变量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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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相关分析

进行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能够初步检验理论假设的正确性。 根据表 ２ 可知，组织衰落、失败学习、组织创

新和组织惯例更新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初步验证了理论假设的有效性。
表 ２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１．所有制类型 ２ ０１５ ０ ７３４ １
２．企业规模 ３ １１２ ０ ７５１ ０ ４０９∗∗ １
３．行业竞争程度 ４ １３８ ０ ６７７ ０ ３８３∗∗ ０ ２１５∗∗ １
４．组织衰落 ５ ５６３ ０ ７３９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９ １
５．失败学习 ５ ６１６ ０ ７１７ －０ ０７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４０ ０ ７９１∗∗ １
６．组织创新 ５ ８３３ ０ ７８７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４１ ０ ７２４∗∗ ０ ７８１∗∗ １
７．组织惯例更新 ５ ９９７ ０ ７２１ －０ １００ －０ ０７７ ０ ００３ ０ ６１０∗∗ ０ ６７３∗∗ ０ ７０１∗∗ １

注：Ｎ＝ １９６，∗∗表示相关系数在 ５％上显著（双尾检验）。

３、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回归分析检验理论假设的有效性，结果见表 ３ 所示。
（１）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 根据表 ３ 可知，模型 ２ 对组织创新的解释力优于模型 １，调整后的 Ｒ２ 从

－０ ０１３上升到 ０ ５１５，增加了 ０ ５２８。 模型 ２ 的 Ｆ 值为 ５２ ８３０，ｐ＜０ ００１，统计检验显著。 此时，组织衰落（β ＝
０ ７２４，ｐ＜０ ００１）对组织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 Ｈ１ 获得支持。

表 ３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组织创新 组织创新 失败学习 失败学习 组织创新 组织创新 失败学习 失败学习

控制

变量

企业所有制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８４ －０ ０７３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０ －０ ０６５ －０ ０７８
企业规模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３３ ０ ０５０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行业竞争程度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９

自变量
组织衰落 ０ ７２４∗∗∗ ０ ７９０∗∗∗ ０ ２８３∗∗∗ ０ ４７３∗∗∗ ０ ５５１∗∗∗

失败学习 ０ ７８２∗∗∗

中介变量 失败学习 ０ ５５８∗∗∗

调节变量 组织惯例更新 ０ ２３９∗∗∗ ０ ３３５∗∗∗

交互项
组织衰落×

组织惯例更新
０ ２９６∗∗∗

Ｒ２ ０ ００３ ０ ５２５ ０ ００７ ０ ６３０ ０ ６１１ ０ ６４０ ０ ４５３ ０ ５１５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０１３ ０ ５１５ －０ ００９ ０ ６２２ ０ ６０２ ０ ６３１ ０ ４４１ ０ ５０２

Ｆ ０ １６５ ５２ ８３０∗∗∗ ０ ４３９ ８１ ３８５∗∗∗ ７４ ８５６∗∗∗ ６７ ６３６∗∗∗ ３８ １０６∗∗∗ ４０ ４９７∗∗∗

注：Ｎ＝ １９６，∗∗∗为 ０ ００１ 水平下显著，∗∗为 ０ ０１ 水平下显著，∗为 ０ ０５ 水平下显著。

（２）组织衰落与失败学习。 根据表 ３ 可知，模型 ４ 对组织创新的解释力优于模型 ３，调整后的 Ｒ２ 从

－０ ００９上升到 ０ ６２２，增加了 ０ ６３１。 模型 ４ 的 Ｆ 值为 ８１ ３８５，ｐ＜０ ００１，统计检验显著。 此时，组织衰落（β ＝
０ ７９０，ｐ＜０ ００１）对失败学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 Ｈ２ 获得支持。

（３）失败学习与组织创新。 根据表 ３ 可知，模型 ５ 对组织创新的解释力优于模型 １，调整后的 Ｒ２ 从

－０ ０１３上升到 ０ ６０２，增加了 ０ ６１５。 模型 ５ 的 Ｆ 值为 ７４ ８５６，ｐ＜０ ００１，统计检验显著。 此时，失败学习（β ＝
０ ７８２，ｐ＜０ ００１）对组织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 Ｈ３ 获得支持。

４、失败学习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步骤，第一步，检验组织衰落对组织创新的影响（表 ３ 模型 ２）；第二步，检验组织衰

落对失败学习的影响（表 ３ 模型 ４）；第三步，将控制变量、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一并纳入回归方程（表 ３ 模型

６），模型 ６ 的 Ｆ 值为 ６７ ６３６，ｐ＜０ ００１，统计检验显著。 同时，中介变量失败学习的回归系数 β ＝ ０ ５５８，ｐ＜
０ ００１，回归系数显著。 自变量组织衰落对因变量组织创新的回归系数 β ＝ ０ ２８３，小于模型 ２ 中的回归系

数，且 ｐ＜０ ００１，回归系数显著。 表明失败学习在组织衰落和组织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Ｈ４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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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组织惯例更新的调节作用

本文采用层级回归方法检验组织惯例更新在组织衰落与失败学习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参见表 ３ 中模型

７ 和模型 ８。 将控制变量、组织衰落、组织惯例更新、组织衰落和组织惯例更新的交互项加入回归方程后，模型

８ 对失败学习的解释力得到提高，使得调整后的 Ｒ２ 从模型 ７ 的 ０ ４４１ 提高到 ０ ５０２。 模型 ８ 的 Ｆ 值为

４０ ４９７，且 ｐ＜０ ００１，统计性显著。 同时，组织衰落和组织惯例更新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β ＝ ０ ２９６，ｐ＜０ ００１。 表

明组织惯例更新正向调节组织衰落对失败学习的作用。 假设 Ｈ５ 成立。
因假设 ６ 属于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因此，需要采用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方法。 本文根据 Ｐｒｅａｃｈｅｒ 和

Ｈａｙｅｓ［４６］提出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应用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程序来解决有调节的中介检验问题。 即将中介和调

节效应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加以整合以验证有调节的中介模型［４７］。 具体检验结果参见表 ４。 由表 ４ 可知，
组织惯例更新在不同水平上（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均值和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组织衰落通过失败学习间

接影响组织创新的关系是显著的。 即在低组织惯例更新时，组织衰落对组织创新的间接效应显著（９５％置信

区间为［０ ０５４，０ ２６７］，不包含 ０）；在高组织惯例更新时，间接效应显著（９５％置信区间为［０ １７６，０ ４８８］，不
包含 ０）。 这说明组织惯例更新越快，失败学习在组织衰落和组织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强。 因此，假设 ６ 得

到支持。
表 ４　 失败学习在组织惯例更新不同水平下的中介效应

组织惯例更新 间接效应 ＳＥ（标准误） ９５％的置信区间

低组织惯例更新 ０ １６３∗∗∗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４ ０ ２６７
中组织惯例更新 ０ ２４６∗∗∗ ０ ０５６ ０ １４５ ０ ３６４
高组织惯例更新 ０ ３２９∗∗∗ ０ ０８３ ０ １７６ ０ ４８８

注：Ｎ＝ １９６，∗∗∗为 ０ ００１ 水平下显著，∗∗为 ０ ０１ 水平下显著，∗为 ０ ０５ 水平下显著。

结论与启示

１、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文献梳理和理论推演，构建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了组织衰落影响组织创新的机理，考察

了失败学习的中介作用，分析了组织惯例更新的调节效应。 并通过问卷调研和假设验证，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１）本研究证实了影响组织创新的两个关键因素，即组织衰落和失败学习。 在已有的组织创新研究中，

多从社会资本［４］、组织学习［５］、领导风格［６］ 等方面探讨其对组织创新的影响。 本文研究结果发现，组织衰落

和失败学习能够显著影响组织创新，并通过了实证数据的检验和支持。 这一研究结论从实证角度进一步佐证

了 Ｍｏｎｅ 等［３１］的研究结论，即揭示了组织衰落和失败学习是驱动组织创新的重要力量。 因此，在组织创新中，
需要积极关注组织衰落和失败学习的重要价值。

（２）本研究发现失败学习在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即组织衰落能够显著影响

失败学习，继而通过失败学习促进组织创新。 这可以从决策理论、绩效反馈理论和创新搜寻理论的视角来解

释，即组织衰落是企业绩效持续下滑的表征［８］，本质上属于组织失败范畴，根据绩效反馈理论，分析失败、开
展试验和调整战略（失败学习）是企业的必然选择，进而通过创新搜寻和问题搜寻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以

促进组织创新，从而为破解组织衰落困境提供学习方法和解决方案。
（３）本研究验证了组织惯例更新在组织衰落和失败学习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组织惯例更

新调节失败学习在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的假设也得到检验。 这一方面反映了在组织衰落背

景下，组织惯例更新越快，越能够更好地适应和匹配环境变化，高层管理者更愿意并主动接受变革，致力于开

展失败学习活动；另一方面，表明了失败学习的中介作用也要受到组织惯例更新的影响和制约。 即组织惯例

更新越快，失败学习的中介作用就越大；反之，就越小。
２、理论意义

已有研究对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争论［４８］，并且对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还没有深入的

剖析和实证检验。 针对以往研究的不足之处，本研究从行为理论和前景理论视角阐释了组织衰落对组织创新

的影响机理，并进一步考察了失败学习的中介作用和组织惯例更新的调节作用，为组织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

定借鉴。 以往研究多从战略管理视角探究组织衰落、创新与组织复苏的关系［８，１６］，如 Ｔｒａｈｍｓ 等［１６］ 提出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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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辨识衰落、公司响应、公司行动和结果的复苏战略模型，为衰落组织的复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根据相关

文献，失败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学习之旅”，蕴含着大量比成功更有价值的信息，更需要衰落组织积极开展

失败学习实践［４９］。 为此，本文尝试将失败学习运用到组织衰落对组织创新的影响过程中，补充了组织衰落与

组织创新的中间要素支撑，验证了组织衰落通过失败学习驱动组织创新的机理。 这有助于更好地揭示组织衰

落如何影响组织创新的“黑箱”，并为解读组织创新路径选择提供了新的视角。
过去关于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的研究局限于主效应的定性分析，并在可利用冗余资源［４８］、制度化组织使

命、衰落归因等［３］方面探讨其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机制。 本研究从失败学习和组织惯例更新视角探讨组织衰

落对组织创新的作用机理，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别考察失败学习的中介作用和组织惯例更新的

调节机制。 首先，组织衰落作为组织变革的动力，促进了组织失败学习，而失败学习为组织创新提供了重要的

资源保障［１０，１１］；同时，失败学习在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 其次，组织衰落和失败学习的关系

受到组织惯例更新的调节。 组织惯例更新快意味着组织的环境匹配能力强，因此，能够增强组织衰落对于失

败学习的积极作用，而组织惯例更新慢则会减弱组织衰落对于失败学习的作用。 以此为基础，本研究还剖析

了组织惯例更新对失败学习中介作用的调节机制，构建了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一方面，将组织惯例更新、组织

衰落、失败学习和组织创新嵌入到统一的模型中，拓展了组织衰落影响组织创新的分析框架。 另一方面，在理

论上进一步明晰了衰落组织在什么条件下更倾向于开展组织创新的问题。
３、管理实践启示

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了一些有益的结论，为有效促进组织创新提供了新的借鉴，对我国

企业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主要表现在：（１）研究结果有助于重视和研究组织衰落问题，并对组织衰落进

行实时监控。 根据实证研究结果，组织衰落部分通过失败学习影响组织创新。 因此，组织在面对衰落情形时，
应该充分利用失败学习的重要作用，对企业衰落进行深入剖析，及时调整或修正创新战略，提升组织的创新力

和适应力。 （２）重视失败学习的关键价值。 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失败学习是提升组织创新非常重要的影响途

径［１０－１２，３６，３７］。 因此，在当前外部环境充斥着变数、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背景下，几乎所有的企业都面临着组织

衰落的风险，存在着可能发生经营失败的问题，如何构建适合组织自身的失败学习机制，营造有助于失败学习

的氛围，进而提升组织创新能力以及更好的适应环境变化已经成为组织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３）组织惯例

更新正向调节组织衰落与失败学习之间的关系以及失败学习的中介作用。 为此，在组织衰落态势下企业管理

者应重视组织惯例更新的价值，提升组织惯例更新速度，增强组织惯例的灵活性、适应性和生命力。 以便使得

组织惯例与企业资源能力和外部环境互动耦合与匹配［２５］。
４、研究局限和未来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同时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方向。 （１）根据组织衰落的相关文献，虽然组织衰

落研究在国外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国内很少有学者关注这一研究领域。 未来研究需要在已有研究的基

础上，对中国情境下组织衰落的影响因素、组织衰落治理以及衰落组织冲突管理等方面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２）本研究将失败学习变量纳入到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的关系中，考察其中介作用，具有一定的探索性，研究

结果也初步表明了失败学习在组织衰落和组织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 但也可能存在着其他变量在组织衰落

与组织创新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可进一步探索其他的相关变量，以便更为全面的诠释两

者关系的影响机理；（３）基于相关文献，本研究把所有制类型、企业规模和行业竞争程度作为控制变量。 但检

验结果表明，控制变量不显著，说明在控制变量选择上可能存在着片面性问题，在未来研究中将进一步完善控

制变量，把企业产权属性、年龄、行业等变量纳入到控制变量中，以便更好地解释模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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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科体系的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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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管理学历经百年发展，学科体系日益发展与成熟，但跨学科及学科内部的知识交融与整合

仍是各界向往却远未达成的目标。 商学院惯常的职能性课程设置，使学生建构系统化和活性化

知识体系的过程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把如何跨越学科界限进行管理知识整合的问题留给学生

独自去解决，导致管理教育的质量参差不齐。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商学院管理学科的构成及其关

系结构的网络分析与国际比较，揭示课程间或学科间知识关联特征、联结要径、整体网络形态及

可能成因。 总体上，国内外管理学科网络在发展路径、倚重点、连接方式和结构形态上存在明显

的差异。 学科体系的对比分析，可为国内企业管理专业学科体系优化和发展路径选择提供借

鉴，并助推学生在跨学科知识融合中构建整体性知识系统，实现相关知识的联结、迁移与创新。
关键词：管理学；课程体系；网络分析；知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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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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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知识不是孤岛，而是有机关联的网络。 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实践家，都需要跨越既有学科界限的区隔，建立

起相关学科间的密切联系。 能否帮助学生构建起知识网络，是盘活存量知识、实现知识迁移的关键，也是高等

院校中教育工作者的核心使命。 当今时代已对学科领域之间的跨界联系倍加重视，相对而言，对特定学科领

域内部的整合却关注较少。 然而，如果不能实现子学科之间的知识连通与交互，学科领域间的跨界联系将成

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就管理学科而言，自泰罗提出科学管理理论以来，其学科体系日益充实和完善，与此同时却面临着如何走

出“管理理论丛林”的困境。 以管理学科为中心的商学院建立后，管理教育日趋常态化、正规化，但主要课程

设置及结构形态仍处于多样化且不断演化的状态。 商界要求商科毕业生对管理学知识构成拥有整体性认

知［１，２］，但商学院的课程却主要是基于经营功能分立的学科来设置［３］。 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和 Ｏｖｅｒａｌｌ［４］ 指出，理想的商

学院课程应当着眼于整合多学科的知识，课程整合应基于多个学科而非单一核心［２］。 管理教育的实质是将

相关、相近学科进行横向联系，以培养学生运用多学科知识、理论与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的综合管理素质［５］。
尽管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管理学者开始为管理学的课程整合和学科教育现况的评估与改进开展了诸多理论

层面探讨，并提出了原则性政策建议，迄今却未见对商学或管理学院中现行的管理学领域学科体系和课程网

络进行清晰的描绘与剖析，使得管理教育改革方向与方案的设计缺乏现实针对性和科学依据。 Ｋａｒａｙｅｖ［６］ 基

于商业咨询构建了企业战略发展的认知工具———由若干战略因素构成的认知图式（网络），但未对各要素联

结所反映的管理学子学科联系的原理进行深入分析。 无论是管理学自身的演进、管理学在商界的应用，抑或

是管理教育的发展，都需要将管理学各子学科间乃至跨学科的网络纳入考量中。
知识网络作为一个有机关联、变化发展的复杂动态系统，其网络结构的形成是教与学两方面互动的结果，

并成为知识探索和创新的基础。 为了对国内外管理学科的基本构成和体系做出一个全景式描述，识别其结构

特征及核心课程，本文以企业管理专业学术型研究生为对象进行课程和学科网络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研究发

现，国内外商学院在专业课程设计、课程结构上存在一定的趋同性。 就国内某商学院来看，尽管其管理教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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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断深化发展，课程结构也日渐完善，但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比国外商学院要弱，且主要依靠战略管理课程

来连接。 基于这样的学科与课程网络分析结果，本文识别出国内外商学院中管理学各子学科间联系的基本模

式、联结要径及网络结构形态，以图有效整合分散于各门课程教学中的相关知识，形成整体性网状知识结构，
并强化对管理教育实质的理解和把握。

文献回顾

１、管理学科体系构成

管理学在上个世纪初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出现后，经历了科学管理阶段、行为科学阶段和现代管理阶段。
陈悦［７］跳出传统以“管理学派”描述管理学学科发展线索的范式，运用期刊共被引和科学知识图谱的理论与

方法分析管理学的演进图景和发展脉络，将管理学的演进路线归纳为从经验到科学、从个体行为到组织行为、
从组织的人到人的组织、从过程管理到战略管理、从职能组织到变革组织、从组织管理到知识管理等历程，并
总结出以组织行为理论、组织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为三大支柱的管理理论体系。

管理学在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本质上具有很强实用性的学科［８］，归根结底是得益于各个关联

学科的理论发展和方法借鉴，但交叉发展过程中利、弊兼具。 ＭｃＧｒａｔｈ［９］ 明确指出，管理学教育和研究过分强

调学术合法性，强调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经典核心学科对管理学的支撑作用，忽视了管理学这一独立学

科的基本问题，以及与管理现实切合、聚焦管理实践问题的研究。 以 １９８０－２００５ 年这 ２５ 年间管理学顶级杂志

ＡＭＪ 杂志发表的本文为例，Ａｇａｒｗａｌ 和 Ｈｏｅｔｋｅｒ［１０］ 发现，管理学大量借鉴了相关学科（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

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尤其是微观研究上突出地以心理学为主，宏观研究上多学科平衡发展，但缺乏主导的

理论。 以战略管理为例，源于自然科学的复杂理论和源于社会学的网络理论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融合渗

透到主流战略管理理论中，通过复杂网络和复杂适应性系统来考察环境与战略的相互影响与演进，能为战略

管理提供新的研究视角［１１］。 管理学作为拥有独立的基本研究问题的学科，在帮助组织整合战略、组织和资源

的过程中，必须大量吸收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先进成果［１２］。 虽然学科借鉴构成管理学的基本知识，并丰富了管

理学领域，但管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并未有机融合［１３］。
以上研究主要关注管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的必要性和利弊，以便为相对年轻、欠成熟的管理学发展营造

一个多学科共存和互鉴的学术生态，但是，对于跨学科的融合尤其是管理学科内部各分支学科间的整合，缺乏

足够的关注和深度分析。 陈劲和王鹏飞［１４］提出的管理学体系，从宏观层面描绘了管理学的整体轮廓，但并未

触及管理学内部的复杂网络关系。 借用学科网络分析方法阐明管理学学科体系下各学科之间的关系，有助于

理解管理学的渊源、支撑学科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有关工商管理教育史的回顾显示，以“商学”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而非“管理学”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作为支柱的“商学

院”的获名与发展，加剧了学科的分立与分化［１５］。 为避免狭窄的“竖井”式教育，不少管理教育者呼吁，需要

将商业问题视为本质上是管理的问题，从而使商科教育能反映“管理学院”的使命。 《金融时报》 载文指出，
职能性教学已无法再满足职位需求［１６］。 Ｍｉｔｒｏｆｆ 等［１７］ 的反思本文提出，商学院需要及时改变知识内容、思维

观念以及相应的哲学基础以适应变化的外部世界。 他们认为，这种改变需要以一般管理学为“结合胶” （ 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ｇｌｕｅ），以此将诸如会计、运营、市场营销等学科粘合为管理学分支，并以日渐丰满的管理学体系解决

复杂的实际问题。 国内学者吕一林和韩笑［１８］认为，商学院的课程设置，需要考虑管理实践要求，形成各专业

独有的课程模块。 管理学是一门开放的、动态发展的学科，工商管理教育不能一味地追求科学性，而需要在理

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中，以管理实践为核心寻找运行轨道［１９］。 然而，即便实践需要整合的知识，以往教育中

的知识传递普遍以财务会计、市场营销、人力资源和运营管理等职能学科甚至以课程为单位，不同领域、不同

部分的知识被人为地割裂，形成了知识孤岛［５］ 和商学院内部运作的“杂乱” ［１７］。 课程体系按照专业学科划

分，重视学科内部知识构成的完整性，却忽略了学科与学科、课程与课程之间知识的有效衔接，导致不同课程

相互独立，缺乏整体性和全局性，不利于相关知识之间的有效交互与融合。 厘清学科间、学科体系内各分支学

科及课程模块之间的关系网络及其形成机制，是工商管理学科整合、发展与创新的基础。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融合课程探索，是聚焦于商业决策和复杂体系来重新打包课程，在打破陈规中推动

“跨学科学习”。 该院 ＭＢＡ 核心课程主管奥拉夫·索伦森认为，“学生们面临的形势是必须解决牵涉组织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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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部门的问题”，除非提供融合课程，否则需要学生个体“有能力整合自己的课程” ［１６］。 而无论设计融合课

程，还是促进学生的自主整合，都涉及学生对管理学不同学科间相互联系的理解。 在学生的管理知识建构中，
类似于务实型 ＭＢＡ 学生需要针对实践中组织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形成知识的有机整合，学术型研究生

也需要加强对管理学中不同学科间相互联系的把握，以形成课程与学科间、学科与学科间关联的知识网络，从
而使“创新产生于不同观点的互动中” ［１６］。

２、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的基本课程设置

随着管理实践不断发展，管理学的课程开设也逐渐丰富、完善。 在西方，商科教育发展较早，国内的商科

教育始于新中国成立后，但主要承袭前苏联模式，以计划经济下的工厂管理为主体内容，改革开放后开始引进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商学院的主要课程模块，初步形成了由通识课程、核心课程和专业课程组成的高等商科

教育框架［１８］。 总体而言，国内工商管理学科课程的设置缺乏系统性，各门课程相对独立，缺乏课程间联系与

整合，难以发挥知识的整体结构性功能，并且偏向于强调理论知识而忽略知识应用和实践能力（针对本科与

硕士层次），从而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管理学学科的发展形成一种内生的限制。
目前许多中国高校的商学院或管理学院普遍地将企业管理二级学科（专业）的研究领域设定为战略管理

与创新创业、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三个方向，或者仅包括前两个方向。 科研基金支持方面，在 ２０１７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的申报说明中，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下的各子领域划分为战略管理、组织理论

与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创业管理和国际商务与跨文化管理。 不管是否以“工商”或者“企业”来界定管理

的范畴，这些类别子学科大体类同于西方商学院的管理学科。 以下为各学科的具体研究内容：
战略管理是对一个企业或组织在一定时期的全局的、长远的发展方向、目标、任务和政策，以及资源调配

做出决策的学科。 战略管理兴起于上世纪 ７０ 年代，当时随着企业竞争加剧和企业对竞争优势的关注，战略管

理日益受到关注，并成为商学院的核心课程之一。 在目前战略管理理论中，产业视角、资源基础观和制度观是

三个主流视角［２０］。 该领域研究的前沿问题包括组织双元性、网络化能力、全球化整合、商业模式创新、战略性

社会责任等［２１］。
组织理论研究组织结构、职能和运转以及组织中管理主体的履职行为，并揭示组织演变规律。 以企业作

为组织的一个类别，广义的组织理论往往将研究对象从工商企业扩展到政府、医院和学校等其他各类组织，类
同于组织社会学。 狭义的组织理论则聚焦于某类组织内组织过程及其结果的研究［２２］。 后者发端于以泰罗、
法约尔和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组织理论，在管理学中拥有悠久的历史。 该领域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深受社会学的

影响，形成了覆盖战略选择、资源依赖理论、组织生态学和制度理论等宏观层面的组织管理学。
组织行为学发端于上世纪 ２０ 年代的霍桑实验，是一门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行

为学科之上的应用行为学科。 在近 ２０ 多年国内外学界对组织行为学研究中，较广泛的议题有个体的动机、态
度、职务设计、领导力、情境、工作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等［２３，２４］，常被称为微观层面的组织管理学。

事实上，在当今管理学的研究范畴中，已经不止于上述三个子学科领域，国际商务（或跨国经营管理）和
创业管理等日渐成为管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国家间贸易往来的增加和企业的国际化，国际商务的重要

性凸显。 该子学科探讨国家差异、全球贸易与投资环境、全球货币制度、国际企业的战略与组织结构和国际商

务运营等话题［２５］。 对于进行跨国经营管理的企业而言，前几个议题可被视为企业的外部环境，后两个议题则

为跨国经营中的战略、组织管理和职能管理。 创业是指不拘泥于当前资源条件的限制而对机会的追寻，组合

不同的资源以利用和开发机会并创造价值的过程。 该子学科探讨的主要议题包括与创业机会产生或组织中

新经济活动相关的行动者、行为、资源和环境，以及创业者或创业事业的特征、行动和挑战［２６］。 相比其他子学

科，创业管理是个新兴的领域，其受到的关注程度日益攀升。
管理学科的发展不仅需要建立较为完整的课程体系，还需要形成各课程间的有机融合。 企业管理专业的

课程网络与学科网络必须在纵向上衔接起来，为形成整体性的结构化知识体系提供一个可实现各模块嵌套性

集结的基本框架。 耶鲁大学商学院近年在课程设置过程中，注重课程基本知识并强化与其他课程的联结，而
非各学科间独立设置课程，以便能够“帮助学生们理解如何将所有这些学科联系在一起”。 其“整合 ＭＢＡ 课

程”的方法，就是围绕高管可能承担的不同责任，而不是根据具体经营职能来建设核心课程。 ＭＢＡ 项目所开

设的每门课程中，均为前半部分涵盖基本商业工具，后半部分强调该课程聚焦的特定职能如何能与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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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战略或组织设计等学科联系起来。［１６］

３、知识领域间相依性与知识网络

伴随信息的突飞猛进增长，学科领域愈发多样、复杂，知识门类在高度分化的同时不断趋于综合，并逐步

演化为一个复杂的网络体系。 目前对学科知识网络尚没有明确的定义。 从知识网络来说，它形式上是由若干

知识节点构成的关系结构，内容上泛指与知识、信息及知识间联系有关的网络的集合概念。 根据网络节点间

的连边是否存在方向性，可将知识网络区分为有向的网络和无向的网络。 理清知识网络的复杂结构有助于把

握知识发展的脉络，并对知识的创新和发展趋势作出准确的判断。
科学引证网络可以反映知识间的传承与发展关系［２７］。 在认知地图的构想中，Ｂｒｏｏｋｅｓ［２８］将紧密相连的若

干学科领域的固有联系表示为概念间联结的网络。 学者们尝试用多种方法和工具对知识网络和知识发展脉

络进行科学的分析，其中包括科学知识图谱［２９］、概念地图［３０］ 等。 这些主要是针对一般的知识网络进行量化

分析，尚未有文献专门探讨和分析管理学科的知识网络。
知识网络的研究对学科和课程间关系的分析提供了概念基础。 与此同时，类比组织内部不同部门的关

系，在学科间或课程间联系的分析上，我们认为可借鉴组织研究的策略，将任务相依性概念引入，以便清晰描

述知识点之间的相互依存强度和关系型态。 在刻画组织中各项工作任务间的关系时，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３１］ 提出了并

列式相依、顺序式相依和交互式相依三种相依关系。 其中，并列式相依是指各个部门相互独立，共同为组织的

整体利益作出贡献；顺序式相依是指后续部门的工作依赖于前面工序部门的工作完成情况；交互式相依则指

Ａ 部门的产出是 Ｂ 部门的投入，Ｂ 部门的产出反过来成为 Ａ 部门的投入，两部门间存在高强度的依赖关系。
对于学科知识来说，不同领域知识间也存在相似的相依性：某些领域间如果相互独立，就是并列式相依；若有

的领域依赖于其他领域的知识输送，就表现为顺序式相依；如果存在交互式的知识相互输送，则表现为交互式

相依，后者是比较复杂的关联关系。 本文基于课程间或学科间的关系数据，将相依性和关系网络概念引入知

识领域间关系结构的探讨中，对商学院的管理学科建设和学生的管理知识建构提供基于经验数据的科学分析

依据。

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以国内某知名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的学科与课程设置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发放问卷收集数据并

对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以呈现该院企业管理学科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课程关系网络和学科关系网络，明确网

络中心位置的课程以及联系不同课程或不同学科的关键节点。 该院是中国工商管理教育的奠基者之一，其工

商管理一级学科为国家重点一级学科，企业管理二级学科为国家重点二级学科，整体实力在国内名列前茅，在
中国一流商学院（或管理学院）的研究生教育中具有代表性。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该院已为中国高校培

养了大量师资。 且近些年来，其国际化程度大幅提升，目前 ３０％的教师为海外博士学位获得者。 自 ２０１２ 年以

来，该院致力于改革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并实施了五年制全员硕博连读培养模式。
为与西方管理学科比较，本文还以国外商学院为考察对象，通过其官方网站搜集管理学博士培养方案中

的相关课程，并依据共发生频率进行数据聚合。 通过中外商学院管理学科的构成及其关系的数据，刻画并对

比两者的学科网络结构，在此基础上探究各自管理学科体系的形态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和相应的效果。
１、数据收集

本研究第一部分的数据来源于国内某知名商学院 ２０１３ 级企业管理专业硕博连读研究生的问卷调查。 问

卷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相邻矩阵”（ａｄｊａｃｅｎｃｙ ｍａｔｒｉｘ）数据收集方法［３１］，以学生报告的方式，测量其感知的知

识领域间关联程度（１ 为很弱，４ 为很强）。 问卷着眼于在课程、学科两个层面调查知识领域间邻接关系，调查

的问题包括两个：一是“就现有已开设的课程来看，你认为以下各课程的内容关联性有多高？”；二是“你认为

学习下列领域的知识对学习其他领域的知识有多大帮助？”问卷后部附有培养方案所列课程的目录、代码及

矩阵表，请问卷填答者在矩阵表中填写对应的数字（其中 ４ 代表程度很高，１ 代表程度很低）。 研究团队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发放调查问卷 ２１ 份，回收 ２１ 份，剔除 ３ 份无效问卷。
本研究第二部分采用“事件矩阵”（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ｍａｔｒｉｘ）数据收集方法［３２］，数据来源于 Ｕ．Ｓ．ＮＥＷＳ 网站全球

排名前 ５０ 的商学院（２０１６）在其官网公布的博士培养方案。 在剔除培养方案中未设置具体课程的样本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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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 ３１ 所商学院的课程设置目录。
２、数据分析方法

网络理论由图论发展而来。 由节点和连边构成的网络，能够客观反映节点间连边方式的差异及其呈现的

整体结构。 张利华和闫明［３３］借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管理科学科研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和竞争力

等，进而对其整体网络结构进行分类。 得益于信息和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复杂网络实证分析法利用复杂

网络结构中的节点和连边来刻画实证数据集中的元素及元素间关系，并通过对复杂网络结构参量的分析和讨

论获得实证系统的性质特征［３４］。 范厚明等［３５］以基于网络节点间关系和特征进行演化博弈仿真研究，通过节

点间的连接刻画北极环境治理响应复杂网络。
社会网络分析对节点的关注胜于对节点本身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中两个节点间的关系因其与网络中的

其他节点的关系而变得愈加复杂难辨，因此 Ｍａｒｇｏｌｉｎ 等［３６］在基因调控网络重构的论文中，将 ＡＲＡＣＮＥ 算法扩

展到基因的调控网络中以解决网络反卷积问题，使用信息理论的方式以消除共同表达（ｃｏ⁃ｅｘｐｒｅｓｓ）产生的大

多数间接相互作用以获得节点间的直接联系。 本文基于 ＡＲＡＣＮＥ 算法，采用 Ｒ 软件对国内外商学院学科及

课程网络进行关系数据处理、分析并绘制网络结构图，同时借助 ＵＣＩＮＥＴ 网络分析集成软件来完成网络关系

数据的计算。

网络分析与国际比较

１、国内某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的课程及学科网络分析

（１）课程网络分析

国内某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硕博连读研究生的主要课程分由两个学系开设。 根据调查问卷第一题获得

的课程间内容关联度数据，经 ＡＲＡＣＮＥ 算法去除间接相互作用后，绘制出课程间关系网络，如图 １ａ 所示。 在

该网络中，战略管理研究基础（Ｃ）与战略管理研究前沿（Ｇ）两门课程都处于课程网络的中心位置，它们连接

国际化战略、创业与创新以及组织理论等学科领域的课程。 社会心理学（Ａ）聚焦微观层面，借助人力资源管

理研究专题（Ｂ）与组织行为学研究前沿（Ｆ）而与宏观层面的课程相关联。 图 １ａ 显示，组织理论研究专题（Ｌ）
是连接组织行为学研究前沿（Ｆ）与战略管理（Ｃ、Ｇ）的桥梁，居于微观类课程与宏观类课程之间的中介位置，
上承战略管理、下接组织行为学，是偏宏观的中观层次学科知识。 中国式管理研究（Ｅ）强调立足中国管理实

践进行本土管理理论构建，具有明显的东方管理情境特色，主要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专题（Ｂ）课程关联。
总体来看，公司制度与企业治理（Ｊ）、中国式管理研究（Ｅ）、组织行为学研究前沿（Ｂ）、社会心理学（Ａ）、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专题（Ｆ）之间存在顺序式的简单相依关系；战略管理研究基础（Ｃ）与战略管理研究前沿

（Ｇ）作为两个较为重要的枢纽，联结了多门课程，由此形成整体关系网络。

注：白色为微观类，中灰为宏观类，深灰为经营类，浅灰为主文献课程（研究训练类）

图 １　 国内某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的知识网络

结合表 １ 与图 １ａ 可见，该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的课程网络形成了以战略管理研究基础（Ｃ）及前沿（Ｇ）为主

要核心的网络结构，其他课程通过较单一的路径松散地连接。 战略管理（含 Ｃ 和 Ｇ）作为该学院管理学教育

中的“牵引者”，通过组织理论研究专题（Ｌ）、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专题（Ｂ）或主文献（Ｈ）等“中介”环节与微观

类课程相连接，由此构筑起企业管理专业的知识网络框架。 许多课程尤其是微观类课程（如图 １ａ 以白色圈显

示的 Ａ、Ｂ、Ｆ）与经营类课程（如图 １ａ 以深灰圈显示的 Ｄ、Ｉ、Ｋ）之间未形成直接联系，由此呈现出较松散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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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边缘”知识结构。 边缘课程提供宽泛的知识学习，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基础，但是尚未形成学科融合。
战略管理（Ｃ 和 Ｇ）作为网络中心度最高的课程，与多门课程产生直接联系，起到突出的核心及桥接作用。 这

一结构形态表明，该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的知识网络是以战略管理为单核心，依循战略管理的应用领域而形

成支系课程，是以分层次、序贯性连接为主要特征的课程网络体系。
表 １　 国内某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课程中心度指标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Ｉ Ｊ Ｋ Ｌ
点度中心度 ０ １８ ０ ２７ ０ ５５ ０ ０９ ０ １８ ０ １８ ０ ３６ ０ １８ ０ １８ ０ １８ ０ ０９ ０ ２７
网络核心度 ０ ２３ ０ ２７ ０ ３４ ０ ２７ ０ ２６ ０ ２５ ０ ３４ ０ ３３ ０ ３０ ０ ２９ ０ ２８ ０ ２９
中介中心度 ０ ３０ ２ １１ １ ０５ １ ０５ ４ ２３ １ ４４ ５ ２６ １３ ２０ ７ ５３ ０ ９６ ０ ００ ４ ７２
接近中心度 ６１ １１ ６８ ７５ ７３ ３３ ７３ ３３ ７８ ５７ ６８ ７５ ８４ ６２ ９１ ６７ ８４ ６２ ７３ ３３ ６４ ７１ ７８ ５７

（２）学科网络分析

为印证学科网络图的绘制采用了两种方法：其一是直接基于问卷第二题调查而得的学科层面邻接矩阵数

据（见表 ２，其计算采用了求均值的方法）；其二是依照以上各课程所归属的学科领域，将课程间关系数据聚合

成高一层级的学科层面邻接矩阵数据（见表 ３，具体计算过程后述）。 两种数据分析均显示，ＨＲ 与 ＯＢ、ＳＭ 与

ＳＣ ／ ＥＩ ／ ＩＢ 之间的学科相关性较强。 采用 Ｍａｒｇｏｌｉｎ 等［３３］的 ＡＲＡＣＮＥ 算法，我们依据以上两种不同邻接矩阵绘

制出的学科网络图分别如图 １ｂ 和图 ２ａ 所示。
表 ２　 国内某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的学科邻接矩阵（学科层面问卷数据）

ＯＢ ＨＲ ＯＴ ＳＭ ＳＣ ＥＩ ＩＢ
ＯＢ
ＨＲ ３ ５０
ＯＴ ３ ３８ ３ １３
ＳＭ ２ ０４ ２ ５０ ３ ７１
ＳＣ ２ ７６ ２ ９６ ３ １６ ３ ０４
ＥＩ ２ ３８ ２ ３３ ３ ２１ ３ ５４ ２ ８８
ＩＢ ２ ４４ ２ ８２ ３ ２８ ３ ２０ ２ ６８ ２ ６９

表 ３　 国内某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的学科邻接矩阵（课程层面数据聚合）
ＳＰ ＨＲ ＳＭ ＯＴ ＳＣ ＯＢ ＥＩ ＩＢ

ＳＰ
ＨＲ ３ ３３
ＳＭ １ ７２ ２ ２２
ＯＴ １ ７８ ２ ２４ ２ ６７
ＳＣ １ ５６ １ ７８ ３ ０３ ２ ０７
ＯＢ ３ ５０ ３ １１ １ ９４ ２ １７ １ ６７
ＥＩ １ ６７ ２ ２２ ３ １７ ２ ３９ ２ ２２ ２ １１
ＩＢ １ ５０ １ ８９ ３ １７ ２ １８ ２ ５０ １ ７２ ２ ７８ 　

图 １ｂ 是基于学科层面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 它显示了学科间关系网络的如下特点：首先，战略管理

（ＳＭ）处于学科网络中心位置；其次，组织理论（ＯＴ）和人力资源管理（ＨＲ）以组织行为学（ＯＢ）作为基础学科，
同时在并无直接关系的组织行为与战略管理中间起桥接作用，使微观—宏观知识的关联得以实现；再次，作为

两条相对独立的“中介”联结途径，组织理论和人力资源管理分别是偏宏观和偏微观的两个中观层次学科知

识，代表了结构面和人员面的知识融合路径具有结果等效性，并且 ＯＢ⁃ＯＴ⁃ＳＭ 和 ＯＢ⁃ＨＲ⁃ＳＭ 这两组同是顺序

式相依的学科知识构成了并列式相依。
值得说明，基于经 ＡＲＡＣＮＥ 算法处理的数据绘制的网络图消除了“共同表达” ［３３］产生的大多数间接相互

作用，致使表 ２ 与图 １ｂ 所示的学科间关系存在差异，这类似于统计回归分析中的简单相关系数与回归系数的

差异：表 ２ 显示 ＯＴ 与 ＳＣ、ＥＩ、ＩＢ 之间具有较强的学科相关性，但在图 １ｂ 所示的网络图中却出现其间的关联要

以 ＳＭ 为中介，ＯＴ 与 ＳＣ、ＥＩ、ＩＢ 之间较强的相关关系，实际是其他的中介性课程（如 ＳＭ）与 ＯＴ 和 ＳＣ、ＥＩ、ＩＢ 的

共同相关关系所引致。 采用 ＡＲＡＣＮＥ 算法的学科网络（图 １ｂ）分析结果表明，ＯＴ 是借助 ＳＭ 这一“中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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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ＳＣ ／ ＥＩ ／ ＩＢ 建立起联系。 这从另一侧面印证了前述课程网络分析发现的，同为中介或桥接性质的课程，与
ＨＲ 同 ＯＢ 的相关性强于同 ＳＭ 的相关性不同，ＯＴ 同 ＳＭ 的相关性强于同 ＯＢ 的相关性，因此是更偏向宏观的

中观层次学科知识。
鉴于直接基于学生对相关知识领域学习“帮助程度”的感知而报告的学科知识间相关关系可能存在主观

性偏差，我们进一步辅以第二种方法，将课程层面数据聚合为学科层面进行分析。 一般而言，组织行为学揭示

的个体行为规律，会为组织对人的管理提供坚实的行为学依据，从而构成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根基；同时，个
体行为规律的探究也为研究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提供了微观基础，从而搭建起微观类课程与宏观类课程的联

系。 在组织理论中，资源依赖理论和制度理论等视角和组织间网络关系等议题，均与战略管理有着密切联系。
宏观层面的企业战略管理与经营活动则具有紧密相关性，跨国企业的战略管理是国际商务领域的主要议题之

一，创业与创新在当今时代已成为企业保持长期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供应链则与战略管理中的产业分析和

企业间合作关系具有强相关性。 根据这样的理论逻辑判断，我们建立了课程设置与学科领域的归属关系（见
表 ４）。 依此，我们对各门课程间的关系数据进行纵向聚合（为聚焦于学科内容，数据聚合中剔除了研究训练

类课程），得出通过课程层面关系数据来间接度量学科间关联度的邻接矩阵（即前述的表 ３），然后绘制出学科

网络图（即图 ２ａ）。
表 ４　 课程与从属学科领域的纵向关系结构

类别区分 具体的课程设置 归属的学科领域

微观类 社会心理学（Ａ） 社会心理学（ＳＰ）
组织管理 组织行为学研究前沿（Ｆ） 组织行为学（ＯＢ）
课程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专题（Ｂ） 人力资源管理（ＨＲ）
宏观类 中国式管理研究（Ｅ），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Ｊ），

组织理论（ＯＴ）
组织管理与 组织理论研究专题（Ｌ）
战略课程 战略管理研究基础（Ｃ），战略管理研究前沿（Ｇ） 战略管理（ＳＭ）

经营类
战略性运营与供应链管理（Ｄ） 供应链（ＳＣ）

课程
创业（创新）管理研究（ Ｉ） 创业与创新（ＥＩ）

国际化战略研究（Ｋ） 国际商务（ ＩＢ）
研究训练类课程 主文献研读课（Ｈ），研究方法课（若干，略去）

图 ２ａ 表明，战略管理（ＳＭ）处于学科网络中心位置；组织行为（ＯＢ）和人力资源（ＨＲ）以社会心理学（ＳＰ）
为基础学科，呈现了微观类学科间的构成方式，组织理论（ＯＴ）一端以人力资源管理（ＨＲ）为中介连接微观类

课程，另一端则连接战略管理；组织行为和社会心理学这两个微观学科依次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理论这

两个分别偏微观和偏宏观的中观层次学科知识而与战略管理相连接，形成微观—中观—宏观的联结途径，使
微观与宏观知识关联得以实现。 这条联结途径，从关系内容来看，代表了人员面—结构面—战略面的知识融

合路径，从关系型式来看，是顺序式相依关系。

图 ２　 管理学科网络的国内外比较

结合图 １ｂ 与图 ２ａ 可看出，国内某商学院的学科间网络关系以战略管理（ ＳＭ）为核心，通过组织理论

（ＯＴ）这一中观中介学科连接微观类学科。 此外，两图均显示，供应链（ＳＣ）、创业与创新（ＥＩ）、国际商务（ＩＢ）
学科知识之间，内容上同属于经营类课程，关系型式上呈现并列式相依，关联比较弱。 整体而言，微观类与经

营类两组学科知识之间的关联趋于松散化，仅通过战略管理（ＳＭ）这一中枢形成某些联系，是充满了“结构

洞”的稀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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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课程区块模型分析

对以上课程网络分析结果的进一步归纳比较，可借助区块模型分析法（ｂｌｏｃｋ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进行。 表 ５ 表示

对国内某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所开设课程按照前述理论逻辑进行的块属判断，依据微观类、宏观类和经营类

划分为三个基础模块后，发现块 ２ 与块 ３ 间仍有较强的关联性，其强度甚至超过了块 ３ 内部的联系（见表 ６ 上

半部），说明这两块课程之间不可分割。 将这三个基础模块进行重新组合的块内和块间关联性，如表 ６ 下半

部所示。 在三类可能的组合中，微观类与宏观类的课程组合中，经营类与微观类的块间关联性增强，与宏观类

的块间关联性则有所减弱；微观类与经营类课程的组合，且不考量理论逻辑上是否合适，仅就模块性来考察，
要次于宏观类与经营类课程的组合。 但即便是后者，对比表 ６ 上下两部分的分析结果，会发现块 ２ 和 ３ 与块 １
之间的关联性还是大于块 ３ 与块 １ 之间的关联性。 当然，宏观类与经营类课程组合后，原存于块 ２ 与块 １ 之

间的关联性有一定的减弱。 这显示，基础模块 ２ 是介于块 １ 与块 ３ 之间的居间属性课程。
表 ５　 区块内课程相关性

Ａ Ｂ Ｆ Ｃ Ｅ Ｇ Ｊ Ｌ Ｄ Ｉ Ｋ
Ａ
Ｂ ３ ３３
Ｆ ３ ５０ ３ １１
Ｃ １ ６７ ２ ２２ １ ８９
Ｅ ２ ０６ ２ ４４ ２ ３３ ２ ２８
Ｇ １ ７８ ２ ２２ ２ ００ ３ ８３ ２ ２８
Ｊ １ ５０ ２ ０６ １ ８９ ３ ００ ２ ５６ ２ ７８
Ｌ １ ７８ ２ １７ ２ ３９ ２ ９４ ２ ３９ ３ ００ ２ ７２
Ｄ １ ５６ １ ７８ １ ６７ ３ ２８ １ ８３ ２ ７８ ２ ２２ ２ １７
Ｉ １ ６７ ２ ２２ ２ １１ ３ １７ ２ ２２ ３ １７ ２ ７８ ２ ２２ ２ ２２
Ｋ １ ５０ １ ８９ １ ７２ ３ ００ ２ ００ ３ ２２ ２ ５６ ２ ０６ ２ ５０ ２ ７８

表 ６　 区块模型分析结果

区块划分 块内
块间关联性

块 １ 块 ２ 块 ３

基础

模块

组合

模块

块 １ＡＢＦ

块 ２ＣＥＧＪＬ

块 ３ＤＩＫ

块 １ 和块 ２ ＡＢＦ＋ＣＥＧＪＬ

块 １ 和块 ３ ＡＢＦ＋ＤＩＫ

块 ２ 和块 ３ ＣＥＧＪＬ＋ＤＩＫ

均值 ３ ３１
标准差 ０ １７
均值 ２ ７８ ２ ０３

标准差 ０ ４５ ０ ２８
均值 ２ ５０ １ ７９ ２ ５８

标准差 ０ ２５ ０ ２４ ０ ５０
均值 ２ ９０ ２ ２８

标准差 ０ ４６ 　 　 ０ ５７
均值 ２ ９１ ２ ３０

标准差 ０ ４７ 　 ０ ４９
均值 ２ ７１ １ ９４

标准差 ０ ４２ ０ ２８

区块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相对说来，三个基础模块的区分能使课程体系保持较好的模块性。 具体是，块 １
即 ＡＢＦ 区块，由社会心理学（Ａ）、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专题（Ｂ）和组织行为研究前沿（Ｆ）组成，该区块课程专注

于微观层面组织中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因而块内课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块 ２ 即 ＣＥＧＪＬ 区块，由战略管理研

究基础（Ｃ）、中国式管理研究（Ｅ）、战略管理研究前沿（Ｇ）、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Ｊ）、组织理论研究专题（Ｌ）
组成，该区块课程专注于宏观层面的企业战略决策和组织结构、制度与文化等研究，块内课程尽管关注点相对

多元，但都属于企业宏观层面研究，因而课程间联系相当紧密；块 ３ 即 ＤＩＫ 区块，由战略性运营与供应链管理

（Ｄ）、创业管理研究（ Ｉ）、国际化战略研究（Ｋ）组成，属于经营类课程，且三门课程的跨度较大，因而相对于

ＡＢＦ 和 ＣＥＧＪＬ 区块来说，其块内联系较弱，属于作为战略管理课程派生的支系课程（实际上在该学院企业管

理专业硕博连读培养方案中，这三门课程是作为“选修”课程设置的）。 总体说来，相较于微观类课程之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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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类课程与宏观类课程之间的关联性要更强一些，这点与通常的理论逻辑判断一致，因而在课程模块设置上，
可将二者作为组合模块设置。

３、国外商学院管理学科体系及其与国内的比较

国外商学院设置的管理学科（硕博项目）课程主要有：组织行为学（ＯＢ）、人力资源管理（ＨＲ）、社会心理

学（ＳＰ）、社会学（ＳＯ）、经济学（ＥＣ）、社会网络分析（ＳＮ）、组织理论（ＯＴ）、战略管理（ＳＭ）、创新管理（ＥＩ）、国
际商务（ＩＢ）等。 在同一商学院的培养方案中，如果某两门课程同时出现，则认为它们之间具有相关性。 用社

会网络分析法的惯用语言来定义，就是把同一学院硕博项目设置的课程作为共发生的“事件”来测量课程间

的联系。 因国外大部分商学院在各个子学科下仅设置一门内容涵盖比较广的课程，不需要将课程关系数据做

跨层聚合，可直接以课程网络来反映学科网络的形态。 基于国外 ３１ 所商学院的事件矩阵数据，我们绘制出图

２ｂ 所示的国外管理学科网络结构图，并计算得到表 ７ 所示的中心度指标。
表 ７　 国外商学院管理学科课程中心度指标

ＯＢ ＨＲ ＳＰ ＳＯ ＥＣ ＳＮ ＯＴ ＳＭ ＥＩ ＩＢ
点度中心度 ０ ２２ ０ ２２ ０ ２２ ０ ４４ ０ ２２ ０ ２２ ０ ２２ ０ ３３ ０ ４４ ０ ３３
网络核心度 ０ ３４ ０ １９ ０ ０８ ０ ５４ ０ ３４ ０ ３４ ０ １０ ０ ２６ ０ ４６ ０ １７
中介中心度 ２ ８７ １４ ３１ ３ ３３ ３４ ３１ ２ ８７ ２ ８７ ５ ５６ ３２ ０８ ２１ ５３ ２１ ９４
接近中心度 ４５ ００ ５０ ００ ３７ ５０ ５６ ２５ ４５ ００ ４５ ００ ４０ ９１ ５６ ２５ ５０ ００ ５０ ００

总体来看，课程设置上，国外商学院的管理学科涵盖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跨学科领域，并且设置更具

专业性的研究方法课程，如社会网络分析（ＳＮ）。 具体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为例，该商学院组织

管理系设置的博士课程包括行为科学、跨学科课程（通常为心理学或社会学）、方法类课程（两门以上），以及

宏观与微观组织行为学、劳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多元统计方法等。 其次，在学科间关系的结构形态上，国外

商学院的管理学科网络呈现多核心特点。 特别是，除了常处于管理学科核心位置的战略管理（ＳＭ）之外，创新

管理（ＥＩ）和国际商务（ＩＢ）也成为重要的网络核心，并起着桥接作用。 再次，相比经济学（ＥＣ），社会学（ＳＯ）
占据了更中心的位置，并成为跨学科连接的重要中介。 尤其社会学（ＳＯ）和战略管理（ＳＭ）同时作为具有最高

接近中心性的学科，使得相关课程间交互联结的容易度增高。 再一个特点是，在国外商学院管理教育中，籍由

多门体现学科交叉特性的研究领域或研究方法课程的桥接作用（前者如组织行为连接创新管理和社会学，人
力资源管理连接创新管理和国际贸易，后者如社会网络分析连接创新管理），使对应的相对独立的各个（子）
学科有机关联起来，构成一个知识内容相对完整、体系比较完善的整体知识网络。 国外商学院管理学科网络

中蕴涵的多核心、多通路的结构特点，使得诸如创新管理（ＥＩ）这样的新兴学科能够在多个相关学科的支持下

快速建立起来，由此不断地扩展管理学的外延。
通过与国外商学院管理学科网络的比较可见，国内某商学院为代表的企业管理专业学科网络呈现联系较

为稀疏且以战略管理为单一核心的“弱连带”特点，而西方则是基于多核心、较紧密连接的，通过社会学（ＳＯ）
与商科教育中既有的核心———战略管理（ＳＭ）的交融而不断衍生、发展。 创新管理（ＥＩ）就是经由经济学、社
会网络、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等多学科的交互支撑而成为与战略管理这一既有网络核心相对分立的另一

核心，而不是新、旧学科二者直接强联系。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方的创新管理教育可能更多地侧重企业

家创业的行为过程，而非战略管理领域通常更关注的业务拓新或公司内部创业。
对比国内的图 １ｂ、图 ２ａ 和国外的图 ２ｂ 可知，国外商学院的管理学科网络中呈现多核心结构，且学科间

联系较强，特别是社会学在管理学科体系的发展完善中起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国内如某商学院企业管理学

科网络显示的，整体结构呈现精简式连接，且以战略管理为单一核心，由其桥接相互关联较弱的各个分支学科

或课程，系统性学科知识的构筑尚有一定距离。 这种网络结构差异，与管理学在国内外发展的历史和路径密

切相关：管理学在西方的发展历经百年，自身体系日渐完善，且融合更多跨学科知识以推动跨越式发展；而中

国的管理学起步晚，起点较低，而且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受到本土管理情境的影响，在西方管理思想与理论引

进及修正的同时，还需要立足本土实践谋求创新发展，这样在知识体系化与本土适应性的双重压力下“折中”
前行，难以在短期内形成体系化的完整学科网络。 可以说，国外管理学科的发展是借助跨学科的交融并构建

更多的“桥”以扩大学科网络，而国内管理学科的发展则以少数核心学科为网络起点，由内核向外扩散，从而

连接其他学科，形成结构较为松散的学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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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管理学科体系并不是简单的树状结构，各学科间存在着多线的交叉联系。 现有文献多关注管理学发展脉

络的梳理、管理学科学研究范式的反思、国内外商学院人才培养方式的对比以及当前管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和挑战，但对管理学科内部的知识网络体系和学科演变路径的研究却很稀少。 厘清管理学内部的学科构成、
学科或课程层面的横向知识联系和网络结构形态，以及学科与课程间的纵向嵌套关系等，有助于深化对管理

知识体系的认知，把握管理学科的发展趋势，同时能帮助受教育者从系统角度理解管理学中各分支学科间的

关联以及这些关系形成的机理与意义。
基于国内某商学院的问卷数据和国外商学院管理学科的课程设计及其相关性数据，本文在课程网络与学

科网络两个层面进行了量化分析和国内外比较。 研究结果发现，国内外商学院管理学科网络存在较大差别。
突出特点是，国内商学院的学科及课程网络较松散，核心课程数量较少，且多属于管理学传统体系内。 相比之

下，国外商学院管理学科网络包含更多跨学科的课程，通过多个学科的交融来构筑学科网络，且呈现较好的外

展性；国外商学院的管理学科多以若干个存在内生联系的核心学科起桥接作用而连接成整体知识网络，并且

能从多个相关学科的支撑中发展出新学科和扩大学科网络体系。 总体而言，国外商学院的学科网络形态以跨

学科、多核心为主要特征，与国内多强调围绕战略管理核心而构筑管理学科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
课程结构与设置涉及学生学习中获得的知识结构是否完备且具有活性，是考量学科教育质量水平的重要

方面。 培养卓有成效的管理研究者或实践者，需要教育机构及教与学双方打破各学科界限的限制，基于要研

究或解决的问题而对所需的相关知识进行盘活和利用。 所以，避免学科割裂产生的“竖井”和“知识孤岛”现
象，强化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与整合，将有助于学生构建个性化、体系化的知识结构。 课程和学科网络的分

析，可助推相关人员从多学科融合的角度，深刻理解各门课程的独特内涵及实现相互间关联的关键节点，以便

从整体出发构建系统化和灵活性兼具的知识体系。 对于已经形成了较丰富的课程模块的教育项目或学院来

说，如何通过连接各模块的“桥接”课程以形成连接合理的整体网络结构，是有待各界去深入探究的问题。 网

络分析方法能够清晰呈现管理学学科和课程网络对管理学自身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推动整合性管理教

育的形成与推广，从而帮助学生在管理研究或实践中进行相关知识整合和构建管理知识体系。
总之，本文通过将社会网络分析法应用于管理学科知识网络的分析，可为提升管理学科教育质量提供有

量化依据的启迪，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知识网络是一个复杂、变化的动态系统。 本文基于无向网络

进行分析，缺少对知识关联的有向性及知识创新和发展的动态过程的历时性分析。 其次，在本研究问卷设计

过程中，鉴于国内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下设的方法类课程较零散、初级且多为通开课，未将方法类课程作为学

科网络中的节点进行测量和分析，忽略了研究方法在课程连接中所起的作用。 再者，本文比较研究的国内样

本仅来源于一家商学院，未来可扩大样本范围，以对本研究的发现加以验证。 此外，鉴于本文仅通过二手的事

件矩阵数据来刻画国外商学院管理学科网络结构特征，未来如条件具备可抽取具有可比性的西方典型商学院

进行课程或学科间知识关联度的一手数据调研，并立足于学生的立场来研究其个性化的知识建构过程的特

征。 最后，本文仅关注企业管理专业学术型研究生课程间和学科间网络关系，未来可拓展研究企业管理专业

本科生或商学院其他专业的课程间和学科间网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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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干预，内部控制与公司未决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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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我国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内部控制对企业

未决诉讼的作用方式，并将政府干预的影响纳入本文进行了深入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高质量

的内部控制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发生未决诉讼的可能性，同时降低未决诉讼的涉诉频率和涉

诉金额；将政府干预因素纳入本文，发现政府干预削弱了内部控制对未决诉讼的抑制作用；进一

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公司诉讼的抑制作用在“提起诉讼”与“被诉讼”两个方面都有作用，但
对危害更大的被告诉讼案件的作用更为明显。 本文丰富了内部控制发挥公司内部治理和风险

控制作用的情景素材，也为现实中政府进一步推行市场化、减少干预提供经验佐证。
关键词：未决诉讼；内部控制；政府干预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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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资本市场法制化进程日益深入，企业之间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纠纷愈加普遍，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这七年间

发布诉讼公告的 Ａ 股上市公司多达 １ ５６６ 家，案件数量多达 ４ ３６６ 项，其中包括 １ ７６９ 项未在当年结案的诉讼

（未决诉讼）；上市公司涉诉总额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６７ ７５ 亿元增加到了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８９ ６６ 亿元，可见诉讼事项已

逐渐成为公司不可忽视的风险因素。 通常来看，经由诉讼仲裁解决纠纷程序繁琐、成本高昂，因此诉讼并不是

解决纠纷的最优方式［１］。 涉及诉讼纠纷除了直接的合约成本，还会因声誉受损付出代价，均会对公司的正常

运作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危及其持续经营。 如何从根本上缓解上市公司发生诉讼纠纷的概率、进而降低诉讼

风险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企业内部控制的第一目标即保证企业经营管理的合法合规，而“合法合规的经营”恰是避免诉讼纠纷的

必要条件。 我国逐步加强了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上交所和深交所分别于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发布内部控制指

引；２００８ 年，财政部、审计署、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五部委联合，共同起草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

范》，配套指引也于 ２０１０ 年颁布。 那么逐渐强化的内部控制是否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诉讼风险？ 林斌等［２］ 基

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我国上市公司的诉讼案件展开实证研究，发现内控较好的公司确实比内控质量差的公司被诉

的概率小；毛新述和孟杰［３］则利用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涉诉次数和涉诉金额测度公司的诉讼风险，结果

发现内部控制越有效，公司面临的诉讼风险越低。 以此为基础，本文认为“诉讼风险”来源于上市公司面临的

尚未做出终审判决的“未决诉讼”，进一步探讨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未决诉讼的作用方式。
在考虑企业内部制度的同时，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也不容忽视。 我国的市场经济仍处于转轨时期，市场力

量和行政力量同时作用于国民经济，由于我国各省区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不同，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影

响不同［４］，外部的制度环境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内部治理？ 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本文将探究的第二

个问题就是政府干预是否会在企业内部控制对其诉讼纠纷的抑制作用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
本文以上市公司的未决诉讼作为其诉讼风险的来源，从有无未决诉讼、未决诉讼涉诉频率、未决诉讼涉诉

金额三个维度探究内部控制对未决诉讼的作用方式，并进一步考察了政府干预是否影响了内部控制与企业未

决诉讼的关系。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我们以诉讼进程细分诉讼类型，用“未决诉讼”更为准确的框定了诉讼

风险的来源，从上述未决诉讼的三个维度深入分析了内部控制对诉讼风险的作用方式，并将“政府干预”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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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治理因素融入公司内部控制作用于其诉讼风险的过程进行研究。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部分将结合中国有关的制度背景，对政府干预、企业内部控制与未决诉讼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在
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

１、内部控制与企业诉讼风险

我国日渐发展的市场化经济促进了愈来愈开放、激烈的市场竞争，司法干预机制也被市场普遍认同并加

以使用，上市公司于各类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纠纷在无法调解时，诉讼仲裁便成为解决途径。 企业诉讼产生的

负面经济后果已得到了国内外许多研究的验证：首先，公司诉讼会损害公司价值，涉及诉讼案件时公司整体显

示出财富流失［５］；Ｂｈａｇａｔ 等［６］将研究细分到诉讼双方后发现被告方的市场价值平均流失了 ０ ９７％，而涉诉原

告方的市场价值无显著变化；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诉讼公告降低了涉诉双方的股票价格，
其中被告方的股票回报率下降更为显著［７］。 总之公司诉讼相关的公告披露整体上会引起投资者对公司经营

状况和财务风险的担忧，因此引起市场一定程度的负向反应，降低公司价值。 其次，诉讼能够影响公司内部治

理：较高的诉讼风险会降低高管薪酬［８］；张俊瑞和刘慧［９］ 的研究则用未决诉讼变量测量公司的诉讼风险，发
现诉讼风险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潘越等［１０］则从企业创新角度出发，发现资金类诉讼明显抑制了企业

的创新活动。 由此可见，企业的诉讼风险能引起负向的经济后果，合理有效的控制诉讼风险对公司的正常运

行和持续经营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企业的诉讼事项发生在资本市场的各个参与主体之间，即企业及其客户、投资者、债权人、供应商等利益

相关者之间［１１，１２］，而内部控制的目的则是促进企业利益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１３］。 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验证

了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产生积极有效的治理作用：Ｂｒｏｃｈｅｔ［１４］ 发现内部控制能够对内幕交易起到有效的抑

制作用，李万福等［１５］发现强化的企业内部控制对其投资效率有提升作用，王治等［１６］ 的研究具体地指出高效

的内控抑制了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并且这种经济现象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陈汉文和

周中胜［１７］则证实了内控质量高的上市公司能够获得更低的银行债务融资成本。 已有研究表明企业内部控制

的有效实施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商业风险［１８］，那么具体到企业的诉讼风险呢？ 林斌等［２］、毛新述和孟杰［３］已经

做了一些探究，发现内部控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上市公司的诉讼风险；王彦超和姜国华［１９］的研究则重点

关注债务诉讼，指出当债权人无法对公司内部治理实施有效控制时，以发起诉讼等外部治理机制来维护自身

利益的概率更高。 到底何为“诉讼风险”，内部控制到底如何作用于诉讼风险？ 区别于已有研究，本文认为要

根据诉讼进展阶段更准确的分割出具有风险因素的诉讼事项。
具体来说，尚在进行之中、未结案的诉讼案件的结果充满不确定性，上市公司无论作为诉讼哪一方，最终

的经济后果是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流入或流出，必须等到一项或若干项不确定的未来事项发生或不发生时才

能证实；这是会计学上或有事项的一种，被称为“未决诉讼”。 然而，当个会计年度已经终审判决的诉讼案件，
虽然也要予以披露，但其仅仅是对公司过往发生的、有既定结果的事实进行陈述，公司是胜诉还是败诉已成定

局，即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经济影响均已发生，此类已决诉讼比尚未做出终审判决、涉案经济利益的归属尚未

确定的未决诉讼蕴含的风险低很多；因此本文根据诉讼进展阶段，框定公司的诉讼风险主要来自于未决诉讼。
同时，在大多数情况下，诉讼案件发生的越频繁，累积的涉案金额越大，公司受到诉讼案件的负面影响越大，基
于此我们将涉诉频率、涉诉金额作为诉讼风险的量化指标。 基于已有的研究，我们认为内部控制能够有效降

低公司诉讼风险，并具体作用到未决诉讼的发生与否、涉诉频率、涉诉金额三个方面。 结合内部控制的五要

素，我们认为可能的作用机理如下：
首先，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致力于营造有效的控制环境，公司注重诚信和道德价值观，努力促进公司合法合

规经营，降低企业与外部发生诉讼纠纷的可能性；同时，良好的控制环境能够明晰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职责，促
使管理层人员主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因而能够更及时地应对与其他公司或组织产生的纠纷，尽量避免其

发展为法律案件。
第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重要的表现在于行之有效的风险评估体系，一旦有诉讼案件发生，管理层立刻做

出反应，评估被识别风险的后果和可能性并考虑它们的重要程度，落实到控制活动上，从而确立削弱风险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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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程序，保证采取必要措施来管理诉讼事项，将诉讼风险给企业带来的负向影响降到最低。
第三，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还需具备及时通畅的信息沟通，所有人员都要从高级管理层获得清楚的信息，员

工知道如何互相配合工作，在公司发生诉讼纠纷时能够自上而下各司其职，积极解决问题，排除风险隐患。 同

时还要促进诉讼双方的有效沟通，促使诉讼案件能够更快的解决并将诉讼成本降到最低。
此外，已经形成的诉讼风险只能尽量解决，但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体系能够有效地监督和反馈，使得公司以

后的经营发展中尽可能的避免诉讼案件再次发生，降低诉讼频率，减少大金额诉讼案件的发生。
基于以上分析，具体到内部控制对未决诉讼各个维度的作用，提出本文的第一组假设：
假设 １ａ：内部控制越有效，公司的未决诉讼越少；
假设 １ｂ：内部控制越有效，公司未决诉讼的涉诉频率越低；
假设 １ｃ：内部控制越有效，公司未决诉讼的涉诉金额越少。
２、政府干预对内部控制治理作用的影响

中国国土辽阔，不同地区之间的资源条件、环境情况、传统文化和国家政策等有所差异，使得各地区的市

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等差异较大［４］，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的干预意愿也越低。 基于

我国各省区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及制度环境的区别，张玲和刘启亮［２０］ 发现公司的债务契约会受到制度环境的

影响；陈信元和黄俊［２１］认为政府对企业多元性经营的干预导致了企业业绩的降低；王俊秋和江敬文［２２］ 发现

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变更受到了政治关联的影响，降低了其治理有效性；在市场化程度低、法律环境差的地区，
政治关联更是显著削弱了会计信息的债务契约有用性［２３］；李延喜等［２４］ 则指出政府干预推动了企业进行盈余

管理；王文甫等［２５］发现，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可能导致企业出现投资过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资本配置效

率；政府干预还使得不同层级政府控制的企业面临不同的融资约束，政府控制层级越低，其控制企业的融资约

束越强［２６］，这也体现了政府干预对正常的市场运行干扰。
公司所处的制度环境也会影响到公司的内部控制［２７］，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少，市场越趋于公平竞争，公

司就越会通过正常经营、控制风险而不是其他手段来获取利润，因此更会提升自身内部控制质量来保障公司

的经营运作［２８］。 反之，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政府干预地方经济的意志较强，为了政绩插手上市公司的运

营管理，上市公司的数量甚至被看作地方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２９］。 因此在政府干预较强的地区，当上市公司

出现问题时，地方政府往往会伸出“帮助之手”，进而扭曲了公司内部控制应有的治理效用。 基于此，我们认

为较强的政府干预会削弱公司内部控制对其诉讼风险的作用效果，可能的机理如下：
首先，政府干预可能部分替代内部控制制度这一正式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 各地政府出于声誉和经济效

益的考虑，一定不希望辖区内的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因违法违规而受到相关监管部门的处罚，甚至严重影

响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这不仅会影响所在地政府的声誉，更会对政府的当期政绩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政府

有很强的意愿关注所辖地区的企业的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这种情况下的政府干预意愿与内部控制制度的合

法合规目标不谋而合，外部的宏观制度与内部的治理制度共同抑制了企业发生诉讼纠纷的可能性。 由此可

见，处于高政府干预程度地区的上市公司，其内部控制对诉讼风险的抑制效果会被削弱；而处于低政府干预程

度地区的上市公司，政府对企业合法合规的经营约束较少，内部控制对诉讼风险的抑制效果能更显著地体现

出来。
其次，出于对本地企业的偏袒与保护，地方政府的干预可能会影响司法的独立性［３０］。 上市公司发生陷入

纠纷时，地方政府很可能伸出援手，将案件于法庭外解决；即使未能在走法律程序之前解决，在进入司法程序

后，也会对司法的独立性进行干预。 久而久之，政府干预较强地区的上市公司产生了一种“依赖心理”，政府

的“帮助之手”使得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应对诉讼纠纷的能力较为迟缓低效。
最后，政府干预较强的地区市场化水平和信息透明度也相对较差，地方政府对媒体的管制干预会大大削

弱媒体的监督治理效力，即在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更弱［３１］。 因此公司在诉讼

中受到媒体曝光的可能性较小，即使被曝光对公司声誉的损害也不大，因此管理层通过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体

系进而加强诉讼风险防范及应对的动机较弱。
基于以上三点分析，我们认为：较高程度的政府干预，一方面更为强势地管束企业尽可能的合法合规经

营，与内部控制的合法合规目标有一定的替代性；另一方面则干预了司法独立性并伴随着较低的市场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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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较低的信息透明度，降低了所辖地区上市公司的“忧患意识”，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性有所下降，就此提出

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 ２：政府干预削弱了内部控制对公司未决诉讼的抑制作用。

研究设计

１、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沪深两市 Ａ 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样本数为 １１ ６７６ 个，鉴于金融类公司的财

务数据的特殊性，剔除了 ２１８ 个金融类公司样本；本文使用迪博数据库提供的“内部控制指数”衡量上市公司

的内部控制质量，因此剔除了内控指数缺失的样本 ２ ０６８ 个，然后考虑控制变量，剔除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

率、经营活动现金流等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共计 ５１５ 个；此外，一些公司的成立时间、审计意见、公司违规

等基本信息也有缺失，剔除此类样本 ３７５ 个，最终得到 ８ ５００ 个有效的研究样本。 本研究中的财务数据、公司

特征数据来自国泰安提供的数据，公司的内部控制数据使用了迪博数据库提供的内控指数，公司的未决诉讼

相关数据则是基于 Ｗｉｎｄ 数据库披露的“上市公司未决诉讼案件的披露公告”手工整理获得：逐个梳理发生在

当个会计年度且未在当年获得终审判决的诉讼事项，判定为样本公司所属会计年度的“未决诉讼事项”。
２、模型建立

基于研究假设，本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来检验内部控制质量对上市公司诉讼风险的影响，以及政府干预

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ｔ ＝ α０ ＋ α１ＩＣ ｔ －１ ＋ α２ＲＯＡｔ ＋ α３Ｓｉｚｅｔ ＋ α４Ｃｆｏｔ ＋ α５Ｌｅｖｔ ＋ α６Ｌｏｓｔｔ

＋ α７Ｆｒａｕｄｔ ＋ α８ＳＯＥ ｔ ＋ α９Ｏｐｎｔ ＋ α１０Ｆｉｒｍａｇｅｔ ＋ ΣＹｅａｒ ＋ ΣＩｎｄ ＋ ε
（１）

　 　 首先建立模型（１），检验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对诉讼风险的作用；重点关注内控指数 ＩＣ ｔ－１的回归系

数 α１，依据假设 １，预期 α１ 显著为负，即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降低企业诉讼风险。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ｔ ＝ α０ ＋ α１ＩＣ ｔ －１ ＋ α２ＩＣ ｔ －１ × ｈｉｇｈｇｏｖｔ ＋ α３ｈｉｇｈｇｏｖｔ ＋ α４ＲＯＡｔ ＋ α５Ｓｉｚｅｔ ＋ α６Ｃｆｏｔ ＋ α７Ｌｅｖｔ

＋ α８Ｌｏｓｔｔ ＋ α９Ｆｒａｕｄｔ ＋ α１０ＳＯＥ ｔ ＋ α１１Ｏｐｎｔ ＋ α１２Ｆｉｒｍａｇｅｔ ＋ ΣＹｅａｒ ＋ ΣＩｎｄ ＋ ε （２）
　 　 为了检验政府干预的调节作用，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增加内控指数和政府干预的交互项 ＩＣ ｔ－１∗ｈｉｇｈｇｏｖｔ，
重点关注 ＩＣ ｔ－１的回归系数 α１ 和 ＩＣ ｔ－１∗ｈｉｇｈｇｏｖｔ 的回归系数 α２，依据假设 ２，预期 α１ 为负，而 α２ 为正，即政府

干预削弱了内部控制对公司未决诉讼的抑制作用。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诉讼风险（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因此如何衡量诉讼风险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本文利用

“未决诉讼”衡量上市公司面临的诉讼风险，从有无未决诉讼、未决诉讼涉诉频率、未决诉讼涉诉金额三个维

度衡量其诉讼风险，具体设计如下：
涉及未决诉讼与否（ＰＬ）：上市公司当个会计年度尚在进行中的诉讼事项，即未决诉讼事项；若上市公司

当个会计年度存在未决诉讼事项，该变量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
未决诉讼涉诉频率（ＰＬＮ）：上市公司当个会计年度的涉诉次数作为其诉讼风险的代理变量，取值为ｌｎ（未

决诉讼涉诉次数＋１）。
未决诉讼涉诉金额（ＰＬＭ）：上市公司当个会计年度总涉诉金额作为其另一个诉讼风险的代理变量，该变

量取值为：未决诉讼的涉诉金额 ／公司总资产。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内部控制质量。 本文使用迪博数据库提供的基于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程度研究设计

的内部控制指数体系，运用该指数体系衡量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水平，考虑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挥有滞后效

应，采用滞后一年的内部控制指数，即检验 ｔ－１ 年的内控变量对 ｔ 年的未决诉讼的作用情况；本文研究还区分

了政府干预程度（Ｇｏｖ），各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参考了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 ２０１３ 年

报告》 ［３２］中政府行政管理中“减少不必要的干预”指数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该指数的值越大，政府的不必要

干预程度越轻（该报告中所有指数数据均更新至 ２０１３ 年）。
模型中还需要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企业诉讼风险的变量。 影响上市公司诉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我们

在建立模型时，参照国内外已有研究，尽可能选取比较直观、对诉讼影响比较大的因素。 在对上市公司的

披露的诉讼公告整理发现，上市公司发生的诉讼多为经济类诉讼纠纷，原因多为借款纠纷、担保纠纷、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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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也就是说债务类纠纷甚至是财务困境是诉讼发生的关键因素，因此模型中控制了资产负债率（Ｌｅｖ）、
公司是否亏损（Ｌｏｓｔ）；进一步考虑到企业的经营状况、盈利能力恶化时，更可能引发财务困境，或者与供应

商、债权人等发生合同纠纷，进而被起诉，因此选取资产收益率（ＲＯＡ）衡量公司的盈利能力、选取经营活动

现金净流量与资产总额的相对值衡量现金流情况（Ｃｆｏ）；企业的一些基本特征也会对诉讼产生影响，因此

控制了公司规模，用公司总资产的对数来衡量（ Ｓｉｚｅ），也考虑了公司成立时间（Ａｇｅ），公司的产权性质

（ＳＯＥ）；外部监管对企业的评价也会对公司的诉讼形成直观的影响，因此我们将代表外部独立审计的公司

审计意见（Ｏｐｎ）及代表证监会监管的公司违规情况（Ｆｒａｕｄ）纳入考虑。 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年度（Ｙｅａｒ）、行
业（ Ｉｎｄ）。 变量的定义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ＰＬ 公司当年是否存在未决诉讼事项，存在取值为 １，不存在取值为 ０
ＰＬＮ 公司当年的未决诉讼涉诉频率，ｌｎ（涉诉次数＋１）
ＰＬＭ 公司当年的未决诉讼涉诉金额，取值为：涉诉金额 ／ 总资产

解释变量

ＩＣ 内控指数，采用迪博数据库提供的“企业内部控制指数”

Ｇｏｖ 公司所在地政府干预程度，以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

２０１３ 年报告》中的“减少不必要的干预”指数测量

控制变量

ＲＯＡ 公司的盈利能力，以资产收益率来表示，即：净利润 ／ 总资产

Ｓｉｚｅ 公司规模，以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

Ｃｆｏ 公司的现金流动情况，年度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 期末资产总额

Ｌｅｖ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总负债 ／ 总资产

Ｌｏｓｔ 公司当年发生亏损则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Ｆｒａｕｄ 公司或其高管当年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则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Ｓｏｅ 公司的产权性质，国有企业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Ｏｐｎ 审计意见的虚拟变量，非标准审计意见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Ｆｉｒｍａｇｅ 公司成立年数，取值为 ｌｎ（公司成立年数）
Ｙｅａｒ 年度变量，当样本为某一特定年份时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Ｉｎｄ 行业变量，当样本为某一特定行业时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行业划分标准参照了证监会

行业分类标准（２０１２），其中制造业按二级目录细分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２ 列示了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中显示，未决诉讼（ＰＬ）的均值为 ０ ０９８，说明 ９ ８％的样本公司存

在未决诉讼事项；未决诉讼的涉诉金额与总资产之比（ＰＬＭ）均值为 ０ ００９７，说明样本公司的平均涉诉金额已

经接近其总资产的 １％，最大值甚至达到了 １２ ７３２①，即涉诉金额是公司总资产的近 １３ 倍，可见诉讼风险严重

危害到了公司的经营状况与财务运作。 解释变量内部控制质量（ＩＣ）的标准差为 １１５ ０７８，说明样本公司之间

的内控质量存在很大差异。
表 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ＩＣ ８ ５００ ６７２ ４２８ １１５ ０７８ ０ ０００ ９９５ ３６０
ＰＬ ８ ５００ ０ ０９８ ０ ２９７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ＰＬＮ ８ ５００ ０ ０９７ ０ ３２９ ０ ０００ ４ ０９４
ＰＬＭ ８ ５００ ０ ００９ ０ １６６ ０ ０００ １２ ７３２
ＲＯＡ ８ ５００ ０ ０２８ ０ ２５８ －２０ ５４８ １ ４４９
Ｓｉｚｅ ８ ５００ ２１ ９９４ １ ３１４ １６ ７０６ ２８ ４６４

①涉案上市公司为 ＳＴ 宏盛（６００８１７），涉案年度为 ２０１０ 年。 ＳＴ 宏盛于 ２０１０ 年前后共被四个公司或个人提起民事诉讼，总涉案
金额高达 １ ３３０ １２３ ８００ 元，涉案原因包括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债务纠纷、协议纠纷，这些案件均未在 ２０１０ 年予以结案，属于
２０１０ 年度的未决诉讼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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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Ｃｆｏ ８ ５００ ０ ０３８ ０ ０８２ －０ ５９４ ０ ６０３
Ｌｅｖ ８ ５００ ０ ５０９ ０ １９９ ０ １００ １ ０３３
Ｌｏｓｔ ８ ５００ ０ ０９１ ０ ２８８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Ｆｒａｕｄ ８ ５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３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Ｓｏｅ ８ ５００ ０ ５１７ ０ ４９９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Ｏｐｎ ８ ５００ ０ ０３７ ０ １９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８ ５００ ２ ５４９ ０ ４３５ ０ ０００ ３ ４９７

２、相关性分析

为了初步分析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我们进行了单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如表 ３ 显示，被解释变量公司

是否存在未决诉讼（ＰＬ）与解释变量内部控制（ＩＣ）为显著负相关，初步验证了内部控制能够抑制公司诉讼风

险的假设。
表 ３　 相关性分析

ＩＣ ＰＬ ＲＯＡ ｓｉｚｅ ｃｆｏ ｌｅｖ ｌｏｓｔ ｆｒａｕｄ ｓｏｅ ｏｐｎ
ＰＬ －０ １７２∗∗∗

ＲＯＡ ０ １７５∗∗∗ －０ ０３１∗∗∗

Ｓｉｚｅ ０ ４１９∗∗∗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５∗∗∗

Ｃｆｏ ０ １３６∗∗∗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５∗∗∗ ０ ０４９∗∗∗

Ｌｅｖ －０ １１７∗∗∗ ０ １７７∗∗∗ －０ １２８∗∗∗ ０ ３２２∗∗∗ －０ １１１∗∗∗

Ｌｏｓｔ －０ ４６８∗∗∗ ０ ０７６∗∗∗ －０ ２１４∗∗∗ －０ １２５∗∗∗ －０ １１９∗∗∗ ０ １８８∗∗∗

Ｆｒａｕｄ －０ １９５∗∗∗ ０ ０７２∗∗∗ －０ ０１４∗ －０ ０９８∗∗∗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４９∗∗∗

Ｓｏｅ ０ １３０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５ ０ ３５７∗∗∗ ０ ０９９∗∗∗ ０ １８７∗ －０ ０１７ －０ ０９９∗∗∗

Ｏｐｎ －０ ４０６∗∗∗ ０ １８１∗∗∗ －０ １５５∗∗∗ －０ １７５∗∗∗ －０ ０７０∗∗∗ ０ ２１８∗∗∗ ０ ２４１∗∗∗ ０ １０５∗∗∗ －０ ０６４∗∗∗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 ０７３∗∗∗ ０ ０８８∗∗∗ －０ ０２６∗ ０ ０８７∗∗∗ ０ ０１０ ０ ２４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９ ０ １５１∗∗∗ ０ ０５６∗∗∗

３、多元回归分析

假设 １ 检验的结果见表 ４。 回归模型（１）的被解释变量是“诉讼风险”，第一列至第三列分别是对假设 １ａ
至假设 １ｃ 的检验结果，即分别用有无未决诉讼（ＰＬ）、未决诉讼涉诉频率（ＰＬＮ）、未决诉讼涉诉金额（ＰＬＭ）作
为具体的变量进行回归；有无未决诉讼（ＰＬ）是 ０－１ 变量，因此选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解释变量（ＩＣ）的
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内控质量高的样本公司发生未决诉讼事项的可能性显著低于内控质量低的样本公

司；未决诉讼的涉诉频率（ＰＬＮ）以及未决诉讼的涉诉金额（ＰＬＭ）都是大于等于 ０ 的连续变量，因此选用截尾

模型（即 Ｔｏｂｉｔ 模型）并设定截尾值为 ０ 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解释变量（ＩＣ）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说明

内控质量高的样本公司未决诉讼的涉诉频率和涉诉金额均显著低于内控质量低的样本公司。 综上，假设 １ 得

到验证，内部控制能够降低上市公司发生未决诉讼的可能性，并对其涉诉频率及涉诉金额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表 ４　 内部控制对企业未决诉讼作用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ｌｏｇｉｔ 回归 模型（１）Ｔｏｂｉｔ 回归 模型（１）Ｔｏｂｉｔ 回归

ＰＬ ＰＬＮ ＰＬＭ
ＩＣ －０ ００２０７∗∗∗ －０ ００１９５∗∗∗ －０ ０００５３７∗∗∗

（－５ ６２） （－６ ０３） （－５ ５６）
ＲＯＡ ０ ２２８ ０ ２０６ ０ ０３８９

（１ ３２） （１ ３６） （１ ３６）
Ｓｉｚｅ －０ １５５∗∗∗ －０ １０３∗∗∗ －０ ０７１５∗∗∗

（－３ ９８） （－３ ２３） （－７ ４４）
Ｃｆｏ －０ ７１６ －０ ６９９∗ －０ １１８

（－１ ５４） （－１ ８１） （－１ ０３）
Ｌｅｖ ２ １９５∗∗∗ １ ７６３∗∗∗ ０ ６９５∗∗∗

（９ ４２） （９ ０６） （１２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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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模型（１） ｌｏｇｉｔ 回归 模型（１）Ｔｏｂｉｔ 回归 模型（１）Ｔｏｂｉｔ 回归

ＰＬ ＰＬＮ ＰＬＭ
Ｌｏｓｔ －０ １８３ －０ １２６ －０ １００∗∗∗

（－１ ３２） （－１ ０８） （－２ ８９）
Ｆｒａｕｄ ０ ４６０∗∗∗ ０ ３６６∗∗∗ ０ ０４５６

（３ ９８） （３ ７１） （１ ５２）
Ｓｏｅ －０ ０００９５０ ０ ０１１２ ０ ０１３０

（－０ ０１） （０ １６） （０ ６２）
Ｏｐｎ ０ ６２３∗∗∗ ０ ６３７∗∗∗ ０ ２３７∗∗∗

（３ ８３） （４ ４０） （５ ６０）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 ４１８∗∗∗ ０ ３３４∗∗∗ ０ ０６０３∗∗

（３ ６６） （３ ７９） （２ ３３）
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ｄ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５３８ －０ １３３ ０ ９８３∗∗∗

（０ ５９） （－０ １８） （４ ５３）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０１１ ０ １０２７ ０ １１２７
Ｎ ８ ５００ ８ ５００ ８ ５００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下同。

假设 ２ 的验证需要区分公司所在地的政府干预程度，我们引入交互项观察政府干预程度的调节作用；公
司所在地的政府干预程度是依据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 ２０１３ 年报告》中政府行政管

理中“减少不必要的干预”指数进行测度，该指数的值越大，政府的不必要干预程度越轻；按照该指数的中位

数将样本分为两组，指数低的一组即“高政府干预组”，依此设置虚拟变量（ｈｉｇｈｇｏｖ）：若样本处在“高政府干预

组”，ｈｉｇｈｇｏｖ 则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 而后设置内部控制质量与政府干预的交互项（ ＩＣ×ｈｉｇｈｇｏｖ）对模型（２）进
行回归分析，结果列示于表 ５。 结果显示，被解释变量为有无未决诉讼、未决诉讼涉诉频率以及未决诉讼涉诉

金额时，内控与高政府干预的交互项 ＩＣ×ｈｉｇｈｇｏｖ 均显著为正，说明高程度的政府干预确实抑制了内部控制对

样本公司未决诉讼的治理效果，假设 ２ 得以验证。
表 ５　 政府干预对内部控制与公司未决诉讼关系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２） ｌｏｇｉｔ 回归 模型（２）Ｔｏｂｉｔ 回归 模型（２）Ｔｏｂｉｔ 回归

ＰＬ ＰＬＮ ＰＬＭ
ＩＣ －０ ００２００∗∗∗ －０ ００１８９∗∗∗ －０ ０００５２０∗∗∗

（－５ ４２） （－５ ８３） （－５ ３７）
ＩＣ×ｈｉｇｈｇｏｖ ０ ０００２５２∗ ０ ０００２１８∗∗ ０ ００００５８９∗

（１ ８８） （２ ０２） （１ ８２）
ｈｉｇｈｇｏｖ －０ ９１２∗∗ －０ １９１∗ －０ ２２１∗∗

（－２ ０２） （－１ ８１） （－２ ４５）
ＲＯＡ ０ ２３０ ０ ２０７ ０ ０３９４

（１ ３３） （１ ３８） （１ ３８）
Ｓｉｚｅ －０ １６０∗∗∗ －０ １０７∗∗∗ －０ ０７２４∗∗∗

（－４ ０８） （－３ ３５） （－７ ５３）
Ｃｆｏ －０ ６９８ －０ ６９６∗ －０ １１８

（－１ ５０） （－１ ８０） （－１ ０３）
Ｌｅｖ ２ ２３４∗∗∗ １ ７９０∗∗∗ ０ ７０３∗∗∗

（９ ５４） （９ １８） （１２ １４）
Ｌｏｓｔ －０ １８４ －０ １２７ －０ １００∗∗∗

（－１ ３３） （－１ ０９） （－２ ８９）
Ｆｒａｕｄ ０ ４６０∗∗∗ ０ ３６７∗∗∗ ０ ０４５５

（３ ９７） （３ ７１） （１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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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模型（２） ｌｏｇｉｔ 回归 模型（２）Ｔｏｂｉｔ 回归 模型（２）Ｔｏｂｉｔ 回归

ＰＬ ＰＬＮ ＰＬＭ
ＳＯＥ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２２５ ０ ０１６４

（０ １４） （０ ３２） （０ ７８）
Ｏｐｎ ０ ６２２∗∗∗ ０ ６３６∗∗∗ ０ ２３８∗∗∗

（３ ８２） （４ ４０） （５ ６２）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 ４２１∗∗∗ ０ ３３８∗∗∗ ０ ０６１１∗∗

（３ ６９） （３ ８４） （２ ３６）
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ｄ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５７９ －０ ０９５１ ０ ９９１∗∗∗

（０ ６４） （－０ １３） （４ ５７）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９６７ ０ １０１２ ０ １１２５
Ｎ ８ ５００ ８ ５００ ８ ５００

进一步分析

在以往的研究中，诉讼风险仅考虑被告方，但是未决诉讼意味着公司正在面临诉讼案件，原告和被告均有

未知的事项，经济利益的流出与流入不确定，均可形成风险因素。
当公司是被告方，说明其在经济活动中侵犯了其他公司的经济利益而被起诉，并且诉讼纠纷未能在当个

会计年度及时解决；当公司是原告方时，受到侵害的利益未必能得到补偿，企业的资金配置和运转也具有一定

的不确定性。 但总体来看，被告方公司面临的风险要高于原告方公司。 那么公司的内部控制对未决诉讼的抑

制作用是否会在原告和被告上有所区分？ 我们在进一步分析中，将涉及未决诉讼的样本分为“未决诉讼的原

告方”与“未决诉讼的被告方”，分组回归以对比内部控制对处于不同地位的未决诉讼的作用。 在具体的回归

中，相当于设置了两个虚拟变量：第一个是原告方，若公司作为原告方涉及未决诉讼，则 ＰＬＹ＝ １，若公司未涉

及未决诉讼则 ＰＬＹ＝ ０；第二个是被告方，若公司作为被告方涉及未决诉讼，则 ＰＬＢ ＝ １，若公司未涉及未决诉

讼则 ＰＬＢ＝ ０。 因此，第一组的回归样本是“未决诉讼的原告方及未涉及未决诉讼的公司”，共 ７ ９３０ 个样本；
第二组回归样本是“未决诉讼的被告方及未涉及未决诉讼的公司”，共 ８ ２３７ 个样本。 两组回归分别检验内部

控制对“未决诉讼的原告方”与“未决诉讼的被告方”的作用，结果列示于表 ６ 前两列。 结果显示，内部控制对

未决诉讼的原告方和被告方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对危害更大的被告诉讼案件的作用更为明显。 同时考

虑到，在司法地方保护严重的地区，如果案件由被诉企业所在地法院管辖，那么当地法院对本地企业的偏袒才

会十分明显［１０］，政府干预影响司法独立性的情况显现了出来。 我国民事诉讼案件一般遵循“原告就被告”原
则，即一般选择被告所在地的法院进行案件审理。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对政府干预的调节作用也进行分组检

验。 结果列示于表 ６ 后两列，可见政府干预的负向调节作用仅在未决诉讼的被告方中是显著的。
表 ６　 原告方、被告方的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Ｌｏｇｉｔ 回归 模型（１）Ｌｏｇｉｔ 回归 模型（２）Ｌｏｇｉｔ 回归 模型（２）Ｌｏｇｉｔ 回归

ＰＬＹ ＰＬＢ ＰＬＹ ＰＬＢ
ＩＣ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１９５∗∗∗ －０ ０００３１１∗ －０ ００２００∗∗∗

（－１ ６７） （－３ ６６） （－１ ７４） （－３ ７３）
ＩＣ×ｈｉｇｈｇｏｖ ０ ００００２０３ ０ ０００１５５∗∗∗

（１ ０９） （２ ８８）
ｈｉｇｈｇｏｖ －０ ０９８∗∗ －０ ３１０∗∗∗

（－１ ９７） （－２ ６９）
ＲＯＡ ０ ８４９６ ０ １１６７∗∗∗ ０ ８５３ ０ １６６

（１ ０２） （３ １１） （１ ０２） （１ １３）
Ｓｉｚｅ －０ ０５３３ －０ ２０１８∗∗∗ －０ ０５２７ －０ １９８∗∗∗

（－０ ７２） （－３ ７０） （－０ ７１） （－３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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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模型（１）Ｌｏｇｉｔ 回归 模型（１）Ｌｏｇｉｔ 回归 模型（２）Ｌｏｇｉｔ 回归 模型（２）Ｌｏｇｉｔ 回归

ＰＬＹ ＰＬＢ ＰＬＹ ＰＬＢ
Ｃｆｏ －０ １１２７ －０ ２８１２ －０ １１６ －０ ２９２

（－０ ０１） （－０ ４６） （－０ １３） （－０ ４７）
Ｌｅｖ ０ ０８８７ ０ ９２５６∗∗∗ ０ ８８４∗∗ ２ ９０２∗∗∗

（１ １１） （９ ２７） （２ ０７） （９ １７）
Ｌｏｓｔ ０ ０１３８ ０ ３４２５∗ ０ ０５２８ －０ ３４２∗

（０ １１） （１ ８４） （０ １８） （－１ ８４）
Ｆｒａｕｄ ０ ２１７５ ０ ２５２５∗∗ ０ ２１７ ０ ２５２

（０ ８７） （２ ０１） （０ ８７） （１ ４６）
ＳＯＥ ０ ５３７２∗∗∗ ０ ０２３３ ０ ５３７∗∗∗ ０ ０１７５

（３ ４３） （０ ２０） （３ ４２） （０ １５）
Ｏｐｎ －０ ４７３０ ０ ９０５∗∗∗ －０ ４７１ ０ ９０８∗∗∗

（－１ １７） （４ ４６） （－１ １７） （４ ４７）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１ ３７６６∗∗∗ １ １８１７∗∗∗ １ ３７７∗∗∗ １ １８５∗∗∗

（５ ５８） （６ ２９） （５ ５７） （６ ２９）
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ｄ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６ ３６９４∗∗∗ －１ ６５１９ －６ ３８０∗∗∗ －１ ７０２

（－４ ０１） （－１ ３０） （－４ ０２） （－１ ３３）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６５１ ０ １４９２ ０ ０６６２ ０ １５３７
Ｎ ７ ９３０ ８ ２３７ ７ ９３０ ８ ２３７

稳健性检验

１、基于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检验

为了克服内生问题的影响，我们利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重新回归进行验证，结果见表 ７。 从回归

结果来看，内部控制与发生未决诉讼的可能性、未决诉讼的涉诉频率及涉诉金额均为负相关，这与主回归结论

一致；表 ８ 列示了政府干预调节作用的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也与主回归一致，结果稳健。
表 ７　 内部控制对诉讼风险影响的固定效应模型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ＰＬ ＰＬＮ ＰＬＭ

ＩＣ －０ ００２３９∗∗∗ －０ ００１６９∗∗∗ －０ ００００８３７∗∗∗

（－５ １９） （－５ ４０） （－３ ９２）
ＲＯＡ ０ ２５７ ０ １６６ ０ ００７７２

（１ ３６） （１ ３２） （１ ０９）
Ｓｉｚｅ －０ １９１∗∗∗ －０ １１６∗∗∗ －０ ０１２３∗∗∗

（－３ ４５） （－３ １２） （－６ ６８）
Ｃｆｏ －０ ９６２∗ －０ ６６７∗ ０ ０１７７

（－１ ７２） （－１ ７９） （０ ７７）
Ｌｅｖ ２ ６１５∗∗∗ １ ７４３∗∗∗ ０ ０９８８∗∗∗

（８ １０） （８ ０７） （８ ９３）
Ｌｏｓｔ －０ ３０９∗ －０ １８１∗ －０ ０３３６∗∗∗

（－１ ８８） （－１ ６５） （－４ ６６）
Ｆｒａｕｄ ０ ４６７∗∗∗ ０ ２７９∗∗∗ －０ ００５６５

（３ ３９） （３ ００） （－０ ９３）
ＳＯＥ －０ ０１７５ ０ ００２０３ －０ ００５３７

（－０ １４） （０ ０２） （－１ ３６）
Ｏｐｎ ０ ７１６∗∗∗ ０ ５４１∗∗∗ ０ １２０∗∗∗

（３ ２８） （３ ６８） （１１ ３９）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 ４７６∗∗∗ ０ ３２８∗∗∗ ０ ００００６５９

（３ ０９） （３ ２１） （０ ０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７４２ ０ ０８２７ ０ ３６４∗∗∗

（０ ５８） （０ １０） （９ １７）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８５５ ０ １１４５ ０ １６７７
Ｎ ８ ５００ ８ ５００ ８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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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政府干预调节作用的固定效应模型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ＰＬ ＰＬＮ ＰＬＭ

ＩＣ －０ ０００２３８∗∗∗ －０ ０００３０８∗∗∗ －０ ００００８２２∗∗∗

（－６ ３５） （－７ ６８） （－３ ８４）
ＩＣ×ｈｉｇｈｇｏｖ ０ ００００２１０∗ ０ ００００３３５∗∗ ０ ００００１０２∗

（１ ７６） （２ ４０） （１ ７６）
ｈｉｇｈｇｏｖ －０ ７６６∗ －０ ０９１ －０ ４６２∗∗

（－１ ９０） （－１ ５１） （－２ ４８）
ＲＯＡ ０ ０２８８∗∗ ０ ０３６６∗∗∗ ０ ００７８０

（２ ３５） （２ ８０） （１ １０）
Ｓｉｚｅ －０ ０１５１∗∗∗ －０ ０１５６∗∗∗ －０ ０１２５∗∗∗

（－４ ０８） （－３ ６６） （－６ ７７）
Ｃｆｏ －０ ０４９９ －０ ０６２７ ０ ０１７６

（－１ ２３） （－１ ４４） （０ ７７）
Ｌｅｖ ０ ２０７∗∗∗ ０ ２５０∗∗∗ ０ １００∗∗∗

（９ ６１） （１０ ２７） （９ ０５）
Ｌｏｓｔ －０ ０２８７∗∗ －０ ０３３８∗∗ －０ ０３３９∗∗∗

（－２ ３２） （－２ ５７） （－４ ７０）
Ｆｒａｕｄ ０ ０３７６∗∗∗ ０ ０３０２∗∗∗ －０ ００５５９

（３ ６１） （２ ７４） （－０ ９２）
ＳＯＥ －０ ００５１３ －０ ００５６５ －０ ００４６２

（－０ ６２） （－０ ５７） （－１ １６）
Ｏｐｎ ０ １４０∗∗∗ ０ ２２２∗∗∗ ０ １２０∗∗∗

（７ ３２） （１０ ７５） （１１ ３６）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 ０２７１∗∗∗ ０ ０２５５∗∗ ０ ０００３１４

（３ ０５） （２ ４８） （０ ０７）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４７７∗∗∗ ０ ５１３∗∗∗ ０ ３６６∗∗∗

（５ ９０） （５ ４７） （９ ２３）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９１２ ０ １１９３ ０ １６７９
Ｎ ８ ５００ ８ ５００ ８ ５００

２、将未决诉讼和已决诉讼全部纳入诉讼风险度量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分析中认为上市公司的诉讼风险主要来自于案件仍在审理中、尚未作出终审判决的案件，即未决

诉讼案件。 尽管已决诉讼案件的相关经济利益归属已经明确，不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因素较低，但是考虑到一

些已决诉讼案件的后续效应，如被告方被执行查封、扣押、冻结等裁定，可能会给公司后续的经营带来风险，尤
其是败诉的案件判决后还会对企业的声誉造成持续负面的影响，这也形成了公司的一部分风险因素。 基于这

样的考虑，我们试图将已决诉讼和未决诉讼同时纳入诉讼风险的度量，检验内部控制对诉讼风险的作用及政

府干预的调节作用，以此作为稳健性检验。 ８ ５００ 个研究样本中，８３３ 个样本存在未决诉讼（包含既存在未决

诉讼、又存在已决诉讼的 ５０１ 个样本），此外还有 ９０７ 个样本仅存在已决诉讼，在该部分的稳健性检验中，将这

９０７ 个仅存在已决诉讼的样本也纳入到“诉讼风险”的度量之中，依据有无诉讼、诉讼的涉诉频率、涉诉金额分

别设立三个维度的变量：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Ｎ、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Ｍ。 以这三个变量度量诉讼风险，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

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列示于表 ９ 和表 １０，可见与主回归结果相似，总体来说是稳健的。
３、利用颁布的政策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迪博数据库是基于企业内部控制五要素视角，即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

等，设计构建了内部控制评价信息库②。 如果公司的诉讼事项被纳入内部控制指数设计，应当属于“风险评

②信息介绍来自迪博数据库官网，网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ｃ⁃ｅｒｍ．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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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９　 将未决诉讼与已决诉讼纳入诉讼风险考虑：内部控制对诉讼风险的影响

变量
模型（１） ｌｏｇｉｔ 回归 模型（１）Ｔｏｂｉｔ 回归 模型（１）Ｔｏｂｉｔ 回归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Ｎ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Ｍ
ＩＣ －０ ０００２５９∗∗∗ －０ ０００３５９∗∗∗ －０ ００００８３７∗∗∗

（－６ ８９） （－８ ７９） （－３ ９２）
ＲＯＡ ０ ０２６１∗∗ ０ ０３２７∗∗ ０ ００７７２

（２ ０９） （２ ４１） （１ ０９）
Ｓｉｚｅ －０ ０１２９∗∗∗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１２３∗∗∗

（－３ ９６） （－３ ０２） （－６ ６８）
Ｃｆｏ －０ ０４３３ －０ ０５６０ ０ ０１７７

（－１ ０７） （－１ ２７） （０ ７７）
Ｌｅｖ ０ １９９∗∗∗ ０ ２３９∗∗∗ ０ ０９８８∗∗∗

（１０ ２４） （１１ ３０） （８ ９３）
Ｌｏｓｔ －０ ０２３７∗ －０ ０３１３∗∗ －０ ０３３６∗∗∗

（－１ ８６） （－２ ２７） （－４ ６６）
Ｆｒａｕｄ ０ ０４２６∗∗∗ ０ ０３６８∗∗∗ －０ ００５６５

（３ ９８） （３ １７） （－０ ９３）
ＳＯＥ －０ ００５６３ －０ ００７４２ －０ ００５３７

（－０ ８１） （－０ ９８） （－１ ３６）
Ｏｐｎ ０ １５２∗∗∗ ０ ２４５∗∗∗ ０ １２０∗∗∗

（８ ２２） （１２ １６） （１１ ３９）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 ０２６３∗∗∗ ０ ０２３７∗∗∗ ０ ００００６５９

（３ ３８） （２ ８１） （０ ０１）
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ｄ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３５６∗∗∗ ０ ３６５∗∗∗ ０ ２６８∗∗∗

（４ １４） （３ ９０） （５ ４８）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９８８ ０ ０９２７ ０ １０１１
Ｎ ８ ５００ ８ ５００ ８ ５００

表 １０　 将未决诉讼与已决诉讼纳入诉讼风险考虑：政府干预的调节作用

变量
模型（２） ｌｏｇｉｔ 回归 模型（２）Ｔｏｂｉｔ 回归 模型（２）Ｔｏｂｉｔ 回归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Ｎ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Ｍ
ＩＣ －０ ０００２５６∗∗∗ －０ ０００３５３∗∗∗ －０ ００００８２２∗∗∗

（－６ ７９） （－８ ６４） （－３ ８４）
ＩＣ×ｈｉｇｈｇｏｖ ０ ００００２４６∗∗ ０ ００００３９３∗∗∗ ０ ００００１０２∗

（２ ４１） （３ ５４） （１ ７６）
ｈｉｇｈｇｏｖ －０ １４７∗ －０ ２５８∗∗ －０ ４１９∗∗∗

（－１ ９２） （－２ ５１） （－３ ０１）
ＲＯＡ ０ ０２６３∗∗ ０ ０３３０∗∗ ０ ００７８０

（２ １０） （２ ４３） （１ １０）
Ｓｉｚｅ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１１４∗∗∗ －０ ０１２５∗∗∗

（－４ １０） （－３ ２３） （－６ ７７）
Ｃｆｏ －０ ０４３６ －０ ０５６４ ０ ０１７６

（－１ ０７） （－１ ２８） （０ ７７）
Ｌｅｖ ０ ２０３∗∗∗ ０ ２４５∗∗∗ ０ １００∗∗∗

（１０ ４１） （１１ ５７） （９ ０５）
Ｌｏｓｔ －０ ０２４３∗ －０ ０３２３∗∗ －０ ０３３９∗∗∗

（－１ ９２） （－２ ３５） （－４ ７０）
Ｆｒａｕｄ ０ ０４２７∗∗∗ ０ ０３７０∗∗∗ －０ ００５５９

（４ ００） （３ １９） （－０ ９２）
ＳＯＥ －０ ００３８２ －０ ００４５３ －０ ００４６２

（－０ ５５） （－０ ６０） （－１ １６）
Ｏｐｎ ０ １５２∗∗∗ ０ ２４４∗∗∗ ０ １２０∗∗∗

（８ １９） （１２ １２） （１１ ３６）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 ０２６９∗∗∗ ０ ０２４６∗∗∗ ０ ０００３１４

（３ ４６） （２ ９２） （０ ０７）
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ｄ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３６２∗∗∗ ０ ３７３∗∗∗ ０ ２７０∗∗∗

（４ ２０） （３ ９９） （５ ５２）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１２３ ０ １０７６ ０ １０９２
Ｎ ８ ５００ ８ ５００ ８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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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部分；根据官网的介绍，风险相关的数据来自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本文的研究设计中，未决诉讼数据来自

上市公司的诉讼临时公告，通过手工筛选整理而成，获得了远超于年报中可得到的信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

的年报中有关公司诉讼事项的披露很少且不规范，并且多为披露公司本年已决的案件情况）。 由此可见，迪
博数据库设计的内控指数体系基本不会涵盖上市公司临时公告中的未决诉讼，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一些诉讼

事项同时披露于年报的情况。
解决内生性问题的一个较为理想的方法就是基于客观的外生事件，设计双重差分模型（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进行检验。 由财政部、审计署、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

范》以及相关的配套指引正是一个外生事件，这样的政策颁布无疑促进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进
而提升了实施该指引的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该指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施行。 因此，我们选取实施了该指引的上市公司为实验组公司，未实施该指引的上

市公司为控制组公司。 对比：控制组公司在内控指引实施前后的差异，与实验组公司在内控指引实施前后的

差异，二者间差异的差异是否显著。 模型设定参考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等［３３］、陈晖丽和刘峰［３４］，分别控制了行业与年度

以及公司与年度固定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ｔ ＝ α０ ＋ α１ ｌｉｓｔ ＋ α２ ｌｉｓｔ × ｐｏｓｔ ＋ α３ＲＯＡｔ ＋ α４Ｓｉｚｅｔ ＋ α５Ｃｆｏｔ ＋ α６Ｌｅｖｔ ＋ α７Ｌｏｓｔｔ

＋ α８Ｆｒａｕｄｔ ＋ α９ＳＯＥ ｔ ＋ α１０Ｏｐｎｔ ＋ α１１Ｆｉｒｍａｇｅｔ ＋ ΣＹｅａｒ ＋ ΣＩｎｄ ＋ ε
　 　 主要的测试变量是交互项 ｌｉｓｔ∗ｐｏｓｔ，其系数 α２ 表示：有无实施内控指引的公司在内控指引实施后公司诉

讼风险发生的变化，与控制组公司的变化之间的差异。 回归结果列示于表 １１。 由回归结果可知，列（１）、（２）
和（３）中控制年度和行业的固定效应后进行回归分析，分别以 ＰＬ、ＰＬＮ、ＰＬＭ 为被解释变量，交互项 ｌｉｓｔ∗ｐｏｓｔ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列（４）、（５）和（６）中控制年度和公司的固定效应后进行回归分析，分别以 ＰＬ、ＰＬＮ、
ＰＬＭ 为被解释变量，交互项 ｌｉｓｔ∗ｐｏｓｔ 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负；说明实施了内控指引后的上市公司的诉讼风险

显著降低了。
双重差分模型的设计，使用了外部政策的推行来观测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进而检验内部控制质量的提

升是否能降低上市公司的诉讼风险。 这样就避免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涉及未决诉讼的公司内控质量也

低，相应的内控指数也就低。
表 １１　 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内部控制对诉讼风险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Ｌ ＰＬＮ ＰＬＭ ＰＬ ＰＬＮ ＰＬＭ

ｌｉｓ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２ － － －
（０ ６６） （０ ６４） （０ ９７） － － －

Ｐｏｓｔ×Ｌｉｓｔ －０ １４６∗∗∗ －０ ０４８∗∗∗ －０ ０７７∗ －０ １９８∗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１∗∗

（－３ ８４） （－３ ６４） （－１ ８５） （－１ ８７） （－２ ０７） （－２ ２６）
ＲＯＡ ０ １８３∗∗ ０ ０２９∗∗ ０ ０６９∗∗ ０ ２０９∗∗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７∗∗

（２ ２６） （２ １３） （１ ９７） （１ ９９） （２ ４３） （２ ５３）
Ｓｉｚｅ －０ ２５５∗∗∗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６∗∗∗ －０ ２９４∗∗∗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５∗∗∗

（－６ ９６） （－８ ２６） （－９ ４０） （－５ ８３） （－７ ３０） （－９ ３８）
Ｃｆｏ －０ ８９５∗ －０ ０８１∗ ０ ０１２ －１ ２２８∗∗ －０ ０８４∗∗ ０ ０１３

（－１ ９４） （－１ ８３） （０ ５２） （－２ ２４） （－１ ９９） （０ ５８）
Ｌｅｖ ２ ２００∗∗∗ ０ ２５５∗∗∗ ０ １０３∗∗∗ ２ ８１１∗∗∗ ０ ２７１∗∗∗ ０ ０９３１∗∗∗

（９ ４９） （１２ ０６） （９ ３５） （８ ９３） （１１ ４７） （８ ７９）
Ｌｏｓ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３ －０ １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４

（０ ４２） （１ ０４） （０ ４８） （－０ ７０） （－０ １４） （－０ ７５）
Ｆｒａｕｄ ０ ５９７∗∗∗ ０ ０５３０∗∗∗ ０ ０２０∗∗ ０ ５８０∗∗∗ ０ ０４２∗∗∗ ０ ０１７∗

（５ ２１） （４ ６０） （２ ３３） （４ ２７） （３ ８２） （１ ７７）
ＳＯＥ －０ １１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６ －０ ２０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７∗

（－１ ３１） （－１ ８５） （－１ ５９） （－１ ５６） （－１ ８１） （－１ ７０）
Ｏｐｎ ０ ８３１∗∗∗ ０ ２８５∗∗∗ ０ １３０∗∗∗ ０ ９１２∗∗∗ ０ ２５８∗∗∗ ０ １３２∗∗∗

（５ ４０） （１４ ６４） （１２ ７３） （４ ３５） （１２ ８１） （１３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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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Ｌ ＰＬＮ ＰＬＭ ＰＬ ＰＬＮ ＰＬＭ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 ０８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１２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
（０ ６６） （０ ６１） （－０ ６９） （０ ７９） （０ ５７） （０ １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 ７２９∗ ０ ４６６∗∗∗ ０ ３０３∗∗∗ ０ ８３１ ０ ５１４∗∗∗ ０ ２８８∗∗∗

（１ ８６） （４ ７３） （５ ９０） （０ ７３） （６ ０３） （７ ９２）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０２３ ０ ０９９６ ０ １０１０ ０ ０９９０ ０ ０９２１ ０ ０９７４
Ｎ ８ ５００ ８ ５００ ８ ５００ ８ ５００ ８ ５００ ８ ５００

结论与分析

上市公司与其客户、供应商、债权人、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发生纠纷在所难免，若不能合理解决很可

能将诉诸法律，形成诉讼案件，进而使得涉诉企业经济利益流出。 内部控制作为企业内部治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否确实起到了促进“企业合法合规经营”的作用，进而降低企业的诉讼风险？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
文根据诉讼进展阶段更准确的分割出具有风险因素的诉讼事项———上市公司面临的尚未做出终审判决的

“未决诉讼”，进一步探讨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未决诉讼的作用方式；并将“政府干预”这一外在制度背景纳入

考虑，分析其对内部控制的诉讼风险治理作用的影响。
选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确实能

够降低企业的诉讼风险，具体来看：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降低企业发生未决诉讼的可能性，并且能够降低未

决诉讼的涉诉频率与涉诉金额；考虑到政府干预，发现政府干预削弱了内部控制对公司未决诉讼的抑制作用。
进一步的探究还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对公司诉讼事件发生的抑制作用在公司“提起诉讼”与“被诉讼”两
个方面都有作用，但其对危害更大的被告诉讼案件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可获得如下启示。 第一，对上市公司而言，企业有效的内部控制起到了降低诉讼

风险的作用，说明内部控制起到了内部治理的作用，良好的控制环境保证企业尽可能实现合法合规的经营，行
之有效的风险评估体系能及时控制诉讼风险，给企业带来了积极效应；第二，对政府而言，本文针对政府干预

的研究显示了政府干预对企业内部治理的干扰，从资本市场和经济社会长远健康发展来看，政府应当减少干

预，将企业的经营和发展真正交给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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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资产专用性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金　 勰１ 　 裘益政２

（１．国家税务总局温岭市税务局，温岭 ３１７５００；
２．浙江工商大学财务与会计学院，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要：本文以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制造业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家族企业资产专用性对企业

绩效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家族企业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总体上呈倒“Ｕ”型关系；家族企

业中的特殊治理机制如家族所有权、业主权威、业主利他主义对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其中，家族所有权与业主权威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当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

时，业主利他主义产生负向调节作用。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业主权威

和家族所有权的正向调节作用会得到强化；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上述调节作用均会显著

减弱，这反映出家族治理机制与外部治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互补充作用。 本文的研究将

丰富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的研究文献，同时也有助于理解家族治理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内在

机理。
关键词：资产专用性；家族治理；企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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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①王明琳和周生春［２０］提出双重三层委托代理问题，其中第一重代理问题是指股东与管理者代理问题，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

家族大股东与家族经理人的代理问题，第二层是家族大股东与外部经理人的代理问题；第二重代理问题是家族大股东与外部

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

引　 言

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是企业可持续存在的基础，经济利润和投资效率是企业价值创造的两大来

源［１，２］ 。 资产专用性能够保障企业效率，提升企业绩效，这一点无论是交易成本经济学（ＴＣＥ）、契约经济学

还是资源基础的战略管理理论（ＲＢＶ）均给予了肯定的答案［３，４］ 。 为了获取超额利润，企业有动力进行资

产专用性投资，提升产品的独特性和竞争力［５，６］ 。 虽然多数文献验证了资产专用性确实能使企业获得较高

风险补偿［７－１０］ 。 但不能忽视的是，资产专用性的可占用准租、不完全契约可能诱发机会主义行为，额外增

加的交易成本逐渐抵消专用性投资的风险补偿，反而降低了企业的绩效［１１－１４］ 。 对于企业而言，一个富有

实践意义的问题是如何使资产专用性发挥价值增值作用。 最近的研究显示，治理机制的选择可以促进资

产专用性的价值创造效应［１５－１７］ ，这些治理机制包括一体化、技术水平、关系治理等。 Ｌｕｉ 等［１８］ 和寿志钢［４］

验证了缔约双方关系的嵌入能促进资产专用性创造价值，曾楚宏和朱仁宏［１９］ 发现政治关系可以解决资产

专用性带来的敲竹杠问题，于茂荐和孙元欣［１６］ 进一步验证了一体化、技术水平对于专用性投资和企业业

绩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已有资产专用性、治理机制和企业绩效的研究较多是在承袭交易成本经济学思想的基础上，关注组织间

的治理机制在专用性投资效率上的调节作用，较少关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专用性投资效率的影响，上市家

族企业的内部治理模式既不同于英美国家股权分散、两权背离的公众公司的代理问题，也不同于存在“一股

独大”的国有上市公司或一般民营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因此，大多数公司治理的定义并不适用于家族企

业［２０］。 家族治理的代理问题因嵌入血缘、亲缘关系而颇具特色：一方面，家族企业普遍存在的非正式契约能

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代理问题，是一种高效的治理模式［２１－２３］；另一方面，家族企业“所有者控制”、“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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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利他主义三大特征会产生“双重三层”代理问题① ［２０，２４］。 现有家族治理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家族企业

不同所有权和控制权安排的经济后果，而关于家族治理这一颇具独特性的内部治理模式如何影响资产价值创

造效应的具体路径研究尚不多见。 本文所研究的家族治理的三个维度：家族所有权、家族控制、家族管理是家

族企业“双重三层”代理问题的表现形式，对分析家族治理对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产生的影响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研究发现，家族企业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总体上呈现倒“Ｕ”型关系；家族企业中的特殊治理机

制如家族所有权、业主权威、业主利他主义和实际控制人两权背离度对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显

著调节作用。 其中，家族所有权与业主权威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当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时，业主利他主义和实

际控制人两权背离度产生负向调节作用。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业主权威和家族所

有权的正向调节作用会得到强化，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上述调节作用均会显著减弱，这反映出家族治理

机制与外部治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互补充作用。
相对于已有的研究文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有资产专用性经济后果的研究

大多是静态的分析，本文借鉴权衡理论的思想，对资产专用性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权衡，为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

效的非线性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了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的研究文献；第二，本文从家族所有权、家族

控制、家族管理三个维度探讨了家族治理影响资产专用性价值创造效应的具体路径，试图从资产专用性投资

的视角，深入理解家族治理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内在机理；第三，已有研究较多关注组织间的治理机制在专用性

投资效率上的调节作用，本文将资产专用性的治理机制拓展到家族公司治理内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资产专

用性治理机制的研究文献。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检验与分

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启示。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１、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

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投入的专用性资产具有稀缺性、不易模仿和不易替代等特征，这使企

业拥有异质化资本，能提升产品独特性，帮助其获得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７］。 同时，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公
司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会加强交易双方在定制合同方面的需求，通过与交易对方签订长期交易协议或制定更

高的交易价格，既得到交易对方的风险补偿［２５－２７］，又为交易双方提供了保护机制［２８］，这将带来价值增值效

应，提升企业的业绩。 李青原等［１０］的研究就发现，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资产专用性越高的公司更能获得超

额利润。 因此，基于资源基础观的盈利机制是资产专用性投资收益的主要方面。 就家族企业而言，随着中国

经济转型过程中各项制度的不断完善，家族企业产权逐渐得到保护，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也愈发强烈［２９］。
家族创新精神和趋利机制使得其通过资产专用性投资提升绩效。

但是也有学者提供了不同于上述观点的经验证据，Ｌｕｉ 等［１８］学者认为上述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发挥作用

依赖于成熟的市场和法制环境，单从交易成本理论来看，资产专用性的可占用准租和契约的不完全性的特征

更可能遭到缔约对方机会主义侵害。 我国正处经济转型时期，各项制度环境并不完善，完备契约很难签订及

实施，缔约主体难以通过正式合同约束机会主义行为，这影响了上述理论的适用性，也使得交易成本成为影响

家族企业资产专用性投资效益的重要方面。 此外，资产专用性也可能体现为一种代理成本。 部分家族上市企

业中，家族控制性股东利用其决策控制权，为谋取私有收益增加公司的资产专用性投资水平，从而导致资产专

用性投资效率下降［３０，３１］。
当资产专用性水平较低时，家族企业面临的投资机会集相对较大，其资产专用性投资往往为生产经营所

迫切需要，同时较低的资产专用性投资水平使公司有可能制定详细的合同，保障其自身权益；此外，低水平的

资产专用性环境下，公司过度投资少，大股东较少为谋取私利增加资产专用性投资。 即当资产专用性水平较

低时，基于资源基础观的盈利机制发挥主要作用，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相对较低，资产专用性投资的边际收益

相对较高。 随着资产专用性水平的不断增加，家族企业的投资机会不断减少，资产专用性投资的边际效率开

始递减，而资产专用性所对应的机会主义成本将逐渐增加。 资产专用性水平越高，制定详实的合同并监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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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专用性资产成本、收益、净收益曲线

难度就越高，专用性资产重新配置时“锁定”效应加大，风险更高，也更

易被缔约方敲竹杠②［３２，３３］，交易成本的快速上升逐渐抵消资产专用性

创造的价值［１１］。 同时，高资产专用性水平下，资产专用性投资更易表

现为一种代理成本。 即当资产专用性水平较高时，资产专用性水平增

加的边际收益将不断递减，盈利机制发挥的作用有限，而交易成本和

代理成本相对较高。 借鉴权衡理论的思路，家族企业在确定资产专用

性程度时，必须要权衡资产专用性带来的边际收入与相应的边际成

本。 资产专用性水平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一个“拐点”，在专用性资产

产生的边际收入与边际成本相等的平衡点上，企业达到最佳资产专用

性水平。
这一关系也可以用数学模型加以说明。 如图 １ 所示，ＡＳ 为专用性

资产比例，资产专用性的成本函数为 Ｃ（ＡＳ），收益函数为 Ｒ（ＡＳ），专
用性资产的成本函数是二阶导＞０、一阶导＞０ 的曲线，即 Ｃ′（ＡＳ） ＞０，
Ｃ″（ＡＳ）＞０。收益函数是二阶导＜０、一阶导＞０ 的曲线，即 Ｒ′（ＡＳ） ＞０，
Ｒ″（ＡＳ）＜０。设净收益函数为 Ｐ（ＡＳ），则 Ｐ（ＡＳ）＝ Ｒ（ＡＳ）－Ｃ（ＡＳ）。

分别对 Ｐ（ＡＳ）求一阶导和二阶导数可得：
Ｐ′（ＡＳ）＝ Ｒ′（ＡＳ）－Ｃ′（ＡＳ），Ｐ″（ＡＳ）＝ Ｒ″（ＡＳ）－Ｃ″（ＡＳ）
由于 Ｃ″（ＡＳ）＞０，Ｒ″（ＡＳ）＜０，故 Ｐ″（ＡＳ）＜０，Ｐ′（ＡＳ）为递减函数。
又由 Ｃ′（ＡＳ）＞０，Ｒ′（ＡＳ）＞０，且当 ＡＳ 处于低点时，Ｒ′（ＡＳ）＞Ｃ′（ＡＳ）

知 Ｐ′（ＡＳ）为由正到负的单调递减函数，故存在 Ｐ′（ＡＳ）＝ ０ 的点。
设当 ＡＳ＝ＡＳ＿ｐｏｉｎｔ 时，Ｐ′（ＡＳ＿ｐｏｉｎｔ）＝ ０，则当 ＡＳ＞ＡＳ＿ｐｏｉｎｔ 时，Ｐ′

（ＡＳ）＜Ｐ′（ＡＳ＿ｐｏｉｎｔ）＝ ０，当 ＡＳ＜ＡＳ＿ｐｏｉｎｔ 时，Ｐ′（ＡＳ）＞Ｐ′（ＡＳ＿ｐｏｉｎｔ）＝ ０，故 Ｐ′（ＡＳ＿ｐｏｉｎｔ）＝ ０ 时，Ｐ（ＡＳ＿ｐｏｉｎｔ）
达到最大，ＡＳ＿ｐｏｉｎｔ 是企业“最佳的专用性资产水平”。

综上，随着资产专用性水平的提高，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在发生变化，不能用简单的线性关系来解释，
它更符合一种倒“Ｕ”型关系。 据此提出：

假设 １：家族企业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呈倒“Ｕ”型关系。
２、家族治理、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

（１）家族所有权、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

公司治理机制的选择会影响资产专用性的价值创造效应。 家族所有权是上市家族企业最为重要的公司

治理变量之一，企业是不同要素所有者达成的一组契约，本质是通过“权威”来协调资源［３４］，实际控制人拥有

的所有权便是业主静态权威的一种表现形式。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实际控制人拥有的所有权比例越高，就越

有动力监督或参与公司的运营管理，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增值［３５－３９］。 随着家族控制人所有权比例的提高，专用

性资产的经营效率也更高。 其次，实际控制人向上市公司提供专用性资产的现象十分常见，由于专用性资产

具有捆绑效应，当实际控制人向上市公司投入专用性资产，就会被“捆绑”在与上市公司合作的契约关系上，
限制了实际控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企业劣质资产比例降低、资金侵占等行为减少，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形

成利益协同的局面［１７，４０］，企业的整体运营效率得到提高。 因此，家族所有权比例的提高能显著提升专用性资

产的经营效率。 同时，由于在资产专用性水平较高时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更高，“捆绑效应”的作用会使家族

所有权的正向调节效应更显著。 据此提出：
假设 ２：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实际控制人所有权比例的提高能够对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②寿志钢［４］ 、汪涛和秦红［１３］等学者指出专用性投资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机会主义行为的增加，在某些权变因素存在时也会减
少机会主义行为，如在资产专用性水平较高时，双边专用性投资、双方强关系准则的权变作用会阻碍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这
是交易成本理论与关系交换理论框架下外部治理机制的作用效果研究。 本文则从公司内部治理的角度出发，认为代理成本
的存在会使家族企业的专用性投资成为实际控制人利益输送工具，此时专用性投资的增加更多的是企业的代理问题引起的。
这与前述学者的研究形成了不同视角下相互竞争的观点。 本文认为在家族企业的研究背景下，代理问题产生的问题更为严
重，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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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正向调节作用，且这种调节效应在资产专用性水平较高时更为显著。
（２）家族管理、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

由于家族企业是以亲缘、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的利益集体，业主（尤其是创业者）努力经营企业并将其

视为能够传递给下一代的财富，业主在长期管理活动中投入自身人力资本逐步累积和培育起“动态权

威” ［２０］，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业主权威作为一种非正式治理机制可以提升企业效率［４１，４２］。 目前大部分家族企

业仍由创业者经营［４３］，创业者亲手创立并长期经营企业，形成了浓厚的权威，虽然小部分企业中下一代开始

逐渐执掌企业，但是创立者本人并没有完全退出企业［４４］。 业主与创业元老间的默契与信任，对其他高管人员

施加的个人影响力，有效提高了代理效率［２０］。
业主拥有难以被模仿的能力与创意［４５］，在资产专用性水平较低时，业主把握投资机会提高企业的资产专

用性，使企业拥有异质性资本，提升竞争优势。 同时，业主制定详实的合同并监督其执行，以减少缔约对方的

机会主义行为。 此外，业主注重家族企业声誉的特质实际上也是对担心遭受违约的缔约对方的一种隐性契

约，是业主能够自动履行契约的信号，从而减少契约中需要明确规定的条款，提高了契约执行效率，降低交易

成本［４６］，信任与合作是资产专用性缔约双方提高合作绩效的有效途径［１８，４７］。 综上所述，业主权威降低资产

专用性的交易成本，提升了资产专用性的价值创造能力。 在资产专用性水平较高时，企业遭受机会主义侵害

的风险更大，这种来自于业主的监督作用更加显著。
家族企业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管理［４８］，在企业创业阶段，家族管理者的利他主义使其注

重企业的长期发展，减少短期的非效率投资，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代理成本，此时家族管理者利他主义更适

用于“管家理论” ［４９－５２］。 随着企业完成创业阶段，家族成员之间的利他主义会加重家族经理人搭便车、偷懒等

代理问题，导致家族企业的“撒玛利亚人困境”（Ｓａｍａｒｉｔａｎ’ｓ ｄｉｌｅｍａｍａ） ［５０］。 家族企业“任人唯亲”的现象导致

经理人市场的失灵、无法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合约，导致良莠不齐的代理人应聘于企业，考虑到家族内部和

谐，业主也很难解雇低效率的家族经理人［５３－５５］。 当前随着越来越多的上市家族企业跨过创业阶段，业主利他

主义的代理问题日渐严重［４４，５６］。 家族经理人低下的经营效率和能力使之难以签订有效契约并实施管理，更
易诱发专用性资产缔约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尤其是在资产专用性水平较高时，专用性资产的准租金更容易

被侵占。 据此提出：
假设 ３：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业主权威能够正向调节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业主利他主

义会负向调节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这两种调节效应在资产专用性水平较高时更为显著。
（３）实际控制人两权背离度、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

家族企业普遍采用金字塔式结构控制上市公司，导致了实际控制人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分离，两权背离

导致实际控制人有动机采取隧道行为来侵占中小股东的权益［５７－５９］，这就使得资产专用性投资的“捆绑效应”
不能正常发挥［１７］。

在我国转型经济法制不完备的现实环境下，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一旦发生较大程度的分

离，则实际控制人往往有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定价等方式掏空上市公司的强烈动机［３９，５８－６０］。 例如实际控制人

高价将劣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直接套取资金，而在上市公司的账面价值中这项劣质资产却往往表现为高价值

的专用性资产［６１，６２］，又如将高风险的资产专用性投资项目转移到低现金流量权的企业［６３］。 因此，在两权背

离程度以及资产专用性水平较高的企业中，资产专用性投资更可能是由于代理问题引起的利益转移，两权背

离度在资产专用性与企业业绩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假设 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实际控制人两权背离程度负向调节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且

这种调节效应在资产专用性水平较高时更为显著。
为了更加直观的显示家族治理的各个变量“向上调节”及“向下调节”的作用效果，本文以图示方式呈现

各调节变量的调节过程。 如图 ２ 所示，在家族所有权和业主权威的调节作用下，最佳资产专用性水平右移，同
时资产专用性投资的最高净收益也有所提升，这显示了正向调节的作用。 同时，相比资产专用性水平低于拐

点的部分，资产专用性水平大于拐点时调节作用更为显著。 如图 ３ 所示，在利他主义和两权背离度的调节作

用下，最佳资产专用性水平左移，资产专用性投资的最高净收益下降，显示了负向调节的作用，同时，资产专用

性水平大于拐点时调节作用更为显著，说明在资产专用性水平高时，负向调节效应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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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家族所有权、业主权威的调节作用示意图 图 ３　 利他主义、两权分离的调节作用示意图

研究设计

１、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的上市家族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选择制造业为研究样本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

行业因素的影响也可以获取足够的样本数量。 本文借鉴苏启林和朱文［６４］、王明琳和周生春［２０］、王明琳等［４４］

等学者的研究方法，将家族企业定义为：（１）实际控制人能归结到一个自然人或一个家族；（２）实际控制人控

制权＞１０％。 剔除 ＳＴ、∗ＳＴ 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缺失或者异常的样本。 业主利他主义通过查阅公司年报、招
股说明书、百度等搜索引擎手工搜集，其他财务数据主要来自于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最终样本包含２ ５７５个公司年

度观察值，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变量在 １％和 ９９％水平上进行了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 处理。 采用 Ｓｔａｔａ１２ ０ 进

行数据的处理与分析。
２、变量定义

（１）企业绩效

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和投入资本回报率作为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 其中净资产收益率是衡量公司绩

效的重要指标，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中很常见，但也存在着指标易受到盈余管理的争议，鉴于此，本文以投入资

本回报率作为辅助性指标，投入资本回报率反映公司经营活动中利用资本创造回报的能力， 只有公司投入资

本的回报率超过用以进行现金流量折现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时，才会创造价值。 该指标在文献中得到较为广

泛的使用［６５］。
（２）资产专用性

虽然资产专用性治理问题近年来逐渐成为热点，根据已有的文献，资产专用性的度量仍然缺乏权威性指

标［６６］。 资产专用性分为物质资源专用性和人力资源专用性，与本文研究关系密切的是物质资产专用性，企业

为生产某一产品进行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投资，为提升产品的独特性加大研发投入，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开发

支出最终形成无形资产。 无论是自主研发还是外购的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都很难不做任何改进就配置于其

他用途，表现出较强的专用性特征。 而制造业企业流动资产变现能力强，故专用性大部分体现在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中。 不少研究将在建工程也包括在资产专用性的衡量中，本文认为虽然在建工程在达到使用状态后很

大一部分转化为专用性资产，但鉴于其在达到使用状态前并没有创造价值，故在研究资产专用性的经济后果

时变量设定中不应包括在建工程。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的考虑，本文借鉴 Ｃｏｌｌｉｓ 和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９］、周煜皓和张

盛勇［６７］、程宏伟［６８］、李青原等［１０］、方明月［６９］学者的研究，采用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作为专用

性投资的代理变量③。

③资产专用性的度量指标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雷新途［１４］ 认为，选择长期资产作为资产专用性的替代变量是有一定前提条件
的，即企业内部机会主义和代理成本较低， 资产专用性投资不存在事后被敲竹杠等问题。 这样企业长期资产才具有专用性，
进而具有相应的经济后果。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企业内部机会主义和代理成本是普遍存在的，而从近几年学者对资产专用性
的研究来看，长期资产法仍然被广泛使用［１０，６７－６９］ ，可见虽然长期资产法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学者们仍普遍认可其可在很大程
度上体现出企业资产的专用性程度。 本文研究存在机会主义和代理问题时企业专用性资产的经济后果，从而揭示资产专用
性隐含的代理冲突。 本文所定义的资产专用性既包括了企业为提高经营效率、产品独特性、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声誉而进
行的资产专用性投资，也包括了关联方基于掏空目的向上市公司注入的账面价值远大于实际价值的专用性资产，这些资产虽
然实际上价值不高但在账面上往往表现为高价值的专用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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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家族治理

借鉴王明琳和周生春［２０］的研究方法，本文对于家族治理从家族所有权、家族控制、家族管理三个维度进

行考察。 Ａ．家族所有权。 采用实际控制人所有权比例衡量，是指实际控制人通过一致行动、交叉持股、多重塔

式持股等方式拥有的上市公司所有权。 Ｂ．家族控制。 家族企业普遍采用金字塔式持股，而金字塔持股的最直

观表现是实际控制人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采用实际控制人两权背离度来衡量。 Ｃ．家族管理。 家族企业

中，家族管理既包括业主参与管理，也包括其他家族成员参与管理，相应的家族管理这一维度包括业主权威与

利他主义。 业主权威内生于个人的才干和魅力，是业主在长期创业与经营中形成的个人影响力和良好的私人

关系，客观上难以辨识，加之主流代理理论重点关注治理权威较少涉及管理权威，直接测量业主权威很困难。
同样，业主利他主义行为主要是基于血缘亲缘关系的互惠行为，发生在具有血亲关系的家族成员之间，也无法

直接测量，目前关于利他主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定性分析上。 王明琳和周生春［２０］ 认为通常情况下家族企业

的高度集权现象是存在业主权威的一个标志，通过观察业主是否同时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可以从总体上判断

出企业是否存在业主权威，贺小刚等［７０］也采用这种衡量方式衡量业主权威，同时假设较多的家族成员担任高

层职务意味着较高的业主利他主义水平，采用企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中具有亲缘关系的家族成员的比例衡

量利他主义程度，本文的研究也采用该方法。
（４）控制变量

结合前人的研究［４，１０，１５，２０］，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Ａ．企业规模。 研究普遍认为规模较大的企业资本成本

低、获利能力强，即企业的经营绩效会随着规模的变大而变得更好。 Ｂ．资产负债率。 财务杠杆的大小对企业

绩效有较大影响，高负债的企业发展前景并不被投资者看好，经营业绩也会变差。 Ｃ．企业成长能力。 业绩的

表现具有一定惯性，营业收入增长率越高表明企业持续发展的潜力较大。 Ｄ．股权制衡度。 公司通过几个大股

东分享所有权进而进行相互牵制可以达到互相监督的目的。 有研究表明，这种安排能够有效抑制大股东对上

市公司的利益侵害，提高企业价值。 Ｅ．大股东占款。 大股东占用资金主要体现在其他应收款这一科目中，其
他应收款越多，大股东占用的资金越多，大股东代理成本也越高。 Ｆ．经营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

流量越多，表明企业具有较充裕的现金流，抵御危机能力强，持续发展能力强。 Ｇ．上市年限。 企业上市时间越

长，经营越稳定。 此外本文也对年份进行了控制。 具体变量定义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操作性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净资产收益率 Ｒｏｅ 净利润 ／ 净资产

投入资本回报率 Ｒｏｉｃ （净利润＋财务费用） ／ （资产总计－流动负债＋应付票据＋
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解释变量　

资产专用性 ＡＳ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 总资产

家族所有权 Ｏｗｎ 实际控制人所有权

业主权威 Ｆｃ 若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取值 １，否则取 ０
业主利他主义 Ａｌ 家族高管人数 ／ 高管总人数，包括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两权背离度 Ｓｅｐ 实际控制人控制权 ／ 实际控制人现金流权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 总负债 ／ 总资产

企业成长能力 Ｇｒｏｗ （本期营业收入—上期营业收入） ／ 上期营业收入

股权制衡度 Ｔｏｐ２－５ 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率 ／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

大股东占款 Ｏｔａｃ 其他应收款 ／ 总资产

经营现金流量 Ｃｆ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总资产

上市年限 Ａｇｅ 公司上市年数

年份 Ｙｅａｒ 年度固定效应，１ 表示属于某一年，０ 表示其他

３、模型设定

为了对假设 １ 进行检验，本文设定了如下 ２ 个模型：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 ＝ α０ ＋ α１ＡＳｉ ＋ α２ＡＳｉ∗ＡＳｉ ＋ α３Ａｇｅｉ ＋ α４Ｓｉｚｅｉ ＋ α５Ｌｅｖｉ ＋ α６Ｔｏｐ２ － ５ｉ

＋ α７Ｇｒｏｗ ｉ ＋ α８Ｏｔａｃｉ ＋ ∑Ｙｅａｒ ＋ ε 模型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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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为企业绩效的代理变量，分别用 Ｒｏｅ 和 Ｒｏｉｃ 代入，根据假设 １，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呈倒

“Ｕ”型关系，即预期 α１ 为正，α２ 为负。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 ＝ λ０ ＋ λ１ＡＳ＿Ｌｏｗ ｉ ＋ λ２ＡＳ＿Ｈｉｇｈｉ ＋ λ３Ａｇｅｉ ＋ λ４Ｓｉｚｅｉ ＋ λ５Ｌｅｖｉ ＋ λ６Ｔｏｐ２ － ５ｉ ＋ λ７Ｇｒｏｗ ｉ

＋ λ８Ｏｔａｃｉ ＋ ∑Ｙｅａｒ ＋ ε 模型 ２

　 　 模型 ２ 是对假设 １ 的进一步验证。 根据模型 １ 的回归结果，通过一阶导数求极值得资产专用性的拐点

（ＡＳ＿Ｐｏｉｎｔ），借鉴 Ｌｉｎ 和 Ｌｉｕ［７１］的处理方法，将 ＡＳ 分成低资产专用性 ＡＳ＿Ｌｏｗ 与高资产专用性 ＡＳ＿Ｈｉｇｈ 两个

变量。 当 ＡＳ 小于 ＡＳ＿Ｐｏｉｎｔ 时，ＡＳ＿Ｌｏｗ ＝ ＡＳ，ＡＳ＿Ｈｉｇｈ ＝ ０，当 ＡＳ 大于 ＡＳ＿Ｐｏｉｎｔ 时，ＡＳ＿Ｌｏｗ ＝ ＡＳ＿Ｐｏｉｎｔ，ＡＳ＿
Ｈｉｇｈ＝ＡＳ⁃ＡＳ＿Ｐｏｉｎｔ。 预期 λ１ 为正，λ２ 为负。

为了对假设 ２－假设 ４ 进行检验，本文设定了模型 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 ＝ β０ ＋ β１ＡＳ＿Ｌｏｗ ｉ ＋ β２ＡＳ＿Ｈｉｇｈｉ ＋ β３ＦＧ ｉ∗ＡＳ＿Ｌｏｗ ｉ（Ｈｉｇｈｉ） ＋ β４Ａｇｅｉ ＋ β５Ｓｉｚｅｉ ＋ β６Ｌｅｖｉ

＋ β７Ｔｏｐ２ － ５ｉ ＋ β８Ｇｒｏｗ ｉ ＋ β９Ｃｆｏｉ ＋ β１０Ｏｔａｃｉ ＋ β１１ＦＧ ｉ ＋ ∑Ｙｅａｒ ＋ ε 模型 ３

　 　 ＦＧ 为家族治理变量，分别用 Ｏｗｎ、Ｆｃ、Ａｌ、Ｓｅｐ 代入。 当将 Ｏｗｎ、Ｆｃ 代入 ＦＧ 时 β３ 预期为正，当将 Ａｌ、Ｓｅｐ
代入 ＦＧ 时 β３ 预期为负。 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ＦＧ、ＡＳ＿Ｌｏｗ 的交乘项和 ＦＧ、ＡＳ＿Ｈｉｇｈ 的交乘项不在同一

模型中进行回归。 此外，由于本文在回归时对上述主要连续变量进行了行业维度（制造业二级行业分类）的
均值调整，因此未加入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考虑到企业绩效的动态持续效应，采用动态面板分析，引入滞后

被解释变量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１以反映动态滞后效应。

实证检验与分析

１、描述性统计

表 ２ 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间，上市家族制造企业净资产收益率（Ｒｏｅ）平均值 ７ １％，标准

差为 ０ ０７５，２５ 分位点、７５ 分位点分别是 ３ ７％、１０ ６％，投入资本回报率（Ｒｏｉｃ）平均值 ６ ３％，标准差 ０ ０５２，
２５％分位点、７５％分位点分别是 ３ ６％、８ ７％，可见企业绩效总体分布较平稳。 资产专用性（ＡＳ）平均值为

０ ２６６，标准差为 ０ １３１，说明不同企业资产专用性程度差异不大，但是个别企业资产专用性程度畸高。 业主

权威平均值为 ３３ ８％，说明有 ３３ ８％的企业实际控制人同时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 业主利他主义平均值为

１０ ５％，最大值 ４７ １％，说明大部分企业家族成员参与管理程度不高，但是个别企业中家族高管人数占到了高

管总人数近一半。 实际控制人所有权（Ｏｗｎ）平均值 ３４ ６％，最小值 ３ ４％，最大值 ７４ ３％，极差较大。 实际控

制人两权背离度（Ｓｅｐ）平均值 １ ３５，最大值 ４ ７８６，标准差 ０ ６５１。
表 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最小值 ２５％分位点 中位数 ７５％分位点 最大值 标准差 Ｎ
Ｒｏｅ ０ ０７１ －０ ２９１ ０ ０３７ ０ ０６９ ０ １０６ ０ ３４５ ０ ０７５ ２５７５
Ｒｏｉｃ ０ ０６３ －０ １３１ ０ ０３６ ０ ０５９ ０ ０８７ ０ ２６７ ０ ０５２ ２５７５
ＡＳ ０ ２６６ ０ ０１１ ０ １６８ ０ ２４９ ０ ３５３ ０ ６５９ ０ １３１ ２５７５
Ａｌ ０ １０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６３ ０ ０７７ ０ １４３ ０ ４７１ ０ ０７５ ２５７５
Ｆｃ ０ ３３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４７３ ２５７５
Ｏｗｎ ０ ３４６ ０ ０３４ ０ ２１８ ０ ３３３ ０ ４６２ ０ ７４３ ０ １６６ ２５７５
Ｓｅｐ １ ３５３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１５ １ ４５２ ４ ７８６ ０ ６５１ ２５７５
Ｌｅｖ ０ ３４０ ０ ０３１ ０ １８４ ０ ３２４ ０ ４８０ ０ ８３２ ０ １８９ ２５７５
Ｔｏｐ２－５ ０ ７５１ ０ ００５ ０ ３１５ ０ ６０７ １ ０２５ ３ ７９６ ０ ５９０ ２５７５
Ｓｉｚｅ ２１ ３８０ １９ ３２０ ２０ ７７０ ２１ ２９０ ２１ ８８０ ２４ ２３０ ０ ８５３ ２５７５
Ｇｒｏｗ ０ １８５ －０ ４５５ ０ ０１３ ０ １５３ ０ ３０７ １ ５２９ ０ ２９０ ２５７５
Ｏｔａｃ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４ ０ １２９ ０ ０１７ ２５７５
Ｃｆｏ ０ ０３５ －０ １９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３６ ０ ０７７ ０ ２４６ ０ ０６９ ２５７５
Ａｇｅ ４ ９１７ ０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７ ０００ １９ ０００ ４ ７３１ ２５７５

２、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

为了检验假设 １，对模型 １、２ 进行了回归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３。 分别采用净资产收益率和投入资本回报

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从（１）、（４）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不考虑平方项时，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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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企业的资产专用性总体上对企业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 从（２）、（５）的回归结

果来看，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的一次项符号显著为正，平方项显著为负，说明企业绩效随着资产专用性水平

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Ｕ”型关系，验证了假设 １。 进一步根据（２）、（５）的回归结果，通过一阶导数求极

值，当被解释变量为 Ｒｏｅ 时，资产专用性的拐点为 １５ ７２％；当被解释变量为 Ｒｏｉｃ 时，拐点为 ２５ ５９％。 分别以

这两个拐点构造出 ＡＳ＿Ｌｏｗ 与 ＡＳ＿Ｈｉｇｈ 两个变量，如回归结果（３）所示，ＡＳ＿Ｌｏｗ 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与 Ｒｏｅ
显著正相关，ＡＳ＿Ｈｉｇｈ 在 １％的水平上与 Ｒｏｅ 显著负相关。 回归结果（５）则显示 ＡＳ＿Ｌｏｗ 与 ＡＳ＿Ｈｉｇｈ 在 １％的

显著性水平上分别与 Ｒｏｉｃ 显著正相关与负相关，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１。 当企业资产专用性水平较低时，风险

补偿以及规模效应带来的高生产效率为企业创造价值。 随着资产专用性水平的持续增加，边际报酬率递减、
面临的机会主义风险则越来越大，逐渐抵消了资产专用性创造的价值，最终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表 ３　 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

变量
Ｒｏｅ Ｒｏｉｃ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ＡＳ －０ ０４５∗∗∗ ０ ０５０ －０ ０４５∗∗∗ ０ ０６５∗∗∗

（－４ ９３） （１ ５３） （－４ ９３） （２ ８４）

ＡＳ×ＡＳ －０ １５９∗∗∗ －０ １２７∗∗∗

（－３ ０２） （－３ ４６）

ＡＳ＿Ｌｏｗ ０ １１９∗∗ ０ ０３５∗∗∗

（２ ５５） （２ ４０）

ＡＳ＿Ｈｉｇｈ －０ ０６８∗∗∗ －０ ０４１∗∗∗

（－６ １０） （－３ ８８）

Ｌ．Ｒｏｅ ０ ４７３∗∗∗ ０ ４７０∗∗∗ ０ ４７１∗∗∗ ０ ４７３∗∗∗ ０ ３４６∗∗∗ ０ ３４６∗∗∗

（２８ ７４） （２８ ５０） （２８ ６５） （２８ ７４） （３０ ０７） （３０ １１）

Ｓｉｚｅ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７ ６６） （７ ８６） （７ ７１） （７ ６６） （６ ０２） （５ ８９）

Ｇｒｏｗ ０ ０８２∗∗∗ ０ ０８２∗∗∗ ０ ０８２∗∗∗ ０ ０８２∗∗∗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３∗∗∗

（２０ ５５） （２０ ５７） （２０ ５８） （２０ ５５） （１９ １５） （１９ １７）

Ｌｅｖ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３∗∗∗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１∗∗∗

（－８ １７） （－８ ３４） （－８ ２１） （－８ １７） （－７ ７４） （－７ ５９）

Ｔｏｐ２－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８５） （－０ ７６） （－０ ７４） （－０ ８５） （－０ ６８） （－０ ６７）

Ａｇｅ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４ ０７） （４ １３） （４ ２２） （４ ０７） （５ ７７） （５ ８２）

Ｏｔａｃ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１
（－０ ２９） （－０ ３４） （－０ ３７） （－０ ２９） （０ ４８） （０ ４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２５６∗∗∗ －０ ２７４∗∗∗ －０ ２６１∗∗∗ －０ ２５６∗∗∗ －０ １５６∗∗∗ －０ １５８∗∗∗

（－７ ６７） （－８ ０９） （－７ ８５） （－７ ６７） （－６ ６２） （－６ ７４）
Ｙｅａ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Ｎ ２５７５ ２５７５ ２５７５ ２５７５ ２５７５ ２５７５
Ａｄｊ＿Ｒ２ ０ ４２９ ０ ４３１ ０ ４３２ ０ ４２９ ０ ４２０ ０ ４２２
Ｆ １７５ １２ １６１ ７９ １６２ ３５ １７５ １２ １５４ ６５ １５５ ７８

注：（１）采用 ＧＭＭ 估计；（２）括号内为 Ｔ 值；（３）∗∗∗ｐ＜０ ０１，∗∗ｐ＜０ ０５，∗ｐ＜０ １０；（４）Ｒｏｂｕｓｔ 处理后结果基本一致。

３、家族治理、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

为了检验假设 ２－假设 ４，本文分别将代表资产专用性高的变量（ＡＳ＿Ｈｉｇｈ）与资产专用性低的变量（ＡＳ＿
Ｌｏｗ）与家族治理的变量进行交乘，并进行了去中心化处理以避免多重共线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同时由于

Ｏｗｎ 与 Ｓｅｐ 的相关系数较高（０ ５７），故在模型中分开回归。 表 ４ Ｐａｎｅｌ Ａ 是高资产专用性投资变量与家族治

理变量的交乘回归结果，其中（１）至（４）是单独放入交乘项的回归结果，（５）与（６）同时考虑家族治理多个因

素的调节作用，从回归结果来看：资产专用性程度高时，实际控制人所有权比例与资产专用性的交乘项 Ｏｗｎ×
ＡＳ＿Ｈｉｇｈ 显著为正，说明实际控制人所有权可以正向调节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注意到业主权威在

（２）、（５）中显著，但是在（６）中显著性不明显，利他主义在（３）、（５）中不显著，但在（６）中显著为负，这说明业

主权威产生了正向调节作用，而利他主义的负向调节作用在与业主权威共同作用的情况下更显著的体现。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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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利他主义和业主权威共同作用时，利他主义的负面调节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业主权威的正向调节效应。
假设 ２、３ 得到验证。 由（４）、（５）可知两权背离程度与资产专用性的交乘项 Ｓｅｐ×ＡＳ＿Ｈｉｇｈ 为负但不显著，假设

４ 得到部分验证。
表 ４　 家族治理对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

被解释变量：Ｒｏｅ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ａｎｅｌ Ａ： ＦＧ×ＡＳ＿Ｈｉｇｈ

ＡＳ＿Ｌｏｗ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５ ０ ０７１ ０ ０６５ ０ ０６１ ０ ０５７
（１ ３９） （１ ４８） （１ ６３） （１ ５０） （１ ２６） （１ ３１）

ＡＳ＿Ｈｉｇｈ －０ １４３∗∗∗ －０ １０４∗∗∗ －０ ０８３∗∗∗ －０ ０９４∗∗∗ －０ ０８５∗∗∗ －０ １３１∗∗∗

（－６ ８８） （－８ ６１） （－５ １１） （－８ ５４） （－３ ９３） （－５ ９２）

Ｏｗｎ×ＡＳ＿Ｈｉｇｈ ０ １４８∗∗∗ ０ １６１∗∗∗

（２ ７２） （２ ８２）

Ｆｃ×ＡＳ＿Ｈｉｇｈ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９
（１ ７９） （１ ６５） （１ ３７）

Ａｌ×ＡＳ＿Ｈｉｇｈ
－０ １１９ －０ １７３ －０ ２３５∗

（－０ ９６） （－１ ０３） （－１ ８４）

Ｓｅｐ×ＡＳ＿Ｈｉｇｈ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１ ２９） （－１ ２２）

Ｌ．Ｒｏｅ ０ ４２７∗∗∗ ０ ４３０∗∗∗ ０ ４３０∗∗∗ ０ ４３０∗∗∗ ０ ４２９∗∗∗ ０ ４２６∗∗∗

（２６ ８１） （２７ ０３） （２７ ００） （２７ ０２） （１４ ０８） （２６ ７２）

Ｏｗｎ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７∗

（－１ ５２） （０ ６３） （０ ５２） （－１ ６５）

Ｆｃ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８７） （－１ ８３） （－０ ８１） （－０ ７７） （－１ ７４） （－１ ５２）

Ａｌ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０
（０ ３２） （０ １７） （０ ８４） （０ ３７） （１ １１） （１ ４５）

Ｓｅ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７５） （０ ６２） （１ ２８） （１ ２２）

Ｓｉｚｅ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６ ７６） （６ ５５） （６ ４６） （６ ６４） （５ ４４） （６ ７４）

Ｇｒｏｗ
０ ０８０∗∗∗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０∗∗∗

（２０ ９７） （２１ ０６） （２１ ０８） （２１ ０７） （１５ １２） （２０ ９６）

Ｃｆｏ
０ ２６７∗∗∗ ０ ２６７∗∗∗ ０ ２６７∗∗∗ ０ ２６７∗∗∗ ０ ２６７∗∗∗ ０ ２６８∗∗∗

（１６ ０１） （１５ ９８） （１５ ９８） （１５ ９６） （８ ７９） （１６ ０９）

Ａｇｅ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１ ９７） （１ ９４） （１ ９２） （１ ７５） （１ ５５） （１ ９２）

Ｔｏｐ２－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９１） （－０ ７１） （－０ ６７） （－０ ７７） （－０ ８４） （－０ ９３）

Ｌｅｖ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９∗∗∗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１∗∗∗

（－５ ３４） （－５ ２１） （－５ ０８） （－５ ２８） （－３ ９７） （－５ ３５）

Ｏｔａｃ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３
（０ ２０） （０ ２４） （０ ２８） （０ ３１） （０ ２３） （０ ２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７∗∗∗

（３ １５） （１ ０６） （０ ３０） （０ ５５） （０ ２０） （２ ６６）
Ｙｅａ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Ｎ ２５７５ ２５７５ ２５７５ ２５７５ ２５７５ ２５７５
Ａｄｊ＿Ｒ２ ０ ４８４ ０ ４８３ ０ ４８２ ０ ４８３ ０ ４８３ ０ ４８５
Ｆ １４０ ８８ １３２ ６０ １３２ ３６ １４０ ２５ １２５ ８１ １２６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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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Ｒｏｅ

变量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Ｐａｎｅｌ Ｂ： ＦＧ×ＡＳ＿Ｌｏｗ

ＡＳ＿Ｌｏｗ
０ ０３４ ０ ０４３ ０ ０８９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７ ０ ０４１
（０ ３３） （０ ８０） （１ ２７） （１ ４５） （０ ７１） （０ ３５）

ＡＳ＿Ｈｉｇｈ
－０ ０９４∗∗∗ －０ ０９５∗∗∗ －０ ０９５∗∗∗ －０ ０９５∗∗∗ －０ ０９５∗∗∗ －０ ０９４∗∗∗

（－７ ６７） （－８ ６６） （－８ ７０） （－８ ６８） （－７ ９５） （－７ ９５）

Ｏｗｎ×ＡＳ＿Ｌｏｗ
０ ０９３ ０ ０６９
（０ ４６） （０ ３３）

Ｆｃ×ＡＳ＿Ｌｏｗ
０ ０７０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９
（０ ８７） （０ ５７） （０ ６９）

Ａｌ×ＡＳ＿Ｌｏｗ
－０ １７２ －０ ２１３ －０ １８８
（－０ ３４） （－０ ３４） （－０ ３１）

Ｓｅｐ×ＡＳ＿Ｌｏｗ
－０ ０５１ －０ ０４４
（－０ ６５） （－０ ５４）

Ｌ．Ｒｏｅ
０ ４３０∗∗∗ ０ ４３０∗∗∗ ０ ４３０∗∗∗ ０ ４３０∗∗∗ ０ ４３０∗∗∗ ０ ４３０∗∗∗

（１４ ５１） （２６ ９８） （２７ ０３） （２７ ０１） （１３ ９３） （１３ ９１）

Ｏｗｎ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２３） （０ ６２） （０ ５７） （０ ２７）

Ｆｃ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９７） （－０ ９４） （－０ ８３） （－０ ８１） （－０ ８９） （－１ ０２）

Ａｌ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２５） （０ ２０） （０ ３０） （０ ３９） （０ ３８） （０ ２４）

Ｓｅ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７３） （０ ６９） （０ ７２） （０ ６９）

Ｓｉｚｅ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５ ６５） （６ ５１） （６ ４７） （６ ５７） （５ ３４） （５ ３２）

Ｇｒｏｗ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１∗∗∗

（１４ ００） （２１ ０８） （２１ ０７） （２１ ０９） （１５ １１） （１５ ０６）

Ｃｆｏ
０ ２６７∗∗∗ ０ ２６７∗∗∗ ０ ２６７∗∗∗ ０ ２６７∗∗∗ ０ ２６７∗∗∗ ０ ２６７∗∗∗

（１０ ３６） （１５ ９６） （１５ ９６） （１５ ９６） （８ ７６） （８ ７６）

Ａｇｅ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１ ８２） （１ ９１） （１ ９３） （１ ８１） （１ ５７） （１ ８６）

Ｔｏｐ２－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８７） （－０ ６７） （－０ ６６） （－０ ７９） （－０ ８３） （－０ ８１）

Ｌｅｖ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９∗∗∗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０∗∗∗

（－３ ４２） （－５ １５） （－５ １３） （－５ ２０） （－３ ９２） （－３ ８９）

Ｏｔａｃ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６
（０ １５） （０ ２５） （０ ２７） （０ ２３） （０ １７） （０ １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１ ６４） （０ ７１） （０ ７０） （１ ２０） （１ ０３） （１ ６１）

Ｙｅａ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Ｎ ２５７５ ２５７５ ２５７５ ２５７５ ２５７５ ２５７５
Ａｄｊ＿Ｒ２ ０ ４８２ ０ ４８２ ０ ４８２ ０ ４８２ ０ ４８２ ０ ４８２
Ｆ １４０ ０６ １３２ ３４ １３２ ２８ １４０ １１ １２５ ３３ １２５ ２９

注：（１）采用 ＧＭＭ 估计；（２）括号内为 Ｔ 值；（３）∗∗∗ｐ＜０ ０１，∗∗ｐ＜０ ０５，∗ ｐ＜０ １０；（４）上表被解释变量为 Ｒｏｅ，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采用 Ｒｏｉｃ 作为
被解释变量；（５）ＶＩＦ 均值不超过 ２ ５，不存在多重共线性；（６）Ｒｏｂｕｓｔ 处理后结果基本一致。

表 ４ Ｐａｎｅｌ Ｂ 是低资产专用性投资变量与家族治理变量的交乘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７）至（１２）看，资产

专用性程度低时，实际控制人所有权以及业主权威仍然起到了正向调节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的作用，但不

显著。 业主利他主义和两权背离程度的调节作用为负但不显著。 这一结果进一步表明：在资产专用性程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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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时，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价值增值效应占主导地位，此时实际控制人所有权与业主权威的正向调节作用

效果并不明显，业主利他主义和实际控制人两权背离带来的负向调节作用也并未开始显现。 在资产专用性较

高时，边际收益开始下降，而边际成本开始不断提高，业主利他主义的代理问题增加了代理成本，逐渐抵消资

产专用性所创造的价值，虽然实际控制人所有权和业主权威能发挥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作用有限，最终使资

产专用性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４、进一步研究：市场化程度的影响

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环境伴随着更有竞争力的产品、要素市场、更健全的法治环境。 在市场化程度高的

环境中，法律和监管机构能够更有效促进契约执行并解决法律纠纷，投资者的保护机制更加健全，有助于

遏制缔约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了专用性投资的风险，使其更能发挥出增值效应［６６，７２］ 。 在这种环境
下，外部治理机制更能发挥治理作用，并且也更能限制实际控制人的掏空行为［７３］ 。 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

环境中，由于缺少健全的法律保护，资产专用性的准租金更易受到缔约对方的侵害，也更易成为控制性股

东掏空上市公司的手段。 此时，家族企业家族所有权和业主权威等内部治理机制对企业绩效的正向调节

效应将会更加显著。
本文以樊纲等［７４］的“市场化指数总体评分”将样本数据按照中位数分成两组，以分析不同制度环境下

家族治理机制的调节效应④。 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５、表 ６ 所示：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家族所有权和业主

权威均发挥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说明在欠发达地区，由于缺少了外部市场力量的监督，企业遭受机会

主义侵害的风险更大，业主出于保护企业的目的运用自身权威加强监督、提升资产经营效率，起到正向调

节作用。
表 ５　 进一步研究：市场化指数低的地区组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ＡＳ＿Ｌｏ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６３ －０ ０５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 （－０ ０５） （－０ ８０） （－０ ０２） （０ １２） （０ １３）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５３） （－０ ５４） （－０ ０９） （－０ １５）

ＡＳ＿Ｈｉｇｈ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４∗∗∗ －０ ０９９∗∗∗ －０ ０８５∗∗∗ －０ ０７８∗∗∗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３∗∗∗ －０ ０８２∗∗∗ －０ ０８２∗∗∗ －０ ０７４∗∗∗

（－６ ０３） （－６ １２） （－６ ０２） （－６ ２６） （－６ １３） （－３ ３０） （－６ ０９） （－６ １０） （－６ ０１） （－５ ９５） （－３ １７） （－３ ０７）
Ｏｗｎ×ＡＳ＿Ｌｏｗ ０ １７５ ０ １０２

（０ ７３） （０ ４３）

Ｏｗｎ×ＡＳ＿Ｈｉｇｈ ０ １３７∗∗ ０ １４４∗∗

（２ １３） （２ ２０）

Ｆｃ×ＡＳ＿Ｌｏｗ ０ １７３∗ ０ １６９ ０ １６２∗

（１ ７７） （１ ５８） （１ ６７）

Ｆｃ×ＡＳ＿Ｈｉｇｈ ０ ０５６∗∗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１∗∗

（２ ４４） （２ ２２） （２ ２５）

Ａｌ×ＡＳ＿Ｌｏｗ －０ ０４５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６） （０ ０３） （－０ ０５）

Ａｌ×ＡＳ＿Ｈｉｇｈ －０ ０７７ －０ １５３ －０ ２３７

（－０ ４６） （－０ ８７） （－１ ３８）

Ｓｅｐ×ＡＳ＿Ｌｏｗ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３

（－０ ５５） （０ ０３）

Ｓｅｐ×ＡＳ＿Ｈｉｇｈ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４

（－１ ２２） （－０ ９１）
Ｌ．Ｒｏｅ ０ ４３４∗∗∗ ０ ４３２∗∗∗ ０ ４３１∗∗∗ ０ ４３１∗∗∗ ０ ４３２∗∗∗ ０ ４３２∗∗∗ ０ ４３３∗∗∗ ０ ４３３∗∗∗ ０ ４３３∗∗∗ ０ ４３３∗∗∗ ０ ４３２∗∗∗ ０ ４３０∗∗∗

（１０ ７３） （１０ ８２） （１０ ７５） （１０ ７６） （１０ ８１） （１０ ８２） （１０ ８５） （１０ ８７） （１０ ８５） （１０ ７３） （１０ ８５） （１０ ８０）

④市场化总指数是一个综合指标，它除了包括产品市场发展程度、要素市场发展程度、法制健全程度等可能影响专用性投资
效果的因素之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因素，而这些因素可能并不影响家族企业的专用性投资的效果。 为了使回归结果更具说
服力，本文采用相关性更高的分指标（产品市场发展程度、要素市场发展程度、法制健全程度）进行了分组回归，各个分指
标的分组回归结果与采用综合指标基本一致。 考虑到目前市场化综合指数是一种更为主流，也更普遍使用的方法，同时也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在正文部分仍采用综合指标作为分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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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Ｏｗｎ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 （－１ ４５） （０ ８４） （０ ８０） （０ ７３） （０ ７２） （０ ０９） （－１ ４９）
Ｆｃ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６８） （－０ ６５） （－０ ５８） （－１ ９３） （－０ ４９） （－０ ４８） （－０ ４６） （－０ ４０） （－０ ５８） （－０ ７７） （－１ ７０） （－１ ９０）
Ａｌ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７

（０ ２６） （０ ３３） （０ １３） （０ １１） （０ ２３） （０ ５１） （０ ４４） （０ ４１） （０ ３３） （０ １７） （０ ８８） （１ １５）
Ｓｅ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１ ３７） （１ ３６） （１ ３２） （１ ２７） （１ ２８） （１ ６７） （１ ０８） （１ ４３）
Ｓｉｚｅ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４ ９３） （５ ０２） （４ ７４） （４ ７８） （４ ７３） （４ ７１） （４ ７９） （４ ８６） （４ ７７） （４ ９１） （４ ８４） （４ ９９）
Ｇｒｏｗ ０ ０６９∗∗∗ ０ ０６９∗∗∗ ０ ０６９∗∗∗ ０ ０６９∗∗∗ ０ ０７０∗∗∗ ０ ０７０∗∗∗ ０ ０７０∗∗∗ ０ ０７０∗∗∗ ０ ０７０∗∗∗ ０ ０６９∗∗∗ ０ ０７０∗∗∗ ０ ０６９∗∗∗

（１１ ６７） （１１ ６２） （１１ ７１） （１１ ６５） （１１ ６７） （１１ ６８） （１１ ７９） （１１ ７８） （１１ ８１） （１１ ７０） （１１ ７７） （１１ ６１）
Ｃｆｏ ０ ２５０∗∗∗ ０ ２５１∗∗∗ ０ ２４９∗∗∗ ０ ２５０∗∗∗ ０ ２５０∗∗∗ ０ ２５０∗∗∗ ０ ２５０∗∗∗ ０ ２５０∗∗∗ ０ ２４９∗∗∗ ０ ２５０∗∗∗ ０ ２５０∗∗∗ ０ ２５１∗∗∗

（６ ５５） （６ ５６） （６ ５１） （６ ５４） （６ ５４） （６ ５４） （６ ５４） （６ ５５） （６ ５０） （６ ５２） （６ ５５） （６ ５８）
Ｔｏｐ２－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９１） （－０ ９８） （－０ ７１） （－０ ７３） （－０ ７３） （－０ ７３） （－０ ８１） （－０ ７８） （－０ ８３） （－０ ８９） （－０ ７９） （－０ ９７）
Ｌｅｖ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１ ５５） （－１ ６６） （－１ ５５） （－１ ５１） （－１ ４８） （－１ ４４） （－１ ６０） （－１ ６８） （－１ ６６） （－１ ６２） （－１ ６５） （－１ ６２）
Ｏｔａｃ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４

（－０ ２１） （－０ ２２） （－０ ２７） （－０ ２９） （－０ ２６） （－０ ２５） （－０ ２９） （－０ ２６） （－０ ２７） （－０ ２１） （－０ ２７） （－０ ２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２∗∗

（－３ ８３） （－２ ６４） （－３ ７５） （－３ ２５） （－３ ７１） （－３ ５７） （－３ ９５） （－４ １０） （－３ ７７） （－３ ８４） （－３ ２３） （－２ ５０）
Ｙｅａ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Ｎ １６２９ １６２９ １６２９ １６２９ １６２９ １６２９ １６２９ １６２９ １６２９ １６２９ １６２９ １６２９
Ａｄｊ＿Ｒ２ ０ ４６５ ０ ４６６ ０ ４６７ ０ ４６７ ０ ４６６ ０ ４６６ ０ ４６５ ０ ４６６ ０ ４６６ ０ ４６６ ０ ４６７ ０ ４６８
Ｆ ４０ ９６０ ４１ １９２ ３８ ６９１ ３９ ３５２ ３８ ６０４ ３８ ８８９ ４０ ６１７ ４０ ８７７ ３６ １５７ ３６ ５８０ ３７ ３５１ ３７ ４６８
注：（１）采用 ＧＭＭ 估计；（２）括号内为 Ｔ 值；（３）∗∗∗ｐ＜０ ０１，∗∗ｐ＜０ ０５，∗ｐ＜０ １０；（４）ＶＩＦ 检验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５）按公司对参数估计的
标准误差进行 ｃｌｕｓｔｅｒ 调整。

表 ６　 进一步研究：市场化指数高的地区组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ＡＳ＿Ｌｏｗ ０ ２３４∗∗ ０ ２２２∗∗ ０ ３４１∗∗∗ ０ ２３４∗∗∗ ０ ３００∗∗ ０ ２３８∗∗∗ ０ ２２７∗∗ ０ ２２９∗∗ ０ ３９８∗∗∗ ０ ４２０∗∗∗ ０ ２２６∗∗ ０ ２２０∗∗

（２ ５２） （２ ４８） （３ ３０） （２ ５９） （２ ４１） （２ ６７） （２ ５０） （２ ５０） （３ １９） （３ ３５） （２ ４９） （２ ４９）
ＡＳ＿Ｈｉｇｈ －０ １２４∗∗∗ －０ １１９∗∗∗ －０ １２６∗∗∗ －０ １２８∗∗∗ －０ １２４∗∗∗ －０ １０４∗∗∗ －０ １２１∗∗∗ －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１∗∗∗ －０ １２３∗∗∗ －０ １００∗∗∗ －０ ０８９∗∗

（－５ ９０） （－５ ７２） （－６ ０２） （－５ ４８） （－５ ９３） （－３ １１） （－５ ７７） （－５ ５８） （－５ ８２） （－５ ８６） （－２ ８０） （－２ ４６）
Ｏｗｎ×ＡＳ＿Ｌｏｗ ０ ００６ ０ ５９３

（０ ０１） （１ ３２）
Ｏｗｎ×ＡＳ＿Ｈｉｇｈ ０ １３５ ０ １７２

（１ １５） （１ ３０）
Ｆｃ×ＡＳ＿Ｌｏｗ －０ ２３８ －０ ２３７ －０ ３３４∗

（－１ ３８） （－１ ３３） （－１ ８２）

Ｆｃ×ＡＳ＿Ｈｉｇｈ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２

（０ ３８） （０ ４０） （０ ０６）
Ａｌ×ＡＳ＿Ｌｏｗ －０ ５７８ －０ ６９９ －０ ６６０

（－０ ７１） （－０ ８４） （－０ ７９）
Ａｌ×ＡＳ＿Ｈｉｇｈ －０ ２０１ －０ ２１４ －０ ２７６

（－０ ７８） （－０ ８２） （－１ ０７）

Ｓｅｐ×ＡＳ＿Ｌｏｗ －０ ０４２ －０ １２６

（－０ １９） （－０ ６０）

Ｓｅｐ×ＡＳ＿Ｈｉｇｈ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２

（－０ ４１） （－０ ５６）
Ｌ．Ｒｏｅ ０ ４１０∗∗∗ ０ ４０６∗∗∗ ０ ４１１∗∗∗ ０ ４１０∗∗∗ ０ ４１０∗∗∗ ０ ４０９∗∗∗ ０ ４０９∗∗∗ ０ ４０９∗∗∗ ０ ４１０∗∗∗ ０ ４１１∗∗∗ ０ ４０８∗∗∗ ０ ４０４∗∗∗

（８ ４１） （８ ３９） （８ ３９） （８ ３９） （８ ３８） （８ ４７） （８ ３７） （８ ３７） （８ ３９） （８ ４５） （８ ４９） （８ ４９）
Ｏｗｎ －０ ０１８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７∗∗

（－１ ３４） （－２ １８） （－１ ６２） （－１ ４３） （－１ ４０） （－１ ５１） （－１ ８５） （－２ ４２）
Ｆｃ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８３） （－０ ８２） （－０ ３６） （－０ ９０） （－０ ８６） （－０ ８４） （－１ ００） （－１ ０１） （－０ ５０） （－０ ０１） （－１ ０２） （－０ ５９）
Ａｌ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２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９ ０ ０４６

（０ ３３） （０ ３０） （０ ４４） （０ ３３） （０ ４７） （１ ００）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１８） （０ ５０） （０ ７９） （１ ２２）
Ｓｅ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６５） （－０ ４７） （－０ ５２） （－０ ５８） （０ ４１） （０ ６０） （０ ６３） （０ ７４）
Ｓｉｚｅ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２ ９０） （２ ９５） （２ ９４） （２ ９４） （２ ９０） （２ ９４） （２ ８７） （２ ８７） （２ ８２） （２ ８７） （２ ９０） （２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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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Ｇｒｏｗ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０∗∗∗

（１０ ４０） （１０ ２７） （１０ ３６） （１０ ３５） （１０ ３５） （１０ ３６） （１０ ２９） （１０ ２８） （１０ ２９） （１０ ４５） （１０ ３１） （１０ ２９）
Ｃｆｏ ０ ３１８∗∗∗ ０ ３１９∗∗∗ ０ ３１７∗∗∗ ０ ３１８∗∗∗ ０ ３１９∗∗∗ ０ ３２０∗∗∗ ０ ３２２∗∗∗ ０ ３２２∗∗∗ ０ ３２２∗∗∗ ０ ３１８∗∗∗ ０ ３２４∗∗∗ ０ ３２２∗∗∗

（６ ６６） （６ ６８） （６ ６５） （６ ６９） （６ ６７） （６ ７２） （６ ９２） （６ ８８） （６ ９２） （６ ６５） （６ ９４） （６ ７１）
Ｔｏｐ２－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１ ０９） （－１ １４） （－１ １９） （－１ １８） （－１ １３） （－１ １２） （－０ ８８） （－０ ８８） （－０ ８６） （－１ ０５） （－０ ８７） （－１ ０８）
Ｌｅｖ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０∗∗∗ －０ ０５９∗∗∗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０∗∗∗ －０ ０５６∗∗∗ －０ ０５７∗∗∗ －０ ０５６∗∗∗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８∗∗∗ －０ ０６１∗∗∗

（－３ ９５） （－３ ９９） （－３ ９４） （－３ ９４） （－３ ９９） （－３ ９８） （－３ ８５） （－３ ８３） （－３ ８２） （－３ ９０） （－３ ８５） （－３ ９６）
Ｏｔａｃ ０ １６５ ０ １５９ ０ １７４ ０ １６３ ０ １５９ ０ １５８ ０ １６４ ０ １６６ ０ １６６ ０ １７０ ０ １６０ ０ １５０

（１ １６） （１ １０） （１ ２４） （１ １４） （１ １２） （１ １２） （１ １３） （１ １６） （１ １７） （１ ２１） （１ １２） （１ ０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７∗

（２ ３６） （２ ６７） （１ ８１） （１ ８３） （１ ６７） （１ １７） （１ ０１） （０ ８９） （０ ７７） （２ ３５） （０ ２９） （１ ７９）
Ｙｅａ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Ｎ ９４６ ９４６ ９４６ ９４６ ９４６ ９４６ ９４６ ９４６ ９４６ ９４６ ９４６ ９４６
Ａｄｊ＿Ｒ２ ０ ５３５ ０ ５３６ ０ ５３６ ０ ５３６ ０ ５３６ ０ ５３６ ０ ５３４ ０ ５３４ ０ ５３６ ０ ５３７ ０ ５３５ ０ ５３７
Ｆ ３５ ８６８ ３５ １４２ ３５ ２０２ ３４ ５７８ ３５ ２２２ ３４ ４９９ ３３ ３３０ ３３ ６７８ ２９ ７９２ ３２ ３３６ ２９ ７３６ ３０ ９０５

注：（１）采用 ＧＭＭ 估计；（２）括号中为 Ｔ 值；（３）∗∗∗ｐ＜０ ０１，∗∗ｐ＜０ ０５，∗ｐ＜０ １０；（４）ＶＩＦ 检验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５）按公司对参数估计的
标准误差进行 ｃｌｕｓｔｅｒ 调整。

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资产专用性水平较低时，家族所有权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但不显著，但此时业主权

威却起到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业主拥有的权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双方面的。 业主

权威虽可以作为降低代理成本的非正式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与外部治理环境起到相互替代作用，但在健全

的外部环境下，业主手中拥有的绝对权力更易滋生其他弊端，如造成独裁、压抑企业创造性等［２０］，这些弊端给

业主权威的治理作用造成了不确定性。 此外，业主利他主义和实际控制人两权背离度起到负向调节作用，但
不显著。 资产专用性水平较高时家族所有权和业主权威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同时业主利他主义和两权背

离程度的负向调节显著性较全样本有所下降。 上述回归结果基本上论证了前述推论。
５、稳健性检验

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１）采用剔除金融业和房地产行业的全部家族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

本，对假设 １－假设 ４ 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发现除了业主利他主义的负向调节效应在显著性上有所降低外，回
归结果不变。 （２）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在建工程之和与总资产的比例作为资产专用性的代

理变量［１５，６７］，对假设 １－假设 ４ 重新进行回归检验，结论基本一致。 同时采用研发支出密度（研发费用 ／主营业

务收入） ［１０］作为资产专用性的代理变量，也基本验证了前述假设。 （３）采用投入资本回报率（Ｒｏｉｃ）作为企业

绩效的代理变量对假设 ２－假设 ４ 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除个别变量的显著性有所降低外回归结果不变。 （４）由
表 １ 描述性统计可知，资产专用性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占主导地位。 本文仅考虑资产专用性对企业绩效的

单调影响，即直接采用线性模型而不是二次模型，分别采用 Ｒｏｅ 和 Ｒｏｉｃ 为被解释变量对假设 ２－假设 ４ 进行了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显示结论没有发生变化，且实际控制人两权背离程度的负向调节效应显著性加强。
（５）在回归模型中按公司对参数估计的标准误差进行 ｃｌｕｓｔｅｒ 调整后结果基本一致。 （６）考虑到资产专用性和

企业绩效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绩效变量对假设 １－假设 ４ 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基

本一致。

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文以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上市家族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资产专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研究表明：
（１）家族企业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呈倒“Ｕ”型关系；（２）家族治理中的家族所有权和业主权威能正向调节

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当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时，业主利他主义负向调节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的

关系。 （３）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业主权威和家族所有权能显著发挥正向调节作

用。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上述家族企业治理机制的调节作用均显著下降，这反映出家族治理机制与外

部治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互补充作用。 综合全文的分析，本文通过图 ４ 更直观的呈现了家族治理对资

产专用性价值创造能力的影响过程。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上市家族企业资产专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１）资产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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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全文研究思路图

对家族企业绩效的影响呈倒“Ｕ”型关系，企业不能盲目投入专用性资产，尤其是与同行业相比资产专用性投

资明显偏高的家族企业，需要注意将资产专用性水平控制在合理的区间以发挥其价值增值作用；（２）家族所

有权和业主权威能正向调节资产专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因此家族控股股东保持较高的控股比例以及业主

（尤其是创始人）保持在家族企业的影响力有助于提升家族企业资产专用性的经营效率；（３）业主利他主义加

剧了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负向调节资产专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对于利他主义较高的家族企业，我们要更

加关注家族成员的经营效率以及资产专用性投资是否构成与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更加关注公司的独立董事

等内部治理机制能否发挥有效的作用。

参考文献：
［１］　 Ｐｅｎｒｏｓｅ 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Ｊ］． Ｈａｉ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５９，６８（３）：７９⁃９３
［２］　 Ｌｉｐｐｍａｎ Ｓ． Ａ．， Ｒｕｍｅｌｔ Ｒ． Ｐ．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ｍ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ｆｉｒ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Ｊ］． Ｔｈｅ

Ｂｅｌ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８２，１３（２）：４１８⁃４３８
［３］　 黄敏，雷新途． 中国农林企业资产专用性经济后果研究———来自沪，深农林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Ｊ］． 改革与战略， ２０１１，

２７（６）：１６７⁃１７０
［４］　 寿志钢． 专有资产的非对称性和总量对关系绩效的影响———定制化合同和嵌入式关系的中介作用［Ｊ］． 经济管理， ２０１２，

３４（８）：１４４⁃１５３
［５］　 Ｂａｌ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Ｓ．， Ｆｏｘ Ｉ． Ａｓｓｅ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Ｆｉｒｍ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９３，１４

（１）：３⁃１６
［６］　 Ｍｏｃ̌ｎｉｋ Ｄ． Ａｓｓｅ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ａ Ｆｉｒｍ’ｓ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１，４５（１）：６９⁃８１
［７］　 Ｊａｐ Ｓ． Ｄ． Ｐｉ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Ｂｕｙｅｒ⁃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９，３６（４）：４６１⁃４７５
［８］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Ａ．， Ｖｉｓｈｎｙ Ｒ． Ｗ．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Ｊ］．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９９７，５２（２）：７３７⁃７８３
［９］　 Ｃｏｌｌｉｓ Ｄ． Ｊ．，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Ｃ． Ａ．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Ｍ］．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Ｉｒｗｉｎ， １９９７
［１０］　 李青原，陈晓，王永海． 产品市场竞争，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Ｊ］． 金融研究，

２００７，２８（４ａ）：１００⁃１１３
［１１］　 Ｈｅｉｄｅ Ｊ． Ｂ．， Ｓｔｕｍｐ Ｒ． 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ｕｙｅｒ⁃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Ｅｘ⁃



１８０６００００２１２００４ ０４ 金勰．ｆｂｄ

第 １０ 期 金　 勰，等：家族企业资产专用性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２３５　　

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５，３２（１）：５７⁃６６
［１２］　 Ｄｅ Ｖｉｔａ Ｇ．， Ｔｅｋａｙａ Ａ．， Ｗａｎｇ Ｃ． Ｌ． Ａｓｓｅ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 Ｄ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 ｂｙ Ｂｕｙｅｒ⁃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Ａｓｓｅ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６３（７）：６５７⁃６６６
［１３］　 汪涛，秦红． 专用性投资对机会主义的影响———以汽车行业 ４Ｓ 专营店为例［Ｊ］． 管理科学， ２００６，１９（２）：２２⁃３２
［１４］　 雷新途． 我国企业资产专用性研究———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１０，５３（１）：

１０１⁃１０６
［１５］　 于茂荐，孙元欣． 专用性投资，治理机制与企业绩效———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Ｊ］． 管理工程学报， ２０１４，２８

（１）：３９⁃４７
［１６］　 于茂荐，孙元欣． 专用性投资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产业技术投入的调节效应［ Ｊ］． 科学学研究， ２０１２，３０（９）：

１３６３⁃１３６９
［１７］　 程新生，孙毅，刘翰． 控股股东行为，资产专用性与企业成长性———来自云南白药的案例研究［ Ｊ］． 经济与管理研究，

２０１２，３３（２）：２２⁃３１
［１８］　 Ｌｕｉ Ｓ． Ｓ．， Ｗｏｎｇ Ｙ．， Ｌｉｕ Ｗ． Ａｓｓｅ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ｆｉｒｍ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ｔ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６２（１１）：１２１４⁃１２１９
［１９］　 曾楚宏，朱仁宏． 资产专用性视角下的纵向一体化与企业政治行为［Ｊ］． 财经科学， ２０１２，５６（７）：６０⁃６８
［２０］　 王明琳，周生春． 控制性家族类型，双重三层委托代理问题与企业价值［Ｊ］． 管理世界， ２００６，２２（８）：８３⁃９３
［２１］　 Ｄａｉｌｙ Ｃ． Ｍ．， Ｄｏｌｌｉｎｇｅｒ Ｍ． Ｊ．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Ｆｉｒｍｓ［Ｊ］．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２，５（２）：１１７⁃１３６
［２２］　 Ｆａｍａ Ｅ． Ｆ．， Ｊｅｎｓｅｎ Ｍ． Ｃ． Ａｇｅｎｃ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Ｃｌａｉｍ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８３，２６（２）：３２７⁃３４９
［２３］　 Ｂａｒｏｎｔｉｎｉ Ｒ．， Ｃａｐｒｉｏ 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ｎ Ｆｉｒｍ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Ｊ］．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６，１２（５）：６８９⁃７２３
［２４］　 Ｓｃｈｕｌｚｅ Ｗ． Ｓ．， Ｌｕｂａｔｋｉｎ Ｍ． Ｈ．， Ｄｉｎｏ Ｒ． 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Ｊ］．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２００１，１２（２）：９９⁃１１６
［２５］　 Ｄｙｅｒ Ｊ． Ｈ．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ｉｒｍ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Ｆｉｒｍｓ Ｍｉｎｉｍｉｚ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Ｊ］． Ｓｔｒａｔｅｇ

Ｍａｎａ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９７，１８（７）：５３５⁃５６
［２６］　 Ｌｕｏ 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ｒｍｓ： Ｈｏｗ Ｄ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Ｊ］．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２，１９（１）：１２７⁃１５１
［２７］　 Ｖｉｌａｓｕｓｏ Ｊ．， Ｍｉｎｋｌｅｒ Ａ． Ａｇｅｎｃｙ Ｃｏｓｔｓ， Ａｓｓｅ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１，４４（１）：５５⁃６９
［２８］　 李青原，王永海． 资产专用性与公司资本结构———来自中国制造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经验证据［ Ｊ］． 会计研究， ２００６，２７

（７）：６６⁃７１
［２９］　 李婧，贺小刚，连燕玲，等． 业绩驱动，市场化进程与家族企业创新精神［Ｊ］． 管理评论， ２０１６，２８（１）：９６⁃１０８
［３０］　 刘峰，贺建刚，魏明海． 控制权，业绩与利益输送———基于五粮液的案例研究［Ｊ］． 管理世界， ２００４，２０（８）：１０２⁃１１０
［３１］　 刘峰，钟瑞庆，金天． 弱法律风险下的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与”抢劫”———三利化工掏空通化金马案例分析［ Ｊ］． 管理世

界， ２００８，２４（１２）：１０６⁃１１６
［３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Ｏ． 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ｉｍ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１９８５
［３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Ｏ． Ｅ． Ｃｒｅｄｉｂｌｅ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Ｈｏｓｔａｇｅ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Ｊ］．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８３，７３

（４）：５１９⁃５４０
［３４］　 Ｃｏａｓｅ Ｒ． 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 １９３７，４（１６）：３８６⁃４０５
［３５］　 Ｌｅｍｍｏｎ Ｍ． Ｌ．， Ｌｉｎｓ Ｋ． Ｖ．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Ｖａｌｕ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Ｊ］．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０３，５８（４）：１４４５⁃１４６８
［３６］　 张华，张俊喜，宋敏． 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我国民营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Ｊ］． 经济学， ２００４，３

（Ｂ１０）：１⁃１４
［３７］　 许永斌，彭白颖． 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公司业绩———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Ｊ］． 商业经济与管理， ２００７，２７

（４）：７４⁃７９
［３８］　 王鹏，周黎安． 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所有权与公司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Ｊ］． 金融研究， ２００６，２７（２）：８８⁃９８
［３９］　 冯旭南，李心愉，陈工孟． 家族控制、治理环境和公司价值［Ｊ］．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１，３２（３）：１４９⁃１６４
［４０］　 刘建梅，程昱，苑翠然． 关联交易，资产专用性与控股股东行为———基于仁和与天目的案例研究［Ｊ］．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

论， ２０１２，５（２）：９７⁃１０４



１８０６００００２１２００４ ０４ 金勰．ｆｂｄ

２３６　　 管理评论 第 ３０ 卷

［４１］　 陈建林． 上市家族企业管理模式对代理成本的影响———代理理论和利他主义理论的争论和整合［Ｊ］． 管理评论， ２０１２，２４
（５）：５３⁃５９

［４２］　 Ａｎｄｒｅｓ Ｃ． Ｌａｒｇｅ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ｆａｍｉｌｙ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０８，１４（４）：４３１⁃４４５

［４３］　 何晓斌，陈笑，成功． “权”与“利”的力量：民营企业创始人传承意愿形成的核心因素［Ｊ］． 商业经济与管理， ２０１４，１（６）：
４３⁃５４

［４４］　 王明琳，陈凌，叶长兵．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家族治理与企业价值［Ｊ］． 南开管理评论， ２０１０，１３（２）：６１⁃６７
［４５］　 Ｃｌａｅｓｓｅｎｓ Ｓ．， Ｄｊａｎｋｏｖ Ｓ．， Ｆａｎ Ｊ． Ｐ． Ｈ． Ｄｉｓｅｎｔａｎｇ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ｎｃｈ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Ｊ］．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０２，５７（６）：２７４１⁃２７７１
［４６］　 雷新途，李世辉． 资产专用性、声誉与企业财务契约自我履行：一项实验研究［Ｊ］． 会计研究， ２０１２，２９（９）：５９⁃６６
［４７］　 Ｈｗａｎｇ Ｐ． Ａｓｓｅ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ａｒ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６，６０（３）：

４２３⁃４３８
［４８］　 Ｆａｃｃｉｏ Ｍ．， Ｌａｎｇ Ｌ． Ｈ． Ｐ．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２，

６５（３）：３６５⁃３９５
［４９］　 Ｄａｉｌｙ Ｃ． Ｍ．， Ｄｏｌｌｉｎｇｅｒ Ｍ． Ｊ．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Ｆｉｒｍｓ［Ｊ］．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２，５（２）：１１７⁃１３６
［５０］　 Ｓｃｈｕｌｚｅ Ｗ． Ｓ．， Ｌｕｂａｔｋｉｎ Ｍ． Ｈ．， Ｄｉｎｏ Ｒ． Ｎ．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３，１８（４）：４７３⁃４９０
［５１］　 苏启林． 代理问题，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以民营上市公司为例［Ｊ］．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０４，２２（４）：１００⁃１０６
［５２］　 毕艳杰． 上市公司家族控制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Ｊ］． 审计与经济研究， ２００６，２２（４）：４５⁃５６
［５３］　 李新春． 经理人市场失灵与家族企业治理［Ｊ］． 管理世界， ２００３，２１（４）：８７⁃９５
［５４］　 Ｋａｒｒａ Ｎ．， Ｔｒａｃｅｙ Ｐ．，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Ｎ．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Ｊ］．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００６，３０（６）：８６１⁃８７７
［５５］　 Ｂｕｒｋａｒｔ Ｍ．， Ｐａｎｕｎｚｉ Ｆ．，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ｓ［Ｊ］．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０３，５８（５）：２１６７⁃２２０２
［５６］　 Ｂｌｏｃｋ Ｊ． Ｈ．， Ｊａｓｋｉｅｗｉｃｚ Ｐ．， Ｍｉｌｌｅｒ 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Ｖｅｒｓｕ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ｅｒ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１１，２（４）：２３２⁃２４５
［５７］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Ｓ．， Ｐｏｒｔａ Ｒ． Ｌ．， Ｌｏｐｅｚ⁃Ｄｅ⁃Ｓｉｌａｎｅｓ Ｆ． Ｔｕｎｎｅｌｉｎｇ［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０，９０（２）：２２⁃２７
［５８］　 吕长江，肖成民． 民营上市公司所有权安排与掏空行为［Ｊ］． 管理世界， ２００６，２４（１０）：１２８⁃１３８
［５９］　 沈艺峰，况学文，聂亚娟． 终极控股股东超额控制与现金持有量价值的实证研究［Ｊ］． 南开管理评论， ２００８，１１（１）：１５⁃２３
［６０］　 Ｃｌａｅｓｓｅｎｓ Ｓ．， Ｄｊａｎｋｏｖ Ｓ．， Ｌａｎｇ Ｌ． Ｈ． Ｐ．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０，５８（１）：８１⁃１１２
［６１］　 刘峰，贺建刚． 股权结构与大股东利益实现方式的选择———中国资本市场利益输送的初步研究［ Ｊ］． 中国会计评论，

２００４，２（１）：１４１⁃１５８
［６２］　 贺建刚，孙铮，李增泉． 难以抑制的控股股东行为：理论解释与案例分析［Ｊ］． 会计研究， ２０１０，３１（３）：２０⁃２７
［６３］　 Ｊｏｈｎ Ｋ．， Ｌｉｔｏｖ Ｌ．， Ｙｅｕｎｇ Ｂ．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Ｊ］．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０８，６３（４）：１６７９⁃１７２８
［６４］　 苏启林，朱文． 上市公司家族控制与企业价值［Ｊ］．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３，４９（８）：３６⁃４５
［６５］　 黄志忠，张娟，王剑秋，等． 基金业绩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基金经理特征视角［Ｊ］． 会计与经济研究， ２０１２，２６（１）：６０⁃６７
［６６］　 李青原． 资产专用性与公司纵向并购财富效应［Ｊ］． 南开管理评论， ２０１１，１４（６）：１１６⁃１２７
［６７］　 周煜皓，张盛勇． 金融错配、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Ｊ］． 会计研究， ２０１４，３５（８）：７５⁃８０
［６８］　 程宏伟． 隐性契约、专用性投资与资本结构［Ｊ］．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０４，２２（８）：１０５⁃１１１
［６９］　 方明月． 资产专用性、融资能力与企业并购———来自中国 Ａ 股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Ｊ］．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１，３１（５）：

１５６⁃１７０
［７０］　 贺小刚，李婧，张远飞，等． 创业家族的共同治理有效还是无效？ ———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Ｊ］． 管理评论，

２０１６，２８（６）：１５０⁃１６１
［７１］　 Ｌｉｎ Ｚ． Ｊ．， Ｌｉｕ Ｍ．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ｎ Ａｄｕｉｔ Ｆｅ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Ｃ］． 中国会计学会 ２０１０ 年学术年会论文集－审计与内部控制， ２０１０
［７２］　 Ｎｏｒｔｈ Ｄ． Ｃ． Ａ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９９０，２（４）：３５５⁃３６７
［７３］　 Ａｍｉｔ Ｒ． Ｈ．， Ｄｉｎｇ Ｙ．， Ｖｉｌｌａｌｏｎｇａ Ｂ．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ｓ［Ｃ］． Ｆｉ⁃

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１０



１８０６００００２１２００４ ０４ 金勰．ｆｂｄ

第 １０ 期 金　 勰，等：家族企业资产专用性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２３７　　

［７４］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２０１１ 年报告［Ｍ］．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ｓｓｅ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ｏ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ｉｎ Ｘｉｅ１ ａｎｄ Ｑｉｕ Ｙｉｚｈｅｎｇ２

（１．Ｗｅｎｌｉｎｇ Ｔａｘ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Ｗｅｎｌｉｎｇ ３１７５００；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Ｇｏｎｇｓｈ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００１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ｓｓｅ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ｏ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ｓｓｅ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ｌｉｓｔｅ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ｓ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ａｓｓｅ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ｈａｓ ａｎ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ａｍｉ⁃
ｌｙ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ｈａ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ｓｓｅ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 Ｗｈｅｎ ａｓｓｅ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ｉｓ ａｔ ａ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ｗｎｅｒ’ｓ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ｃａ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ｕ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ｗｅａ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ｂｏｖｅ ａｒｅ ｎｏｔ ｓｏ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ｕｐ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ｎｒｉ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ａｓｓｅ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ｓｓｅ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上接第 ２０６ 页）

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Ｚｈｅｎｇ Ｔｅｎｇｈａｏ， Ｗａｎｇ Ｆｅｎｇｂｉ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Ｃｏｎｇ
（Ｒｅｎｍ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ｆｔｅｒ ａ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ｍａｔｕｒｅ， 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ｓ ｆａｒ ｆｒｏｍ ｂｅｉｎｇ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 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ａｃｅ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ｒ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ｎｅｖｅｎ ａｎｄ ｕｎ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ｄ ｗｈｅｎ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ａｌｏｎｅ． Ｂｙ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ｎ ａ ｓａｍｐｌ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ｒｔｃｕｔ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ｉｎ ｃｏｒ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ｐａｔｈ．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ｔ ａｌｓｏ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１８０７０００００９３０１６ １７ 任嵘嵘．ｆｂｄ

第 ３０ 卷第 １０ 期 管理评论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１０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ｃｔ．， ２０１８

基于公众评价的大群体决策方法

任嵘嵘１，３ 　 李文文２ 　 赵　 萌１ 　 李晓奇１

（１．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秦皇岛 ０６６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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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群体决策问题是一类特殊的群决策问题，最大特点是有大量决策者参与。 本文旨在探

索一种大群体决策新方法，解决基于公众评价的大群体决策问题。 该方法首先根据决策者所属

领域不同将回收的大量评价数据进行分组，依据公众评价数据的特点分别用正态分布和对数正

态分布拟合每组数据，选择拟合效果较好者；其次采用主、客观集成赋权法确定各组权重，其中

主观权重由该组人数比直接确定，客观权重由该组组内评价数据的一致性确定；然后按照正态

分布性质将各组分布集结；最后计算两两对象之间的优势度，得到优势度判断矩阵，并利用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ＥⅡ的思想进行决策。 通过案例分析和对比研究，验证了所提方法的可行性和优

越性。
关键词：多属性群决策；大群体；正态分布；对数正态分布；优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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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社会在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迅速发展，决策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单个决策者通常很难考虑问题的

所有相关方面。 所以为减少决策的失误，在经济管理及工程系统等领域中，很多企业和组织的重要决定都是

由多个决策者共同参与制定的，这就是所谓的群决策［１－４］。 但是传统的群决策中，评价主要基于小样本的专

家调查。 而公众参与评价问题是大数据环境下，群决策中出现的一类新问题，该类问题最大特点是有大规模

决策者参与，核心是通过处理大规模评价信息进行决策。 由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移动客户端的普及，普通

大众逐渐成为大数据时代的主角，普通公众作为评价对象切身的体验者，其评价意见更接近评价对象的真实

情况，且参与评价的公众越多，所得到的评价信息越客观化、一般化，即决策主体正从专家转向社会公众［５，６］。
特别是针对与广大公众利益相关的决策问题，有必要也有可能让广大公众参与评价。

在公众参与评价过程中，由于决策结果与各领域人们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实际决策时经常采用网上公众

评价方式获取评价信息，以便能够综合考虑广大公众的意见。 这种情况下得到的评价数据是大规模的。 公众

参与及决策中每个人的知识背景、经验和价值观等都不同， 导致他们看待问题和考虑问题的角度会有所不

同，如果应用已有的群决策方法进行计算，不仅计算量大，很难得到结果，决策的准确性也不高，所以传统的群

决策方法，不能适用于解决公众参与大规模评价信息的决策问题［７－１２］。 针对大群体决策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

的广泛关注，研究主要分为三类：（１）大群体决策过程中的信息聚集方法研究。 实际处理大量决策信息时，经
常采用分组的思想处理评价信息，但是最后决策时需要把各组信息集结，所以有些学者研究信息集结方法。
例如，Ｂｏｌｌｏｊｕ［１３］基于偏好相似性提出了一个辨别决策者是否为同一个利益相关体的方法。 该方法根据决策

者的偏好相似性将估计出的效用函数分为几个子函数，从而进行信息集结。 Ｔａｐｉａ⁃Ｒｏｓｅｒｏ 等［１４］研究大群体决

策问题时，决策者采用隶属函数形式给出评价信息，然后通过对隶属函数分类进行评价信息聚集等。 （２）大
群体决策过程中的决策信息一致性问题研究。 为了使决策结果能被所有决策者接受，有必要充分考虑大部分

人的评价意见，即评价信息一致性过程研究。 评价信息一致性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迭代过程，目的是决策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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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提供的偏好信息达到最大程度的一致性。 近几年，许多学者致力于此方面的研究。 例如，Ｐａｌｏｍａｒｅｓ
等［１５］提出了一致性模型，用于检测和处理大群体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的非一致性信息；Ｑｕｅｓａｄａ 等［１６］提出了一

种决策信息一致性过程中处理决策者非一致行为的方法，克服了整个决策过程中决策者权重一成不变的缺

点。 （３）大群体决策方法研究，即通过大量决策者提供的评价信息对方案进行排序或选择最佳方案的方法。
目前，一些学者已经提出了一些大群体决策方法。 Ｌｉｕ 等［１７］ 针对复杂大群体语言多属性群决策问题，给出了

权重确定和决策方法；徐选华等［１８］提出了直觉梯形模糊数的大群体决策方法。 Ａｌｏｎｓｏ 等［１９］提出了一种对决

策者根据不同职业进行分组，然后进行决策的方法，该方法强调了同一领域决策者提供的评价信息代表该领

域的利益这个问题。
已有的大群体决策方法的相关研究成果对解决大群体（决策者大于 ２０）的决策问题有重要理论和方法价

值。 为进一步研究更为广泛的公众参与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这些方法适用于较大群体（通常小于

１００ 个），对于公众参与的大规模决策信息（成百上千或者更大）并不完全适用，一些学者也开始探究基于公众

评价信息的多属性决策方法，如 Ｌｉｕ 等［２０］提出了基于离散分布的公众评价方法，该方法利用离散分布处理大

规模评价信息，依据分布之间的关系进行决策，对解决公众参与评价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因为要求每

个决策者以模糊语言偏好关系形式给出偏好信息，如果决策者过多，评分等级较多，该方法计算过程复杂，很
难得到科学的结果。 因此迫切需要提出一种适合于解决公众参与评价的快速、高效的评价方法。

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索了一种基于公众评价的大群体决策方法。 该方法以连续型分

布和数据分组思想为基础，采用正态分布优势度计算公式［２１］ ，依据方法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ＥⅡ［２２－２４］ 的思想进行

决策。

基于公众评价的大群体决策问题描述

实际决策时，由于某些决策结果与各领域人们利益相关，所以经常采用公众评价方式获取评价信息，以便

能够综合考虑广大公众的意见。 显然，这种情况下得到的评价数据是大规模的。 公众参与及决策中每个人的

知识背景、经验和价值观等都不同， 导致他们看待问题和考虑问题的角度会有所不同，如果应用已有的群决

策方法进行计算，不仅计算量大，很难得到结果，决策的准确性也不高，所以有必要探索一种新的大群体决策

方法。 公众评价信息的来源为广大公众，他们可能来源于不同的领域或群体，同一领域的公众由于相近的知

识背景、经验和价值观，评价信息可能具有某种共同特征，如图 １ 所示，故可以根据决策者所属领域对评价数

据分组，然后再获取同一领域评价信息的特征进行决策。

图 １　 各领域决策者共同决策

下面给出贯穿全文的符号表示：
Ａ＝ Ａ１，…，Ａｎ{ }表示待评对象集合。
Ｇ＝ Ｇ１，…，Ｇｍ{ }表示根据决策者领域不同将实际数据分组，即每个对象对应 ｍ 组评价数据。
Ｑ＝ Ｑ１，…，Ｑｍ{ }表示每组包含的评价数据个数构成的向量，其中 ｑｉ 表示 Ｇ ｉ 组的评价值个数。
Ｎ＝ Ｎ１，…，Ｎｐ[ ] 表示事先给定的供选择的评分集合，偏好程度由低到高。
Ｘ ｉｊ ＝ Ｘ１ｊ，…，Ｘｑｊ{ } ，ｉ＝ １，…，ｍ；ｊ＝ １，…，ｎ；Ｘ ｉｊ表示关于对象 Ａ ｊ 的第 ｉ 组重要性评价数据。 基于公众评价的

大群体决策是依据这些大量的分组评价信息对评价对象进行排序和择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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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众评价的大群体决策方法

１、大群体决策方法概述

实际决策时，由于某些问题的决策结果与公众不同程度利益相关，所以有必要尽量充分考虑大部分人的

意见来决策，这就使得实际获取的评价数据过多（成千上万）。 鉴于此，论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公众评价的大群

体决策方法，首先，根据决策者所属领域不同将大量评价数据分组。 由于提供每组数据的决策者来自同一个

领域，关注点相同，所以每组评价数据集中在某个值附近，极端个别情况很少出现。 根据数据直方图中间高两

端低的特点可以判断数据可能服从正态分布、ｔ 分布、对数正态分布［２５］。 因为 ｔ 分布适合拟合小样本数据，而
目前关于大样本、小样本没有明确界限，且样本量超过 ３０ 的情况下，认为 ｔ 分布与正态分布很接近，所以每组

数据用正态分布和对数正态分布拟合，选择拟合效果较好者即可。 由于每组数据量大于 ５０，故可以根据样本

数据估计出两种分布的参数，然后对每组数据分别进行正态分布、对数正态分布的柯尔莫哥洛夫检验，若通过

检验则选择拟合效果最好的那种分布描述该组数据，若均未通过检验则利用 ＳＰＳＳ 软件画出叶茎图剔除异常

值后再重复上述步骤。 然后采用主、客观集成赋权法确定各组权重，其中主观权重由各组数据比例直接给出，
客观权重由各组数据服从分布的方差给出。 再将分布信息粗略集结，每个对象用一个正态分布描述。 最后根

据正态分布之间的优势度公式计算任意两个对象之间的优势度［２１］，得到优势度矩阵，依据方法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Ｅ
Ⅱ［２２－２４］的思想进行决策。 综上所述知大群体决策方法包括四大部分：（１）将评价数据分组，确定每组评价数

据服从何种连续型分布。 （２）采用主客观集成赋权法确定各组权重。 （３）分布信息粗略集结。 （４）计算各对

象的综合评价值进行决策。 为了清晰呈现决策过程，下面给出决策方法框架图，具体见图 ２。

图 ２　 决策方法框架图

２、大群体决策方法

根据图 ２ 中给出的大群体决策方法概述和框架图，下面给出论文中提出的大群体决策方法的详细过程。
（１）大群体决策数据处理

实际问卷调查时，让专家从预先给定的分值集 Ｎ ＝ Ｎ１，…，Ｎｐ[ ] 中选取适当数值对每个对象 Ａ ｊ（ ｊ ＝ １，…，
ｎ）进行打分，得到大量评价数据。 根据决策者所属领域不同将数据分组，记为 Ｇ ＝ Ｇ１，…，Ｇｍ{ } 。 对于每组数

据，采用矩法估计法估计正态分布、对数正态分布函数中的参数。
正态分布参数：

μｉｊ ＝
１
ｑｉ
∑
ｑｉ

ｋ ＝ １
ｘｋｊ 　 ｉ ＝ １，…，ｍ， ｊ ＝ １，…，ｎ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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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ｉｊ ＝
１
ｑｉ
∑
ｑｉ

ｋ ＝ １
ｘｋｊ － μｉｊ( ) ２ 　 ｉ ＝ １，…，ｍ， ｊ ＝ １，…，ｎ （２）

　 　 对数正态分布参数：

μｉｊ ＝
１
ｑｉ
∑
ｑｉ

ｋ ＝ １
ｌｏｇｘｋｊ

ａ 　 ｉ ＝ １，…，ｍ， ｊ ＝ １，…，ｎ （３）

σｉｊ ＝
１

ｑｉ － １∑
ｑｉ

ｋ ＝ １
ｌｏｇｘｋｊ

ａ － μ１
ｉｊ( ) ２ 　 ｉ ＝ １，…，ｍ， ｊ ＝ １，…，ｎ （４）

　 　 根据公式（１）、（２）可以得到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

ｆ ｊｉ ｘ( ) ＝ １
２πσｉｊ

ｅ －
ｘ－μｉｊ( ) ２

２σ２
ｉｊ 　 ｉ ＝ １，…，ｍ， ｊ ＝ １，…，ｎ （５）

　 　 根据公式（３）、（４）可以得到对数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

ｆ ｊｉ ｘ( ) ＝
１

σｉｊｘ ２π
ｅ －

ｌｎｘ－μｉｊ( ) ２

２σ２ ｘ ＞ ０

０ ｘ ＜ ０

ì

î

í

ï
ï

ïï

　 ｉ ＝ １，…，ｍ， ｊ ＝ １，…，ｎ （６）

　 　 下面利用柯尔莫哥洛夫检验法［１３］判断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对数正态分布中的哪一种。 根据柯尔莫哥洛
夫检验法得到两个 Ｄｎ 统计量的值：Ｄｎ１、Ｄｎ２，在给定显著性水平 ｉ＝ １，…，ｍ 下通过查表得到两个临界值 Ｄｎ１，α、
Ｄｎ２，α，当通过柯尔莫哥洛夫检验时，根据 Ｄｎ 统计量的值越小分布拟合效果越好选择数据服从的分布；当均未
通过检验时，利用 ＳＰＳＳ 软件画出两种分布的叶茎图去除异常数据后再重复上述过程。 下面给出柯尔莫哥洛
夫检验的公式［２０］：

Ｆｎ ｘ( ) ＝

０， ｘ ＜ ｘ１

ｎ ｊ ｘ( )

ｎ
， ｘ ｊ( )≤ ｘ ＜ ｘ ｊ ＋１( )

１， ｘ ｋ( ) ＜ ｘ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 ｊ ＝ １，…，ｎ
（７）

Ｄｎ ＝ ｓｕｐ Ｆｎ ｘ( ) － Ｆ ｘ( ) （８）
ｐ Ｄｎ ≥ Ｄｎ，α( ) ＝ α，ｎ ≤ １００

Ｄｎ，α ≈ λ１－α ／ ｎ ，ｎ ＞ １００{ （９）

　 　 （２）计算各组权重
采用主、客观集成赋权法［２６］确定每组的权重，主观权重由公式

ｗｓｕｂ
ｉ ＝

ｑｉ

∑
ｍ

ｋ ＝ １
ｑｋ

， ｉ ＝ １，…，ｍ （１０）

确定，其中 ｗｓｕｂ
ｉ 表示第 ｉ 组决策者的主观权重；组内一致性与该组数据确定分布的方差负相关，故可以这样给

出一致性计算公式

ＣＩｉｊ ＝ １ －
σ２

ｉｊ

∑
ｍ

ｉ ＝ １
σ２

ｉｊ

， ｉ ＝ １，…，ｍ， ｊ ＝ １，…，ｎ （１１）

　 　 其中，ＣＩｉｊ表示第 ｉ 组数据关于对象 Ａ ｊ 的一致性程度。
每组客观权重与组内一致性正相关，故可以依据文献［１９］给出客观权重［２７］计算公式

ｗｏｂ
ｉｊ ＝

ＣＩｉｊ

∑
ｍ

ｋ ＝ １
ＣＩｉｊ

， ∑
ｍ

ｋ ＝ １
ＣＩｋｊ ＞ ０

ｗｓｕｂ
ｉ ， ∑

ｍ

ｋ ＝ １
ＣＩｋｊ ＝ ０

， ｉ ＝ １，…，ｍ， ｊ ＝ １，…，ｎ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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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ｗｏｂ
ｉｊ 表示第 ｉ 组决策者关于对象 Ａ ｊ 的客观权重。 根据主、客观集成赋权法，给出权重计算公式

ｗ ｉｊ ＝ αｗｓｕｂ
ｉｊ ＋ βｗｏｂ

ｉｊ ，　 ｉ ＝ １，…，ｍ， ｊ ＝ １，…，ｎ （１３）
　 　 其中 α、β 为系数，依实际情况而定，而且 ０≤α≤１，０≤β≤１。

（３）信息集结

目前，对象 Ａ ｊ（ ｊ＝ １，…，ｎ）的公众评价信息有 ｍ 个正态型分布，下面集结信息使得分别只用一个正态分布

描述对象的公众评价结果，记为 ｆ ｊ ｘ( ) ，则有

ｆ ｊ ｘ( ) ＝ ∑
ｍ

ｉ ＝ １
ｗ ｉｊ ｆ ｊｉ ｘ( ) ， ｊ ＝ １，…，ｎ （１４）

　 　 因为 ｆ ｊ
ｉ ｘ( ) （ ｉ＝ １，…，ｍ）为正态分布密度函数，根据正态分布的线性性质可知 ｆ ｊ ｘ( ) 也是正态分布，而且

ｆ ｊ ｘ( ) ＝ １
σ ｊ ２π

ｅ － ｘ－μ ｊ( ) ２ ／ ２σ２ｊ ， ｊ ＝ １，…，ｎ （１５）

　 　 其中 μ ｊ ＝∑
ｍ

ｉ＝１
ｗ ｉｊμｉｊ，σ ｊ ＝ ∑

ｍ

ｉ＝１
ｗ２

ｉｊσ２
ｉｊ 。

（４）计算对象综合评价值

对象之间的优势度就是其对应的连续型分布函数的优势度，根据文献［１６］可知任意两个连续型分布

ｆ１ ｘ( ) 、 ｆ２ ｘ( ) 间的优势度为 Ｄｆ１＞ｆ２，且 Ｄｆ１＞ｆ２
＝ ∫ ＋∞

－∞ ∫ ｘ１
－∞ ｆ１ ｘ１( ) ｆ２ ｘ２( ) ｄｘ２ｄｘ１。 则用正态分布描述的任意两个对象 Ａｋ

相对于 Ａ ｊ 的优势度公式为

ＤＡｊ ＞ Ａｋ
＝ Ｄｆ ｊ ｘ( ) ＞ ｆｋ ｘ( ) ＝ １

２π
∫

μｊ－μｋ

σ２
ｊ ＋σ

２
ｋ

－∞
ｅ －ｔ２ ／ ２ｄｔ ＝ ∫

μｊ－μｋ

σ２
ｊ ＋σ

２
ｋ

－∞

１
２π

ｅ －ｔ２ ／ ２ｄｔ （１６）

　 　 同理，对象 Ａ ｊ 相对于对象 Ａｋ 的优势度为

ＤＡｋ ＞ Ａｊ
＝ Ｄｆｋ ｘ( ) ＞ ｆ ｊ ｘ( ) ＝ １

２π
∫

μｋ－μｊ

σ２
ｊ ＋σ

２
ｋ

－∞
ｅ －ｔ２ ／ ２ｄｔ ＝ ∫

μｋ－μｊ

σ２
ｊ ＋σ

２
ｋ

－∞

１
２π

ｅ －ｔ２ ／ ２ｄｔ （１７）

　 　 通过查标准正态分布表，可以得到上述优势度计算结果，分别记为 ｄ ｊｋ、ｄｋｊ。 计算所有对象之间的优势度，
可以得到优势度矩阵，记为 Ｄ，则有

Ｄ ＝
ｄ１１ … ｄ１ｎ

︙ ︙ ︙
ｄｎ１ … ｄ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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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 Ａ ｊ 优于其他所有对象的程度为

φ ＋
ｊ ＝ ∑

ｎ

ｋ ＝ １
ｄ ｊｋ （１８）

　 　 对象 Ａ ｊ 弱于其他所有对象的程度为

φ －
ｊ ＝ ∑

ｎ

ｋ ＝ １
ｄｋｊ （１９）

　 　 从而得到对象 Ａ ｊ 的净优势度，即为

φｊ ＝ φ ＋
ｊ － φ －

ｊ ＝ ∑
ｎ

ｋ ＝ １
ｄ ｊｋ － ∑

ｎ

ｋ ＝ １
ｄｋｊ，　 ｊ ＝ １，…，ｎ （２０）

　 　 对象的净优势度即为对象的综合评价值，从而可以进行决策。
综上所述，为了呈现逻辑清晰的过程，下面给出论文提出的大群体决策方法的简要过程：
第一步，根据公式（１）－（９）确定各组数据服从的正态型分布函数 Ｆ ｉｊ ｘ( ) ，ｉ＝ １，…，ｍ；ｊ＝ １，…，ｎ。
第二步，根据公式（１０）确定各组主观权重，然后根据公式（１１）、（１２）计算各组客观权重，最后根据公式

（１３）计算各组权重，ｊ＝ １，…，ｎ。
第三步，根据公式（１４）、（１５）进行分布信息粗略集结，使得每个对象对应一个正态分布函数。
第四步，根据公式（１６）、（１７）计算得到关于各对象的优势度矩阵 Ｄ，再根据公式（１８） －（２０）计算各对象

综合评价值，从而进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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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与对比研究

１、案例分析

为了证明提出的基于公众评价的大群体决策方法可行，从科普创作、科普传播媒介、科普资源利用率三个

方面对秦皇岛地区科普现状进行公众满意度调查，即 Ａ＝ Ａ１，Ａ２，Ａ３{ } ＝｛科普创作，科普传播媒介，科普资源利

用率｝，本次问卷调查设计 １－１００ 个打分等级，收集公众打分数据，根据公众所属领域不同将数据分为三组，
即 Ｇ＝ Ｇ１，Ｇ２，Ｇ３{ } ＝｛教育领域，行政领域，服务领域｝，而且 Ｑ＝ ２８８，２３２，１９７( ) 。 应用论文中提出的大群体决

策方法对科普创作、科普传播媒介、科普资源利用率三个对象进行排序，具体过程如下：
（１）大群体决策数据处理

将数据按照公众领域不同分组后，利用 ＳＰＳＳ 软件画出各组数据直方图，具体见图 ３。 为了简便，第 ｉ 组关

于对象 ｊ 的打分数据直方图记为 Ｇ ｉＡ ｊ。

图 ３　 各组数据直方图

根据数据特点判断每组数据可能服从正态分布、对数正态分布，下面根据实际所得数据估计各分布参数。
根据公式（１）、（２）借助 Ｅｘｃｅｌ 软件估计正态分布的期望、标准差，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正态分布参数估计结果

Ａ１ Ａ２ Ａ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μ ８６ ２６ ８３ ８４ ８７ １６ ８２ ５６ ８３ ４５ ８０ ２５ ９１ ２３ ８９ ７８ ８８ ２６
σ ４ ３５ ４ ３３ ４ ２１ ２ ７８ ３ ２１ ３ ３４ ３ ２３ ４ ２１ ３ ９５

根据公式（３）、（４）借助 Ｅｘｃｅｌ 软件估计对数正态分布（以 １０ 为底）的对数均值、对数标准差，结果如表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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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对数正态分布参数估计结果

Ａ１ Ａ２ Ａ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μ １ ８９ １ ９４ １ ９６ １ ８９ １ ９２ １ ９１ １ ９７ １ ９６ １ ９４
σ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９

借助 Ｅｘｃｅｌ 软件根据公式（５）－（９）分别进行正态分布和对数正态分布的柯尔莫哥洛夫检验，选择拟合效

果较好的分布类型。 给定显著性水平 α＝ ０ １０。 具体柯尔莫哥洛夫检验结果如表 ３、表 ４ 所示。
表 ３　 正态分布柯尔莫哥洛夫检验结果

Ａ１ Ａ２ Ａ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Ｄｉｊ１ ０ ２５４ ０ ０６３ ０ ０５２ ０ ０４７ ０ ０６８ ０ ０８２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６ ０ ０５４
Ｄｉｊ１，α ０ ０７６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８ ０ ０７６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８ ０ ０７６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８

表 ４　 对数正态分布柯尔莫哥洛夫检验结果

Ａ１ Ａ２ Ａ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Ｄｉｊ２ ０ ０２６ ０ ０７４ ０ ０８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７２ ０ ０３４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４ ０ ０６８
Ｄｉｊ２，α ０ ０７６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８ ０ ０７６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８ ０ ０７６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８

由表 ３、表 ４ 可以看出：对于科普创作，行政领域和服务领域提供的打分数据应该服从正态分布，教育领

域提供的打分数据应该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对于科普传播媒介，教育领域和服务领域提供的打分数据应该服

从对数正态分布，行政领域提供的打分数据应该服从正态分布；对于科普资源利用率，三个领域提供的打分数

据均应该服从正态分布。 且认为上述分布函数对于样本数据拟合效果良好。
（２）确定各组权重

根据主观权重的计算公式（１０）计算各学院的主观权重，结果如下所示：
ｗｓｕｂ

１ ，ｗｓｕｂ
２ ，ｗｓｕｂ

３( ) ＝ ０ ４０２，０ ３２３，０ ２７５( )

　 　 已知对数正态分布的对数均值和对数标准差，下面给出对数正态分布的期望和方差，
Ｅ１１ ＝ ８８ ３２、Ｄ１１ ＝ ６ ５４，Ｅ１２ ＝ ８５ １１、Ｄ１２ ＝ ７ ３５，

Ｅ３２ ＝ ８１ ６８、Ｄ３２ ＝ ６ ４２
　 　 再根据数据组内一致性公式（１１）计算各领域打分数据关于各对象的一致性 ＣＩｉｊ，计算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各领域数据关于各对象一致性

Ａ１ Ａ２ Ａ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ＣＩｉｊ ０ ９４ ０ ７９ ０ ８０ ０ ８９ ０ ７６ ０ ８９ ０ ８７ ０ ８０ ０ ８２

组内一致性越大，该组客观权重越大，则根据上述一致性计算结果和各组客观权重计算公式（１２）计算各

领域关于各对象的客观权重，结果如表 ６ 所示。
表 ６　 各领域关于各对象客观权重

Ａ１ Ａ２ Ａ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ｗｏｂ

ｉｊ ０ ３７ ０ ３１ ０ ３２ ０ ３５ ０ ３０ ０ ３５ ０ ３５ ０ ３２ ０ ３３

最后根据公式（１３）计算各领域关于各对象的权重，其中 α＝ ０ ５、 β＝ ０ ５，结果如表 ７ 所示。
表 ７　 各领域关于各对象权重

Ａ１ Ａ２ Ａ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ｗｉｊ ０ ３８６ ０ ３１７ ０ ２９７ ０ ３７６ ０ ３１２ ０ ３１２ ０ ３７６ ０ ３２２ ０ ３０２

（３）集结信息

根据公式（１４）、（１５）进行分布信息粗略集结，结果如表 ８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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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集结后分布的参数

Ａ１ Ａ２ Ａ３

μｉ ８６ ５６ ８３ ５２ ８９ ８７
σｉ ２ １０ １ ６３ ２ １８

根据公式（５）得到三个对象评价数据服从的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 ｆ ｊ ｘ( ) ，ｊ＝ １，２，３。
（４）计算对象综合评价值

根据正态分布优势度计算公式（１６）、（１７），结合标准正态分布表可以计算任意两个对象之间的优势度，
进而得到关于三个对象的优势度矩阵 Ｄ，

Ｄ ＝
０ ５ ０ ７３８９ ０ １８１４

０ ２６１１ ０ ５ ０ ４９６０
０ ８１８６ ０ ５０４０ 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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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根据公式（１８）－（２０）计算每个对象的净优势度，从而得到每个对象的综合评价值，结果如下所示：
ϕ１ ＝ － ０ １５９４、ϕ２ ＝ － ０ ４８５８、ϕ３ ＝ ０ ６４５２

　 　 显然，根据每个对象的综合评价值可知三个指标的排序结果为 Ａ３＞Ａ１＞Ａ２。 根据排序结果可知：公众对于

科普资源利用率的满意度最高，其次是科普创作，对于科普传播媒介的满意度最差，该评估结果与秦皇岛地区

的实际科普现状基本相符，可见论文提出的基于公众评价的大群体决策方法可行。
２、方法对比研究

下面从三个方面对比分析论文提出的大群体决策方法与文献［２０］中的方法：
（１）两种方法都采用了对大量评价数据分组处理、寻找数据服从何种分布的思想，不同之处是文献［４］中

的大群体决策方法应用离散分布描述每组数据，而论文中提出的方法应用连续分布描述每组数据。 由于连续

型分布描述范围更广，而且人脑思维具有模糊性，所以利用连续型分布描述公众评价结果更准确，识别度

更高。
（２）两种方法中非常重要的一步都是分布信息集结，但集结方式各不相同。 离散分布信息集结时要对应

好各个取值，概率加权求和，显然，当实际打分结果范围大时这样集结比较耗时；而正态型分布信息集结时可

以根据正态分布线性公式集结，计算简单，实用性强。
（３）计算各对象之间的优势度是两种方法的核心，根据离散分布和正态分布优势度计算公式可以看出，

改进后的正态分布计算优势度直接查表就可以得到，而离散分布计算优势度计算量大。
由此可见，文献［２０］中提到的大群体决策方法是依托离散分布的思想，当评价等级较多时，得到的离散

分布比较复杂（随机结果较多），进行信息集结时需要对应每个取值依次加权求和，显然当评价级数较多时，
采用文献［２０］中提到的大群体决策方法计算量太大，所以不能很好地处理此类公众评价问题，而为了真实刻

画公众满意度情况，设计问卷时不仅仅是简单的几个评价等级，所以论文提出的基于公众评价的大群体决策

方法在处理评价等级较多的决策问题时更具优越性。

结论与建议

提出了一种基于公众评价的大群体决策方法。 该方法采用数据分组思想处理大量评价数据，计算简单，
实用性比较强。 主要用于解决评价等级较多、评价数据量较大（成千上万）的决策问题。 可以对与公众相关

的评价问题提出解决方法，有利于客观评价和反映广大公众的意见，从而依据决策结果提出实用性强的建议。
提出的大群体决策方法不仅对现有方法进行了补充和扩展，更为人们处理大群体决策问题提供了具体方法。
本章主要贡献如下：

（１）关注的是一类特殊的群决策问题，即评价等级较多的大群体决策问题。 在这类问题中，由于实际需

要会有大量决策者参与、且评价等级较多，已有方法不能完全适用。 针对此类决策问题，论文提出了采用连续

分布描述评价信息的思想，这种处理方法较文献中离散分布描述评价信息的思想更符合实际情况，计算过程

简单。
（２）提供了一种对象排序或选择最佳对象的方法。 提出的大群体决策方法共分为四个步骤，即大群体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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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数据处理、计算各组权重、信息集结、计算对象综合评价值。 显然，该方法最后可以得到每个对象的综合评

价值，可以依据对象的综合评价值进行排序或选择最佳对象。
（３）提供了一种确定属性权重的方法。 传统确定属性权重方法无法处理大量属性的情况，而采用本文方

法可以确定大量属性的权重。 由于充分考虑了大部分人的意见，故权重结果能被更多人接受，实用性强。
在未来研究中，将进一步探索基于公众评价信息服从其他分布的大群体决策方法，以及这些分布间的优

势度计算公式。 在计算各组权重时，偏好系数 α、β 的合理取值也可以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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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预付保证金情形下占线租赁策略研究

吴　 帆　 辛春林　 刘　 斌　 陈丽华

（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近年来，融资租赁作为企业的一种重要融资手段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 有别于经营租赁，
税率差别是企业作为承租人采用融资租赁方式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文研究了一类占线融资租

赁问题，即设备投资决策者在对未来市场需求一无所知或者有限预知，如何决策采用经营性租

赁还是融资租赁？ 现有文献大多数研究的是占线经营性租买问题。 在考虑了税率对融资租赁

策略的影响并针对有、无预付保证金情形下，本文分别设计了相应的竞争策略并给出了竞争比。
通过算例分析表明：在无预付保证金情形下，占线策略性能随着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减小而提高；
在有预付保证金情形中，占线策略性能随着预付保证金的减少而提高。
关键词：融资租赁；预付保证金；企业所得税税率；竞争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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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斌，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陈丽华，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引　 言

占线问题又被称为在线问题、局内问题或联机问题，是指对未来的信息有限预知或一无所知情形下的不

确定性决策问题。 运用占线算法与竞争分析来解决不确定性决策问题已成为多年来的热点，其被广泛应用于

证券外汇、交通规划、机票订购、拍卖交易等领域［１］。
最初占线问题研究源于 Ｋａｒｐ［２］提出的“雪橇租赁”模型，当租用的累计费用几乎与购买价格相等时，

之后一次性支付购买雪橇，此时策略的竞争比为 ２－１ ／ Ｐ （假定每期的租金为 １，Ｐ 为设备价格），这样就可

以保证雪橇使用费用不超过最优策略费用的 ２ 倍。 随后，Ｉｒａｎｉ 和 Ｒａｍａｎａｔｈａｎ［３］ 、胡茂林和徐维军［４］ 、张永

等［５］分别研究了设备购买价格不同变动情况下的占线问题，给出了相应的最优投资策略。 Ｅｌ⁃Ｙａｎｉｖ 等［６］

首次研究了存在利率情况下的占线租赁问题，得到了最优确定性算法及最优随机性算法的竞争比上下界。
徐维军和刘幼珠［７］ 、Ｚｈａｎｇ 等［８］ 和 Ｌｏｔｋｅｒ 等［９］ 对租赁模型中的多策略选择、多种折扣策略选择、无“纯购

买”策略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给出相应的竞争比与最优选择策略。 杨兴雨等［１０］ 和徐寅峰等［１１］ 从成本与

收益二者结合的角度出发，分别研究了基于绩效比和同约束的多阶段在线租赁问题与基于收益率的在线

租赁策略。 传统的竞争分析假定决策者对未来输入信息一无所知，虽然规避了风险但策略很保守。 现实

中，部分决策者希望可以通过控制风险来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为了满足占线决策者的此种要求，Ａｌ⁃Ｂｉｎａ⁃
ｌｉ［１２］ 、Ｄｏｎｇ 等［１３］分别研究了确定型预期风险补偿模型与概率型预期风险补偿模型。 在国内朱志军等［１４］

利用风险补偿模型对存在和不存在利率情况下的局内租赁问题作了分析，并给出了最优约束竞争比。 徐

维军等［１５］转换角度考虑了风险补偿模型的对偶问题，即在一定目标收益约束下，寻找风险最小的策略。
张颖和马卫民［１６］研究了风险补偿模型下的在线库存管理策略，给出了当预期采购价格一旦到达或低于某

一数值，余下阶段价格采购一直不会高于该情况下最优在线采购价格的策略。
目前，占线租赁问题文献大多数集中在经营租赁策略的研究，即为获得设备的所有权，决策最佳的购买时

间。 现代融资租赁理论将设备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认为如果承租方和出租方企业的税率不同，融资租赁

发生时，就有可能产生税收优势传递的现象，因为融资租赁能够允许低税率的企业将税盾卖给高税率的企业，
因此，税率越低的企业越容易采用融资租赁。 Ｍｙｅｒｓ 等［１７］，Ｊｒ 和 Ｗａｋｅｍａｎ［１８］都认为税率差别是融资租赁产生

的原因，设备承租者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先获得设备使用权，融资租赁结束时再获得所有权，即采用融资租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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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无需像直接购买方式一样，一次性支付高昂的设备购置价格［１９］。
一般而言，为了保证承租人还款正常，融资租赁公司要求预付保证金，因此本文研究了考虑预付保证

金情形下的融资租赁问题，设计了相应的占线策略，给出了最优竞争比，以期为投资者提供决策理论依据。

竞争比及敏感度

在传统竞争分析［１１］中，存在着一个可供决策者选择的策略集 Ｓ 和一个离线对手发出的序列集 Ｉ。 占线决策

者的目的就是设计一个好的策略 Ａ∈Ｓ 以应对离线对手发出的不确定输入序列 θ∈Ｉ。 令 ＣＯＳＴＡ（θ）和 ＣＯＳＴＯＰＴ

（θ）分别表示占线策略成本与离线成本，若存在常数 λＡ 满足 ＣＯＳＴＡ（θ）≤λＡＣＯＳＴＯＰＴ（θ），那么 λＡ 就被称为策略

Ａ 的竞争比，有 λＡ ＝ｓｕｐθ⊂ＩＣＯＳＴＡ（θ） ／ ＣＯＳＴＯＰＴ（θ）。 当 λＡ 最小时则为最优竞争比，即 λ∗ ＝ｉｎｆ（λＡ）。
令竞争比敏感度计算公式为：

τ ＝
λ１ － λ０( )

λ０
／

α１ － α０( )

α０
１００％

　 　 其中 α，λ 分别表示参数值和竞争比值。
定义 １　 竞争比敏感系数表示为假设竞争比中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改变其中某个参数对竞争比影响

程度的百分比。 若 τ＞０，表示竞争比 λ 为参数 α 的递增函数，反之，则为参数 α 的递减函数。 若 τ ＞１０％，则
称强竞争比敏感度，反之称为弱竞争比敏感度。

模　 型

假设在融资性租赁方式中当租期满足 ｍ 期后，生产设备的所有权归承租方所有，之后继续使用该设备则

不再需要支付任何租赁费用，符号见表 １ 所示。
表 １　 符号

ｈ 设备单位时间经营性租赁费用（元）
ｇ 设备单位时间融资性租赁费用（元）
ｄ 单位时间设备折旧费用（元）
ｒ 单位时间使用设备获得的收益（元）
ｗ 单位时间设备生产成本（元）
ｎ 实际需要使用设备的时间（期）
ｋ 承租人支付保证金（元）
β 所得税税率

λ 竞争比

τ 竞争比敏感系数

ＣＯＳＴｏｐｔ（ｎ） 离线策略的费用（元）
ＣＯＳＴｏｎ（ｎ） 占线策略的费用（元）

一般而言，为了保证出租人的利益，承租人需要预付保证金，下面分别从有无预付保证金两种情形讨论：
１、无预付保证金情形的占线租赁策略

假设从购买设备之后，一直处于运作状态，根据实际情况需要有：
（１）单位时间的融资性租赁费用应大于经营性租赁费用，否则设备投资者一开始就选择融资性租赁方

式，即有 ｇ＞ｈ。
（２）经营性租赁方式中租赁公司目的为盈利，一定有 ｈ＞ｄ，且当设备投资者选择经营性租赁方式时，单位

时间内设备获得收益应该大于单位生产成本与单位租赁费用之和，因此有 ｒ＞ｈ＋ｗ。
当占线决策者清楚了解生产设备的实际所需使用时间时，设备租赁问题转变为离线问题。 如果从一开始一

直采取经营性租赁方式，那么在整个过程中所需的花费表示为 ｒβｎ＋（ｈ＋ｗ）（１－β）ｎ；如果从一开始就一直采取融

资性租赁方式，那么在整个过程中所需的花费表示为（ｇ＋ｗ）ｍ＋（ｒ－ｗ－ｄ）βｍ。 当这两个花费相等时，即表示一直

采取经营性租赁方式所需的花费与一直采取融资性租赁方式所需的花费相同，二者的平衡时间点为 ｔ０。
相应的离线成本费用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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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ＳＴｏｐｔ（ｎ） ＝
ｒβｎ ＋ （ｈ ＋ ｗ）（１ － β）ｎ ｎ ＜ ｔ０
（ｇ ＋ ｗ）ｍ ＋ （ ｒ － ｗ － ｄ）βｍ ｎ ≥ ｔ０{ （１）

其中 ｔ０ ＝
（ｇ＋ｗ）ｍ＋（ ｒ－ｗ－ｄ）βｍ

ｒβ＋（ｈ＋ｗ）（１－β）
。

定理 １　 在无预付保证金情形下设备占线融资性租赁策略为：前 ｔ∗０ 期采取经营性租赁方式，之后若继续

需要使用，则在第 ｔ∗０ ＋１ 期转变为融资性租赁方式，对应的竞争比为：

２ － ｒβ ＋ （ｈ ＋ ｗ）（１ － β）
ｇ ＋ ｗ ＋ （ ｒ － ｗ － ｄ）β

其中 ｔ∗０ ＝（ｇ＋ｗ）ｍ＋（ ｒ－ｗ－ｄ）βｍ
ｒβ＋（ｈ＋ｗ）（１－β）

－ｍ。

证明：定理 １ 的证明需要引理 １ 与引理 ２，具体如下：

引理 １　 当 ｔ∗０ ＝ ｔ０－ｍ 时，无预付保证金情形下设备在线融资性租赁策略竞争比为 ２－ｒβ
＋（ｈ＋ｗ）（１－β）

ｇ＋ｗ＋（ ｒ－ｗ－ｄ）β
。

证明：假设对于占线决策者来说，前 ｔ∗０ 期一直采取经营性租赁方式，之后若继续需要使用设备，则在第

ｔ∗０ ＋１ 期转变为融资性租赁方式，那么占线策略成本花费表示如下：

ＣＯＳＴｏｎ∗（ｎ） ＝

ｒβｎ ＋ （ｈ ＋ ｗ）（１ － β）ｎ ｎ ＜ ｔ∗０
（ ｒβ ＋ ｗ － ｗβ）ｎ ＋ ｈ（１ － β） ｔ∗０ ＋ （ｇ － ｄβ）（ｎ － ｔ∗０ ） ｔ∗０ ≤ ｎ ＜ ｔ∗０ ＋ ｍ

ｒβｔ∗０ ＋ （ｈ ＋ ｗ）（１ － β） ｔ∗０ ＋ （ｇ ＋ ｗ）ｍ ＋ （ ｒ － ｗ － ｄ）βｍ ｎ ≥ ｔ∗０ ＋ ｍ

ì

î

í

ï
ï

ï
ï

（２）

　 　 结合离线成本费用公式（１），设备占线融资性租赁策略竞争比表示为：

λ（ｎ） ＝

１ ｎ ＜ ｔ∗０

１ ＋
（ｇ － ｄβ － ｈ ＋ ｈβ）（ｎ － ｔ∗０ ）
（ ｒβ ＋ ｗ － ｗβ）ｎ ＋ ｈ（１ － β）ｎ

ｔ∗０ ≤ ｎ ＜ ｔ∗０ ＋ ｍ

２ － ｒβ ＋ （ｈ ＋ ｗ）（１ － β）
ｇ ＋ ｗ ＋ （ ｒ － ｄ － ｗ）β

ｎ ≥ ｔ∗０ ＋ ｍ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３）

　 　 从公式（３）可以看出，λ（ｎ）为分段连续函数，在第二分段函数中，当实际需要生产设备使用时间 ｎ 无限趋

向于时间 ｔ∗０ ＋ｍ 时，占线策略竞争比 λ（ｎ）则趋向于 ２－ｒβ
＋（ｈ＋ｗ）（１－β）

ｇ＋ｗ＋（ ｒ－ｗ－ｄ）β
，因此 λ（ｎ）的最大值取在 ｎ ＝ ｔ∗０ ＋ｍ

时，即 λ（ｎ）＝ ２－ｒβ
＋（ｈ＋ｗ）（１－β）

ｇ＋ｗ＋（ ｒ－ｗ－ｄ）β
。

引理 ２　 无预付保证金情形下设备占线融资性租赁策略竞争比下界为 ２－ｒβ
＋（ｈ＋ｗ）（１－β）

ｇ＋ｗ＋（ ｒ－ｗ－ｄ）β
。

证明：假设对于占线决策者来说，前 ｔ 期一直采取经营性租赁方式，之后若继续需要使用设备，则在第 ｔ＋１
期转变为融资性租赁方式。 对于任意的占线策略来说，占线策略成本花费为：

ＣＯＳＴｏｎ（ｎ） ＝
ｒβｎ ＋ （ｈ ＋ ｗ）（１ － β）ｎ ｎ ＜ ｔ
（ ｒβ ＋ ｗ － ｗβ）ｎ ＋ ｈ（１ － β） ｔ ＋ （ｇ － ｄβ）（ｎ － ｔ） ｔ ≤ ｎ ＜ ｔ ＋ ｍ
ｒβｔ ＋ （ｈ ＋ ｗ）（１ － β） ｔ ＋ （ｇ ＋ ｗ）ｍ ＋ （ ｒ － ｗ － ｄ）βｍ ｎ ≥ ｔ ＋ ｍ

ì

î

í

ïï

ïï

（４）

　 　 根据 ｔ、ｔ∗０ 与 ｔ０ 大小关系的比较，进行如下分类讨论：
情形一：当 ｔ≥ｔ０ 时，结合离线成本费用公式（１），得出生产设备占线融资性租赁策略竞争比为：

λ１（ｎ） ＝

１ ｎ ＜ ｔ
ｒβｎ ＋ （ｈ ＋ ｗ）（１ － β）ｎ

（ｇ ＋ ｗ）ｍ ＋ （ ｒ － ｗ － ｄ）βｍ
ｔ０ ≤ ｎ ≤ ｔ

（ ｒβ ＋ ｗ － ｗβ）ｎ ＋ ｈ（１ － β） ｔ ＋ （ｇ － ｄβ）（ｎ － ｔ）
（ｇ ＋ ｗ）ｍ ＋ （ ｒ － ｄ － ｗ）βｍ

ｔ ≤ ｎ ＜ ｔ ＋ ｍ

１ ＋ ｒβｔ ＋ （ｈ ＋ ｗ）（１ － β） ｔ
（ｇ ＋ ｗ）ｍ ＋ （ ｒ － ｗ － ｄ）βｍ

ｎ ≥ ｔ ＋ ｍ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ï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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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分析可知，λ１（ｎ）是关于 ｎ 的连续递增函数，因此当 ｎ ＝ ｔ＋ｍ 时，函数取得最大值即 λ１（ｎ）＝ λ１（ ｔ＋ｍ）＝

１＋ ｒβｔ＋（ｈ＋ｗ）（１－β）ｔ
（ｇ＋ｗ）ｍ＋（ｒ－ｗ－ｄ）βｍ

。当 ｔ≥ｔ０ 时，λ１（ ｔ＋ｍ）为关于 ｔ 的单调递增函数，所以当 ｔ ＝ ｔ０ 时，λ１（ ｔ ＋ｍ）最小即

λ１（ｔ＋ｍ）＝ ２，因此在 ｔ≥ｔ０ 时，设备占线融资性租赁策略竞争比为 ２。

情形二：当 ｔ∗０ ≤ｔ＜ｔ０ 时，结合离线成本费用公式（１），设备占线融资性租赁策略竞争比表示如下：

λ２（ｎ） ＝

１ ｎ ＜ ｔ
（ ｒβ ＋ ｗ － ｗβ）ｎ ＋ ｈ（１ － β） ｔ ＋ （ｇ － ｄβ）（ｎ － ｔ）

ｒβｎ ＋ （ｈ ＋ ｗ）（１ － β）ｎ
ｔ ≤ ｎ ≤ ｔ０

（ ｒβ ＋ ｗ － ｗβ）ｎ ＋ ｈ（１ － β） ｔ ＋ （ｇ － ｄβ）（ｎ － ｔ）
（ｇ ＋ ｗ）ｍ ＋ （ ｒ － ｄ － ｗ）βｍ

ｔ０ ≤ ｎ ＜ ｔ ＋ ｍ

１ ＋ ｒβｔ ＋ （ｈ ＋ ｗ）（１ － β） ｔ
（ｇ ＋ ｗ）ｍ ＋ （ ｒ － ｗ － ｄ）βｍ

ｎ ≥ ｔ ＋ ｍ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ï

（６）

　 　 经过分析可知，λ２（ｎ）为关于 ｎ 的连续递增函数，因此当 ｎ ＝ ｔ＋ｍ 时，函数取得最大值 λ２（ｎ）＝ λ２（ ｔ＋ｍ）＝

１＋ ｒβｔ＋（ｈ＋ｗ）（１－β）ｔ
（ｇ＋ｗ）ｍ＋（ｒ－ｗ－ｄ）βｍ

，当 ｔ∗０ ≤ｔ≤ｔ０ 时，λ２（ｔ＋ｍ）为关于 ｔ 的单调递增函数，所以当 ｔ ＝ ｔ∗０ 时，λ２（ ｔ０＋ｍ）最小即

λ２（ｔ∗０ ＋ｍ）＝ ２－ｒβ
＋（ｈ＋ｗ）（１－β）

ｇ＋ｗ＋（ｒ－ｗ－ｄ）β
，因此在 ｔ∗０ ≤ｔ≤ｔ０ 时，设备占线融资性租赁策略竞争比为 ２－ｒβ

＋（ｈ＋ｗ）（１－β）
ｇ＋ｗ＋（ｒ－ｗ－ｄ）β

。

情形三：当 ｔ＜ｔ∗０ 时，结合离线成本费用公式（１），设备占线融资性租赁策略竞争比表示如下：

λ３（ｎ） ＝

１ ｎ ＜ ｔ
（ ｒβ ＋ ｗ － ｗβ）ｎ ＋ ｈ（１ － β） ｔ ＋ （ｇ － ｄβ）（ｎ － ｔ）

ｒβｎ ＋ （ｈ ＋ ｗ）（１ － β）ｎ
ｔ ≤ ｎ ≤ ｔ ＋ ｍ

（ ｒβ ＋ ｗ － ｗβ）ｎ ＋ ｈ（１ － β） ｔ ＋ （ｇ － ｄβ）（ｎ － ｔ）
（ｇ ＋ ｗ）ｍ ＋ （ ｒ － ｄ － ｗ）βｍ

ｔ ＋ ｍ ≤ ｎ ＜ ｔ０

１ ＋ ｒβｔ ＋ （ｈ ＋ ｗ）（１ － β） ｔ
（ｇ ＋ ｗ）ｍ ＋ （ ｒ － ｗ － ｄ）βｍ

ｎ ≥ ｔ０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ï

（７）

　 　 经过分析可知，λ３（ｎ）为关于 ｎ 的先增后减函数，当 ｎ ＝ ｔ＋ｍ 时，函数取得最大值 λ３（ｎ） ＝ λ３（ ｔ＋ｍ） ＝
（ ｒβ＋ｗ－ｗβ）（ ｔ＋ｍ）＋ｈ（１－β）（ ｔ＋ｍ）＋（ｇ－ｄβ）ｍ

（ｇ＋ｗ）ｍ＋（ ｒ－ｄ－ｗ）βｍ
。 当 ｔ≤ｔ∗０ 时，λ３（ ｔ＋ｍ）为关于 ｔ 的单调递增函数，所以当 ｔ ＝ ｔ０

时，λ３（ ｔ＋ｍ）最小即 λ３（ ｔ０ ＋ｍ） ＝ ２－ ｒβ
＋（ｈ＋ｗ）（１－β）

ｇ＋ｗ＋（ ｒ－ｗ－ｄ）β
，所以在 ｔ≤ ｔ∗０ 时，设备占线融资性租赁策略竞争比

为２－ｒβ
＋（ｈ＋ｗ）（１－β）

ｇ＋ｗ＋（ ｒ－ｗ－ｄ）β
。

通过对情形一、情形二、情形三得出竞争比进行比较，可知 ２－ｒβ
＋（ｈ＋ｗ）（１－β）

ｇ＋ｗ＋（ ｒ－ｗ－ｄ）β
＜２，因此无预付保证金情

形下设备占线融资性租赁策略竞争比下界为 ２－ｒβ
＋（ｈ＋ｗ）（１－β）

ｇ＋ｗ＋（ ｒ－ｗ－ｄ）β
。

２、有预付保证金情形的占线租赁策略

在融资性租赁方式中，承租人通常会预先支付一定的保证金，这里用 ｋ 表示。 其他假设依旧采用前一小节

的符号，当租赁期间为 ｍ 时，使采取融资性租赁方式所需的花费小于采取经营性租赁方式所需的花费，即
ｋ＋（ｇ＋ｗ）ｍ＋ （ ｒ － ｗ － ｄ） βｍ ＜ ｒβｍ ＋ （ ｈ ＋ ｗ） （ １ － β） ｍ， 通 过 计 算 可 以 得 出 ｍ ＞ ｋ ／ ［ ｈ （ １ － β ） － ｇ ＋ ｄβ ］
与ｋ＜［ｈ（１－β）－ｇ＋ｄβ］ｍ。

在离线成本花费中，当设备实际所需时间 ｎ 小于 ｋ ／ ｈ（１－β）－ｇ＋ｄβ[ ] ，离线对手会选择一直采取经营性租

赁方式。 当设备实际所需时间 ｎ 满足 ｋ ／ ｈ（１－β）－ｇ＋ｄβ[ ] ≤ｎ＜ｍ 时，离线对手会选择一直采取融资性租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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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又因为设备实际所需时间小于获得拥有设备所有权所需的租赁期间，所以此时成本花费为 ｋ＋（ｇ＋ｗ） ｎ＋
（ ｒ－ｗ－ｄ）βｎ。当设备所需时间 ｎ 大于 ｍ 时，离线对手会选择一直采取融资性租赁方式，并能够获得设备的所有

权，因此成本花费表示为 ｋ＋（ｇ＋ｗ）ｍ＋（ ｒ－ｗ－ｄ）βｍ。
综述所述，可以得出离线问题的离线成本花费为：

ＣＯＳＴｏｐｔ（ｎ） ＝

ｒβｎ ＋ （ｈ ＋ ｗ）（１ － β）ｎ ｎ ＜ ｋ
ｈ（１ － β） － ｇ ＋ ｄβ

ｋ ＋ （ｇ ＋ ｗ）ｎ ＋ （ ｒ － ｗ － ｄ）βｎ ｋ
ｈ（１ － β） － ｇ ＋ ｄβ

≤ ｎ ≤ ｍ

ｋ ＋ （ｇ ＋ ｗ）ｍ ＋ （ ｒ － ｗ － ｄ）βｍ ｎ ≥ ｍ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８）

ＣＯＳＴｏｎ（ｎ） ＝
ｒβｎ ＋ （ｈ ＋ ｗ）（１ － β）ｎ ｎ ＜ ｔ
ｒβｎ ＋ （ｈｔ ＋ ｗｎ）（１ － β） ＋ ｋ ＋ （ｇ － ｄβ）（ｎ － ｔ） ｔ ≤ ｎ ≤ ｔ ＋ ｍ
ｒβｔ ＋ （ｈ ＋ ｗ）（１ － β） ｔ ＋ ｋ ＋ （ｇ ＋ ｗ）ｍ ＋ （ ｒ － ｗ － ｄ）βｍ ｎ ≥ ｔ ＋ ｍ

ì

î

í

ï
ï

ïï

（９）

　 　 定理 ２： （１） 当
ｈ（１－β）－ｇ＋ｄβ[ ] ２ｍ

（ ｒ＋ｄ）β＋（２ｈ＋ｗ）（１－β）－ｇ
＜ ｋ ＜ ｈ（１－β）－ｇ＋ｄβ[ ] ｍ 时，设备占线融资性租赁策略为前

ｋ２＋（ｇ＋ｗ）ｍｋ＋（ ｒ－ｗ－ｄ）βｍｋ
ｒβ＋（ｈ＋ｗ）（１－β）

期采取经营性租赁方式，之后若继续使用设备，则转为融资性租赁方式，此时设

备占线融资性策略竞争比为 １＋ ｋ
ｋ＋（ｇ＋ｗ）ｍ＋（ ｒ－ｗ－ｄ）βｍ

。

（２）当 ｋ≤ ｈ（１－β）－ｇ＋ｄβ[ ] ２ｍ
（ ｒ＋ｄ）β＋（２ｈ＋ｗ）（１－β）－ｇ

时，设备占线融资性租赁策略为前
ｋ

ｈ（１－β）－ｇ＋ｄβ
期采取经营性租赁

方式，如果之后继续使用该设备，在 ｋ
ｈ（１－β）－ｇ＋ｄβ

＋１ 期转变为融资性租赁方式，相应的占线策略竞争比

为２－ ｇ＋ｗ＋（ ｒ－ｗ－ｄ）β
ｒβ＋（ｈ＋ｗ）（１－β）

。

证明：根据离线成本费用与占线成本费用公式，现对占线成本费用中的 ｔ 进行分类讨论，具体如下：

情形一：当 ０≤ｔ＜ ｋ
ｈ（１－β）－ｇ＋ｄβ

时，有 ｔ＜ ｋ
ｈ（１－β）－ｇ＋ｄβ

＜ｍ＜ｔ＋ｍ，设备占线融资性租赁策略竞争比表示

如下：

λ１（ｎ） ＝

１ ｎ ＜ ｔ
ｒβｎ ＋ （ｈｔ ＋ ｗｎ）（１ － β） ＋ ｋ ＋ （ｇ － ｄβ）（ｎ － ｔ）

ｒβｎ ＋ （ｈ ＋ ｗ）（１ － β）ｎ
ｔ ≤ ｎ ＜ ｋ

ｈ（１ － β） － ｇ ＋ ｄβ
ｒβｎ ＋ （ｈｔ ＋ ｗｎ）（１ － β） ＋ ｋ ＋ （ｇ － ｄβ）（ｎ － ｔ）

ｋ ＋ （ｇ ＋ ｗ）ｎ ＋ （ ｒ － ｄ － ｗ）βｎ
ｋ

ｈ（１ － β） － ｇ ＋ ｄβ
≤ ｎ ＜ ｍ

ｒβｎ ＋ （ｈｔ ＋ ｗｎ）（１ － β） ＋ ｋ ＋ （ｇ － ｄβ）（ｎ － ｔ）
ｋ ＋ （ｇ ＋ ｗ）ｍ ＋ （ ｒ － ｗ － ｄ）βｍ

ｍ ≤ ｎ ＜ ｔ ＋ ｍ

ｒβｔ ＋ （ｈ ＋ ｗ）（１ － β） ｔ ＋ ｋ ＋ （ｇ ＋ ｗ）ｍ ＋ （ ｒ － ｗ － ｄ）βｍ
ｋ ＋ （ｇ ＋ ｗ）ｍ ＋ （ ｒ － ｗ － ｄ）βｍ

ｎ ≥ ｔ ＋ ｍ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１０）

　 　 经过对 λ１（ｎ）分析可知：

λ１（ｎ） ＝ ｍａｘ １，λ１（ ｔ），λ１（ ｔ ＋ ｍ）{ } ＝ ｍａｘ １ ＋ ｋ
ｒβｔ ＋ （ｈ ＋ ｗ）（１ － β） ｔ

，１ ＋ ｒβｔ ＋ （ｈ ＋ ｗ）（１ － β） ｔ
ｋ ＋ （ｇ ＋ ｗ）ｍ ＋ （ ｒ － ｗ － ｄ）βｍ}{

　 　 情形二：当 ｋ
ｈ（１－β）－ｇ＋ｄβ

≤ｔ＜ｍ 时，有 ｋ
ｈ（１－β）－ｇ＋ｄβ

≤ｔ＜ｍ＜ｔ＋ｍ，设备占线融资性租赁策略竞争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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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２（ｎ） ＝

１ ｎ ＜ ｋ
ｈ（１ － β） － ｇ ＋ ｄβ

ｒβｎ ＋ （ｈ ＋ ｗ）（１ － β）ｎ
ｋ ＋ （ｇ ＋ ｗ）ｎ ＋ （ ｒ － ｄ － ｗ）βｎ

ｋ
ｈ（１ － β） － ｇ ＋ ｄβ

≤ ｎ ＜ ｔ

ｒβｎ ＋ （ｈｔ ＋ ｗｎ）（１ － β） ＋ ｋ ＋ （ｇ － ｄβ）（ｎ － ｔ）
ｋ ＋ （ｇ ＋ ｗ）ｎ ＋ （ ｒ － ｄ － ｗ）βｎ

ｔ ≤ ｎ ＜ ｍ

ｒβｎ ＋ （ｈｔ ＋ ｗｎ）（１ － β） ＋ ｋ ＋ （ｇ － ｄβ）（ｎ － ｔ）
ｋ ＋ （ｇ ＋ ｗ）ｍ ＋ （ ｒ － ｗ － ｄ）βｍ

ｍ ≤ ｎ ＜ ｔ ＋ ｍ

ｒβｔ ＋ （ｈ ＋ ｗ）（１ － β） ｔ ＋ ｋ ＋ （ｇ ＋ ｗ）ｍ ＋ （ ｒ － ｗ － ｄ）βｍ
ｋ ＋ （ｇ ＋ ｗ）ｍ ＋ （ ｒ － ｗ － ｄ）βｍ

ｎ ≥ ｔ ＋ ｍ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１１）

　 　 经过分析可知：

λ２（ｎ）＝ ｍａｘ λ２（ ｔ），λ２（ ｔ＋ｍ）{ }＝ ｍａｘ ｋ＋ｒβｔ＋（ｈ＋ｗ）（１－β） ｔ
ｋ＋（ｇ＋ｗ） ｔ＋（ ｒ－ｗ－ｄ）βｔ

，１＋ ｒβｔ＋（ｈ＋ｗ）（１－β） ｔ
ｋ＋（ｇ＋ｗ）ｍ＋（ ｒ－ｗ－ｄ）βｍ}{

情形三：当 ｔ≥ｍ 时，有 ｋ
ｈ（１－β）－ｇ＋ｄβ

＜ｍ＜ｔ＜ｔ＋ｍ，设备占线融资性租赁策略竞争比为：

λ３（ｎ） ＝

１ ｎ ＜ ｋ
ｈ（１ － β） － ｇ ＋ ｄβ

ｒβｎ ＋ （ｈ ＋ ｗ）（１ － β）ｎ
ｋ ＋ （ｇ ＋ ｗ）ｎ ＋ （ ｒ － ｄ － ｗ）βｎ

ｋ
ｈ（１ － β） － ｇ ＋ ｄβ

≤ ｎ ＜ ｍ

ｒβｎ ＋ （ｈ ＋ ｗ）（１ － β）ｎ
ｋ ＋ （ｇ ＋ ｗ）ｎ ＋ （ ｒ － ｄ － ｗ）βｎ

ｍ ≤ ｎ ＜ ｔ

ｒβｎ ＋ （ｈｔ ＋ ｗｎ）（１ － β） ＋ ｋ ＋ （ｇ － ｄβ）（ｎ － ｔ）
ｋ ＋ （ｇ ＋ ｗ）ｍ ＋ （ ｒ － ｗ － ｄ）βｍ

ｔ ≤ ｎ ＜ ｔ ＋ ｍ

ｒβｔ ＋ （ｈ ＋ ｗ）（１ － β） ｔ ＋ ｋ ＋ （ｇ ＋ ｗ）ｍ ＋ （ ｒ － ｗ － ｄ）βｍ
ｋ ＋ （ｇ ＋ ｗ）ｍ ＋ （ ｒ － ｗ － ｄ）βｍ

ｎ ≥ ｔ ＋ ｍ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１２）

　 　 经过分析可知：λ３（ｎ）取得最大值时 ｎ＝ ｔ＋ｍ，所以 λ３（ｎ）＝ １＋ ｒβｔ＋（ｈ＋ｗ）（１－β） ｔ
ｋ＋（ｇ＋ｗ）ｍ＋（ ｒ－ｗ－ｄ）βｍ

。

综上所述有：对于占线策略来说，设备占线融资性租赁策略竞争比表示如下：

λｔ ＝

ｍａｘ １ ＋ ｋ
ｒβｔ ＋ （ｈ ＋ ｗ）（１ － β）ｔ

，１ ＋ ｒβｔ ＋ （ｈ ＋ ｗ）（１ － β）ｔ
ｋ ＋ （ｇ ＋ ｗ）ｍ ＋ （ｒ － ｗ － ｄ）βｍ}{ ０ ≤ ｔ ＜ ｋ

ｈ（１ － β） － ｇ ＋ ｄβ

ｍａｘ ｋ ＋ ｒβｔ ＋ （ｈ ＋ ｗ）（１ － β）ｔ
ｋ ＋ （ｇ ＋ ｗ）ｔ ＋ （ｒ － ｗ － ｄ）βｔ

，１ ＋ ｒβｔ ＋ （ｈ ＋ ｗ）（１ － β）ｔ
ｋ ＋ （ｇ ＋ ｗ）ｍ ＋ （ｒ － ｗ － ｄ）βｍ}{ ｋ

ｈ（１ － β） － ｇ ＋ ｄβ
≤ ｔ ＜ ｍ

１ ＋ ｒβｔ ＋ （ｈ ＋ ｗ）（１ － β）ｔ
ｋ ＋ （ｇ ＋ ｗ）ｍ ＋ （ｒ － ｗ － ｄ）βｍ

ｔ ≥ ｍ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１３）
　 　 现对分段函数公式（１３）分别进行讨论：

①对于第一分段函数 １＋ ｋ
ｒβｔ＋（ｈ＋ｗ）（１－β） ｔ

，１＋ ｒβｔ＋（ｈ＋ｗ）（１－β） ｔ
ｋ＋（ｇ＋ｗ）ｍ＋（ ｒ－ｗ－ｄ）βｍ}{ 来说，当 １＋ ｋ

ｒβｔ＋（ｈ＋ｗ）（１－β） ｔ
＝

１＋ ｒβｔ＋（ｈ＋ｗ）（１－β） ｔ
ｋ＋（ｇ＋ｗ）ｍ＋（ ｒ－ｗ－ｄ）βｍ

，即 ｔ＝ ｋ２＋（ｇ＋ｗ）ｍｋ＋（ ｒ－ｗ－ｄ）βｍｋ
ｒβ＋（ｈ＋ｗ）（１－β）

时，第一分段函数中的两个数值同时取到最

大值。

当 ０＜ ｋ２＋（ｇ＋ｗ）ｍｋ＋（ ｒ－ｗ－ｄ）βｍｋ
ｒβ＋（ｈ＋ｗ）（１－β）

＜ ｋ
ｈ（１－β）－ｇ＋ｄβ

时，可得到 ｋ＞ ｈ（１－β）－ｇ＋ｄβ[ ] ２ｍ
（ ｒ＋ｄ）β＋（２ｈ＋ｗ）（１－β）－ｇ

，分段函数最

大值为 １＋ ｋ
ｋ＋（ｇ＋ｗ）ｍ＋（ ｒ－ｗ－ｄ）β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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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ｋ２＋（ｇ＋ｗ）ｍｋ＋（ ｒ－ｗ－ｄ）βｍｋ

ｒβ＋（ｈ＋ｗ）（１－β）
≥ ｋ

ｈ（１－β）－ｇ＋ｄβ
时，即 ｋ≤ ｈ（１－β）－ｇ＋ｄβ[ ] ２ｍ

（ ｒ＋ｄ）β＋（２ｈ＋ｗ）（１－β）－ｇ
时，由于分段函数中

第一个函数是关于 ｔ 的单调递减函数，第二个函数是关于 ｔ 的单调递增函数，此时函数的最大值在第一个函数

中取得，即 ｔ＝ ｋ
ｈ（１－β）－ｇ＋ｄβ

， １＋ ｋ
ｒβｔ＋（ｈ＋ｗ）（１－β） ｔ

é

ë
êê

ù

û
úú

ｍｉｎ
＝ ２－ ｇ＋ｗ＋（ ｒ－ｗ－ｄ）β

ｒβ＋（ｈ＋ｗ）（１－β）
。

②第二分段函数
ｋ＋ｒβｔ＋（ｈ＋ｗ）（１－β）ｔ
ｋ＋（ｇ＋ｗ）ｔ＋（ｒ－ｗ－ｄ）βｔ

，１＋ ｒβｔ＋（ｈ＋ｗ）（１－β）ｔ
ｋ＋（ｇ＋ｗ）ｍ＋（ｒ－ｗ－ｄ）βｍ}{ 中两个函数都是关于 ｔ 的单调递增函数，因此

两 个 函 数 都 是 在 ｔ ＝ ｋ
ｈ（１－β）－ｇ＋ｄβ

时 取 得 最 小 值， 分 别 为 { ２ － ｇ＋ｗ＋（ｒ－ｗ－ｄ）β
ｒβ＋（ｈ＋ｗ）（１－β）

， １ ＋

ｒβｋ＋（ｈ＋ｗ）（１－β）ｋ
ｋ＋（ｇ＋ｗ）ｍ＋（ ｒ－ｗ－ｄ）βｍ[ ] ｈ（１－β）－ｇ＋ｄβ[ ]

} 。

因此当 ２－ ｇ＋ｗ＋（ｒ－ｗ－ｄ）β
ｒβ＋（ｈ＋ｗ）（１－β）

＜１＋ ｒβｋ＋（ｈ＋ｗ）（１－β）ｋ
ｋ＋（ｇ＋ｗ）ｍ＋（ｒ－ｗ－ｄ）βｍ[ ] ｈ（１－β）－ｇ＋ｄβ[ ]

时，即 ｋ＞ ｈ（１－β）－ｇ＋ｄβ[ ] ２ｍ
（ｒ＋ｄ）β＋（２ｈ＋ｗ）（１－β）－ｇ

时，第二分段函数取值为 １＋ ｒβｋ＋（ｈ＋ｗ）（１－β）ｋ
ｋ＋（ｇ＋ｗ）ｍ＋（ｒ－ｗ－ｄ）βｍ[ ] ｈ（１－β）－ｇ＋ｄβ[ ]

。

当 ２－ ｇ＋ｗ＋（ｒ－ｗ－ｄ）β
ｒβ＋（ｈ＋ｗ）（１－β）

≥１＋ ｒβｋ＋（ｈ＋ｗ）（１－β）ｋ
ｋ＋（ｇ＋ｗ）ｍ＋（ｒ－ｗ－ｄ）βｍ[ ] ｈ（１－β）－ｇ＋ｄβ[ ]

时，即 ｋ≤ ｈ（１－β）－ｇ＋ｄβ[ ] ２ｍ
（ｒ＋ｄ）β＋（２ｈ＋ｗ）（１－β）－ｇ

时，

第二分段函数取值为 ２－ ｇ
＋ｗ＋（ｒ－ｗ－ｄ）β

ｒβ＋（ｈ＋ｗ）（１－β）
。

③对于 １＋ ｒβｔ＋（ｈ＋ｗ）（１－β） ｔ
ｋ＋（ｇ＋ｗ）ｍ＋（ ｒ－ｗ－ｄ）βｍ

来说，为关于 ｔ 的单调递增函数，因此在 ｔ ＝ ｍ 时函数值最小，为

１＋ ｒβｍ＋（ｈ＋ｗ）（１－β）ｍ
ｋ＋（ｇ＋ｗ）ｍ＋（ ｒ－ｗ－ｄ）βｍ

。因此有：

（１）如果
ｈ（１－β）－ｇ＋ｄβ[ ] ２ｍ

（ ｒ＋ｄ）β＋（２ｈ＋ｗ）（１－β）－ｇ
＜ｋ＜ ｈ（１－β）－ｇ＋ｄβ[ ] ｍ 时，占线策略竞争比为：

λＲ ＝ｍｉｎ １＋
ｋ

ｋ＋（ｇ＋ｗ）ｍ＋（ ｒ－ｗ－ｄ）βｍ ，１＋
ｒβｋ＋（ｈ＋ｗ）（１－β）ｋ

ｋ＋（ｇ＋ｗ）ｍ＋（ ｒ－ｗ－ｄ）βｍ[ ] ｈ（１－β）－ｇ＋ｄβ[ ]
，１＋

ｒβｍ＋（ｈ＋ｗ）（１－β）ｍ
ｋ＋（ｇ＋ｗ）ｍ＋（ ｒ－ｗ－ｄ）βｍ{ }

由于１＋ ｋ
ｋ＋（ｇ＋ｗ）ｍ＋（ｒ－ｗ－ｄ）βｍ

＜１＋ ｒβｋ＋（ｈ＋ｗ）（１－β）ｋ
ｋ＋（ｇ＋ｗ）ｍ＋（ｒ－ｗ－ｄ）βｍ[ ] ｈ（１－β）－ｇ＋ｄβ[ ]

＜１＋ ｒβｍ＋（ｈ＋ｗ）（１－β）ｍ
ｋ＋（ｇ＋ｗ）ｍ＋（ｒ－ｗ－ｄ）βｍ

，因此

λＲ 的最小值为 １＋ ｋ
ｋ＋（ｇ＋ｗ）ｍ＋（ｒ－ｗ－ｄ）βｍ

，此时 ｔ＝ ｋ２＋（ｇ＋ｗ）ｍｋ＋（ｒ－ｗ－ｄ）βｍｋ
ｒβ＋（ｈ＋ｗ）（１－β）

。

（２）如果 ｋ≤ ｈ（１－β）－ｇ＋ｄβ[ ] ２ｍ
（ ｒ＋ｄ）β＋（２ｈ＋ｗ）（１－β）－ｇ

，那么占线策略竞争比表示为：

λＲ ＝ ｍｉｎ ２ － ｇ ＋ ｗ ＋ （ ｒ － ｗ － ｄ）β
ｒβ ＋ （ｈ ＋ ｗ）（１ － β）

，２ － ｇ ＋ ｗ ＋ （ ｒ － ｗ － ｄ）β
ｒβ ＋ （ｈ ＋ ｗ）（１ － β）

，１ ＋ ｒβｍ ＋ （ｈ ＋ ｗ）（１ － β）ｍ
ｋ ＋ （ｇ ＋ ｗ）ｍ ＋ （ ｒ － ｗ － ｄ）βｍ{ } 。

由于

ｒβｍ ＋ （ｈ ＋ ｗ）（１ － β）ｍ
ｋ ＋ （ｇ ＋ ｗ）ｍ ＋ （ ｒ － ｗ － ｄ）βｍ

≥ ｒβｍ ＋ （ｈ ＋ ｗ）（１ － β）ｍ
ｈ（１ － β） － ｇ ＋ ｄβ[ ] ２ｍ

（ ｒ ＋ ｄ）β ＋ （２ｈ ＋ ｗ）（１ － β） － ｇ
＋ （ｇ ＋ ｗ）ｍ ＋ （ ｒ － ｗ － ｄ）βｍ

＝ ２ － ｇ ＋ ｗ ＋ （ ｒ － ｗ － ｄ）β
ｒβ ＋ （ｈ ＋ ｗ）（１ － β）

，

　 　 因此此种情况下竞争比最小值为 ２－ ｇ＋ｗ＋（ ｒ－ｗ－ｄ）β
ｒβ＋（ｈ＋ｗ）（１－β）

，此时 ｔ＝ ｋ
ｈ（１－β）－ｇ＋ｄ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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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Ａ 公司”）为进行技术改造，需更新一条自动化生产流水线，而该地区的某融

资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简称“Ｂ 公司”）可以提供 Ａ 公司所需要的生产线。 根据 Ａ
公司的具体要求，Ｂ 公司的设备来源可以从国外购进或从国内购买同类生产线。 Ｂ 公司也可以用三种方式经

营：一是融资租赁；二是经营租赁；三是占线租赁，即设备先以经营租赁方式，然后融资租赁。
依据上述无预付保证金情形下与有预付保证金情形下给出的占线融资租赁策略，对策略中的参数选取不

同数据进行算例分析。 目前，企业所得税税法规定基本税率为 ２５％，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科技企业为

１５％，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又引入实际执行税率为 １０％。 表 ２ 表示无预付保证金情形下 Ｂ 公司分别考虑了三

种经营和融资租赁方案，即每期经营性租赁费用 ｈ 分别为 ６ 千、８ 千和 １ ２ 万，每期融资性租赁费用 ｇ 分别为

１ ２ 万、２ 万和 ２ ４ 万，每期设备生产成本 ｗ 分别为 １ ５ 千，２ 千和 ３ 千，每期设备折旧费用 ｄ 分别为 ４ 千、６ 千

和 ８ 千，每期使用设备获得的收益分别为 ２ 万、３ 万和 ４ 万。
１、无预付保证金情形下的竞争比敏感度分析

将以上数据代入定理 １，可得见表 ２ 所示。
表 ２　 无预付保证金情形下设备占线融资性租赁策略算例

ｈ（元） ｇ（元） ｗ（元） ｄ（元） ｍ（期） ｒ（元） β λ ｔ０（期） τ （％）
６ ０００
８ ０００
１２ ０００

１２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５ ２０ ０００ ０ ２５
１ ３５６ ８
１ ２７４ ７
１ １９２ ６

－２２ １

８ ０００
１２ 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
２４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５ ２０ ０００ ０ ２５
１ ２７４ ７
１ ４９５ １０
１ ５６２ １２

１８ ４

８ ０００ １２ ０００
１ ５００
２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５ ２０ ０００ ０ ２５
１ ２９２ ８
１ ２８６ ７
１ ２７４ ７

－１ ４

８ ０００ １２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６ ０００
８ ０００

５ ２０ ０００ ０ ２５
１ ２７４ ７
１ ２５４ ７
１ ２３２ ７

－３ ３

８ ０００ １２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５
２０ ０００
３０ ０００
４０ ０００

０ ２５
１ ２７４ ７
１ ２４１ ７
１ ２１５ ７

－４ ９

８ ０００ １２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５ ２０ ０００
０ １０ １ ２７０ ７
０ １５ １ ２７１ ７
０ ２５ １ ２７４ ７

０ ２

由表 ２ 可得以下结论：
（１）由于 τ＞０，竞争比 λ 是参数 ｇ，β 的递增函数；τ＜０，竞争比 λ 是参数 ｈ，ｄ，ｒ，ｗ 的递减函数。
（２）由于 τ ＞１０％，参数 ｈ，ｇ 为强竞争比敏感度；参数 ｗ，ｄ，ｒ，β 为弱竞争比敏感度。
（３）在单位时间经营性租赁费用 ｈ、单位时间融资性租赁费用 ｇ、单位时间设备折旧费用 ｄ 等不变的条件

下，随着企业所得税税率 β 的减小，竞争比 λ 在逐渐减小，策略性能不断提高，相应的从经营性租赁转变为融

资性租赁的转折时间点 ｔ０ 会提前或者保持不变。 这也证实了，高税率可以抑制企业投资，低税率能够促进投

资。 也就是，在通常情况下来说，企业承担的所得税税率越高，相应的企业投资成本就越大，在一定程度上会

抑制企业的投资；当企业承担的所得税税率越低，企业投资成本就会越小，进而促进企业的投资。
２、有预付保证金情形下的竞争比敏感度分析

表 ３ 表示有预付保证金情形下 Ｂ 公司考虑两种经营和融资方案，即每期经营性租赁费用 ｈ 分别为 １ ５ 万

和 ３ 万，每期融资性租赁费用 ｇ 分别为 １ 万和 ２ 万，每期设备生产成本 ｗ 分别为 ８ 千和 １ 万，每期设备折旧费

用 ｄ 分别为 ５ 千和 ７ 千，每期使用设备获得的收益分别为 ４ 万和 ６ 万，税率分别取 ０ １５ 和 ０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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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有预付保证金情形下设备占线融资性租赁策略算例

ｒ（元） ｇ（元） ｈ（元） ｄ（元） ｗ（元） ｋ β λ τ（％）

４０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８ ０００
７２ ０００ ０ ２５ １ ２７３
５４ ０００ ０ ２５ １ ２３９
３６ ０００ ０ ２５ １ １９７

６ ３

６０ 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 ３０ ０００ ７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２４０ ０００ ０ １５ １ ３１４
１８０ ０００ ０ １５ １ ２７６
１２０ ０００ ０ １５ １ ２２８

７

由表 ３ 可以得出，
（１）由于 τ＞０ 且＜１０％，竞争比 λ 是预付保证金 ｋ 的递增函数，且为弱竞争比敏感度。
（２）在每期租赁费用、设备折旧费用、收益与生产成本、企业所得税税率等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预付保

证金 ｋ 逐渐变小时，设备占线策略竞争比 λ 在减小，策略竞争性能在提高，同时由采取经营性租赁方式转变为

融资性租赁方式的时间点也在相应提前。 在现实租赁活动中，企业的目的是获得盈利，就租赁设备问题而言，
当然是花费成本越小越好。 在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均可获得设备时，当预付保证金不一样时，企业自然偏向预

付保证金较少且能尽快获得设备所有权的方案，以减少自身现金流出量并增加现金流入量。 其次融资租赁与

银行贷款业务相比，租赁业务通常没有资金负债的情况，其资金投入也不高，完全在企业自身承受范围之内，
在资金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企业也自然会选择现金流出量较少的方案。

结　 语

与经营租赁相比，现代融资租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企业筹集资金困难的问题，也避免了设备技术陈旧

的风险。 税率差别是企业采用融资租赁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充分考虑了该因素，设计了相应的设备占线融

资租赁策略。 得出了以下结论：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无预付保证金时随着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减小，占线策

略竞争比在逐渐减小，策略性能不断提高，相应的从经营性租赁转变为融资性租赁的转折时间点会提前或者

保持不变；有预付保证金时随着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减小，占线策略竞争比在逐渐减小，策略性能不断提高，相
应的从经营性租赁转变为融资性租赁的转折时间点会提前或者保持不变。 这对不同所得税率下的企业投资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然而在融资租赁理论与实践中，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１）本文假设设备购买价格、租赁费用保持固定不动，然而在现实情况中，由于供需关系的影响，设备购

买价格及租赁费用会存在一定的波动程度，不是一个固定的常数，那么如何设计价格变动情形下的设备占线

租赁策略，值得进一步研究。
（２）本文假设设备折旧采用直线折旧法，然而现实中，设备折旧方法还包括双倍余额递减法与年数总和

法。 在考虑企业所得税因素时，如何设计采用加速折旧方法进行折旧的设备占线租赁策略。
（３）在采用融资租赁方式时，给出了确定性策略。 如何设计相应的随机性竞争策略及风险补偿模型，使

策略进一步贴近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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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０ 卷第 １０ 期 管理评论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１０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ｃｔ．， ２０１８

财政支出的社会经济效应
———基于面板随机森林的分析与优化

李　 娜１ 　 李秀婷１，３ 　 魏云捷２ 　 孙　 毅１

（１．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２．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３．中国科学院大数据挖掘与知识管理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摘要：为确定我国财政支出总量及各分项支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否存在拐点，财政支出是否

存在最优规模和最优结构，本文针对我国财政数据统计口径和统计周期的特点，基于面板数据

改进了随机森林方法，利用该方法对 ５２ 个国家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从
中得出了财政支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优规模和最优结构。 结论显示，财政总支出和一般公

共服务、经济事务、文化娱乐以及宗教和教育支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存在拐点和合理区间。
此外，健康、环保和社保支出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持续显著的正向作用。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最

后针对我国国情，给出了我国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和最优结构，为优化我国财政支出总量和支

出结构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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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调整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指明方向。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２０１７ 年全国财

政支出同比增长 ７ ７％，依然保持较高的增速。 ２０１７ 年我国 ＧＤＰ 实现了七年来了首次提速，增速为 ６ ９％，财
政收入增长 ７ ４％。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的经济形态给我国财政运行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实施积极有效的财

政政策，不仅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保持适度的增速，更要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合理的财政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出结构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的重要手段。 国内外众多学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对财政支出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追踪研究后发

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作用存

在显著差异；财政支出对经济数量、质量增长和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复杂的且相互影响的。 因此应该建立统

一的分析框架，对财政支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及非线性关系进行综合分析，寻找财政支出规模的合理区

间。 这对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为了研究财政支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与国际上发达国家进行横向对比、分析我国财政支出规

模和结构的合理区间，本文利用面板随机森林就财政支出规模和支出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量化研

究，分析我国财政支出的优化方法，结合我国实际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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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献综述

１、财政支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文献的主要结论

从现有研究来看，由于研究样本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对于财政支出是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国外学者有不

同的观点。
Ｒｉｃｈａｒｄ 等［１］利用 ２２ 个 ＯＥＣＤ 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生产性支出可促进经济增长，但非生产性支出

并没有显著的作用。 Ｆöｌｓｔｅｒ 和 Ｈｅｎｒｅｋｓｏｎ［２］发现高收入国家的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已出现显著的负向影响。
Ｗｕ 等［３］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了财政支出规模和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 Ｃｈａｍｏｒｒｏ⁃Ｎａｒｖａｅｚ［４］ 发现拉

丁美洲国家的资本和经常性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 Ｌａｈｉｒｕｓｈａｎ 和 Ｇｕｎａｓｅｋａｒａ［５］则基于亚洲国家的数据

得出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的单向因果关系。 但 Ｐａｓｃｕａｌ 等［６］通过面板回归模型发现，财政支出

与 １９９４－２０１２ 年期间欧盟国家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关系。 Ｃｏｎｎｏｌｌｙ 和 Ｌｉ［７］ 对 ３４ 个欧盟国家研究发现，公
共社会支出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消费支出和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
Ｆｏｕｒｎｉｅｒ 和 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８］对 ＯＥＣＤ 国家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作用进行了论述，证明了教育支出对经济长期增长

的作用。 Ｓｅｎ 和 Ｋａｙａ［９］对土耳其的财政支出效应给出了分析，Ｔｅｌｅｓ 和 Ｍｕｓｓｏｌｉｎｉ［１０］发现公共财政支出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受到债务与 ＧＤＰ 比率的限制。 其他相关研究可参见［１１－１３］等。
国内学者对财政支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做了众多的研究，对财政支出总规模的经济效益也没有一

致的结论［１４］。 李明等［１５］认为，财政支出规模的作用与其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密切相关，在低效的资金配置率

下，财政支出可能会对社会经济的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可能出现负向。 周舟等［１６］研究发现巨额的财政支出在

经济自愈能力差时可能引起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陈高和王朝才［１７］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中国财政

支出虽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但总体呈显著正相关。 王玉凤和刘树林［１８］ 发现生产性财政支出

对居民消费有挤入效用，消费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挤出效用。 此外，民生类支出在现阶段对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意义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但也没有得到一致的肯定结论。 贾敬全和殷李松［１９］ 却发现民生安

全类支出会制约产业结构升级。 此外，姚明霞［２０］ 证明了中国政府财政支出对人类发展指数具有显著贡献。
余显财和朱美聪［２１］发现我国民生类支出对医疗水平的作用受财政分权策略的影响。 李宏岳［２２］ 研究了我国

环保支出对改善社会环境的作用。 姚金海［２３］研究了老龄化问题带来的养老金对财政支出的风险。 宋映铉和

赵雪冉［２４］利用我国省级数据分析了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并给出了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方法。
２、主要研究方法

上述研究主要使用的是基于线性假设的计量模型来刻画财政支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效应。 一方面，利用

各项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作为模型的自变量会导致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此部分学者选择将财政支出结

构进行粗略地划分，如分为生产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１，２５］，或分为经济型、社会性和维持性支

出［２６，２７］，或按地方、中央支出划分［２８］。 这种研究方法很难进行国际财政支出结构的横向对比研究，也不利于

寻找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方式。 另一方面，财政支出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复杂的，在经济发展的不

同阶段有着不同的作用。 很多学者研究发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国家采取的财政政策不同，财政支

出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财政支出结构对一个国家的作用，随着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这
是一个动态变化的非线性过程。 传统的线性模型在刻画这种复杂关系时有着必然的缺点，也无法估计最优的

财政支出规模和合理的支出结构。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倾向于利用非线性模型拟合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研究了财政支出的

合理区间。 Ａｌｔｕｎｃ 和 Ａｙｄıｎ［２９］对土耳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数据进行了分析，证实了政府财

政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倒 Ｕ’型关系，并分别给出了三个国家财政支出规模的合理区间。 Ａｓｉｍａｋｏｐｏｕｌｏｓ
和 Ｋａｒａｖｉａｓ［３０］利用非线性面板广义矩方法拟合了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给出了政府规模的合理区

间。 Ａｓｇｈａｒｉ 和 Ｈｅｉｄａｒｉ［３１］对 ＯＥＣＤ 国家最优政府支出规模进行了测算。 Ｌｉ［３２］ 利用神经网络算法分析了地方

财政支出对城镇建设的效益。 Ｋｏｕｐｉｄｉｓ 等［３３］利用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的方法对欧洲直辖市的财政支出结构

进行了深度分析。 国内学者崔俊富等［３４］推荐使用随机森林等数据挖掘方法对其进行量化分析。 类似的研究

可参见 Ａｌｉｍｉ［３５］、Ｋａｒｒａ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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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对现有研究进展的述评

从以上的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对某一方面的财政支出或财政总支出规模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

的研究较多。 但由于财政支出的社会经济效益受到财政资金分配方式、使用效率、财政政策以及国际环境的

影响，针对不同主体使用不同样本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 这说明财政支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有条

件限制的。 另一方面，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 普遍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

事务支出的作用更为明显，财政支出规模正向作用显著；但对发达国家而言，财政支出规模的作用不够显著，
经济事务支出的效益差异较大。 因此，财政支出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研究主体所处的发展水平关系较大。

现有文献对财政支出结构效益的研究相对较少。 但财政支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每一项财政支出的效应都不能被单独量化，必须综合考虑才能更为准确和全面的分析各项财政支出相互作用

下的效应。 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数据的限制，各国财政支出统计口径差别较大，且历史上统计口径常有变

化，因此大部分文献只能在小范围内对财政支出数据进行分析。 因为我国的财政统计口径与美国和 ＯＥＣＤ 等

发达国家的统计口径并不一致，所以大部分的分析结果对我国并没有太大的借鉴意义。 另一方面，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发布了世界大部分国家的财政支出数据，但各国数据质量参差不齐，特别是我国历史上所处的中低

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数据质量与高收入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因此，传统的计量模型针对现有的数据质量很

难得到稳健的分析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研究主要基于线性模型中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来评判某一项

支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这无法刻画财政支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影响，不利于财政支出规模的合

理区间和优化财政结构的方法等相关研究的展开。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我国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逐年提高。 但中国税收收入增速趋缓，财政支出

需求却刚性增加，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凸显。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待提高［３７］。 因此急需

结合中国国情，从现代财政治理的角度对财政制度进行合理改革［３８］。 国内有部分学者对我国的省级数据进

行分析，但各地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所以更多地关注地方财政支出对地方经济的拉动效应，这对我国财政支出

结构的总体调控指导性不强。 另一方面，我国计划经济占比相对较高。 因此我国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建设，特
别是生产性建设较大，这使得政府的经济事务支出比重相对较高。 现阶段，我国政府用于社会事业方面的支

出比重较低，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 在医疗卫生支出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也处在较低的水平。 因此，只
基于发达国家或者 ＯＥＣＤ 国家得到的实证分析结果与我国现实差距较大。

基于以上分析，为了针对我国国情研究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的优化方法，一方面我们要扩大样本容量，将
与我国经济结构相似、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的数据纳入样本集。 另一方面，要选用非线性模型，特别是可针对

时间轴短、横截面长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建模的方法来做实证研究。 为此，本文拟选用可针对非平衡面板

数据进行非线性动态拟合的基于历史回归树的随机森林方法来刻画财政支出的经济社会效应，本文简记为面

板随机森林方法。 面板随机森林可针对非平衡的面板数据构建非线性模型，对数据质量要求较低，结果稳健，
并且可以准确的描述各项财政支出的非线性社会经济效应。 因此，可以基于面板随机森林的结果对各项财政

支出规模的合理区间给出估计，寻找总体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方法。

面板随机森林模型构建

１、面板随机森林模型的基本原理

基于历史回归树的随机森林方法是改进的随机森林方法（本文简记为面板随机森林）。 历史回归树可以

定量刻画因变量如何受其自身滞后项（历史观测）和自变量（当期及历史观测）的影响。 它可以对平衡或非平

衡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适合在缺少模型结构的先验知识下对因变量进行准确的预测，并可通过重抽样的方

式增加有效样本容量来估计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复杂关系同时利用袋外误差防止过拟合的现象出现。
假设有观测数据（ｙｉｊ，ｘｉｊｋ），其中 ｉ＝ １，２，…，ｎ，ｊ＝ １，２，…，ｎｉ，ｋ＝ １，２，…，ｐ， ｙｉｊ表示第 ｉ 个对象在 ｔｉｊ时期得到

的第 ｊ 个因变量的观测值，ｘｉｊｋ则表示第 ｋ 个自变量对应对象对应时期的观测（即 ｉ 为观测主体标签，ｊ 为时间

标签，ｋ 为多个自变量的标签）。 历史回归树在传统回归树的分裂方式上增加了一个滞后期参数 δ。 假设

Ｎｉｊ（δ，ｋ）＝ ｛ｘｉｈｋ，ｔｉｊ－δ≤ｔｉｈ＜ｔｉｊ｝表示时间 ｔｉｊ－δ 到 ｔｉｊ之间的第 ｋ 个自变量的观测集合，ｎｉｊ（δ，ｋ，τ）表示集合 Ｎｉｊ（δ，
ｋ）中元素小于 τ 的个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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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ｊ（δ，ｋ，τ） ＝ ∑
ｔｉｊ－δ≤ｔｉｈ ＜ ｔｉｊ

Ｉ（ｘｉｈｋ ＜ τ）。

　 　 则回归树节点 Ｎｏｄｅ 的分裂方式为：

ｍｉｎ
δ，ｋ，τ，ｍ

∑
ｉ，ｊ∈Ｎｏｄｅ

ｙｉｊ － ｃＬＩ（ｎｉｊ（δ，ｋ，τ） ＜ ｍ） － ｃＲＩ（ｎｉｊ（δ，ｋ，τ） ≥ ｍ）( ) ２ （１）

其中 ｃＬ 为 Ｎｏｄｅ 中所有满足 Ｉ（ｎｉｊ（δ，ｋ，τ）＜ｍ）的样本点因变量的平均值，ｃＲ 为与之对应的 Ｎｏｄｅ 中其余样本点

的因变量平均值。
分裂公式（１）遍历所有 δ，ｋ，τ，ｍ 可能的取值来寻找极小值点：其中 δ∈［０，Ｔ］，Ｔ＝ ｄｉｆｆ［ ｒａｎｇｅ（ ｔｉｊ）］为观测

时间区间长度；ｋ＝ １，２，…，ｐ；τ∈ｒａｎｇｅ（ｘｉｈｋ ｜ ｔｉｊ－δ⩽ｔｉｈ＜ｔｉｊ）；ｍ 的取值范围为［１，＃｛Ｎｉｊ（δ，ｋ）｝］，＃｛Ｎｉｊ（δ，ｋ）｝表示

集合｛Ｎｉｊ（δ，ｋ）｝中元素的个数。
为了更好的理解（１）所表示的分裂方式，我们考虑面板数据的特殊情况———截面数据。 即对所有的 ｉ＝ １，

２，…，ｎ，都有 ｊ＝ １。 在这种情况下 Ｎｉｊ（δ＝ ０，ｋ）＝ ｛ｘｉｊｋ｝。 取 ｍ ＝ １，Ｉ（ｎｉｊ（δ，ｋ，τ） ＜ｍ）＝ １ 则表示 ｘｉｊｋ≥τ，从而 ｃＬ
为 Ｎｏｄｅ 中所有满足 ｘｉｊｋ≥τ 的样本点因变量的平均值。

基于历史回归树的随机森林方法的实现与传统随机森林类似，利用对样本和变量进行有放回抽样的方式

执行历史回归树，树不需减枝，停止规则这里限定为每个节点至少包括 ５ 个样本点。 模型的袋外预测误差使

用 Ｓｅｘｔｏｎ 和 Ｌａａｋｅ［３９］中的估计方法得到。 其思想为：对样本进行重抽样，利用部分样本作为训练集，部分样本

作为测试集。 利用训练样本估计模型，并用其对测试样本进行预测。 测试样本的真实值和预测值的残差平方

和记为袋外预测误差。 因此，一般以森林的规模作为自变量，袋外误差作为因变量画图观察模型是否出现了

过拟合，从而选择合适的森林规模。
２、考虑重要度和边际影响的面板随机模型的主要评价指标

本文引入随机森林重要度指标来定量描述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并利用自变量的边际影响函数反

映自变量与因变量的非线性关系。
重要度定义———假设森林中有 Ｎ 棵树，则自变量 Ｘｋ 的重要度 ＩＭＰｋ 定义如下：

ＩＭＰｋ ＝
Ｍｅａｎ（ｗ ｉ）
Ｓｅ（ｗ ｉ）

，ｗ ｉ ＝ Ｌ（ｙｉ，Ｆｋ（ｘｉ）） － Ｌ（ｙｉ，Ｆ（ｘｉ）），ｉ ＝ １，２，…，ｎ （２）

其中 Ｌ（ｙｉ，·）为真实值和拟合值的误差函数，Ｆ（ｘｉ）为第 ｉ 个样本的模型预测值，Ｆｋ（ｘｉ）为将第 ｋ 个自变量积

分去除后得到的因变量的预测值，

Ｆｋ（ｘｉ） ＝ ∫Ｆ（ｘ）ｄＰ（ｘｋ） （３）

上式中 Ｐ（ｘｋ）为 ｘｋ 的边际分布函数。
在实际应用中，一般用数值方法对 Ｆｋ（ｘｉ）进行近似。 如果指标 Ｘｋ 对因变量的预测效果有较大影响，则

ＩＭＰｋ 值较大，即 Ｘｋ 对因变量的变化具有较大影响，应重点关注。 当某项指标的重要度出现负数时，则说明其

对因变量预测而言作用不明显，可以不予考虑。 由于随机森林其结果具有随机性，本文选用如下方法来评价

某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是否显著（是否显著大于 ０）。
显著性定义：针对同一组样本利用固定的随机森林模型运行 Ｍ 次，得到 Ｍ 组重要度指标，若某个属性的

Ｍ 个重要度指标有超过 ９５％的结果大于 ０，则认为此指标重要度显著大于 ０。 因为面板随机森林较传统随机

森林运算较为复杂，为了提高运算速度本文选取 Ｍ＝１００。
边际影响函数定义———记变量 Ｘｋ 对因变量 Ｙ 的边际影响函数为 ｆｋ（ｘｋ）， 其定义为：

ｆｋ（ｘｋ）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ｒ（ ｘ→ｉ１，…， ｘ→ｋ，…， ｘ→ｉｐ）］，

其中 ｒ（·）为面板随机森林模型，ｐｒｅｄｉｃｔ［ ｒ（·）］为面板随机森林在观测（ ｘ→ｉ１，…， ｘ→ｋ，…， ｘ→ｉｐ）下的预测结果，

ｘ→ｉ１ ＝（ｘｉｊ１，ｊ∈１，２，…，ｎｉ）第一个属性的第 ｉ 个主体的 ｎｉ 个观测结果，ｘｋ 为第 ｋ 个属性当期可能取得的某个值

（如果考虑变量 ｘｋ 的边际效应，则 ｘｋ 一般在 ｘｉｊｋ的所有可能观测区间内等间隔取格点）。
以 ｘｋ 为自变量以 ｆｋ（ｘｋ）为因变量绘制的曲线称为边际效应曲线，可以直观的展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非

线性影响。 当边际效应曲线递增时，则说明随着 ｘｋ 取值增加，因变量预测值也会相应增加。 反之则表示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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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取值递减。 如果边际曲线出现“倒 Ｕ”形，则说明 ｘｋ 对因变量取值的增加具有最优区间（极大值点附近）。
值得注意的是，当指标 ｘｋ 取定为某个确定的值时，ｆｋ（ｘｋ）为其他变量遍历所有样本点的取值时预测值的平均

值。 因此 ｆｋ（ｘｋ）的取值范围会比真实的实际预测值的取值范围要小得多，基本会落在上下四分位数的取值范

围内。 当分析对象的因变量取值范围落在样本因变量上下四分位数之内时，边际效用曲线对分析对象具有很

强的指导意义。
综上，通过重要度指标可以确定哪些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通过边际效应曲线可以准确判断自

变量对因变量取值的增加是否有正向促进作用还是负向抑制作用，以及是否存在最优取值区间。

衡量财政支出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和数据来源

１、指标体系构建

财政支出分别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测算。 财政支出总量采用财政支出总量占 ＧＤＰ 比重指标；财政支

出结构以联合国、欧盟委员会、ＯＥＣＤ、ＩＭＦ 和世界银行共同编著的《２００８ 年国民账户体系（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２００８）》中提出的政府支出按功能分类（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ＣＯＦＯＧ）标准，分为

一般公共服务、国防支出、公共秩序与安全、经济事务、环保、住房与社区设施、健康、娱乐文化与宗教、教育、社
保支出共计十项，采用各项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指标。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综合的指标，除了人均 ＧＤＰ
刻画经济发展水平外还需要其他指标刻画社会的发展。 为此，本文将人类发展指数 ＨＤＩ 和能源效率纳入社

会经济发展的范畴。 ＨＤＩ 是一个包含教育、人民健康和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而生活水平涵盖了经济水平和

国民生活质量等方面，是国际公认衡量人类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能源效率，是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与能源

使用的比率，是刻画能源消费水平和节能降耗状况的主要指标，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经

济质量。 经济质量的提高已成为我国和国际大部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 与科技和绿色

发展关系密切的能源效率是经济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 因此，与传统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相比，本文合成的

综合指标在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突出了对经济质量的评价。
为了刻画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水平，对人均 ＧＤＰ、能源效率和 ＨＤＩ 利用因子分析法合并为一个综合指

标，并将其标准化到（０，１）取值区间，命名为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标，记为 ＳｏＥｎ。
ＳｏＥｎ～ ０ ９１５ 人均 ＧＤＰ＋０ ８８５ＨＤＩ＋０ ６３３ 能源效率 （４）

其中的三个系数分别表示 ＳｏＥｎ 与各指标间的相关性。 上式说明 ＳｏＥｎ 与人均 ＧＤＰ 相关性最大，与 ＨＤＩ 相关

性次之。
２、数据来源

本文共搜集了来自世界银行、联合国和国际货币组织的 ５２ 个国家 １９９５ 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７６７ 个非平衡面板

数据。 按照世界银行对收入水平的划分，包括 ３４ 个高收入国家的 ５０５ 个样本、２７ 个中高收入国家的 １６４ 个样

本、１８ 个中低收入国家的 ９８ 个样本（１７ 个国家在样本时间期内收入等级发生了一次改变，５ 个国家的收入等

级发生了二次改变，其中我国在 ２０１０ 年从中低收入国家步入中高收入国家之列）。 其中，高收入国家样本质

量较好，大部分具有整个样本期的数据。 中低收入国家样本质量较差，基本包括 ２０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 为

了进行国际对比，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也采用国际货币组织的 ＣＯＦＯＧ 标准进行划分，但仅包括 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

３、基本统计结果

对 ７６７ 个数据做基本的统计分析，不同收入等级国家财政支出的平均规模和 ＳｏＥｎ 得分情况见表 １；各收

入阶层国家和我国 ＳｏＥｎ 历年得分见图 １；所有样本各指标间的相关性如表 ２ 所示。
统计结果显示，从财政支出规模来看，高收入国家的财政支出总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明显高于中高和中低收

入国家，符合瓦格纳规律。 从财政支出结构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更多的投到民生类支出

上以提高社会总需求。 高收入国家的经济事务支出在三类国家中最低，但民生类的支出中环保、健康、文化娱

乐与宗教、教育和社保支出都高于其他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经济事务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最高，教育和社保最

低。 高收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高和中低收入国家。 中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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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收入等级国家财政支出和经济社会发展汇总指标

　 　 变量
收入等级

高收入 中高收入 中低收入

ＨＤＩ 均值 ０ ８７ ０ ７７ ０ ７
能源效率 均值 ８ ７７ ７ １９ ５ ２４
人均 ＧＤＰ 均值 ３７ １８４ ７８ ７ ９８１ ８２ ２ ８２９ ９４
社会经济发展 ＳｏＥｎ 得分 均值 ０ ５２ ０ ２６ ０ １３
财政总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均值 ４４ ９２ ３８ ４８ ３３ ３２
一般公共服务占 ＧＤＰ 比重 均值 ６ ９１ ５ ８８ ５ ６１
国防占 ＧＤＰ 比重 均值 １ ４８ １ ４８ １ ６９
公共秩序与安全占 ＧＤＰ 比重 均值 １ ５９ ２ ０８ ２ １６
经济事物占 ＧＤＰ 比重 均值 ４ ７４ ５ ９１ ４ ９１
环保占 ＧＤＰ 比重 均值 ０ ７５ ０ ５６ ０ ３７
住房与社区设施占 ＧＤＰ 比重 均值 ０ ７５ １ ３６ １ ２６
健康占 ＧＤＰ 比重 均值 ６ ０６ ４ ２２ ３ ０９
文化娱乐与宗教占 ＧＤＰ 比重 均值 １ １９ １ ０３ ０ ７９
教育占 ＧＤＰ 比重 均值 ５ ４ ４ ８２ ４ ５２
社保占 ＧＤＰ 比重 均值 １６ ０６ １１ １４ ８ ９２

经济发展水平与高收入国家有较大差异。 图 １ 显示，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在样本期内持续上升，但
与中高和中低收入国家相比，高收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一直保持相对平稳的高速增长。 我国 ２００５ 年后 ＳｏＥｎ
得分以平均每年 ０ ０２ 的速度增加，２０１５ 年 ＳｏＥｎ 的得分为 ０ ２３，但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有一定的

差距。

图 １　 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指标 ＳｏＥｎ 得分

表 ２　 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相关性

指标间相关系数 ＳｏＥｎ 能源效率 ＨＤＩ 人均 ＧＤＰ
总支出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０ ３２８∗∗ －０ ０４２ ０ ４７４∗∗ ０ ２９４∗∗

一般公共服务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９
国防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０ １２５∗∗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６ －０ １８１∗∗

公共秩序与安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０ ４６７∗∗ －０ ２２２∗∗ －０ ４０４∗∗ －０ ４８６∗∗

经济事物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０ １６２∗∗ －０ １０９∗∗ －０ １５０∗∗ －０ １３８∗∗

环保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０ ３５８∗∗ ０ １７９∗∗ ０ ３７８∗∗ ０ ３０２∗∗

住房与社区设施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０ ３６５∗∗ －０ １３７∗∗ －０ ４０９∗∗ －０ ３１７∗∗

健康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０ ５０４∗∗ ０ ０５５ ０ ６５４∗∗ ０ ４４３∗∗

文化娱乐与宗教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０ １５８∗∗ －０ ２３６∗∗ ０ ３２２∗∗ ０ ２０１∗∗

教育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０ １６２∗∗ －０ ２００∗∗ ０ ３１２∗∗ ０ １９６∗∗

社保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０ ４７２∗∗ ０ ０７０ ０ ５８５∗∗ ０ ４２７∗∗

注：∗∗表示在 ０  ０１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０ ０５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 ２ 显示，财政总支出与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有显著相关性，与人类发展指数 ＨＤＩ 和人均 ＧＤＰ 也显著

正相关，但与能源效率无显著相关性。 此外，国防、公共秩序与安全与 ＳｏＥｎ 和人均 ＧＤＰ 显著负相关。 当今社

会，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过度的国防支出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这是国内外学者公认的结论。 在大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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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虽然各国国防支出和公共秩序与安全支出总额有所增加，但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一般呈下降趋势。 与此同时，
大部分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也将更多的支出投入到改善民生上来。 结合表 １ 的结果可以解释经济事务和

住房与社区设施与 ＳｏＥｎ 和人均 ＧＤＰ 的负相关性。 与 ＳｏＥｎ 和人均 ＧＤＰ 正相关性最强的是健康、社保支出和

环保支出，这与中高和高收入国家近年来逐步加大民生类支出，积极提高经济质量有密切的关系。 同时，环保

是唯一与能源效率显著正相关的指标。 综上所述，民生类支出，特别是健康和环保支出在现阶段的高收入和

中高收入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面板随机森林的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优化分析

１、基于面板随机森林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部分选取 ５２ 个国家的 ７６７ 非平衡面板数据利用面板随机森林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财政支出规模

和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增长的影响。 以 ＳｏＥｎ 为因变量，分别以财政支出总量和各项财政支出为自变量，采用

基于历史回归树的随机森林方法进行建模，模型设定如下所示：
ＳｏＥｎｉｔ ～ Ｔｏｔｉｔ （５）

ＳｏＥｎｉｔ ～ Ｓｅｒｉｔ ＋ Ｄｅｎｉｔ ＋ Ｓａｆｉｔ ＋ Ｅｃｏｉｔ ＋ Ｅｎｖｉｔ ＋ Ｃｏｍｉｔ ＋ Ｈｅａｉｔ ＋ Ｃｕｌｉｔ ＋ Ｅｄｕｉｔ ＋ Ｓｏｃｉｔ （６）
　 　 （５）式和（６）式“ ～ ”右端为模型的输入指标（自变量），左端为输出指标（因变量）。 其中，ＳｏＥｎｉｔ表示第 ｉ
个国家 ｔ 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得分。 Ｔｏｔｉｔ表示第 ｉ 个国家 ｔ 年财政支出占其当年 ＧＤＰ 总量的比重；Ｓｅｒｉｔ
表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Ｄｅｎｉｔ、Ｓａｆｉｔ、Ｅｃｏｉｔ、Ｅｎｖｉｔ、Ｃｏｍｉｔ、Ｈｅａｉｔ、Ｃｕｌｉｔ、Ｅｄｕｉｔ、Ｓｏｃｉｔ分别表示国防支

出、公共秩序与安全、经济事务、环保、住房与社区设施、健康、娱乐文化与宗教、教育和社保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

重。 因为面板随机森林会根据数据针对每个自变量自动确定最优滞后阶数，因此模型中只需放入原始同期变

量，无需人为加入变量的滞后项。
对模型（６），在计算预测误差时，选用有放回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重抽样次数定为 １００，每棵树随机抽取自

变量 ３ 到 ５ 个。 试验发现，对模型（６）而言，树使用的自变量个数在 ３ 个时可保证速度和效率同时达到理

想状态。 自变量个数过多会出现过拟合现象，误差曲线图波动较大。 因此，本文限定随机森林自变量个数

为 ３。 随着森林规模的增加，预测误差出现了快速下降的趋势，模型（５）和（６）的预测误差与森林规模的关

系图见图２、３。

图 ２　 模型（５）误差曲线图 图 ３　 模型（６）误差曲线图

　 　 从图 ２、３ 看出，模型（５）的误差曲线图在森林规模达到 １００ 左右时对误差趋于平衡，超过 １３０ 有增加趋

势；模型（６）的误差曲线图在森林规模为 １００ 时已经非常平稳，超过 １２０ 有明显增加趋势。 为此，对模型（５）
选择森林规模为 １００，对模型（６）的面板随机森林设定为每棵树的分裂属性个数为 ３，森林规模为 １００。 并且，
模型（５）的预测误差显然高于模型（６），因此模型（６）具有更好的预测效果。 这一点说明，与财政支出总规模

相比，财政支出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为显著。
２、最优财政支出规模

利用上述建模方法对模型（５）进行训练，得到财政支出规模的重要度为 １ ２６，显著大于 ０，这说明财政支

出规模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作用显著。 社会经济发展指标滞后项的重要度为 １０ ３８，这说明相对财政支出规

模来说，社会经济发展指标滞后项的作用更大。 财政支出规模的边际效应曲线见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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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财政支出总规模占 ＧＤＰ 比重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ＳｏＥｎ 的边际效应曲线

图 ４ 中的实线为财政总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的边际效应曲线，虚线为边际效应曲线对应的置信域。 图 ４ 显

示，财政总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在区间（２０， ３３）内递增，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财政支出规模超过 ３６
之后出现了下降趋势，超过 ４０ 后下降速度明显增加。 结合目前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财政支出的实际情况

可以得出，财政支出总规模占 ＧＤＰ 比重的和合理区间为 ３０％－４０％。
３、最优财政支出结构

模型（６）的主要结论包括 １０ 项财政支出的重要度指标和 １ 项 ＳｏＥｎ 滞后期的重要度指标（表 ３），以及 １０
项财政支出各自的边际效应曲线（图 ５）。

表 ３　 面板随机森林自变量对 ＳｏＥｎ 重要度

自变量 Ｓａｆ Ｅｃｏ Ｈｅａ Ｓｏｃ Ｃｏｍ Ｅｎｖ
重要度 ３ ２１ ２ ０６ １ ３０ ０ ９０ ０ ２８ ０ ２１
自变量 Ｓｅｒ Ｅｄｕ Ｃｕｌ Ｄｅｆ ＳｏＥｎ
重要度 ０ ０６ －０ ２２ －０ ９０ －１ １４ １ ３５

表 ３ 显示，一般公共秩序与安全、经济事务支出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较大影响；其次为 ＳｏＥｎ 自身的滞后

项；健康、社保、住房与社区设施以及环境和一般公共服务均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重要度大于 ０）；
但教育、文化娱乐与宗教、国防在样本期内整体而言均没有显著影响（重要度小于 ０）。

图 ５　 各项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ＳｏＥｎ 的边际效应曲线

图 ５ 中给出了各项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对经济发生水平的边际效应曲线。 曲线递增说明其对应的财政

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的增加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社会经济发展。 边际曲线水平说明其对应的财

政支出比重增加或减少对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作用。
表 ３ 中自变量的重要度说明，一般公共服务、经济事务和健康支出在样本时间期内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

均 ＧＤＰ 整体影响较大。 但图 ５ 显示，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初期，当各项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较小时，公共秩序与

安全和经济事务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正向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项财政支出均随之提

高，当公共秩序与安全的支出比重超过 １ ２，经济事务支出超过 ４ ７５ 时，这两项支出对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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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作用已逐步消失。 其边际效应曲线分别在 ３ 和 １０ 之后趋于水平。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超

过 ５ １ 时其边际作用出现递减趋势，当支出比重超过 １２ 时趋于平缓。 此外，表 ３ 显示文化娱乐与宗教和教育

支出对社会经济发展作用不显著，其边际曲线除了分别在 ０ ９５ 和 ４ ８５ 左右出现小的凸起外大部分区间呈现

水平状态。 环保、健康和社保的作用目前仍呈现边际作用递增趋势，但增长速度分别在 ０ ５５、６ ８ 和 １６ 之后

出现了下降。 国防支出的边际效应一直呈现递减态势。
与现有国内财政支出效率的有关研究结论对比分析发现，本文所得结论对优化财政支出规模更有指

导意义。 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生产性支出可以显著促进经济的增长，但非生产性支出作用不显著。 由于

所用方法的不同，我们的结论发现与生产性支出高度正相关的经济事务支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增长存在

拐点，因此可以基于此判断最优的财政支出结构。 非生产性支出中的环保、健康对社会经济发展促进作用

显著。
结合目前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财政支出的实际情况可以得出：一般公共服务的合理区间为 ４％－７％；

公共秩序与安全支出的合理区间为 ０ ５％－１ ５％；经济事务的合理区间约为 ４ ５％－６％；文化娱乐与宗教的合

理区间约为 ０ ９３％－１ ２％；教育占 ＧＤＰ 比重的合理区间为 ４ ５％－５ １％。 虽然环保、健康和社保支出的边际

作用目前没有出现拐点，但结合其增长速率，和目前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可以将其对应的合理区间分别

设定为 ０ ４％－１ ５％，５％－７％，１３％－１７％。

研究结论

财政支出结构应该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相适应。 由于数据质量的限制和寻找最优合理区间的目标，本文

选用了面板随机森林模型对财政支出总规模和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非线性动态影响进行了量化

分析。 为了刻画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本文基于人均 ＧＤＰ、人类发展指数 ＨＤＩ 和能源效率构建了反映社

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 以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标为因变量，分别以财政总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和各项

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自变量构建面板随机森林模型。 基于模型的结果，结合我国当前财政支出规模和

支出结构的实际情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从财政总支出规模来看，高收入国家财政总支出占 ＧＤＰ 的平均比重为 ４４ ９２，中高收入国家为 ３８ ４８，均

已经处在财政支出规模边际效应的递减区间。 而我国 ２０１５ 年财政总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３０ ８９，与财政支

出边际效应的递增区间右端点 ３３ 相比，仅有 ２ １１ 的扩大空间。 长远来看，如果我国未来步入高收入国家之

列，财政总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可以扩大到 ３６％。
从财政支出结构来看，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还存在很大优化空间。 对比表 １ 中各收入等级国家的各项财

政支出水平可以发现，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已经超过其最优

占比。 但我国 ２０１５ 年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仅为 ２ ６４，仍处在边际效应递增时期，因此还有很大的

扩大空间。 其次，中高收入国家的经济事务支出占 ＧＤＰ 的平均比重为 ５ ９１，已经处于边际效应的递减区间，
而高收入国家的经济事务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４ ７４ 为相对合理的水平。 我国 ２０１５ 年的经济事务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已经达到了 ８ ５６，基本处于经济事物支出边际效应的最低状态。

住房与社区设施的支出对社会经济发展一直呈现边际递减趋势，我国 ２０１５ 年此项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２ ５５
显著高于高收入甚至是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应该逐步缩减住房与社区设施的支出比重。 我国

２０１５ 年教育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为 ３ ７９，还未达到教育支出边际作用的峰值，但高收入国家的教育支出 ５ ４ 已

经超过其最优值 ４ ８５。 高收入国家平均环保支出 ０ ７５、健康支出 ６ ０６、社保支出 １６ ０６ 仍处于边际效应递增

的区间。 对比我国 ２０１５ 年环保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０ ７０ 已超过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健康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仅为 ２ ７５，社保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仅为 ６ ７９，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 由此可见，我
国下一步应尽快加大健康和社保支出，稳步提高教育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尽量缩减经济事务，特别是住房与

社区设施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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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及启示

对照 ２０１５ 年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２０１５ 年我国国防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１ ３％，公共秩序与安全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为 １ ３４％，还没有达到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但国防

支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显著，而且边际效应一直递减，公共秩序与安全的边际效应曲线在 １ ２ 后呈现

递减态势，从这一角度说我国目前国防和公共秩序与安全支出的比重比较合理。
我国 ２０１５ 年住房与社区设施支出为 ２ ５５％，显著高于中高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缩减空间较大。 同

时，应适度控制经济事务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经济事务支出应控制在 ＧＤＰ 的 ８％左右，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比

重不宜超过 ＧＤＰ 的 ４％。
结合中国目前财政支出的实际情况，我国首先应该适度扩大财政支出总规模，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根据

模型测算，若将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提升至 ３３％，同时按上述思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

平可提升至 ０ ３，超过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０ ２６。
民生类支出在目前的阶段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正向作用。 而我国民生类支出中的健康、教

育和社保还远没有达到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为此，我国目前应该大力提升民生类财政支出比重，改善

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２０１５ 年，我国健康、教育、住房与社区设施、环保、文化娱乐与宗教和社保六大民生类支

出总量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１８ ５７％，还远未达到高收入国家的 ３０ ２１％，离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２３ １３％也

还有一定的差距。 若保持现有财政支出规模不变，增加民生类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到 ２２ ７８％：其中环保、健康、
文化娱乐与宗教、教育和社保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调整为 ０ ７５％、３ ５％、０ ６８％、４ ８５％及 １１％，住房与社区设施

支出降至 ２％，则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可达到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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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Ｐ 项目 ＶＦＭ 评价流程与其动态监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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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Ｈｕｌｌ 大学商学、法学及政治学院，英国 Ｈｕｌｌ ＬＮ５ ８ＥＮ）

摘要：尽管 ＰＰＰ 项目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项目在我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在 ＶＦＭ
评价程序与方法、政府监管程序与方法上仍然有很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分析了

国际 ＰＰＰ 项目的做法与经验，讨论了 ＶＦＭ 评价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提出了基于 ＰＰＰ 项目概念

设计的 ＰＰＰ 项目全寿命周期 ＶＦＭ 评价流程；提出了项目动态监管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其研究

成果将为我国 ＰＰＰ 项目的实施提供有益的帮助。
关键词：ＰＰＰ 项目；项目决策；项目采购；ＶＦＭ 评价流程；动态监管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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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紫薇，英国 Ｈｕｌｌ 大学商学、法学及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　 言

ＰＰＰ（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通过政府引入社会资本，对城市基础设施等公益

性项目进行投资和运营；其特征为利益共享、风险分担、发挥双方优势；其逻辑为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为共同

目标即合作又分工，资源互补合［１］。 因政府与公众之间具有政治契约关系，政府负担了更多的公共利益责

任，因此为使公共利益最大化、政府应在该模式的决策、建设、营运等整个过程中实施监管。
目前 ＰＰＰ 模式政府监管主要分为：（１）准入监管，即项目前期的立项、社会资本选择时期的监管，其目的

是将不能实现物有所值 ＶＦＭ（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ｍｏｎｅｙ）项目和社会资本剔除，采用 ＶＦＭ 定性评价或定量评价方法；
（２）绩效监管，即项目建设运营时期的监管，主要监管社会资本对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营运方法等，其目的

在于促使社会资本确保所提供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并提高其效率，使 ＰＰＰ 项目达到 ＶＦＭ［２］。 上述（１）、（２）
构成 ＰＰＰ 项目全过程监管的基本框架。

在这一框架下，如何对项目的 ＶＦＭ 进行评价、并最有效地实施项目的监管成为有关 ＰＰＰ 项目理论与实

践的重要问题，从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看，主要集中于： ＶＦＭ 计算、影响 ＶＦＭ 的因素、ＶＦＭ
评价评价方法与程序等方面［９，１２］。 如 Ｃｈｅｕｎｇ 等［１１］在识别 ＶＦＭ 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调研了澳大利亚、香港的

ＰＰＰ 项目，分析了影响 ＰＰＰ 项目 ＶＦＭ 的主要因素，Ｈｕ 等［１３］基于对日本 ＰＰＰ 项目的深入分析，研究了影响日

本 ＶＦＭ 的因素与监管方法，得出了重要结果。 为了确保 ＰＰＰ 项目立项决策的科学性，一些国家采用成本—
效益（ｃｏ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 ／ Ｃ）分析法［４，１６］，以改进最早提出的 ＰＳＣ（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ｏｒ）分析法，用于识

别项目成本、风险与收益，并根据项目 ＶＦＭ 评价确定 ＰＰＰ 模式是否可行，如澳大利亚、韩国、德国等［４］，这些

探讨在文献［１２－１４］也有体现。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探讨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对 ＰＰＰ 项目 ＶＦＭ 评价方法、政府监管机制

及政府补偿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２－６，８，９］，如文献［２］根据国际情况，在法律层面对我国政府监管机构提

出了建议。 文献［４］对英国、德国、新加坡 ＶＦＭ 评价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了目前国际上 ＶＦＭ 评估方法

存在的问题。 文献［５］对 ＶＦＭ 的评价过程与 ＢＩＭ 技术的协同进行了讨论，提出了 ＶＦＭ 评价新的方法等。
在采用 ＰＰＰ 项目的实施上，近年来我国已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如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财政部下发了《关于

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规定了 ＰＰＰ 项目的操作流程。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又出台

了《ＰＰＰ 物有所值评价指引（试行）》对 ＶＦＭ 评定方法进行了明确。
然而目前我国在 ＶＦＭ 评价的方法上仍然具有不完善之处，如我国的 ＰＰＰ 理论和实践探索刚刚起步，在

项目评价的流程与方法上有待改进，定量评价的基本数据采集或项目参数辨识有待进一步商榷，而我国相关

的指导性文件中仍然没有对项目决策的 ＶＦＭ 定量评价过程做出明确的规定与说明，导致相应的 ＶＦＭ 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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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监管缺少有效的方法等［２，４，９］。
从理论上来分析，上述的问题体现在有关 ＰＰＰ 项目 ＶＦＭ 评价方式及其政府监管方法的方面，而如何解

决包含上述因素在内的 ＰＰＰ 项目全寿命 ＶＦＭ 评价流程、方法、政府有效的监管模式、监管技术支持与监管组

织构架等问题，已成为我国目前研究 ＰＰＰ 模式的核心问题。
本文从以上视角结合国际 ＰＰＰ 模式的经验，提出了基于 ＰＰＰ 项目概念设计与动态监管的 ＰＰＰ 项目全寿

命周期 ＶＦＭ 评价的流程；研究了 ＰＰＰ 项目前期决策阶段与项目采购阶段 ＶＦＭ 评价的具体方式，提出了 ＰＰＰ
项目动态监管的基本原理、流程与方法，以期达到最佳的政府监管职能。

ＶＦＭ 定性与定量评价方法

１、ＶＦＭ 的定性评价

定性评价方法是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评判项目是否符合 ＰＰＰ 模式，其特征是评价的范围大，评价因素

包括财务和非财务因素，其中非财务因素的一级指标为：项目可发展性、可完成性、可获胜性。 其二级指标为

项目功能、运作方式、全寿命周期成本、技术先进性、运行模式、公共利益、社会效应、环境保护等等。 定性评价

需要识别 ＰＰＰ 模式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用以辅助定量评价结果进行 ＰＰＰ 模式决策［４］，也有的国家是单独

通过定性分析来进行 ＰＰＰ 模式决策的，如新西兰、南非［２，９］。
定性评价方法有很多，我国财政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出台的《ＰＰＰ 物有所值评价指引（试行）》中的定性评价

是通过专家打分法、确定各因素权重、进行统计分析的方法来判定项目，进行项目筛选［９］。 虽然专家调查评

价法简单易行，但如何进行结果的统计分析值得重视，通常可考虑采用其他方法如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统计

与分析。
２、ＶＦＭ 的定量评价

ＶＦＭ 定量评价是指项目采用传统政府采购模式下的全寿命周期成本、与采用 ＰＰＰ 模式下项目全寿命周

期成本的差值，也称为价值增值［４，９］，依英国的定义［１０］，ＶＦＭ 定量评价是对基础设施项目，使用最低的全寿命

周期成本 ＬＣＣ（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ｃｏｓｔ），并满足服务质量的要求，其计算由式（１）表示。
ＶＦＭ ＝ ＬＣＣＰＳＣ － ＬＣＣＰＰＰ （１）

　 　 其中 ＬＣＣＰＳＣ为项目公共部门采购模式下 ＬＣＣ 的折现值，ＬＣＣＰＰＰ为采用 ＰＰＰ 模式下的 ＬＣＣ 的折现值。 式

中 ＰＳＣ（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ｏｒ），称为公共部门比较因子法，是国际上常用方法，其结果与 ＰＰＰ 模式项目全寿

命周期成本相比较，确定 ＶＦＭ 值，其原理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ＶＦＭ 的量化表现形式

ＰＰＰ 项目 ＶＦＭ 评价流程与国际对比研究

ＰＰＰ 项目 ＶＦＭ 的评价流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中流程的各个组成部分蕴含着对 ＰＰＰ 项目评价全

过程的基本逻辑与方法，不同的国家根据自身特点的不同，会有不同的 ＶＦＭ 评价流程与方式。
１、国际情况

英国是最早使用 ＶＦＭ 评价方法以决策是否采用 ＰＰＰ ／ ＰＦＩ 模式的国家［１０］，其财政部发布了《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ｍｏｎｅ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强调在推行 ＰＰＰ ／ ＰＦＩ 时，要进行项目群、项目和采购三个层次的物有所值评价，
如图 ２ 所示。 随后各国也开始效仿建立 ＶＦＭ 评价体系或指南，表 １ 总结与对比了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关

于 ＶＦＭ 评价程序的情况［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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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２ 及表 １ 可以看出，目前世界上绝大数国家均采用 ＶＦＭ 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只有少

数国家（南非）只采用定量评价，从时间进程来看印度、德国和新加坡只进行事后评价。 这里事后评价是指在

决定了采用 ＰＰＰ ／ ＰＦＩ 模式之后，用于检验该项目是否实现了 ＶＦＭ；而相应的事前评价是指在确定采取 ＰＰＰ
模式之前，为了决定是否采用 ＰＰＰ ／ ＰＦＩ 模式而进行的评价。

图 ２　 英国财政部 ＶＦＭ 评价程序

表 １　 主要国家和地区 ＶＦＭ 评价过程对比情况表

序号 国家
时间 方法 ＶＦＭ 计算方法

事前 事后 定性 定量 ＰＳＣ 其他
备注

１ 英国 √ √ √ √ √ × 项目群、项目、采购三个层次

２ 韩国 √ × × √ √ × 在 ＶＦＭ 之前通过 Ｂ ／ Ｃ 评价进行立项决策

３ 加拿大 √ √ √ √ √ ×
４ 美国 √ √ √ √ √ ×
５ 澳大利亚 √ √ √ √ √ × 在 ＶＦＭ 之前通过 Ｂ ／ Ｃ 评价进行立项决策

６ 爱尔兰 √ √ √ √ √ ×
７ 荷兰 √ √ × √ √ × 事前采用 ＰＰＣ 为基础，事后采用 ＰＳＣ 为基础

８ 新加坡 × √ √ √ × √ 竞争性投标计算 ＶＦＭ
９ 德国 × √ √ √ √ ×
１０ 苏格兰 √ √ √ √ √ × 事前评价主要筛选项目，而非选择采购模式

１１ 南非 × √ √ √ √ × 定性分析需求和选择（ｏｐｔｉｏｎ）分析

１２ 新西兰 √ √ √ √ √ × 事前采用定性分析，事后采用定量分析

１３ 印度 × √ √ × × √ 可行性研究和采购阶段进行两次 ＶＦＭ 评价

事后评价有两种形式：一是在确定项目采用 ＰＰＰ 模式后，在政府采购阶段，以 ＶＦＭ 的指标来衡量社会资

本的投标文件是否合适，即考核社会资本在投标报价上能否实现 ＶＦＭ，并由此选择社会资本；另一种为进入

项目实施阶段，通过 ＶＦＭ 目标并结合项目的质量、进度或运营状态来综合评判项目的执行是否实现了物有所

值。 通常该法是循环进行的，直到财务结算为止，如英国、爱尔兰、加拿大等。
从流程图 ２ 的逻辑与技术方法（表 １）来看，在项目立项决策阶段，多数国家采用 ＰＳＣ 法估算项目的成本

并估算 ＶＦＭ 值，如英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日本、荷兰、南非等国家或地区。 这里 ＰＳＣ 系统是基于过去

工程项目数据基础上的分析系统，但在目前包含英国本身在内、ＰＳＣ 方法受到了很多的质疑［４］，比如计算时

缺乏详实的历史数据，在投资及投资来源、折现率、风险分担机制等方面运用了过多的过度乐观的假设条件

等，因此，一些国家在引入 ＰＰＰ 模式时，对英国典型的 ＶＦＭ 评价方法或 ＰＳＣ 指标运用进行了改善［２，４］

２、基于 ＰＰＰ 项目概念设计与动态监管的 ＰＰＰ 项目 ＶＦＭ 评价流程

我国财政部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出台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 ［１］中明确要求项目需通

过物有所值 ＶＦＭ 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项目才可进入项目准备阶段。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出台的《ＰＰＰ 物有所

值评价指引（试行）》中强调了现阶段以定性评价为主，但并未对定量评价程序和方法做详细规定。 因而如何

对 ＰＰＰ 项目进行 ＶＦＭ 的定量评价，成为目前的焦点问题。
考虑到我国目前在 ＶＦＭ 的评价过程中 ＰＳＣ 法的使用遇到了困难，如目前 ＰＳＣ 系统信息尚不健全，项目

类型积累不够，尤其对于具有新技术创新的新型的重大项目，在进行项目立项决策时，因缺乏项目真实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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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在投资、折现率、风险分担等方面会形成计算不准确，使决策分析遇到困难［２，３］，因此在建立我国 ＰＰＰ 项

目 ＶＦＭ 定量评价方法时，应考虑我国具体的特点。
针对上述问题，从工程技术与工程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提出我国应重视工程的概念设计（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ｄｅ⁃

ｓｉｇｎ）———ＰＰＰ 项目的方案设计与初步设计，其相应成本的估算称为 ＣＣＤ（ｃｏｓｔ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ｄｅｓｉｇｎ）。 该设计

有两个关键的作用：①为 ＰＰＰ 项目筛选、ＶＦＭ 评价、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与评估提供比较准确的基础数据，
建立定量分析的依据；②为采购阶段 ＶＦＭ 的准确评价奠定基础。

ＰＰＰ 项目的概念设计是 ＰＰＰ 项目前期投资决策阶段、通过对项目方案的设想和构思而形成的项目建设

方案的一项重要技术工作，包括建设规模、产品方案、原材料和燃料动力供应方案、工艺技术和设备方案、环境

保护措施方案以及项目总体规划进度安排等。 而项目的初步设计主要是将项目从概念到具体的初步深化，即
将原概念初步工程化。 这些工作将比较系统地将 ＰＰＰ 项目的投资信息、技术要求、风险评估等有效地估算出

来，比较准确地补充了 ＰＳＣ 系统信息的不足。 在此基础上，可比较精确地识别项目的所有成本，即估算初始

成本、估算交易成本、确定竞争中立成本，并比较准确估计项目的可转移风险及自留风险，其计算过程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项目 ＣＣＤ 成本的计算过程

在采用概念设计之后，我国应在 ＰＰＰ 项目的全寿命周期中，完全可采用 ＶＦＭ 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

合的方式，这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 ＰＰＰ 项目情况相类似，达到了既充

分考虑 ＰＰＰ 项目的社会效应，又充分考虑 ＰＰＰ 项目的经济效应，体现出项目决策及全寿命监管的一贯连续性

与科学性。
将上述技术思想融入 ＰＰＰ 项目全寿命周期 ＶＦＭ 评价的整个流程过程中，并考虑在具体的政府监管中、

积极采用一种主动的能根据项目的信息变化而自动调整工作目标的动态监管方法（原理后述）。 由此制定出

具有我国特色的 ＰＰＰ 项目全寿命周期 ＶＦＭ 评价流程，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流程的特点在于：① ＶＦＭ 估算方式不一样，相比于英国及其他国家的 ＰＳＣ 法，该流程是基于概念设

计的方法、能准确地反映由于科技进步（如材料科学、施工技术、设计理念等）带来的成本变化，而不是基于历

史的经验，使得 ＶＦＭ 定量评价、项目筛选更加准确；② 流程内涵的监管方法不一样，采用动态监管方式，强调

在 ＶＦＭ 评价流程的各个阶段，针对项目不断变化的信息，适时调整监管目标，与图 ２ 等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流

程内涵的监管方法对比，该方法积极、主动，特别适应于信息变化量较大的大型 ＰＰＰ 项目与项目实施阶段突

发事件的处理；③ 基本特色明确，在吸取其他国家长处的基础上，图 ４ 的逻辑点是：强调 ＶＦＭ 事前评价与事

后评价相结合、ＶＦＭ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强调动态监管。 这些将形成我国政府监管的基本特色。

ＰＰＰ 项目 ＶＦＭ 评价的动态监管

动态监管是制定上述流程方案时，针对项目实施中具有大量复杂的不断变化的信息的特点，所提出的一

个新概念，分为动态准入监管及动态绩效监管。 其原理是根据不断变化的 ＰＰＰ 项目信息应采取相应的不断

更新的监管方式，其方法是通过比较，发现偏差，对偏差分析，适时调整思路，达到最优效果。 动态准入监管的

基本要素为：①监管计划值的制定；②将实际值与计划值进行对比；③对偏差进行分析；④谈判。 其原理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的基本原理为：将项目事先制定的监管 ＶＦＭ 计划值与社会资本确定的 ＶＦＭ 值进行比较，发现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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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ＰＰＰ 项目全寿命周期 ＶＦＭ 评价流程

之间的偏差△，对△偏差进行分析，淘汰明显不满足 ＶＦＭ 计划值的社会资本，在进入谈判阶段（即政府采购）
前，制定好应对措施，明确谈判细则。 在谈判中根据具体情况应及时调整政府 ＶＦＭ 计划值，并促使社会资本

修正其 ＶＦＭ 值，最终使项目的 ＶＦＭ 值达到最优。
其中各基本要素确定如下：
１、项目前期 ＶＦＭ 动态监管的计划值制定

（１）ＶＦＭ 定性评价监管计划值（定性评价因素的确定）
如上述，ＰＰＰ 定性评价因素一般为：项目可发展性、可完成性、可获胜性等一级因素指标；相应的二级因

素指标可拓展为：目标与产出关系、运作方式、对环境影响、技术先进性；政府能力、私人部门能力、潜在竞争能

力；风险管理、绩效与支付机制、激励创新、全寿命周期成本等十一个二级因素指标，可由这些因素指标构成

ＰＰＰ 项目 ＶＦＭ 定性评价监管的计划因素指标。

图 ５　 ＰＰＰ 项目动态准入监管原理

按照上述指标因素，政府组织专家对 ＰＰＰ 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及初步设计方案进行综合评估与打分，进而

统计分析专家的评分结果，对项目进行筛选；对入选的方案要求依据专家评审结果进行进一步修正。
（２）ＶＦＭ 定量评价监管计划值

在上述修改的初步方案基础上，对项目的总体成本 ＣＣＤ 进行计算分析，主要包含项目建设成本、营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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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维护成本、交易成本、竞争中立成本、可转移风险成本、自留风险成本等的辨识与计算，并估算 ＶＦＭ 合理区

间，淘汰不适合 ＰＰＰ 模式的项目，在财政能力评估后，确定后续工作 ＶＦＭ 监管的计划区间值。
２、项目 ＶＦＭ 指标的对比

通过社会资本的各成本分项、技术状况与政府监管的各成本分项、技术状态进行对比，将会发现政府监管

预期的 ＶＦＭ 与社会资本计算的 ＶＦＭ 具有一定的差距，即形成△偏差。
３、△偏差的分析

对上述产生的偏差进行深入的分析，重点分析社会资本的价格体系，资本资源、生产能力与水平、技术状

况特别是新技术应用状况等，淘汰不满足要求的社会资本，即图（５）中的退出机制，完成对社会资本的筛选。
明确待选社会资本或建议社会资本应该采取的措施与办法。 同时政府监管也应根据社会总体情况及社会资

本具体情况，分析政府监管 ＶＦＭ 计划值是否需要调整，并进一步明确后续合同谈判的条件与目标。
４、谈判

通过谈判不断改进 ＰＰＰ 项目的 ＶＦＭ 是采购阶段政府动态监管的核心，其目标是达到 ＶＦＭ 最佳范围，其
方法是经过上述的对比、误差分析，通过反复谈判促使社会资本改进其管理、技术、营运方法，改变项目工程技

术经济状况、修改各项目实际成本。 与此同时政府监管单位也应该根据项目新的技术信息调整原计划的

ＶＦＭ 指标、价格体系、政府付费的额度等。 当 ＶＦＭ 达到最佳合理范围，签订合同，完成准入监管。
图 ６ 为项目实施阶段动态监管的原理图，主要用于项目建设时期绩效监管。 其动态监管的实质在于：不

断的将 ＶＦＭ 的目标值与项目实际发生的 ＶＦＭ 进行比较，发现偏差，分析偏差，采取措施纠偏，同时对项目实

施中的重大问题及时处理。 与动态准入监管不同、该阶段监管的重点是：确保动态准入监管所确定的 ＶＦＭ 目

标的实现，这里 ＶＦＭ 目标是由政府与社会资本所签订合同决定的，一般不能改变，因而在项目实施阶段，ＶＦＭ
的目标值是不能随意变化的。

图 ６　 项目实施阶段动态监管的原理图

在项目具体实施阶段，监管应根据项目的具体技术特点，将 ＶＦＭ 的目标值分解到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各个

环节上，如在项目的设计阶段，监管应把重点放在项目整体功能的设计、项目质量要求、项目总体投资额度把

握、项目所采用的新技术、项目的环保措施等方面，是强调通过进一步的技术途径实施全方位动态监管，不断

通过阶段性的对比，发现偏差，进行纠偏，最终达到满足 ＶＦＭ 目标的总体要求，而不是仅仅只对项目的资金方

面进行监管。 同样在项目施工阶段的动态绩效监管中，监管应进一步将 ＶＦＭ 的监管目标分解为项目的进度

目标、质量目标及资金投入目标，制定相应的计划值，并通过定期的现场进度调查、质量抽检等认定项目的实

施效果，检查项目资金的投入进度，发现偏差△，分析偏差，并促使相关社会资本单位采取技术措施纠正偏差，
实现动态绩效监管。

项目实施阶段绩效监管实例

１、项目概况与监管计划

某一高等级公路新建梁桥项目，预应力简支箱桥，１８ｍ×６５ｍ，横跨河道，其中 ４、５ 两个墩桩基础及桥墩均

为 ４ 根，桩基直径 ２ ２ｍ，桩长度 ３３ｍ，位于河道河床内，墩身直径 １ ７ｍ，墩高平均 １５ｍ，编号 ７、８ 桥台台高 ６ｍ，
为重力 Ｕ 型桥台，合同工期 １５０ 天。

项目分项工程为：钢筋工程、基础及桥墩工程、基础与桥台工程、箱梁预制安装、桥面系统及附属工程。 不

同工序以英文字母 Ａ、Ｂ、Ｃ、Ｄ 等命名，编制进度施工计划。
计划中各工序共 １５ 个，并用 Ｅ１、Ｅ２、Ｅ３ 等表示相同 Ｅ 工序、不同部位的子工序，其他如 Ｃ、Ｆ 工序的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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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编号类似，全部合计共 ２９ 个工序。 编制计划主要依据：类似项目施工经验；项目工程量要求；项目难度指

数；人力与设备资源；项目总工期要求等。 编制时首先分析各个工序所需要的时间，根据各个工序逻辑关系优

化施工流程，进行计算与调整，并与社会资本代表、施工各方、监理方、监管方等反复协商，制定了项目施工的

进度网络图，如图 ７。

图 ７　 施工进度计划

图中实线所表示的工序：Ａ、Ｂ、Ｃ１、Ｄ１、Ｅ１、Ｅ２、Ｅ３、Ｅ４、Ｆ４、Ｇ、Ｈ、Ｍ、Ｎ、Ｏ 构成项目施工的关键线路，其各工

序的自由时差与总时差值为 ０，共计 １４ 个工序，表明这些工序的任何一个工序的拖长，都会直接导致总工期

的延期。 而其他线路为非关键线路，具有自由时差。 该网络计划图可作为施工进度计划图，与其直接相关的

内容如资金投入、进度与质量的监管也与该进度计划有紧密关系。 该计划在项目开工以前正式确定并宣布，
可作为 ＰＰＰ 项目监管的工作计划之一。

２、动态监管

现场检查与计划进度对比是动态监管的重要手段，以进度为例，表 ２ 为第 ６３ 天现场监管检查的结果：
表 ２　 进度检查对照表

工作代号 名称 提前时间 ／ ｄ 延误时间 ／ ｄ 总时差 自由时差

Ｊ２ ７ 号台基础浇注 ０ ９ ３８ ８
Ｋ１ ７ 号台身施工 ０ ９ ２７ ０
Ｄ４ ５ 号右墩桩基混泥土浇筑 ０ ０ ７ ７
Ｄ３ ５ 号左墩桩基混泥土浇筑 ０ ３ ４ ４
Ｄ２ ４ 号右墩桩基混泥土浇筑 ０ ５ ２ ２
Ｅ２ ４ 号右墩墩柱施工 ２ ０ ０ ０
Ｆ１ ４ 号左墩盖梁施工 ３ ０ ６ ２
Ｌ 箱梁预制 ０ ０ １８ １８

表 ２ 中，Ｊ２、Ｋ１、Ｄ３ 的工序都已经延误，但延误时间没有超出其后续工序的总时差，表明这些工序并不对

项目总工期带来延期。 而 Ｄ２ 工序因质量问题尽管延误较少，仅仅 ５ 天，但超出了后续工序的总时差，致使项

目总工期将延误 ３ 天。
从网络计划图上可以看出，Ｄ２ 后续的工序涉及关键线路，如何保证不耽误总工期、是下阶段监管工作的

重点，监管可以责成相关单位对这一问题进行技术应对，提出解决方案。
此时社会资本会同具体承建单位经过认真技术讨论，认为对后续 Ｎ、Ｍ 两道工序可通过加大人力投入的

方式，压缩施工时间，其考虑的主要原则是：（１）保证质量；（２）保证安全；（３）资源充足；（４）尽量减少提前工

序工期的费用。
技术方案提出后，原先的监管计划及参数发生了变化，在十分关注关键线路上工序的进度同时，对后续的

非关键线路上的工序如 Ｄ３、Ｄ４ 等也特别关注；加强了对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质量体系的监管；同时加大了对

项目后续可能的重大问题的预测分析、提出应对方案；整个监管的重点也做了适时调整，做到对后续的监管心

中有数，保证了监管目标———总工期的实现，最终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由上述可见，通过适时对比监管的 ＶＦＭ 计划目标与社会资本 ＶＦＭ 的实际值，发现偏差或重大问题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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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措施纠偏，由此达到了动态监管“动态”的本质要求。 同时可以看到，该动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控制

的过程，即通过对比发现偏差，采取措施主动纠正偏差，形成控制，从工作方式看，是一种主动工作方式，与我

国对 ＰＰＰ 项目监管工作的总体要求相吻合。
注意到涉及上述动态准入监管的所有工程技术均是目前工程领域所具备的技术内容，因而动态准入监管

在具体实施上没有技术阻碍，表明了该动态监管的可实施性。

结　 论

由于目前我国财政部《指引》中主要强调现阶段以 ＶＦＭ 定性评价为主，并未对定量评价方法做具体的规

定，因而本文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探讨了 ＰＰＰ 项目 ＶＦＭ 定量评价的方法，提出了基于 ＰＰＰ 项目概念设计与

动态监管的 ＰＰＰ 项目 ＶＦＭ 评价流程。 该流程所蕴含的逻辑思路与方法主要体现在：
（１）将 ＶＦＭ 的事前评价与事后评价相结合、ＶＦＭ 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在方法上，强调在项目

前期进行 ＰＰＰ 项目的概念设计，科学的估算项目的成本与各种风险，并准确反映由于科技进步与新工艺的采

用而带来的成本变化，使 ＶＦＭ 的评估更加准确与科学。
（２）据此，又进一步提出了项目动态监管的基本原理与具体实施方法，该方法强调针对项目信息的不断

变化，适时分析、调整准入监管的目标与采取应对措施，使 ＰＰＰ 项目在准入阶段项目的 ＶＦＭ 达到最优效果，
完成项目准入监管。 该方法具有事中监管及主动控制的特点，适合于处理各种突发事件，有利于对重大问题

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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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元角色下组织独立能力构建过程研究
———以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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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般衍生型组织不仅需要关注自身的营利情况，还需要同时为社会做出贡献。 在这种双

元角色的背景下，组织如何才能实现从依赖母体企业到逐步实现独立的变化过程？ 独立学院作

为中国情境下一种过渡形态的大学存在形式，是这类组织的典型代表。 本研究基于悖论视角和

组织能力理论，通过对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独立能力构建过程分析，探讨具有双元

角色的组织能力构建过程及内在机理。 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１）双元角色组织的能力构

建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外部能力引进阶段、内部能力构建阶段和双能力协调发展阶段。 （２）组

织对公益性和商业性双元角色的选择倾向形成悖论平衡系统，影响组织能力的构建。 （３）以悖

论平衡系统为桥梁，双元角色组织的内部能力和外部能力螺旋上升、互相放大。 本研究将悖论

视角引入独立学院的能力构建过程研究，揭示了组织的双元角色形成的悖论平衡系统与组织能

力发展的相互作用机理，对悖论理论矛盾两极动态运动的影响和组织能力的构建过程研究具有

启示意义。
关键词：组织能力；悖论理论；独立学院；案例研究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３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７１２７２１３１；７１６７２０２１）；中央高校重点资助项目电子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团队项目

（ＺＹＧＸ２０１５ＳＫＴ０１）；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课题资助项目（２０１６ＺＲ０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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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博士；霍龙，中山大学新华学院管理学院讲师；潘琼，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　 言

组织是社会的组织，因此在它们实现对利润追求的同时，也要为社会做出必要的贡献。 因此，它们不仅要

扮演索取利润的商人角色，还要扮演造福社会的公益角色。 在这些组织当中，有一类企业具有从依赖于其他

企业才能生存，到逐步壮大然后脱离母体企业实现独立的特殊发展历程，它们被称为“衍生企业”、“衍生公

司”或“衍生组织” ［１，２］。 从实践中可以看出，大部分衍生企业很难脱离对其他企业的依赖，一直处于合作、合
办的状态。 但是有些衍生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会逐渐脱离对其他企业的依赖，实现独立能力的构建。 这些具有

两种角色的衍生组织是如何构建这种“独立能力”的？ 在这一过程中，公益性和商业性的两种角色是如何发

挥作用的？
为了实现独立的目标，组织能力构建过程的核心是组织对环境不同的应对行为和逻辑方式。 现有学者基

于悖论理论和多重制度逻辑的观点的研究已经建立了不同目标的行为倾向之间的互动规律。 研究发现，衍生

组织需要在矛盾的处理过程中才能实现发展。 如衍生企业要在价值创造驱动和独立性约束的双重作用下发

展演化［３］，或者在对技术和市场的不同发展目的中寻找平衡［４］，或者要实现公益性和商业性等多重制度逻辑

的应对和融合［５］。 而有些学者专注于组织某种能力构建的研究，如吸收能力、核心能力、动态能力等，对组织

宏观层面的能力构建过程和行为模式关注较少。 因此，本研究尝试将二者融合，寻找双元角色与能力构建的

过程规律。
要实现对组织公益性和商业性的双元角色行为选择和独立能力构建过程之间规律的探索，本研究选择了

独立学院作为研究对象。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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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独立学院”的新概念。 选择这类组织作为研究对象有三方面原因：第一，独立学

院的出现最早是对国有民办二级学院的探索［６］，即“公办普通本科高校利用自身人才资源与无形资产，采取

民办机制，吸收学校之外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个人的有形投资所举办的独立于母体学校之外的新型

高等教育机构”，天然的具有公益性和商业性的双重性质。 第二，自 ２００３ 年出现独立学院的界定开始，已经过

去 １５ 年的时间。 这类组织的发展经历了较长的过程，适合进行过程分析。 第三，一部分独立学院已经实现了

从母体学校独立，构建了自身独特的组织能力。
也就是说，一方面，独立学院具有公益性，需要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 ２００８ 年教育部发布的《独立学

院设置与管理办法》中明确指出，独立学院是民办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公益性事业。 另一方面，独
立学院具有商业性。 因为独立学院是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需要获得

更大的盈利，用于满足社会资本投入的增值需求。 这种公益性和商业性的内在矛盾会一直伴随着独立学院存

在，这种双元角色的存在与悖论理论中强调的“相互冲突但联系的矛盾双方随着时间发展持续存在” ［５］ 高度

一致，而该理论也适合研究组织的发展和变化过程，这就促使我们选择悖论视角观察以独立学院为代表的双

元角色组织发展过程。 现阶段关于独立学院的研究，多集中在独立学院的学科建设、未来发展方向和学生培

养三方面，对于独立学院本身能力的研究非常少。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像独立学院这种具有双元角色的组

织是如何适应环境并构建其独立能力，进而快速发展的。
基于以上，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具有双元角色且对其他企业有依赖性的组织是如何构建独立能力的？ 研

究选取的案例组织是位于独立学院发展较为迅速的珠三角地区，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并经历了十三年发展的中山

大学新华学院。 该校寻求独立的愿望已经非常迫切，且基本建设已经完成，具有独立学院这一类组织的代表

性。 本研究的贡献将包括以下三方面：（１）将悖论理论引入到独立学院的研究中去，探索性的以独立学院的

性质为起点，分析公益性与商业性的悖论主轴在独立学院能力构建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和运作机理。 （２）探索

了中国情境下具有双元角色且有依赖性的组织的独立能力构建过程黑箱。 （３）基于组织的双元性，对独立学

院的能力从内部能力和外部能力两个维度进行划分，研究不同阶段不同能力的释放规律。

文献综述

１、衍生组织、独立学院与悖论理论

通过母体企业“产卵”的方式出现的组织被称为衍生组织［２］。 衍生组织的出现是由于企业和员工之间的

承包问题而出现的分拆，这些新企业针对的是具有重大创新的利基市场［１，２］。 但是同时，衍生组织的知识构

成、战略和绩效会由母体组织影响和决定，并对母体组织有较强的依赖性。 很多衍生组织试图通过自身的发

展实现“主辅分离”，但是大部分企业并未真正从原来的企业中独立，出现“分而不离”的状态［３］。 同时，衍生

组织也和一般组织一样，需要同时兼顾社会责任和营利的追求［２］。 因此，具有公益性和商业性双元角色的衍

生组织实现独立的过程，成为本研究关注的问题。
在具有双元角色的衍生型组织当中，独立学院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类。 教育部于 ２００８ 年通过的《独立学院

设置与管理办法》中，将独立学院定义为“实施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

织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进一步完善了 ２００３ 年以母

体学校为主对独立学院“公办普通本科高校利用自身人才资源与无形资产，采取民办机制，吸收学校之外的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个人的有形投资所举办的独立于母体学校之外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定义。
这说明在独立学院的发展过程中，其自身特有的两种属性越来越明显的平衡趋势，即公益性和商业性的平

衡［８］。 独立学院的公益性体现在教育行业的公益性，指的是能为受教育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带来的经济和

非经济的收益。 而独立学院的商业性，也就是营利性来自于投资方出资创办独立学院是投资性质的，那么希

望获得收益的目的就是合理的。 而且，营利性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全球现象。 我国《教育法》规定，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这说明独立学院的公益性和商业性是存在

矛盾的。 同时，营利的目的与培养人才的目的并不是完全相悖的。 现有的研究中虽然有对独立学院的公益性

和商业性之间关系的思考［６］，但是公益性和商业性随着独立学院发展的变化，以及他们对企业能力构建的影

响并没有研究涉及。 因此，本研究将公益性和商业性作为一对悖论，分析二者随着独立学院发展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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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悖论来定义公益性和商业性的分类呢？ 第一是因为二者是相互矛盾的，有些学者认为公益性

必须优先于商业性［９］，有些学者则认为营利性是独立学院优先解决的问题［１０］，这说明独立学院的公益性和商

业性之间存在矛盾。 第二，公益性和商业性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潘泽谷认为公益性和商业性是可以同时实现

的［８］。 第三，公益性和商业性是同时存在于独立学院中固有的两种性质。 这与悖论的定义“相互冲突但联系

的矛盾双方随着时间发展持续存在” ［７］是完全一致的。 同时，通过悖论理论可以找到影响组织发展的机制和

过程，不仅可以用经过验证的悖论要素进行分析［１１］，还可以通过案例研究构念合适的悖论两极［１２］。 因此本

文选择通过悖论理论寻找可以解释独立学院能力构建过程的机制。 但是，为什么是悖论［１３，１４］，而不是困境或

者辩证理论呢？ 因为困境是比较两种完全相互矛盾的选择，但是作为独立学院固有的两种性质，公益性和商

业性是并存的［１５］。 公益性和商业性也不是辩证的，因为辩证理论中的矛盾双方可以通过某种形式的综合形

成新的要素［１６］，而独立学院中的公益性和商业性虽然在动态变化，但是并不会随着变化消失。
公益性有非营利性、社会福利［１７］、企业社会责任（ＣＳＲ）的含义。 Ｖｏｇｅｌ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潜力和局限》

中把企业社会责任看作是企业的未来，在一个越来越多的行为在显微镜下的世界里，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生

存和繁荣的必要条件。 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超出法律规定公司的要求，改善工作场所和造福社会的做

法［１８］。 本研究的案例是教育机构，因此将公益性界定为“能为组织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带来经济和非经济收

益的行为” ［８］。 商业性又可以称为营利性、盈利性、市场逻辑、利润导向，可以用收益和投入成本的差值体现

商业性是否成功［１８］。 本研究中将商业性界定为“以组织的营利为目的的行为” ［８］。
组织层面悖论中矛盾双方的冲突并不一直都是显性的，而是会在某些环境要素的触发下由隐性变为显

性［１４］。 换句话说，环境要素的变化会成为引发悖论的矛盾双方动态变化的动因。 本文中将其界定为环境动

因，即情境的多元化、环境的变化以及资源的稀缺性会导致悖论的双方的矛盾变得显著［７］。 组织的领导层认

知到这些影响组织发展的环境动因［１９］，会激发内部的活跃来进行应对。 也就是说在环境动因的前提下，独立

学院商业性和公益性之间的冲突会变得明显，进而影响其能力的结构。
２、组织能力

组织能力是指“组织为了实现特定的结果利用组织资源协调一系列活动的能力” ［２０，２１］ ，对企业的战略

决策和创新有直接影响［２２］ 。 组织能力在不同视角下由不同的要素构成，如运营能力、动态能力、核心能

力、吸收能力等［２３］ 。 运营能力是一种“实质性”的能力［２４］ ，目的是高效的利用现有的资源以及促进效率的

提升。 运营能力是一种零基础的能力，可以用来解释“我们如何得到现有的生存状态的”。 企业还需要动

态能力来实现获取竞争优势的目标［２７，２８］ 。 动态能力是指一个组织有目的地创建、扩展或修改其基础资

源［２５，２６］ ，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２９］ 。 核心能力在资源基础理论的视角下是建立在企业核心资源的基础之

上，企业的智力、技术、产品、管理、文化的综合优势在市场上的反映［３０］ 。 吸收能力是企业在实践中识别、
消化和利用外部新知识的能力［３１，３２］ 。 这些研究虽然进一步深化了组织中不同能力的理解，但是多元化的

能力界定方式，并不能很好的区分独立学院能力发展中能力生成的来源。 因此，需要结合案例特征对组织

能力的构念进行新的分类。
为了更好的区分组织能力的形成过程，本文结合独立学院的特征，基于组织能力和双元性的相关概

念［３３］ ，将组织能力分为内部能力和外部能力两个维度。 用这种分类方式分析独立学院的能力构建主要是

由于这两种能力作为构成组织能力的两个维度，具有双元性［３４，３５］的特征，可以更全面的描述组织能力的构

成。 内部能力具有双元性中“利用” ［３６］的特征，是组织可以自己掌握的、将现有资源充分开发提高利用率

的一种内生性能力。 如独立学院在成立初期，投资商的投入资本属于独立学院可以掌握的资金方面的能

力，因此属于内部能力。 外部能力具有双元性中“探索” ［３６］的特征，具有不确定性和创新性，是组织不可以

自己掌握的、借助外部力量应对环境变化的外生性能力。 如中山大学的教师到新华学院任教，对于这些教

师来说，新华学院提供的岗位是他们的兼职工作，这些老师带给新华学院的师资力量，就是外部能力。 外

部能力和内部能力是可以相互转化的［２８］ 。 如当新华学院在逐步培养了自己的教师团队以后，师资力量就

由外部力量逐渐变为内部力量。 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独立能力”促进独立学院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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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１、研究方法选择

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法，要解决的问题是“独立学院是如何构建适应环境的动态能力的”，是回

答“如何”的问题，适合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３７］。 其次，现有文献对于独立学院能力的构建过程很少有人探

讨，因此需要采用探索性的案例研究方法［３８］。 最后，本研究探索性的从独立学院公益性和商业性的双重性质

切入，探索其能力的构建和发展，这是一个探索现象背后复杂、动态机制的过程［３９，４０］，目标是提炼出能够解释

现象的理论或规律［４１］，因此需要采用单案例研究得到丰富的案例材料作支撑。
２、案例企业选择

遵循典型性原则［４２］，本文选取的案例研究对象是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以下简称新华学院）。 选择新华学

院的原因主要包括：第一，本研究选取的新华学院在独立学院中具有代表性，它成立的时间与发展路径，是与

大部分独立学院相一致的；第二，新华学院现阶段已经基本形成了构建自身能力的范式，这与本文需要研究的

独立学院能力构建过程这一主题非常契合；第三，珠三角地区的独立学院较多，且普遍发展较为成熟。 新华学

院 ２０１７ 年在广州省内独立学院排名第 ６，全国排名第 ２９，且连续 ５ 年呈上升趋势。 因此，对新华学院的研究

结论对其他独立学院具有更大的推广价值。
３、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过程包含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与新华学院在职教师讨论的基础上，了解研究对

象并初步确定研究问题。 在此基础上，第二阶段开始收集二手资料并阅读相关文献，目的是更全面的认识新

华学院，以及定位研究问题。 第三阶段深入了解案例，进入新华学院内部，访谈学院各层面的老师和学生以得

到更确切的材料，通过将访谈材料、二手资料与理论不断对比，得出研究结论。 具体收集资料的过程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研究过程记录

阶段 时间 方式 内容及成果

阶段一：选题及

研究计划

２０１６０５２８ 讨论 了解研究对象，初步框定选题方向。
２０１６０９０７ 讨论 确定研究问题、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及预期贡献，完成研究计划。
２０１６０９１５ 远程讨论 进一步确定选题，整理研究思路并开始收集资料。

阶段二：二手材

料收集与整理

２０１６１１２８ 材料收集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１ 年鉴及其他内部材料，网络新闻、公众平台公告等二手材料的

收集。

２０１７０３０３ 远程讨论
对收集的二手材料进行讨论和整理，寻找研究的支撑材料，锚定需要补充的

材料内容。
２０１７０５１５ 讨论 广州实地调研计划及准备工作。

阶段三：访谈与

补充 材 料 收 集

整理

２０１７０５１７ 调研 广州新华学院实地调研，与各层级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半结构化访谈。
２０１７０６０１ 访谈整理 将广州新华学院访谈材料整理成文字并进行编码。

２０１７０６１９ 材料收集
补充其他二手材料，内部材料如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鉴、年度总结等材料的收集与

编码整理。
２０１７０７２０ 讨论 研究结论讨论及确定。

在研究过程中搜集到以及使用的数据资源主要包括以访谈为主的一手资料和以文本材料为主的二手资

料，详细内容如表 ２ 所示，包含：（１）覆盖学院主要群体的半结构访谈。 选取的访谈对象共 ７ 个，覆盖了学校

的三大类群体：行政类教师、授课教师和学生。 且这 ７ 个对象都是相应群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个体。 三位行政

部门老师，其中包括有领导经验的教师、直接接触学生的辅导员以及管理学生就业工作的教师三类；两位教

师，在管理学院任教，其中一位有在民营高校任教的工作经验；两位本科三年级学生，都是学生干部。 已经完

成的访谈共计 ６ 次 １１ 小时，主要内容是深入了解访谈对象对学校发展过程的认识、学院定位、优势以及问题

等。 （２）新华学院的年鉴主要内容包括年度计划和总结、发布的文件、各部门发展情况、招生及就业率、学院

获奖情况等。 （３）网站新闻及其他公开信息，主要来自新华学院官网、各大新闻网站、微信公众号三个平台。
（４）年度工作计划，以时间顺序较全面的了解新华学院建设的重心和步骤。 （５）其他内部文件主要包括新华

学院的制度、项目计划、招生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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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案例资料来源及编码

类别
来源

部门 岗位
编码 主要内容

一手资料

（访谈）

学生处 就业办主任 Ｆ１ 学校对学生的主要吸引力；就业方面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学校面临的主要困难

和问题。

学生处 辅导员 Ｆ２ 管理学生工作的基本内容；学生对学校是如何认识的；教师对学校是如何认识

的；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督导处 教学督导 Ｆ３ 如何定位国内的独立学院；新华学院的发展前景；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实践和

科研是如何协调的。

管理学院 学生 １ Ｆ４ 为什么选择新华学院；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对学校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对民办

高校和中山大学如何认识。

管理学院 学生 ２ Ｆ５ 为什么选择新华学院；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对学校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对民办

高校和中山大学如何认识。

管理学院 教师 １ Ｆ６ 学院与民办高校的区别；教师对未来发展的认识；对学院的定位是如何认识

的；与学生是如何交互的；与学院其他哪些部门还有交互，如何进行的。

管理学院 教师 ２ Ｆ７ 董事会对学校的影响；学校的资本来源和去向；学院未来的发展方向；学院与

中山大学的关系；学院的定位。

二手资料

（文本）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年鉴 Ｓ１
学院、行政工作总结；学院文件；领导机构；教学工作；学科建设；科研工作；行
政管理工作；校园建设；党群工作；学科系与教学研究部工作；奖励与表彰；综
合统计表。

学院网站、公众平台新闻 Ｓ２ 招生计划；新项目介绍；学院发展介绍等。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度工作总结 Ｓ３ 学院招生情况；发展目标和特色；年度关键事件经验总结；新的一年工作计

划等。
学院提供的内部文件 Ｓ４ 新华学院的规章制度、项目计划、招生计划等。

４、核心构念

本文用到的核心构念共三个，分别为环境动因、悖论平衡系统、独立能力。 构念和其测度变量的具体定义

如表 ３ 所示。 环境动因和悖论平衡系统的理论基础是悖论理论。 （１）环境动因是指组织变化的内部环境和

外部环境的驱动因素，在组织层面悖论的运动受到环境要素的影响［７］。 由于环境不是本研究的重点，因此其

测度变量不再细化。 （２）悖论平衡系统指的是组织用来应对环境动因的动态变化的内核。 在本研究中指的

是组织同时具有相互联系又相互冲突的公益性和商业性两种行为倾向［８］。 通过对公益性和商业性行为倾向

变化的测度，发现悖论平衡系统的运动规律。 （３）独立能力是结合独立学院案例的特殊性给组织能力的新的

诠释，指的是组织实现内部和外部协调发展的能力。 结合组织双元性的特征［３４，３５］ 将组织能力，也就是本文中

的独立能力，通过对应“利用”的内部能力和对应“探索”的外部能力诠释。
表 ３　 核心构念释义

理论基础 核心构念 测度变量 定义 支撑文献

悖论理论

环境动因
情境的多元化、环境的变化以及资源的稀

缺性会导致悖论的双方的矛盾变得显著。 Ｓｍｉｔｈ 和 Ｌｅｗｉｓ［７］

悖论平衡

系统

公益性
能为组织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带来经济和

非经济收益的行为。 潘海远［９］ ； 潘泽谷［８］

商业性 以组织的营利为目的的行为。 潘泽谷［８］ ； 王胜和杨国勇［１０］

组织能力 独立能力

内部能力
组织可以自己掌握的、将现有资源充分开

发提高利用率的一种内生性能力。
Ｗｉｎｔｅｒ［２３］ ； Ｈｅｌｆａｔ 和 Ｐｅｔｅｒａｆ［２１］ ；
Ｚａｈａｒａ 等［２４］

外部能力
组织不可以自己掌握的、借助外部资源和

条件应对环境变化的一种外生性能力。 Ｂａｒｎｅｙ［２５］ ； Ｔｅｅｃｅ 等［２６］ ； Ｗｉｎｔｅｒ［２３］

５、数据分析

通过对新华学院材料的梳理，可以将该组织能力构建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具体每个阶段的能力构成在

下面的分析中会详细介绍。 接着，本研究根据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 从案例研究中得到理论的过程范式［４０］，采用内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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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法［４３］围绕独立学院能力构建的三个阶段对文本材料和访谈数据进行处理，经过了可操作定义、资料构建和

取舍、分析单元建立、人工编码执行四个步骤。 其中，人工编码进行了三次。 第一次编码是通过数据缩减的过

程对初始材料进行编码。 数据缩减［４４］是对质性文本资料进行选择、聚焦、简化、摘取和转化的过程。 由于新

华学院的原始数据量较大，很难直接进行分析，因此需要通过数据缩减对材料进行初步的分类编码和筛选。
筛选得到的条目一共 ３０１ 条，包括 １３５ 条访谈描述，１６６ 条文本材料。 第二次编码是在第一次编码得到的条

目库的基础上进行的。 具有相关知识的 ２ 名团队成员独立按照关键构念的测度变量选取关键词，然后根据关

键词对条目进行归类，经由 ２ 人同时编码一致的条目才能放入相应的关键构念中，对意见不一致的条目，经由

研究小组讨论后确定放入的条目库或者删除。 如判断“公益性”这一测度变量，通过对材料的通读和整理后

本文选取了教师、校区、高校、建设、学生共五个关键词，在描述中如果至少含有其中一个关键词则将其放入公

益性的类别中。 另外，若一句描述同时包含两个或以上的关键词，如“随着学校教师队伍的逐步完善，学校的

科研水平也在逐步提高”，则将其放在两个变量中计量两次。 经过该环节，剔除了 ４ 个条目，但是有些条目需

要重复计数，因此最终留下 ３０７ 个条目。 第三次编码是通过对每个测度变量的条目进行总结的编码结果。 表

４ 列举了上述编码过程中涉及到的构念、测度变量、关键词和条目统计。
表 ４　 关键构念、测度变量、关键词和条目统计

关键构念 测度变量 关键词 阶段一 阶段二 阶段三

环境动因 环境动因 环境、目标、愿景、政策、条件 ８ ５ ３

悖论平衡系统
公益性 教师、校区、高校、建设、学生 ３７ １９ ２６
商业性 投资方、董事长、融资、企业、商业、股份 ４ ２２ ２３

独立能力
内部能力 科研能力、师资力量、运作资本 ５ １８ ３４
外部能力 品牌效应、实践能力、外校老师、 ３７ ３５ ３１

案例描述

１、案例背景介绍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是中山大学依据教育部教发〔２００３〕８ 号文的精神，与广东东宝集团有限公司按新机制

新模式申办，于 ２００５ 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并当年招生的一所涵盖文、理、医、工、经、管、法、艺等学科的综合性

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 学院现有两个校区，总占地面积９７０ ８５９ ４６平方米。 广州校区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龙洞

华美路与广汕一路交界处，占地面积 ２５６ 亩，校园建筑面积７５ １１７平方米。 东莞校区位于东莞市麻涌镇，占地

面积１ ２００亩，校园建筑面积３８３ ３１９ ７９平方米。 在母体学校中山大学的支撑下，学院在办学第一年的新生入

学率名列当年全省独立学院第三，多年均维持在 ９０％以上，２０１４ 年高达 ９５％。 学院设有 ７ 个二级学院、１２ 个

直属系（部），并面向全国招生。 截止到 ２０１７ 年，新华学院已招收十二届学生，在校生２１ ５５１人。 教师１ ２１９
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者占 ３６ ６４％，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占 ７７ ９９％。 师资主要来自：学校招聘专

职教师；中山大学教师（含退休及少量专职教师）；向社会聘任的优秀人才；聘请其他高校有教学经验的教师

和有关行业富有实践经验的高层管理人士、专业技术骨干。 （数据来源于学校官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ｈｓｙｓｕ．
ｅｄｕ．ｃｎ ／ ）。

从新华学院能力构建的角度，可以将其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华学院外部能力引进阶段，主
要目标是借助母体学校的外部能力构建作为一个学校运营需要的基本能力和功能。 这一阶段持续到 ２０１１ 年

底，东莞校区迎接首批３ １００余名学生正式入读，标志着“一校两区”新格局的形成，同时也将新华学院的能力

发展带入新的阶段。 经历过搬入新校区的学生描述“过去连自己的宿舍都没有，虽然新校区还有不完善，但
是有了自己的校区大家都很开心（Ｆ５）”，说明校区的建设使学校有了发展的硬件基础和大本营。 第二阶段是

新华学院内部能力构建阶段，主要目标是寻找适合学校发展独特竞争力的方式和手段。 通过与社会企业的合

作以及海外教师的引进，新华学院逐步确立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战略。 第三阶段是双能力协调发展阶段，也就

是内部能力和外部能力同时发展壮大的阶段。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开始，新华学院开始面向广东省外招生，并通过提

升教师工资，稳定了本校的师资力量。 学校的教师在访谈中表示“在 １４ 年之后教师跳槽的情况就少了很多，
学院自己的教师队伍也有了雏形（Ｆ７）”。 同时，学院加大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投入，增多了与企业、其他高校

和教师的互动交流，并建立了大量的实训基地。 下面将对新华学院能力构建的三个阶段做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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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双元角色组织能力构建历程

（１）外部能力引进阶段

新华学院能力构建的第一个阶段是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本文将其界定为外部能力引进阶段。 这一阶段学

校的主要工作内容是通过借助母体学校的资源完成学校运营基本能力的构建，如董事会、行政领导班子、党委

会的构建；教育部批准设置某些专业；成立教学指导委员会、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文凭要带有“新华”二字；
并购广州南粤专修学院以扩充学校规模等。 这一阶段新华学院的人员构成主要来自中山大学、广东东宝集团

有限公司部分董事成员、学生。 母体学校中山大学为新华学院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的运营能力，主要包括中高

层管理、品牌效应、师资力量三个方面。 董事会和学生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做资本的注入，形成学院的运作资

本。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新华学院运营的大部分基础能力和资源都来自于外部母体学校中山大学能力和

资源的引进，对外部能力的依赖性较强。 新华学院本身只能通过董事会和学生提供运作的资本。 新华学院第

一阶段的能力构成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外部能力引进阶段

（２）内部能力构建阶段

新华学院能力构建的第二个阶段是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本文将其界定为内部能力构建阶段。 这一阶段学

院不仅进一步完善学院的基础建设，另外发现并构建了自己的一些独有的能力。 学院进一步扩张自身的能力

体系，并对现有的人脉资源进行拓展。 学院的师资力量不仅从母体学校获得，还从其他高校和国外引进，如建

立教授机制，首批聘请袁驰平、李正华博士为教授。 董事会通过合作伙伴等，增强校企联合，为学生打造更大

的实践平台。 另外，学院通过与学生的家长构建联系，在学校投资和学校学生就业方面找到了新的出路。 这

一阶段新华学院构建出不同于公办院校的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优势，逐步降低对母体学校的依赖，开始探

索和形成内部能力。 新华学院第二阶段的能力构成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内部能力构建阶段 图 ３　 双能力协调发展阶段

（３）双能力协调发展阶段

新华学院能力构建的第三个阶段是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本文将其界定为双能力协调发展阶段，也就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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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能力和外部能力协调发展的阶段。 这一阶段学院的内部构成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进一步降低了对母体学校

的依赖，基本实现了独立学院“独立能力”的构建。 教师方面不再完全倚靠其母体学校中山大学，而是形成了

稳定的教师团队。 这个教师团队也给学院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社会关系。 另外，董事会对学院的掌控力逐

步增强，不再只是单纯的资本提供者，而是更多的融入到学院的日常管理中去。 新华学院毕业的学生开始反

哺学校，其校友会从一定程度上对学校的建设和招生有积极的影响，增加了学院能力的积淀。 由此可以看出，
第三阶段学院已经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能力平衡体系，内部能力和外部能力的发展实现了协调和共赢。 新华学

院第三阶段的能力构成如图 ３ 所示。

案例发现

基于上述对独立学院能力发展阶段的划分，以下研究将从“动因（环境动因）———行为（悖论平衡系

统）———结果（独立能力）”这一普适性逻辑，对新华学院的“独立能力”构建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展开分析。
１、外部能力引进阶段

新华学院能力构建的第一阶段是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１ 年的外部能力引进阶段。 自从 ２００３ 年教育部印发《关
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全国各地都开始尝试独立

学院的办学模式。 ２００５ 年新华学院成立初期，面临的主要冲突是生存压力，这也是促使新华学院采取行为的

动因。 当时学院没有自己的土地，“学生只能寄宿在中山大学校区的宿舍（Ｆ４）”，学习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测度变量环境动因的最终编码为生存压力。 为了缓解生存压力，学院的主要行为较多倾向于公益性，并最终

形成了保证学院后续发展的外部能力。 在这一阶段，董事会作为投资方出钱，中山大学出人力。 新华学院的

建设，包括校区建设、引进师资、引进管理和招收学生，每一步都和中山大学的人力投入密不可分，董事会在这

一阶段的存在感很弱。 因此，悖论平衡系统中的公益性最终编码为较多，商业性最终编码为较少，以此来体现

在独立学院成立初期组织行为的倾向。 在与中山大学的合作中，经过该阶段的建设，新华学院在 ２０１１ 年初步

完成了运营能力的构建。 而组织此时的能力中，大部分都是在母体学校的支撑下构建的，因此来源于外部的

外部能力编码为较多，内部能力编码为较少。 材料的编码过程和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相关构念及典型例证

构念 测度变量 初步编码 典型例证 条目数 最终编码

环境动因 生存压力
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没有自己学校

的校区。 ８ 生存压力

悖论平衡系统
公益性

商业性

校区建设 并购广州南粤专修学院，是为了扩大学校的规模。 ７

引进师资
吸引学生的一方面就是老师都是从中山大学请

过来的。 １２

引进管理 新华学院的中高层领导是从中山大学聘请的。 ６

招收学生
第一批学生的招收在补录阶段进行，一天完成招

生 ８８５ 人。 １２

股份制
董事会 ６０％股份，中山大学 ４０％股份。 其中，董

事会 ２０％的股份要用来校园建设。 ４

较多

较少

独立能力

内部能力

外部能力

运作资本
学生学费和董事会投资，是学院建立初期主要资

金来源。 ５

师资力量 学校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中山大学的老师。 １４

品牌效应
学生选择新华学院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山大学的

品牌。 ８

管理层 新华学院的院长和系主任都是中大的老师。 １５

较少

较多

综上所述，在外部能力引进阶段，新华学院在面临生存压力的环境动因时，会倾向于采取公益性倾向的行

为，更多的考虑独立学院作为教育机构的社会责任和功能，并会因此让步和损失一定的商业利益，得到的结果

就是新华学院的能力构成是外部能力大于内部能力。 如图 ４ 所示，组织更多的通过悖论平衡系统的公益性承

接环境动因的生存压力，此时产生的组织外部能力大于内部能力。 如果能长期持续经营，独立学院能力的提

升也会反作用于商业性水平的提高，因为独立学院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招生和融资，进而促进学校商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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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外部能力引进阶段

润的提高。 而商业利润的提高，也会进一步促进独立学院公益性的投入水平，形成良性的循环系统。 也就是

说，在悖论平衡系统的桥梁作用下，外部能力的提升会放大内部能力，进而提高整体的组织能力。 但是，如果

只注重公益性，就会造成入不敷出的情况。 而投资者作为商人的本性需要得到营利方面的回馈，这时候悖论

平衡系统就会失衡，影响组织能力的构建。 由此可以得到：
命题 １　 双元角色组织面临生存压力时，倾向于损失一部分商业性而采取公益性行为，组织能力的构成

是外部能力大于内部能力。 由于投资人的商业性需求，持续的倾向于公益性的行为将造成悖论平衡系统失

衡，影响能力的构建。
２、内部能力构建阶段

新华学院能力构建的第二阶段是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内部能力构建阶段。 ２０１１ 年东莞校区一期工程完

工，新华学院正式有了本校的教学和办公地点，这也成为了学院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随着竞争对手的增多，如
何快速实现发展成为了新华学院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冲突。 测度变量环境动因的最终编码为发展压力。 在这

一阶段，新华学院开始尝试拓展自己的人脉范围以及构建自己的教师团队，从海外引进教师就是最显著的例

子。 从学生拓展到学生家长，从教师拓展到教师相关的教师和企业家，以此来获得融资机会以及提升新华学

院的就业率。 如 Ｆ１ 访谈中说“学校开家长会一般是为了让家长和老师一起为学生未来的发展打基础，但是

我们学校可能会多一个原因，那就是吸引更多融资的可能性（Ｆ２）”。 董事会以及学校老师，也通过自己的关

系为学校引进教育资源以及校企联合的实践机会。 学院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创办的新华讲坛，不仅是新华学院学

生和老师学习的机会，也是联接学者、家长、学子、青年教师和企业家的平台和纽带。 这一阶段学校行为和选

择的倾向明显变化，商业性倾向的行为激增，而公益性的活动比上一个阶段减少，因此商业性编码为较多，公
益性编码为较少。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新华学院不仅提升了实践能力，从 ２０１０ 年建立的 ５０ 家实习基地到

２０１１ 年提升到 ８０ 家，而且提升了学院的科研能力，外聘老师为学院的科研方面做出了带头和示范作用。 实

践能力和科研能力的提升，使新华学院可以应对环境变化并构建自己可以掌握的内部能力。 同时，新华学院

还没有完全离开中山大学的支撑，其部分师资力量、品牌、管理人员等都是新华学院的外部能力。 组织的能力

构成中还是由外部能力占主导地位，但是内部能力也在明显提升。 因此外部能力编码为较多，内部能力编码

为增多。 材料的编码过程和结果如表 ６ 所示。
综上所述，新华学院在成长压力的环境动因下完成了初步外部能力引进时，会倾向于采取商业性倾向的

行为，更多的考虑如何赚取更多的收益，以及如何在更小的成本下获取更高的利益，以发现自身内部能力构建

的途径和方法。 也就是说悖论平衡系统中行为倾向的变化，可以调节组织能力的构成和构建过程。 如图 ５ 所

示，组织更多的通过悖论平衡系统中的商业性承接环境动因的发展压力，此时产生的内部能力较多，以此来平

衡上一阶段产生的较多的外部能力。 由于能力的提升不一定带来组织公益性行为的提升，因此连接较多内部

能力和公益性的箭头是虚线。 这时候，如果独立学院能够意识到公益性的必需和重要性，则能形成良性循环。
如新华学院的内部能力会促进独立学院公益性的提升，因为学院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培养更多

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进而提升学院对学生的吸引力，提高对外部资源的吸引力，形成良性循环。 也就是说，在
悖论平衡系统的桥梁作用下，内部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外部能力的构建，形成对外部能力的放大作用。 但是如

果只专注商业性，那么商业性的行为产生的能力可能会弥补不了公益性的损失，造成悖论平衡系统失衡，影响

组织能力的构建。 由此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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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相关构念及典型例证

构念 测度变量 初步编码 典型例证 条目数 最终编码

环境动因 发展压力 院领导想要发展自己的特色专业。 　 ５ 发展压力

悖论平衡系统

公益性

商业性

招聘教师
建立教授机制，首批聘请袁驰平、李正华博士为

教授。 　 ６

校区建设 东莞校区于 ２０１１ 年一期落成并迎来首批学生。 　 　
　 １３

结构调整
院领导有学校的股份，思维上也会变得倾向于商

业化。
　 　
　 １０

校企联合

创办新华讲坛，包含学者、家长、学子、青年教师、
企业家系列，增强了学校与其他高校、企业之间

的合作。
　 ８

融资拓展 召开学生家长会的隐含目的是为了融资。 　 ４

较少

较多

独立能力

内部能力

外部能力

运作资本 学生的学费是学院运营的资金来源。 　 ６

师资力量
学校一部分是中大的老师，一部分是学院招聘的

年轻教师。 　 ７

科研能力
外聘老师带本校的老师做项目发文章，提升科研

能力。 　 ５

实践能力

２０１１ 年，新华学院先后在近 ８０ 家企业、事业单

位、政府机构建立实习基地，增强学校对学生实

践能力的培养。
　 ８

管理层 新华学院的院长和系主任都是中大的老师。 　 １５
品牌效应 中山大学的牌子对学生的吸引力很大。 　 １２

增长

较多

图 ５　 内部能力构建阶段

命题 ２　 双元角色组织面临发展压力时，倾向于损失一部分公益性采取商业性行为，组织能力的构成中

内部能力逐步提高。 由于商业性行为产生的能力不能完全弥补公益性的损失，持续的倾向于商业性的行为将

造成悖论平衡系统失衡，影响能力的构建。
３、双能力协调发展阶段

新华学院能力构建的第三阶段是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７ 年的双能力协调发展阶段。 在经历了商业性倾向的行

为试探后，虽然新华学院确实成功构建了一些内部能力，但是同时发现了一些问题，如经常出现在民营高校中

的师资力量不稳定，教师频繁跳槽的情况；社会对毕业生要求提升，学生高不成低不就；董事会对学院管理掌

控力不足等。 “独立学院要面临的情况越来越复杂多变（Ｆ３）”，内外部环境随时都在发生变化，因此环境动因

的最终编码为环境变化。 为了应对这些变化，新华学院同时在公益性和商业性上做出了努力。 在公益性方面

努力的目标是提升学生满意度以及培养高素质人才，因此学院在校区建设上持续投入；为了稳定师资力量，新
华学院于 ２０１４ 年提升了本校教师的工资，且基本保证了工资的按时发放；另外，学校也尝试与其他高校，包括

国外高校建立合作关系。 在商业性方面，为了提高投资人对学校管理的掌控力，董事会将人员安插在各层级

领导部门；为增强与企业的关系，学校与企业联合建立实训项目；通过各种方式拓展融资途径，如建立校友会

等。 新华学院在公益性和商业性的选择上越来越灵活多变，两种行为没有明显的倾向性，而是随着环境的变

化动态调节。 因此，公益性和商业性的最终编码都是较多。 由此，新华学院的内部能力和外部能力都得到了

显著提升，且逐步形成了本校的特色专业。 组织的内部能力和外部能力构成界限和比例不再像过去一样明

显，二者的最终编码都为较多。 材料的编码过程和结果如表 ７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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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相关构念及典型例证

构念 测度变量 初步编码 典型例证 条目数 最终编码

环境动因 环境变化 环境变化很快，对学生的素质要求更高了。 ３ 环境变化

悖论平衡系统

公益性

商业性

提升工资
在 ２０１４ 年提升工资以后，教师跳槽的情况普遍

减少。 ５

校区建设 东莞校区现在还需要建图书馆、教师公寓等等。 ７

高校联合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麻省理工学院 ＭＩＴ 通过了 Ｆａｂ Ｌａｂ
ＸＨ 创客实验室为国际 Ｆａｂ Ｌａｂ 成员。 １４

结构调整

投资方将自己人插入领导团队，校长助理就和董

事长有亲戚关系，各学院领导助理也有一部分是

投资方的人。
６

校企联合
学习在实践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如“京苗班”、岗

位合格证书等。 １３

融资拓展
校友会的创办也是融资的一条途径，用于学院的

建设。 ４

较多

较多

独立能力

内部能力

外部能力

科研能力 科研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新华学院的排名提升。 １２

运作资本
收入主要来源于新华学院学生的学费，也来自家

长捐赠、商业合作、校友会捐款等等。 ８

师资力量
学校现在重视教师科研水平，专门请了中大的老

师搞科研和写论文的时候带着学校的老师。 １４

品牌效应 一些学生选择新华学院是因为中山大学的牌子。 １２

实践能力

在 ２０１５ 年国内首个“中国大学生产学研创新创

业实训基地”在新华学院揭牌，学生实践能力培

养更上一层楼。
１１

管理层
院长、系主任都是中大的老师，但是助理是董事

会的。 ８

较多

较多

图 ６　 双能力协调发展阶段

综上所述，在外部能力和内部能力都得到探索和构建以后，新华学院在面临环境动因时就会灵活的采取

公益性或者商业性倾向的行为，并不断在这两种倾向中寻找平衡。 在此过程中，内部能力和外部能力都能获

得提升。 如图 ６ 所示，组织灵活的用公益性和商业性的行为应对环境变化，由此产生的组织能力已经不能区

分哪一种更多。 也就是说，在悖论平衡系统的公益性和商业性的动态平衡过程中，内部能力和外部能力能够

同时得到发展。 为了更好的构建独立能力，组织一方面要借助外部资源实现外部能力的构建，另一方面要挖

掘自身潜力发展内部能力。 通过悖论平衡系统打通内部和外部能力之间的通道，实现二者的互相放大。 但

是，如果组织对悖论平衡系统不能很好的把握，比如学院现在虽然规模不断扩大但仍然能听到很多对基础建

设投入过少不满的声音，这时候就会使内、外部能力的发展减缓。 因此，随着环境的变化，公益性和商业性的

平衡需要随之不断变化。 由此可以得到：
命题 ３　 双元角色组织面临环境变化时，动态的平衡公益性和商业性的行为，有利于内部能力和外部能

力的协调发展。
４、双元角色组织能力构建过程机制

对独立学院的能力构建过程从外部能力和内部能力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并通过独立学院性质划分的

悖论双方———公益性和商业性的矛盾主轴，来分析独立学院的行为倾向对能力构建的影响机理，过程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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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所示。 结果发现，悖论平衡系统的选择倾向会影响组织能力的构建。 第一阶段外部能力引进时期，学院

面临的主要环境动因来自生存压力，新华学院通过对中山大学的依附获取能力，损失了作为商人对营利的

需求。 组织能力主要由外部能力构成。 第二阶段是内部能力构建时期，学院面临的主要环境动因来自发

展压力，新华学院通过牺牲作为高等院校一定的教育公益性，采取倾向于商业性的行为应对冲突，基于外

部能力逐步构建自身的内部能力。 第三阶段是双能力协调发展时期，学院面临的环境动因是环境的多变。
新华学院逐步减少对母体学校中山大学的依赖，形成了自己的教师团队，并加强了对学院的掌控力。 为了

更灵活的应对环境的变化，新华学院应对冲突时需要在公益性和商业性中寻找平衡，以此来产出组织的

“独立能力” ［３３］ 。
研究还发现，独立学院的能力构建过程是内部能力和外部能力螺旋上升、互相放大的过程。 在第一阶段

外部能力引进时期，独立学院通过引进外部能力维持学校的运营，并同时构建自身的内部能力。 如新华学院

在引进中山大学教师的同时，让中山大学教师引导并带领本学校的老师学习和提升科研能力，这就是外部能

力放大内部能力的过程。 在第二阶段内部能力构建时期，独立学院通过开发和拓展已有的资源、关系等，一方

面夯实运营能力，另一方面构建学校独有的能力。 此时不仅外部能力可以放大内部能力，内部能力也有助于

外部能力的拓展，放大外部能力。 第三阶段双能力协调时期，独立学院真正构建出了自己的“独立能力”，虽
然不能再如前两个阶段一样明确区分内部能力和外部能力的产生路径，但是能力的互相放大过程还是存在

的。 如学校自有的师资力量作为内部能力，可以通过培训、学习认识同领域的其他老师和团队，为组织带来新

的合作机会，实现对外部能力的放大。 此时新华学院能力构成中不再是外部能力占主导，而是内部、外部能力

协调存在、共同发展、互相放大。 由此可以得到：
命题 ４　 双元角色组织独立能力的构建，是通过悖论平衡系统的动态变化使内部能力和外部能力螺旋上

升、互相放大的过程。

图 ７　 双元角色组织独立能力构建过程模型

研究启示与局限

衍生组织作为通过母体企业“产卵”诞生的组织，一方面可以通过更小的成本获取母体企业相关的资源，
另一方面却对母体企业有依赖性［２］。 同时，这些衍生组织和一般组织一样，在行为时要同时兼顾社会责任和

企业营利两个方面。 这些具有双元角色且具有依赖性的组织是如何构建其“独立能力”的，成为本研究感兴

趣的问题。 独立学院作为中国情境下独有的办学模式，是高等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具有“天生”公益

性和商业性双元角色组织的典型案例。 本研究从独立学院公益性和商业性的双重角色出发，基于悖论理论和

组织能力理论，通过对典型案例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能力构建的过程遵循“动因———行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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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逻辑进行分析和归纳，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双元角色组织独立能力的构建是内部能力和外部能力螺

旋上升、互相放大的过程。 双元角色组织在面临环境变化时，持续倾向于公益性或者持续倾向于商业性会造

成悖论平衡系统的失衡，而灵活调整公益性和商业性有利于内部能力和外部能力的协调发展。 这一研究对悖

论理论、独立学院和组织能力的理论都有一定的贡献：
（１）丰富了悖论理论的研究。 悖论作为一种元视角［１４，４５］，已经广泛的应用于组织的发展过程研究［４６－４８］，

但是悖论两极的确定以及互动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 本文基于独立学院的特有性质，构建了其处理环境因素

的悖论矛盾主轴———公益性与商业性。 这一矛盾主轴的确立一方面体现了独立学院的特殊性质，明确了作为

中国情境中特有的教育主体，独立学院需要兼顾公益性和商业性［８］。 另一方面是由于公益性和商业性这一

对矛盾之间的关系，与悖论理论中矛盾双方“相互矛盾又相互联系”的关系高度一致，很适合用悖论理论分析

独立学院成长过程中二者的变化［７，１３，１４］。 通过研究可以看出，环境动因是推动公益性和商业性冲突变化的原

因，随着组织行为倾向变化过程中经验的积累，双元角色组织的独立学院会逐步形成对公益性和商业性自身

的平衡机制。
（２）推进了中国情境下独立学院的研究。 独立学院作为中国情境下一种独有的办学形式，是典型的具有

双元角色的组织，而且具有一般衍生型组织的特征［２］，不仅学科建设、未来发展方向具有研究意义［４５，４６］，其能

力构建的过程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本文打开了独立学院能力构建的演变过程，诠释了在这个过程中双元

角色组织是如何承接和处理环境动因带来的冲突的。 本文通过过程研究［４７］，将双元角色组织构建能力的过

程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外部能力引进、内部能力构建和双能力协调阶段。 独立学院不同于公立院校更倾向

于公益性［７］，也不同于民营院校更倾向于商业性［６］，而是通过对公益性和商业性行为倾向的变化来缓解不同

时期的环境要素变化带来的冲击。
（３）深化了组织能力的研究。 组织在与自然环境的交互中可以建立组织能力［５２，５３］，组织能力是组织知识

积累与整合水平和创新能力的体现［２２，５４］。 现有研究对组织能力的细分方式不能很好的契合双元角色组织的

性质。 因此，本研究在双元性理论的基础上［５５，５６］，将组织能力分为可以自己掌握的内生性的内部能力和不可

以自己掌握的外生性的外部能力［５７］。 本文揭示了双元角色组织独立能力的构建是内部能力和外部能力螺旋

上升、互相放大的过程。 随着组织的发展，外部能力可以逐步转化为内部能力，并放大内部能力的产生。 而内

部能力也有助于外部能力的进一步探索和扩大。 二者随着能力的演化过程螺旋上升、互相放大，进而形成双

元角色组织的独立能力。
尽管本研究揭示了双元角色组织独立能力的构建过程，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仍然存在一些局限

性和不足。 首先，本文对研究对象新华学院领导、教师、学生各个层级的调研实现了全覆盖，并且通过三角验

证的方式确保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但是总体上数据收集的总量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其次，本研究属于单案

例研究，存在复制性和进一步扩展的局限［４０］，因此未来可以通过采用多案例研究的方式进一步检验本文的结

论；最后，由于本研究属于探索性的研究［３８］，是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归纳分析出的研究结论，未来可以通过实

证研究的方式检验过程模型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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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银行商业模式分析模型
———ＺＳ 银行私人银行案例研究

黄之光１ 　 纪尚伯１ 　 胡　 毅１，２，４ 　 汪寿阳１，３，４

（１．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２．中国科学院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３．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４．中国科学院大数据挖掘与知识管理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摘要：私人银行同传统商业银行相比，有着自身独特的商业模式。 私人银行既源于商业银行的

零售银行业务，又在商业模式层面上区别于零售银行。 然而，有关于私人银行的商业模式分析

模型和分析方法，学术界鲜有学者投入研究，致使鲜有能准确、全面把握我国私人银行特点的研

究文献出现。 本文根据私人银行特点的提炼和商业模式相关研究框架，聚焦于私人银行“以客

户为中心”的核心理念在商业模式层面的体现，创新性地提出了私人银行商业模式分析模

型———同心圆模型。 之后，使用该模型作为框架对 ＺＳ 银行私行进行了案例研究，在一定程度上

验证了模型适用性。
关键词：私人银行；商业模式；同心圆模型；商业模式设计；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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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汪寿阳，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博士。

引　 言

私人银行作为中国银行业中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在过去十年中，伴随着中国经济共同高速发展，取得了

优异的市场成绩。 在中国经济整体 ＧＤＰ 增速有所放缓的背景下，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依然

保持了强劲增长，２０１６ 年末达到 １６５ 万亿元，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 ２１％。 其中，可投资资产１ ０００
万人民币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士数量达到 １５８ 万人，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２３％。 ２０１６ 年，中国

高净值个人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且呈现出领先于全球的高速增长态势。
零售银行是我国商业银行面对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化进行改革的重要出路之一，而私人银行则被认为

是必争“高地”。 私人银行相比于其他零售业务，市场增长率更快，回报率更高。 ２０１６ 年，我国高净值人群持

有的可投资资产达到了 ４９ 万亿人民币，占到全社会总可投资资产的近 ３０％。 ２０２０ 年，预计高净值人群可投

资资产将占据中国整体个人财富的半壁江山，占比达 ５１％。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零售银行面向大众客户销

售标准化产品的运营模式，私人银行更加重视以客户为中心进行个性化定制的运营模式。 （数据来源：贝恩

公司和招商银行《２０１７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ＢＣＧ 和兴业银行《中国私人银行 ２０１７》）。
私人银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特点决定了其既源于商业银行的零售银行业务，又在商业模式层面上不同

于商业银行传统零售业务。 私人银行在整体商业模式层面的运营过程中，全部资源投入需要真正的围绕客户

中心来配置，开展日常经营工作。 因此，学术研究过程中并不应该等同普通商业银行而视之。 整体上来说，私
人银行业务更趋近于一个高净值客户平台服务商，连接了客户和能实现客户需求的产品及服务；而传统银行

的零售业务依然属于资产负债业务，以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间利差为主要收入来源，并辅以标准化的理财产

品销售作为防止存款流失、扩大中间业务收入的一种手段。 因此，本文认为，对私人银行开展独立于传统商业

银行的商业模式研究是必要的，私人银行领域需要适合自身分析的商业模式。
本文聚焦于私人银行“以客户为中心”的核心理念在商业模式层面的体现，创新性地提出了私人银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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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模式同心圆模型，有着一定的创新性和实用性。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说过：“当今企业的竞争不是产品间

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的竞争”，私人银行也不能例外。 经过十年的发展，商业银行私行已经走过了从“跑马

圈地”的规模化发展到“精耕细作”的专业化发展的历程，私人银行的“差异化竞争格局”已开始显现。 本文认

为商业模式理论和分析框架将逐步走入私人银行业界，在私人银行创新的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借鉴和指

导意义。
本文第二部分是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介绍了两个理论模型；第三部分提出私人银行商业模式同心圆模

型，并简要描述模型动态性；第四部分通过 ＺＳ 银行案例描述验证分析模型的适用性，并通过我国私人银行所

面临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模型适用性；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及创新点提炼。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１、理论基础

对于银行商业模式领域的研究，目前处于初探期，少有权威理论出现，私人银行方面就更加寥寥可数。
Ｈａｇｅｌ 和 Ｓｉｎｇｅｒ［１］提出企业运营三大支柱，后被 Ｃｏｌｌａｒｄｉ［２］ 在其书中用于私人银行，重构出私人银行三支柱分

析方法（以下简称：Ｃ 模型），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图 １　 私人银行三支柱分析方法

此外，根据 Ｏｓｔｅｒｗａｌｄｅｒ 和 Ｐｉｇｎｅｕｒ［３］将商业模式定义为价值创造、价值传递、价值获取三过程的核心思想；
在此基础上，郭盛等［４］针对商业银行特点提出的 ７Ｅ⁃ＣＥＴ＠ Ｉ 模型（以下简称：７Ｅ 模型）也为本文模型设计提

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 其定义的价值支撑、价值创造、价值获取在商业银行中的动态活动，构成了商业银行整

体商业模式。

图 ２　 银行商业模式 ７Ｅ 模型图

２、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都对商业模式进行了不同的定义，并依据定义思想设计出适用范围不一的商业模式分析模

型，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 Ｔｅｅｃｅ［５］、Ｚｏｔｔ 等［６］、Ｏｓｔｅｒｗａｌｄｅｒ［７］、魏炜等［８］、汪寿阳等［９］学者。 在此基础上，一些学

者也关注了商业银行的商业模式，Ｃａｖｅｌａａｒｓ 和 Ｐａｓｓｅｎｉｅｒ［１０］、任小勋等［１１］、郭盛等［４］均从不同角度指出商业银

行存在区别于其他企业的特点，进行独立的商业模式层面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并综合商业银行特点提出了商

业模式层面的分析框架。 乔晗等［１２］还通过 １６ 家银行数据，从商业模式分析框架入手验证了商业模式对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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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的影响。
目前商业模式的研究多集中于案例研究层面，案例研究同时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是定性研究的重要研

究方法。 郭盛等［４］、任小勋等［１１］分别通过宁波银行和平安金融展示了商业银行商业模式。 商业银行之外，众
多学者通过多种商业模式方法，针对性的研究了诸如零售、自媒体、房地产等行业领域的案例［１３，１４，１５］。 这些

案例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给本文提供了逻辑依据的同时，也为本文所提出的商业模式模型设计提供了些许创新

思路。
私人银行业务被认为最早起源于 １６ 世纪的欧洲，以瑞士和英国的私人银行业务为先导［１６］。 Ｂｒｉｃｋｅｒ 在其

书中对私人银行给出如下定义：“私人银行业务是为拥有高净值财富的个体提供财富管理服务、投资服务与

商品等，以满足其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 ［１７］。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财富管理和私人银行给出了自己的定义，
虽有区别，但其核心较为类似［１８，１９］。

也有国内外的一些学者聚焦于私人银行的部分要素，进行单项研究。 本文重点关注了其中对客户要

素的研究，其细分领域集中在客户细分、客户关系和客户行为选择等问题［２０－２３］ 。 此外，有学者重点关注了

我国私人银行的组织模式特点，指出各组织架构背后的优劣［２４］ ，并强调了我国私行初级阶段中“品牌”的
重要性［２５］ 。

通过文献梳理，本文发现国外学者将私人银行研究同实践结合相对紧密，多通过定性分析展示私人银行

全貌或部分特点，但鲜有从商业模式角度研究或关注中国私行发展的文章；而国内学者对我国私行的分析多

停留在局部，较为零乱，缺乏借助于商业模式研究框架对私人银行的整体性把握。 此外，现有文献均在一定程

度上缺乏理论深度和学术延展性，无法有效的对业界日益旺盛的决策需求提供参考。 因此，本文使用商业模

式研究私人银行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对未来学界研究私人银行，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商业模式同心圆模型

１、同心圆模型

在上文所述理论基础及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在目前私人银行领域需要专属的研究工具，以整体

化分析私人银行模式，并给予业界指导和参考。 而在学术界，正恰好缺乏相关文献，并且鲜有认识到商业模式

研究对我国私人银行迈入差异化竞争阶段后的指导价值。 因此，本文秉承私人银行核心特点打造其专属的商

业模式同心圆模型，在打开学术研究空间的同时，希望可以为业界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参考。
银行的经营与发展应以客户为中心，是国内外金融银行界的共识。 然而传统银行业务所提倡的以客户为

中心，往往局限于营销过程，而非真正指其整体运营和资源投入都围绕着客户开展。 实际上，传统银行商业模

式更趋近于以产品为中心，资源投入于产品的模仿、创新研发和销售过程，考核一般也是取决于产品销售结果

而非客户的实际体验，比如国内传统零售业务网点考核，以存款、理财销售、保险销售等指标作为考核对象，而
不自觉的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客户关系的管理效果评价和能力提升。 然而，本文认为，高净值客户需求的独

特性，使得私人银行业有可能成为以客户为中心模式的最佳实践之处。 通过商业模式执行层面的具体转变，
指导商业行为，真正使得私人银行的组织建设、资源投入、产品研发等日常运营环节均围绕着满足客户的实际

需求而展开。 因此本文认为，私人银行的商业模式要素应围绕着客户维度展开，而在客户维度中，为了满足私

人银行客户不同的客户价值主张，私人银行应该关注其他要素及其动态关系。
表 １　 同心圆模型维度及要素细分表

活动 维度 要素

主维度 客户 客户价值主张 客户获取 ／ 留存 客户细分 客户关系管理

价值实现 盈利模式 风险控制

辅维度 价值创造 关键产品服务 利益相关者

价值支撑 组织架构 关键资源

此外，客户维度的良性发展，需要众多其他商业模式层面要素的共同作用。 本文根据私人银行自身特点，
参考 ７Ｅ 模型的三大维度划分，将私人银行商业模式细化为价值实现、价值创造和价值支撑这三个“辅维度”
共同作用于客户“主维度”的过程。 各维度细分要素如表 １ 展示，并分析如下。

客户维度，通过三个动态要素围绕客户价值主张要素，既表现出各要素自身的重要性，又用三要素互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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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循环往复过程动态的刻画了客户维度及其价值主张核心，彰显了客户维度对整个商业模式的重要性。 在

实际应用中较 Ｃ 模型，更加清晰的指导了私人银行如何更优的捕捉客户多样的价值主张，更好的实现客户关

系管理过程。
此外，本文借鉴了 ７Ｅ 模型中价值实现、价值创造和价值支撑维度构造模型的三个“辅助”维度，并根据私

行特点重构了具体要素。 其中“价值创造维度”包含了关键产品服务和利益相关者两个要素，其中，利益相关

者决定了私行提供关键产品服务的广度和质量，类比于 Ｃ 模型中的“产品与服务”支柱；“价值支撑维度”类似

于 Ｃ 模型的“支持保障功能”支柱，并在“关键资源”要素中包含了部分 Ｃ 模型“前台”支柱的内容，如私人银

行关键资源“客户经理”。 “价值实现”维度从商业模式层面补充了 Ｃ 模型中对价值实现过程的描述缺失，两
要素中，盈利模式要素体现了客户成本和客户潜在收益，可分为成本结构和收入结构；风险控制要素则体现了

私人银行对客户风险需求的满足能力，两要素在以客户为中心的思想上是统一的。
综上，同心圆模型示意图如下：

图 ３　 同心圆模型———私人银行商业模式分析模型

客户维度在本文提出的分析模型中被定义为商业模式的核心维度，其中除客户价值主张要素之外，还可

细分为三个互相作用的要素：客户获取留存、客户细分和客户关系管理，如图 ３ 所示。 客户获取留存考验了私

行营销人员能力和银行品牌形象的底蕴，甚至同商业银行本身渠道规模和原零售客户潜在转化规模相关。 客

户细分是深入了解客户需求的手段，是践行以客户为中心核心运营思想的前提。 以客户为中心意味着需要针

对不同的目标客户群设计差异化的价值主张，而客户价值主张的不同又决定着私人银行商业模式其他要素的

配置类型和方式，因此客户细分对私人银行的良好运营十分重要。 客户关系管理，意在满足高净值客户金融

和非金融综合需求，并建立同客户之间的“信任”关系。
客户维度中的三要素是动态相互作用的，其作用过程可提炼抽象为顺时针和逆时针两种方向的作用方式

（称之为正向作用与反馈作用）。 其中，正向作用从客户获取出发，体现了私行运营过程。 客户获取后客户细

分程度决定了客户关系管理的难度，而客户关系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现有客户留存的可能性和是否推荐

新的客户，而客户间的推荐是私人银行低成本获取客户的最佳方式。 我国私人银行往往因为专注于“跑马圈

地”的客户获取，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客户细分过程重要性（一般仅简单使用“可投资资产量”细分），不能很好

的刻画客户类型和需求，进而影响到客户关系管理的全局。
而反馈作用则从客户关系管理要素出发，体现了私人银行自发性改善过程。 高效率的客户关系管理工

作，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私行更加了解客户，进而推动客户的再细分。 而客户的再细分，可以帮助私人银行更

好的将单体营销转入“圈”营销（如某私行所提倡的“三圈模型”，详见案例分析部分），获取更多的以核心客

户展开的关系型客户，这些客户进而会促进核心客户的留存。 在过去，我国零售及私人银行客户关系管理工

作仅落实于客户经理的日常工作中，这就造成了积累的“关系知识”成为客户经理的自有经验。 然而为了更

好的发挥反馈作用的影响，私人银行应当鼓励这些知识的公开传递和共享，使得其提升私人银行整体的客户

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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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客户关系管理能力

客户关系管理的核心目的是同客户建立的信任关系，而信任关系的培养主要通过私行客户经理来实现。
国际顶尖私行也将客户经理作为其核心资产来管理，比如花旗集团在 ２００５ 年以自身资产管理业务（产品制造

能力）为代价，交换到了 ＬＥＧＧ（专业化私行）５００ 人的私人银行客户经理团队和１ ４００人的投资顾问团队，极大

的增强了自身的客户关系管理能力。 市场普遍认为，这一交易标志着花旗银行私人银行通过在市场上寻找多

样方案，聚焦于为客户解决实际问题，而非简单的通过推销产品取得业绩收入为经营目标［２６］。
私人银行应该将其客户和客户经理间的关系定义为客户价值主张的核心，并且鼓励这种关系以一种公开

的方式传递给投资顾问及后台支持团队。 这将有助于使客户忠诚于银行的品牌，而非将这种关系仅仅停留在

客户经理个人和客户之间，真正形成私行自身的“客户关系管理能力”。 私行各类资源的投入，产品配置整合

和风险管控等日常运营要素，都应该围绕于———客户关系管理能力的提高———这一目的而开展，并获得客户

的信任和对品牌的忠诚。 信任关系的建立，不仅能提高老客户的忠诚度和留存率（客户留存），也能通过推荐

方式吸引更多新的高净值客户（客户获取），最终实现私人银行的良性发展。 因此，本文立足同心圆模型，提
炼的私人银行核心能力———客户关系管理能力，将帮助业界将私行经营目标同传统零售银行业务相区分，摆
脱一切紧盯销售的策略，而更重视调动全行资源，共同为提高客户关系管理能力而努力。

从商业模式要素的角度来讲，客户关系管理能力一方面体现在三个辅助维度的各要素对客户关系管理要

素的直接作用；另一方面体现在三辅助维度对客户获取 ／留存要素和客户细分要素作用后，进而对客户关系管

理要素所产生的间接作用。 行内外资源整合能力主要体现在价值创造维度和价值支撑维度的互动中，如私行

组织架构和资源投入的不同，均影响着行内产品的制造效率和行外产品的整合能力。 而反映资源整合能力的

产品及服务质量，最终需要通过客户维度来判断。 风险管控能力主要体现在风险控制要素对模型全局要素的

影响，价值实现维度中的风险控制要素决定了价值实现的最终效果，并渗透进价值创造和价值支撑各维度中，
最终由客户风险控制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来衡量其能力的高低。

３、同心圆模型细分要素画布

同心圆模型是私人银行商业模式的抽象模型，在实际定性分析中，需要有更加具体的分析方法予以辅助，
以求更加准确的衡量私人银行各要素在商业模式整体运营中的位置和关系。 本文根据私人银行特点，将同心

圆模型中四维度十要素进行再细化，得到图 ４ 由细分要素构成的画布。

图 ４　 同心圆模型细分要素画布

本文将客户维度视为各要素运转的最终目的。 客户维度内要素的良性运转，需要一套适合私人银行特点

的组织架构的存在。 适合私人银行自身特点的组织架构将提高私人银行关键资源使用效率，比如不同的组织

形式造成了“客户管辖权”的配置方式不同，将决定不同层级客户经理（支行零售客户经理、总行高级客户经

理等）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态度，也将决定其他人力资源要素同客户联系的紧密程度。
根据私人银行特点，本文将关键资源要素划分为核心人力资源、其他人力资源、科技资源、渠道及品牌资

源五类。
（１）核心人力资源专指私行客户经理（一些私行中被称为高级客户经理或财富经理等），私行客户经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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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银行的重要资产，其能力和职业素质的高低是私行品牌形象的直接反映，也是决定私人银行客户关系管

理能力高低的重要要素；
（２）其他人力资源包括投资顾问、领域专家和其他法律、税务等后台支持专业人员，他们的专业素质决定

了私行对客户经理工作的支持力度和客户的服务体验。
（３）科技资源是现代私人银行重要的资源能力。 私行围绕客户需求实现建立起了多样的系统生态，可以

有效的帮助提高组织运营效率并改善客户体验。 通过科技辅助收集客户数据，运用大数据技术更加精准的进

行客户细分，进而支持客户经理和投资顾问进行高效率的客户管理工作。 我国商业银行一般从零售银行层面

统一规划、投入科技资源。
（４）渠道资源一般区分为母行渠道资源和私行自建渠道资源。 渠道资源的重要性是由客户需求所决定

的，一方面，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需求更加复杂，一般客户希望通过面谈的方式沟通，相比于传统零售业务，
更不容易被互联网金融渠道所替代；另一方面，渠道可以作为天然的客户入口，起到重要的客户营销和客户培

养功能。
（５）品牌资源是私人银行极为珍视的核心资源，好的品牌资源可以帮助提高私行的客户关系管理能力，

并显著改善客户获取和留存的效率。
内外部利益相关者要素连接了私人银行价值支撑和价值创造两维度。 首先，私人银行强调通过同商业银行

相关部门（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提高客户服务效率。 其次，许多私人银行认识到同外部利益相关者合作，建
立开放式产品平台的重要性，为私行客户提供更加专业、更加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丰富的产品服务线也使得私

行专业化量身定制成为可能。 不过，开放式产品平台如何进行高效、安全的管理，如何消除内部商业银行产品和

外包产品间的偏见和差异，如何管控外部利益相关者所输入的风险，是摆在我国私人银行面前的主要挑战。
风险控制要素包含两层内容，一是对客户风险需求的了解和把握，并尝试将客户风险需求映射到私行日

常管理工作中去；二是对产品内外部提供方的风险控制措施，一方面尽量生产或引入更丰富的产品和服务，另
一方面也要保证这些产品和服务不会为客户带来额外且不可承受的风险暴露。 因此，私人银行在持续的风险

控制中，通过提供关键服务和产品，体现出自身的成本结构和收入结构，最终达到提高客户关系管理能力的目

的。 值得注意的是，画布分析方法中的各要素，除了单独评价以外，均可以直接或者间接的在客户维度中得到

反映。 因此，私人银行评价单一要素效用时，最合适的方法就是找到这些要素在客户维度中的映射。

案例研究：ＺＳ 银行私人银行

１、ＺＳ 银行私人银行介绍

ＺＳ 银行于 ２００７ 年正式推出私人银行业务（简称：ＺＳ 私行），至今恰好十年，是国内最早开办私人银行业

务的银行之一。 ＺＳ 私行客户门槛为１ 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处于国内最高水平。 截止 ２０１６ 年，该行已成立 ５０ 余家

私人银行中心，基本覆盖国内主要经济区域。 ＺＳ 私行服务以“助您家业常青”为核心经营理念，为高净值客户

个人、家庭和企业三个层次在投资、税务、法务、并购、融资和清算等方面的多元化需求提供专业、全面和私密

的综合服务［２７］。
ＺＳ 私行近年来表现优异，私行客户数（可投资金融资产１ ０００万元人民币以上）由 ２０１２ 年的 １ ９５ 万人，

增长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５ ９５ 万人，该项指标排名国内第二。 ＺＳ 私行管理资产规模由 ２０１２ 年的４ ３４２万亿元，增长

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１ ６５ 万亿元人民币，复合增长率超过了 ３０％，位列全国第一。 其反映客户质量的私人银行人均

规模指标由 ２０１２ 年的２ ２２７万元增长至 ２０１６ 年的２ ７８９万元，显著高于主要竞争对手。
ＺＳ 私行的产品，按照投资领域的不同，主要分为以下几大类：现金管理 ／货币市场类产品、固定收益类产

品（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等）、权益类产品（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等）、另类投资（一般包含利用衍生工具、
杠杆交易或套利交易等方法，投资于商品、房地产、外汇、艺术品、珠宝、私募股权等领域的相关产品）。 此外，
ＺＳ 银行是国内第一家推出家族信托、家庭工作室和全权委托服务的银行，产品创新能力处于国内前列。

２、ＺＳ 私行案例分析

（１）领先的客户关系管理能力

ＺＳ 私行坚持以客户为中心，选择独特的“大零售垂直管理”组织架构方式保障了各类资源的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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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Ｓ 私行并没有选择目前较为流行的“事业部”模式，而通过“大零售”模式加强同母行的联系并获取支持，使
得其私行人员同母行的基层零售客户经理形成良性的互助关系而非互相争夺客户的竞争关系，取得了不错的

实际成效。 在此基础上，ＺＳ 私行强调在大零售模式的基础上对客户进行垂直管理，客户管户权上收至各分行

私行部，并由私行专职客户经理进行日常管理。 此外，在考核上下功夫，在既实现了私行客户获得专业化服务

的同时，又通过精细化的考核设计和行内系统支持，成功测算出由总行私行和分支行共同合理切分的利润贡

献，使得基层单位和客户经理在上交管护权后，依然可以得到其推荐私行客户合理的业绩分成（比如其某分

行制定的私行零售分成比例是五五分成）。 运行多年来，ＺＳ 私行的“大零售垂直管理模式”不仅取得了行内

各方的一致认可，也保持了私行客户数的持续高增长。
适合自身特点的组织架构选择，保证了 ＺＳ 私行可以充分发挥其自身和母行的各项资源优势，共同为以客

户为中心的目标进行服务。
Ａ．品牌资源：多年来零售口碑好，“服务好”成为吸引客户和拓展市场的金字招牌。
Ｂ．科技资源：多年来，在“以智能重新定义金融”指导下延续着其传统零售业务的科技领先地位。 为高端

零售和私行共同打造了客户全球化资产配置的“指南针”———全球资产配置系统（ＧＡＡＳ 系统），提升客户经

理服务质量和效率的财富管理系统（ＷＭＳ 系统）。 此外，实现代销合同的全程电子化，提升了“开放式产品平

台”的建设效率。
Ｃ．渠道资源：母行渠道和专属渠道并行。 私行母行的１ ９００余家零售网点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稳居上游，

并用 ５０ 余家专属私行中心覆盖我国主要经济发达地域。
Ｄ．人力资源：通过“１＋Ｎ”团队设计，专属客户经理队伍和精英化投顾、专家队伍。

图 ５　 ＺＳ 私行客户关系管理过程中的资源投入

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ＺＳ 私行采用私塾教育的高规格，为每批 ３－６ 名参训精英学员提供 ２０ 多位境内外顶级专

家的集中培训，已培训投资顾问近百人。 专业化的人力队伍，加上合理的“螺旋四步”工作法和“三圈模型”，
ＺＳ 银行立足核心客户，将目标客户细分为“家族圈”、“所有权圈”和“管理权圈”，将客户管理过程真正提升为

一项动态的，关联紧密的综合过程。
（２）开放式产品平台的搭建

ＺＳ 私行核心发展策略是“打造投资顾问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做最好的财富管理方案提供商”。 因此，ＺＳ
私行在产品的选择上，消除了内外部产品偏见，实现外部资源的高效整合，用开放式的产品平台为客户提供最

佳的产品服务，多年来打造了从“市场研究观点”到“投资策略”到“大类资产配置”到“产品组合选择”以及

“绩效跟踪检视”的全面资产管理与产品服务能力［２８］。
首先，ＺＳ 私行重视依靠原零售银行的产品生产能力，通过“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财富管理”联动的专业

化体系提高产品产出效率。 其次，ＺＳ 私行拒绝闭门造车，通过持续深入的市场研究，前瞻性发现和把握市场

机会，创新开发各类产品策略，率先在业内引入了私募股权基金、ＰＥ 基金、房地产基金、对冲基金、商品期货投

资基金等创新性产品。 在同外部产品服务提供方合作的过程中，ＺＳ 私行始终把“客户利益”放在最优先的位

置。 严把产品准入关，做好品类管控和生命周期管理，综合考察境内近万家投资管理人的投资理念、既往业

绩、投研能力、投资方法、风险管理和公司内控等内容，建立投资管理人准入白名单和跟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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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ＺＳ 私行开放式产品平台

十年来，ＺＳ 私行已经建立了跨国家、跨市场，覆盖五大类 ３０ 多个子领域，在架产品千余支的“开放式产品

平台”，成为国内最大的私募基金和信托产品销售机构，代销总规模超过万亿元。
（３）ＺＳ 私行总体商业模式画布展现

本文通过对 ＺＳ 私行的调研，结合私行商业模式同心圆模型的画布表现形式，绘制了 ＺＳ 私行画布。

图 ７　 ＺＳ 私行商业模式画布分析

多年来，ＺＳ 私行在各商业模式要素中都在经历不断的改善，图 ７ 展示了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ＺＳ 私行的各要素。
ＺＳ 私行的资源投入、关键产品服务、内外部利益相关者、风险管控、盈利模式等要素均围绕着客户维度的诸多

目标而服务。 此外也可以看出，ＺＳ 选择大零售垂直管理模式，一方面是由于私行现阶段十分依赖母行资源的

投入，另一方面是私行盈利能力在同行中处于领先，可以负担较为高昂的成本结构（零售客户经理和私行专

职客户经理共享利益分配）。
ＺＳ 私行商业模式的成功，是要素间和谐统一的成功。 通过适合自身发展的组织架构选择和和谐的资源

整合配置，充分使得 ＺＳ 银行强大的零售银行业务成为其私人银行发展的助力。 加之辅以开放的产品平台和

服务能力，在风险严格把控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起适合自身发展的商业模式全景，最终造

就了客户增长率名列前茅，客户细分能力国内领先（一个客户的三圈模型），关系管理体现于良好口碑的 ＺＳ
私行。

然而 ＺＳ 私行商业模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国内知名学者巴曙松就曾指出大零售模式（ＺＳ 私行目前

模式）难以突破基层行利益诉求，独立的向客户施加资产管理方面的建议［２４］；二是本文通过上述商业模式分

析也发现，ＺＳ 私行双线资源投入（母行＋私行）模式必然带来利益分配导致的成本结构问题，当外部环境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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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改变时（如私人银行行业整体增速放缓），该问题将可能导致人力流失和质量下降等诸多问题；三是 ＺＳ
私行自身核心人力资源建设有可能同母行人力资源使用产生冲突，导致私行客户经理素质不强等问题。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商业模式相关理论出发，深入了解私人银行自身特点，提出了适用于分析私人银行的商业模式同

心圆模型。 该模型从私人银行以客户为中心的核心理念出发，将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支撑过程围绕着

客户维度展开，抽象地描述了私人银行围绕高净值客户开展经营的过程，具备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参考意

义。 之后，本文应用该模型对国内领先的私人银行———ＺＳ 银行私人银行进行了案例研究，分别从商业模式中

的客户关系管理过程和开放式产品平台的运营过程两个视角，验证了该模型的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最后，本
文通过画布方式，展现了现阶段 ＺＳ 私行整体商业模式中的优势和潜在问题。

１、结论

我国私人银行虽然多源于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升级，却又在商业模式层面上展现出了自身的新特点。 用

专属商业模式分析模型来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本文提出的同心圆模型，主维度客户维度处于核心位置。 私人银行所开展的大部分工作，都应以其对客

户维度所施加的影响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 私人银行为了动态准确的掌握客户价值主张要素的变化，需要在

客户获取留存、客户细分和客户关系管理三要素上下功夫，逐渐苦练内力，形成自身高效的客户关系管理能

力。 可以看出，与其他商业模式分析框架多以价值实现为目标不同，私人银行商业模式同心圆模型，以评价客

户维度要素为目标。
此外，同心圆模型赋予三个辅维度以重要的作用。 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支撑维度在运行过程中互

相作用，指导私人银行选择更加适合自身特点的组织架构模式，并形成产品配置能力。 三辅助要素间的互动

的差异，可以帮助学者了解各家私人银行的运营效果间存在差异的具体原因。
ＺＳ 银行作为我国私人银行的领头羊，其先进经验值得研究和学习。 通过使用同心圆模型对 ＺＳ 私行的案

例分析，本文发现其成功并非偶然，而是众多商业模式要素围绕着客户维度合理运营而取得的必然结果。 不

过，本文也认为该行的商业模式难以为同行业所复制。 在未来差异化、精细化竞争的背景下，ＺＳ 私行依然需

要苦练内功，培养一只行业领先的人力资源队伍，并根据客户实际需要，逐步建立并完善专属的渠道、科技、品
牌资源，时刻为商业模式的升级创新做好准备。

２、启示

本文提出的私人银行商业模式同心圆模型，意在为学者和行业管理者提供直观的工具，审视我国私人银

行发展过程并展望未来竞争格局，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相比于零售银行管理者更关注产品销售数据

的指导作用，我国商业银行旗下私人银行的管理者们应更加关注客户本身的数据和指标，了解各要素决策对

客户的最终影响，并根据客户需求的实际改变为出发点指导私人银行开展商业模式创新，以求私人银行长期

繁荣。
鉴于目前我国私人银行组织模式众多，信息及数据披露不健全的现状，未来的研究应以定性研究为主，关

注私人银行的核心痛点问题。 此外，可以尝试评价私行内部各分支机构的客户关系管理能力，通过数据分析

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尝试帮助私人银行建立区别于传统零售银行的私人银行考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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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ｈａｓ ｉｔｓ ｏｗｎ ｕｎｉｑｕ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ｗａｓ
ｓｅｅｎ ａｓ ａ ｐａｒｔ ｏｆ ｒｅｔａｉｌ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ｂｕ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ｒｅｔａｉｌ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ｆｅｗ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ｐｒｏ⁃
ｐｏｓｅ ａ ｎｅ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ＣＣ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ｓｈｏｒｔ）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Ｃ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ｉｎｔ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ｗｅ ｕｓｅ ‘ＣＣ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ＺＳ Ｂａｎｋ 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ｖｅ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Ｃ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ＣＣ ｍｏｄｅ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